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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不能仅仅被理解成第三帝国史的前奏。魏玛共和国时期针对社会政治和制度做出的许多决策仍然对我们的当下产生着影响。联邦德国经历经济奇迹时，人们理所当然地在“波恩不是魏玛”的口号下强调德意志第二共和国与其前身魏玛共和国的差异性。然而，在经济增长相对停滞的时期，人们又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具体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尽管联邦德国时期的经济水平比魏玛时代高出好几倍，但这种理解首先建立在经济危机情况的可比性之上。


  因此，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介绍就必然要努力描绘共和国的经济因素和财政问题与政治——议会进程之间密切交织的关系，同时要直观地呈现出不同政策领域的融合，特别是内部和外部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知道，为魏玛时代赢得“黄金20年代”美誉的艺术和文化领域相应地只得到了简要的叙述，其原因在于，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政治事件并不同步。只在某些关键节点，如恶性通货膨胀阶段，两者才会有重合。


  与史学家经常选择的一方面将宪法、政党、联盟、地方政治和议会外运动，另一方面将艺术和文化、教育和学校、住房和保健、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家庭政策和性别关系等主题在各自的章节中分开处理的方法不同，我们试着在政治史优先的条件下将上述主题融入叙述。同时，本书的重点在于，在与决定性的经济、行政、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相互作用中描写行动者的政治行为，并尽可能让读者能够理解在多元的先决条件中变得纷繁芜杂的政治过程。


  熟悉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人会注意到，本书在许多方面基于独立的解释，并超越了目前研究的现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在这一领域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著作，无论如何，我们一直努力尝试着叙述魏玛共和国的兴衰史。


  如果没有1984/1985年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慷慨邀请，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当时的编辑沃尔夫拉姆·米特先生为成文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工作。在众多给予了我积极帮助和专业建议的同事当中，我必须感谢以下诸位，他们是托马斯·柴尔德斯教授、拉里·E.琼斯教授、彼得·克鲁格教授、莱因哈德·吕鲁普教授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贝恩德·魏斯布罗德教授。在众多帮助过我的人中，我想感谢贝尔特—奥列佛·诺尔特先生和阿希姆·布林格先生，他们协助我准备参考文献，同样，我还要感谢波鸿的同事雷娜特·海尔特女士、阿尼姆·诺尔岑先生和迪尔克·波普曼先生，以及我的秘书卡琳·卡莎德女士。最后，我想感谢普罗皮莱恩出版社，它对作者表现出了众所周知的耐心。


  汉斯·蒙森


  1998年1月15日于波鸿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德意志帝国


  1914年8月1日，德意志帝国向沙皇俄国宣战，战火的硝烟很快席卷整个欧洲，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在宣战的那一天，几乎没有人预见到，这场战争会以威廉二世的退位和德意志帝国的灭亡收场。被爱国主义激情冲昏头脑的国民肆意地释放着他们对战争的狂热，以至于人们选择性地忽略了同盟国将陷入多线作战泥潭的可能性。来自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反战人士在工人运动中突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国内的政治矛盾在备战的紧张情绪中得到了大幅缓解，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得以在军队的激进派中贯彻“城堡和平”政策，而在此之前，自由工会也承诺不会在国防事务上制造任何阻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用他那句著名的“我的眼前不再是什么政党，我所见的只有德国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德意志民族将以团结一致的方式面对不得不展开的防御性战争，这一设想是令人欣慰的，因为这或许意味着民族复兴的开始。1


  随着战争的进行，认为社会矛盾和政治分歧可以简单搁置的幻想消失了。所谓的“城堡和平”在实际中仅仅意味着帝国议会最初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召开，通常是为了批准待定的战争信贷。此外，人们在补选中放下了党派竞争，各政党在公开场合都尽量保持低调。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各种协会、联盟与自封的民意代表展开了激烈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讨论。这些讨论无视了当时同盟国有限的军事资源，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愿望。由于禁止公开讨论，即使到了1916年秋天，当人们意识到所期待的“胜利的和平”已经愈行愈远的时候，这些被记录在无数战争目标备忘录中的、带有极端帝国主义色彩的欲望也始终无法被动摇。2


  对民族团结的热切呼吁并没能掩盖国家内部裂痕很长时间，而为战争打开了方便之路的威廉王朝制度也逐渐无力掩盖其长期存在的统治危机。由于当时的宪法不能确保军事力量处于统一的领导之下，因此军队势力逐渐将原本掌握政治实权的帝国官员们推离了权力中心——无论是在高层决策层面还是在地方执行层面，这也使得威廉王朝的统治危机越发严重。自《每日电讯报》丑闻事件后，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名存实亡，帝国权力中心实际上处于真空期，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这样的权力真空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是灾难性的。尤其，基本的军事决策依然要由皇帝亲自下达，而皇帝本人却因为被排挤在帝国实权之外而无法获得必要的政治视野。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促成了法金汉的倒台，并将最高陆军指挥部移交给保罗·冯·兴登堡和他天赋极高但野心勃勃的第一军需官埃里希·鲁登道夫，这一事实反映了帝国领导层在国内贯彻政治意图的能力严重不足。法金汉在凡尔登的大放血战略失败后，贝特曼·霍尔维格意识到，同盟国已经不可能单方面决定战争的走向了。他认为，只有得到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这两位因坦能堡战役的胜利而名声大噪的指挥官的帮助，他才能为和平协议赢得舆论的支持。与此同时，组建第三最高陆军指挥部也为放弃无限制潜艇战创造了机会。贝特曼清楚地知道，公众所强烈要求的无限制潜艇战将把美国卷入世界大战，继而确立协约国的战争优势地位。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任命大大提升了他们在德国的威望，他们通过最高陆军指挥部“代行皇帝职责”，这意味着将君主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完全架空。从一开始，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就以专制的方式干预帝国的内政与外交，并建立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军事独裁政权。在普鲁士的选举改革和帝国的宪法重组问题上，最高陆军指挥部站在普鲁士保守派一边，他们希望将任何改革都至少推迟到战争结束。最高陆军指挥部提出全面重整军备计划，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缩减民用生产部门而实现最大限度地开发劳动力资源。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最高陆军指挥部同意议会通过《爱国助军服务法案》，该法案在与工会进行长期谈判后于1916年12月出台。最初，鲁登道夫希望通过关闭议会以及提升税收来实施他认为必要的措施，但是帝国战争部和陆军部部长威廉·格勒纳则主张与工会达成谅解。


  扶持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上台，却没能走上和平谈判的道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处心积虑于1916年12月12日推出的《同盟国和平协议》的内容过于含糊，无法得到协约国的认真回应。和平协议被拒意味着贝特曼·霍尔维格作为帝国宰相的工作一败涂地，继而排除了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的政治阻力，就连最高陆军指挥部也要求开展无限制潜艇战，因为他们期望战争借此出现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最高陆军指挥部独断专行的权力压制下，贝特曼更显得毫无抵抗力。不过他至少通过倡议改革普鲁士选举法使满目疮痍的国内政治阵线再次恢复了活力，实现了他所追求的“对角线政策”。但是他的努力仅仅促成了威廉二世在1917年4月的复活节文告中宣布将于战争结束后改革选举法，没能更进一步。


  在议会化问题上，这位帝国宰相始终奉行拖延策略而不做出明确的承诺，这使得帝国议会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逐渐意识到：在贝特曼·霍尔维格的领导下，不可能改变帝国领导层虚与委蛇的拖延政策。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利用有关奥匈帝国严峻军事形势的内部信息，公开对贝特曼·霍尔维格挑起论战。1917年7月6日，他在帝国议会领导委员会上发言，表达了对和平谈判的基本承诺，也借此为让工人参与到更艰巨的战争中来营造心理基础。3在此基础上，帝国成立了跨党派委员会，除中央党、进步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外，民族自由党也位列该委员会中。跨党派委员会在帝国灭亡前一直发挥着议会协调工具的作用，负责向帝国政府和最高陆军指挥部表达在帝国议会取得多数派支持的提议。


  在跨党派委员会中，多数派始终无法在最后关头达成一致，致使追加战争信贷的批准与无限制议会化的实施之间没有建立起合法的关联。即使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对要求议会承担全部共同责任的担忧也很普遍。因此，社会民主党既没有要求在委员会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没有提出担任委员会主席一职，而是在间接影响政府决策和反对派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位置，这当然是出于对其左翼主张的考虑，尤其是对与之形成竞争关系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考虑，它目的性很明确地将独立社会民主党排除在了跨党派委员会之外。拥有多数席位的党派在通过和平决议时采取的举措也没有被贯彻到最后。它们提出的恢复“城堡和平”和防御性战争的条件并不单纯，决定这一提议的动机是使社会民主党能够批准战争信贷，从而提高帝国内部的自卫备战程度。这个非正式联盟在某些方面预示着后来的魏玛联盟。社会民主党对跨党派委员会的提议也表现出了足够的支持，这在一方面使它免于因拒绝战争贷款而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另一方面也使它得以维系在此期间于政府系统内获得的人事影响力。4


  多数派政党在跨党派委员会中多少显得敷衍应付、三心二意，它们推行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与预期的国内自由化相反的效果。对时局的短视，加上对帝国议会多数派的权力的高估，使跨党派委员会决定在公开场合反对贝特曼·霍尔维格，而这位帝国宰相一方面出于对皇室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出于他个人在政治上的理解，并不愿意正式认同和平决议，尽管他在许多方面同意协议内的陈述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多数派也不再认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推动普鲁士选举法改革并最终促成皇帝批准改革这一系列事情上所付出的努力。5在埃茨贝格尔的倡议和施特雷泽曼的大力支持下，议员们让皇室知道，这位帝国宰相再也不能获得多数派的支持了。决定性的一击来自最高陆军指挥部，其强有力的辞职威胁迫使贝特曼·霍尔维格辞去了宰相的职位。


  然而多数派政党却没有考虑到，在人事替代方案出现之前，推翻宰相的意义不大。埃茨贝格尔与前帝国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亲密关系并不能让他成为合适的继任者，因为无论在外交还是内政方面，他都没有展现出令人信服的能力。因此，最高陆军指挥部在没有征求帝国议会意见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提名了战争供给办公室的副国务秘书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虽然宰相的更换带来了一些部门的人事调整，从而代表了与最高陆军指挥部结盟的保守势力的失败，但米夏埃利斯却是向议会制过渡的公开反对者，而多数派政党在向议会制过渡一事上则显得畏首畏尾。成立包括最主要议员在内的七人咨询委员会，以及让帝国议会的一些成员加入帝国政府，都是值得商榷的权宜之计。


  在没有跨党派委员会各方参与的情况下任命米夏埃利斯，对跨党派委员会而言或多或少有些颜面扫地。然而，事实证明，在与支持最高陆军指挥部、渴望实现军事独裁的政治右派抗衡时，跨党派委员会中支持改革的多数派是唯一可靠的政治力量。通过成立德意志祖国党，他们试图为其影响深远的外交和内政目标提供一个民粹主义的基础，日后的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鼓动方法在他们身上初现端倪。


  逐渐成形的半议会制使帝国议会的多数派无法在填补领导职位空缺方面发挥其影响力。虽然他们能够有效地对抗帝国宰相米夏埃利斯，并在最高陆军指挥部意识到米夏埃利斯根本无法胜任宰相工作之后促使他辞职，却无法就帝国宰相继任者的选择做出决定。当最后只有中间派政治家、巴伐利亚首相格奥尔格·冯·赫特林愿意接任帝国宰相一职时，长期以来缺少合格领导人的问题再次变得尖锐起来。在新任宰相负责的一系列改革中，只有一小部分取得了成效。尤其是在普鲁士众议院推行选举法法案的改革尝试中，新宰相一败涂地。


  在普鲁士全面实行议会化和贯彻执行全面平等的选举权，是否会从根本上巩固帝国的内部稳定？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个错误。因为即使是跨党派委员会的各党派也都安于接受半途而废的局面，在任何时候它们都没有认真地下定决心要在国内政治角力中将拒绝战争信贷作为博弈资本来使用。然而，更重要的是，只要战争还没有最终失败，德意志祖国党和德国和平独立委员会对胜利的幻想就不会褪去，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地位就不可动摇，甚至因为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继任者的软弱无能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当最高陆军指挥部能够仅仅因为外交部长里夏德·冯·屈尔曼公开宣布战争不可能再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来赢得胜利而迫使他辞职时，帝国领导层和帝国议会的软弱与退缩便表现得格外明显了。


  最高陆军指挥部对最高政治决策的否决权地位没有被打破。与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只关注国民战争义务的做法不同，普鲁士陆军部为实现社会平衡付出了大量努力，但社会生活的深度军事化进程也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明显的改变。在缺少相应的令人满意的宪法规定的情况下，军区司令根据1851年普鲁士关于处理戒严状态的法律，在军区行使其行政权力。审查的程度、对集会权的限制以及监视和镇压措施都取决于军队指挥官的自由裁量权。普鲁士战争部做好了与工会合作的准备，而工会则试图解决工厂的冲突。在此期间，以对抗左翼反对派团体为目的的默契合作频频出现。6


  《爱国助军服务法案》提高了工会的地位，这在其中规定的工人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中都有所体现。然而，这是以他们必须确保维持为战争所做的一切努力、工厂的有序运行以及避免罢工为代价的。这并没有阻止重工业企业直到1918年秋末始终坚持要求修改《爱国助军服务法案》，因为它们不愿意承认工会为薪资谈判方。7工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要求确保食品供应，而食品供应似乎越来越无法得到保障，正是因为如此，在工人眼里，工会对极度糟糕的食品供应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这在1916/1917年冬天已经达到灾难性的地步，而且从1917年夏天开始，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粮食供应，甚至中产阶级也越来越没有能力支付可怕的黑市价格，几乎三分之一的农产品最终流向不受当局控制的渠道。尽管工资有了增长，但工人的收入并没有跟上飞速发展的通货膨胀的步伐，而定价法规又无法有效控制通货膨胀。自1917年以来，由于面包配给和供应不足，工人罢工事件一再发生；与之相应，针对田间农产品以及针对食物的偷窃案件也与日俱增。


  多方事实证明，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纳入政治体系是成功的尝试。至少在战争打响的最初几年，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但是就连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也都始料不及的是，1917年4月，在成立不久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革命工长组织的倡议下，许多大城市爆发了罢工运动。柏林军火工人罢工的规模之大，只有在自由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对罢工领导者进行干预之后才能得到控制。8陆续爆发的罢工运动证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群众失去了联系。尽管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的斯巴达克联盟做出了努力，但革命口号在当时的局面下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反倒是改善粮食状况、在没有吞并的情况下实现和平、进行国内改革（如在各邦和各市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这些实际的要求发挥了作用。工人群众中不堪其苦的迹象越来越多，这在1917年仲夏表现为公海舰队过激的罢工，但此前宣布的宪法改革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帝国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能力改善已经无以为继的社会状况了。


  姗姗来迟的战时经济体系在推行之初只限于原材料的分配，这套体系的发展有利于重工业和与军备生产息息相关的化学工业，并支持经济和资源的集中，但这是以牺牲中小型企业为代价的。事实证明，在早期阶段，潜在劳动力数量的不足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瓶颈。在战争过程中，消费品行业的工人被重新分配到重工业部门，这使得工会能够在重工业企业中获得立足点。但这轮人员流动也造成了工会运动成员的大量流失，直到1917年才得以补充到之前的人数规模。笼罩在工业中产阶级、公务员和公共部门工人这些广大群体之上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多。为人们带来希望的不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而是俄国退出战争的消息，人们对和平的渴望空前强烈。


  与此相反，最高陆军指挥部却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战胜俄国并使其退出战争的消息来动员所有的力量，迫使其他协约国做出决定。由于缺乏物质资源，最高陆军指挥部转而开展影响深远的宣传活动，并为此设立了自己的新闻机构。这包括在公立学校中引入“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这种教育来加强服兵役的热情，打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德意志祖国党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必要的民粹主义群众基础，因此彻头彻尾地成了战争的宣传工具，表现出了一种议会制之外的运动形式。它的资金主要来自重工业、农民联盟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政治右派利益集团的捐赠。其组织的基础是各协会和利益集团的集体成员，从德国国家商业合作联盟到基督教工会和宗教工人协会。它拥有120万名成员，是帝国最大的群众组织。泛德联盟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很活跃，建立了一系列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附属组织，其中就包括1918年深秋成立的条顿骑士团。9


  通过这些组织的鼓动所产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在战争形势的严峻性上欺骗了广大民众。继“1914年思想”之后，国内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吸纳了民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元素，这些元素被有针对性地用来疏远无产阶级群众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内部，有人设想对波兰国籍的犹太人进行强制遣返10，也有过在东部获得更多定居空间的考虑，这些都对后来民族社会主义关于理想化生存空间的设想造成了深远影响。而后来德国工人党的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原本就是德意志祖国党的成员，倒是显得顺理成章了。以“争取自由与祖国的人民联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间派的反击运动成效甚微，他们能够发出的声音远远小于代表民族主义的右派们。11


  在促成《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的一系列谈判中，德意志祖国党的宣传纲领所体现出来的过激与暴力政策受到了重创。根据最高陆军指挥部的预测，新兴的布尔什维克国家会长期处于政治不稳定的局面下，并在未来会有军事力量进入干预。新成立的国家——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和乌克兰——则旨在发挥卫星作用。和约并没有阻止帝国在军事上占领远至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广大俄国领土，以便通过对这一空间的殖民开发确保帝国的战争经济需要。帝国议会的多数党意识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和东方的包抄措施与和平决议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宣布的“十四点”原则无法共存。跨党派委员会作为一个非正式联盟的弱点还表现在，它无法对和平谈判的进程施加任何影响。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与以庄严的姿态放弃吞并的做法公开决裂是极其不舒服的。如果在帝国议会中拒绝东方条约，就会突然结束他们刚刚与中左翼资产阶级政党结成的联盟，并使该党重新落入可怕的孤立状态。虽然在资产阶级阵营中也有对《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的批评，但对德国这次被高估的“强力和平”的满意态度却占了上风。尽管有大量的保留意见，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最终还是在决定是否批准该和约的投票中弃权，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则十分明确地投了否决票。12


  俄国的崩溃和布尔什维克的虚弱加强了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幻想，即通过大规模地发挥所有可用的力量就能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被迫在谈判中接受德国不断加码的和平条件，并同意了德国随后展开的一系列名为“警察措施”的军事行动。在国内，这导致了两极分化的加剧。吞并主义的热潮再次席卷德国政坛，德意志祖国党的纲领继续为在保守派领导层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提供支持。与此相反，工业领域的工人们的粮食供给状况进一步恶化，人们对来自东部的粮食进口寄予厚望，而后者却无法准时到达。与此同时，针对工人群体的军事化措施进一步扩大。一月起义后，罢工领导人被逮捕，工人的抗议被有效压制，工人群体中弥漫着一股消极的氛围，一直持续到深秋。


  虽然民间政治力量，特别是参与跨党派委员会的党派，对最高陆军指挥部的高压政策表示担忧，但鲁登道夫相信，他可以在西线通过一场决定性的突破性胜利来结束战争。1918年，精心准备的春季攻势和随后的攻击行动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但在战略上并没有对敌人的战线造成决定性的打击。西方协约国在物资和军力方面的优势每天都在增加，鲁登道夫却依然固执地拒绝接受同盟国最多只能进行防御性战争的说法。法国和英国在7月18日和8月8日展开反击，尽管它们错失了良机，没有利用8月8日德军部队的大溃败来实现战略突破，但是战争形势也已经明显转向有利于协约国一方。西线的战争形势正在急剧恶化，然而，最高陆军指挥部却没有向帝国政府汇报这个消息。


  直到9月26日，协约国军队展开的攻势多线告捷，与此同时，传来了保加利亚已于一天前投降的消息，在罗马尼亚战线崩溃和奥匈帝国解体迫在眉睫的背景下，最高陆军指挥部才从现有的军事形势中得出了切合实际的结论。13军方开始转向议会化，这对于迄今一直在推进议会化的进程里瞻前顾后的多数派政党而言完全是个意外。鲁登道夫以他不能保证西线的稳定为由，要求立即发布停战提议。其目的很明确。鲁登道夫关心的是如何避免西线军队投降和被俘，从而避免公开意义上的失败，同时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帝国文官领导层。在最初发起战争的那一刻，谎言就成了必然，失败的不是前线，而是发起战争的祖国。因此，关于议会化，鲁登道夫说，那些在一开始做了汤的人现在应该用勺子把汤舀出来。14


  这一让鲁登道夫日后感到后悔的仓促之举与多数派政党一直以来的努力不谋而合，组建一个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拥有执行力的政府迫在眉睫。15格奥尔格·冯·赫特林显然与这一要求不符，他在面对最高陆军指挥部的高压政策时缺乏自信，受到了广泛谴责。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坚持要求赫特林辞职，认为赫特林的能力不足以将跨党派委员会始终坚信的和平谈判付诸实践。多数派政党的方案与它们在1917年7月原则上同意的要求相比略有提升。即使是现在，与政府相抗衡的全面议会化在多数派政党之间仍然存在争议，帝国参议院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宪法联系构成了真正的分歧点，尽管它并不会干扰议会程序规则体系的实际运作。


  任命巴登亲王马克斯为帝国宰相是由康拉德·豪斯曼发起的，并得到了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同意。巴登王位的继承人似乎是一个让各方势力都可以接受的候选人，因为他来自德国的一个王室家族，而且他的基本态度是自由主义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个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智囊顾问。此外，马克斯亲王也绝不是议会制的无条件支持者。相反，他一直对“西方民主”持批评态度，并以“德国自由”的模糊说法来反对它。16其时，恰逢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德皇退位，而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政党都坚决反对这一要求，并呼吁德国各王室要团结，因此，新任外交国务秘书保罗·冯·欣策也支持巴登亲王的宰相任命。但是，撇开马克斯·冯·巴登的政治观点不看，他是否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意志力在军事和政治崩盘的时候负责任地领导国家，也是值得怀疑的。17


  新任命的宰相正确地认识到，对德国停战请求的外交准备不足将导致不利的后果，他要求最高陆军指挥部适当推迟停战谈判，但未获成功。他也没有成功地说服最高陆军指挥部，没有让其认识到军事形势需要立即启动停战谈判。因此，德国的停战请求在1918年10月3日至4日夜里被送到了威尔逊那里。一般认为，这份停战请求代表了德国对战败的承认，它的出现在德国民众当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尽管外交形势恶化，但由于新闻报道的美化和审查，也由于最高陆军指挥部和德意志祖国党的宣传活动，国内许多人仍坚定地对德国获胜抱有希望。公众舆论无法获得支持，德国社会陷入了瘫痪和苦闷的泥沼。而这一切都推动了那些主张迅速实现和平的力量。


  鲁登道夫曾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停战，但他没有意识到，一旦德国主动停战，即使敌人之后提出的条件再无法忍受，德国也没有回到战争状态的退路了。他一厢情愿地坚信，只要把德国军队撤到莱茵河一线之后，就可以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争。对东部领土的经济开发是为了必要的资源。在没有可靠依据的情况下，有人散布消息称协约国将在春季以更有利的条件实现和平。收到威尔逊的答复后，最高陆军指挥部意识到其仓促行为的后果，试图用军队在失去祖国的支持后有可能会崩溃的理由来掩盖其责任。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拒绝瓦尔特·拉特瑙提出的集体起义方案，因为他们认为实施起义缺乏必要的内部前提条件，只会导致军队受到革命力量的污染。无论是最高陆军指挥部还是其他对此负责的政治力量，都没有预见到要求停战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士气会造成巨大影响。


  最高陆军指挥部并不是唯一有这些想法的政治势力。早在1918年10月，统治阶层的精英们——这也适用于跨党派委员会中的各党派——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以和平收场。兴登堡在10月14日给帝国领导层的电报中要求，“在各种公共集会上”向民众传达这样的声音：“德国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争取光荣体面的和平，要么坚持斗争直到最后。”18这种人为创造的二选一局面成了马克斯·冯·巴登内阁的组建基础。内容适度的和平提议被认为是调动最后一丝可用力量的先决条件。召开全国集会的想法得到了自由工会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德意志祖国党和工会总委员会的代表之间甚至进行了非正式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并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加强了建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防御阵线的趋势。直到10月26日，总委员会和工会才终于放弃了这种可能性。而在此之前，内阁在征得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同意后，准备了一份国防呼吁，以应对与威尔逊谈判失败的局面。


  虽然频频有声音认为，位列联合内阁就相当于支持一个潜在的军事独裁政权，但对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来说，参加联合内阁的决定是从一开始就板上钉钉的。他们的立场态度取决于他们对爱国者义务的理解，即力求使祖国不要陷入全面崩溃的局面。由于此前已经背负过在爱国问题上缺乏可靠度的名声，因此他们不想再让社会民主党面对在祖国危难时刻唱反调的指责。在他们最终制定提出的一系列要求里，除了确认和平决议外，还包括修改东方条约，恢复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地位，在联邦各处推行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以及废除帝国宪法中阻碍全面议会化的条款。可以肯定的是，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允许就所提要求中的一些问题展开商榷，包括直接提及《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废除帝国参议院和帝国议会成员资格不相容的规定。另一方面，他们一致同意从议会中任命政府官员并保留其议员席位，尽管这个解决方案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19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始终对承担全部政治责任犹豫不决。他们的顾虑之一来自自己的兄弟党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后者指责其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决定性的因素则是，为了避免对一切为战争而做的努力造成伤害，标榜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回避了与资产阶级政治伙伴的冲突。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认为，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宰相的时机仍不成熟。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最初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内阁成员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但遭到了艾伯特的强烈抗议。但是，由于实际处于内阁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有菲利普·谢德曼和工会领袖古斯塔夫·鲍尔，前者是没有职务实权的国务秘书，后者是新成立的帝国劳工局的国务秘书，而且在议会中，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席位也明显少于传统统治阶级的代表，因此社会民主党对部门决策的影响很有限。10月5日收到政府的声明后，多数派政党同意推迟召开帝国议会。


  因此，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内阁并没有彻底颠覆帝国原有的半专制宪法结构。20它的政治基础是跨党派委员会这个非实体联盟，并将议会和官僚因素混合在一起，宰相尽管仍然对皇帝负责，却是在多数派政党的支持下被任命的。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们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印象：政府改革的脚步并没有迈得很远，一切措施只是为了消除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的第三份声明中的反对意见，而德国人民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手段使得帝国的军事力量服从于人民的意愿。“普鲁士国王对帝国政策的主导性影响并没有被削弱”，政治决定权仍在那些“迄今为止一直是德国的主人”的势力手中。



21来自人民的外部压力确实对威廉二世的随行人员造成了一些影响，使后者向左派的改革要求妥协让步。然而，在这件事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威尔逊努力营造的国内政治条件，否则连这种程度的妥协都将是难以想象的。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代表人民的政府势力不得不与军方势力进行最终的角力，这也让威尔逊对德国军方议和诚意的怀疑得到了证实。10月24日，美国总统发出了第三份声明，声明的内容让停火后可以恢复军事行动的幻想最终破灭。对此，最高陆军指挥部在没有与帝国领导层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发布了一条即刻生效的军令，呼吁军队继续进行英勇的抵抗斗争，并宣布威尔逊提出的条件是不可接受的。22这一次，在德皇以卸任为砝码的胁迫下，马克斯·冯·巴登坚持与鲁登道夫抗争到底，而鲁登道夫的辞职威胁在此期间已经变得不痛不痒了，宰相的说辞是，两位将军的共同干涉威胁到了领导层内部的一致性，严重危及了议和的进程，只有在“双重政府”的局面彻底结束之后，才有可能与威尔逊达成共识。23这次角力并未让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虽然鲁登道夫愤而辞职，但在皇帝的坚持下，兴登堡仍然留任，接替鲁登道夫出任第一军需官的是在此前的战时经济事务中表现抢眼的威廉·格勒纳将军。


  随着鲁登道夫的解职，帝国政府最终放弃了通过宣布国防战争来应对不可接受的停战条件的想法。而此时，除了接受美国总统在和谈交涉过程中反复加码的条件，德国没有其他选择。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因此，坚守的命令在国内军队中也不再有效。一时间，前线的军人不再履行向部队报到的命令抑或公开表达对军队的不满成了常态，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野战部队里。人们不愿为了一个注定失败的事业而牺牲自己。与此同时，数以千计在此前饱受非议的工人都收到了召集令。10月27日，《前进报》号召人民认购第九期战争债券。在这个垂死挣扎的帝国中，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被卷进了这股历史的洪流。


  此时此刻，广大人民群众的和平意愿已经转化为一场快速激化的抗议运动。24这场运动不需要独立社会民主党、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联盟的引导和鼓动，毕竟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也才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迫使战争结束的俄国十月革命成为此时德国工人们纷纷效仿的榜样。与之相对，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则完全退居幕后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希望逐步实现民主化，并且为了防止重蹈“俄国状况”的覆辙而进入内阁，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一切可以不触及君主制的存在。在议会化的问题上，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也在一开始采取了观望态度。直到10月26日，被一拖再拖的宪法改革才在威尔逊发出的第三份声明的压力下在帝国议会获得通过。这次宪法改革让德国从专制帝国变成了一个议会君主制国家。25从这一刻起，帝国宰相需要得到人民代表的信任，并直接对人民和帝国参议院负责。议会成员现在可以成为大臣而不放弃他们的议员席位。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军事指挥的决定权不再属于皇帝，而是属于议会制下的帝国政府，军事指挥官现在也要接受帝国政府的政治监督，一直以来不受帝国制约的普鲁士陆军大臣一职被废除了。但是另一方面，通过帝国宪法中的相应条款在各邦引入全面和平等的选举权一事却被搁置了。在强大的压力下，普鲁士参议院才完成了该法案的第一次审读。革命事件的浪潮裹挟着过分保守的普鲁士改革步伐快速前进。


  尽管10月28日生效的新宪法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左派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但仍有一些临时产生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主的特权问题以及他在没有得到议会多数支持情况下的权利问题。在这个背景下，重回爱德华·达维德提出的“隐性议会主义”并不是没有可能的。26直到最后一刻，人们才对军事指挥权的归属进行了根本性的、有利于帝国宰相的整改。但另一方面，政治系统中令人反感的象征仍然存在，其主要的军事承担者没有被取代。这场改革被认为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却未能消除民众深深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最终转变成了对皇帝退位的诉求，并像野火一样愈烧愈烈。


  帝国议会化是在威尔逊的努力下半推半就地实现的，改革的不彻底使得这次议会化在挽救德国内政上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或许，即使从一开始就满足民众以及部分中产阶级的要求，让皇帝立即退位，也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在广大民众眼中，对战争结果负有最大责任的就是皇帝本人。威廉二世不得不吞下当初允许兴登堡组建平民军团所酿成的苦果。然而，即使现在他也没有做好准备与高度保守的宫廷势力以及他的军事顾问们决裂，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他的不满。德皇离开了斯帕的司令部，脱离了帝国领导层的直接影响，这对马克斯·冯·巴登来说无异于一种侮辱。接受兴登堡的邀请也是值得诟病的，因为皇帝此举实际上提升了军方的政治地位，这让人怀疑他同意宪法改革的诚意。宫廷势力和正统派军官甚至向威廉二世提出了一个荒诞的计划，即率领忠诚的部队进军柏林，一举恢复帝国的统治秩序。


  议会化不能挽救土崩瓦解的军权统治，恰恰相反，正是军权统治系统的瓦解促成了议会化。同样，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试图将群众的抗议运动引向合法渠道，而这些抗议运动的诉求也只能在军权统治崩塌后才能实现。若是德皇能更早退位，这一切或许会来得更快一些。军权统治和霍亨索伦君主制在历史上的纠葛盘根错节，不可能仅仅通过宪法来废除。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及其支持者们没能认清这一事实，虽然从心情上可以理解，但这一误判却带来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只有坚决、坚定地取缔军事政权的政治领导力，才有可能为临时内阁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实际情况刚好相反，不彻底的改革掩盖了军事破产的事实，而且大大助长了公众建立在“威尔逊和平”之上的虚幻希望。


  1918年11月4日，被压抑的革命运动终于爆发了。这一切的导火索是海军司令部的单方面军事行动，配合鲁登道夫发出的陆军命令，海军司令部命令公海舰队向前推进，与英国海军展开“最后的战斗”。27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向帝国政府及时汇报，海军指挥官们为此辩护的理由是，在此之前公海舰队的任务是为无限制潜艇战提供保障，而无限制潜艇战被叫停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因此重新启动公海舰队对他们而言是众望所归。然而，其背后真正的动机却是希望借此将海军从战争失败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公海舰队司令部的一份主张舰队行动的备忘录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即使舰队在这场战役中覆没，荣耀的战斗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催生出一支新的德意志舰队——如果我们的人民没有背叛国家的话。”28批准这一计划的海军司令部并没有试图通过在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来帮助受困的军队，他们所希望的是在面对不光彩的和平时，维护德意志海军的舰队理念。这个军事行动一旦兑现，不仅会导致无数生命的无谓牺牲，而且会严重阻碍停战谈判。


  舰队集结在希利希里德，即将进行最后的“死亡战役”的流言在水兵间迅速传播开来。他们拒绝执行出海的命令，甚至在原定行动取消后仍继续反抗。公海舰队司令部的命令含糊不清，最先开始叛变的第三中队被命令返回基尔，这激起了水兵们的反抗，当地驻军和同仇敌忾的工人们也都在第一时间加入了反抗的行列。为与海军司令进行谈判而成立的水手委员会为全面革命起义提供了动力。当帝国领导层派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代表古斯塔夫·诺斯克和国务秘书康拉德·豪斯曼前往基尔与起义者进行和平谈判时，革命的火花已经从基尔蔓延到了其他海军基地，并很快蔓延到德国几乎所有大型城市。在全国各地，军官被解除武装，政治权力被自发组建的士兵和工人委员会接管。革命之势来得如此迅猛，已经没有迂回的余地了。


  不管海军司令部在多大程度上向帝国领导层通报了他们的军事意图，这一行动都只能被理解为一次阻挠谈判的尝试，阻挠众望所归的停战与和平。军方彻底丧失了道德权威，士兵和工人对军事领导层的不信任既深刻又充分，这使得革命以极快的速度在全国蔓延。没有人敢于阻挡迅速膨胀的革命运动，在经历了巨大的物质匮乏和心理紧张后，被士兵和军官之间的阶级壁垒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在长久的压抑之后终于得到了释放。人们对军事政权的统治无比厌恶，各地官员都把他们的军衔徽章从制服上撕扯了下来。同样，在工作场所也出现了对平等的基本民主的要求。在军队里反对“等级服从”的斗争与在生产领域反对雇主专横统治的斗争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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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11月5日，基尔的革命水兵

  


  马克斯·冯·巴登内阁所推行的软弱的改革措施，在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取消对组织权的法律限制，以及在10月中旬宣布的对因政治罪被监禁的人实行大赦，这一切都不足以满足觉醒了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在这一点上，不可能存在工业无产阶级广泛革命运动的问题，尽管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由于其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场，与独立社会民主党相比显然失去了更多的支持者，但是这一场革命尚不至于演变成更广泛的无产阶级工人革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革命组织、格奥尔格·莱德布尔领导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以及在11月8日之前只能勉强有所行动的斯巴达克联盟，他们都只有在军方的政治权威无以为继时才能彰显各自的影响力。


  当下的局面倒是与最高陆军指挥部处心积虑打造的说辞不谋而合，即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祖国在军队背后捅了一刀，革命左派发动革命应当受到指责。早在1918年11月底，时任总参谋部少校的路德维希·贝克就说过：“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刻，蓄谋已久的革命——对此我现在坚信不疑——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29几周后，《新苏黎世报》用“背后一刀”作为关键词报道了政治右翼阵营中广为流传的谣言和刻意歪曲的事实。30从那时起，这个词就成了右派反共和主义宣传中的高光词汇。帝国的崩溃主要是由于权威精英们的无能，他们不仅高估了同盟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且沉迷于幻想，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战争维系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阻止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11月初，人民运动在短短几天内就横扫了当时的政权，人民斗争的对象是军事掌权者的傲慢权威，以及放任这种局面形成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抗议是朴素的，但并不具备暴力和无度的特征。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似乎正在来临，它承载着消除阶级制度、消除等级服从制度、消除专断以及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的希望。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希望和它们所蕴含的民主潜力，只有借助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之手才能打开一片新天地，然而这样的人物并没有出现。




    
    
    
  第二章　德国革命


  1918年的十月改革有两个目的，一是满足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组建民主合法政府的要求，二是防止发生革命动荡。1多数派政党坚持在帝国议会和帝国参议院议会化的基础上保留霍亨索伦君主制系统。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威廉二世同意退位，将皇权递交给某位皇子或者由摄政委员会代行，改革措施才有可能得到全面贯彻。然而，德皇威廉二世却赶赴斯帕的司令部，使自己脱离了帝国内阁的控制范围，同时在第一军需官威廉·格勒纳以及他的智囊顾问的敦促下，决定亲自率领看似忠诚的野战军重新夺回对德国的控制权。这一系列操作让改革的努力付之东流。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11月7日下达了要求皇帝下台的最后通牒，但是其优柔寡断的作风却先后两次将这一时限推后了24小时，这让帝国领导层仍然抱有一丝幻想，相信可以通过皇帝的退位以及任命一个摄政委员会或继任者来避免刚刚改革过的威廉宪法系统的崩盘。然而，威廉二世坚持以德国皇帝的身份退位，而不是以普鲁士国王的身份，这让他的动机遭到了质疑，而他的让步是否能阻止滚滚的革命浪潮也因此变得不明朗起来。皇帝与军事权力之间的纠缠盘根错节，但崩塌也只在一夜之间。


  11月9日上午，君主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断，而来自斯帕的电报也还未到达，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毅然宣布威廉二世退位。他希望这能为摄政之路扫清障碍。然而，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接受摄政的存在，他们在中午的最后通牒中要求获得全部的统治权。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援引了这样一个事实：驻扎在柏林的军队已经站在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一边。事实确实如此，奥托·韦尔斯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军队的支持，以对抗正在发生动乱的革命工长组织。此时此刻，设立摄政王为时已晚。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心里非常清楚，他决定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担任帝国宰相一职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他知道，他的这个决定本身就与现行的宪法相违背。但把政权交给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似乎是维系帝国存在的唯一途径。他在向艾伯特移交权力的条件里提出，要尽快召开制宪国民会议。艾伯特同意马克斯亲王的意见，希望尽可能避免政变，并维持十月宪法。他想过组建一个有资产阶级政党参与的联合内阁，但要确保其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占据多数。菲利普·谢德曼一意孤行地决定抢在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前，在帝国大厦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并承诺会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府，艾伯特对此表示极度愤慨。2


  艾伯特没有看清其时的政治形势，固执地认为，关于未来国家建立何种形式的政权，必须通过制宪国民会议做出决定。事实上，考虑到工人阶级中的革命情绪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发出的大罢工威胁，谢德曼的行动是正确的。与艾伯特不同，他并不善于坚定地贯彻某个理念，但他对群众的情绪有着更加清晰的认知，同时也清楚地看到，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被卷入政治动荡的旋涡，就必须把自己放在抗议运动的首位。通过敦促他们采取主动，他挽救了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的支持度，而后者认为，威廉二世是为了结束这场战争所必须逾越的障碍。


  即使皇帝能更早退位，这个因为战争结果而威信扫地的国家政权形式或许依然无法避免被彻底颠覆的结局，尽管领导改革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表现得不够坚决。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已经被各邦同步推进的革命进程所左右。尽管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在整体上是温和的，但也正是在这里，革命局势的变化升级最为迅速。311月7日下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特蕾西亚草坪举行联合集会，要求立即实现和平，以作家身份成名的巴伐利亚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库尔特·艾斯纳利用这个机会临时召开了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大会，呼吁国王路德维希三世退位，宣布成立巴伐利亚共和国。


  巴伐利亚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大会宣布艾斯纳为临时总理，11月8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埃哈德·奥尔也对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联合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与艾斯纳达成了共识。在向慕尼黑人民发出的呼吁中，艾斯纳向他们保证，将尽快召开制宪国民会议，公共秩序将由临时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来保证。艾斯纳于11月15日制定的政府方案带有明显的联邦主义元素，方案中提出要在帝国解体后建立一个德意志多瑙河联邦，但在社会问题上却明显地持谨慎态度。虽然路德维希三世最终免于在正式场合退位，但他还是解除了官员们的效忠誓言。


  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一样，其他王室家族也纷纷放弃了王位，毫无抵抗地扫清了通往共和国的道路。在大多数邦，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资产阶级左翼政党也在个别邦参与其中。在全国各地，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起义最先都是由自发成立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引发的，而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则是迫于群众的积极性而不得不采取行动。在帝国首都，激进的左派有着强大的后盾支持，但这里却没有成为革命运动的前沿阵地。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联盟的支持者们，希望利用群众渴望和平的愿望来实现社会主义专政。但是革命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因此原计划于11月4日举行的大规模示威被推迟到11月11日，这次示威可以视作推翻帝国政府的标志。11月9日上午的突发事件让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联盟都措手不及，对独立社会民主党而言也是如此，其领导人当时在基尔，却没有能够阻止古斯塔夫·诺斯克成为在此期间成立的基尔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领袖，后者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基本都得到了满足，其中包括释放囚犯、撤销军事指挥官，以及保证民主改革的进行。


  整个11月，革命起义席卷全国，导致各地自发组建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而这次起义却不是由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发起的。自10月中旬以来，包括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内的左派领袖们得益于多数派政党推行的大赦而被释放出狱，左派的激进宣传也有所增加。在那几周里，作为最先坚决抵制战争信贷并犀利抨击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休战政策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李卜克内西被他的支持者们奉为对抗军事独裁的英雄，支持者中不乏无产阶级青年。斯巴达克联盟充其量只有几千名支持者，根基不够牢固，因此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迅速增长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却使得斯巴达克联盟不得不为接下来几个月的革命动乱背负主要责任。


  斯巴达克联盟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甚至连组织内通信都要借助非法途径，与其相比，革命工长组织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它们在柏林和不来梅的大型企业里建立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尽管它们对李卜克内西的“革命体操”理论及其对群众自发动员力的信念嗤之以鼻，但仍然相信有能力通过号召群体罢工来发动政变。4诚然，斯巴达克联盟（其著名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不久前才从监狱中获释）援引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并在一系列传单中呼吁将德国转变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斯巴达克联盟在德国无产阶级群众中树立绝对影响力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罗莎·卢森堡所期望的无产阶级专政显然不应该是一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她其实代表了一种民主的立场。5尽管在理念上有分歧，但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都把希望寄托在了尚未获得有效组织的无产阶级群体上。个人革命行动的浪潮是为了激发更大规模的群体革命。抱着这样的信念，罗莎·卢森堡在随后几周里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不论是罗莎·卢森堡，还是保罗·列维和列奥·约基希斯这些有远见的思想家，都无法在斯巴达克联盟内部战胜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政变派，后者主张采取恐怖行动，奉行李卜克内西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斯巴达克联盟在当时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下属组织，联盟内政变派的激进言辞主导了那段时间的革命理念，同时也把在斯巴达克联盟基础上于年末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拖进了暴力冲突的旋涡中心，最终导致了一月战斗的爆发。


  库尔特·艾斯纳与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


  1918年11月致慕尼黑人民呼吁书


  艾斯纳1918年11月7日晚的亲笔草稿


  慕尼黑，巴伐利亚重要国家档案馆


  1918年11月7日，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特蕾西亚草坪上联合组织了一次和平集会后，战前《前进报》编辑、1917年以来的巴伐利亚独立社会民主党非正式领袖库尔特·艾斯纳前往邦议会大厦，向在那里成立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层宣布罢黜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他当选为巴伐利亚共和国临时总理。


  打草稿时，作者使用了左侧空白处印有“众议院”暗纹的纸张。


  以下转载的是发表的版本，其中某些表述与草稿有出入。除拼写、标点符号或行间距等细微之处外，不同点均在注释中标出。


  致慕尼黑人民！


  德国人民遭受的可怕命运引发了慕尼黑工人和士兵不可阻挡的运动。11月8日晚，邦议会成立了临时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


  巴伐利亚从此成为自由邦。


  应当立即建立一个得到群众信任和支持的人民政府。


  将尽快召开制宪国民会议，所有成年男女都有选举权。


  新的时代正在开启！


  巴伐利亚希望为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做好准备。


  巴伐利亚民主与社会共和国具有为德国带来和平的道德力量，它将使德国免于最坏的情况。目前的动荡是必要的，以便在敌军拥入边境或停战后复员的德国军队造成混乱之前，通过人民自治，使局势在最后一刻得到发展，而不会让太严重的冲击带来混乱。


  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将确保最严格的秩序。骚乱将被无情镇压。人身和财产安全将得到保障。


  军营中的士兵将通过士兵委员会自我管理并维持纪律。不抵制时代变化要求的军官将不受影响地继续履行其职责。


  我们依赖全体人民创造性的帮助。欢迎每一位为新自由而奋斗的工人！所有官员都将留任。根本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将立即实施。


  农民为城市的粮食供应提供保障。农村与城市之间旧的对立将消失。粮食交换将得到合理组织。


  工人们，慕尼黑的市民们！请相信，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伟大而强大的力量正在做好准备！


  每个人都要帮助这一不可避免的转变能够快速、轻松、和平地实现。


  在这个毫无意义的野蛮杀戮的时代，我们憎恶一切流血事件。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是神圣的！


  保持冷静，参与新世界的建设！


  巴伐利亚的社会主义者的兄弟相争结束了。在现在所赋予的革命基础上，劳动群众将重新团结起来。


  巴伐利亚共和国万岁！和平万岁！全体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万岁！


  慕尼黑，邦议会


  1918年11月8日凌晨


  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


  第一任主席：库尔特·艾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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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社会民主党中的大多数人也没有为革命做好充分的准备。6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采取了一贯的立场，这使其领导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的信任，却也使他们面临了更多的困难。在战时条件下，由于审查和镇压措施，独立社会民主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政党组织。党派支持者和党内领导层抱着不同的政治理念走到了一起，在之后的发展中也没能最终汇聚到一条统一的政治路线上来。革命工长组织在战争最后几年的罢工斗争中得以壮大发展，它与斯巴达克联盟一起主张树立革命的工团主义目标，而独立社会民主党中温和的一派则希望始终坚持《爱尔福特纲领》，认为德国革命不应该把俄国十月革命视为行动指导榜样，即使后者在当时被认为是进步和正确的。


  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决心为尽快实现和平而斗争，但他们不知道必要的革命行动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会导致什么政治后果。直到1918年11月初，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尚且认为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形势拐点到来。他们在国内政治上遵循《爱尔福特纲领》的思路，旨在推动全面的民主化，实现产业（至少是大型工业产业）的国有化，以及建立民兵制度。该党致力于议会民主制，但在工人和士兵通过临时委员会展开的一系列运动中看到了一个在革命动荡进程中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良好机会。因此，该党反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立即召开制宪会议的意图，并许诺从扩大议会开始对社会宪法进行革命干预，特别是解除军方和大型工业企业的权力，以便在民主选举中为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赢得多数支持。只有以革命工长组织为代表的左翼认为议会制可以作为代议制宪法的替代方案。但是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即1919年春天之前，议会制在理论层面上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独立社会民主党一向表现得对权力缺乏欲望，这在突然爆发的革命运动背景下倒也未必是件坏事。真正对党派造成不利影响的其实是从社会民主党沿袭而来的问题：与低下的权力欲望不相匹配的坚定的原则性，以及对党内机构和支持者的过度关注。此外，基于社会民主党分裂的经验，独立社会民主党对党内民主原则的解释非常宽泛，以至于迟迟没有与党内极端左翼划清界限，使得无产阶级群众自发地希望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作，这让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战术层面上处于不利境地。在议会上，独立社会民主党无法回避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拥护策略。尽管独立社会民主党拥有以胡戈·哈泽、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和鲁道夫·希尔费丁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有政治能力的人物，其中一些人甚至将在魏玛共和国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温和的党派特征让他们在暴风雨般的革命形势下无法坚定贯彻自己的立场，无法与里夏德·米勒、埃米尔·巴尔特和恩斯特·多伊米希这些与革命工长组织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形成有效制衡。


  革命运动的爆发不是来自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而是来自士兵和工人委员会，除柏林外，这些委员会在1918年11月7日至9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夺取了政权。以沿海城市和海军基地为起点，通过各地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发起的革命运动迅速席卷了整个帝国。委员会接管了地方驻军的指挥权和地方行政权。在戒严期间，军事指挥官要负责所处地区的民政管理工作，尤其是要维系与军工相关产业的企业家们的密切合作，因此，掌握了地方军队控制权的委员会在实际上填补了军事统治瓦解后产生的政治真空。企业和军事利益在战时经济中狼狈为奸，导致在革命阶段出现了对一切军事事务的厌恶情绪。


  组建士兵委员会的基本动机是为了通过选举产生委员会领导，继而借助后者的努力使普通士兵获得恰当的待遇。其中包括取消在非出勤期间的强制敬礼规定，消除军队内口粮分配的等级差异，撤销被诟病已久的“干部服从”制度，以及禁止象征性地携带武器。以暴力方式解除上级武装的情况频频发生，士兵们竞相撕毁军帽和军衔徽章，内心长期积压的对军官集团的不满终于得以释放。来自士兵的复仇如此激烈，是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像陆军和海军那样有着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然而，士兵委员会绝不是由激进的政治团体所主导的，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其实属于中产阶级。7


  在工人委员会中，激进的左派只在极个别情况下占据多数，但是他们能够对委员会的组成产生有效影响。总的来说，委员会的成立反映了工人阶级希望扭转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分裂局面的愿望。一般情况下，地方工会领导人在工人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其中也包括基督教工会的职能人员，除非委员会是在某次公共集会中临时自发成立的。与工人委员会类似，以德国南部为中心，农民委员会也相继出现，在农民委员会里，保守派的观点占有优势。最初，有序选举的趋势占了上风。在这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建立跨地区委员会时，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竞争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委员会的组成基本上符合工人阶级和士兵中的政治潮流。未能充分利用这种依托委员会的人民运动形式中的民主潜力，似乎是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最严重的错误之一。8


  虽然这种依托委员会的人民运动有苏维埃模式为榜样，但在运动中占据主动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纲领，尽管斯巴达克联盟努力主张建立布尔什维克模式的苏维埃制度并为此广发传单，但真正主导委员会运动的是联盟在争取和平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作用。在那几周里，和平与民主化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委员会的存在表明，在产业工人群众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职能机构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隔阂。委员会作为无产阶级自我组织的一种形式首次出现在1918年1月的罢工中，这并不是巧合，因为这场罢工运动的领导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与政府合作的工会或党派的职能机构手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委员会只限于行使调控职能，通常不干预行政管理。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委员会才利用权限进行人事调整，通常来说，它们会向中央主管部门求助。它们的影响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市政当局的合作态度。撇开柏林执行委员会值得怀疑的官僚化倾向不谈，说委员会制度存在巨大的管理问题，显然是罔顾事实的片面之词。委员会经常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粮食供应问题，在持续的封锁面前，粮食供应链很可能崩溃，又比如复员引发的一系列后续社会问题。它们为维护公共秩序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公共秩序是因为群众的骚动和当局的无力才变得混乱的。有些时候，人们对委员会的普鲁士式秩序感冷嘲热讽，恶意放大其活动中因为非组织化而存在的固有问题，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中反映出来的有序的民主自我组织的能力。


  从一开始，委员会制度就遇到了来自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领导人的怀疑和拒绝。委员会这种形式与当时主流势力所认知的政治世界不兼容，后者认为这个世界的运作应该建立在集中性和纪律性的基础之上。长期以来，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人们因为害怕陷入“俄国状况”而排斥任何形式的自发运动。温和的多数派认为委员会是十月革命的衍生物，是必须尽快消除的无序因素。总的来说，从11月初开始的工人动员在他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只会阻碍政府的工作，而政府在政变仅仅两天后就宣布革命结束了。


  1918年11月9日上午，当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应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要求来接管政府时，他仍然希望现有的联合内阁将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继续运作。亲王建议尽快召开国民会议以遏制革命运动，艾伯特对此表示积极赞同，特别是当他意识到，如果按照帝国议会议长康斯坦丁·费伦巴赫的要求，召集在1912年通过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那必将遭到公众舆论的激烈抗议。艾伯特认为，代表资产阶级的专项部长必须留在内阁中，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内阁在达成停战协议的过程中有所作为。种种迹象表明，艾伯特在同一时间向独立社会民主党发出联合协议时就已经知道会面临被拒绝的结果了。在他的设想中，成立临时内阁可以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保全国家权力，防止革命进程愈演愈烈。


  然而，艾伯特试图让政府权力平缓过渡转型的计划失败了，因为柏林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员得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大力支持，而斯巴达克联盟尚未发挥任何作用。双方都对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拒绝与艾伯特联手，然而，双方都没有想过，一个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针锋相对的革命左派内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谢德曼在李卜克内西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影响下制定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联盟的条件，11月9日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主席团拒绝了这些条件。就在当天夜里，在柏林工人委员会的会议上，革命派推动了一项决议，即在11月10日上午在所有工厂和单位举行新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选举，选举产生的代表将于当天下午在布施马戏团集结，选举临时政府。


  面对威胁到其刚刚赢得的权力地位的形势变化，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们尽其所能，通过与独立社会民主党迅速达成联盟协议，预先影响布施马戏团集会即将做出的决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第一时间接受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刚从基尔回来的胡戈·哈泽的影响下制定的相对温和的联盟条件，其中包括规定政治权力应该由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掌握，而制宪会议的问题应该“在巩固革命创造的关系之后”再进一步讨论。9另一方面，奥托·韦尔斯的积极操作有可能使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斡旋人员活跃起来，并对士兵委员会的选举产生影响；如此一来，局势在11月10日上午已经非常明朗，革命工长组织倡议建立一个不包含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临时政府，但这个倡议在布施马戏团里没有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这个“插曲”证明，在革命形势下，拥有一个“演技精湛”的组织是多么重要，它表明了工人阶级希望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捐弃前嫌，再次合作的愿望。


  在士兵委员会代表的支持下，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代表在布施马戏团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大会上，成功地使在此期间成立的人民代表委员会政府获得了多数支持，并破坏了革命工长组织随后试图通过选举一个完全由激进左派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从而使人民代表委员会受其控制的企图。艾伯特与其党内的同志们共同实施的这一策略堪称一流。事实就是，沉着冷静与组织纪律性战胜了前后不一致的政治态度，内部不团结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作为早就定好的内阁中的一个小伙伴，从一开始就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


  人民代表委员会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其成员除了从一开始就承担政府首脑角色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以外，还包括代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菲利普·谢德曼和奥托·兰茨贝格，代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其党内领导人胡戈·哈泽，以及威廉·迪特曼和埃米尔·巴尔特。迪特曼被提名取代格奥尔格·莱德布尔，因为后者拒绝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作。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迪特曼也受到来自左翼的高度尊重，但与哈泽一样，他追求的是一条更加平衡的路线。巴尔特自1918年春天以来一直是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德国金属工人协会的成员，他取代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后者最初曾位列候选人名单，但在斯巴达克联盟的压力下被取消了提名。这意味着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没有充分参与到政府班子中来，就连巴尔特本人也因既有成见而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全面地否定和孤立了。从长远来看，准备进行建设性合作的胡戈·哈泽和威廉·迪特曼的情况并没有多大不同。艾伯特极其理性地利用了他职务上的优势；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总理府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他信任的人物，而在议会里与联盟党议员平起平坐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国务秘书，为了达到控制局势的目的，在发生意见分歧时都投票支持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更值得诟病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分配政府工作时被排挤了，很多原本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重要事项现在往往直接递交给艾伯特，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有时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成功地在德国组建起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政府，并且如愿占据了政府里一把手的席位，规避了在德皇威廉二世退位次日就在与左翼对抗的斗争中垮台的风险。这样做的代价是，人民代表委员会——这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坚持使用的名称——正式站立在了革命的土壤上，其主导权来自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这加强了艾伯特的决心，即尽可能快地推动国民会议的选举，从而恢复法治的政治环境，尽管这与联盟协议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后者约定，只有在革命创造的条件得到巩固后才能启动这道程序。


  在艾伯特身上，人民代表内阁对合法性的理解表现出了双重标准，正如他在不符合宪法规定的情况下依然接手了国家总理一职。在国家政府掌握实权的依然以代表资产阶级的国务秘书为主，这标志着与之前的联合内阁相比，新政府无论在人员上还是政治属性上都体现了很好的延续性。10这使得最高陆军指挥部和文职部门更愿意承认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政府。各邦内阁也是如此，它们是在议会制的基础上由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联盟组成的，在少数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党也会参与其中。只有巴伐利亚邦总理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巴伐利亚内阁与柏林政府在忠诚度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这样的政权构成方式可以理解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挫败了柏林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为掌握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控制权所做的一切努力——事实上，人民代表委员会中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所占的议席本来也是占优的。即使来自乡村的代表们进一步扩充了执行委员会的阵容，它依然被指责为缺乏普遍代表性，而且有实行“独裁”的迹象。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甚至对在1918年12月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大会上选出的德意志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也做出了同样的指责。11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哈泽和迪特曼基于某些顾虑而主张，不要把政府的精力浪费在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派别斗争上，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得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派别斗争中如鱼得水。此外，执行委员会的左翼显露出组建第二政府的倾向，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艾伯特无法阻止中央委员会的成立，但希望最多赋予其从前的帝国议会主要委员会的职能，而至于执行委员会，则已经被艾伯特定性为“冗余的”了。尽管中央委员会对政府路线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但艾伯特对起源于革命的中央委员会深恶痛绝，甚至有意阻挠中央委员会将事务正式移交给国民会议。


  人民代表委员会中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使用委员会的革命授权进行政治变革，甚至无视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要求，坚持不使用授权干预人事政策，可以看出人民代表委员会秉持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认为，人们不应该抢在国民会议做出决定之前有所行动，这也是基于当时对形式民主，而非参与式民主的理解。胡戈·哈泽和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参与了绝大多数内阁做出决定的过程，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改变行政部门内部的专制氛围，才能创造条件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活动中为社会主义阵营赢得多数支持。与之相反，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却进一步强化了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行政机构，大幅削减了地方议会组织的权限，并最终系统地扼杀了它们。


  

不可否认的是，政府面临着大量几乎无解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复员、保障粮食供应、解决东方问题、停战谈判、重启经济生活和公共财政等方面。面对异常困难的外部环境，艾伯特在处理政府事务时表现出了非凡的谨慎和效率。尽管如此，他在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却表现得缺乏策略上的灵活性；在某些方面，政府的行为几乎与战争期间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组织罢工的做法如出一辙，显得过于直接了。它多次驳回了联盟伙伴的倡议，无论是弹劾普鲁士战争部长海因里希·舍赫，或是组建共和国人民军，还是敲定国民会议选举日期。这种固执死板的态度令人费解。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代表没有表现出丝毫意愿要向独立社会民主党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让步，使得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实力无法与那些致力于长期群众运动策略的激进派热心人士相抗衡。假如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能有所妥协，那么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卡尔·考茨基的妥协努力就不会白费，独立社会民主党就能在内部与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联盟保持距离，也就不会有1920年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大量成员加入德国共产党的局面了。


  僵化的政策导致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针对党内左翼的时候，除了开除党籍，再没有其他有效的手段。到了12月16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全国大会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派系遭遇大败。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控制了局势，并迫使该党退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虽然这一切要归咎于该党领袖哈泽的能力不足，但其根源却在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过于强硬的态度，就在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作对的斯巴达克联盟即将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时候，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不留情面地迫使其联盟伙伴退出了政府。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退出，而是立刻提名党内的鲁道夫·维塞尔和古斯塔夫·诺斯克顶替退出的议员进入人民代表委员会。这一影响深远的决策于12月28日生效，它让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退回了1916年的状态。来自军方的压力促成了艾伯特实施这一政策，同时也让独立社会民主党就此背负上了骂名。


  来自军方的问题从一开始就给党派盟友之间的联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自威廉·格勒纳11月10日在电话里表示听从新政府的调遣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与最高陆军指挥部之间就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如果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委员知道二者间的一系列接触，那么联盟无疑会更快地瓦解。12以保罗·冯·兴登堡为首、由格勒纳担任第一军需官的最高陆军指挥部，是依照威廉二世的最后口谕保留下来的。从形式上看，最高陆军指挥部的职能是保证根据停战协议撤退的德国军队顺利撤离西部占领区，防止部队在撤离的过程中被俘。


  在那个时候，很难预见到和平条约中的裁军条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高级官员圈子里，人们普遍的想法是，即使是大幅削减的武装力量也具备足够强大的实力，使德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军事盟友国。鉴于东部地区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以及德国部队与俄国部队以及波兰武装分子之间的军事冲突，很可能会在短期内爆发局部战斗，这使得德国军队的继续存在显得十分必要。基于上述事实的种种考虑，再加上深植于心的爱国主义情结，艾伯特决定保留最高陆军指挥部，并幻想着可以与西方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共同对抗俄国。


  在军方的政治展望里，永远充斥着希望德国能够在一段时间后迎来军事复兴的顽固想法。与之相对，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认为，君主主义职业军队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的确，《爱尔福特纲领》中关于全面武装人民的要求，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然而，人们认为，取代普鲁士军队的必须是一支致力于民兵理念的人民军队。这与士兵委员会的态度相吻合，他们决心通过废除军人地位的象征和限制军队的从属地位来推动彻底的民主化。同时，在工人委员会的同意下，许多地方成立了基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民兵组织和安全部队，为地方秩序和安全提供保障。


  总部位于卡塞尔附近威廉丘宫的最高陆军指挥部并不准备把自己限制在狭义的军事职能上，他们认为自己真正的使命是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作，“防止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蔓延”。13在他们眼中，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仅是指共产主义的斯巴达克联盟，而是所有以工人、农民和士兵委员会的形式开展的人民运动。


  虽然军方的表现有所收敛，但他们对士兵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反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自由工会组织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达成了共识。最高陆军指挥部支持政府的意见，并明确指出，必须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来立即恢复有序的政府环境。


  面对本土留守部队和从前线返回的野战军的快速瓦解，格勒纳将军和留任的普鲁士战争部长海因里希·舍赫将军意识到，重新掌控军队指挥权十分必要。尽管他们在野战军中做了大量防止士兵被革命思潮影响的宣传，尽管他们只允许为本土留守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但还是无法阻止从前线返回的部队与国内革命的士兵团结起来。军队领导层勉强同意暂时容忍士兵委员会的存在，同时尽最大努力把指挥权的限制降到最低。他们还坚持要求在较长时间内只允许由军队内部的人选出任代表。


  11月中旬，最高陆军指挥部在斯帕制订了一项计划，即以前线部队返回为借口，用可靠的野战军师封锁首都，解除平民的武装，消灭激进的左翼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革命部队。由于普鲁士战争部长拒绝接管这次行动的最高指挥权，因此在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少校主导完成了筹备阶段之后，这个风险很高的计划的执行被委托给了勒奎斯将军组建的总指挥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前期已经知晓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技术细节，却没有看到军队的政治意图其实是利用野战军“夺取政权”。军方的参与者希望借此让艾伯特作为临时总统拥有独裁权力，以便召集国会，并建立一个临时国民会议。12月6日，军队单方面对执行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并让艾伯特在实质上获得了独裁权，艾伯特对这一行动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这严重损害了人民代表委员会在柏林工人激进派中的威望。同时，对军事干预的政治抵制也在增强。12月10日，尽管一些部队确实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进军，但勒奎斯将军的原定目标根本没有实现，因为大多数部队对柏林士兵委员会表示支持，就地解散了。


  这一系列目的不纯的行动让人们对从旧体制留存至今的军官团产生了更多的质疑，使得关于兵役问题的“汉堡要点”在第一次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支持。“汉堡要点”指出，最高陆军指挥部和普鲁士战争部长应位于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权力之下，士兵委员会对军队指挥权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并废除了军队中的等级服从制度及其象征。14艾伯特也无法阻止这一决定，这引发了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公开反抗，他们以最强烈的措辞向人民代表委员会提出抗议，以兴登堡和格勒纳的辞职为要挟条件，公开表示“汉堡要点”不可接受。人民代表委员会后续颁布的实施条例则在“汉堡要点”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妥协，野战军和海军被排除在了这些条例之外。这招来了左派的激烈抵制，甚至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中也遭到反对，并由此削弱了独立社会民主党议会代表在其党内的地位。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人民代表委员会是否应该尽力建立一支可靠的、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共和派军队来保护政府，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事实上，政府并不缺少组建这样一支军队的途径和手段。圣诞节前夕，政府方面与人民海军师爆发冲突，共和派的部队很快就建立起了优势，在勒奎斯将军的军队介入之后，战斗发展到了灾难性的局面。在这次事件中，以“帝国议会”团为代表的一些共和国部队本可以在政府的坚决支持下完成重要的安全任务，若果真是这样，那么“正规”部队的干预甚至就显得多余了。人民代表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组建人民志愿军的法律，尽管在德国南部和一些大城市人们已经获得了组建人民志愿军的有益经验，但它的实施或多或少被有意识地打了折扣。


  当然，鉴于普遍存在的和平主义情绪，想要说服社会民主党工人继续服兵役保护共和国确实存在难度。然而，人民代表委员会中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却只是聊胜于无地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尝试，因为一方面，他们盲目地相信职业军人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无产阶级民兵会被激进的左派渗透。此外，组建一支无产阶级保安部队，取代正规军，其前提是愿意与独立社会民主党达成谅解。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短视地认为，尽管前帝国军官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君主主义观念，但招募他们为政府服务是安全的，因为他们对政府的依赖性高，而且在必要时很容易被替换。基于这一思考，警告反革命势力崛起的声音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正确地预测了，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军事政策将等同于恢复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军事传统以及公开支持反革命，但他们在独立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的尖锐评论和攻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上对左派激进分子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他们是只会将诉求付诸暴力的底层群体，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观点，即工人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激进与好战几乎全部来自斯巴达克联盟和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影响。


  与人民海军师的武装冲突，催生了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决定，即今后要依靠“可靠的”，但本质上是反共和国的志愿部队。15冲突的起因是人民海军师因为军费没有落实而拒绝履行其职责，海军士兵为了主张自己的要求，劫持了社会民主党市警备司令奥托·韦尔斯作为人质，并且在政府没有及时部署安全部队的情况下，将总理府控制了几个小时，这的确是很荒唐的。与此同时，为解决冲突而进行的谈判也很混乱。这促使艾伯特屈服于格勒纳主张的强硬措施，武力驱逐人民海军师，尽管后者已经明确表示要释放奥托·韦尔斯。在这件事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也不希望因为纵容海军的乱纪行为而受到质疑，在他们看来，这无异于公开叛变。负责指挥军队的勒奎斯将军在进攻城堡和马厩的作战中受挫，即使使用了重型武器并造成了大量死伤，依然没有取得任何战果，被迫撤军。蜂拥而至的人们对军方的表现极为不满。工人群众反对军队介入的情绪极度高涨，在此压力下，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在揭露了艾伯特的军事政策存在问题后，被迫于12月28日从人民代表委员会辞职。至此，在第一次委员会大会上做出的严重动摇独立社会民主党地位的决定终于酿成了苦果。


  几乎与此同时，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多数派与激进左翼之间发生了决裂，后者主张采取恐怖政变策略，以推进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在不来梅左翼激进分子的坚持下，在卡尔·拉狄克的支持下（他是苏俄政府的使者，不顾入境禁令，以非法身份进入柏林），以斯巴达克联盟为基础成立了德国共产党。16党代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列宁关于继续进行革命的要求，并呼吁在议会制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卡尔·李卜克内西违背了罗莎·卢森堡和列奥·约基希斯以及少数更有远见的领导人的意愿，强行通过了该党不参加国民会议选举的决定。德国共产党有别于纯粹的列宁主义干部制度政党，其内部充斥着无政府主义和政变主义分子，仓促的建党，加上过于激进的政策，这些战术上的错误将德国共产党推向了政治孤立。


  对抗人民海军师的军事行动引发了强烈的反内阁情绪，极其紧张的内部局势在极左派独立后依然没有得到缓解。此外，德国共产党期望能够通过加强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将部分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导致对立情绪意外升级的外部原因是柏林警察局长埃米尔·艾希霍恩被解职。在普鲁士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部长毫无阻力地辞职后，事实上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彻底脱离了政府，而艾希霍恩与革命工长组织关系密切，因此被解职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艾希霍恩肆意攻击，把他描绘成一个被俄国用金钱收买了的政变者，极大地助长了内部冲突的情绪化。艾希霍恩被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取代，使激进的左派意识到它即将失去在首都最后的权力地位。事实上，为了确保定于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国民会议选举顺利召开，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早已决心彻底消灭左派，必要时甚至可以以军队介入为代价创造有序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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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1月19日的国民会议选举海报，由古斯塔夫·阿道夫·范希斯设计（明斯特，威斯特法伦—利珀州立艺术和文化历史博物馆）。海报上的文字为：“谁能拯救普鲁士于覆亡？”“德国国家人民党！”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工长组织的政变行动主义碰撞出了火花。反对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演变成了公开的内战，少数激进分子控制了一些公共建筑以及包括《前进报》在内的一些报刊编辑部。在仓促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及其内容模糊的决议的支持下，以颠覆政府为目的的起义初露端倪。激进左派领导人无法摆脱革命情绪的牵引，尽管他们丝毫没有为夺取政权做好准备，而且肯定知道这一行动将以血腥的方式结束。


  人民代表内阁接受了这一挑战。由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以及中央委员会努力促成的调解，并没有动摇政府通过军事手段维护其权威的决心。古斯塔夫·诺斯克接管了勃兰登堡地区的最高指挥权，他接受了新组建的志愿部队，包括梅尔克将军领导的拒不向政府宣誓的“志愿猎人团”，以及由帕布斯特上尉担任第一总参谋的近卫骑兵步枪师。然而，用重武器强行攻占《前进报》编辑部大楼的行动却是由忠于政府的共和派部队完成的；警卫队在艾希霍恩离任后也在这次行动中表现了对政府的忠诚。与此同时，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支持者还使用罢工的形式抗议左派激进分子，并以此为政府打掩护。


  志愿部队挺进内城和工人区，并于1月13日实行戒严，这导致内部情绪再次升级。志愿部队肆意射杀那些挡在他们面前的持有武器的人，他们的出现和做法让人们相信，反革命的势头愈演愈烈。艾伯特想要避免的内战已经成为现实，而这场内战的攻击目标是革命的工人阶级。


  以占领柏林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引发了对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的野蛮追捕，并在对一切反抗行为的暴力镇压中画上了句号。1月15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近卫骑兵步枪师的成员残忍地杀害，从那时起，在“清算斯巴达克联盟”的口号下，德国政治舞台上充斥着狭隘、仇恨和被美化的暴力。17《前进报》也曾在1月13日间接呼吁谋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必须承认，左派激进分子也没有停止过暴力行径，但是，志愿部队的军事行动使以往发生的一切都相形见绌。两位著名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被谋杀的细节陆续被曝光，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对此也深感震惊。政府要求对凶手进行司法诉讼，但军事司法系统最终对谋杀者做出的判决基本可以视为对法治的嘲弄，更不用说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还逍遥法外了。


  发生在1月的这一事件被鲁道夫·希尔费丁描述为“德国革命的马恩河之战”。18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都试图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斯巴达克联盟。不可否认，左派领导层对这次冲突的灾难性升级负有很大的责任，尽管德国共产党在柏林的成员规模其实很小，而且政府也有足够的手段在政治上孤立他们。人民代表委员会以军事手段应对起义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所依赖的军队的性质和这些军队所使用的手段，甚至把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支持者赶到了反对派阵营。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眼里，柏林发生的事情，以及随后数月间在德国许多大城市相继发生的事情，使国内环境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状况。紧急状态和军事统治似乎会以同样的形式和方法再次出现。工人阶级为和平和社会主义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以失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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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1月，柏林勃兰登堡门上政府军的机枪岗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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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1月25日，一月战斗牺牲者的送葬队伍在前往柏林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公墓的途中

  


  柏林的一月战斗开启了德国革命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大部分劳动人民都意识到，11月9日之后的革命发展没有真正改变权力的现状，对此他们发起了激烈的抗议。这一切与产业工人的日益激进化也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1919年1月19日的国民会议选举中还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在这次选举中，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获得了37.9%的选票，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只获得了7.6%的选票，因此，工人政党在资产阶级政党中仍然处于少数。1919年春天，尽管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其对抗政府干预力量的堡垒中遭受重创，而且在1月的事件之后彻底失去了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作的可能，继而完全处于政治孤立状态，但它还是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阵营里赢得了很多支持者。在1920年6月6日的国会选举中，独立社会民主党赢得了18.0%的选票，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也仅仅获得了约22%的选票。只获得了约2%选票的德国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边缘党派。


  在国民会议的选举上，产业工人群体开始逐渐倾向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变化还不明显。之前的邦选举表明，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不能指望获得绝对多数。此外，投票年龄的降低，尤其是来自女性选民的投票，以及只有83%的低投票率，都对它们不利。这并不是因为德国共产党呼吁抵制选举，而是因为新选民的占比很高。对工人政党来说，来自农业工人群体和部分小农群体的同情心使它们在农业地区取得了小小的突破。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只在极个别情况下在原本的选民大本营之外赢得了新的选票支持。尤其是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大本营，也就是在阵营分化特别明显的选区，它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在资产阶级政党中，最初组成议会党团的中央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取得了19.7%的选票。德国民主党以18.5%的得票率取得了惊人的好成绩，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人民党组建得较晚，只获得了4.4%支持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德国民主党赢得了那些赞成全面民主化但反对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选民的好感。早在2月4日，德意志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就将其权力交给了国民会议。会议上提出的“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纳入未来的国家宪法”的要求引起了左派的反对，为了缓和左派的不满情绪，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导层4月在柏林召开了第二次委员会大会。19


  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看来，随着2月6日国民会议的召开，地方上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作为军队的全权代表，古斯塔夫·诺斯克为取消士兵委员会开了绿灯；他们只能在左派的阵营里继续表达自己的立场。而在其他地方，旧的指挥系统重新生效，他们不得不容忍军方的代理人去处理社会事务。与此同时，为组建自由军团和居民护卫队而进行的宣传活动也得到了加强。作为舍赫的继任者，瓦尔特·莱因哈特上校在士兵委员会的问题上对军官团的抵制做出过让步，这些让步从一开始就引得争论不休，现在基本被推翻了。1919年3月6日，关于临时组建国家防卫军的法律正式出台，根据法律条款，在此期间组建的大多数志愿部队都被编入正规军，而少数共和派部队要么被解散，要么被编入保守派的编制。


  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前，鉴于针对波兰以及西方国家所必要的边境保护任务，武装部队正式开始改组。20事实上，无论是迁往科尔贝格的最高陆军指挥部，还是宪法通过后在战争部长领导下重组的国家防卫军，都以重塑国家威望为己任，自视为国内政治的权力工具。这包括解除以前的安全部队和民众的武装，解散不守规矩的工人委员会，以及全面击退“斯巴达克主义”。与此相对，在农村，居民护卫队被组建起来，他们一方面是国内政治的斗争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正规军的预备队。21受过较高教育的群众，特别是没有在帝国时期服役过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则以自愿的形式加入这些由地主和工厂主资助的私人军队。在这些条件下达成的德国社会再军事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一般预期。考虑到这些右翼军队的人员流动性较高，因此不太可能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但基本可以认为这支缺乏统一调度的杂牌军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在与军事部门的密切合作下，政府组建了机动安全警察部队，以取代原有的市政警察部队，警察的招募工作也受到了来自军方的影响。


  不仅在德国共产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即使在有革命意识的工人群众里，这些事件也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胜利。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操控下，左翼政党的成员被以各种借口排除在了组建部队的工作之外。早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自由军团部队回归之前，这些部队就已经具有明显的反革命性质了。起初，军方计划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提供支持，以对抗激进的左派，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也确实成了军方的帮手，这一点从《前进报》刊登的招募自由军团志愿者的广告宣传上可见一斑。但是，接连成立的军事机构的反革命态度越来越明显。反布尔什维主义与反社会主义建立起了统一战线。不仅在左派激进分子中，甚至在自由工会成员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中，都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开始抵制招募志愿部队的广告，也对在工厂里辞职的自由军团成员发起了严厉的训斥。许多职能部门的官员都有一种回到战时的感觉，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在戒严令是由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宣布的。


  尽管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担忧和恐惧广泛存在于资产阶级圈层，以及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领导层，但是激进的左翼集团始终都无法有效地开展他们针对政府和诺斯克指挥下的部队的行动，这使得布尔什维主义与现实社会之间严重脱节。与此相反，被戏称为“诺斯克男孩”的势力却用武力持续蚕食着各地的反抗基地。随着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越来越多地退出议会，左翼激进分子在议会中占了上风。这导致了一些怪异的事件发生，例如在1月10日宣布成立的“不来梅独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业余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那里产生了令人费解的交集，这进一步加深了资产阶级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厌恶感。22


  诺斯克下令对激进的左翼少数派采取惩罚性行动，不来梅发生的事件就是针对这一命令的最好诠释。在那里，委员会的统治已经结束，工人委员会已经准备好接受解除武装的要求。但诺斯克出于个人声望的考虑，坚持命令为“解放”不来梅而组建的格斯滕贝格师武力介入，结果导致了与工人的不必要的流血冲突。23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很多类似事件。最初，行动的诉求只是建立秩序和恢复正常的政府权力，后来却演变成了持续数月的内战局面。激进左派势力借助工业地区工人阶级的大规模起义展开自卫行动。1919年1月至4月，先后在鲁尔区、德国中部、上西里西亚以及柏林发生的广泛的罢工运动都没有官方工人政党的参与，甚至德国共产党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对罢工行动有所引导。对社会期望的落空先是促成了战争的结束和革命的动荡，如今又激发了一次次的罢工运动。战争结束后，社会上各个群体中都流行着这样一种想法：必须从根本上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以取代被认为没有活力的威廉时代社会体系。这种想法在当时营造出了一种高涨的，但是内涵模糊的革命情绪，与看似无望的经济形势形成鲜明对比，这也解释了在革命的几个月里政治动员的程度之高，远远超过了激进左派的鼓动宣传。独立社会民主党让自己化身为大众无产阶级情绪的传声筒，但也成为民众政治幻想的受害者。


  德意志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希望实行全面的社会改组，而人民代表委员会在这方面却表现得犹豫不决。除了保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采取对失业者的补助措施外，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任何来自议会的介入。这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是努力恢复工业生产，并加速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过渡，但是由于协约国军队的封锁并没有取消，导致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供应以及民众所需的食物供应很难得到保障。850万名士兵面临复员，他们必须重新融入社会生产过程中去，总的来说，这项工作的难度在当时被高估了。对退伍军人的优惠待遇导致了对青年工人和妇女的社会政治歧视，他们尤其受到日益严重的失业危机的影响。


  工会组织在革命时期表现得有些拖后腿。一直到1918年秋，工会组织通过《爱国助军服务法案》所获得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重工业企业的承认，后者的立场是，重工业才是这个国家不容动摇的根本。这种情况在10月初发生了变化，当时德国的战败几乎已成定局，企业开始寻找盟友，以应对在大规模复员的情况下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深远控制的局面。在电气工业中央协会总经理汉斯·冯·劳默尔的倡议下，10月30日，胡戈·施廷内斯与德国工会总联合会主席卡尔·莱吉恩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建立一个复员办公室，以限制帝国经济办公室的影响。


  施廷内斯预计，战争会在不久之后结束，届时经济需求会发生强烈反弹。他认为，为全面经济扩张创造有利条件，需要将企业决策权从国家的监管下解放出来，同时还要与工会达成谅解。基于这个思路，为了创造社会和政治条件，雇主协会与工会中央工作组于11月15日成立。24为了达成与工会组织的合作，即使鲁尔区的重工业企业颇有微词，雇主方仍然做出了一些让步：承认工会拥有薪资谈判权，与反对工会的经济协会脱钩，并仅在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承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作为回报，基督教工会和自由工会同意在所有有关复员的问题上进行友好合作。


  《施廷内斯—莱吉恩协议》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家们带来了好处，他们在制定价格、促进出口和分配国家补贴等问题上获得了极大的自主决定空间，与之相反，随着中央工作组的影响力被国家经济部大幅削弱，工会组织关于参与经济决策的诉求只在有限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当然，重工业企业对工会地位的正式承认是工业劳动关系体系的一个重要突破，而且工会在跨企业的共同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得到了加强。工会组织与企业家阵营达成的协议，让工会在采取行动时多少有些放不开手脚。革命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对建立工会的谈判造成影响。从工会领导层的角度来看，对中央工作组的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央工作组和企业家们一样，拒绝实验性的经济措施，并且在制定经济法律的问题上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形成了默契，希望由国民会议全权处理。


  

这在国有化问题上尤其如此，尽管基础工业的国有化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重要原始诉求之一。甚至矿工工会的领导人奥托·休也在1918年12月反对曾经提出的煤炭工业国有化的要求，他认为：“如果我们现在担负起对工业生产关系构成进行彻底改造的责任，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严重失败。”25同一时期，包括煤矿协会代表在内的广大群体都认为，煤炭行业的国有化改革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一届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立即对已经具备成熟条件的企业，特别是煤炭企业，进行国有化改革。人民代表委员会通过设立一个由联盟党代表和资产阶级专家组成的国有化委员会，拖拖拉拉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的态度是，国有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一步应当首先在煤炭工业中开始实施。它还呼吁采取措施，让工人代表“对管理层有必要的了解”。26


  反对重工业企业国有化的理由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当下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允许工业生产有任何的中断和停滞；其二，人们担心，私有企业国有化会让协约国军队更容易取得其控制权。事实上，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也拒绝实施国有化措施，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措施有可能导致国内出现与俄国一样的局面，尽管这种担心没有确实的依据。27合理的说辞是，当时缺少实施国有化所必需的专家，以及对企业界忠诚度的依赖性过高。然而，如果推动国有化改制，就有可能缓解工厂中令人厌恶的等级压迫关系，促进工人利益的平等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工人参与经济决策的共同决定权。甚至连复员办公室主任约瑟夫·克特也建议：“应该让工人更多地了解我们的经济状况，并深入了解工厂的情况。”28


  此外，德国工会总联合会对于设置独立的、不受其管辖的工作委员会一直持反对意见；它还尽其所能地使1918年12月根据《施廷内斯—莱吉恩协议》设立的工人委员会始终处于工会的控制之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工作组设立的工人委员会掌握着工作场所的代表权，负责监督双方约定的薪资条件是否得到切实执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大大高估了中央工作组赋予它的影响力。此外，对雇主代表的不信任，或多或少促成了在1920年1月通过的《劳资委员会法》，并在将雇主代表的职能限制在企业内部社会政策一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阻碍了双方就确保工人参与企业决策的相关事宜达成共识。


  鲁尔区的大罢工奏响了覆盖整个工业区的大规模工人罢工运动的前奏曲；1月初，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决裂使工人对人民代表委员会就国有化问题提出倡议的希望破灭，罢工就此拉开帷幕。鲁尔区的矿工要求确实改善当地的工作条件并减少轮班时间；鉴于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工资待遇问题也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但这不是导致这次罢工运动的决定性动机。罢工规模达到顶峰时覆盖了整个煤矿区，几乎使煤炭供应陷入瘫痪。此外，尽管早在11月就达成了鲁尔区采矿业的第一个集体协议，但矿产企业里雇主与工人之间近似主仆的劳动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改观，因此这次罢工的另一诉求是期望扭转矿业公司在劳资关系上的观念立场。


  1919年1月13日，在鲁尔矿区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召开的埃森会议上，成立了九人委员会，工人政党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九人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国有化概念，让矿工参与煤矿的管理事务，而不涉及所有权问题。随着委员会宣布开始国有化进程，以及煤矿委员的选举，大罢工戛然而止。然而，派往魏玛的代表团被国家劳工部长维塞尔拒之门外，他指出九人委员会的行动是非法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矿工工会退出了鲁尔区的国有化运动，与此同时，内阁部署了志愿部队向鲁尔区进军。他们所挑起的血腥事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罢工，其主要参与者是矿工。


  工会代表将大规模的矿工罢工和异常激烈的四月罢工都归咎于德国共产党，却否认了工会成员也积极参与了罢工的事实，也闭口不谈是志愿部队的挑衅和暴行激发了工人阶级的空前团结。矿工们认为，他们的行动与政府的意愿一致，因为他们的诉求获得了政府的回应，后者任命了国有化专员，并张贴了“国有化势不可挡！”的海报，然而与此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地为军事干预做着紧锣密鼓的安排。29直到双方冲突的最后阶段，共产主义阵营才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而自由工会矿工联合会却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成员，这些成员转而加入了激进的工会主义联合会。


  德国中部的罢工运动与此类似，区别在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将这里的罢工升级成了一次跨行业的总罢工。为了争取时间，政府在关于建立公司和地区工人利益代表的问题上做出了妥协。最终，就像在鲁尔区一样，工人的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内阁在上西里西亚的做法也如出一辙。在那里，罢工运动的诉求与鲁尔区的工人运动一致，内阁却声称是来自波兰的挑衅者煽动了这次罢工运动，并通过加强紧急状态的方式使其不了了之。同样，在这些地方，许多工人也心灰意冷地退出了自由工会组织。


  广大工人群体感到困惑，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政府要反对他们提出的工作场所自治代表的诉求。这一诉求并没有超越组建雇主和工人平等代表权的劳工院的提议。左右政府态度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他们担心劳资委员会被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和德国共产党转化为建立苏维埃专政的工具。然而，这种担忧只有在温和派团体拒绝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同时，自由工会也在反对企业层面上共同做出经济决策的形式，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种合作形式动摇了自己在代表经济利益上的垄断地位。因此，尽管马克斯·科恩—罗伊斯在1919年4月的委员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授予劳资委员会经济权利并将其与跨企业的共同决策制度挂钩的计划，而且得到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却遭到了德国工会总联合会的抵制，后者阻止了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党代会上将此计划提上议程。


  自由工会抵制国有化运动，拒绝了鲁道夫·维塞尔和他的同事维夏德·冯·默伦多夫提出的在战争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建设公共经济的建议，导致其几乎没有对经济实施有效干预，最重要的是重工业企业雇主保持了其一贯的强势地位，甚至比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30以国家煤炭委员会和煤炭与钾肥联合企业为代表的公共经济机构呈现出迅速衰退的苗头。在中央工作组的支持下，企业雇主们几乎可以毫无顾虑地制定价格政策。


  因此，尽管工会的地位在表面上已经通过中央工作组得到了巩固，但是革命运动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经济领域掌控权的归属。事实上，它们此刻已经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开始寻求一种补偿性的社会政策。回顾这一年的革命运动，人们甚至发现，在非工业领域所取得的进展更加不尽如人意。出于保障粮食供应的考虑，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完全放弃了对农业的干预，尤其是在易北河东部地区的土地改革中打了退堂鼓，并满足于地主阶级表面上的合作。公职机构内部的情况大同小异，出于类似的顾虑，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也不了了之。导致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革命一方大大高估了议会制所能提供和保障的控制力。


  1919年春，在不伦瑞克、马格德堡、曼海姆、哈雷、莱比锡和柏林，以打击粉碎独立社会民主党据点为目的，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这也基本宣告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政策上的失败。刺刀暴力取代了在政治上团结激进工人、孤立带有恐怖主义倾向的极左派的尝试。声名狼藉的自由军团部队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无辜者施以暴行，不断通过挑衅让国内冲突升级，广大劳动人民陷入了痛苦和无助。1919年3月在柏林、4月在慕尼黑发生的事件，是当时国内紧张局势的一个缩影。为了应对德国共产党的反击，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发起了一次总罢工，却没能贯彻领导层在罢工之初所宣称的非暴力原则，罢工群众多次对警察设施展开攻击行为，导致诺斯克做出强硬回应，宣布进入升级的紧急状态，并将这种紧急状态维持了九个月之久。激进的工人群众和自由军团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双方的仇恨不断升级，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而事态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平息。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柏林血腥周”，无产阶级群众将其视为新兴共和国的阶级属性的证明。31


  发生在慕尼黑的事件在当时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次事件里，激进的左翼对知识分子的依赖远远超过了其对工人阶级坚实核心的依赖。尽管库尔特·艾斯纳因其令人费解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以及在政府事务上的不当处理而声誉大不如前，但其领导的社会主义联合内阁在春天之前还是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状况的。真正使得艾斯纳的地位无以为继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邦选举中的惨败，在这次选举中，独立社会民主党仅仅获得了三个议员席位。受到奥地利的启发，艾斯纳设想将议会制和委员会制度结合起来，以解决激进左派和温和左派之间的冲突，这一设想如果成功，应该有助于构建安定的内部环境，但由于国家政府僵化的消极态度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强硬态度，艾斯纳没有获得将此设想付诸政治实践的机会。32


  1919年2月21日，正当艾斯纳准备辞职时，年轻的阿尔科—瓦利伯爵刺杀了他，而作为回应，艾斯纳的支持者又企图刺杀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内政部长埃哈德·奥尔，这两起事件使得国内的政治稳定局面土崩瓦解。阿尔科原本想要阻止“二次革命”的发生，却想不到其刺杀行为直接成了革命爆发的导火索。33新成立的巴伐利亚议会中央委员会在恩斯特·尼基施的领导下，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约翰内斯·霍夫曼领导的联合内阁有足够的力量和稳定的政治支持以对抗委员会机构和慕尼黑的左翼激进军队，而不是转向班贝格，并为加强埃普自由军团的力量向国家政府请求军事支持，那么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就不会只是昙花一现了。4月7日，当社会主义政党联盟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刚刚在尤金·列维涅领导下重组的德国共产党还有所顾虑。直到驻在慕尼黑的部队试图采取军事行动推翻这个苏维埃政权时，列维涅和马克斯·莱温才终于下定决心承担起政权领导人的职责，尽管他们心里清楚，这个仅限于巴伐利亚地区的苏维埃统治政权不太可能站稳脚跟。但是鉴于匈牙利在3月底成功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人们把担忧丢在了一边，甚至产生了把布尔什维克革命推进到中欧的幻想。


  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只存在了14天，在此期间，无论在经济还是在财政方面，又或者政府组建的红军在面对压倒性干预力量时乏善可陈的表现，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一连串的溃败来形容。这就是为什么恩斯特·托勒，这位在第一次委员会实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表现主义戏剧家，在4月27日迫使列维涅和莱温辞职，其时此二人已经因其俄国身份而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感。5月2日，因为此前一天发生的人质被杀一事而义愤填膺的自由军团长驱直入，他们组建了一个战力远超红色政权的恐怖军团，在两天内杀死了600余人，托勒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而无能为力。这一事件在德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导致了5000多起针对相关参与人员的法庭诉讼，造就了慕尼黑后来强烈的反革命以及反共和氛围，为此地的极端民族主义复兴提供了异常肥沃的土壤。


  随着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瓦解和随后莱比锡政府军对极左派的镇压，德国的革命在1919年5月初宣告结束。面对一个明显带有阶级政治特征的、再度军事化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力量绝望地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无论是居民防卫队还是独立的波罗的海自由军团，各种形式的自由军团部队都与工业界和保守党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为其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与此同时，它们与国家国防军之间的关系则确保了武器和装备的供应。另一方面，国家防卫军、雇主协会、国家土地联盟以及其他右翼利益集团之间的合作则意味着，普鲁士政府和下属行政机构无法在鲁尔地区和易北河东部地区等偏远地区约束反革命的行径。


  为了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领导的国家防卫军第一集团军在1919年春天就已经开始行动，与包括爱德华·施塔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在内的右翼资产阶级宣传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支持具有明显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活动。阿道夫·希特勒就属于这种情况下的获益者，他作为国家防卫军第四集团军司令部的线人与安东·德雷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建立了联系，并就此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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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2日，慕尼黑驱逐被俘的苏维埃共和国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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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斯特·托勒的《变形记》。1919年卡尔—海因茨·马丁在柏林剧院表演的剧照（慕尼黑，德意志剧院博物馆）

  


  1918/1819年德国革命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发生的时机，当时德国正处于在停战协议的基础上缔结和平协议的阶段，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完全排除战争纠葛的延续，除非人们与胡戈·哈泽和库尔特·艾斯纳一样认为和平是优先度最高的，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实现的。这一历史条件决定了，作为战败方的德国军队能够在战后恢复并提升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权力地位，并以巩固政府权威为目的，作为反革命的工具发挥作用。


  由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构成的政府领导层顺应了这一政策，期望在他们所争取的民主议会制建立之后，再回头去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与众多支持者之间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加疏远。国民会议对镇压工人阶级的行为采取了容忍态度，其结果是德国共产党关于建立与议会制相对立的、“纯粹的”委员会制度的提议得到了很多无产阶级力量的支持，而这种制度上的对立在最初是不存在的。议会民主制是在革命内战爆发的边缘出现的，这种制度的确立导致绝大多数工业劳动者在早期就对它产生了顾虑和不满，甚至是敌视。


  1919年春天，在柏林、德国中部、鲁尔区和许多大城市发生的罢工运动使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措手不及，因为他们认为随着国民会议的召开、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退位，革命已经完成了。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而在罢工运动中，他们眼里看到的净是那些被以“斯巴达克联盟”为代表的激进分子所误导的工人。事实上，这场罢工运动的普遍特征是，人们试图自下而上地迫使三个工人政党团结起来。而这三个政党中却没有一个能够使人们服从于自己的基本政治目标。35


  罢工者的动机，除了抗议复辟的军事统治外，还有改善他们在工厂的处境。国有化的口号与调整财产秩序的基本思想关系不大，而是与废除工作场所的等级压迫和规则限制以及改善以工资为生的人群的生活条件的意愿有关。这些大多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正如煤炭工业的罢工者临时要求六小时轮班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在共产主义力量的参与下，慕尼黑和不来梅等地相继发生了政变，人们尝试建立了短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既没有与中央政府配合，也没有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过于执着于其一贯的国家利益至上的传统，以至于没有察觉到在罢工抗议运动中隐藏着推动更多民主力量参与其中的因素。36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12月的纲领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试图顺应革命趋势，却无力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政治方向。自1919年1月的起义以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接受在群众中严重丧失支持率的事实，考虑到资产阶级盟友和复辟的军事政权的力量，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已无法避免，以和平的政治手段解决阶级冲突已不再可能。这意味着议会民主制尚未发展成形就已经面临重大阻碍。


  在残酷战争的后续影响下，带有暴力属性的革命动乱的爆发已是必然。德国共产党在政治对抗中以多种方式展开了对使用暴力手段的宣传，尽管转化为实践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掌握着政权的社会民主党人出于维护专制秩序的思考，也提倡使用武装力量，但参与抗议的工人却坚持使用罢工和示威这些已经“过时的”斗争形式，而且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纪律性。直到革命运动的晚期，在暴力冲突升级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方面才有意识地开始使用恐怖主义手段。1919年初，失业率全面飙升，工业中心的粮食供应链崩溃，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冲突的激烈程度。


  除了极少数情况，在革命运动中几乎没有发生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动；真正把恐怖主义贯彻在行动中的，反而是在1918年末到1919年初开始的反革命运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出于过分执着的秩序感而开启了对抗革命的行动，后者却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属性。自由军团培养了现代军人的风格，让使用暴力本身成为军队的目的。恩斯特·冯·萨洛蒙在谈到自由军团时写道：“我们既不关心制度和秩序，也不关心口号和纲领。”对男人的性别崇拜和带有情色意味的形象改造与狂妄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融合在了一起。37在德国革命结束后，在这个可以选择性地对帝国战争失败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视而不见的文化氛围里，将使用暴力视为民族主义行为并对其大唱赞歌的情况仍然持续存在着。




    
    
    
  第三章　革命与和约阴影下的民主努力


  在1918年11月9日的动乱局势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试图暂时不对德国未来的国体做出明确的描述。但是，公众舆论对德皇威廉二世的反感使得成立共和国成为大势所趋。菲利普·谢德曼抢在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前率先宣布成立共和国。共和国的成立让当时的人开始对军队的瓦解抱有期待，然而这一期望并没有成为现实。君主制的垮台被政治右派视为当前局势下不可改变的事实。尽管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德国人民党都坚持君主立宪的原则，但它们并没有像已经加入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前德国保守党和《新普鲁士报》所主张的那样，希望立即实现霍亨索伦家族的复辟。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国家宣言”只谈到了“通过立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1，但并不排除在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多数人要求恢复君主制的局面。此外，承诺支持君主制对资产阶级右派政党而言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吸引反共和主义选民的加入。


  在可预见的未来，帝国的复辟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的外交和内政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在于担心恢复德意志帝国会使刚刚被消灭的小邦分立主义死灰复燃。由于威廉二世直到1918年11月28日才宣布正式退位，而在此之前他提名了两名皇储，因此，这两名有资格的人选中谁会继承帝位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在共和国的后期，尽管君主主义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内部的讨论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复辟的想法却是直到民族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的前夕才重新出现的。所以在实质上，1918年后，共和制的政府形式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十月改革和威尔逊式的政治路线，让11月9日之后的立宪之路倾向于建立自由主义议会制。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动乱中获得了政治领导权，却没有想到自己所面临的是为国家制定一部新宪法的紧迫局面。自《爱尔福特纲领》以来，社会民主党内就没有针对新宪法的内容展开过实质性的讨论。政治现状使社会民主党向议会制原则做出妥协，为了在国内实现议会制，社会民主党在几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这一主张。社会民主党最根本的宪法诉求似乎已经在十月改革中得到了满足。基于1916年之后所获得的经验，独立社会民主党对议会制始终持保留态度。该党认为委员会制度是对议会代议制宪法的理想补充，却并不清楚如何让这两种制度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2


  因此，跨党派委员会多方权衡后所达成的共识左右了民主制宪进程的发展，后来的魏玛执政同盟也正是由跨党派委员会里的党派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制宪过程中将主导权拱手相让。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们与革命的发展脱节了，尽管独立社会民主党始终对能通过在行政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全面革命干预制定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抱有幻想。两党的态度，尤其是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态度，背后隐藏的根源在于它们对宪法的理解停留在形式层面，尽管拉萨尔敏锐地洞察到，宪法问题的本质是权力问题，而不仅仅是涉及政治内容的法律框架，但这个观点并没有在社会主义政党里引起共鸣。


  早在1918年11月15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就任命柏林的公法教授胡戈·普罗伊斯为内政部国务秘书，并委托他拟出一份宪法草案。3普罗伊斯是奥托·冯·基尔克的学生，但他的理念与老师不尽相同，奥托·冯·基尔克提倡合作社的理念，普罗伊斯却更倾向于议会制原则。在他的好友，左翼自由主义者特奥多尔·巴尔特出版的《国家》杂志上，普罗伊斯强烈主张德国宪法的议会化。遵循了1848/1849年的民主精神传承，他早在1915年就已经公开反对普鲁士—德意志的专制统治，呼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他于1917年7月向最高陆军指挥部提交的宪法提案充分证明他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理念。这促使倾向于快速务实决策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胡戈·普罗伊斯和海德堡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之间，选择了前者为魏玛共和国宪法做前期工作。4


  不过，马克斯·韦伯依然参与了国家办公厅的内部协商，出席这次内部协商的基本都是政府各部门的正职官员，仅有两名社会民主党的副职官员列席会议。1919年1月3日提交给人民代表委员会的第一份草案主要是由普罗伊斯撰写的，这份草案体现了他统一主义的立场，他建议放弃现有的邦界划分，代之以16个德意志自由邦。艾伯特原则上批准了草案，但他建议删除关于重新划分国内领土的条款，并增加一个关于基本权利的章节，以消除党内对于守不住“革命成果”的担忧。为了避免重蹈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覆辙，避免国民会议的审议在原则问题上陷入困境，普罗伊斯并没有加入关于基本权利的章节，以确保制宪可以顺利进行。


  艾伯特的策略是，在内阁草案完成之前，避免公开讨论宪法。但这一策略却无法兑现，因为各邦政府都迫切要求参与宪法起草工作，所以国家办公厅不得不首先与11月成立的联邦委员会讨论德国与各邦在未来的关系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艾伯特直到1919年1月25日召开的各邦会议对草案进行修改后，才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该草案。同时，他还表示此草案必须直接提交给即将于2月6日召开的国民会议，并以此为理由阻止中央委员会针对草案内容进行深入讨论。因此，尽管中央委员会对草案的内容提出了批评，谢德曼也认为宪法草案是“倒退”的，但并没有让草案退回修改，而是同意在国民会议上再提交一份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备选草案，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却放弃了这个机会。


  胡戈·普罗伊斯不得不接受其草案被严重删改的事实，他在与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示，有必要“尽快组建一个有秩序的政府，以便我们能够进行涉外谈判；这使我们必须尽快接受一份草案，即使是一份糟糕的草案”。5这表明，当时普遍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按宪法组建的政府来展开对外和平谈判。出于同样的原因，艾伯特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在国民会议中出现根本性的宪法纠纷。这也说明他愿意在很大程度上向各邦的利益做出妥协。鉴于人民代表委员会没有让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作为中央国家利益的临时代表参与立宪讨论，各邦的利益就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对宪法内容造成影响了。在客观事实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早在2月21日，一个成熟的草案就已经提交给了国民会议。尽管在宪法委员会迅速推进的工作中出现了针对教育和教会问题的尖锐争议，尽管在1919年6月由于接受和平条约的冲突而出现了延误，但宪法依然在8月14日正式生效。


  鉴于国内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宪法框架在议会上通过得非常顺利，这背后最主要的推手是资产阶级政党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它们希望通过宪法尽快让革命过程中造成的法律空缺状态得到解决，同时也希望能借此给数个委员会共存的局面画上句号。另一方面，国民会议的决策范围被大幅度缩小了。在与各邦政府达成的《临时国家权力法案》（该法案于1919年2月10日经魏玛联盟投票通过）中，未来宪法结构中的很多基本要素已经初步成形，譬如国家总统、国会和联邦参议院的职能地位。6在此前的谈判中，各邦代表贯彻了自己的诉求，坚决要求国家政府在向国民会议提交文件之前必须事先得到大多数邦政府的同意。为了确保程序的合法性，各党派没有对这些草拟的条例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就同意了临时宪法。人民代表委员会关于坚持职业公务员原则的承诺，以及关于国家防卫军临时结构的规定，也对即将出台的宪法造成了影响。


  联邦会议的召开意味着，胡戈·普罗伊斯最初提出的让各邦回归自治状态的设想彻底落空，尤其是各邦都通过了相关条款，要求在执行领土重组时必须得到涉事各邦的同意，从而阻碍了统一重组的道路。7值得一提的是，宪法委员会的审议成功地限制了各邦的特权，特别是消除了德国南部各邦最初强烈坚持的保留权，在此期间，库尔特·艾斯纳在领导巴伐利亚捍卫保留权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角色。领土重组工作遭遇重重阻力，最终只实现了图林根诸小邦的合并以及科堡和皮尔蒙特的联邦化。


  为了使重新划分的各邦之间在规模上互相平衡，胡戈·普罗伊斯首先想到的是打散普鲁士地区。尽管社会民主党一贯有着支持统一的传统，但普鲁士各部门对此的反对呼声最高，被提拔为普鲁士战争部长的符腾堡上校莱因哈特也是如此。爱德华·达维德对统一方案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他公开呼吁让普鲁士成为直辖邦，用曲线救国的方式在长远上实现统一。


  由此，他预见到了民族社会主义对普鲁士的“国有化”，但这一提议并没有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出于外交政策考虑的动机和对抗领土分裂的愿望也发挥了作用。国家内政办公厅所设想的普鲁士的解体，顺应了法国将莱茵兰从德国分离出来的野心，以及建立自治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同样，早在和平条约的内容公开之前，就已经有人试图让上西里西亚独立了，这至少间接地符合了波兰的扩张主义倾向。


  与维持普鲁士的独立地位相比，如果无法建立一个打破传统领土划分的、能确实行使联邦职能的联邦制国家，显然性质更加严重。因此，基于1848年的历史经验，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才有可能避免普鲁士国民会议与全国国民会议同时召开，从而保障制宪进程。最后，为了防止普鲁士人在联邦参议院中占据人数优势，人们决定普鲁士政府只拥有普鲁士选票的一半，而另一半则由地方议会选出。这一临时解决方案到后来却助长了反共和主义势力的发展。


  毕竟，与帝国参议院相比，联邦参议院的权利被大幅削减了。德国政府和各邦同时拥有的立法权在国家层面上是有利的，这使政府能够从国家层面上扩大其税收、财政、教育和交通政策方面的管理权限，而且——尽管冲突不断——可以使全国政府不再依赖于各邦的财政主权，而在此前，对各邦财政主权的依赖已经严重影响到德国内政的进一步发展。自1919年底以来，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作为国家财政部长，以极大的精力、谨慎和专业知识推动了德国的财政改革，将国家财政建立在先进的所得税制度的基础上，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税负的适当分配，这在制定与时代相符的财政宪法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这一系列措施也让国家、各邦和各市之间的财政平衡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因为各邦政府现在开始向国家政府提出财政要求了。


  组成魏玛联盟的各党派首次以联盟的形式在国家层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这些党派的支持下，政府的宪法草案得以保留其根本的自由主义特征。考虑到反共和主义势力的增强，这样的宪法草案无疑已经是1919年夏天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了。宪法最初考虑到了自由主义的理念，规定议会必须在议员之间的自由讨论中为共同利益寻求方案，而议员在此过程中不受其选民的指示约束。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民主制度理论的思想基石是：各个层面的社会利益都必须在议会的组成中得到尽可能准确的表达。与此相反，认为人民代表的任务主要是建立能够执政的多数派的观点却逐渐消失了。


  通过操纵民主意志的形成来破坏宪法秩序的想法，在国民会议议员的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他们特别看到国家总统使用其被赋予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及履行国家行政权的权力为宪法提供了积极的保障。社会民主党方面要求设立保护宪法的规定，例如将王室成员排除在总统选举权之外，但由于各政党的立场不同，无法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只有在对宪法的形式主义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弥合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根本对立。因此，指责魏玛共和国没有形成“战斗性民主”的概念，是对其政治环境基础的错误认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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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的德国，普鲁士邦的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

  


  国家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享有代表国家的职能，此外还被赋予了解散国会的权力、任命和罢免国家总理的权力、对德国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以及通过公民投票直接诉诸人民意愿的权力，选举产生国家总统的全民投票在国家宪法中引入了一个与古典自由主义议会制格格不入的亮点。普罗伊斯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力量，防止出现他所担心的“议会专制主义”，严格避免占多数席位的党派把它们的政治主张强加给整个国家的情况发生。9在第48条中规定，国家总统有权在“紧迫危险”的情况下发布紧急法令，但国会可以在多数人赞同时解除这一法令。10


  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总统是一个拥有公民支持的魅力领袖，假如对此观点表示赞同的德国民主党能坚决贯彻其要求，使得总统不受国家总理或相关部门长官的约束，那么德国国家元首将获得专制的权力地位。11而这就是独立社会民主党所抨击的对象，该党要求以瑞士模式为蓝本设计总体方案，以制约总统，避免其获得独裁权力。但社会民主党在会签问题上对普罗伊斯的原始草案投了赞成票，尽管就其本身而言，出于其对直接民主原则的倾向性，其实是通过引入公民投票和民众倡议间接强化了总统的权力。


  由于国家总统的地位与立宪君主的地位相似，因此人们开始谈论所谓的“代位君主”。12事实上，国家总统的职权尤甚于立宪君主，因为一旦进入紧急状态，总统与总理将共同成为国家仅有的权力中心。在总统内阁阶段出现的反常现象在法律上是基于对第48条规定的特殊权力的过度使用。然而，在1923年的危机中，时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就已经兑现了这种特殊权力。当时，尽管国会处于正常运作状态，但许多常规的立法项目都是通过代替法律的命令来落实的。事实证明，总统的特殊权力在政治心理上的弊端更为显著。尽管会签权确保了政治领导责任落在总理身上，但人们心里仍然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在发生危机时，这一责任将由总统承担。这正与魏玛共和国宪法学决策者卡尔·施米特的著名论断相符，即“紧急状态下的主人”才是实际的主权者。此外，这一宪法规定也滋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在各方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可以毫无顾忌地诉诸总统的统治特权。13


  事实上，总统的特权并没有削弱国会和参与国会的政党，而是削弱了全国政府。为总统赋予特权的理念植根于对政党固有的不信任，这些政党被指责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了人民的真实意愿，而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则代表了人民意愿的真实模样。所谓的共同利益没有被理解为政党角力的结果，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层面的抽象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宪法中只要提及政党都是负面的措辞，譬如在第21条中规定议员不受政治指示的约束，在第130条中提到政府官员是“为集体，而不是为某个政党服务”的。


  因此，魏玛宪法被称为“威权主义思想的产物”，这并非毫无道理。14事实上，这部宪法坚持把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置于首位，并最终否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性。宪法诞生的过程是对上述事实最好的诠释。立宪的过程与国家制定法律的过程类似，由各部门制定法律条款，再由国会进行修订。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各邦的高级官员大量参与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并对宪法内容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却没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此外，国民会议通过制定新的宪法，修复了在革命动乱中形成的无法可依的局面，表明了其站在革命选民对立面的立场。各党派都没有在制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连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都放弃了其在宪法委员会中的主席职位，将其转让给了德国民主党的政治家康拉德·豪斯曼。


  唯一真正可以让各党派表达其意志的平台是关于基本权利问题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各邦和全国政府的官僚机构倒是显得兴致不高。弗里德里希·瑙曼通过他在民族社会联合会的活动和他关于建立社会性帝国的主张而名扬于狭隘的政党圈之外，他代表德国民主党提出诉求，要求根据工业社会的需求扩充源自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宪法中关于“财产义务”的规定也出自他之手。他的倡议导致了各党派争相在宪法中扩充基本权利的内容，以此确立某些政治特权和优越性。对中央党来说，它可以为宗教特权争取到更长远的保障，对公职人员而言，他们也能够从宪法上确保专职公职人员的“既有权利”，对其他许多专业和利益集团来说也是如此。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里规定了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假如同样的规定存在于魏玛宪法中，反而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因为这与其对单个团体利益的保护是不相容的；普通司法机构有权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精神，从而为把政治决策约束在司法程序之内扫清了障碍，这已经足够令人震惊了。


  如果基本权利的内容超出了现有的公民权利，譬如要求男女“基本”平等，或者要求改善非婚生子女的社会地位，那么这些基本权利条款在魏玛的判例中无一例外地被撤销了。这在对财产自由的倒退性解释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种解释完全无视了宪法中规定的财产的社会义务。在国有化方面，尽管宪法规定了有无偿征用的可能性，但在实际判例中，这一内容却从来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尽管包括工作权在内的基本社会权利被纳入了宪法，但是这些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约束力的。这在将委员会制度纳入宪法的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将委员会制度纳入宪法，源于3月初柏林罢工者从谢德曼政府手中赢得的一项承诺。宪法第165条规定，建立一个国家经济委员会，虽然该委员会只有咨询职能，却拥有立法权。具体到工人层面，这个委员会由工厂和地区工人委员会以及国家工人委员会组成的层级系统构成。在经济政策问题和社会化问题上要征求它的意见，但工会和雇主协会的集体谈判权并不受影响。15


  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社会政治家、魏玛劳动法的制定者之一胡戈·辛茨海默，希望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附属议会实现对有关经济和社会宪法事务的自主管理，这将赋予工会公法职能，而工会则必须在计划中的委员会结构框架内履行这一职能。16然而，各个工会抵制在公司和跨公司层面的参与，特别是它们仍然认为它们可以通过中央工作组对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决策施加决定性的影响，随着国家经济部和雇主协会之间展开直接合作，这种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此外，辛茨海默所寻求的解决方案的前提是，企业家和工人在经济委员会中所占的席位相等。1920年成立的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更具有专业利益代表的性质，但国民会议仍然拒绝了德国国家人民党提出的与之相符的要求。宪法第165条中规定的其他机构也没有建立起来。至此，为工人委员会在经济政策方面保留一个活动领域的想法没能付诸实践，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护利益集团的发言权。


  宪法第165条的命运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这几乎是革命运动在制宪这件事上所取得的唯一成果。17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最初目标是让行政和军队民主化，这一目标并没有被纳入宪法。同样没有在宪法中得到一席之地的还有工人群体对在经济决策中的平等参与权的诉求。在大规模罢工运动的压力下强行通过的社会化法律，始终只是来自全国政府的单方面承诺，而且在鲁道夫·维塞尔辞去国家经济部长的职务后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尽管在卡普政变后，重新组建的社会化委员会再次把基础工业国有化的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但一切努力都随着1920年6月的选举而付之东流。


  人民代表委员会和谢德曼内阁几乎没有试图借助革命的力量来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瓦尔特·拉特瑙认为，新生的宪法是特殊主义元素和自由主义元素相互妥协的产物，完全没有“在新的国家形式中体现社会主义精神”。18在1919年7月31日的最后表决中，宪法以262票对75票获得通过，86名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代表中有一半没有参加投票。会议上没有明确决定是否使用新的国旗配色“黑—红—金”，这表明议会代表们没有做好真正重新开始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宪法委员会则坚持沿用“黑—白—红”的贸易和战争旗帜配色，其理由是这种配色的能见度更高，并由此引发了在之后的共和国历史中延绵不休的旗帜之争。


  出于安全原因，国民会议召开的地点选在了魏玛，因此共和国也以魏玛命名，然而无论是魏玛的理想主义传统，还是从1848/1849年传承下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即使对魏玛联盟的政党、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对中央党抑或独立社会民主党而言，也都没有真正的约束力。事实表明，不是宪法结构的缺陷导致了共和国的不安定和最终的覆灭。同样，比例代表制也不是问题的根源，人民代表委员会早在11月底就决定了国民会议选举将采用比例代表制。在后续的几年中，人们多次尝试更改宪法中规定的，并在1920年4月颁布的选举法中做了详细阐释的选举权，希望用多数选举制替代单人选举制。然而，共和国中期阶段仍在不断加剧的政党分裂情况，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归因于比例代表制；毕竟规模较小的政党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这项制度的阻碍。在候选名单基础上进行投票有利于协会代表获得候选资格，从而增加了利益集团对议会团体的压力。更成问题的是，各党派都同意保留以前的选区划分。此外，比例代表制符合当时的认知，即认为议会是社会多元利益的反映，其任务主要不是组建政府，而是在立法中平衡社会利益。因此，选举法充其量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各党派回避承担整体政治责任的根本原因。19


  资产阶级势力对君主制的崩溃感到惊讶，除了少数民主团体通过参与议会运动和组建公民委员会对外辐射政治影响力之外，更多的时候它们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它们认识到有必要调整方向，因为选举权的扩大已经表明需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找到比以前更有力的支持。为了实现“做人民的政党”这一普遍认可的主张，它们放低了曾经作为精英人士政党的姿态，努力将所有社会团体的代表纳入执行委员会和国民会议的候选人中。女性获得同等的选举权以及投票年龄的降低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点。在国民会议中，妇女占了8.7%的代表席位，这一纪录直到1987年才被打破；然而，这种发展势头很快就被扭转了。越来越多的、职业的协会秘书和工会秘书上升到领导职位。只有小学学历的职业政治家不断增加，而知识分子的数量则减少了。这表明，自由主义党派和保守党派也开始经历社会转型，开始走向融合政党，这同时也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崛起而发生的普遍社会结构调整的表现。


  同时，各党派也面临着选民行为的变化。虽然个别政党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据点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但由于选举法的变动，它们得以在以前几乎完全没有代表的地区赢得新的选民。社会民主党在大城市失去了选民，而在易北河东部地区则赢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与之相对，保守党在城市地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率，但在乡村，特别是在大规模农业经济区，却失去了选票。这些变化清楚地反映在了1919年和1920年的投票结果中，说明由于战争造成的社会影响，阶级和地区的选民关系也面临解体重组。


  受影响最大的是资产阶级政党，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却基本没有受到波及，因为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的选民基数基本保持不变。选举形势的新变化迫使资产阶级政党加大努力，它们通过扩大组织范围以覆盖整个国家的领土来获得可靠的核心选民。同时，这也提高了它们对职业协会和利益协会的依赖程度，这些协会的组织力度在战争期间大大增强。影响力高的协会在政党制度的党派矛盾中起到了中和调解的作用，这已经成为帝国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时，对其他协会组织的依赖也大大降低了各政党的独立行动能力和党派结盟能力。


  在各类协会的综合影响下，资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日趋分散，这在1918年11月以后对党派自我定位的调整工作起到了阻碍作用。20直到德国民主党成立后，才终于有了一次成功的定位调整案例。在这期间，民族自由党的残余力量在重组后以德国人民党的形象重新登场，而德国各保守党派则抱团组建了德国国家人民党，除此之外，唯一值得一提的变化就是，那些原本支持威廉制度体系的政治家都变得不那么活跃了。国民会议选举日期的提前对于诸多原有机构的代表而言是利好消息，因为候选人名单投票制度让选举的筹备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在此局面下，这些机构的职能就显得不可或缺了。


  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的领导下，中央党支持十月改革的政策，但随着十一月事件的发生，党派中相当一部分工人追随者转而投向了左派政党的阵营，中央党面临着再次陷入政治孤立的危险。21它是否应该像亚当·施泰格瓦尔特和海因里希·布劳恩斯坚决要求的那样，尝试转型为一个基督教的、民主的人民政党，并借此机会摆脱其教派限制？它是应该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并肩作战，进行全面的民主和社会改革，还是在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下，站在反对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阵线上？这些选项都没有被选中；与门兴格拉德巴赫所做的一系列提升党派在社会上和宗教上的开放度的努力相比，中央党仍然保持旧的党派名称和保守的科隆路线。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文化部长阿道夫·霍夫曼提出的教育和教会政策，进一步激化了中央党内部的紧张局势。这项政策旨在实现政教的完全分离，最终使得学校不再处于宗教机构的监管之下。这一场针对天主教会势力的文化战争过于激进，与普鲁士政府试图取消宗教学校和宗教课堂时所面临的局面一样，最终政府不得不在天主教阵营日益激烈的抵抗中做出让步，并撤销了这一政策的大部分内容。此外，社会主义者认可了父母权利的合理性，这对教派团体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影响。


  中央党也面临着来自联邦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格奥尔格·海姆领导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成立，以及1922年议会党团联盟的解散，对魏玛共和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同时，莱茵兰的中央党内有一些团体迫切地希望脱离普鲁士，建立莱茵—威斯特法伦共和国。直到1920年，中央党才明确了一方面加强国家统一，另一方面支持普鲁士继续存在的发展基调。这与其说是埃茨贝格尔的成功（事实上，此时的埃茨贝格尔已经因为受到卡尔·黑尔费里希审判的牵连而名誉扫地），不如说是在全国政府与普鲁士政府中的务实合作的产物，因为在普鲁士，1919年3月，魏玛联盟的内阁取代了自1月以来由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组建的内阁。作为执政党之一，中央党在教育政策上做出了妥协，在党内引起了广泛争议。借助家长权利，中央党成功地确保了教会学校在公立学校系统中保有稳固的位置，尽管非教会学校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形式。当德国民主党因《凡尔赛和约》的签署问题而离开国家内阁后，中央党重新获得了议会中的关键地位，而且它也很清楚应该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地位。然而，中央党的支持者仍然对它加入魏玛联盟一事提出了相当多的批评，考虑到中央党在1月的选举中对社会民主党的大获全胜，这一决定确实让人感到惊讶。22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尤其是农民和中产阶级群体与工人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了中央党内部的分化，而卡普政变及其后续影响让中央党内的分裂进一步激化了。有右翼倾向的中央党支持者们开始转而支持德国国家人民党，再加上当时建立特殊联盟的趋势，导致中央党在1920年6月的选举中支持率有所下降。尽管如此，当亚当·施泰格瓦尔特在1920年11月尝试以基督教工会为基础发起大规模的基督教社会人民运动，以推动党内系统的全面改组的时候，中央党依然坚定地使一切都维持了原样。亚当·施泰格瓦尔特在埃森的演讲将共和社会与职业目标联系在一起，间接表达了其反议会制的态度。23如果施泰格瓦尔特和布劳恩斯的运动倡议在1918年11月就已经可以付诸实践，那么中央党的政党系统会面临大幅度整改；可是在现实中，他们的倡议只是为魏玛共和国后期的资产阶级集会口号做了铺垫而已。


  在重塑资产阶级政党势力这件事上，唯一成功的尝试来自特奥多尔·沃尔夫（《柏林日报》的总编）和阿尔弗雷德·韦伯（马克斯·韦伯的弟弟），他俩于1918年11月15日发表倡议成立德国民主党，其目的是使包括部分工人阶级在内的进步资产阶级的广泛集会运动成为可能。24尽管进步人民党和其他左翼自由主义的零散团体都很乐意响应这一倡议，但民族自由党的态度却有分歧。民族自由党在国会中的代表团主席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从一开始就对成立一个带有左倾苗头的新党派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民族自由党主席罗伯特·弗里德贝格则呼吁建立自由派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施特雷泽曼认为，新组建的政党不应背负威廉民族主义的遗产，并因此公开支持右派的吞并主义战争目标政策，因此在新党成立后就被剥夺了领导职位。但是，即使施特雷泽曼能继续担任党内领导，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存在的紧张冲突，也都会让人们觉得建立一个内部统一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政党的胜算不大。当施特雷泽曼被左翼自由主义者的“政变”推上了孤立无援的建党之路时，民族自由党人却顶住了来自德国民主党建党核心团队的压力。25特奥多尔·沃尔夫、阿尔弗雷德·韦伯、左翼自由主义和平主义者赫尔穆特·冯·格拉赫和《福斯报》的编辑格奥尔格·伯恩哈德，在建党初期就被排挤出党派或因为不堪其苦而主动退出党派，这一切都表明了党派内部存在问题。在弗里德里希·瑙曼的领导下——他的当选是由党代会无视机构建议一意孤行的结果——德国民主党走上了一条致力于民族融合的路线，在瑙曼于1919年8月去世后，在汉堡市长卡尔·彼得森和埃里希·科赫—韦泽的影响下，这一路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在1919年1月19日的国民会议选举中，德国民主党获得了18.5%的选票，这个结果出乎意料地好。出现这一结果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因为当时普遍认为该党能够有效制约纯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势力，其二则是因为该党似乎能够为打开新的政治格局提供保障。在制宪过程中，德国民主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得益于胡戈·普罗伊斯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其力图把国内的各种观点在党内进行整合，导致其无法在国旗色彩的问题上拥有统一的立场。在内阁中，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与自由工会密切合作，成功阻挠了维塞尔的公共经济计划的实施，但他们与社会改革的决定性政策的支持者之间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左翼的国际和平主义代表和党内大多数人之间的情况大致相同，遵循与德国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外交部长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所主张的民族抗议政策路线。


  德国民主党没有成功地调和中产阶级和大工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它的支持率在1920年6月的选举中下降到8.4%。鉴于威尔逊的承诺，广大民众一度对向民主制度过渡寄予厚望，最终却变成了深深的失望。随着卡普政变的发生及其后续影响，甚至在德国民主党内部都开始显现出倾向于专制传统的趋势，这使得德国民主党的党纲受到了质疑，因为在党纲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共同体”。26就算德国民主党能够在各方利益相互冲突的互作用下建立起相对强势的形象，也无法阻止资产阶级选民流向中间偏右和右翼势力，因为真正导致这一变化的是逐渐显露的战后经济问题。


  由于德国人民党组织成形的时间较晚，这个由施特雷泽曼通过整合民族自由党的残余力量而组建起来的新党派在国民会议选举中只赢得了4.4%的选票，但依然成为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大本营。27“新兴的”中产阶级利益集团认为自己的利益在德国民主党内没有得到充分表达，其中包括1918年11月组建的德国公务员协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他们不仅在德国民主党内，而且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者圈层也都有不小的影响力，借助这样的契机，德国人民党以中产阶级代表的形象应运而生。鉴于大企业在革命阶段所处的相对弱势的被动地位，他们与德国人民党内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在一段时间后才显现出来。与以党内各种对立性纲领并存为特征的民主党相比，施特雷泽曼精力充沛、目标明确的领导能够给人以更加统一的印象。在1920年6月的选举中，德国人民党已经能够压制其左翼自由主义的对手，并以14%的选票达到了1912年民族自由党的水平。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德国人民党在1920年6月的选民普遍向右转的趋势中受益匪浅，但是依然没能成功地建立稳定的选民基础和党员基础，也没能阻止自由主义思想对党内中产阶级的渗透。


  即使不考虑德国人民党对支持霍亨索伦王朝复辟的正式承诺，该党在1919年7月31日的最后投票中拒绝魏玛共和国宪法的理由也无法令人信服，尤其考虑到该党很快就宣布准备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忠诚的合作。施特雷泽曼的战略是尽快入驻德国政府，但是在战术上，对前民族自由党右翼势力的暧昧态度与这一战略相违背；德国人民党几乎被坐实了破坏共和秩序的恶名。在建立共和一事上，德国国家人民党是坚定的反对派，施特雷泽曼尽管坚持德国人民党的基本自由主义方向，却没有下决心在一开始就与德国国家人民党划清界限。这并不妨碍他在国家防卫军中与保守主义的反对派保持联系，以便使德国人民党摆脱政治孤立，也不妨碍他试图从卡普政变中获得政治利益，尽管他在卡普政变中并没有做出实际的贡献。但是，施特雷泽曼在战术上与反对共和制度的势力相勾结，加深了魏玛联盟中各党派对德国人民党的不信任，并导致他直到1923年才终于在议会中摆脱了政治孤立的困境。


  鉴于资产阶级政党中民主元素的欠缺，弗里德里希·瑙曼和德国民主党左翼自由主义发起人所争取的政治自由主义融合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德国人民党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核心政党的独立存在，至少成功地阻止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在魏玛政党体系中成为最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德国国家人民党始终发挥着德国保守派政党大本营的作用，并且在人事政策方面与德意志祖国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延续性。28与自由主义党派相比，德国国家人民党能够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支持基础。这一基础的构成主要包括国家土地联盟（东部地主阶级控制之下的最大的农业利益组织），泛德联盟与它建立的名为“德意志民族保护与反抗联盟”的一个民粹主义附属组织，以及德国国家商业合作联盟，它与新保守主义的环形运动和诸多民粹主义团体都保持着广泛的交叉联系，从而在右翼资产阶级协会系统中承担了关键职能。29另一方面，工人代表的势力仍然很弱。重工业的代表寥寥无几，而且都倾向于支持德国人民党。早在德国国家人民党成立之初，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作为工业基金的管理者就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希望使德国人民党的路线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路线尽可能一致，这一政治诉求在施特雷泽曼的抵制下没有实现。30一开始，为了吸引自由资产阶级的加入而做的各种宣传只是出于战术性的考虑；实际上，保守的民族主义领导层依然把缰绳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


  在反对民主共和国的论战中，德国国家人民党不遗余力。它甚至允许激进的民族主义团体对其党派纲领的内容施以决定性的影响，以至于在纲领中出现了打击“犹太人在政府和公共领域的主导地位”的内容。31民族主义团体在试图把反犹主义上升为歧视性种族政策的过程中遇到了旧保守派的抵制，尽管这些保守派本身也是反犹主义的支持者，但他们更关心政党的名声和形象。这导致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在1922年后与民族主义团体分道扬镳，但其与泛德联盟的密切往来依然存在。该党强烈的反社会主义倾向，以及在和平条款公布后的极端修正主义倾向，使其成为反对共和制的势力的喉舌。德国国家人民党将“背后一切”导致战败的传说转化为反对左翼政党的核心煽动工具。该党公开支持卡普和吕特维茨，后者采纳了该党对宪法的要求，并成为1920年3月政变的实际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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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达达’菜刀切割德国第一个魏玛啤酒肚文化时代。”拼接照片，汉娜·霍赫创作于1919年（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遗产博物馆，国家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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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在工厂工地前示威。卡尔·霍尔茨的水粉画，约1920年（慕尼黑，米夏埃尔·哈森克勒费尔画廊）

  


  在国民会议的席位选举中，德国国家人民党在党主席奥斯卡·赫格特的领导下，自我标榜为温和派的代表，赢得了10.3%的选票，大幅落后于德国民主党。到了1920年6月，德国国家人民党在《凡尔赛和约》上的反对立场为其将选票数提升到了15%。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国家人民党在它的大本营农业领域所获得的选票数有所降低，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农业就业人口的数量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德国国家人民党在大城市的选民中获得了可观的新增支持率，从而弥补了这些损失。这表明，反对共和国制度的力量不仅存在于社会残余势力中，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新兴中产阶级和社会地位提高了的工人群体。


  德国革命只是在表面上改变了德国的政党格局。实际上，虽然在部分地区发生了明显的选民态度变化，但这主要是长期社会结构调整造成的结果。以魏玛宪法为起点、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自由议会制政府的建设过程，对于选民而言只是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而已。因为尽管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民主党在更早之前的一轮投票中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在1919年1月19日的选举之前，选民的支持率就已经向它们倾斜了。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关于将选举推迟到社会转型完成之后的要求被无视了。可以想象，假如选举推迟举行，那应该能有利于政党制度的重建，也能促成议会领导集团之间的正常交流，而这一切在现实中从一开始就被扼杀了。


  谢德曼内阁的组成表明，组建中的共和国坚定地强调了跨党派委员会的延续性。半数的内阁成员曾经隶属于马克斯亲王的政府，大多数内阁成员都曾在人民代表委员会中担任过政府职务。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当选为总统，这清楚地体现了政治领导集团身份的重要性。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艾伯特在革命阶段的作用，他都是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中能够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最强大的力量，而共和国总理菲利普·谢德曼作为政府首脑的表现则显得不那么抢眼；谢德曼擅长把控群众情绪，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工人阶级中，他还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长处，对艾伯特相对僵化的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修正作用。他的政治贡献更多地体现在调解和调停能力上，而不是在制定政策的意志上。


  1919年春，共和国进入关键时期，然而此时的艾伯特却表现出格外的保守与克制，这与他作为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所拥有的能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或许与他从1918年夏天以来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有关，同时也与他坚持法治主义的基本态度有关，这种态度让他拒绝对即将结束的工人抗议运动给予任何理解。但是在与内阁的存续乃至与德国的存续紧密相关的和平谈判问题上，他又做出了与其职位相符的表现。诸多迹象表明，艾伯特高估了总统职位的政治权力。32


  对年轻的共和国来说，艾伯特放弃党内领导权无疑是有利的，因为他越来越多地获得了来自保守官场和国家防卫军的支持，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则明显与他越行越远。他在执政过程中严格贯彻中立党派立场，同时还对诺斯克和新生的国家防卫军针对激进左翼抗议运动展开的镇压行为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他很快成为右翼政党猖狂的侮辱性攻击的目标。早在1919年秋末，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德国人民党就找到兴登堡，要求用民选的方式决定总统的人选，将总统一职的人选拖入了党派之争。这使得联盟党派无法在宪法上保证由议会投票产生总统的人选。


  在总统选举之际，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对民主宪政国家的理解和诠释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国民会议上说：“自由和法律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只有在坚实的国家秩序中才能得以彰显。”33这表明，对他来说，巩固共和国政权与重建国家权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919年6月，在给谢德曼的信中，他回顾了两人共同经历过的“左右为难的两线作战时期”。34他对革命时期的这一定性表明，新成立的国家与德意志帝国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既体现在宪法法律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政治结构方面。最显而易见的是，除了少数例外，原帝国政府的领导集团都保留了自己的地位，帝国和国家最高职能部门的人员没有改变，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依然存在，而且几乎没有与精英阶层形成任何有效交流。


  战争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首先反映在煤炭和化肥的缺乏、灾难性的粮食供给状况、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和结构性失业上，基于上述客观条件，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导认为，对社会结构进行更深入的干预，继而导致发生革命动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他们无数次向民众发出呼吁，反复强调首先让经济生活回到正轨的必要性。魏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面临双重防御任务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方面要防止国家解体，另一方面则要防止德国发生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社会民主党认为在制宪过程中成功地与资产阶级力量达成了共识。鉴于与资产阶级政党达成谅解的必要性，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启动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的任务，此外，当时的外交形势也让该党认为，成功实现这一变革的机会不大。


  这一切带来的后果是，这个新建立的共和制国家从一开始就缺乏政治上的自信。即使在左派自由主义阵营中，也没有出现像法国的甘必大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治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理性的共和主义者”绝不仅仅是那些在魏玛宪法的基础上获益的、曾经的君主制支持者。在德国，议会制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如履薄冰，这也不仅仅是由于其诞生于德国战败的历史背景之下。甚至连议会制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们也对新的国家秩序感到信心不足。除了格奥尔格·伯恩哈德和特奥多尔·沃尔夫等少数左翼自由主义政治评论家之外，几乎没有人无条件地捍卫共和制度。在没有愿景的地方，利益的压力必然会占上风。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共和派无所作为的日常仍然使得人们在“停战时期的梦境”中所产生的即将迎来新开端的种种期望全部落空了。35


  政府无力向那些对战争与灾难负有直接责任的原帝国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问责，魏玛共和国的懦弱无能在这件事上展露无遗。虽然艾斯纳、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左翼社会主义人士不留情面地指出，德国外交和军事领导人应该对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承担责任，但这被受外交部影响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驳回了，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削弱德国在即将到来的和平谈判中的地位。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预见到了协约国对战争罪责的指控，他尽其所能地否认德国在战争爆发上应负的责任，同时还尽量避免与原帝国的代表之间产生疏远感。36艾斯纳试图借鉴列宁在俄国的做法，通过推翻德国战前和战时的帝国主义统治来缓和协约国军队的顽固态度，很显然，这个尝试成功的机会不大，但这样做应该会使法国不能坚持其外交政策上的利益最大化要求。


  内政上的问题显得更急迫一些。在所谓的“威尔逊保证”的基础之上，布罗克多夫—兰曹和外交部为德国在即将到来的和平谈判中制定了防御策略，并努力通过适当的宣传活动来发起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37和平谈判多次延期导致协约国军队提出的停战条件不断升级，这已经清楚地表明，希望依靠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来实现可接受的和平已经没有可能性了，尽管如此，德国民众对1919年5月7日协约国军队在凡尔赛交给德国代表团的和平条件仍然毫无思想准备。作为德国停战委员会的负责人，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很早就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停战条件会非常苛刻，因此他试图与协约国代表之间建立外交接触，并以此来获得对方有限的退让，他催促德国政府尽快决定对这一和平条件做出怎样的回应，而不是让外交部长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与德国和谈代表团的专家自由行事，但他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效。在埃茨贝格尔的影响下，出现了关于和谈程序问题的争议，并导致了内阁与和谈代表团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尖锐化，然而这一切却恰恰掩盖了共和国政府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的事实。


  我们很难明确界定布罗克多夫—兰曹所奉行的外交政治策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意义，以及埃茨贝格尔特立独行的外交行动是否对德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失，尤其考虑到协约国从他的行动中获得了德国政府一定会签署和约的印象。毕竟，在最初的阶段，几乎只有埃茨贝格尔一人坚信在和约上签字是德国唯一的出路。当时，只有独立社会民主党对签署和约表示赞同，因为从全面革命变革的角度看，接受和平条件相对容易，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则因其执政地位而不得不在国家的层面上考虑这个问题，反而表现得犹豫不决。点燃一场广泛的全国性抗议运动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布罗克多夫—兰曹战略的一部分，他想借助这样的方式与协约国决裂。尽管有相当多的保留意见，德国政府还是向他的政治策略妥协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谢德曼5月12日在柏林大学举行的国民会议大会上情绪激动地说出了尖锐的言辞，指出即将签署和约的那只手必然要面对枯萎死去的命运。38


  对于包括埃茨贝格尔在内的看清了现实的人们而言，德国政府向公众意愿谋求出路的做法毫无疑问是一条致命的错误道路。事实证明，民众根本无法组织起积极有效的抗议行动，因为绝大多数人在面对福煦元帅的强硬态度时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来应对因拒绝签字而导致的重燃战火的局面。尤其是西部边境地区的居民，他们不可能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尽管如此，布罗克多夫—兰曹还是抱有这样的幻想：中立国会反对西方大国的军事干预，从而给德国制造一些谈判的空间。


  在柏林大会堂公开宣布和平条件“无法接受”，使谢德曼内阁陷入了绝望的境地。39因为德国方面并没有争取到国内所期望的谈判延期，而是仅仅获得了两个星期的期限来对和平条件做出书面表态。与布罗克多夫—兰曹的期待相反，在德国向协约国发出了一系列照会后，其于5月29日提交的协商建议当场遭到了协约国的全盘否决，唯一的收获是劳合·乔治在关于上西里西亚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同意要事先进行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割让领土。德国政府只有五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签署和约；如果逾期不签，协约国便要以武力攻占德国领土。由于德国自身的内阁危机，最后通牒的时间被协约国宽限了48小时。


  布罗克多夫—兰曹与和平代表团成员强烈要求拒绝和约条款。他们依然沉浸在有可能让协约国产生意见分歧的缥缈希望中。在德国内阁中，对和约的态度并不统一。德国民主党的部长们和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意为签署和约承担政治责任。同时，在布罗克多夫—兰曹的推波助澜下于5月席卷德国的民众抗议运动浪潮，也逐渐被幻想破灭所带来的听天由命的消极情绪所取代。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鉴于德国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原因，公开抵抗协约国军队的入侵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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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在柏林卢斯特花园举行的反对和约条件的群众集会

  


  在和平谈判的准备阶段，德国为了能在领土割让事宜上争取到协约国的让步，主动提出可以将德国全境兵力减少到10万人作为谈判条件，这一点遭到了德国军方领导层的强烈抗议。但无论是内阁，还是德国国防部长，都没有理会来自军方的反对意见。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军方在军事指挥官中做了一次意见调查，以评估军事抵抗的可能性。结果显然是负面的。根据内部评估，最好的结果是有可能在德国东部建立一个抵抗根据地；但保护西部的领土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的。然而，在6月19日举行的主要军官与政府成员参加的会议上，陆军指挥部负责人瓦尔特·莱因哈特上校认为，应该反对接受和约，并提出可以冒着东部领土暂时脱离国家管辖的风险进行有限的军事抵抗。这遭到了格勒纳的反对，他拒绝采取一切可能导致德国解体和引发内部动乱的军事行动，因为那样一来很可能被“布尔什维主义”乘虚而入。兴登堡于6月23日提交的书面意见也无济于事；尽管他认为军事行动是毫无胜算的，却在文稿的最后做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反转，他写道：“作为一名军人，我必须选择光荣的毁灭，而不是耻辱的和平。”40


  至此，此前关于军方是否愿意遵守和约的担忧基本不复存在，签署和约的道路上少了一股重要的阻力。尽管如此，德国民主党却决定退出正逐渐成形的签约统一战线。德国民主党提出的同意签约的条件在内阁中未能达成共识，但仍然列入了准备提交给协约国的照会草案中，幸运的是，在德国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委员会的坚决反对下，这份照会草案没有发出。事实上，如果真的发出了该照会草案，几乎可以确定会导致谈判破裂，而这恰恰是福煦元帅所期望的。内阁内部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使得国家总理谢德曼心灰意冷，终于在6月19日晚上辞职。在紧迫的预备性谈判中，艾伯特努力尝试组建一个能够有决断力的内阁。然而，面对当时几乎毫无出路的困难局面，赫尔曼·米勒和爱德华·达维德都拒绝接任总理一职，所以总统最终委托工会领袖古斯塔夫·鲍尔组建一个由中央党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构成的临时内阁。尽管德国民主党仍然坚持其在此前提出的和约修正意见，尽管中央党内部仍然存在巨大的阻力，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议会党团还是在有条件地签署和约一事上取得了进展，特别是由于各邦政府也都明确拒绝再次发起武装反抗行动。


  虽然尚未得到法国担保人关于协约国是否会同意的承诺，但是临时内阁的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已经想好了一条退路，就是在同意和约中除第227至231条以外的内容的前提下签署和约。引渡德国皇帝与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军官和官员，以及确定德国对战争爆发的法律责任，这在广大民众和军队里被视为关乎道德荣誉的问题。国家防卫军领导层也准备通过“假日儿童行动”将被指控的军官从协约国军队手中抢回。41


  公众对这些有关声望的问题的关注过于片面，导致“国家荣誉”的维护被单方面推上了风口浪尖，而对领土割让的范围以及和平条款中的经济赔偿估计不足。埃茨贝格尔并没有被“国家荣誉”蒙蔽双眼，在德国民主党始终坚持反对立场的情况下，他设法说服了党内态度尚不统一的中央党议会党团同意有条件地签署和约。6月22日，在最后通牒即将到期的压力下，国民会议以237票对138票通过了对德国政府签署和约的授权，但没有提及撤销引渡和战争责任条款，因为这些条件在第一时间就被四国委员会否决了。为了避免再次投票，德国人民党建议，对政府签署和约的授权也应适用于无条件签署。对此，反对党派宣称，同意这一建议是出于“爱国的情绪和信念”，但这并没有阻止德国国家人民党随后立即展开的对埃茨贝格尔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抹黑和诽谤。42


  对《凡尔赛和约》的条款采取怎样的立场和态度，是魏玛联盟所面临的首个重大考验，然而仅仅一次考验就导致了魏玛联盟的瓦解，国民会议也放弃了它的议会制领导权。德国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坚信它们此前所做的战术评估，认为最终会获得多数的支持；它们把投票反对签署和约视为一次良机，可以让资产阶级中坚力量承担起德意志的“民族未来”。在和约允许采取积极的重建政策之前，在议会责任上的退却已经开始了。


  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内，不满的情绪也愈演愈烈，它不想一次又一次地承担吃力不讨好的责任。但无论如何，社会民主党作为“共和国的执政党”的自我认知还是占了上风。43只不过这种情况即将迎来剧变。在1920年6月6日的国会选举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再次拒绝了组建联合党团的提议，这导致社会民主党被迫退出政府。据《前进报》报道，社会民主党人在得知从执政党变为反对党的消息后“高兴得跳了起来”。441920年10月，在卡塞尔举办的党代会上，社会民主党明确表示不会再入驻国家政府，除非“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它这样做。45在那之前已经有规定，为了不限制他们在政治策略上的发挥空间，政府官员不允许同时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最初，人们相信，建立民主共和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对和约条件的幻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现在，这种负面影响反而开始破坏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了。






  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并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但这一切都没有彻底打破社会上的幻想，人们始终相信有可能以单方面不履行条款的方式破坏和约。战争状态的正式结束并不意味着和平的精神以及和平的意愿占据了上风。德国政府压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认知。和平是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这不是他们的和平。一时间，“专制”一词成了社会上的热议话题。


  民族主义右派宣称埃茨贝格尔是德国灾难的罪魁祸首，因为是他积极推动了和约的签署，所以应该为停战谈判与签署和约所造成的国内困境负直接责任。对此，埃茨贝格尔以克伦斯基的案例作为回应，后者作为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因为拒绝接受无条件的和平而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事实上，尽管外部条件不尽相同，但是俄国的情况与魏玛共和国有相似之处。最大的区别在于，魏玛共和国不是成立于战乱之中，而是诞生在一种潜在的战争状态下的。替代宪法法院为澄清“战争罪责问题”而承担调查工作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反对共和国的论坛。46


  为了不给协约国所谓的战争罪责条款第231条提供支撑材料，布罗克多夫—兰曹和他在外交部设立的战争罪责部门，阻止了一切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澄清工作。左派代表们急于强调原帝国政府对发动和扩大战争负有责任，此时却发现自己被一堵高墙阻挡了所有去路。外交部在停战期间与各个“民族”协会的代表们合作建立的半官方性质的宣传机构，现在被用来进行反对第231条条款的宣传斗争。在宣传中被援引最多的是1919年6月19日的协约国军队备忘录，里面的记载让事实更加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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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和平代表团团长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与两位部长赫尔曼·米勒、约翰内斯·贝尔在凡尔赛签署和约之后

  


  如此一来，民族主义情绪就被人为地调动起来了，而且这一切并不是出于所谓的“爱国”动机，而是希望通过共同的民族目标来重新整合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阵线，从而消除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导地位。保罗·冯·兴登堡于1919年11月18日在议会调查委员会上的证词中表示，德国战败主要是由于来自后方革命的“背后一刀”，此后，这个说法成了民族主义势力对抗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主要武器。兴登堡元帅非但没有澄清导致军事失败和停战的前置事件，反而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国务秘书卡尔·黑尔费里希的协助下发表了一份精心起草的声明，这份声明使得一段时间以来左派政党大肆渲染的“背后一刀”有了更高的可信度。


  在签署和平条约与通过宪法之后，德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广泛而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以反犹为特征的种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主义情绪的蔓延创造了条件，阿道夫·希特勒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随着受图勒社控制的安东·德雷克斯勒重新创立德国工人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尽管最初只是众多民族主义导向的小规模组织之一，却为后来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47几乎依靠埃茨贝格尔一己之力发起的国家财政改革是鲍尔内阁唯一的政治举措，这次改革与国家临时税收政策双管齐下，对有产阶级强制征税，激化了右倾的趋势。卡尔·黑尔费里希在《普鲁士十字报》上对埃茨贝格尔发起攻击，公开对其作为财政部长的诚信度提出质疑，由此开启了一系列针对共和派领导人的抹黑攻击。48由于法院的不公正审理，埃茨贝格尔对黑尔费里希提起的诽谤诉讼反而导致原告被判犯有伪证罪和贪污罪，而被告黑尔费里希作为诽谤者只被处以最低限度的罚款。黑尔费里希对“国家的破坏者”埃茨贝格尔发动了一系列诽谤，在法院做出有疑问的判决后，埃茨贝格尔辞去了部长职务，为之后在政治斗争中无节制的诽谤攻击和暴力攻击打开了方便之门。就此，埃茨贝格尔作为德国最值得称道的共和派政治家之一，在经历了从帝国走向共和国的过渡时期后，却因为其始终如一的政治理念，成为反革命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经历了五次暗杀都幸免于难之后，埃茨贝格尔于1921年8月26日在由“领事”组织成员实施的一次阴险的刺杀行动中遇难身亡。49


  民族主义思潮在国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并不应该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右翼政党。在德国民主党的明确授意下成立的德意志协会工作委员会，大量篡改和伪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官方档案，甚至连享有很高声望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也参与其中；而且早在停战阶段，德国的后勤部门就与反共和主义的右翼组织开始了合作。这些事实使得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所作所为，以及帝国内阁在战争中的态度，在德国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尽管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以及其他从一开始就被孤立的左派知识分子曾多次提出警告，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还是陷入了修正主义政治至上的情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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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3月，柏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将上西里西亚保留为帝国的一部分

  


  协约国接受了劳合·乔治的倡议，放弃了对900名被告的引渡要求，同时，荷兰政府拒绝了引渡请求，导致对威廉二世的审判无法进行，在此之后，尽管德国政府承诺依法审理战争罪，但其做法却极度敷衍，这也成为德国民族主义反抗的特征之一。直到1920年2月底，战争罪的问题仍悬而未决，这为在党派系统之外的极右翼团体以及军官队伍中的反革命势力在政治上的活跃提供了心理契机。自1919年夏天起，被国家防卫军开除的帕布斯特上尉就开始在民族联合会里活动，积极为“民族主义专政”做准备，在右翼势力眼中，为了阻止引渡，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一些军事指挥官希望等待左派先发动起义，以便获得“使用一切手段进行打击”的由头；而冯·吕特维茨将军则要求立即在全国范围内进入紧急状态，希望利用暴力手段镇压四处涌现的罢工运动，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由诺斯克宣布进入“民族主义专政”。50依照和约，军队面临削减武装力量的压力，而军队以打击左派和镇压罢工为由兑现了其维护国内秩序的职能。古斯塔夫·诺斯克没有发现国家防卫军与右翼军事协会和宣传组织紧密合作的事实，他极力主张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闹事者和罢工领导人。同时，他公开反对成立共和国领导联盟，因为后者主张在军官团推进民主化进程，而当军队里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军官和士兵遭到降级或革职时，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51


  即使在宪法通过后，共和国也没有摆脱困境，唯一的区别是，它不再以1851年的普鲁士法律为基础，而是建立在魏玛宪法第48和49条的法律基础之上。执着于左翼激进分子企图推翻政府的完全夸大的危险——工会成员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正确认识到罢工运动基本上是自发性的，普遍认为罢工运动有幕后推手，因此坚定不移地相信依然存在着左翼激进分子推翻政权的潜在危险——这样的政治氛围反而使得负责监督公共秩序的普鲁士专员低估了反革命力量的影响。这些反革命势力主要在易北河东部地区的农业协会以及军官团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


  德国民主党在秋末回归了政府，因为它希望可以通过维护企业家的利益来阻止其选民所担忧的右倾趋势，然而德国政府的领导层过于软弱，无力阻止国内的两极分化趋势。鲁道夫·维塞尔辞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这意味着公共经济计划的彻底破灭。他的继任者——工会成员罗伯特·施密特——支持资产阶级政党关于提高生产和劳动强度的呼吁，同时坚决反对劳工们越来越迫切的提高工资的要求，并主张放松在此之前一直坚持的外贸管制，如果没有相应的货币政策支持，这些管制必然会推动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


  虽然经济没有任何好转，但是罢工运动从1919年夏天开始逐渐减弱了。尽管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在各联盟中的占比大大增加，并在德国金属工人协会中获得了多数支持，但是在军方的保护下，自由工会仍然维持了其原有的地位。独立社会民主党发现自己陷入了战术上的困境。它不能指望无产阶级发起的针对工会抵抗的大规模行动会取得成功。因此，尽管恩斯特·多伊米希领导的左翼势力在贯彻“纯粹的”委员会制度的道路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但是重建工人委员会并将它们集中起来的意义并不大。52


  在左翼势力的影响下，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11月制定了一个激进的行动纲领，要求在议会制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政治实践中，拒绝实施政变的温和派政党核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局势即使在胡戈·哈泽被暗杀后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着方向性的矛盾，这种内部矛盾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充分暴露出来，人们能做的只是在表面上掩饰而已。尽管如此，该党仍然有大量的新党员拥入，其中绝大多数新党员都是在战后先加入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并逐渐对其表现感到失望才转投独立社会民主党阵营的。


  德国共产党在1919年1月和3月的失败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同年年底，德国共产党沦为非法组织，其党报也被禁止发行。在保罗·列维的领导下，党内的政变派被开除党籍，后者在几个月后成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53德国共产党陷入沉寂，其公共影响力降到了低谷，党内成员只有不足5万人。然而，由于持续的镇压政策以及商业界与国家防卫军指挥官密切合作的强硬态度，产业工人群体中的反抗情绪不降反升。


  德国革命步入尾声，全国范围内迎来了经济重建阶段，二者之间的分水岭是由于对和约的争议而被国民会议推迟通过立法的《劳资委员会法》。雇主协会和工人协会在中央劳动委员会中合作，到了1919年底最终提出该法案时，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温和化了。提出该法案的初衷是让工人可以对公司的经济管理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并且使工人以劳资委员会为跳板进入国家经济委员会，但在实际运作中，工人代表的权力几乎仅限于在企业内部的福利政策上施加影响，剩下的就只有检查资产负债的权力，而且还仅仅涉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工人在股份公司监事会中的代表权则悬而未决，留待后续出台新的法律规定来解决。


  独立社会民主党称《劳资委员会法》是“委员会制度的死亡证明”，认为这份法案最终拒绝了将社会主义元素纳入经济体系，这确实不无道理。54然而，该法案在社会政治方面证明了它的价值，而且即使法案条款在正式颁布的版本中做了温和化的改动，但仍然遭到雇主协会的激烈反对。德国民主党内的社会自由派不想在妥协的道路上走回头路，因此，尽管工业领域相关的团体提出了抗议，但德国民主党出于避免联盟再次破裂的考虑，还是做出了让步。德国工会总联合会担心劳资委员会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认为让工人拥有共同决策权是对工资定价权的一种威胁，因此在争取劳工的经济共同决策权一事上没有施以任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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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是劳资委员会——只是没有了劳动机会。”卡尔·阿诺尔德发表于1920年2月4日《西木》杂志的墨水画（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遗产博物馆，艺术图书馆）

  


  激进的左派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对此，没有人感到惊讶。参加示威的工人与安全部队在国会大厦前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造成42人死亡，多人受伤，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普鲁士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海涅的失职，另一方面则要归咎于支持政变的少数激进分子。安全部队中的反布尔什维克势力失去了理智，他们强调示威队伍打算冲进国会大厦，但事实上没有迹象表明示威者有这个打算。这段时期内，军方的权力太大，因此即使是希望用暴力手段达到目的的左翼人士，也因影响力不足而不同意发动起义。无论如何，正如德国国防部关于政治局势的记录中所说的那样，1920年1月13日的暴乱“给政府提供了所希望的进入紧急状态、采取严厉措施的理由”。55


  对“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恐惧感，与客观事实毫无关系，纯粹是右翼势力苦心孤诣地营造出来的，然而正是这种人为营造的恐惧感导致鲍尔内阁坚持维持国家紧急状态，即使自由工会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一再提出抗议也无济于事。军事当局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实施的各种暴力手段唤起了工人们对世界大战的回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报被禁止发行了几个星期，以恩斯特·多伊米希为代表的左派主要官员被防范性拘留，罢工和抗议示威被无情地镇压，而经济和社会生活所遭到的干预程度之大，甚至连街头买卖和狂欢节的游行都被禁止了。军方在事实上已经篡夺了民政部门的权力。甚至连邮政保密制度也一再被破坏。一些军事指挥官要求恢复其职位对应的仲裁权。军队的高压行为引起了工人的仇恨和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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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1月13日，柏林国会大厦前举行大规模示威，反对接受《劳资委员会法》

  


  部分自由军团已转为正规部队，这让国家防卫军的规模得以扩大，然而协约国军队强行施压要求德国削减正规军的兵力，这使得军方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人们普遍抱有幻想，相信《凡尔赛和约》中的裁军条款可以不了了之。在这件事上，波罗的海自由军团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们在波罗的海诸国一度拥有高度自治权，直到协约国军队大规模威胁干预后才从那些地域撤出。德国政府屈服于军方领导层的压力，颁布了大赦令，因此也没有对叛乱采取任何惩戒措施。


  在协约国军队的压力下，解散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指挥的海军第二旅刻不容缓，但这遭到了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的公然反对。他随后被解除了国家防卫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司令的职务，这让他下定决心，提前发动了与东普鲁士将军沃尔夫冈·卡普共同筹备了一段时间的反革命政变。1920年3月12日，为了抵抗解散编制的命令，埃尔哈特旅进军柏林。此前一天，被国防部派往多贝里茨的阿道夫·冯·特罗塔海军上将注意到，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56直到最后一刻，诺斯克才向内阁报告了关于政变的消息。


  在主要的政府军官中，只有陆军指挥部的莱因哈特将军表示自己愿意用武装力量镇压政变者，而部队局局长汉斯·冯·塞克特则拒绝了国防部长关于部署军队抵抗政变的要求，其理由是“鉴于当时可能出现的左翼激进分子的起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国家武装部队的分裂”。57军队将自己视为保障国内政治稳定的绝对力量，并且毫不掩饰地要求国家总统革去外交部长赫尔曼·米勒的职务，随着军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越来越习惯它的军事特权，这种目空一切的态度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国家防卫军拒绝承诺为立宪政府提供保护，而之后发生的事件不仅揭示了国家总理领导能力的不足，同时也让资产阶级政党的暧昧态度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内。政府内阁先是逃到德累斯顿，然后又逃到斯图加特。内阁向德国人民发出呼吁，一方面把卡普和吕特维茨的政变渲染为厚颜无耻的行径，另一方面则提醒公务员有义务忠于合法的国家政府，但这无法掩饰总统和政府内阁面对已在空中飘荡了几个月的“民族主义专政”宣言时的无助与无奈。留守柏林的司法部长欧根·席费尔在没有得到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与政变者展开了谈判，并单方面承诺，如果他们退兵并支持组建一个向右翼势力靠拢的新内阁，他们的罪行就可以免于起诉。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也期望看到鲍尔内阁无以为继的局面。在3月13日发表的一份呼吁书中，德国人民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支持卡普政变的态度，但之后它又极力掩盖曾经支持卡普政变的事实。施特雷泽曼提议组建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内阁，并主张按照卡普的要求立即开展全民投票选举国家总统。普鲁士的部长沃尔夫冈·海涅和阿尔贝特·聚德库姆也认为，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问题。然而，他们都低估了3月13日晚间以社会民主党内阁成员的名义发起的总罢工中所表现出的工人阶级的广泛团结。58虽然德国共产党对加入罢工抗议一事仍然犹豫不决，但这一次，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基督教会的工会联合会，甚至包括德国公务员联合会都加入了罢工阵线。由于罢工在周末举行，所以这次罢工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社会经济影响，但它强有力地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当前军事政权的专横和无礼的反抗意志是自发且广泛的。在这次罢工造成的影响下，不论是留在斯图加特的德国民主党内阁成员，还是稍后在那里匆忙召开的国民会议，都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拒绝与卡普和吕特维茨谈判。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次大罢工，那么政变背后的势力和议会力量之间必然会达成带有独裁性质的妥协。鲍尔内阁能够得以延续应该归功于这次罢工，但这并不妨碍总理宣布他对罢工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声称是某种“未知的力量”促成了这次罢工运动。59政变失败的原因在于卡普和他的军方拥趸过于轻率，他们在面对部级官僚机构和国家银行的消极抵抗时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他们对政治一无所知。此外，惯性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变失败，军方习惯于将一个文职官员置于台前，而且他们过度乐观地认为已经成为常态的紧急状态必然会促成权力的顺利交接。事实上，在巴伐利亚邦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霍夫曼的联合内阁被冯·卡尔的右翼内阁所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后者获得了德国民主党的支持。而在其他各邦，邦政府都选择支持合法的国家政府，梅尔克将军也认为抓捕当前合法政府的官员风险过大，因此并没有迈出这一步。绝大多数军事指挥官都支持卡普，但除了镇压罢工运动之外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他们不愿背负违背誓言的名声，期望通过谈判达成和解。


  阴谋家们不仅得到了重工业领域和大农场主圈层的支持，还取得了德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右派的公开支持。60此时，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在于，如果不加掩饰地破坏宪法秩序，就必然导致法国加大对占领区的干预力度以及分裂主义倾向的提升。此外，人们担心，在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性质的对抗中，军官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会被削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国防部的指挥人员拒绝服从篡夺了最高指挥权的吕特维茨，尽管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赞同他的政治主张。在随后的军事“平定”行动中，国家防卫军领导层形成了“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统一战线，而他们内部的战术分歧和意见对立则暂时退居次席了。


  
    [image: ]

    1920年3月13日，卡普政变参与者在柏林政府区

  


  在卡普政变垮台后，鲍尔内阁自欺欺人地认为德国可以恢复到政变前的正常状态。但他没有意识到，以这次罢工运动为契机，早在1918年11月的革命运动中曾广泛开展的自发性民众运动正在悄然崛起。在全国各地，工人组织都试图通过组建对等的行动委员会来扭转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的分裂趋势。包括基督教会和自由主义团体在内的广泛团结，迫使德国工会总联合会一改其一贯的保守作风，如果它不想在工人群众面前显得完全不值得信任的话。在罢工者眼中，卡普政变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其根源在于革命运动没有彻底粉碎站在共和国对立面的军队和官僚机构。


  雇主协会在工会的压力下，同时也考虑到被占领的领土，不得不对卡普的政变企图采取中立立场。在鲁尔，矿工工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反对卡普政变，但拒绝加入总罢工。直到3月17日，雇主协会与工会中央工作组才表示反对卡普，但是也不支持正在进行中的罢工运动。事实上，企业界的大部分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卡普政变，煤矿协会和明斯特总指挥部之间一直有着密切来往，并且合作用武力镇压了鲁尔矿工的抗议运动。


  卡尔·莱吉恩意识到，他不可能两手空空地走到罢工者面前，劝说他们中断罢工。因此，工会的九点方案以最终形式提交给了内阁，作为中断总罢工的条件，此方案不仅要求在之前的事件中已经声名狼藉的国防部长诺斯克辞职，还要求确保解散支持政变的部队，追究负责人的责任，并且让共和国的安全部队取代此前被委任维护公共秩序的军队。此外，工会要求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并立即实现煤炭工业的国有化。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工会提出组建工人政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坚决贯彻国家机器和社会的共和化进程。但德国民主党却第一时间谴责工会在组建政府一事上违宪，尽管其党内包括德国公务员联合会主席恩斯特·雷默斯在内的社会主义自由派都表示支持九点方案。61


  两个工人政党之间暂时达成了和解，但并没有维持多久。自由工会领导的罢工委员会在收到政府的书面承诺后同意做出让步。另一方面，莱吉恩并没有做好担任总理职务的准备。他的举措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不想让罢工运动变成左翼激进分子手中的武器。事实上，取消3月20日罢工的呼吁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一致响应。尤其在鲁尔区，以哈根和汉博恩的有影响力的工会主义团体为代表的广大产业工人，都采取了武装自救的方式来对抗最初打着黑—白—红旗帜进驻的自由军团部队。卡普倒台后，工人们不想单方面放下武器，而国家防卫军领导层则与国家总理鲍尔达成一致，准备毫不留情地镇压工人运动。


  鲁尔区国家专员卡尔·泽韦林尝试寻找政治解决方案，与工会和工人政党（包括德国共产党）的代表经谈判于3月23日达成了《比勒费尔德协议》，出于孤立激进的哈根中央委员会的目的，德国政府半推半就地同意了这一协议，而此时的哈根中央委员会正在寄希望于将抗议运动进一步推向鲁尔区之外。该协议包含了诺斯克辞职后剩下的其余“八点”，尽管艾伯特勉强批准了该协议，但在组建地方安全民兵的问题上，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遵守协议。重要的是，驻明斯特的国家防卫军司令奥斯卡·冯·瓦特将军坚决反对这份有违宪嫌疑的《比勒费尔德协议》，在他看来，鲁尔区持续不断地发生着武装冲突事件，因此他不应该受到协议的约束。


  泽韦林的怀柔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内阁的阻挠，但导致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却来自鲁尔区，因为那里的工人组织正面临在戒严状态延长后加入行动的多支部队（其中包括明显反动的自由军团“利希特施拉格”）的镇压，而不得不继续进行武装抵抗。62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支部队在此前不久还参与了镇压反对卡普的工人罢工运动，而此时却又变成了维护共和国秩序的保障者。在矿工工会领导层的阻挠和军队的恐怖主义武装行动的夹击下，一开始有绝大多数工人参与的总罢工运动平息了下来。


  超过5万名工人群众在鲁尔区自发组成了红军进行反抗，可见官方的工人组织（包括德国共产党）与产业工人群体之间已经严重脱节。由工团组织领导的武装反抗在正规军部队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在此过程中，工人们遭受了最惨烈的暴行。大规模枪击事件和非法的即决审判屡屡发生。国家防卫军部队以同样残忍的方式镇压了国内其他工业地区正在进行的罢工运动。从这一刻起，再也没有人谈及政府此前对工会组织所做的书面承诺了。63


  红军在鲁尔区的抗争是越来越不甘心的工人阶级的最后一次反抗，其目的是要求政府兑现其在革命阶段向工人组织的承诺。这次抗争以彻底的失败收场。莱吉恩的倡议像霍恩贝格的枪击案一样不了了之。虽然诺斯克被迫辞职，但冯·塞克特被任命为有明显的君主主义倾向的德国民主党国防部长奥托·盖斯勒手下的陆军指挥部负责人，这一事实证明，军队不可能兑现关于人员肃清的承诺。虽然高层职位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参与政变的大多数军官都没有受到影响。与之相反，那些在3月里公开反对上级、支持共和政府的军官和士兵纷纷被降级或解职，理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像个男人。


  在司法部长欧根·席费尔的运作下，政变的主要参与者都免于逮捕以及刑事起诉，只有柏林警察局长特劳戈特·冯·雅戈被判处了5年监禁，实际服刑仅3年。至于卡普的其他同谋，大赦令的发布让他们被免于追究责任；他们的待遇甚至远远好过工人群众，那些曾经站出来反对卡普及其支持者、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工人，如今有不少都被关入了集中营。新成立的社会化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安抚的工具。在赫尔曼·米勒领导下重组的内阁，为了安抚国内环境所做的唯一工作就是下令，在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由文职部门全权掌握，如果警察部队人力不足，则只能在文职部门的指示下让军队介入。64这一规定符合塞克特的意图，后者希望在卡普的失败而导致军队失去威信后，将军队从国内政治战线上抽离出来，但是国家防卫军的指挥官们还是掀起了一场反对这一新规的风暴。


  鉴于卡普—吕特维茨政变引发的危机，新一届的选举提前到了1920年6月6日举行，正如人们所预期的，在这次选举中右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魏玛联盟众党派在议会中的席位不再占多数，而且此后再也没有取得过多数席位。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工业核心区的选票大量流失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而德国共产党依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团体。这证明，将产业工人的抗议运动与“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巴达克主义”混为一谈有多么强大的误导性。共和国的成立伴随着社会政治上的妥协与让步，如今，大多数在政治上活跃的工人阶级和深入到德国民主党队伍中的资产阶级都已经背弃了当年的共识，那些妥协与让步也就成了无足轻重的小插曲。与此同时，议会之外的政治右派势力也进行了改革，其新的形态是建立在新保守主义基础上的交叉人际网络，其中包含了大多数的学术精英和职业精英。然而，并没有发生社会形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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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伐利亚独立社会民主党为1920年6月6日国民会议选举制作的海报，由赖因哈德·舒曼设计（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海报上的文字为：“想想吧！6月6日给出你们的答案！投给独立社会民主党！”

  


  魏玛民主制度是在背负着沉重的外交与内政负罪感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在议会制形成之前，制宪工作已经完成，宪法的首要任务是对抗“布尔什维克化”和规避德国解体的风险。它的作用是防止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是国家和各邦的官僚机构与魏玛联盟各党派之间能够达成狭隘共识的基础。人们相信新的宪法可以带来理想的和平局面，然而，当威尔逊的和平幻想在协约国提出的现实条件面前幻灭时，这个脆弱的基础就开始崩溃了。魏玛共和国建立时，真实的战争已经落幕，心理上的战争却没有休止。先后经历了对抗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和对抗《凡尔赛和约》的斗争，迫使这个刚刚诞生不久的民主政权开始追求德意志帝国的延续性，其意图之强烈，甚至比宪法制定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反对战争罪责条款和反对凡尔赛“屈辱的和平”的政治意图的影响下，共和国没有保持必要的政治道德上的距离感，甚至在帝国制度的政治拥护者们的努力下走上了相反的道路。爱国主义思潮使人们感到有义务支持一切使德国人民不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拥有自保能力的努力，即使这些努力带着反革命或者至少是反共和主义的烙印。


  

共和国在革命期间没有在推动行政和军队的共和化进程上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努力，魏玛的民主有意识地避免了从心理上划清与原帝国的界限，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暴露了自己的软肋，使得反革命势力可以乘虚而入。因此，当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翼政党接受了权力更迭的事实，不再将共和制政权视为以非暴力手段继续进行抗争的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时，民主制度在政权内部的发展也受到了威胁。在宪法尚未通过的时候，专制主义的苗头就已经开始显现。卡普政变的失败不可避免，首先是因为当时的政局极度依赖外交政策，而且共和国的经济形势不稳定，因此暂时不具备尝试重建专制政权的条件。另一方面，政变导致的一系列事件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的政权已经被专制—官僚主义系统性渗透了，国内政治并没有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坚定的民主派和多数派社会主义者是建立民主制度过程中的中坚政治力量，对他们来说，共和国建立初期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并没有带来太多希望。对于那些为了民主和社会解放的愿景而奋战的产业工人来说，共和国的真实发展走向无异于一场灾难。至于艾伯特、诺斯克、谢德曼和工会领导们，他们为了教条地坚持民主“秩序政策”，以及出于对共产主义无政府状态的近乎神经质的恐惧，阻挠了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对他们来说，魏玛共和国的坎坷恰恰是对他们的政治理念的报应，尽管他们的政策在确保民族国家的连续性方面有着不可否认的优点，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第四章　来自内部的反和平运动


  经过漫长的党团谈判，1920年6月6日，德国国会选举产生了由康斯坦丁·费伦巴赫领导的资产阶级少数派内阁，对此，社会民主党直到斯帕会议之前都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同时，该党彻底卸下了执政职责；在此之前，社会民主党曾向在这一轮选举中异常成功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联合执政的邀请，但独立社会民主党却强调其与社会民主党早在1918年12月就已经彻底决裂，粗暴地拒绝了联合执政的提议。由于选举结果不尽如人意，社会民主党对组建新的执政联盟意兴阑珊，以不愿与德国人民党共事为由拒绝参加新一届内阁，因为德国人民党在共和国问题上墙头草一般的态度在卡普政变中暴露无遗，而且它代表的基本上是重工业企业的利益。


  这是德国结束帝制后首次正规组阁，标志着共和国的立宪阶段正式结束，也由此为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制打上了由少数派政府掌权的烙印，直到国家政权终结的那一天。魏玛联盟的政党失去了议会里的多数席位，社会民主党则退出了内阁，因此很难认为这次组阁从内部巩固了共和制议会制政权。另一方面，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也不准备承担议会责任，因为这将使它们承担执行《凡尔赛和约》的职责。因此，德国陷入了一种政治僵局，在这个局面下，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的间接支持下，开始对政府事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使内阁在面对国内议会程序时能够以独立的姿态与协约国就赔款问题进行谈判，瓦尔特·西蒙被任命为德国外交部长。这位没有党派的职业律师后来成为最高法院院长。他在德国和平代表团中担任总代表，也因此成为战争赔偿问题的首席专家。在签署了和约后，他辞去公职，成为德国工业联合会的主席团成员。鉴于不愿入阁的德国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似乎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德国在外交上遇到的政治难题反而使得议会制得以延续。


  德国公众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凡尔赛和约》会对政治、经济和财政造成怎样的影响。西蒙在国会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直到现在，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德国人民承担了何等严重的后果。”1事实上，除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仍存在分歧，德国国内基本上已经在拒绝和约一事上形成了统一战线。然而，这种一致性却掩盖了在众多态度中立的旁观者眼中不言而喻的事实，即同盟国的失败导致了权力和政治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让德国不可能再次恢复战前的外交政策，除非人们准备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迎来另一场世界大战。


  战争的失败只是一个插曲，和约也只是一个随便做做样子的东西，历史很快就会翻过这一页，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在当时的德国不是少数，尤其在极右阵营中，右翼势力的支持者们喊着“让国家从战火中诞生”的口号，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的神话。2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德国新保守主义的先知，在1918年12月就已经说过，今天的和平只是暂时的，世界大战“现在才进入第二阶段”。3在政治上持温和态度的杰出学者汉斯·戴布流克在1919年的《普鲁士年鉴》中写道：“我们夺回一切的日子和时刻即将来临。”4对和约的不接受也存在于路德维希·克维德和瓦尔特·许金等反战主义者中，他们对和平条款提出了激烈的抗议。另一方面，独立社会民主党则相信，欧洲资本主义秩序很快会面临革命的动荡，并期待着由此导致的局面会使和约无疾而终。


  考虑到在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巩固国家政权的必要性，相关的政治集团，除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和顽固不化的极右势力之外，都把维护国家制度放在首位，并且基于这个共识一致提出修改和约的要求。这种外交政策上的共识掩盖了政治集团间不可调和的目标冲突。5共和国里潜在的反动势力趁机鼓吹反对“专制和平”，而他们的真实目的却是以此为掩护试图破坏“十一月革命”中取得的革命成果，他们认为革命的成功要归咎于社会民主党导致的军事力量崩溃，一旦外交形势有所缓和，普鲁士军队在德国的权利传统就会恢复到革命前的状态。另一方面，魏玛联盟的各党派也拒绝兑现《凡尔赛和约》里的条款，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该和约剥夺了德国人民的民主自决权。它们最初把人民联盟看作可以争取国家间的谅解和与战胜国和解的手段，并认为共和制度是一个新的开端，可以让德国不再处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对立面，彻底摆脱自俾斯麦时代以来的外交政策所导致的负罪感。


  抵御法国的制裁政策、确保国家的统一以及恢复国家的主权，只要在这些短期外交目标上仍然存在广泛共识，人们就无法充分意识到，在以共同争取恢复国家在外交上的行动自由为目的而赋予政府的各项职能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冲突。社会经济利益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国家应急组织而得到缓解。因此，魏玛共和国的生存能力至少取决于它是否能坚持融入《凡尔赛和约》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当然，并不排除对部分条款做出修订的可能性。外交环境的压力限制了现在这个有着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在谈判中的回旋余地，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主制度的起始地位遭到削弱。因为持续的外交形势压力给共和国政府和宪法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增加了阻力，甚至会使其公开的反对者融入现有的政治秩序。因此，在外交上缺乏行动自由反而为德国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框架，这个框架有利于弥合或推迟有可能扰乱政治制度发展的宪法和社会政治冲突。


  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内心里反对接受和约，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人们几乎无法接受德国在外交中丧失权力的事实，也无法放弃政治上的幻想。对于1918年2月11日照会中所载的“不吞并”承诺，德国民众坚信不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几次公开声明中都重申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6但是，那些赴会签约的德国官员在阅读了启动停战谈判的1918年11月5日兰辛照会的内容后，一定清楚地知道，德国必将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和领土损失。


  1918年11月11日，在福煦元帅和协约国代表的见证下，德国代表团在巴黎附近的贡比涅森林签署了停战协议。7这次签约本该能打破很多德国国内的政治幻想，因为约定的停战条件不仅意外地包含了对德国的全面裁军，这使得德国不可能再次组织起军事反抗，同时还包含了巨额的经济赔偿，这些赔偿在停战期一再延长的情况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并对和约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如此，德国政坛依然抱有幻想，希望德国在即将于1919年春天召开的和平谈判中能保持其中等超级大国的地位，同时做出一定的领土和安全政策的让步。对此，停战委员会主席埃茨贝格尔和少数外交官员并不认同，他们觉得这是对德国权力政治前景的高估，是传承自威廉统治系统的政治上的一厢情愿，以及对战争失败这一事实的刻意回避。当然，产生这些幻想也有其客观历史背景，当时德国的军队在对抗苏俄入侵波罗的海国家的防御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包括格勒纳在内的众多官员都对德国可以与协约国联手对抗苏俄寄予希望。即使到了1919年初夏，在东方战线上，德国的军事力量对协约国来说似乎也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些军事力量主要由自由军团组成，且没有得到德国政府的官方承认。


  伴随着威尔逊高度理想化的“十四点”原则，德国统治阶级的乐观情绪集中反映在了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遵循的战术路线上。这位曾任驻哥本哈根大使的外交部长，在战争期间曾为了争取和平以及实现国家内部的改革而奔走。他得到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无条件支持，但与此同时，他本人也与德国民主党关系密切。作为威廉·佐尔夫的继任者，他跳过内阁直接声称自己全权负责筹备和平谈判。他刚愎自用、不善言辞的个性与部长级别的官员们产生了相当大的摩擦，并导致了与埃茨贝格尔的激烈争论，后者作为停战委员会的负责人，拒绝服从布罗克多夫—兰曹的指令。诚然，布罗克多夫—兰曹有较丰富的外交经验，但他对国内的政治框架缺乏了解。他自视甚高，虽然并不总是自信，他过分强调对外交政策专业性的理解，同时严重高估外交策略的成功率，这让人想起了帝国时期的外交风格。


  布罗克多夫—兰曹从兰辛照会中解读出了德国对和平谈判的合法诉求，并依此制定了外交政策战略。他制定的国内宣传策略以德国利益为中心，片面地解释了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导致民众在1919年5月7日面对正式公布的苛刻的和平条款时猝不及防，民众的讶异程度不亚于1918年10月突然获悉政府发出停战请愿书的时候。外交部系统性地宣传德国应该获得一个“合法的和平”，为其真实目的提供了必要基石，即把《凡尔赛和约》塑造成一个卑鄙的欺诈行为以及对法律和信任的破坏行为。这一系列宣传让民众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德国在美国总统的担保下真诚地签订了停战协议，但随后毫无防备地在西方大国的恶意和专横下沦为受害者。


  为筹备和平谈判，以银行家马克斯·瓦尔堡和卡尔·梅尔希奥为代表的著名经济界人士、大型工业企业代表，以及包括和平主义者瓦尔特·许金在内的著名宪法和国际法专家等共同组成了专家委员会，他们赞同外交部长的选择，希望站在法律立场反驳那些非官方渠道流出的协约国和约条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赢得中立国的同情，并迫使协约国同意针对实质性的问题进行谈判。在为德国起草修改提案的过程中，威尔逊提出的空泛的“十四点”原则成为衡量每个问题的标准。这种统一的系统化处理方法使得起草工作没有任何灵活处理的余地，就连在次要问题上做出让步都变得非常困难。在经过大量的特别说明后，德国在5月29日提交了最终的修改建议，这份修改建议——尤其是总结了所有修改要求的综合性照会——相当于从根本上拒绝了协约国的所有要求。想通过这样一份修改建议将战胜国带回谈判桌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基于美国和谈代表团成员泄露的信息，布罗克多夫—兰曹得出结论，美国总统威尔逊并不是作为幕后推手在巴黎的会议室里提出了一系列条款，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外交方针的。另一方面，外交部在收到大量关于协约国意图的内部信息后意识到，自己此前的宣传让民众有了错误的印象，威尔逊绝不是能左右协约国间谈判的关键人物。与此同时，有来自内部的警告说，让战胜国之间互相牵制是没有胜算的，这种警告让德国国内的立场加剧紧缩，具体表现为坚守合法性立场，以及切实规避任何有可能侵害合法性的让步。德国的修改建议主要强调拒绝和约草案第227至230条以及第231条的战争罪责条款。虽然在德国代表团里以及官方的新闻声明中一边倒地表现出了对歧视性条款的愤慨，但外交部长的真实意图却是通过驳回德国对战争爆发应付的责任，在事实问题上大大削弱协约国的立场。8


  协约国之间的利益分歧直接导致了条款中第231条的内容，不过德国方面的政策倒是对这种利益分歧表现得不太敏感，德国关注的焦点在于将第231条与有争议的引渡条款结合起来，认为其属于“惩罚性和平”的产物。最初，威尔逊想把赔偿范围限制在违反国际法所造成的损害上，主要指的是对比利时的无端攻击。兰辛照会中提到的“侵略”一词说的就是这类事件。9德国的政策没能成功地把“侵略战争”的性质从这个条款中彻底移除。10在协约国内部的谈判中，法国和英国要求德国赔偿全部战争费用，而由此导致的关于合法性的争议在于，是否应该将赔偿范围扩大到包括伤残和遗属的抚恤金，而最初只规定了对平民造成的损失属于赔偿范围。这一妥协与英国对德国的战争赔偿金诉求相违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了自己在由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的1918年11月卡其色选举中所做承诺的约束。


  负责赔偿问题的巴黎和会小组委员会原本打算通过加入第231条条款以确保获得整体赔偿的合法权利，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增加了修正案，要求德国明确承认其在战争中的责任。然而，当时并没有想要以这样的形式展开全面的道德谴责。直到6月16日，随着由克列孟梭签署，但由一名英国代表团成员撰写的协约国照会及其所附备忘录的公布，才使战争罪的罪名有了更清晰的轮廓，而这在德国被视为一种侮辱。于是，一个原本应该用于确认德国责任的条款，却在德国境内变成了一个用于实现国内政治目的的斗争公式，而协约国则出于威望的考虑不可能撤回这一条款。


  事实上，布罗克多夫—兰曹并没有刻意将关于战争罪的问题进一步激化。然而，这却是德国谈判策略必然会导致的后果。协约国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德国人将不惜一切代价来逃避他们在赔偿问题上的义务。在协约国看来，被封锁在斯卡帕湾的德国公海舰队在没有获得德国政府授意的情况下集体自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面对协约国的赔偿指责，德国政府却在维护本该为战争承担责任的原帝国代表们，这让德国的政治立场显得并不那么可信，德国人只是一味地坚持在革命动乱之前就已经提出的法律立场，这使得他们的修改建议带有强烈的侵略特征。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从克列孟梭那里争取到了在对德和平条件上的少许让步，但他们也从德国政府的态度上看到了德国人的心态并没有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改变的事实。


  布罗克多夫—兰曹现身特里亚农宫，以略带无礼与傲慢的姿态参加了和平条款递交仪式，他的行径让这种印象变得更加强烈。当这位德国外交部长坐着对克列孟梭的开场发言做出回应时，无能和傲慢充斥着他的讲话，他试图让协约国陷入不利的境地，指责协约国的持续封锁造成了数十万非战斗人员的死亡；直到3月，在赫伯特·胡佛的努力运作下，才部分解除了对粮食进口的封锁。人们很容易想到，布罗克多夫—兰曹的反应也与在凡尔赛的水库酒店里跟外界隔绝的德国代表团的心理压力有关。事实上，他们确实处于被隔离的状态，这倒不是源于对德国挥之不去的仇恨情绪，而是由于协约国方面担心德国代表团成员可能通过非正式会谈使协约国之间辛苦达成的协议遭到破坏。布罗克多夫—兰曹的发言也是为了确保在与德国政府就谈判策略发生分歧后能够继续得到德国公众的支持。尽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的目的却完全没有实现，协约国拒绝针对条款内容进行谈判。


  布罗克多夫—兰曹一再抱怨，与之前的德意志帝国相比，战胜国并没有表现出愿意给予德意志共和国更有利的条件。事实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于德国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显得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只要德国人不通过表达明确的纠正既往错误的意愿来展示他们在民主道路上的坚定立场以及对帝国统治的彻底摒弃，他就没有必要去迎合民众的意愿。德国军事统治阶级的延续以及他们在共和国内的政治权力地位，加强了威尔逊在引渡问题上坚决不妥协的决心。


  德国外交政策的如意算盘是，和平条款的驳回以及凡尔赛谈判的破裂将迫使协约国在数周内做出让步。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德国政府会在胁迫之下签字。尽管德国政府做了准备，打算让南部各邦以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对签署和约一事施加影响，但还是低估了法国深远的野心。尽管在重启战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劳合·乔治还是决心迫使德国屈服。而威尔逊此时不得不担心，随着他的和平使命以失败而告终，他将在国内永远失去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政治支持。布罗克多夫—兰曹则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美国的让步上。


  布罗克多夫—兰曹的政治态度中所强调的“全有或全无”论调最初得到了德国和平代表团的认同，但最终却导致了他的辞职。在经历了停战谈判后，人们担心协约国会利用和约在经济和财政上长期削弱德国。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政府咨询的经济专家们也都持有这种观点。对德国经济潜力的恐惧导致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都坚持要求高额赔款，并限制德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法国提出了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赔偿诉求，导致协约国之间没能就德国赔款的债务问题达成协议，因此在德国提出了可接受的建议后，谈判决定委托战胜国成立的赔款委员会于1921年5月1日前确定最终的赔款数额。同时，德国被要求以实物和现金的形式先行支付200亿金马克。11


  经济界人士向德国政府指出，保持德国的经济潜力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优先于裁军义务，甚至优先于避免领土的损失，尽管人们迫切希望对后者加以限制。在这份评估中，他们同意美国和英国专家的判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德国国内赢得了最大范围的认同，他早在1919年就说过：“未来的危险不在于边界和领土，而在于粮食、煤炭和运输问题。”12他表示，决定未来权力格局的不是各国的领土扩张程度，而是它们的经济实力。德国的统治阶层精英也对本国的经济实力抱有最大的信心，并把对它的保护看作权力政治复苏的保证。他们相信，最终协约国离不开与德国的经济合作，在欧洲的经济重建中德国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国政坛在军事失败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


  为了切实保护其自身的重工业潜力，德国此时的目光焦点在于恢复正常的贸易和交流关系，这也是德国接受赔款条款的前提条件。因此，避免割让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努力获得了明显的优先权，特别是在早期阶段就已经可以清楚地预见到法国夺取萨尔矿区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埃茨贝格尔设想的向协约国提出有德国参与的欧洲重建计划开始获得关注。但是，面对布罗克多夫—兰曹所奉行的原则性政策，这些设想只能退居次席。直到和平条款公布之后，卡尔·梅尔希奥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自己的立场，他建议向协约国交付1000亿金马克的赔偿金，最初以实物形式支付，从1926年起以现金形式支付，支付过程中不计利息。国家财政部认为这个数额太高了，并对是否能从公共财政中拿出这么多钱持怀疑态度。梅尔希奥呼吁大家不要忽略一个事实，即协约国肯定会提更多要求，因为它们已经面向它们国家的公众舆论做出承诺，要对德国进行广泛的索赔。在这个问题上，埃茨贝格尔的态度虽然有所保留，但还是给予了梅尔希奥一定的支持。马克斯·瓦尔堡也提出了一个解决支付赔款问题的可行方法，他设想将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一个固定的比例作为赔款专用。


  人们相信，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任何一步，都会给协约国充分的理由提升对德国支付意愿的信任程度，甚至会引起它们积极巩固德国经济的兴趣。然而，这种本来可以为谈判开辟道路的建设性提议，却没有出现在德国的法律诉求和修改条款建议中，而是与保持领土完整的诉求绑定在了一起，协约国显然无法接受这一条件。此外，布罗克多夫—兰曹有意阻止专家发言讨论，尽管劳合·乔治表示他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德国的一些修改建议引起了美国专家的注意，他们向威尔逊强调，如果不能提升德国的出口能力，那就很难要求它兑现大额赔款。随后，威尔逊尝试将部分商船队归还德国，却以失败告终。如果德国方面能更早地、更坚决地推行有限的经济和财政建议路线，那么法国的谈判策略就不得不面临巨大的阻力了。


  事实证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是极其令人不满的。美国总统打着“海洋自由”的口号主张消除国际贸易壁垒。13与此相反，巴黎和会上构建的欧洲新秩序却启动了向保护主义措施的过渡，树起了国家关税保护墙。即使对战胜国而言，战争造成的债务和负担也阻碍了其经济恢复的速度。当时，对《凡尔赛和约》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其经济政策的先天缺陷上，尽管赫伯特·胡佛的援助计划已经表明，振兴欧洲市场能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但是美国在明知法国与英国有大量战争贷款的情况下依然不准备对赔款的支付方式给予任何优惠政策。而美国财政部也断然拒绝了为德国发行的赔款债券提供担保。


  在这个背景下，法国和英国的金融政策都急切期待着通过德国的赔款来向美国支付全部或部分贷款利息。很多迹象表明，英国要求推迟确定德国履行赔偿义务的期限，也是出于保障赔款顺利支付的考虑：1919年春天德国国内形势过于紧张，等到国内环境相对缓和之后，理性的经济政策更容易得到贯彻。无论如何，在赔款问题上保持现状只会带来更糟糕的后果，尤其是如果预见到德国在之后一段时间内的购买力会持续下降，那就完全无法寄希望于德国自己来证明国家的经济能力。同时，《凡尔赛和约》包含了大量不平等的经济条款，包括没收德国在战胜国的财产、交出专利和商标、水路的单边国际化、德国战前债务的增值化以及对协约国的最惠国条款。


  然而，法国没能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实现它所酝酿的“重工业计划”，也就是通过大幅度限制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使法国的重工业在欧洲大陆占据主导地位。14这个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吞并萨尔地区。虽然萨尔地区最终作为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区被划入法国的关税区，萨尔的矿区也随之成为法国的财产，但与此同时也确定了将于15年后举行全民投票，投票的结果将决定萨尔地区最终的国家归属。另一方面，作为对德国的反对意见做出的为数不多的让步，劳合·乔治在上西里西亚推动举行全民公决，使得该地区的归属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基于上述事实，法国方面感到，只有通过和约规定的制裁内容，才有可能继续追求所谓的“重工业计划”。


  综上所述，表面上列强在巴黎缔结了和平秩序，然而在和平的表面之下却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权力战争，而这场“战争”也为欧洲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受到重创的世界经济主导权奏响了终曲。15这场“战争”既不符合工业技术的发展水平，也不符合相关国家的实际经济利益，而且与限制重工业和国家机器的战时经济交织在一起，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都与当时日益自信的企业家阶层的利益存在冲突。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对于相关国家的政府而言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领土的重新划分才是绝对焦点，经济问题只能退居次席。关于建立自治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想法，在通往稳定的欧洲新秩序的道路上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障碍。


  1919年1月18日，和平谈判在巴黎召开，来自2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谈判，普通民众仍然倾向于相信威尔逊关于没有胜利者或失败者的公正和平的承诺，并相信，国际联盟的仲裁会结束列强之间的战争冲突，并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16另一方面，内部人士意识到，在和平谈判的过程里，各种利益冲突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威尔逊方案所特有的普适原则无法平息这一系列冲突，只有各国都从实际出发做出妥协才有可能最终达成共识。美国总统威尔逊最初面对的局面是，西方列强缔结了一系列秘密条约，保证了意大利的布伦纳边界，并提前商定了巴尔干地区的领土归属修正方案。但其实美国也预先与托马斯·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领导的流亡政府建立了联系，并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包含部分原匈牙利领土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即使忽略这些几乎已成定局的前期协议，在欧洲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历史性冲突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依然让人们重建共存秩序的努力举步维艰。


  威尔逊总统为即将出台的和平解决方案提出了“人民自决权”原则，作为带有民主属性的原则对标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并最终取代了后者。17战胜国在3月组建了一个“四巨头理事会”，负责制定凡尔赛、圣日耳曼、特里亚农、讷伊和塞夫勒的和平条约，在个别情况下日本代表也参与其中，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除了遵循民族主义国家原则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对于“人民自决权”原则，当时还存在一些修改意见，譬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民族理论家卡尔·伦纳提出的基于人格原则的“民族自治”。然而，这些修订版本仅在拉脱维亚得到非常有限的应用。


  “人民自决权”原则的适用基础是相对封闭的单一民族国家，并不适用于东欧、中欧和东南欧的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种混合、多民族社会重叠的情况非常普遍。此外，这一原则的实际适用性差异巨大。巴黎和会上的专家们始终从西欧单一民族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全然不顾东欧、中欧和东南欧的民族混合区的现状。国际联盟以及和平条约尽管规定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条款，就波兰而言，这些条款在1939年之前一直有效，但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确保少数民族的实际生存能力和行动能力，不如说是为了促进民族同化的进程。


  任何重建欧洲政治秩序的尝试都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自帝国主义时代以来，欧洲各国的自我意识持续提升，世界大战更是为各国的国家意识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一特征在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等未受到19世纪国家民族主义风潮影响的超越民族范畴的超级大国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与协约国签订的停战协定废除了此前德国与俄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而其时刚刚经历了十月革命的俄国无暇提出新的和约条件，因此巴黎和会不得不承担起重新起草德俄之间的和平条款的责任。西方列强长期以来一直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正面回应马萨里克的诉求，明确自己支持哈布斯堡王朝解体的立场。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的内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分崩离析了，以至于当其面对同盟国军事失败的事实时，已然无力挽回其覆灭的命运。哈布斯堡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卡尔一世皇帝于1918年10月发表的《人民宣言》来得太晚，也太缺乏诚意，根本无法阻止王朝内的非德意志人民想要获得民族独立的意志。


  战胜国没有试图通过建立多瑙河联盟的方式来确保自己可以在这个生产能力未受破坏的大型经济区获利，这看似一个严重的失误。然而事实上，如果它们真的对此有所觊觎，民族主义的反抗力量也势必会让所有尝试都成为徒劳。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让奥匈帝国解体。在某种意义上，建立“继承国”不可避免地要以牺牲一些既有的“统治国”为代价。法国希望在德国的东南面获得一个稳定的联盟伙伴，因此要尽可能阻止以德意志居民为主的波希米亚北部和摩拉维亚边缘地区加入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同时还要剥夺特申公国中占多数的波兰人的自决权，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以及法国的切身利益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另一个重要事实是，马萨里克和贝奈斯没有履行1917年签订的《匹兹堡协议》中明确提出的关于斯洛伐克自治的承诺，而后者现在已完成了与波希米亚的合并。与此同时，奥地利临时国民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与德国合并的决议，对德意志人民的民族自信而言，这项决议虽然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没有实际的价值，却能使民众在面对东部的大面积领土损失的情况下在心理上感觉得到了相当的补偿。然而，战胜国驳回了这项决议，这应被看作德国自1915年起实施的中欧计划所引发的创伤应激反应的结果，尤其是在法国。


  

来自新建的“继承国”的民族主义压力，以及对民族人种和历史的相对贫乏的知识储备，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此时聚集在巴黎的各国政要的决定。罗马尼亚借机赚取了好处，获得了马扎尔—德意志民族居住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和巴纳特地区。而匈牙利王国作为传统大国却在1920年6月4日的《特里亚农条约》中放弃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领土，包括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后来还有布尔根兰，沦为一个欧洲小国。1919年3月，匈牙利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并表达了希望与正在对波兰作战的红军取得直接联系的意愿，这一系列混杂了民族意志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行为，就是匈牙利人因为不可挽回的领土损失而产生的绝望情绪的映射。1919年8月，协约国的军队与罗马尼亚的游击队一起扶持并建立了专制的霍尔蒂政权，这给打着民主旗号的巴黎和谈投下了阴影。


  此时的欧洲需要在东南欧划清领土范围并建立稳定的新秩序，然而巴黎和会却在面对这项任务时屡屡受挫。无论是在达尔马提亚还是在克罗地亚—意大利边境地区，无论是在克恩顿还是在蒂罗尔，都没能成功地以和平方式解决民族冲突。1919年9月11日，签订《圣日耳曼条约》后的第二天，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在阜姆发动政变，暴露了协约国在此地区建立稳定秩序一事上的无能。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共同建立的王国（1929年更名为南斯拉夫）此时已经具备了欧洲中等强国的实力，其国家内部却始终是不稳定的状态，其中塞尔维亚人的行政中央集权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只能通过王室独裁的形式得以实现。曾经由奥斯曼帝国主导的欧洲东南部和近东地区的新政权版图仍然不稳定。1920年8月10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缔结的《塞夫勒条约》是巴黎和会系列条约中最晚签订的一项，其强加给土耳其的所谓和平局面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革命夺权中摇摇欲坠。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外交纠葛接踵而至，直到1923年缔结的《洛桑条约》才使这一地区暂时获得了表面上的平静。


  相比之下，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在欧洲东部建立稳定的新秩序。无论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西欧列强都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波兰政权，以及通过建立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来构建一条“防御线”，树立起对苏俄政权的屏障，从而减少十月革命的辐射影响。1919年2月以来，俄国的局势逐渐明朗，先后由亚历山大·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和彼得·弗兰格尔将军领导的白军无法在内战中取得优势，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因为顾虑本国产业工人会发起激烈的抗议，都选择了不对俄国内战进行军事干预，如此一来，构建“防御线”就显得更加急迫。尽管劳合·乔治诚心邀请苏俄政府参加巴黎和会，但一切都是徒劳，甚至连他自己的政府都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支持他。


  从重建欧洲长期有效的新秩序的角度来看，把苏俄排除在巴黎和会之外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尽管如果它出席的话可能会在巴黎造成一些混乱。随着苏俄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失败以及随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退缩，它显然是失败者之一，但从长远来看，放弃苏俄的政治整合，必然会导致德国的亲俄取向。但就目前而言，这个趋势还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只要德国的政策必须考虑到西方大国的干预，它就要避免与苏俄建立外交联系，事实上，德国与苏俄的外交关系在1918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被谋杀后就已经中断了。真正从中受益的是约瑟夫·哈勒斯，他的波兰军队获得了在领土范围内的运输便利，并希望能得到协约国军队的帮助。


  德国军事领导层起初仍抱有幻想，认为向彼得格勒进军可以获得协约国军队的批准，甚至可能获得它们的物资支持。然而，紧张的德俄关系并没有促使德国政府第二年夏天在波兰与高歌猛进的红军之间的防御战中向波兰提供任何援助，尽管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所说的，假如此时德国政府向波兰施以援手，那么就是“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最崇高的贡献之一”。德国人私下里都期待着波兰被击溃，并恢复1914年的德国东部边界，这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所承诺的。在马克西姆·魏刚将军领导的法国军事顾问的积极参与下，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创造了“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迫使苏俄部队撤退，并在1921年3月18日的《里加和约》中得以在寇松勋爵提议的边界线基础之上将波兰的国界大幅度向东延伸。


  波兰在国内取得的军事胜利，导致了1920年夏末上西里西亚地区的军事压力激增，直接造成这一局面的是由沃伊切赫·科尔丰蒂率领的波兰游击队。其时，德国政府被禁止采取军事介入手段，只能间接鼓励民间组织自卫军进行抵抗，另一方面，法国部署在该地区的占领军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抗来自波兰的叛乱。这一切在1921年的公投之后再次导致了严重的武装冲突。


  恢复波兰共和国的独立，这是自三月革命前以来欧洲民主制度发展的一个愿望，也是以牺牲德意志帝国的利益为代价实现的。与俄国的联盟瓦解后，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工作焦点首先集中在了波兰身上，因为法国与波兰长久以来一直有着密切的文化和政治联系。过去的单一民族国家普遍认为，国家的经济活力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有出海港口，基于这个过时的理论，法国与波兰之间建设了一条经济走廊。东普鲁士与德国的联系仅仅依靠一条境外铁路，这种实际上的分裂感在德国公众眼里成了一种民族耻辱感。盎格鲁—撒克逊人努力坚持的反对意见，使东普鲁士得以继续作为德国的一部分而存在，但泽市也得以作为国际联盟监督下的自由城市而保留其德国特征，然而实际上的交通割裂让这一切努力都变得名存实亡。普鲁士王国失去了其最重要的西普鲁士和波森地区，同时还将梅默尔地区割让给了立陶宛，这引起了所有政治团体的最激烈抗议，在它们看来，这些领土的丧失就是赤裸裸的凌辱，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在东普鲁士南部以及西普鲁士位于维斯瓦河以东的地区开展了全民公投，投票的结果倾向于回归德国。即使边界与领土的重新划分能更多地考虑民族人种的情况，也应该不会导致什么不一样的结果。


  对波兰的文化优越感、对德国皇室无情的德意志化政策的压制、定居的想法和“对东方的向往”，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了一种德国与波兰之间不可调和的敌对氛围，而波兰方面的民族主义论调让这种氛围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8未来的陆军指挥部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在1920年2月说道：“如果是为了把波兰这个德国的死敌、法国的衍生物和盟友、窃取德国领土的强盗、德国文化的破坏者拯救出来，那么德国人一根手指都不该动，既然魔鬼想占领波兰，我们就应该助它一臂之力。”19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经说过，波兰的自由就是“衡量欧洲自由的标尺”，如今，这一观点甚至连德国左派都忘记了。在德国西部，阿尔萨斯—洛林和奥伊彭—马尔默迪被分别割让给了法国和比利时，石勒苏益格的边界也做了修正，这一切仍然处于德国公众勉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德国东部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关于上西里西亚领属权的斗争在德国内政中获得了最核心的政治意义。


  通过引入议会制，欧洲的主要国家力争将国内的相对同一性作为集体安全体系的先决条件。在中东欧，大部分新成立的中小型国家都面临着尖锐的内部社会对立以及左派夺权运动的威胁，于是民族主义成为不可或缺的维护国家内部完整性的工具。这就削弱了一贯不够发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力量对通常依靠军队的反动集团的威胁。因此，新建立的议会制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证明是不可行的。20


  霍尔蒂在匈牙利建立政权后，意大利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领导下，脱离了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的阵营。大多数中小国家都走上了独裁或半法西斯政体的道路。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的外部原因是与未融入社会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波兰共和国，少数民族集团被彻底孤立，并最终被人为操控的选举和毕苏斯基的恐怖控制所消灭。这也标志着波兰议会制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专制政权，该政权在1926年通过修宪确保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主义也效仿了这一做法。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例外，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20世纪30年代初成功地孤立了国内由德意志少数民族组成的激进民族主义反对派，并赢得了大多数德国政党与之合作的意愿，而斯洛伐克人民党和国内的波兰族群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议会制，一方面得益于法国的外交和财政援助，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匈牙利、波兰和德国之间促使制度日趋稳定的竞争关系。


  奥地利的第一个共和政体扮演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角色。在这里，最初的激进议会制临时宪法在1920年做了退让，出台了《联邦宪法法》，该法在1929年强化了总统制的元素，而且一直持续到1933/1934年。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这两个主要政党都仅仅将资产阶级议会制视为过渡阶段，其真实目的一方是要使社会主义阵营赢得绝对多数，另一方则要逐步过渡到社团专制主义的秩序模式。而大德意志党和乡村同盟则坚持否认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并主张重新并入德国。尽管1927年司法宫大火时奥地利国内几乎处于内战一触即发的状态，但由于西方列强在1922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中对奥地利的经济和财政进行了深度控制，导致其财政上的高度依赖性，这才使得议会制得到了暂时的维系。除此之外，1919年开始的民主化运动以失败告终，国家内部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侵略者的干预行为时有发生。


  1919年2月，第二国际伯尔尼会议上的谈判清楚地表明了对从前的战争反对者的不信任程度，其中只有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掌声和支持。因此，德国外交政策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团结一致和中立国的有所作为，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21同样，一直有声音表示德国不应该因为过分苛刻的和平条款而被赶入布尔什维主义阵营，但这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法国是乐于见到德国解体的，但在法国看来，这种说法无异于危言耸听，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德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准备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和平条款。


  布罗克多夫—兰曹错误地判断了国内的政治条件，没有意识到此时任何反抗行动都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他的立场与后来成为外交事务国务秘书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和平条款宣布后的立场相似。他说，协约国的策略其实就是制造一个“大骗局”，只要德国识破骗局，就能争取到一个“可接受的和平方案”，并有理由相信德国会拥有一个“比其他欧洲大国更快恢复”的美好前景。22“保持镇定”的口号在德国的统治阶级广泛传播，让人不由得回想起了战争期间给人们带来巨大痛苦的大国强权幻想。这样的谈判态度没有考虑到普通民众的处境，导致德国内部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不够坚定。但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布罗克多夫—兰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在“十四点”原则中，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国家联盟，其目的是使“大国和小国为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互提供保障”。23对他来说，这与执行民主原则有关。因此，他倾向于拒绝专制统治的君主制国家加入国际联盟。外交政策的现实情况很快就摧毁了这些空中楼阁式的期望。面对苏俄政权的自我主张，集体安全制度逐渐把稳定资本主义统治、反对激进的社会实验视为其基本职责。疏导修正主义愿望和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双重目标，使得在大框架内坚持原则性政策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甚至在抵达巴黎之前，威尔逊就感到不得不对其最初的目标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最先做出让步的是关于开放外交的想法。在巴黎举行的各国政府筹备会议成为正式的和平会议，会议在排除了同盟国和俄国政府代表的情况下举行。同样，西方列强对德国立即加入国际联盟持保留态度。威尔逊最初提议设一个等待期，在此期间德国要证明其民主制度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最终敲定的方案却是，德国在履行完成其赔款义务之前无权加入。这个决议与威尔逊主张的公正的和平也并不完全矛盾。在威尔逊看来，此决议与针对侵略国的惩罚性措施是相符的，在诸多惩罚性条款中包括将德国的殖民地转化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地，而这原本应该是开启全面去殖民化进程的第一步。


  德国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促成这个决议的并不仅仅是对德国布尔什维克化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威尔逊和他的大多数顾问在艾伯特/谢德曼内阁中看到的只是德意志帝国的一种变相延续。出于组建一个有签约意愿的政府的考虑，偶尔也会有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在政府里占据上风的始终是对左翼势力的恐惧，因此那些政治顾问们关于加强温和的政治力量的言论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贯彻，他们认为这才是明智之举。威尔逊没有考虑过要对新的共和国政府有所让步。他没有意识到，拒绝德国参加国际联盟，恰恰否定了那些像“德国‘国际联盟’联盟”一样认同其初始方案的政治团体，尽管这些团体认同其方案或多或少是出于私心。另一方面，即使协约国真的做出让步，应该也很难抵消德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值得一提的是，主张两个社会主义党派合并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在1919年6月的社会民主党党代会上表示，《凡尔赛和约》中90%的条款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也因此言论被指责为使用了“犹太人的论调”。24甚至像赫尔曼·米勒这样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对这位当之无愧的党内元老发起了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谴责。


  随着德国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国际联盟也被指责为战胜国论坛。《凡尔赛和约》和组建国际联盟的问题在美国参议院没有获得必要的多数票，导致威尔逊的欧洲政策失去了必要的基石，不过即使威尔逊没有因为参议院的态度而退出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污名化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没有美国的参与，国际联盟完全沦为了法国贯彻其安全政策的工具，承担起了维护巴黎和会的一系列条约所创造的权力新格局的职责。基于这个客观事实，即使《国际联盟章程》第19条里明确提到了存在极其有限的修改条约的可能性，这个规定在德国政治家眼中也已经毫无意义了。此外，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各地都爆发了暴力冲突，而且经常升级为全面的军事行动，对此，国际联盟也显得无能为力。双边联盟体系也没有因为国际联盟的存在而变得多余，法国正是通过与各国的双边联盟体系努力确保它在1919年赢得的霸权地位的。相反，修正主义国家试图绕过集体安全机制，重新回到战前受到俄国青睐的秘密外交。


  威尔逊为了国际联盟的建立而做出了违背其原则的巨大让步，对他来说，国际联盟基本理念的改变一定是特别痛苦的，特别是考虑到1919年仍有希望在较长时间内赋予国际合作原则更大的效力。因此，将美国总统的政策、巴黎建立的新秩序体系以及《凡尔赛和约》混为一谈并进行谴责是不合适的。与维也纳会议相比，巴黎和会上有待解决的问题多了好几倍。同时，鉴于俄国革命向中欧蔓延的危险，以及由于威尔逊缺乏来自本国的政治支持而要求美国代表团尽快回国，留给战胜国谈判的时间少得可怜。因此，与贯彻威尔逊的原则和意图相比，向欧洲列强做出让步显得更有必要性。威尔逊一度有过退出谈判以示抗议的念头，但他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无异于宣告巴黎和会的失败。德国方面倒是期望着威尔逊采取这样的行动，而法国的右翼势力也在跃跃欲试，准备在和谈失败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冷战局面。无论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来说，经济重建都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因此，一份不完美的和平协议就有了存在的价值，至少可以为此前严重干扰各国内政的不明朗的局势画上一个句号。


  《凡尔赛和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国的安全利益所决定的，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法国所追求的安全政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英国在和约一事上给予法国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在1919年3月25日写于枫丹白露的备忘录中，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强调应该公平地对待德国，使其能够履行它所签订的和约义务。对英国而言，将德国视为未来的贸易伙伴更符合其国家利益，因为各自治领的独立愿望日益强烈，导致英国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欧洲市场。因此，劳合·乔治阻挠了法国控制整个莱茵河流域的野心，作为补偿，英国同意在莱茵河右岸50公里的区域内实行非军事化管理，并同意协约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地区，占领期限为5年、10年和15年不等。


  为了满足法国的安全需要，英国在签署和约的当天与法国签订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在德国违反非军事化规定的情况下，英国会向法国提供支持。由于这份保证书的生效前提是美国也做出同样的承诺，而美国参议院不同意威尔逊签署这样的保证书，从而导致英法私下签订的保证书在事实上没有产生任何国际法上的约束力。这让法国方面感到非常紧张，担心德国的国家强权有重建的可能性。因此，法国才采取外交手段，极力用外交政策填补英国和美国造成的安全缺口，在已经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成功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渗透政策的基础之上，法国又借助和约条款与波兰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毕竟加强波兰始终是奥赛码头东方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面对德国，法国的外交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法国的最高目标不仅是赢得莱茵河的边界领土以及建立莱茵河流域的缓冲国，还想要让德国分裂。站在这个角度上，那些支持签订《凡尔赛和约》的人确实有理由标榜自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尽管在签约后德国的统一仍然多次面临挑战。法国的最低目标则是降低德国的经济潜力，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利。然而，考虑到法国无法从德国直接获得资源，那么要实现这个最低目标就必须让德国的经济得到适度的恢复。另一方面，对莱茵河两岸的军事占领和非军事化管理都受到时效性的限制，因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德国的复兴，这一点依然令人担忧。在要求德国政府严格遵守裁军规定，并由协约国军事委员会对其进行控制这件事上，法国的态度一直很坚定。当德国政府与协约国在斯帕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时，裁军问题比赔款问题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冯·塞克特将军始终对裁军一事抱有幻想，他认为，通过强调德国社会的紧张局势，可以使协约国同意德国维持20万人的兵力，或者至少同意推迟现役军人的复员时间，这与《凡尔赛和约》中明确规定的条款完全相悖。25另一方面，法国坚持认为，主要由前在役军人构成的安全警察部队与民兵组织一样，都不应被视为单纯的民事组织。德国政府与巴伐利亚一直矛盾不断，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21年，巴伐利亚同意解散民兵组织后才告一段落，这说明在军界和政界右派中一直存在着一种错觉，认为尽管和约上有明确的制裁威胁，但还是有可能不完全兑现和约的规定。在这种情绪的纵容下，德国的非法军事组织、秘密武器库以及边防部队始终存在。尽管巴伐利亚仍然是追随自由军团的爱国主义组织的天堂，但法国的干预至少削弱了右翼准军事组织的影响力。26


  福煦元帅坚持将德国的武装组织定性为职业军队，这一做法从民主一体化的角度来看是有待商榷的，但这也是避免德国军事力量迅速复苏的唯一手段。禁止生产和使用现代化武器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尽管在1921年，国家防卫军试图通过与苏俄进行秘密合作来规避这一禁令，但并不成功，德国的军事实力大幅缩水，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但是，法国军方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大战将以技术装备竞争的形式延续，在这个意义上，军队规模的重要性反而降低了。因此，它想要长期削弱德国的重工业发展潜力。1919年后针对德国的经济制裁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此外，法国对莱茵兰的占领和对德国重工业产业的外贸限制的时效也长达近半个世纪。如果到了和约规定的时效截止日，依然没有彻底瓦解德国重工业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那么对法国人而言，这场战争其实是以和平的方式战败了。


  最初的情况似乎与法国人的愿望相符。包括1921年割让的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在内，德国失去了75%的铁矿、68%的锌矿、26%的煤炭产能、44%的生铁产能和38%的钢材产能。然而，割让给法国的萨尔矿区不足以满足法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特别是由于此前德国在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煤矿时对矿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且它不适合冶炼回收的洛林矿区所产的铁矿。德国被要求交付4000万吨硬煤，这主要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德国的工业复苏，同时也能使法国的钢铁生产在欧洲大陆中处于领先地位。


  出于种种原因，这样的算计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效。尽管德国在和约义务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交付煤炭了，但远没有达到规定的数量。这主要是由于在战争期间德国对所有的矿区都进行了过度开采，而且运输铁路的建设程度也落后于实际需求。此外，鲁尔区采矿业罢工不断，当地的粮食供应也不足，这都导致了煤炭产量大幅下降。因为德国国内选举提前开始，斯帕会议被推迟到1920年7月才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协约国坚持要求提高德国的煤炭交付量，但即使是提高后的数额也远远低于法国国内的实际需求量。它们不再按照德国国内通胀后的价格计价，而是在赔款账户上计入每吨5金马克的附加费。德国矿工工会的领导人奥托·休说服了协约国的代表，让他们相信有必要提供外汇以保证德国的粮食进口，而以专家身份出席斯帕会议的胡戈·施廷内斯则发表了带有挑衅意味的言论，以至于比利时外交部长感慨道：“无法想象，如果这样的人以战胜国的立场出现的话，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27


  施廷内斯延续了布罗克多夫—兰曹的强硬风格，拒绝做出任何妥协，把德国在西部重工业上的优越感展露得淋漓尽致。早在1918年底，重工业界就已经预见到，法国的工业发展将高度依赖褐铁矿。德国的钢铁生产行业一直遵循这一路线，并于1922年，在还清了战争债务后，与瑞典签订了长期的供应合同，而原本微薄的外汇储备也得以立即获得有效补充。在强制裁军的推动下，废旧钢铁二次熔炼的产量有所提升，再加上贝塞麦转炉炼钢法的推广使用，使得煤炭消耗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22年，德国鲁尔区的钢铁产量就已经接近了1913年的水平，德国系统性提升钢铁产能的努力使法国试图让德国在原材料生产方面对其产生依赖的愿望尽数落空。相反，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繁荣，德国重工业领域的就业率达到峰值，反观法国，其钢铁生产一方面受到煤炭供应不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法国人对其钢铁产品销路的担忧，因此一直无法充分发挥其最大产能。


  法国人的期望在煤炭领域也没有得到满足。强加给德国的煤炭交付义务，不仅对钢铁生产造成了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化肥产业和加工业，促使德国国内的原有资本和新投资向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投资通过间接的公共补贴和高昂的垄断价格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在推动德国履行其煤炭交付义务的过程中，法国政府也面临困难：法国本国的重工业不想危及褐铁矿的销路，所以宁愿与德国公司直接签订供应协议，也不愿意接受烦琐的国家指导。事实上，这一政策导致莱茵河两岸出现了严重的工业产能过剩，而且很快就成为国家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巨大负担。


  德国在斯帕的谈判策略是将早日结清赔款债务与减少对外贸易限制以及协约国在上西里西亚问题上的让步结合起来，虽然会议最终在煤炭交付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但是德国的谈判策略却失败了。诚然，几次专家会议让协约国看到了德国支付赔款的困难，并且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费伦巴赫内阁所能接受的上限是每年支付10亿金马克，连续支付30年，并且在经济复苏的情况下可以提升分期付款的额度。法国金融专家夏尔·塞杜提出了一个新的支付方案，该方案规定德国每年支付30亿金马克，先连续支付5年，之后再确定赔款总金额，费伦巴赫内阁认为这个方案不可接受，结果失去了对协约国的谈判主动权。事实证明，绕过赔偿委员会是严重的战术错误，尽管该委员会由法国人担任主席，而且比利时和意大利的代表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得亦步亦趋，但与协约国政府间会议相比，赔偿委员会反而更愿意接受各位金融专家的观点。


  1921年1月底，协约国做出了最终决定，德国政府将面临在42年内总共支付高达2260亿金马克的赔偿义务，而且还要额外支付德国每年出口贸易总额的12%。这个决议在柏林引起了广泛的震惊，特别是因为《凡尔赛和约》还规定要严格控制德国的货币和金融政策，极大地干涉了德国的主权。面对这项决议，德国政府犹豫不决，却在第一时间接受了参加1921年2月在伦敦召开的会议的邀请，并寄希望于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一份包含了新的赔款总额的修改建议。德国方面愿意接受的最高赔款总额为500亿金马克，这一数额与之前决议中的42期赔款总额在实际市场价值上差不多，但德国希望将停战以来已经完成交付的各类物资和现金都折算计入这个赔款总额，并委托第三方专家委员会核算后将折算金额定为200亿金马克，这使得实际赔款数额大打折扣，引起了协约国方面的不满。同时，德国政府再次提出希望将上西里西亚保留在德国，以及希望恢复不受阻碍的外贸交易。此外，政府要求获得80亿金马克的国际贷款，通过这种方式为剩余的赔款额外加上5%的利息和1%的还款来解决超额部分的资金。


  

德国政府在和约修订方案中玩的数字游戏令人感到失望，但真正激怒协约国的是德国政府坚持只有修改了条款才愿意履行和约的态度，这使得劳合·乔治突然宣布休会并威胁称，如果德国不履行巴黎决议，将面临协约国的制裁。由于费伦巴赫内阁坚持其提出的和约修改方案，协约国于3月8日做出了反应，军队占领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鲁尔奥特，并从国际莱茵兰委员会手中接管了被占领土上的海关管理事务。德国希望通过梵蒂冈和美国进行斡旋调解，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同时内阁还试图阻止国会针对赔款条约中的矛盾展开讨论，德国政府始终相信可以通过强调法律立场和重新开展反对战争罪责条款的运动来迫使协约国屈服，这种错觉使德国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局面。1921年5月5日，柏林方面收到了协约国在伦敦制定的赔款方案，与《凡尔赛和约》相比，该方案的内容有所缓和。而这个时候，费伦巴赫内阁已经解散了。28


  在劳合·乔治的积极影响下，来自伦敦的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6天之内做出回应，并明确表示，如果德国不接受此通牒中的内容，那么协约国的军队将占领鲁尔区。该通牒中的最终赔偿金额为1320亿金马克，这看似满足了德国关于修改最高赔款额的要求，但实际上是协约国为了确保赔款能够正常支付而做出的应急方案。根据通牒内容，德国政府最初只需要筹集500亿金马克，其中120亿立即以A类债券的形式筹集，剩下的380亿在1921年11月之前以B类债券的形式筹集。而另外的820亿金马克则只有在赔款委员会确认德国的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才会以C类债券的形式筹集。事实上，所有专家都相信，最后一笔820亿金马克的尾款必然会不了了之。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自伦敦的赔款方案确实参考了德国此前提出的500亿金马克的赔款总额，但也明确驳回了德国提出的把前期支付的现金物资折算计入赔款总额的建议。值得关注的是，伦敦方案将德国每年须额外支付的款项由出口贸易总额的12%提升到了26%。这样折算下来，德国每年实际须支付的赔款为30亿金马克，其中第一个10亿金马克将在1921年8月31日前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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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1921年3月的协约国制裁政策：卡尔·戈兹1921年创作的一枚纪念章，一面描绘了一名法国“黑人士兵”满口自由、平等、博爱的谎言，另一面描绘了共济会的标志和一名被绑在法国边境哨所的妇女，她的孩子被扔出了摇篮

  


  协约国的威胁在德国国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费伦巴赫内阁始终在耍一些小聪明，不愿意认真严肃地对待赔款问题，与此同时，各党派和它们背后的利益集团却清楚地认识到现在面临抉择：要么接受付款计划并尽最大努力履行赔款义务，要么接受协约国军队对鲁尔的占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祖国统一的所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决定面对现实，接受伦敦的条件。然而，代表重工业行业利益的德国人民党右翼却坚持拒绝接受伦敦的最后通牒，并决定退出德国政府，其时，施特雷泽曼已经与英国驻柏林大使埃德加·阿贝农勋爵有过接触，正在争取担任德国外交部长的职位。随着旧内阁的解散，在左翼中间派政治家约瑟夫·维尔特的领导下，一个由魏玛联盟各党派组成的新内阁应运而生，该内阁在议会中并不占有多数席位，但是鉴于德国政府正面临赔款条约的问题，该内阁得到了来自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作为费伦巴赫内阁的财政部长，约瑟夫·维尔特就任总理后主张坚定地继续实施埃茨贝格尔的税收改革，开启了德国的绥靖政策阶段，他的政策招来了国内右派的谩骂，称其为“履约政策”。29来自伦敦的赔款支付方案在5月10日获得了议会里多数席位的支持，维尔特希望，通过切实努力履行赔款方案中规定的支付义务，可以向协约国证明德国支付能力的极限，从而为潜在的赔款妥协可能性创造条件。虽然当前仍然能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筹集到7月份到期的赔付金额，但等到年底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法筹集到足够资金的情况。内阁被迫向赔款委员会请求暂停支付赔款，最初约定宽限时间是持续到1922年底，之后不久，金马克汇率下跌，暂停付款时限延长到了1923年，之后又延长到1924年，为了稳定汇率，德国加强了关于国际贷款的谈判，但还是没能实现赔款委员会关于预算重组的要求。随着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戛纳会议期间的辞职和普恩加莱的加入，军事占领鲁尔区的危险变得迫在眉睫。


  约瑟夫·维尔特之所以采取了争取协约国理解的政策，主要与上西里西亚问题有关。301921年5月20日，上西里西亚举行了全民公投，结果显示超过60%的人赞成留在德国，然而有相当一部分非本地居民就是为了参加投票才来到上西里西亚地区的。由于最高委员会没有就投票结果的解释达成一致，最终决定权交到了国际联盟，后者在10月初决定将上西里西亚从德国本土分割出去。协约国划定的边界让大部分工业区归入了波兰国土。在被割让的地区里，城市中的德意志人明显占多数，而农业区的选票则以波兰人为主。在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区域里，投票受到了来自科尔丰蒂领导的波兰叛乱分子的阻碍。德意志居民怨声载道，却忽略了这个事实的客观必然性，因为上西里西亚地区自1918年以来几乎一直处于紧急状态管理下，而且当地的德意志居民与波兰居民之间始终存在矛盾。


  尽管约瑟夫·维尔特和瓦尔特·拉特瑙（他在维尔特的第二届内阁中先后担任重建部长和外交部长）依然坚持在履行条约争取协约国妥协的方向上努力，但是在上西里西亚领土问题上的失败意味着德国方面“有条件地履行条约”的意愿随之终结。1921年10月，拉特瑙与法国解放区部长路易·卢舍尔谈判达成《威斯巴登协议》，希望通过工业界之间的直接谈判实现经济合作，并通过德国提供的物资和劳动力推动法国北部被破坏地区的重建。31这次签约双方都有诚意，但由于法国工业界对来自德国同行竞争对手的不信任，以及英国政府认为德国向法国提供的服务主要由赔款账户支出会导致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试图让德国重工业与法国伙伴达成直接协议的努力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胡戈·施廷内斯倾向于推迟谈判，以便德国能够站在经济的强势地位上与法国对峙。32


  “履约政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德国的经济现状或多或少地阻碍了国家财政的整合，而且客观上限制了支付赔款的额度，特别是因为公众舆论几乎一致认为，协约国的赔款要求是违背法理且极其过分的。但是自从伦敦会议以来，协约国的态度非常明确，制裁威胁绝不是一种空洞的姿态。德国方面无法抵御这样的威胁，不仅与意识形态的立场有关，更与实际的经济利益有直接关联。1920年，德国的经济形势仍然可以说是很严峻的，这当然受到来自战争和革命阶段罢工运动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原材料的短缺和对外贸易的障碍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战后最初几年的工业生产远远低于1913年的水平，但到了1922年，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恢复到了1913年的四分之三。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低于战前的水平，但并没有明显低于法国和英国的水平。虽然失去了上西里西亚地区和萨尔地区，但德国的经济仍然保持了稳定的发展势头。


  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出口贸易，加上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德国的出口额度急剧下降，贸易赤字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此，德国在1921年5月1日之前须承担的200亿金马克支付义务远远超出了其经济能力。特别是考虑到马克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国际贸易中各国愿意进口德国物资的总量远低于德国方面的出口意愿，这进一步加大了德国筹备支付赔偿金的难度。造成外汇短缺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型德国公司没有转移外国资产，而国家银行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内货币的汇率会恢复正常，也不想动用剩余的黄金库存来稳定经济形势。


  尽管1918年后，德国的公共开支与国民收入相比低了20%以上，而且还在继续下降，但国内的整体经济状况依然让德国无法兑现伦敦支付方案中所要求的年付款额。1913年至1925年期间，德国国内税收率从9%上升到17%，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对于自营职业者的收入来说，相对的税收负担率反而要低得多。因此，赔偿委员会指责德国税收不足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增加税收，埃茨贝格尔推行了财政改革，维尔特内阁在协约国的威胁压力下推行了新的税收政策，希望以国难税的名义增加政府收入，但这种间接提高税收的行为受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激烈反抗，最终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下不了了之。而对非自营职业者来说，预扣工资税显然是更加直接有效的措施。在其他方面，埃茨贝格尔希望通过税收改革来实现的社会再分配效果也没有真正得到体现，因为在经济“重整”的过程中，企业和资本所有者在税收方面享受到了优惠政策。33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税收不均问题，社会主义政党喊起了“夺取实际资产”的口号，要求对战争和战后利润进行再分配。然而，征收不动产的政策引发了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风暴般的反抗，而且也没有在国会中赢得多数票的支持。此时的德国缺少从通货膨胀的虚高利润中有效剥离实际价值的税收调节手段，因此征收不动产几乎是当时实现财政政策稳定的唯一途径，因为国家税收制度无法保障价值稳定的支付手段。因此，维尔特内阁与各大核心工业组织接洽，希望工业界可以借助其厂房不动产的质押以及对外贸易中赚取的外汇储备来为政府筹集必要的赔款。尽管相关谈判从未停止，但这个措施完全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上西里西亚公投的负面结果降低了重工业领域向政府提供援助的意愿。工业界的信贷援助不仅依赖于广泛的公共储蓄，而且也依赖于国家铁路的私有化。在这背后，其真实意图是要破坏革命阶段取得的经济政治成果，首当其冲的就是八小时工作制。最初的谈判焦点是如何通过信贷保障政府的赔款偿付能力，随着谈判的进行，焦点却逐渐变成了将国家铁路的所有权转让给大企业，这遭到了来自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组织的强烈抵制。改革税收制度的努力也遇到了阻力。当各方好不容易在提升税率一事上达成妥协时，高速通货膨胀早已使其抵消了税率提升带来的实际价值。


  广大民众错误地认为国内的通货膨胀与德国承担的高额赔款支付义务之间存在关联，但事实上这种关联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后期阶段。34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主要是，战争期间的过度筹资导致德国的内部负债水平极高。停战后，相关各方都默契地认为，复员的顺利进行、经济的复兴和社会的安宁比国家财政预算的重制更重要。工业界在工资政策方面的让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刺激消费行为得到补偿。为战争中的受害者及遗属支付高额养老金，避免公共服务部门，尤其是国家铁路部门的裁员，以及对和约造成的私人财产损失的补偿，这些都给政府的公共预算带来了压力，而税收收入却没有跟上。通过印钞机和国家银行的慷慨贷款行为来保证货币的流动性，更加剧了通货膨胀。尽管在1920/1921年，马克还相对稳定，但那主要是得益于外国投机者的存款，等到1922年夏天之后，通货膨胀便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只要赔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家银行行长鲁道夫·哈芬施泰因和德国工业联合会就认为货币体系的重组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他们担心这会导致马克的汇率居高不下。此外，通过这样的措施来证明国家的经济能力似乎也是不现实的。最后，英国由于不当的经济措施引发了通货紧缩继而导致了大规模失业，这个前车之鉴让人们相信当前的措施可以避免走向通货紧缩。官方对外宣称，通货紧缩政策只有在外贸顺差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这种论调掩盖了赞成渐进式通货膨胀背后的实际利益。在德国方面，至少对德国的以工业企业家为代表的资本所有者而言，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从通货膨胀中获益。首先，通货膨胀减轻了公司和企业的债务，以此类推，公共财政也从中获利，但农业获利较少。其次，马克的内部购买力下降的速度快于其外部价值，这使得高额的出口利润成为可能，这笔利润又能为促进进口提供财政支持。再次，不断增长的货币流通和预期的实际利率下降使得廉价贷款成为可能，同时也导致了资本从货币逃入实体资产，例如，新建工厂或补充货物库存。最后，货币的贬值意味着不受预先评估的税收仅仅是其原始价值的一小部分。


  通货膨胀的分配效应首先影响的是养老金领取者、年金领取者以及服务部门的职员。35通货膨胀使得工业界能够应对工人涨工资的要求，这使得工会和工人在一开始也成了通胀经济的获益者。胡戈·施廷内斯在促成雇主协会与工会中央工作组方面发挥了作用，他认为对劳工的让步是必要的，这一方面可以缓解工人们日益激进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挠社会化运动，同时还可以借此获得工会在工业定价政策上的支持，并且摆脱国家政府控制。这就是成立中央工作组的根本意义。


  然而，随着通货膨胀的程度愈演愈烈，工人阶层的利益也开始受到负面影响，因为工资的涨幅没有跟上货币贬值的步伐，而集体谈判各方直到高速通胀阶段才就随物价指数而变的浮动工资和缩短工资支付周期达成共识。所有这一切导致局面向有利于雇主的方向发展，主导权悄然来到雇主方的手里，他们的团结使得资产集中的程度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胡戈·施廷内斯从零开始建立起来的重工业经济帝国成为这个历史时期德国经济的缩影。1922年，在保罗·西尔弗贝格为德国工业联合会提出的经济方案中，人们清楚地看到德国重工业的自信心得到了增强。这种自信心让德国重工业坚定地把撤销1919年革命的社会政治成就、放弃八小时工作制和废除强制经济视为他们参与稳定货币和财政的交换条件。在政治上，正如在1921年秋季的信贷行动中所表达的，他们要求将德国人民党纳入内阁，经济界对此做出了如下评价：“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德国的重工业企业开始感到对赔款负有共同责任了。”


  然而，施特雷泽曼设想的“基于大联盟的民族反抗内阁”并没有实现，尽管维尔特同意将德国人民党纳入内阁，因为人民党背后的工业界对解决赔款问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21年10月，阿贝农勋爵发现，维尔特在上西里西亚的分治问题上有意营造“外交政策危机”的假象，这导致了后者的辞职，中断了为内阁在议会中争取多数支持率的努力。36内阁更迭的主要责任方是德国民主党，当时，社会民主党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无条件接受日内瓦的最后通牒，而德国民主党过于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让其做出了退出内阁的决定，以此表示对社会民主党的抗议。由维尔特改组的“名人内阁”仍然依赖于不断变化的多数派。37尽管德国人民党对1922年1月底任命瓦尔特·拉特瑙为外交部长感到失望，但施特雷泽曼却对维尔特的少数派政府给予了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知道即将面临的外交决策必然会招来国内的诟病，因此有意让社会民主党背黑锅，而社会民主党则因与独立社会民主党之间重新建立的和睦关系而得到了加强。


  瓦尔特·拉特瑙是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创始人的儿子和继任者，除了在文学上颇有造诣之外，他还提出了特立独行的向“公共经济模式”过渡的建议，并因此而受到关注。作为德国政界最聪明的人之一，拉特瑙接手了外交事务的管理，此前他曾作为重建部长试图对一团乱麻般的赔款问题实施建设性的解决方案。38拉特瑙与德国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又不属于它，作为一个公开宣称信奉犹太教的犹太知识分子，他成了政界右派肆意攻击的目标；与此同时，作为制造业的代表，鉴于他在第二界社会化委员会里的所作所为，他在鲁尔区的重工业圈子里举足轻重，同时还在德国工业联合会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与约瑟夫·维尔特一样，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背负的对共和国的承诺，怀着深刻的民族主义情感，这一切造就了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强烈的责任感。


  与维尔特一样，拉特瑙也宣称采取了“有条件的履约”政策。与绝大多数德国政治家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按照狭隘的修正主义政策的思路来思考问题，并不执着于恢复战前的德国霸权地位。他设想的是整个欧洲的重建计划，希望通过扩大经济合作来减少人民之间的仇恨，继而缓解社会上的紧张局势。在这方面，他与劳合·乔治有着相似的亲和力，后者自1921年秋天以来一直主张全面巩固欧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期望由此恢复不断缩水的英国对外贸易，从而缓解国内大规模失业的情况。


  1922年，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辞职前夕，劳合·乔治在戛纳获得了他的授意，负责召开欧洲经济会议。39会议定于同年4月中旬在热那亚召开，德国和苏俄首次获邀参加会议。这一事件在柏林被认为是外交气氛显著缓和的信号。人们的希望再次被点燃，觉得赔款问题至少可以在主会场之外找到机会解决。接替白里安的雷蒙·普恩加莱不情愿地与英国首相达成协议，不把赔款作为正式讨论的主题，也不在会议上质疑《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因此，劳合·乔治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热那亚不是讨论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地方。美国的缺席让会议是否能如期召开打上了问号，好在法国方面非常配合，确保了会议计划没有彻底崩盘。普恩加莱认为劳合·乔治的倡议有意识地偏离了之前签订的赔款条约和议定的支付方案，他自己定下的会议目标是以占领鲁尔区为威胁，迫使德国人服软，除非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愿意签署条约。然而，考虑到此前几周在华盛顿裁军会议上孤立法国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普恩加莱也感到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做出迎合伦敦的姿态。


  基于德国的前车之鉴，这一次，劳合·乔治打算与苏俄就其战前和战争债务达成协议，并在协议的基础之上才发放俄国急需的国际贷款，这个议题成为此次谈判的重点。所以这个所谓的对俄“援助计划”的本质其实是一次金融交易，后续的进程将由一个由西方列强组成的国际财团掌控，而且德国在此财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个议题，拉特瑙持积极态度，他希望这样的姿态能使他更接近英国，并使与赔款问题有关的金融谈判更基于客观现实。在前往热那亚赴会时，拉特瑙对会议的前景并不持乐观态度，他只是期望至少能在专家会谈的场合下推动赔偿问题有所进展。他在内阁讲话时表示，此时国际氛围已经大大缓和，因此有必要确认一下此前的坚冰领域是否有解冻的趋势。


  在这一刻，拉特瑙相信，他可以在俄国问题上不明确表态。因为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出席了在哈雷举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党代会，而且1921年春天在德国中部发生了苏维埃起义，这使得俄德两国的关系达到了最低点，因此在德国外交部东方司，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改善与苏俄的关系。40阿戈·冯·马尔灿是对俄积极政策的发起人，他承认出于战术上的考虑，需要尽可能长时间地跟在英国政策后面亦步亦趋。因此，在苏俄的坚持下于1921年5月达成的临时协议一开始并没有被认真地执行。随着德国和苏俄获得了参加热那亚会议的邀请，苏俄与德国伙伴达成协议的兴趣也得到了加强，而且很明显，格奥尔基·契切林所关注的不仅是缔结经济协议，更重要的是缔结政治协议。尽管马尔灿敦促在对俄外交方面要尽快付诸行动，但拉特瑙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意识到，劳合·乔治承诺德国将参与国际财团的运作，而一旦德国与苏俄缔结条约，包括这条承诺在内的会议成果可能都将付之东流。在热那亚会议之前，德国和苏俄开始了合作谈判，依据谈判内容，德国是否能参与国际财团的运作将取决于莫斯科是否同意，而莫斯科方面则必然会持反对态度，基于这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德国选择了终止苏德谈判，这一做法让卡尔·拉狄克对德国产生了极端的不信任。


  自1920年以来，德国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都尝试了与苏俄建立联系，这一系列做法都是为德国想要打破和约中的经济限制的总体战略服务的。尽管1920/1921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但德国国内经济仍然实现了持续发展，并分别与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单边贸易协定，为打破协约国对德国的贸易限制创造了可能性。1921年底，德国与南斯拉夫签订最惠国待遇协定，标志着德国延续了战前和战时的东南欧政策，并在这条路线上又迈出了一步。1922年，德国外交部已经开始讨论关于“修订并重启中欧构思”的话题了，其主旨是制约并减少法国在小协约基础上对东南欧进行的金融和经济渗透。同时，对外贸易关系的扩大有助于改善德国在外交中的孤立局面。譬如1921年与美国签订的和平条约就得益于德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然而令德国失望的是，该条约并没有给德国的信贷问题和赔款问题带来直接的好处。


  德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带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通过与苏俄的密切合作，建立起对抗波兰的统一战线，最终实现重建德国的东部边界的目标。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密切合作首先出现在军事领域。在塞克特的明确批准下，德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R特别小组”，从1921年初开始，该特别小组就致力于在军备领域建立合作以及在俄国建立训练营，在那里，使用和操作各种武器都不受到《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不过，德国的本土企业，尤其是克虏伯公司和布洛姆—福斯公司，无论对签订长期军备合同还是对在俄国建造工业厂房都没有兴趣，说服它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22年11月，苏俄才与容克公司达成协议，合作生产一种被和约条款严令禁止在德国境内生产的飞机。


  德国与苏俄达成秘密军备协议，德国总理维尔特是知情的，但德国总统和政府内阁都被蒙在鼓里。拉特瑙可能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对细节并不了解。德国的这种做法与此前在热那亚会议上议定的让德国参与国际财团运作一事有着根本的矛盾，而苏俄政府认为建立国际财团会让俄国重新回到战前的帝国主义状态，因此千方百计地想要阻挠此事。为了实现将贷款与深远的金融控制和对革命前债务的承认联系在一起的战略目标，协约国认为建立国际财团势在必行，因此给苏俄开出了一个优惠条件，那就是可以允许苏俄根据和约第116条获得对德国的债权。不过，期望苏俄政府为了这点蝇头小利而与协约国妥协是不现实的。当时的情况是，德国人甚至无力履行他们对西方国家的赔款义务，对苏俄的赔款就更是一张白条了。此外，普恩加莱也不可能考虑以德国的赔款为代价换取苏俄偿还贷款的承诺，因为苏俄国内其时几乎只剩下一片经济废墟。尽管如此，阿戈·冯·马尔灿仍然刻意强调和约第116条的潜在危险性，并使其在柏林成为一个严肃的议题。


  不知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外交部东方司的负责人最终说服了拉特瑙，不仅反对协约国的辛迪加计划，还与苏俄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单独签订条约（该条约于1922年4月16日在拉帕洛签署，其中部分条款立即生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各种巧合与阴谋交织在一起才促成了这个局面。法国的施压对德国代表团产生了间接影响，他们在热那亚期间感到精神上被孤立了，这让拉特瑙非常愤怒，考虑到西方大国正与苏俄代表团进行特别谈判，拉特瑙开始担心德国会不会最终夹在两股势力之间左右为难。意大利人制造谣言，冯·马尔灿煽风点火，这让拉特瑙相信，西欧列强有可能在德国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苏俄达成某种共识，在这样的担忧中，拉特瑙在没有国家总统和内阁参与的情况下缔结了条约，甚至都没有和劳合·乔治商量一下，这个做法让其他大国感觉受到了羞辱。


  此后，关于《拉帕洛条约》的争吵一直没有平静下来。41在拉特瑙看来，这份条约让德国的外交政策范围扩大了，维尔特也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德国内阁中却出现了意见分歧。尤其是艾伯特的反应最为激烈，因为他感到被忽略了，而且在他的理解中，社会民主党的诉求是把德国的外交范围向西延展，而这份条约的签订却让德国的外交政策重点变成了东面。对于德国而言，条约的具体内容决定了未来的走向。苏俄放弃了向德国索要赔款，同时也让德国看到了建立对抗波兰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作为回报，德国在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与苏俄进行物资交易，这个做法让德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


  劳合·乔治极力避免了会议的崩盘，因为一旦谈崩对他而言就意味着个人的失败，甚至在讨论赔偿和债券问题时他还表现出一定的意愿来满足德国的利益，而拉特瑙则提出与苏俄进行调解，并在令人印象深刻的闭幕词中表达了德国希望得到国际世界的理解。但是，参会者和国际媒体的公开和私下反应都表明，德国的做法被认为是对会议的蓄意破坏。4月24日，在巴勒迪克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普恩加莱以他们的失败为契机警告国民，德国即将与苏俄结成同盟，并将《拉帕洛条约》描绘成对现状的宣战。在预见到德国即将违反和约的情况下，法国再次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这一次，法国的做法得到了法国民众的一致喝彩。同时，劳合·乔治的政治地位被大幅度削弱了，尽管他一直坚持到了秋天才因东方危机而下台。他为避免迫在眉睫的鲁尔区冲突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主张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而国际联盟必须确保不会发生像普恩加莱所设想的那样单边行动，或者至少使其大大增加难度。但这一倡议在初始阶段就失败了，因为德国提出的条件越来越强硬，其中甚至包括要求获得理事会的永久席位和取消军事管制。


  

维尔特向东方发展外交政治的意愿更加强烈，在这一点上，他和冯·塞克特的观点一致，后者在之后不久撰写的关于“俄国问题”的备忘录中指出，波兰的存在与德国的生存条件有根本矛盾。而拉特瑙的想法则是利用“连线苏俄”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以使协约国在贷款和赔款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42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错误的，因为德国的做法让英国人想起了阿加迪尔危机，尤其考虑到马尔灿师从于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这反而促使英国的立场回到了法国的一边。此外，《拉帕洛条约》还推动了那些要求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势力，他们甚至打算将德国金融危机造成的暂停赔款升级为取消赔款。《拉帕洛条约》似乎成了打破协约国军队“包围”的标志性事件，但其实这只是自欺欺人的错觉而已。此条约的价值被远远高估了，它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且致命的幻觉，认为德国可以再次回到签订《凡尔赛和约》之前的阶段，并通过单方面不接受条款而让《凡尔赛和约》名存实亡。热那亚的多边外交以破裂告终，其后果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巴黎协定构建的体系，德国对法国的政策从逐步谅解转向了积极的单边修订策略，而德国当时还缺乏有效的外交手段。


  维尔特对拉帕洛政策表示支持，这个态度削弱了他在德国国内的政治基础。当赔偿委员会表明了在赔款问题上不做任何妥协的态度后，维尔特总理甚至冒着被法国制裁的风险在1922年11月13日的德国照会中明确拒绝了“有条件地履行和约”。43考虑到他此时的政治处境，这个做法就情有可原了，因为他通过这样的表态在议会里赢得了多数派的支持，但是，他所依赖的政党联盟却在社会冲突激增的局面下解体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尽管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明确反对增加粮食税，但这项议题还是通过了，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的食物变得更加昂贵。从表面上看，内阁的垮台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拒绝接受德国人民党入阁；从内部看，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反对维尔特与重工业企业以及国家银行达成的妥协，因为这些妥协有可能使战后的社会政策体系遭到破坏。


  内阁倒台表明德国国内正在经历激烈的政治动荡，导致动荡的直接诱因是德国经济正在走向恶性通货膨胀，而这一切的开始都源于热那亚会议。外交部长拉特瑙被暗杀，以及摩根银行所表明的必须先解决赔款问题才愿意向德国提供贷款的态度，都加剧了事态的发展。此前，来自国际市场的投机性资本输入帮助德国在1922年初不仅可以用税收来平衡预算，还可以将盈余用于赔款，然而拉帕洛事件之后，这类资本输入戛然而止，再加上外国市场对德国存款的清算，表明外国债权人对德国货币失去了信心。缺少了外国资本的援助，德国想重振经济无异于痴人说梦。


  虽然在1918年后不走通货紧缩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通货紧缩将导致国民的收入锐减并继而导致社会阶层矛盾的加剧，但德国的财政政策还是因为其错误的决定而受到指责。当马克的汇率下降速度超过其国内购买力的时候，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暂时的社会稳定必然面临瓦解。这一切发生在1922年夏天。大部分经济部门转而以黄金作为结算工具。结果，由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社会收入均衡无法得以维系。相反，由于资本的缺失，工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这使得工资的增长不再能够通过物价上涨而转嫁给消费者。这意味着分配矛盾突然加剧，而工会的储备已在通货膨胀中蒸发殆尽，导致工会在面临这一系列矛盾冲突时能起的作用少之又少。


  事实证明，维尔特一直受制于德国的经济。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的通胀经济并不是单纯的、由德国工业企业家和银行家主导的通过货币贬值来摆脱赔款的阴谋。但是在他们看来，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远远比不上中央集权对经济的干预，他们认为，中央集权并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反而会使经济瘫痪。只要这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嫁给外国投资者，间接的通货膨胀收益就会超过实际支付的赔款，截至1923年，德国支付的现金赔款达到了26亿金马克，此外，根据协约国专家的估测，德国还交付了大约价值80亿金马克的物资。维尔特在取消伦敦支付方案时提出了“先面包，后赔偿”的口号，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德国货币的贬值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是德国政府在维持社会稳定一事上所做的努力不足造成的，而为了规避赔偿义务所做的算计在这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4


  在维尔特担任总理期间，虽然在做出政治决定时会绕过议会和政党，甚至直接让权威的利益集团参与进来，但从国际环境来看，还是有可能维持稳定的共和制度的。赔款问题是当时政府的核心问题，即使如此，关于经济秩序基础的严重分歧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原本只用于结束战时经济阶段而保留的国家仲裁制度，以及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与工资螺旋式上升，虽然遏制了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公开冲突，但是八小时工作制却遭遇了重创，1922年春天的铁路工人罢工也只能在激烈的内部政治争端后得到解决。1921年3月，德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完全误判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在德国中部发动了起义。45无产阶级冒进主义者马克斯·赫尔茨在起义过程中背负了不光彩的名声，致命的政变和极端手段再次重演，这给德国共产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计划中的复活节政变，在除了汉堡之外的地区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很快就被普鲁士警察部队镇压了，保罗·列维对此发表了极其严厉的批评，然而他并没有站出来反对与莫斯科有联系的领导小组，正是这个领导小组让德国共产党在这之后只能长期处于德国政治的边缘地位。


  真正对议会制造成威胁的并不是左翼势力，维尔特在他著名的国会演讲中明确表示：“敌人就站在那里——而且毫无疑问，这个敌人站在右边。”46这种反议会制的立场得到了德国国家人民党部分成员的宣传支持，这一点从卡尔·黑尔费里希对瓦尔特·拉特瑙展开的无节制的攻击可见一斑。带有谋反性质的秘密组织从被解散的自由军团中招募士兵，并试图通过内部私设的刑庭和外部有组织的政治暗杀来破坏共和制度，它们与国家防卫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巴伐利亚政府之外获得了官方圈层的支持。1922年6月24日，“执政官”组织的成员暗杀了瓦尔特·拉特瑙，这是对共和国制度的公然挑战。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出台了《共和国保护法令》作为对此次事件的回应，并立即将其作为保护共和国制度的法律条款提交给了国会，同时提交的还有一部与其配套的公务员法。47


  这一次，出于“国家责任感”，就连施特雷泽曼也投票赞成通过这部由社会民主党司法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起草的法案，只有德国国家人民党公开反对《共和国保护法令》的颁布。此外，这部法案在参议院提出时，巴伐利亚政府也表示反对，经过了漫长的讨论后，才最终以特别法案的形式得以颁布。然而，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下，夹杂着德国民主党对民主制度的片面理解，这部法案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宪法安全的意义上被一定程度地弱化了。此后一段时间里，当初原封不动地继承帝国司法机构的做法终于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在这套司法系统之下，保护共和制度的法律武器在面对来自右翼的极端主义攻击时表现得绵软无力，但在打击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却威力十足。48


  拉特瑙遇刺身亡，换来了工人阶级的广泛团结。三个工人政党协同行动，共同进退，并通过全面的抗议性罢工要求国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与共和国的反对者们划清界限。工人阶级的行动与早前反对卡普政变的大规模示威以及1921年埃茨贝格尔被暗杀后的抗议遥相呼应。一时间，民主主义共和制似乎以一种无法想象的程度重获新生。工人抗议的直接后果是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组建了新的议会党团，而且在1922年9月23日在纽伦堡举行的联合党代会上重新统一。这意味着议会对国家总理维尔特的支持大大加强，他倡导保护共和制，暂时成为左派战斗内阁的领袖。在客观事实上，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政党领域的进一步两极分化。一方面，除了德国国家人民党之外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建立了一个“忠于宪法的中央工作组”；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担心刚刚重建的党内团结会受到负面影响而不愿将德国人民党纳入内阁。这可以被看作巩固共和制度的标志，但同时也使得资产阶级核心政党和有组织的工人阶层都不愿向对方做出让步，尽管在外交形势的胁迫下双方不得不展开有限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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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922年5月在柏林举办的花园宴会上，瓦尔特·拉特瑙与格哈特·豪普特曼、玛格丽特·豪普特曼交谈

  


  国家总统艾伯特不信任施特雷泽曼，拒绝提名后者继任国家总理，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汉堡—美洲航运公司董事长威廉·库诺身上，认为他的国际声誉会带来好处，并提名他担任下一任总理，随着库诺上台，政府立场明显开始向右倾斜。库诺与前财政部长黑尔费里希私交甚笃，但这并没有使他的政治能力足以胜任总理一职。他在赔款问题上立场僵硬，他相信可以说服美国在德国与法国的冲突中斡旋调停。他许诺德国将通过自身努力恢复马克的支付能力，同时还保证会将所要求的国际贷款中的一部分用于履行支付赔款的义务，但在法国人的眼中，这两条承诺都不值得相信。库诺建议缔结欧洲安全公约，这个提议本身是可取的，但是库诺没有做任何外交政策上的铺垫和准备，因此普恩加莱认为这是库诺耍的花招，拒绝了这一提议。面对德国的宿命论，自秋末以来一直由保守党领袖博纳·劳掌控的英国政坛认为，没有可以有效对抗普恩加莱提出的“可增值的抵押物”（即在一定期限内占领德国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地区，譬如鲁尔区）的政治手段了。49


  库诺内阁低估了法国总理的决心，后者在国内得到了国家集团各党派的支持，并为其谋划的具有一定风险性的鲁尔区政策做了长期准备。实施这一计划的导火索是德国交付的木材和煤炭严重不足。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开始入侵鲁尔。德法经济战争激化升级成为国家级别的灾难，德国又回到了1919年初夏的局面。德国政府无力控制迫在眉睫的危机，重工业利益集团也放弃了“制度维护的首要地位”，共和国的稳定性受到重创，议会制走向瓦解。此时，德国的重工业界认为已经积攒了力量，可以冒着与法国公开对抗的风险，同时迫使国内政治趋于平稳，从而使共和制度实行期间的社会改革和国家福利政策化为泡影。




    
    
    
  第五章　生死存亡中的议会制


  1923年1月11日开始，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对鲁尔区的占领打了德国政府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因为自发出伦敦最后通牒以来，法国一直不乏强烈的制裁威胁，普恩加莱最迟在1922年12月就已经挑明了他的意图。库诺则完全寄希望于英国能施加有利于德国的干涉措施。英国内阁虽然不赞成占领鲁尔区，却并不准备与法国唱反调。1美国国务卿查尔斯·E.休斯让普恩加莱明白，试图用武力来解决赔款问题是非常荒谬的，因此美国对进行直接干预持保留态度，更不要说在法国尚未加入《华盛顿协议》的情况下。然而，美国将军队从莱茵兰撤出，并以此明确表示拒绝法国总理的武力政策。因此，普恩加莱开始为所欲为。


  库诺内阁冒着与法国公开冲突的风险，期望这将为德国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由于外交和内政的原因，采取军事行动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德国政府对占领鲁尔区做出的反应是宣布消极抵抗，为此它试图建立一个调动所有政治力量的统一战线。抗议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它也证明对德国的政治可能性评估不足。因为，除了英美外交官私下发表的、并不总是经过授权的表达同情的声明以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现在开始的与法国经济的角力能够在可预见的将来结束，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鲁尔区的斗争——至少在内阁的眼中——似乎延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休战情况。3月底，法国军队在克虏伯工厂引发了一起冲突事件。这次事件中，一些员工遇害、受伤，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领导的公司管理层被逮捕，随后被军事法庭定罪。新闻界趁机炒作这一事件——就像之前弗里茨·蒂森入狱一样——把工人和企业家在这件事情上的团结一致上升为一种国家民族的行为。跨阶级的“人民共同体”神话掩盖了资本和劳工之间日益加剧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导致了自1922年以来中央工会的基础被瓦解殆尽，尽管直到1924年初，它才最终被德国工会总联合会通知废除。“坚持”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让人想起了大战后期的情况。基本上，这是1919年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的人所要求的国家威权政治的重新回归。2


  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报刊也恢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术语；革命阶段的经验似乎已经被遗忘。右翼媒体也不加任何克制地释放一定程度上带有种族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情绪。各派政客都援引了法国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的“莱茵政策”，试图证明普恩加莱——正如施特雷泽曼在国会上所说的那样——正在寻求“毁灭德国”并破坏其经济基础。3事实上，当时确实存在着法国重新恢复其在1918年至1919年时粉碎德国统一之目标的危险。


  占领鲁尔区让德国公众普遍认为，战争赔款不过是个借口，其目的只是想一劳永逸地让德国屈服。德国政府始终拒绝履行它所承担的至少是对占领国的赔偿义务，并拒绝与法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这种仅仅是声明性的政策滋长了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在德国方面看来，法国占领鲁尔区的行为单方面破坏了《凡尔赛和约》，从而丧失了此后根据该和约提出任何诉求的权利。政治新闻界梦想，抵抗斗争发展到最后，将彻底消除巴黎条约体系，并让德国重新获得外交政策上的行动自由。


  库诺内阁对这种夸张到脱离实际的外交政策上的一厢情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相反还通过国内宣传服务中心的官方宣传加剧了这种想法。在国内，号召唤起全民族坚持到底的意志的做法正中那些谅解政策和和平条约的反对者的下怀，并鼓励了那些主张拒绝的人。首先由社会民主党主张过的有限履约政策，被普遍指责为造成经济危机局势的原因。同时，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政策也危及了宪法秩序本身。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就将共和国描述为一个制度化地完成“和平条约的机器”。最后，在广大的资产阶级中间派当中，最终摆脱凡尔赛桎梏的愿景与克服议会制的目标联系在了一起。议会制不符合德国的宪法传统，根本是由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产物，必须用有利于加强专业威权的形式来代替它。


  普恩加莱的制裁政策也加剧了从未真正被击退过的修正主义运动。这绝不仅限于极右翼政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民族自由党和纳粹党；它甚至得到了卡尔·拉狄克的支持。拉狄克与民族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并出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开展了捍卫鲁尔区的民族防卫斗争。在政党体系下面，修正主义不仅从泛德联盟和土地联盟，而且从新保守主义的环形运动的广泛网络中得到了重要的支持，更不用说胡戈·施廷内斯的喉舌《德意志汇报》以及胡根贝格集团的媒体了。鲁尔区的冲突及其对德国的消极影响，使公众舆论至少在承认外交政策现实的方面迈出了一步，并揭开了幻想的面纱，甚至德国外交政策的权威代表人物都曾抱有这样的幻想。


  呼吁消极抵抗成了国家防卫军进一步加强其作用的起点。招募临时志愿者和与右翼的准军事化协会合作进一步破坏了非军事化条例。由于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暂时撤出，国家防卫军领导层的回旋余地扩大了，同样毫不犹豫地向在被占领土上活动的游击队提供武器。针对运输设施的爆炸袭击和对法军军事哨所的突袭破坏了法国政府的经济措施，把消极抵抗变成了积极抵抗。德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一切，而普鲁士政府还由于对被占领土上的右翼社团采取了发布禁令和没收非法武器的干预措施，不得不为“叛国”的指控辩护。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阿尔贝特·利奥·施拉格特案”，这个人是这些破坏小组的成员，也是纳粹党的早期成员。1923年5月，他在杜塞尔多夫的法国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当时的政治右派把他当作民族烈士来颂扬，拉狄克还称赞他是“反革命里也有好战士”。4这让消极抵抗政策失去了信誉，必然激起各占领国采取波及手无寸铁、无力反击的民众的反制措施。


  在没有正确评估后果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就开始了消极抵抗的冒险行动。它指示占领区的公务人员拒绝为占领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并阻碍货物和原材料的运输。占领区当局的反应是驱逐罢工的雇员，其人数最终达到近14.7万人。当法国和比利时控制了占领区的铁路时，它们遇到了刚开始非常有成效的消极抵抗。到1923年中期，普恩加莱的“可增值的抵押物”政策似乎注定要失败了。在占领前夕，胡戈·施廷内斯煽动莱茵—威斯特法伦煤业辛迪加搬迁，这使得由赔偿委员会成立的协约国钢铁生产工业和煤矿工业管理委员会(MICUM)难以介入鲁尔区的煤炭生产。尽管没收了库存，但从被占领土地上运走的煤炭数量还没有达到短缺的德国供应量，后者正是法国入侵鲁尔区的借口。同时，德国经济界通过停止进口铁矿石以及法国和比利时的生铁，对洛林的重工业造成了沉重打击。由于德国政府拒绝支付赔款和实物，法国承担了相当大的财政负担。


  德国政界试图加强莱茵和鲁尔地区坚守的意志，办法就是在被占领的领土之外设立人员均等的防卫委员会，为遭受苦难的民众开展了一些私人支持行动，如“德国人民捐献”，以及为进口食品而调拨外汇。同时，德国特别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和报销“非生产性工资”等方法来补贴重工业。5为了避免因日益严重的减产而出现大规模失业，各方同意设置维修和保养工作，以保障劳动力的就业情况。通过建立钢铁和煤炭融资公司，确保了必要的资本向占领区转移。由于德国的财政援助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对各企业往往相当慷慨地计算的贷款和清偿条件就失去了官方的监管。此外，德国还必须筹措占领费用和向占领区公务员发放薪资。这部分薪资最终由国库承担其中的60%至100%，然而，这里却几乎没有税收收入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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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表现胡戈·施廷内斯与其1922年9月14日与吕贝萨克侯爵签署的货物供应协议的漫画。埃里希·席林发表于1922年10月11日《西木》杂志的墨水画（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遗产博物馆，艺术图书馆）

  


  然而不利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被占领土上。由于占领当局为应对企业停工而设置了关税边界，对货物交换征收费用，并阻止鲁尔区的煤炭外流到非占领区；因此，尽管越来越多地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进口煤炭，但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出现了严重的供应瓶颈。不能让这种经济上的荒唐局面长期持续下去。各企业由于强制减产、没收原材料和工厂被占领受到了严重损害。当占领当局以关闭或接管工厂的方式对拒绝交付战争赔款做出反应时，企业会个别地与MICUM会谈，并达成谅解。同时，MICUM在取代德国民政当局的范围内对民众实施了直接胁迫，鉴于失业率上升和支持资金不足的情况，这种胁迫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年春季，人们已经很清楚，抵抗行动不可能随心所欲地继续下去，至少侧面展开谈判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消极抵抗减弱的主要原因是德国货币购买力的灾难性下降。除了德国金融政策已经产生的通货膨胀影响外，现在还要对被占领土持续过度补贴，而这又只能通过极度增加纸币的流通量来维持。1923年1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已经从27000降至49000比1。惨淡的形势促使外国债权人撤回他们剩余的马克持有量。相反，尽管国家银行能够获得英国、荷兰和瑞士信贷机构的帮助，然而银行支持币值的努力被证明只能取得暂时性的成果。


  4月，马克再次快速下跌，国家银行发现无力阻止本轮下挫，特别是它拒绝交出最后的黄金储备。纷纷抛售马克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局面。面对当时不断蔓延的社会危机，工会和各政党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在夏季启动了另一项通过5亿金马克的内部债券的方式来拯救马克的行动。这一举措对避免一场供应灾难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方面严重缺乏外汇极大阻碍了必要的粮食进口；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卖掉收成后的收益会在几周内变得一文不值，那么他们将不愿意在市场上出售秋收的粮食。然而，支持行动整体失败了。8月份时，马克兑美元的汇率暴跌至500万比1。其原因非常复杂。德国重工业对在赔款问题解决之前使币值稳定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政府，特别是由于大资本早已用黄金来进行结算，因此，马克的下跌对它们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因此难以为继的是千疮百孔的公共财政和那些被迫用马克纸币来谋生的普通民众。在认购内部债券时，这些大资本也就更显得不情不愿。


  德国工业联合会将其参与稳定马克的条件设定为彻底撤销强制经济，包括对外贸易管制，以及恢复战前的社会政策状况。然而，只要与法国的对抗路线继续下去，与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决裂似乎就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将使防御阵线崩溃。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货紧缩和包括废除八小时工作制和国家仲裁制度在内的社会政策的路线转变只有在最终解决了赔款问题之后才有可能结合起来；过早地稳定货币会和德国没有偿还能力的论点自相矛盾。


  正是本着同样的思路，鲁尔区工业界阻碍了库诺提出的带有明确财政保证的战争赔偿方案，尽管英国认为这是克服法国对成立国际专家小组的阻力的先决条件。成立这样的专家小组，以确定德国的偿还能力并解决赔款问题，同时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6德国外交部长汉斯·冯·罗森贝格最初认为超过德国1922年12月的赔偿提议是不可想象的，这一事实表明了内阁在这方面的行动自由有多小。


  直到在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工会组织的坚决坚持下，才提出了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提议，然而，这个提议遭到了德国工业联合会的公开反对。要让他们参与筹集必要的外汇，工业界提出了无法满足的条件，包括确定赔偿的总金额。这个最终没有得到工业界支持的提议未能产生任何效果。尽管这是德国提出的第一个严肃的提议，但鉴于德国的财政崩溃迫在眉睫，以及冯·罗森贝格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而拒绝哪怕是部分地停止消极抵抗行动，因此期待中的伦敦和华盛顿方面的干预也未能实现。如果该提议能够早一点到来，或许会对国际局势产生有利于德国的影响。


  至于1923年夏末发生的德国货币灾难是否可以通过一个更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层而得到缓解甚至得以避免，是很难说清楚的事情。支持这一说法的是以下的事实：11月的稳定总体上是在自身力量推动下发生的；然而，它发生在一个外交环境更为有利的局势之中。德国政府对大型商业协会和不接受它的指示的国家银行的依赖性使其无法扭转局面，人们期望通过经济压力就可以消除对法国和其他协约国的赔款。此外，政府还抱有幻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将消极抵抗延长到冬季之后。与此同时，危机对整个德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被占领土的经济遭到扼杀和不断升级的通货膨胀导致了资本和外汇的极度短缺以及投资活动严重减少。同时，失业率急剧上升，因为经济此时是以稳定的货币计算的，不再能够转嫁由于相对较高的工资和未充分利用的过剩产能所造成的成本压力。


  1923年夏天，在人们完全清楚地意识到马克已经无法挽救之后，零售商们也开始拒绝接受马克纸币。他们人为地减少商品供应，囤积居奇。商店每周只营业两三天，最后则只按小时营业，即使如此，供应量仍然不足。杂货店前排长队的情况屡见不鲜。同时，农民拒绝完成他们的交货配额，这些配额是战后的强制耕作时期制定的。后果就是供应危机和饥饿导致的反抗运动。囤积居奇和田间偷窃行为十分猖獗。抢劫也不再是罕见的事情。很多工人的工资低到工人阶级家庭无法购买他们日常所需物品的程度。公务员队伍原本因为按季度预付工资而在通货膨胀中短期受益，现在却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受影响最大的是养老金领取者和那些靠储蓄或租房为生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对“全国统一战线”的呼吁就像战争结束时呼吁坚持不懈的口号一样没有效果。当然，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广泛地消除了包括工人阶级和收入较低的、不独立的下层中产阶级之间工资和收入的差距。然而，从心理学上讲，这比那些从通货膨胀中获益的人的奢侈和靡费的煽动性影响要小，而这些人一般都是那些能够获得稳定价值的货币的人。各邦政府用无可奈何的高利贷条例来对抗这些过度行为，其财税方面的效用顷刻间就被通货膨胀侵蚀。对奢侈品的进口禁令和对豪华餐厅与赌博场所的控制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在一个人当天拥有的钱在第二天最多只有一半价值的时局中，在一个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世道里，活在当下和沉溺于单纯的消费行为反而成了最显而易见的正确选择。7


  不劳而获者的极度富裕和大众的极端物质匮乏之间难以想象的天壤之别，势必会为社会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广泛的不满和批评创造温床。这就是极端党派的时机，他们立刻开始利用民众的抗议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通过批评“十一月罪犯”、政府的优柔寡断和“柏林犹太人共和国”而取得一连串鼓动性的成功。德国共产党自德意志中部的三月起义惨败以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内部整顿，并能够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8让大多数工业无产阶级支持它的目标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单方面的愿望了。


  早在1923年4月，特奥多尔·莱帕特就代表德国工会总联合会认定库诺内阁必须辞职下野，因为它不可能与战胜国达成和解。任意延长消极抵抗政策与产业工人的利益不相容。尽管有德国政府的支持性支付存在，但在被占领土上，失业率不断攀升，造成了难以容忍的社会状况。即使在当年深秋时实施了指数化之后，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也远远低于大战前的水平，更不用说，粮食短缺又导致了现实中物价飞涨。占领国的镇压措施加剧了莱茵和鲁尔区经济局势的不确定性。鲁尔区采矿业中特别有影响力的工联主义组织利用日益严重的社会困境不断发动罢工，而工会则吃力地控制罢工。与此同时，工会的会员人数也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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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1933年非自主就业劳动力中失业者和短时工的比例

  


  然而，社会民主党的主席团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的领导层对主动叫停消极抵抗还在犹豫不决，以避免背负上叛国者的骂名。直到1923年7月底，社会民主党左翼才在阿图尔·克里斯皮安的鼓动下在魏玛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推动政府改组才获得了必要的动力。9此事的背景是部分产业工人明显的激进化，夏季以来，这种激进化以覆盖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罢工浪潮的形式表现出来。罢工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工资没有能根据飞速发展的通货膨胀而进行调整。德国共产党决意把劳工群众的痛苦转化为革命的动员，然而他们采取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宣传策略，一方面他们在鲁尔区宣传反抗帝国主义剥削的民族防卫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发动反法西斯运动，争取更多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中并加强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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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茨百货公司的奢华梦想。蚀刻版画《蒂茨女孩的梦》，卡尔·胡布赫创作于1921年（慕尼黑，米夏埃尔·哈森克勒费尔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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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图画的形式讽刺旧式农民、政治和现代技术的融合，讽刺《圣经》、皇帝和化肥。格奥尔格·朔尔茨1920年创作的拼贴画《工业农民》（伍珀塔尔，冯·德·海特博物馆）

  


  在德国左派的传统中心萨克森，统一战线的宣传运动取得了成果，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所推动的执政联盟谈判并没有成功。与图林根邦的情况相似，萨克森邦的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共产党的宽容支持下，能够在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对抗中组建少数派政府。这种局势为魏玛的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最终要求创造了背景，即在德国强行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少数派政府，并通过向德国共产党靠拢和利用议会外的压力来使之保持稳定。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拒绝了这一虚幻的要求，特别是由于奥托·布劳恩在普鲁士领导的运行良好的执政大联盟会因此而瓦解。但社会民主党现在力主以大联盟政府来取代库诺内阁。德国共产党在国会中的不信任投票为此创造了外部条件。


  曾允许库诺内阁充分使用第48条来管理与通货膨胀和支持马克有关问题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发现，自己不得不遵循议会的倡议，委托作为库诺的继任者，同时亦得到社会民主党支持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组建政府。施特雷泽曼在24小时之内就完成了这项任务。由此虽然实现了议会多数派政府的回归，但它仍有一个缺陷，那就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中相当数量的少数派以及德国人民党的极右翼拒绝支持它。社会民主党中的反对者（其中首先包括萨克森邦的议员，而且大多数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人）给出的理由是担心大企业的利益会在联盟中占上风；而矛盾的是，恰恰是投票反对施特雷泽曼的社会民主党少数派代表了大企业的利益。


  与重工业相比，特别是与德国民主党议员胡戈·施廷内斯相比，施特雷泽曼从夏初就确信有必要把社会民主党纳入危机内阁。只有在它拒绝重组的情况下，他才会在1923年7月设想一下独裁的可能。从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君主制的追随者，他逐渐发展为一个理性的共和派。他意识到，由于面临着非常棘手的外部局势，无法确定能否抵抗法国对莱茵—鲁尔地区的控制，德国在不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承受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他不能在没有社会民主党共同负责的情况下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不可避免的退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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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雪中的米夏埃尔”：象征1922年末1923年初陷入多重政治问题当中的德国人。讽刺杂志《真实的雅各》1923年1月5日的封面图（图宾根大学图书馆）

  


  作为自由主义议会制的倡导者，施特雷泽曼在魏玛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政治家中是一个局外人。10他比德国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族自由主义的传统，施特雷泽曼认为，议会制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平衡是持久政治稳定不可或缺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成为总理后，他就出售了他持有的各种股份。作为德国人民党无可争议，但又时常遭到敌视和攻击的领袖，他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抑制了纯粹基于利益的政治考虑，并保持党派在议会中达成妥协的能力，从而与社会民主党保持合作关系。当然，达成这一切给他个人造成了沉重负担，或许这也是他早亡的原因之一。


  施特雷泽曼重塑议会制的背景，正是人们已经不再严肃地怀疑消极抵抗政策确实很快就要被打破。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迫使中间派和温和左派政党们重新承担责任，而重工业和右派势力中有话语权的代表人物则认为逐渐走向专制形式的政府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打算把清理鲁尔区的冒险事务留给议会内阁来完成，并伺机而动。作为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而上升为政治领袖的施特雷泽曼，自1921年以来一直在推动接管国家总理的职位。直到夏天，他一直在为库诺的外交政策辩护。他一直采用比较克制的战术，因为早在6月，他就主张反对灾难性政策，主张本着歌德“心怀伟大意志的屈服”的箴言与法国进行谈判。11他也意识到，尽管非常不情愿，除了中断消极抵抗之外，再无其他选择。这促使他担任了总理一职，并希望能够在不太丢脸的情况下迈出这一步。在外交接触中，他虽然得到了英国驻柏林大使阿贝农勋爵的支持，但其最终结果总体上是消极的。施特雷泽曼早在1923年8月就充满怀疑地表示，不能再坐等英国了；到了9月19日，情况已经非常明朗，保守派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决心支持普恩加莱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鉴于英国人的态度，继续消极抵抗只会正中法国人下怀。此外，内部抵抗阵线也在崩溃之中，尽管各工会保证他们的忠诚，但是，莱茵—威斯特法伦地区越来越多的工业界团体愿意在不涉及国家的情况下与法国达成谅解。


  
    [image: ]

    1923年8月13日的内阁更迭。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全国发行的报纸的头版（私人收藏）

  


  在被占领土上，MICUM正将越来越多的矿场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这种情况不允许进一步拖延。占领国开始没收德国支付的用于支持消极抵抗的资金，以此来充抵占领费用以及赔款。因此，这些钱不得不沿着更加曲折的道路转账。由于缺乏支付手段，许多市镇不得不发行紧急货币。在莱茵兰，当地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已经非常具体地在计划建立一个拥有自己货币的莱茵黄金贴现银行，并且该货币将直接与法国法郎挂钩。一旦实现，这将决定性地推动占领区经济与德国经济之间的割裂。然而，只要鲁尔区吞噬的天文数字的费用给德国财政预算继续造成负担，内阁准备整顿德国货币的计划就显得无法想象。


  1923年9月26日，经过与各邦政府的详细协商，施特雷泽曼叫停了消极抵抗，但同时将德国完全恢复在被占领土上的主权定为履行赔偿义务的条件，这样一来就给人留下了没有完全投降的印象。巴伐利亚特使在柏林宣布，他的政府将把中止消极抵抗行为视为德国的解体，视为“第二个凡尔赛”，这表明这一决定在右翼势力中引起了强烈反对。12德国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报刊呼声震天，纷纷要求施特雷泽曼宣布和约无效——后者则以放弃《凡尔赛和约》中的法律立场是绝对愚蠢之举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不过，这种呼声并不能掩盖各地接受这一措施时实际上都感到松了一口气的事实。然而，巴伐利亚内阁却趁此机会公然违反德国宪法，宣布该地进入紧急状态，并将行政权力移交给作为国务委员长的古斯塔夫·冯·卡尔。尽管在之前的各邦会议上，冯·卡尔也认为有必要中断消极抵抗；但仅仅是出于巴伐利亚内部的原因，他在第二天又对此提出了抗议。13


  在政治上，巴伐利亚放弃忠于国家政府的行为意味着取消议会制的前奏，而这种念头在右翼势力的圈子中，特别是在巴伐利亚的“祖国团体”中早已酝酿多时。几天后，由布赫鲁克少校领导的一部分黑色帝国军在屈斯廷企图发动政变，这表明在萨克森邦和图林根邦铲除“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背后还有更多内容。这是一个由祖国联合团体的领导层与巴伐利亚总理欧根·冯·克尼林和巴伐利亚国家防卫军合作，并公开讨论向柏林进军以及“熏蒸红色政府”的计划。但这对国家防卫军领导层和政治右派的代表来说并不奇怪。


  早在1923年春天，在国家防卫军秘密准备重整军备的过程中，陆军指挥部司令冯·塞克特将军就与右翼准军事协会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尤其是与林业专员埃舍里希、格哈德·罗斯巴赫中尉和冯·埃普骑士，其目的是在发生军事冲突时将他们转移到国家防卫军中。同样，塞克特也顺便通过施廷内斯的介绍，和与右翼民族主义军事团体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搭上了线。1923年2月，国防部长奥托·盖斯勒发布了一项正式的禁止接触命令。在个案中，下级军官会因参加右翼极端组织的集会被开除。但在军区指挥官一级，在塞克特的明确批示下，军方与各种民族主义团体展开了活跃的合作，其中包括在东部省份与土地联盟密切合作的边防军，以及伪装成劳工突击队的黑色帝国军部队。


  右翼防御团体在军事上的价值很低，特别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坚持自己在并入国家防卫军后还要保持其自治权。然而，在国内，他们的动员意味着反革命的步伐，结果就是与普鲁士政府的关系持续紧张。在没有被告知非法武装的全部范围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在2月与陆军指挥部达成了协议：容忍边境保卫团体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国家防卫军要解除与私人防卫团体的关系；但这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协议。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逮捕了罗斯巴赫中尉和其他自由军团的支持者，泽韦林对右翼团体的禁令加剧了塞克特对普鲁士政府的反感，这导致他于1923年5月时就考虑由国家防卫军来接管行政权力。


  军事领导层带着极度怀疑的态度接受了成立施特雷泽曼内阁的事实。不得不努力与国家防卫军保持良好关系的总理，被事实上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因为通过设立陆军指挥部司令的位置，可以使国防部长相对于国家总统和国家总理更加中立化——告知，当且仅当他遵循着“德国道路”时，国家防卫军才会准备追随他。149月26日以后，塞克特在他的军事顾问和右派代表（其中包括奥斯卡·赫格特和库诺·格拉夫·冯·魏斯塔普）的怂恿下，考虑在一个三人执政内阁局面下掌握最高政治权力。为此，他专门起草了一份“政府纲领”，除了对宪法进行专业重组外，还设想解散社会主义政党，取缔工会，废除集体议薪制度，并进一步统一国家总理和普鲁士总理的职位。



15塞克特的草案绝非原创，这只是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宣传的，由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和卡尔·格德勒等保守派知名人士所倡导的替代宪法模式的变种。11月初，塞克特毫不犹豫地公开否定施特雷泽曼，并要求艾伯特取而代之。因为施特雷泽曼无法得到军方的信任，因而和他一起“无法领导斗争”。16


  塞克特在1923年初秋具体成形的独裁计划得到了施廷内斯公司柏林分部总经理弗里德里希·米诺的大力鼓励。他代表企业负责人行事，直到在计划的细节问题上才与施廷内斯决裂，特别是在向协约国提供德国西部工业企业的少量股份来作为赔偿金以及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上。在与美国大使霍顿的谈话中，施廷内斯明确地描绘了执政内阁的计划，并透露了国家防卫军领导人的战略。只要德国共产党开始行动，经艾伯特批准的军事独裁政权就将废除议会制，并“无情地粉碎”共产主义运动。17这个囊括了整个政治右翼势力的计划的两难之处在于，它假设了德国共产党敢于试图推翻政权。年初已经为塞克特和鲁登道夫之间建立了联系的施廷内斯担心，如果政变首先由巴伐利亚右翼发动，会在国外产生负面反应。因此，他在10月利用与奥托·赫尔曼·冯·洛索和古斯塔夫·冯·卡尔的亲密关系，劝说他们不要过早采取行动。然而，11月9日，希特勒尝试发动政变，让希望落了空。


  令人不安的是，尽管施特雷泽曼对右翼独裁政权提出了明确的警告，10月底，在社会民主党人离开内阁后，艾伯特还是批准了塞克特与驻华盛顿大使奥托·维特费尔特的接触，因为这有助于实现督政府计划。塞克特的出发点在于，要以合法的外在形式来接掌国家总理职位，并实现督政府，在这一点上，他与巴伐利亚的那些政变者是不同的。支持右翼政变，并导致国家重新陷入类似内战的状态中去，这不可能符合国家防卫军的利益。让德国人民有防御能力，并为了有朝一日对法国的复仇战争做好准备，不能通过反对国家权威的斗争来实现。然而，这并不妨碍国家防卫军领导层向武装团体提供武器，并偶尔在财政上给予它们资助，特别是从内部的角度来看，它们对于抵御社会主义运动是一支必不可少的力量。显然，艾伯特对塞克特给予了完全不恰当的信任，因为后者对这份信任丝毫没有给予回报。艾伯特对于国内的政治后果，特别是他自己理解为紧急内阁的所谓督政府计划的社会政治影响认识不够清楚。因为在1923年9月完全显现出来的军事和重工业联盟的目的不仅是要消灭德国共产党，而且首先是要消除八小时工作制和集体议薪制度这些束缚企业家的制度设计。这些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也被逼出政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重工业界企业主攻势的要点是，单方面将轮班制时间从七个小时延长至八个半小时，这是在被动抵抗中断三天后，在乌纳—柯尼希斯伯恩举行的煤矿协会会议上做出的决定。18矿业企业家指出，当前需要增加煤炭产量，而这又只能通过延长轮班时间才能实现。因此，他们触及了一个在煤矿协会和矿工工会之间争论了多年的老问题。1922年9月在国家劳工部的调解下达成的延长轮班协议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它确认了迄今为止的超量工作，但它也坚持了八小时工作制的原则。雇主的工作时间指令可能会加剧矿工对新的工作时间规定的抵制；它与10月31日之前仍然生效的结束战时经济法令相违背，而且也是出于打倒施特雷泽曼内阁的目的。


  在工业界和资产阶级联盟伙伴的压力下，国家劳工部长海因里希·布劳恩斯感到有必要对煤炭开采以外的部门的工作时间也进行法律界定。对企业家以及和他们穿同一条裤子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基于MICUM谈判即将到来的战争赔偿负担以及促使货币稳定的举措毫无疑问只能通过大大延长工作日来解决。当重工业寻求恢复十二小时工作制，从而放弃不间断生产的三班倒制时，布劳恩斯则努力寻求一种不那么僵硬的解决办法。他提交的法案规定，只有繁重的和对健康有害的工作才保持每天八小时工作时间；此外，保留对青少年工人和女性工人的保护条款；最终，关于工作时间的议定留给集体薪酬协议。《工作时间管理条例》将在内阁寻求的授权法案框架内获得通过。考虑到来自工会方面的预期阻力，社会民主党内阁成员要求将劳动时间问题从授权法案中移除，而德国人民党则坚持所设想的程序，同时要求接受德国国家人民党进入内阁，而这是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的事情。达成妥协的努力失败了，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强硬态度，他们希望发生决裂，而德国人民党议会党团领导人恩斯特·朔尔茨已经设想好了一个把施特雷泽曼排除在外的右翼联盟。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社会民主党为了解决一个枝节问题而拒绝解决国家的生存问题。但实际上，这是重工业和有平衡意愿的左派势力之间进行的一次新的力量考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德国人民党同意授权法案的条件是背着总理进行协商的，并有意要挑衅社会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在内阁崩溃的前一天想要促使经济部长汉斯·冯·劳默尔因为其亲劳工的立场而辞职。但这个算计没有成功。由于德国国家人民党拒绝组建右派少数内阁，这相当于间接承认了议会制，而社会民主党又拒绝了施特雷泽曼关于容忍名人内阁的建议，于是，10月6日，又重新回到了大联盟。


  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长鲁道夫·希尔费丁没有回到施特雷泽曼的第二届内阁；财政部长的职位落到了更有活力的汉斯·路德手中。虽然结束战时经济法的延期推迟了劳动时间问题的解决，但由于多数票通过的授权法案的出台，政府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来实施货币整顿。希尔费丁曾要求对财产关系进行更大的干预，遭到了有影响力的金融界的抵制。


  通过引入地产抵押马克来稳定德国货币，是施特雷泽曼政府的一个惊人成就。19它没有在利益集团的攻击下崩溃，主要是由于马克的贬值速度已经超出了一切想象。1923年秋天，国家的浮动债务在一个月内增加了1000倍。这不仅使得预算管理无法进行，也无法给经济提供支付手段。与此同时，德国国内的物价至少达到了世界市场的水平；通货膨胀的优势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地产抵押马克的创立是基于卡尔·黑尔费里希引入一种以黑麦价值为标准的新货币的建议和鲁道夫·希尔费丁、汉斯·路德与亚尔马·沙赫特等人推崇的黄金储备之间的妥协。仅从1923年10月15日地产抵押马克的创立到一个月后的发行期间，马克的汇率就下降到4.2万亿比1美元。通过故意将稳定马克的措施推迟几天，财政部长成功地几乎完全消除了国家的内部债务。与此同时，国家实现了转而以黄金为基础的税收，并向严格的公共预算紧缩政策过渡，这在10月27日公布的裁员令中得到了首次体现。超过30万名公务员被迫离职。同样，公务员和雇员的工资被设定为战前平均水平的60%。


  货币整顿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可能堵住财政上的“西方窟窿”，并停止对被占领土过高的补贴和资助付款。20权衡停止一切支付行为，暂时让鲁尔和莱茵兰自生自灭，这在内阁中遭到了反对，特别遭到了来自莱茵兰的政治家们的大规模抗议，其中康拉德·阿登纳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认为如果有必要，莱茵兰意义重大，值得德国赌上第二次乃至第三次货币危机。事实上，最初设想的“沉没政策”只会有利于法国人抱有的分离主义意愿，在占领国的保护下，亚琛和其他莱茵城市于10月底宣布成立莱茵共和国。在社会民主党人约翰内斯·霍夫曼的鼓动下，并在德·梅茨将军的大力支持下，普法尔茨地区也出现了短暂的自治，这也是针对慕尼黑的冯·卡尔独裁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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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11月15日引入地产抵押马克之前的通货膨胀高峰：以实物形式支付轻歌剧演出的入场费。柏林城堡公园剧院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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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纸币被交付给柏林的一家银行

  


  由保罗·蒂拉尔将军主持的协约国军莱茵委员会高估了分离主义的机会，这种倾向只局限于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此外，巴黎方面也缺乏用这种方法将莱茵兰彻底从德国分离出去的最终决心。尽管奥赛码头为建立莱茵缓冲国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这些缓冲地带究竟应该脱离德意志邦联，还是作为法国对德国政治施加影响的前沿阵地，仍然存在争议。21此外，剥削德国经济的兴趣与法国在莱茵兰传统政策的后续路线相冲突。普恩加莱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但他表明自己决心利用德国投降，在莱茵兰建立一个国家的构架，该构架将通过实现永久非军事化来满足法国的安全需求，但由于《凡尔赛和约》中规定了对莱茵兰的占领时间限制，因此法国的安全需求也只能在有限时间内得到满足。


  这种利益纠葛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与康拉德·阿登纳关于建立一个脱离普鲁士，但仍然留在德意志邦联内部的西德意志联邦国家的考虑不谋而合，国际控制的保障同时可以兼顾到法国的安全需要。22科隆市长认为这一解决方案是一个真正可以促成法德之间和解的机遇。同时，鉴于德国的财政崩溃，在他看来，如果想在分离主义和临时交出被占领土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的话，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而德国人民党也正在考虑临时交出被占领土以及取消和约。这个方案部分地与胡戈·施廷内斯同时期提出的计划相吻合，即通过交换德国和法国的股权，为法德重工业合并奠定基础，然而，这一举措显然针对了英国。最后，阿登纳的构想与科隆银行家路易·哈根的努力相吻合，他想通过建立一家莱茵黄金中央银行来完成仅限于被占领土的货币转换职能，预计银行中除法国和英国的存款之外，将再加上德国的多数股份。


  施特雷泽曼曾在消极抵抗结束时公开反对向法国交出德国领土。他虽然拒绝了阿登纳的设想，但认为建立一个负责整个被占领土的行政机构是很有意义的。它将履行被普恩加莱锁闭了的德国政府的职能，以防止法国的政策通过在地区和地方一级强制达成个别协议而得以实施。然而，这遭到了奥托·布劳恩的坚决反对，他不想侵犯普鲁士的完整性，在这一点上他与巴伐利亚的立场一致。有那么一刻，施特雷泽曼似乎真的在考虑暂时交出莱茵兰，尽管他很快就强调并否认了这一点。两者都没有实现。地产抵押马克的成功使妥协得以维持，即德国将继续支付失业津贴和占领费用，同时限制对工业的补贴。如果蒂拉尔和普恩加莱能够再灵活一些，阿登纳所追求的妥协路线就会有更大机会成为现实，尽管这将导致德国和法国重工业之间难以评估的利益冲突。因此，莱茵兰和鲁尔区的问题暂时仍然悬而未决。


  放弃消极抵抗后，普恩加莱回避了与德国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这对施特雷泽曼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经历。由于法国总理采取了原则上只与被占领土代表打交道的策略，因此，争取释放囚犯、遣返被驱逐者和恢复德国行政主权的努力失败了。奥托·沃尔夫集团公司同意履行MICUM提出的影响深远的财政条件后，施特雷泽曼认为没有办法阻止鲁尔工业界与让·德古特将军之间的直接谈判，尽管他避免向煤矿协会成立的六人委员会做出财政承诺。


  恢复煤矿开采被MICUM附加了严苛的条件。鲁尔河畔的采矿业不得不承诺向法国和比利时提供大量煤炭，并追溯支付煤炭税，尽管德国政府为了在财政上支持鲁尔区的工业，已经取消了该项税种。施特雷泽曼怀着沉重的心情同意了对德国主权的这种大规模侵犯，否则1923年10月底的谈判将会彻底失败，而另一种选择就是鲁尔区的工业生产完全停顿，并造成一切无法估量的后果。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只有煤炭税将流入“扣押基金”，以支付占领费用，而运输的物资将以同等价值记入赔款账户。德国必须保证偿还鲁尔区工业因11月24日签署的MICUM协议而产生的费用。为了不危及货币整顿，协议规定，企业应预付必要的资本，并将其与应缴税款相抵。其中余款则于1925年绕过了国会，以有争议的“鲁尔捐款”的形式退回给了鲁尔区的工业家们。


  鲁尔区的重工业利用在工会没有参与发声的情况下签订的MICUM协议，不仅在工作时间问题上，而且在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问题上施加了巨大的压力。23施廷内斯在1922年已经在德国经济委员会上说过，德国工人每天必须多工作两小时，但现在协议的负担被用来强迫恢复战前工作时间。在鲁尔区的斗争中，没有人再谈论工人的忠诚度。增加的额外负担转嫁到了他们头上。随着工会的经费账户因为通货膨胀而被掏空，通过直接或隐蔽的停工来成功抵制已经不再可能。


  在“黄金工资”只有通过“黄金业绩”才能挣得的口号下——即承认战前的工作时间——煤矿协会和西北钢铁生产业雇主协会于结束战时经济条例到期后，通过短时工作和大规模解雇的方式，正式执行了事实上的十小时工作制。24他们的做法在1923年12月得到了国家劳工部长的批准。通过最终承认战争失败后的外交政策现实，德国工业界更加下定决心要收回他们在1918年后给予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让步，以减缓德国内部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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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鲁尔区进行消极抵抗。国内宣传服务中心海报，1923年（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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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召德国人民为莱茵和鲁尔地区做出牺牲。奥拉夫·古尔布兰松设计的海报，1923年（慕尼黑，市立博物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3年10月10日萨克森邦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内阁通过吸收德国共产党的几名部长而在政治上向左转，稍后图林根邦又重复了这一做法。25在这两个邦，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绝非仅由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组成，他们拥有强大的支持。在任的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得到了德国共产党的宽容。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对此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在1923年1月，他们通过德国共产党未能避免的资产阶级不信任投票使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威廉·布克的内阁倒台。依靠与共产党合作的继任者埃里希·泽格纳没有能力阻止为遏制高利贷和价格欺诈而成立的无产阶级调控委员会以及作为共和国辅助警察部队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几乎完全被德国共产党控制，但同时他还是成功阻止了德国共产党发动总罢工的要求。


  特别是自德国中部起义以来，萨克森邦就一直是国家防卫军和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之间不断产生摩擦的中心，社会民主党对右翼极端主义团体的行动阻碍了军方领导层非法武装化的努力。盖斯勒和塞克特决心一有机会就对萨克森实行国家干预，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萨克森资产阶级政党和当地工业家协会的支持，他们共同绘制了攻击调控委员会和百人团的恐怖画卷。8月，萨克森邦军事指挥官阿尔弗雷德·米勒将军禁止他的军官参加宪政庆祝活动。泽格纳披露的有关黑色国防军的事实基本上是准确的，这使他被外界普遍视为国家叛徒。


  因此，国家防卫军进行镇压的决心并不是因为德国共产党在后来很快被普鲁士解散的百人团中寻求支持，并筹备所谓的“德国十月革命”。然而，国家防卫军观察到了德国共产党的革命鼓动及其为暴力革命所做的技术准备，怀疑的情绪使紧张的局势加剧到不可忍受的程度。1920年10月，在共产国际就季诺维也夫涉及向列宁主义干部党过渡的“二十一点”的压力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其左翼与德国共产党合并，成立了德国联合共产党。由于持续的党内分裂，左派失去了原成员的五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德国共产党现在上升为一个大众党。然而，保罗·列维推动的统一战线政策遭到了自由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反对，并且在1921年也被共产国际否决，这导致列维总部以及反对政变行动的领导集团垮台。在卡尔·拉狄克的影响下，由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领导的左派陷入了德意志中部起义（三月起义）的惨败。


  1922年，除了最初的清洗，共产国际战略的转向还使运动过渡到了一个更加防守的路线。在建立“工人政府”的口号下，人们犹豫不决地支持了图林根和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这首先符合重新巩固已大幅下降的党员数量的意图。在拉狄克强加给党的针对日益增长的左翼反对派的民族布尔什维克方向明显失败后，1923年8月15日，季诺维也夫指示德国共产党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危机做好准备。在共产国际的德国问题专家卡尔·拉狄克的影响下，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期待在德国展开迅速的决策斗争。托洛茨基特别支持新的进攻路线，尽管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布兰德勒自己尚有疑虑，但9月初在莫斯科他还是宣誓加入了这一路线。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一样，对动员德国工人群众进行革命、推翻现有政权的成功机会抱有相当大的幻想。他们甚至把11月9日确定为革命的日子。


  德国共产党进入萨克森和图林根内阁，是为预定的推翻政权做好准备，为此提供武器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原本应该接管内政部的布兰德勒，作为萨克森邦总理府负责人，主要忙于追查秘密武器库。所有这些都没能逃过国家政府的眼睛，尽管它几乎不可能知道共产国际的计划。10月13日，萨克森邦政府禁止了无产阶级百人团，然后萨克森邦的警察部队被置于军事指挥之下。但是，起义的计划不仅在这方面遭遇了失败。在德国共产党于10月21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工人大会上，布兰德勒要求立即举行总罢工，但仅获得少数支持；甚至在“红色”的萨克森邦，共产党人也发现自己在政治上被孤立了。汉堡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层没有听从总部取消行动的决定，仍然在10月23日发动了起义，最后参加行动的工人几乎不到5000人，个中原因一直没有弄清。有可能是由于通信困难，也可能是由于当地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其中包括恩斯特·台尔曼——雄心勃勃，然而这种一意孤行导致了这次“德国十月”陷入完全孤立，在10月25日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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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姆尼茨的工厂。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的绘画作品，192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

  


  虽然发生在德国中部的这次危机在10月份达到了顶峰，但巴伐利亚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暂时仍处于拉锯中。9月26日，施特雷泽曼对巴伐利亚的挑战用实行军事紧急状态，并将行政权力移交给国防部长的方式予以回应。另一方面，他也拒绝了社会民主党内阁成员对巴伐利亚采取行动，并迫使国务委员长冯·卡尔将军辞职的要求。事实上，他也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盖斯勒和塞克特在谨慎地提到即将到来的督政府的条件下，拒绝针对巴伐利亚部署国家防卫军。然而，塞克特和巴伐利亚政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因为第七师师长冯·洛索拒绝执行盖斯勒对《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该报纸发表题为《独裁者施特雷泽曼和塞克特》的文章，进行反国家政府的、反犹主义的宣传。26这场冲突表明，巴伐利亚军队领导层正在采取措施，通过“秋季训练”使各爱国团体直接隶属于其部队，并决心在紧急状态下，即使没有塞克特也要实施对柏林的进军计划。因此，不仅是拒绝执行命令才让塞克特做出如此极端严厉的反应并让冯·洛索辞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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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堡造船厂的工人。海因里希·福格勒的绘画作品，1928年（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冯·卡尔以将第七师直接归他指挥来反击对巴伐利亚司令职务的免除。塞克特立场坚定，但试图将这一过程当作一个人事问题来解决，而冯·卡尔则派遣巴伐利亚警察局长、上尉汉斯·冯·塞瑟骑士前往柏林，争取让塞克特能够接受洛索、塞瑟和希特勒组成三巨头的政变计划。然而，这位陆军指挥部负责人坚持他所推动的督政府计划正式合法变体的唯一性。在11月2日起草的致冯·卡尔的信中他强调说：“《魏玛宪法》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既没有参与它的制定，它原则上也与我的政治思想相悖。”一个像施特雷泽曼那样的内阁是行不通的，即使像他所努力的那样，社会民主党人退出了，也不行。同时，他希望在不发生公开内战的情况下实现转机，并强调不应该让国家防卫军处于必须“两线”维护国家权力的境地。27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施特雷泽曼希望，国家防卫军也无法实施对巴伐利亚的干预行动。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坚持要对冯·卡尔进行干预，但被他以“我绝不能让它变成一场右翼政变”为理由拒绝了。28事实上，真要坚持这样做的话，完全可能说服塞克特和他背后的势力接受提出的巴伐利亚联盟。


  另一方面，国家防卫军领导层利用国家的紧急状态，立即对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采取了行动，甚至抢在内阁做出相关决定之前。2910月17日，萨克森邦的军事指挥官训斥了邦总理，因为邦总理没有在政府宣言公开之前事先呈递给他。10月22日，更多的部队开了进来，引发了与抗议工人的暴力事件。这件事情本来就可以这样不了了之了。然而，国防部长推动任命一位萨克森邦平民国务委员。这在内阁中引起了阻力。国家司法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指出，罢免邦总理的做法不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毕竟，这里正在实验的是1932年在普鲁士重新进行实践的事情——但他没有得到执政联盟伙伴对此的认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没有意识到萨克森邦德国人民党对施特雷泽曼施加的政治压力；他们只是确保了在威胁要国家干预的时候，抢先由国家总理书面要求泽格纳辞去职务。萨克森政府首脑则以不合理和不符合宪法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


  后来的事实证明，泽格纳当时已经准备把共产党内阁成员踢出去了。德国对已经正式成立的萨克森联盟实施国家干预的唯一合法理由是，共产党人的煽动行为针对了德国宪法。因此，只要让共产党的内阁成员辞职就足够了。这样一来，10月21日以后，共产党人若要推翻政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鉴于当时有效的军事控制，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了。任命德国人民党政治家卡尔·海因策为萨克森邦的国家委员也被证明是错误之举，因为他甚至在内阁正式做出决定之前，就于10月29日在伴随挑衅性的状况之下，实施了国家干预。施特雷泽曼只是刚刚撤销了海因策关于阻止萨克森邦议会召开的决定。在社会民主党主席团对萨克森邦议会党团施加了巨大的内部压力之后，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费利施在德国民主党容忍的少数派内阁中当选为总理，这实际上使萨克森邦的紧急状态变得多余了。此后不久，图林根邦被军事占领，弗勒利希领导的联合政府被迫下野。


  社会民主党内阁成员们觉得萨克森和图林根相对于巴伐利亚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这是一种严重的威信损失。他们意识到，针对萨克森左翼的军事行动——除了泽格纳侵犯了国家防卫军的利益，促使塞克特以及盖斯勒采取无情的军事行动之外——意在追求双重目标。在萨克森邦实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干预，或者说它至少看起来确保了塞克特和同情他的军方以及工业家们领导着议会制向着他们需要的专制主义方向进行改组，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当然认为他们萨克森邦的同志们的政策存在问题，并试图对他们施加温和的影响。然而，正如普鲁士内政部长清楚地知道的那样，即使泽格纳的论战表现超出了萨克森邦的权力范围，该邦社会民主党对国家防卫军以及他们偏爱右翼极端主义组织的批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绝大多数萨克森邦的产业工人都支持通过重新唤醒议会思想来巩固革命果实并阻止反共和力量的不断壮大。此外，诺斯克时代的失误也在萨克森邦不断重演。对于受到了来自德国共产党无节制鼓动压力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在萨克森邦掌权的军事政权毫不犹豫地，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止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唤起了人们对1919年春天的痛苦回忆。30


  国会议长保罗·洛贝的反应体现了萨克森事件中党内冲突影响的深度，洛贝一直采取明显的改革主义立场，现在却提出了“回到纯粹的阶级斗争”的口号。31他知道，武装抵抗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党被迫进入绝对防御，包括先前一直优先考虑的社会政策。他还说，社会民主党不能再为共和国而战，因为群众认为这种资本和军事力量与帝国时一样强大的政府形式是不值得捍卫的。另一方面，普鲁士政府的代表，尤其是卡尔·泽韦林也指出，该党退出执政联盟会增加用专制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危险。


  最后，社会民主党的最高委员会达成了留在政府中的一致条件。相关内容提前发表在了《前进报》上，这让它们有了一些最后通碟的味道。其中要求解除军事紧急状态，与巴伐利亚邦的违宪行为保持距离，以及由文官控制萨克森邦的国家防卫军的国内行动，主要都是为了挽回党的面子。在善良的意愿下，这些本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这种策略上并不高明的做法使资产阶级内阁成员更容易将大联盟解散的责任甩给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些条件被拒绝而撤回了他们在内阁中的各名部长。


  到了1923年秋，巴伐利亚自由邦与国家政府之间冲突的不断升级，不仅代表了邦联制出现危机，更是魏玛议会制所面临的深刻的内部威胁的一个表征。自从慕尼黑的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以来，巴伐利亚已经成为德国反革命势力的据点。卡普政变在巴伐利亚造成的后果是，当地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尽管它与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不同，采取了明显温和的立场。巴伐利亚一直反对稳定国家的共和体制。1920年3月中旬根据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提议当选为邦总理的古斯塔夫·冯·卡尔是一名职业公务员。巴伐利亚王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在他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他是一名坚定的君主制拥护者。因此，他对邦议会的依赖程度远远小于对主要由保守的资产阶级居民组成的民兵。民兵在协约国军控制委员会的强制下解散了，与国家政府的长时间冲突最终导致了冯·卡尔辞职以及处事更加优柔寡断的胡戈·冯·莱兴费尔德伯爵插手。在他的领导下，巴伐利亚这块地方被称为一个秩序单元，成了不受控制的、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小集团和军事协会的天堂。


  早在革命阶段，巴伐利亚就已经是一个政治上过渡的地方，无论向左还是向右。那个短暂的开放阶段，让各种政治乌托邦主义，从图霍尔斯基的“知识工人委员会”到战争中幸存的图勒社，都能开花结果。这种状况并没有被针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的“白色恐怖”所消除，而只是转向了极端右翼的政治光谱。包括公开的、相互竞争的君主主义团体，如巴伐利亚国王党和巴伐利亚故乡与国王联合会，自由军团的后续组织，如警察医务委员皮廷格组织的“巴伐利亚与国家”联盟，自由军团领导人埃尔哈特的“执政官组织”，它当时以“维京联盟”的名义运作，还有在上西里西亚出现，并从1922年起在弗里德里希·韦伯的领导下滑向了大德意志航道的高地联盟，以及更加保守的协会，其中包括政治上灵活的林业委员埃舍里希领导的“奥格施”，还有1922年后变得越来越军事化的钢盔团和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在差异化光谱的末端是冲锋队，它是由1920年纳粹党成立的体操和体育部演变而来的。


  

普鲁士政府尤其努力控制极右翼势力的活动，并在拉特瑙暗杀事件后，根据《共和国保护法》，以禁止组织和刑事追诉的手段进行干预，而巴伐利亚内阁不仅没有在这方面采取任何举措，甚至最终还废除了巴伐利亚邦的《共和国保护法》。当普鲁士和其他各邦把纳粹党、德意志民族防御和保卫联盟、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和其他许多组织都禁掉之时，它们在巴伐利亚却得到了善意的宽容。维尔特内阁倒台后，国家政府内不再能迸发出打击反共和主义的力量。恰恰是赔款问题冲突矛盾的激化，导致右翼极端主义组织，特别是非法军事组织的活动大大增加，部分原因在于不能再推迟减少国家防卫军的兵力了。


  消极抵抗即将结束，这对右翼的内战党派来说，由于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而暂时搁置的权力问题就不能再搁置了。在右派眼中，施特雷泽曼的总理职位似乎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确立，因此也是失败和软弱令人生厌的制度的最终确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巴伐利亚王室可耻的放弃形成的噩梦体验在慕尼黑演变成了一种过热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极端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怨恨情绪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在白蓝和黑白红的阵线之间就没有确切的分界线了。慕尼黑的小资产阶级啤酒馆气候滋长了政变的倾向，因为城市资产阶级基本上在政治上无所适从，然而——与北德的类似情况相比的话——这种倾向明显缺乏目标明确的能量。对柏林的深深怨念填补了巴伐利亚的特殊性和大德意志沙文主义之间的缺口，并掩盖了巴伐利亚右翼极端主义最终的无政府主义结构。


  1921年11月5日，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那一小时已经无人问津。王室夫妇在慕尼黑的家族墓穴中下葬，伴随着胜利的葬礼游行，红衣主教福尔哈贝尔在葬礼上公开贬低共和制度——“在人民是自己国王的地方，他们迟早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甚至像恩斯特·罗姆也希望鲁普雷希特王储重新拥有王位。但巴伐利亚成为独立国家的想法，绝不是仅仅依靠法国外交部门表示同情就能催生出来的，更大的可能性在于，范围还有待确定的多瑙河联盟框架内，随着莱茵兰的分离和被占领土上分离主义倾向的不断进军，巴伐利亚独立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激烈。


  巴伐利亚分离主义的主要推手是奥托·皮廷格。早在1922年6月，他就试图发动政变，但遭到了弗朗茨·克萨维尔·冯·埃普骑士周围准备对柏林发动政变的军政府和高地联盟的抵抗，最后被扼杀了。1922年秋天以来，他一直在与林业委员乔治·埃舍里希和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以及其他保守派民族主义的代表进行接触。他的心中构思着一个摄政委员会，为了这个委员会能成功，需要争取诸如冯·卡尔、慕尼黑警察局长恩斯特·普纳尔和冯·埃普骑士等杰出人物的支持，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暴力相威胁，同时需要法国以金钱、武器和外交的手段来提供支持和保护。在这个手段并不高明的阴谋中，一些协会毫不掩饰地利用法国的补贴来整顿和改组自身，很快就泄露了，这让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敏感地暴露出来。这一事件一方面清楚地表明了巴伐利亚这块地方的内部状况，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议会外右翼势力在联合爱国协会中更强有力地统一在一起，共同把希望寄托在冯·卡尔和巴伐利亚的右翼保守主义革新上。


  在奥托·皮廷格失败后，君主—分离主义协会和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推翻共和国的团体之间渐行渐远，前者还愿意容忍试图维护巴伐利亚特殊权力的冯·克尼林内阁。这第一次给了纳粹党机会从巴伐利亚的政治边缘地带走向中心。阿道夫·希特勒抓住鲁尔区被占领的契机，脱离了巴伐利亚的联合爱国协会，以“不是打倒法国，而是打倒十一月罪犯”的口号，宣布民族统一战线的终止。32通过不间断的宣传工作，他努力动员越来越多的大众追随者，试图将纳粹党推向“民族自由运动”的顶峰。在党的公开集会上，希特勒不留情面地对所谓“十一月罪犯共和国”提出指责，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受众。巴伐利亚邦首府慕尼黑处于极度紧张的政治状态当中，各种关于政变的谣言满天飞，敌对的权力集团之间相互角力，这为承诺对现有制度进行“全面清算”的民族社会主义舆论宣传创造了理想的温床。


  在1923年期间，纳粹党党员数从15000人猛增到55000人，但其影响力基本上仍然只局限于巴伐利亚，特别是在普鲁士、萨克森和图林根，该党自春季以来只被允许以替代组织的形式活动。尽管如此，欧根·冯·克尼林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好言安慰来控制住希特勒，希特勒也一再向他保证，只想在合法的范围内行动，并未有政变的意图。如果对纳粹党进行更严厉的镇压，冯·克尼林担心会与激进的右翼武装分子发生对抗。因为希特勒不仅在巴伐利亚军队中有关系，比如，恩斯特·罗姆为他和冯·洛索将军搭上了线，而且在巴伐利亚政府当中也不乏同情者，包括慕尼黑警察局长恩斯特·普纳尔和他的同事，区域行政长官威廉·弗里克。由于希特勒的无国籍身份，政府于1922年考虑顺理成章地将之驱逐出境，然而却遭到了爱国协会的大规模抗议。尽管鲁普雷希特王储和埃尔哈特上尉均认为希特勒的政治能力极其低下，但他们还是想在其策划的政变中能够利用纳粹党的潜在力量。


  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后，巴伐利亚邦反革命氛围普遍占据主导，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安东·德雷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才有可能崛起，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德国工人党的成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图勒社慕尼黑分部的倡议。图勒社是秘密的，作为泛德联盟的一个分支，是向神秘主义的雅利安仪式致敬的日耳曼骑士团的后续组织。然而，起初，它只是许多相似的、没有什么具体纲领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分裂团体中的一个，其活动往往局限于在巴伐利亚饭店中充斥着啤酒味的偏厅中进行定期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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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3月，马克斯·赫尔茨领导的左翼起义后，国家防卫军士兵占领了福格特兰的法尔肯施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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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10月全国强制执行令期间，萨克森弗赖贝格地区对路人进行军事管制

  


  相比之下，同样起源于泛德联盟的德意志民族防御与反抗联盟的成立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它选在班贝格，并于国会召开之日成立，绝非偶然。司法委员海因里希·克拉斯希望能够形成有组织的反犹主义宣传鼓动，并产生对于上层名流云集的泛德联盟来说所缺乏的“向下”的效果，即点燃一场群众运动，从而“把犹太人当作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避雷针”。33有组织的反犹主义与自由军团和军方右翼这个圈子的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叉联系，特别是与“执政官组织”、钢盔团和其他士兵协会，其中当然也包括和纳粹党保持着密切联系，纳粹党党内主要职能部门的人员曾经是德意志民族防御与反抗联盟的成员。特别是在巴伐利亚，纳粹党成为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内斗被削弱、在拉特瑙遇刺后被禁止的联盟的后续组织。在其高峰时期，防御与反抗联盟拥有近18万名成员，却未能实现预期的大规模群众动员。由阿尔布雷希特·冯·格雷费和作为有着民族主义倾向的《德意志报》主编之一的赖因霍尔德·武勒领导，于1922年12月从德国国家人民党中分离出来的德国人民自由党也未能吸引大量选民追随。防御与反抗联盟的激进种族主义反犹宣传，是造成当时一系列谋杀案的幕后原因，拉特瑙遇刺只是其中一例，这些反犹宣传甚至还呼吁要对犹太人群体实施肉体上的清除。推翻柏林的“犹太共和国”的计划完全不是影响力主要局限在巴伐利亚的纳粹党独家垄断的事务。34


  而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叫嚷得最凶和行为最为激进的团体非纳粹党莫属，其支持者主要来自小中产阶级，直到1923年它才从农业人口中获得支持者。纳粹党形成了一个战争老兵的集结点，这些人曾活跃在自由军团、民兵团体和巴伐利亚秩序单元当中，退伍后又无法回归正常的平民职业中去。35鲁道夫·赫斯、创建了纳粹党党属出版社的马克斯·阿曼、成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后来成为党的法庭）主席的瓦尔特·布赫以及威廉·布吕克纳（他后来担任了希特勒的副官），这批前军官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在纳粹党党内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1921年后，许多现役军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其中包括恩斯特·罗姆，他是第七师步兵指挥官冯·埃普将军的参谋，赫尔曼·戈林，战争中曾获得过功勋勋章荣誉的战斗机飞行员，他在1923年接管了党内冲锋队的最高指挥权，以及赫尔曼·克里贝尔中校，他在这个阶段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但也有来自慕尼黑放浪形骸的人群拥入。后来成为外国媒体负责人的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一直打着冲锋队旗号的本笃会神父阿尔班·沙赫莱特纳，甚至还包括后来被罗森贝格攻击为堕落艺术家的埃米尔·诺尔德，也都在其中。尽管希特勒在1922年访问了六月俱乐部，却无法赢得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支持，因为他认为希特勒没有能力为民族社会主义提供任何智力基础。诸如迪特里希·埃卡特、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戈特弗里德·费德尔等民族主义思想家“打破利息奴役”的论点被纳入纳粹党的纲领中，然而关于进入党内的军方和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问题就处于次要地位了。36


  原本作为集会中维持秩序的组织而成立的冲锋队，在罗姆的影响下不断扩大，在“执政官组织”军官的加入下，成为一个准军事组织，直到1923年夏天，它实际上都在埃尔哈特的指挥之下。1923年1月底，冲锋队通过加入罗姆成立的“祖国战斗协会工作组”，出现了脱离希特勒掌控的迹象，尽管它与其他民族主义军事协会不同，通过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党派运动的认同，它将自己视为一个政治协会。总的来说，正如军事和政治的双重领导已经证明的那样，各个军事协会和国家防卫军之间的界限是不稳定的。然而，1923年10月接受国家防卫军军官正规军事培训的冲锋队，在战斗联盟中只占少数。包括主要由学生组成的“慕尼黑团”在内，1923年10月时，最多只有3000人，其中准备参加政变的人还几乎不到一半。


  德国工人党于1920年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从一个民族主义协会转变为一个法西斯运动，这次变身与阿道夫·希特勒本人有着密切关系。他在维也纳的青年时代和1913年移居慕尼黑后，曾多次接触到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37希特勒身上最明显的政治烙印来源于战后的慕尼黑。在国家防卫军的倡议下，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革命爆发时，他躲进了上维森费尔德的军营中避难，他在那里执行警卫任务，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苏维埃共和国运动的动荡局势。在政治“启蒙课程”中，他遇到了当时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民族主义诗人迪特里希·埃卡特，以及发现了他的演说天赋的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课程结束后，他被国家防卫军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借调为联络员，报告德国工人党的活动情况。其间，一篇讨论稿件引起了身穿野战服的下士希特勒的注意，德雷克斯勒最终要求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领导层，希特勒甚至在1920年3月之前一直作为该党的宣传发言人保留了国家防卫军成员的身份。38


  希特勒在国家防卫军培训课程中接受到了大量反犹主义思想的灌输，其间他又与图勒社成员迪特里希·埃卡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频繁私下接触，这些都决定性地塑造了希特勒的政治世界观，并反映在他早期的公开露面中，其特点就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言论。他所再现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怨念的混合物并不是其独立思考的产物。希特勒给听众带来的首先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高度精巧的演说天赋，而他的观点则始终在重复着从当代民族主义思潮中借用来的陈词滥调。然而他通过对论点具象的简化和蛊惑性的夸张能力，使其看起来特别具有说服力。


  希特勒作为纳粹党宣传发言人的职业生涯在某些方面是对自己的一种逃避。他对听众施加的魅力，源于他对听众情感需求异常强烈的敏感性，而这又为他极度缺乏的内在自我确信提供了替代品。作为一个演讲者，他对他所提出的口号以及唤起的仇恨有着自我暗示性的身份认同，一次又一次地在演说中把身体运行到疲惫的极限，形成了他无以伦比的煽动性魅力。归根结底，它是建立在对一个缺乏感情和接触、无力建立正常社会关系的人的自愿投入之上的。重要的不是宣传的内容是什么，而是对意志和无条件的崇拜，他致力于此，并将其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而直接传达给公众，这些导致了他在蛊惑人心方面的巨大成功，并使他有能力甚至可以成为乌托邦式目标的代表人物，具有如此大的说服力，仿佛这些目标马上就要实现。39


  希特勒往往能给他的听众和追随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善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普通的前线士兵，一个来自人民中的人，他根本上厌恶政治事务，认为职业政治家不过是职业的“无赖”，但由于情势所迫，他又不得不走上政治舞台，而一旦这一团乱麻被清扫干净，就会马上离开，而这就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他有意识地通过随意的着装来支撑自己无私和奉献的整体外在形象，这构成了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他的波希米亚风格只有最亲近的党派支持者才有所了解。他作为一个宣传者所做的将自己个人与国家的命运高度等同以及对个人真实性的要求是希特勒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主观对应。这清楚地表明，希特勒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煽动者，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形的、有个性的个体，而恰恰在于他为了适应普遍的社会怨恨和态度完全放弃了自我。在这方面，他主要是环境和环境强加给他的角色的产物，然后他能够以惊人的技艺来扮演好这些角色。战争失败和革命的集体梦魇，内心撕裂的意识，价值相对主义，普遍的社会地位恐惧感，这些都被非理性的行动主义和自我英雄化所弥补，同时也可能导致集体自杀的情绪——正如1918年后军事精英们反复出现的情况那样——为希特勒身上散发出的魅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心理背景。希特勒对那些昔日特权受到威胁或社会地位提高无望的人群所产生的魅力是巨大的。


  1920年后，纳粹党的发展与其说是得益于它所倡导的纲领，不如说是因为希特勒和他的亲密伙伴小团体给它量身定制的新政治风格。有趣的是，希特勒几乎完全不关心“二十五点”纲领的内容，他几乎没有完全逐条同意，却无比重视其示范性的公开宣扬。40纳粹党的纲领往往是折中地把各种论点杂糅在一起，内部还充斥着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族主义运动和极右翼协会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吻合，其中包括新保守主义环形运动的一部分和青年联盟的民族主义派别，他们的纲领在许多方面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纲领性思想相一致。不同的是，纳粹党以一种激进和集中的方式来宣传民族主义的怨恨情绪，而这种宣传的方式在其他竞争团体中是基本没有的，因为这些团体的方案还都考虑到了各自内部的利益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当希特勒在1921年夏夺取了对党的领导权时，为了实现他不受限制的领导权，他选择在公开的集会上对党的委员会施加压力，而不是通过委员会内部程序。41外部原因是希特勒拒绝了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与奥托·迪克尔领导的与德国社会主义党关系密切的民族共同体合并的计划，这意味着德雷克斯勒无意之中侵害到了希特勒的领导地位。希特勒对这个看似否认其权威的行为做出了过度反应，然而又没有明确的行动方案；他对外郑重宣布要退出纳粹党显然也是认真的。希特勒的核心动机基于一种本能获得的洞察力，即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运动倒退成为“西方联盟”，并且在参政的纲领性讨论和参与议会选举中逐渐失去其意识形态的纯粹性。他的担心在于，作为唯一真正的“德国自由运动”，纳粹党不应该通过与相互竞争的团体结盟而放弃自己的原创性主张，从而失去自己的团结和进取心，最终迷失在众多民族主义分裂团体中。


  实质上，1921年7月的政党冲突核心是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理念强加给一个局外人政党，该政党迄今为止一直以资产阶级俱乐部为组织特征，并在关于改善世界的投机性计划的辩论中不断内耗。在他最为亲密的慕尼黑追随者赫尔曼·埃塞尔和鲁道夫·赫斯的压力下，希特勒实施了无条件的元首责任原则。因此，党内选举被自上而下的责任授权所取代，尽管一定程度与形式上的社团民主，也是出于社团法的原因，至少在1925年之前得以保留。元首制原则本身已经在自由军团和右翼社团中到处实行，但希特勒除了确保自己不受限制的决策权外，还宣布禁止党内形成其他的意志，在他看来，这是多余的。渐渐地，党内形成其他意志的制度基础也消失殆尽。


  施展元首权力最初符合希特勒的主观需要，即避免与竞争对手的下属发生争执，避免任何机构介入，他本人的生平也一直拒绝这种介入，因为他不愿通过日常事务而迎合党内领导工作。党所被赋予的仅仅是执行功能，这是基于希特勒自认为“民族社会主义理念的守护者”的特有的政治理解所衍生的。他曾表示，“能够用简洁的公式来概括的统一组织和指导的世界观需要一个像冲锋队这种组织的政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世界观”必然是抽象的，无法通过“冗长的纲领”进行表述，而严密的组织完全服务于动员群众这个目的——不存在可以整合不同利益并确定政治优先事项，从而进行所谓政治活动的中间地带。因此，宣传不是手段，而是纳粹党在抽象的、无法秉承的“世界观”内进行政治活动的实际内容，该政治活动根据实际动员取得的成果进行衡量并在必要时进行更改。42


  组织原则对于希特勒始终次要于宣传目的。在成立地方组织时，他认为先进行足够的“群众宣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败以保持威望。同样，在纳粹党参与选举和组织联盟之前，发起广泛的抗议运动就十分有必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还以同样的理由认为参加选举是不利的，至多对宣传目的有用。因此，纳粹党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招募支持者身上，而对事实问题的讨论置之不理。在宣传的强度上，纳粹党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希特勒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1923年，纳粹党仅在慕尼黑就举办了46场大型集会。它的形象不是由追随者的政治融合程度，而是由连绵不绝的宣传打上的烙印。


  法西斯主义政治中特有的决策主义，即内容价值的形式化以及目的和手段关系的倒置，在纳粹党中很快体现为外在符号和仪式感的双重发展，其功能在于弥补内部缺乏具体纲领的短板。从图勒社处沿用的纳粹党党旗和党徽、最初在罗斯巴赫自由军团配套的棕色衬衫、1922年末模仿意大利的冲锋队旗帜以及从民族主义运动中借鉴的“敬礼”手势（在30年代初被希特勒礼的手势所取代），这些都是有意推进美化政治的例子。早在1923年1月的党代会上，希特勒就成功地打破了最初的集会禁令，这次会议共有13场公开集会，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夸张宣传。尽管当时还没有像约瑟夫·戈培尔那样精湛的政治表演技巧，但这次会议还是通过冲锋队的游行队伍、旗帜朝拜和狂热的集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希特勒通常回避的政治讨论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出现得越来越少。


  不仅得益于如慕尼黑出版家布鲁克曼家族、钢琴制造商贝希施泰因和早期支持希特勒的弗里茨·蒂森等大资产阶级支持者的捐赠，1922年纳粹党还成功收购了此前一直作为民族主义组织喉舌的《慕尼黑观察报》。与此同时，该党从施廷内斯设立的“反布尔什维克商业基金”、不明外国来源，有时也从军方那里获得了临时资金。只不过，该党一贯主要还是通过会员费和集会收入来融资。正如符腾堡大使所报道的那样，随着会员数量的增加，“上流社会的街头民众”给予越来越多的同情，使得希特勒成为“慕尼黑之王”，同时在1922年至1923年危机的影响下，也获得了巴伐利亚保守派贵族的关注。43在1922年9月在科堡举行的德意志日上，冲锋队针对左翼反示威者的恐怖主义行动掩盖了他们与其他爱国协会相比在数量上的悬殊劣势。虽然希特勒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无可争议，但人们并不清楚他在国家革命和德国复兴大业中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权力。


  起初，他并没有想到要以重要政客的身份负责政府事务；他一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鼓手”，作为主要宣传者与一众主要部长并肩作战。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与其说是一场民众起义，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谋，这进一步坚定了他的野心，并引起了他的支持者对领袖的神化崇拜。而在民族右翼军队向柏林进军的战备行动已经展开之际，希特勒仍将自己塑造成“拯救德国的宣传者”。44尽管他周围的人试图将他纳入洛索和普纳尔阵营，但他本人并不清楚自己将扮演什么角色。


  军事政变计划实际由埃尔哈特上尉通过扩大图林根邦边界的北部边境防卫队来推动——作为部署军队，并纳入部分冲锋队在内的借口——但在希特勒看来，这些计划并不十分重要。1920年卡普政变后，他曾说过：“军事永远不能成为颠覆的工具，也永远不能成为运动的载体。”45


  这与冲锋队领导人冷静的军事计算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恩斯特·罗姆和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推动冲锋队军事化的目的性很强，而冲锋队于10月在国家防卫军兵营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1923年9月初，在纽伦堡的德意志日上，冲锋队与一些和纳粹党关系密切的军事组织，包括海斯上尉的“帝国旗帜”、“高地联盟”和慕尼黑的爱国组织一起，组成了“德意志战斗联盟”。罗姆的这一行动旨在扭转鲁登道夫和希特勒领导下的国家革命派阵营在军队中逐渐孤立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加强了对柏林采取进攻性军事行动这个概念。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军方领导层和统一爱国组织的领导人中遭到反对，因为他渴望绝对领导权，并表现出拿破仑和救世主的架子，所以他费尽周折才拿下了“战斗联盟的政治领袖”这个称号，而该联盟的军事领导由赫尔曼·克里贝尔中校负责。实际上，这只是意味着他负责对所追求行动的宣传背书而已。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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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9月1日纽伦堡“德意志日”上的高地自由军团游行，当时正值阿道夫·希特勒政治领导下的德意志战斗联盟成立之际

  


  德国民族主义者青睐的鲁登道夫将军也与之结盟，他在卡普政变期间已经试图重返政治舞台，但这一决定也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这位总参谋长在北德地区被公认为民族领袖，并试图在那里建立对抗柏林的“第二战线”，对于政变而言，他的地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位将军并不打算服从希特勒，尤其是因为后者对这位前军事指挥官表现出了近乎崇拜的恭敬。鲁登道夫曾支持复辟霍亨索伦王朝，这使他遭到了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的强烈反感和继任者的嘲讽，他已经幻想着自己将领导一支“德国国民军”在政变后与法国好好算一笔账了。47


  因此，希特勒冒着被双重孤立的风险，拼命地试图将部分“帝国旗帜”组织已经退出的战斗联盟纳入政治纲领。尤其是希特勒新成立的国家委员会威胁到了他所依靠的慕尼黑人民运动的权力时，情况就更是如此。1923年5月1日的事件表明，国家防卫军尽管对纳粹党抱有极大的同情，但在希特勒自封的领导地位面前，他们显然是不愿屈服的。当时希特勒不得不同意解除他所集结的包括“慕尼黑团”在内的冲锋队编队的武装。纳粹党以惯常的街头动员作为回应，并通过极度扩大领袖崇拜来弥补他们在占领鲁尔区的态度上的战术失误，语言措辞上，他们称希特勒是不可替代的“德国自由运动的领袖”。


  在不断的政变谣言和为计划于11月15日的军事行动而进行的狂热准备中，希特勒面临着失势的危险。在德国北部，他被认为只是一个煽动者。鲁登道夫认为，他必须先证明自己是否有成为“德国墨索里尼”的能力。48希特勒的名字从政府计划中消失了。他对此的反应是他特有的，同时夹杂了紧张和犹豫的结合体。在罗姆和戈林为战斗联盟部队做好行动准备而忙得焦头烂额时，他却在慕尼黑的咖啡馆里消磨时光。最终，他意识到自己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在高通胀的情况下，资金可能枯竭，已集结的团体可能分裂。他对未来的规划很明确。在一次冲锋队领导会议上，他要求：“在最后一刻就从巴伐利亚开始解决德国问题。在慕尼黑的德国政府领导下，号召集结德国自由军队。”希特勒冒着与洛索将军关系恶化的风险，在10月底威胁说，如果“事情没有进展”，他将独立采取行动，尽管他很清楚自己缺少可支配的外部力量。与此同时，他猛烈地指责冯·卡尔，并将他称为“巴伐利亚的库诺”，而且势必将被民族抗议风暴席卷而去——可能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49


  事实上，巴伐利亚三巨头洛索、普纳尔和冯·卡尔在是否同意向柏林进军方面犹豫不决。虽然说服塞克特加入希望并不大，但他们相信可以同时平行开展柏林行动，该行动将由威廉·冯·盖尔领导的国家督政府执行，并由里夏德·冯·贝伦特将军取代塞克特的位置。这个计划的主要策划者是司法委员克拉斯，他获得了德意志自由党、钢盔团领导层、土地联盟和部分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支持，并期望得到塞克特麾下目前仍犹豫不决的军官们的支持。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他们决定将鲁登道夫安排到组建国民军这个第二阶段工作中去。


  


    [image: ]

    《在巴登—巴登的舞厅里》。马克斯·贝克曼的绘画作品，1923年（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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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的罗马风格咖啡馆》。珍妮·玛门的水彩画，约1930年（阿尔布施塔特，城市画廊）

  


  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德·马尔热里曾警告施特雷泽曼，如果出现右翼独裁的情况，法国将会进行干预，同时巴黎方面也拒绝进行外交接触，这一威胁说明了反革命密谋者犹豫不决的态度。尽管军队领导层做出了各种冠冕堂皇的保证，但与法国的冲突是无法被接受的。希特勒的宣传口号并不能消除这种风险。赫尔曼·埃塞尔的秘诀，即后来的人质计划——只要一名外国士兵进入德国领土，就逮捕并处决50万名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奏效。50只有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个问题才不是问题。他宣称，如果国家恢复内部团结并摆脱犹太人的控制，它也将在外部战斗中获胜。


  最初，巴伐利亚右翼力量曾仿效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做法，追求一种“安哥拉方案”，凯末尔曾以安纳托利亚为基础成功地进行军事行动并粉碎了《塞夫勒和约》。这其实正是罗姆的想法，他想从革命化的巴伐利亚开始征服德国。相反，冯·卡尔倾向于推动巴伐利亚的独立，他得到了红衣主教福尔哈贝尔的支持，后者将重要的违宪要求作为呼吁施特雷泽曼保持克制的条件。然而，即使与北德意志就组建“第二战线”的谈判没有成功，冯·洛索还是要坚决发起对柏林的进军。鲁登道夫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想法，因为他拒绝将行动视为一种由非正规武装部队发起的“第二次卡普政变”，并以此削弱军队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这次解放行动来消除1918年晚秋丑闻的影响。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和特奥多尔·冯·德·普福尔滕（11月9日的血腥受害者之一）提出的建立民族“军事国家”的想法与鲁登道夫的军事政治愿景、爱德华·施塔特勒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秉承的“德意志”或“普鲁士社会主义”的计划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他们与希特勒的全民投票动员计划却大相径庭。


  希特勒意识到，没有军队支持的军事冒险注定要失败。他关心的是通过“无与伦比的宣传浪潮”为“德国革命”提供初始动力，这将使保守的资产阶级名人和爱国组织陷入困境。为此，战斗联盟领导层将计划定在11月11日实施。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需要鲁登道夫的合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防卫军不会正面对他们发起进攻。另一方面，军事准备几乎没有引起希特勒的兴趣。他设想点燃一场不可抗拒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以扫除所有障碍。当巴伐利亚三巨头向他明确表示他会参加政变但不能占据领导地位时，他自发地利用11月8日晚上的市民啤酒馆集会，凭借滑稽的威胁手段将自己置于“德国革命”的首领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准备工作在慕尼黑仅仅是初步开始，而在巴伐利亚其他地区仍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这应该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政变，而不是军事政变，更不是有目的的夺权行动，因为事先连任何关于政府计划和政变政府组成的考虑都没有。51这一次希特勒还摆出了一副没有野心，只是为了处理危机的姿态：“直到与那些今天让德国陷入深渊的罪犯算清账为止，我才会接管临时国民政府的政治领导权。”52人们甚至不清楚他是否指的是国家总理府。


  当天晚上，希特勒赢得在场政要支持的同时，也发布了声明：“明天要么在德国建立一个民族政府，要么我们就死定了”，随后利用卡尔、洛索和塞瑟的支持来勒索与鲁登道夫、洛索和塞瑟组建临时政府，此时他的主动权却落在了匆忙召来的前军需官身上。53因为只有在他的坚持下，这名没有拒绝服从“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士兵”的巴伐利亚领袖才同意让自己参与起义。已经觉得自己是国家独裁者的鲁登道夫因为从洛索和塞瑟那收获了不少溢美之词，所以并没有逮捕他们。这导致因希特勒的过错而准备不足的政变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国家防卫军和邦警察立即采取了反制措施。


  起义陷入僵局时，希特勒彻底失去了理智，在绝望中甚至派人去请鲁普雷希特王储进行调解，而他的内阁首脑和其他巴伐利亚内阁成员一起被关押在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别墅里。在战斗联盟领袖克里贝尔的催促和鲁登道夫的支持下，他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动员群众在政府区举行示威，并通过公投强制实施已经公开宣布的鲁登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独裁。希特勒对这次游行持怀疑态度，但也只是否认它军事示威的性质。与希特勒并排领军行进的鲁登道夫没有料到武装力量会阻拦他们的去路。1923年11月9日中午，游行队伍在巴伐利亚邦警察的火力下不堪一击，造成13人死亡和多人重伤，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濒临崩溃。


  1924年春，慕尼黑法院违反《共和国保护法》的规定，组织了一场反对阴谋者的审判，这不仅为这个纳粹党元首提供了一个公开论坛，使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政治复辟，而且重要的是掩盖巴伐利亚政治界、军方和德国政治右翼的责任，从而使得鲁登道夫得以摆脱叛国的罪名。对鲁登道夫—希特勒的审判结果导致了连处于同时代的人们也没有对广泛的资产阶级右翼推动的反革命行动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希特勒过早和业余的行动破坏了这一行动，参与者在11月10日之后着手停止对柏林行动的准备工作，并试图掩盖所有痕迹。


  1923年深秋，右翼的反议会革命得到了广大资产阶级阵营的支持，除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之外，还包括德国人民党以及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右翼的代表。大多数利益集团都赞成这样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重工业、土地联盟、德国商业联合会、高级官员联盟、大部分司法机构、工会的有影响力的团体、大多数军官团、新保守派知识分子、高校政治右翼的学生和教授，以及两个教派中相当一部分的神职人员。议会制的声望已经跌至谷底。尽管如此，仍丝毫不见有任何系统性大变革的端倪。国家总理以及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立场坚定，后者认为可以依靠稳定的大联合政府，并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员普鲁士警察对抗国家防卫军的袭击，这些都导致了在11月9日后右翼阵营的幻想开始破灭。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体现出优柔寡断的行事风格和战略上的分歧。


  由于艾伯特总统收到了有关希特勒政变的矛盾信息，他不再将行政权交给建议与巴伐利亚达成妥协的盖斯勒，而是移交给了塞克特。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和奥托·布劳恩的强烈抗议唱反调的做法，布劳恩坚持要在卡普政变后将军事权力置于民事权力之下。塞克特便在这种情况下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该宪政秩序。塞克特很快适应了军队通常扮演的角色，大规模地接管大型公共管理职能，令德国国家人民党大失所望的是，他放弃了指挥部的计划。特别是在他曾暂时考虑竞选总统一职的情况下，他后来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只是在普鲁士政府和共和党的压力下，他才同意在1924年春天自愿结束军事紧急状态的统治，这种统治已经失去了任何内在的合法性。塞克特把军事统治权交给了政府，结束了这段历史。


  这场从1923年秋季开始显现的威权主义变革只是一场幻觉，并随着货币趋于稳定而消失了吗？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国家政府的权威，这也助长了极端的政治两极分化。然而，魏玛共和国与法国的冲突才是第二次严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和催化剂。不负责任的宣传者和出版商，包括大学教师，因未解决的战败和拒绝和平的虚假怨恨被积累起来形成了一种高度爆炸性的混合物，由于希特勒的崛起而早已烟消云散。


  宪法秩序没有解体至少是武装力量的功劳。当然，随着军队对萨克森和图林根的介入，巴伐利亚反革命分子不再有任何进攻的借口，而社会民主党部长退出政府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德国国家人民党主席奥斯卡·赫格特试图向普鲁士任命国家专员，但遭到了总统艾伯特和施特雷泽曼的坚决反对，因为普鲁士内阁危机必然对悬而未决的莱茵兰问题产生严重影响。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要认识到，如果法国成为一个独裁政权，就有可能加剧对德国的压力。最终便会如胡戈·施廷内斯所预测的那样，正式的议会制只能通过建立右翼独裁政权来维持，否则会导致失去莱茵兰。从这个角度来看，普恩加莱的政策并非完全没有积极作用。它迫使资产阶级政党及其背后的组织走出外交幻想的虚幻世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强权政治的现实。


  在施特雷泽曼的两届内阁任职期间，尽管总理强烈支持与各政党合作，但国会在立法方面的职能大部分被紧急命令或授权法案所取代。与巴伐利亚的冲突掩盖了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11月初宣布的不信任投票，该投票在11月23日国会重新召开后同时与德国国家人民党对施特雷泽曼提出的反对性起诉一起被付诸表决。当时，艾伯特不愿意授予德国人民党解散议会的权力，特别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议会能维持稳定。在党内机构和党员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不顾艾伯特的极力反对，仍坚持对施特雷泽曼实施不信任投票，而后者本人也不愿意任凭其总理任期的延续受制于所谓的“议会算术”。54艾伯特给党内同志提笔留言时，提到塞克特未完成的计划，并且警告说，诸位将在未来十年中认识到自己的愚蠢。然而，对于这个党派来说，他们更需要捍卫自己的身份而不仅仅是部长的职位，所以他们心理上不可能支持进一步削弱社会政策方面的成就。


  内阁“在公开战斗中”失败，促使施特雷泽曼讽刺说这不是内阁危机，而是议会危机。然而，与国内政治机制相符的是，鉴于制度变革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后果，反议会的右翼不得不承认现状，这直接增加了对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压力。普恩加莱极不情愿地同意组建一个由美国人参与的专家委员会，并于10月底对此进行了批准，再加上即将签署的MICUM协议，使得外交政策也出现了僵局。大联合政府是在夏末成立的，因为没有其他办法来应对鲁尔斗争的外交政策危机。当外汇稳定和与占领国的非正式安排预示着外部和内部紧急状态行将结束时，大联合政府便理所当然地瓦解了。


  议会制是为了成功地抵御右翼政变的初衷而成立的，表面上看没有受到损害，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右派认为社会民主党退出国家内阁实质上是为了接受因鲁尔斗争失败而出现的局面，并履行德国所签订的条约义务，尽管社会民主党一直期待能尽快修订这些条约。最终实现正常化的代价是抹杀革命和通货膨胀时期的社会政策成果。社会民主党通过11月23日的不信任投票预计到在激烈的分配斗争中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地退出政府。从战术上讲，这可能是错误的。但在事实上，这一步也促使共和制度加速获得外部稳定。




    
    
    
  第六章　双重面目：内政外交的重建


  在1923年与1924年的新年之交，国家内政外交的危机终于度过了最高潮。种种迹象表明，共和国在向着平稳的发展轨道迈进。鲁登道夫—希特勒政变在内部起到了某种清洗的作用，同时清除了试图改弦更张的保守右翼势力政治土壤。就连在巴伐利亚也被禁止的纳粹党只能以一系列种族主义的极端小派别形式继续存在。政变的失败意味着巨大的挫折，没有人觉得他们能够从中恢复过来。德国国家人民党虽然还坚持着他们的反议会路线和极端修正主义主张，但是明显表现出了逐渐清醒的过程。稳定货币的政策看起来暂时起到了效果。民众对于地产抵押马克是否能够保持信心，以及期待中的金本位制度是否能够重新建立起来，取决于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政策。


  只有在战争赔款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且用条约的形式来规范鲁尔问题，以取代目前有效期至1924年2月的鲁尔工业界和法国签署的私下协议，鲁尔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由此导致的广大劳工阶层和下层中产阶级民众生活困苦的情况才能逐步得到改善。尽管由于货币的改革解决了莱茵兰的直接威胁，但是德国主权在鲁尔地区受到排挤，法国继续行使对该地区管理权的事实给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的负担，并多方面大大限制了德国的经济复苏。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就把希望寄托在了1924年1月成立的由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领头的专家委员会上。该委员会受到战争赔款委员会的委托，出具一份有关德国经济能力的报告书。11923年11月末由在威廉·马克斯牵头成立的资产阶级少数政府中继续担任外交部长一职的施特雷泽曼向协约国表达了德国方面原则上愿意由中立的评审委员会来对德国的经济能力予以评估的态度。只要专家委员会的最后决定——它很快被称为道威斯计划，尽管提出修改赔偿方案的建议上只有欧文·D.杨格一个人的签字——没有出台，德国政府就可以千方百计地阻止委员会得出有关德国经济能力过于乐观的评估结论。此外就是耐心等待评估报告，最终它于1924年4月公之于众。


  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德国外交来说，施特雷泽曼除了立刻表达认可该评估报告的做法以外别无选择。因为此时只要德国表示出对报告内容的任何顾虑，就会被法国当作借口，撕毁当初违心应允的关于战争赔款的国际协定。德国方面的认可也最终铺平了道威斯计划崎岖不平的道路。德国社会却并未正确地认识到外交上的这种不得已的窘境，同样，道威斯计划意味着饱受不断失败的敌意影响的战争赔款问题实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事实也没有得到德国公众的正确认识。雷蒙·普恩加莱推行的所谓“可增值的抵押物”政策将德国的外交现状逼至绝境，但同时也导致战争赔款问题演变成国际债务问题。未来的谈判只能更多地在《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只能通过外交手段达成一致，德国国家的统一需要得到保障，法国也应当退出对鲁尔区的军事占领。


  普恩加莱在鲁尔的胜利是以显著削弱法国经济为巨大代价的，这同时也导致他此后无法独立地解决战争赔款问题。他只得违心地同意美、英的干涉，把赔款和支付问题的调停交到主要受美国金融专家影响的专家委员会的手上。一方面，美国并未做出在战争赔款问题解决前暂缓协约国间战争贷款的清偿问题的让步，另一方面，由于占领鲁尔导致法国经济削弱后更加依赖国外贷款，因此，无论对于普恩加莱，还是由于他选举失利而于1924年4月上台的继任者、激进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赫里欧，都别无选择。如果拒绝德国已经于4月16日认可了的专家委员会评估报告，则意味着法国在外交上继续陷入孤立无援，并将最终导致英法协约的破裂。


  1924年，欧洲失去了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美国成为新的经济领导力量。2通过组建专家委员会，美国人重新回到了欧洲的谈判桌上。至少1919年威尔逊总统的内政失败之后，人们仿佛觉得孤立主义的趋势将长期存在。表面上看，美国政府没有参加1924年8月的伦敦会议，但是人们却小心翼翼地寻求与美国专家以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银行集团的态度达成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美国议会中，共和党人占据多数，他们对于美国长期在欧洲事务上有所作为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但美国经济界却主张对欧洲实施间接干预，从而为美国商品出口打开欧洲市场的大门。占领鲁尔区事件之前，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休斯就曾试图争取和法国就战争赔款以及战争贷款问题共同达成国际社会的一致。然而在德国让步之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放弃了原有的对法国的礼让态度。


  早在库诺任总理期间就一直期待美国能够做出有利于德国的干涉行动。鲁尔冲突导致了经济上的严重后果，法国法郎的一蹶不振也加深了协约国内部债务问题的激化，这就让主要债权国不得不主动介入。美国经济界对德国巨大的经济潜力非常感兴趣，因此德国外交政策也毫不犹豫地要抓住这个经济和政治上的良机，依靠美国。然而美国人的打算在面对英国人的坚决态度时还是计划落空了，后者因为20年代初国内的社会及经济危机需要大幅扩张欧洲的贸易才能解决。德国长期以来就是英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其市场的承载能力也早已经成为英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所以在英国人看来，德国是欧洲经济复兴重要的一环。


  当时的国际社会意在重建世界经济体系，这让战后恶化的紧张气氛得以缓解和消除。同时，能以对双方都相对可接受的方式来消除鲁尔危机的影响，并以合理的方式规约战争赔款，成为大家的必然选择。合理的赔款方式意味着不能过多地阻碍德国经济的崛起，也不能因为过多的资金转移而危及德国货币的稳定。专家委员会根本无法回避至少在形式上满足法国公众仍然过高的期待。因此，专家委员会决定形式上仍然采纳伦敦赔款计划的相关原则规定。但无论是德国经济能力的评级委员会还是处理赔款给付问题的委员会都有意识地对是否放弃协约国制裁问题避口不谈，尽管当时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清楚，放弃制裁其实是德国能够履约的必然前提。


  出于策略上的权衡，专家委员会并没有明确德国战争赔款的总额。然而，它却制订了一个临时的付款计划，要求德国在1924年至1925年需要从道威斯计划贷款中拿出8亿马克，再从出售国家铁路债券所得中拿出2亿马克。这一数额到1926年将升至12.2亿，到1927年至1928年将升至17.5亿马克，其中5亿马克将由正常预算筹措。第一期款项的数额达25亿马克，将于1928年至1929年到期，其中一半来自国家预算。该付款计划的数额仅仅略小于伦敦计划的规定。德国政府有义务将国家铁路作为一家独立的企业交由国际管理委员会托管，以其收入作为抵押；并征收工业分摊费，收入作为工业债券流入国际监管的银行。此外，德国政府还将某些消费税作为抵押，同时还规定，如果其获益突破了赔款计划规定的边界，年赔付额还可以以“条件改善赔款凭证”的形式有所增加。


  专家委员会还建议，实际战争赔款的给付要建立在衡量外汇收入并考虑德国的财政平衡之上。未给付的资金应该作为对德国经济的投资。一方面，付款的种种保护措施是为了保障德国货币的安全，另外一方面，这种机制也可以防止债权国由于大量的资本涌入而陷入支付的失衡状态。最终处理困局重重的赔款问题的任务落到了同J.P.摩根有着紧密关系的金融专家、美国人帕克·吉尔伯特的肩上，他也是依据道威斯计划由协约国选定的赔款事务专员。虽然人们此前曾一度更倾向于由欧文·D.杨格来承担这个工作，但吉尔伯特专业而又中立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情况很快就表明，德国不断出现贸易上的负面情况，有鉴于此，在普通年赔付额到达25亿的时候，赔款问题将陷入僵局。专家们却从一开始就认为，德国支付战争赔款的义务会在几年之后得以重新规约，他们甚至赋予了德国政府在三年内重新要求评估其经济能力的权力。施特雷泽曼虽然感觉到25亿年赔付额无法接受，但是他也没有真正认为德国真的需要实际支付这么多钱，只是当时他不方便公开表达这样的想法。


  对于国际金融专家来说，当务之急是通过对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赔款规定以及相对较少的首期付款来促成德国和美国之间形成8亿元的贷款合同，他们还很乐观地预计，在此之后，美国数十亿计的雄厚金融资本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在欧洲经济复苏，并且法国货币危机得到解决之后，比鲁尔危机时更容易就赔款问题达成妥协。然而一些专家还是担心，法国人是否真的有诚意去促成道威斯计划，还是只是将之视为橱窗中的玩偶。3


  伴随着赔款计划而来的国家铁路独立化、建立工业债券银行以及设立还款专员等措施都很敏感地干涉了德国的主权。吉尔伯特有可能直接影响德国的税收和金融政策。在消极抵抗终止之前，不仅德国民族主义抗议的浪潮要扫除类似的要求，就连经济界也完全予以否定。但大工厂主和大农场主们逐渐认识到，不这样做，就根本无法获得急需的国际贷款。因此，他们大多数转而开始大力支持赔款方案，丝毫不管他们在几个月之前还抵死反对过。这些却不能阻止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其他民族主义政党视道威斯计划为对德意志民族“新一轮的奴役”。4


  无论德国还是法国的外交政策，都面临共同的难题，即不能把道威斯计划中用以平息民族主义公众情绪的虚构成分公开揭露出来，与此同时，参与其中的专家们又以有效的抵押为出发点。影响深远的、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是不允许当时的人们在跨国的金融和经济维度上去思考问题的，尽管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问题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国际金融经济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道威斯计划在伦敦会议上通过并不最终是出于经济原因的考量，而是如果该计划破产，那么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内阁将会倒台，而美国政府的威望也会大大减损。


  因此，当时的人们激烈讨论的、向德国索要的、约占其1924年国民收入7%的赔偿是否确实能够筹措出来的问题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经济学上讲，数额如此巨大的长期战争赔偿已经问题多多，因为它会增加德国工业比重，这对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债权国不利，同时会加剧德国收入支出的矛盾。在通货膨胀时期，这一效应已经部分显现出来。更加难以评估的是德国经济的内部可承受性，特别是到1927年为止，德国是否不会存在大的资金筹措困难。本来按道威斯计划的主张，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即使是高额的最终年偿付额，德国仍然不需要太大的困难就完全可以应付。但资金付给接受赔偿的国家后会引起负面效果。因为这并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在1925年出现小幅经济复苏以后，在1927年至1928年时又出现了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而西方工业国家引入的高额保护性关税又进一步带来了紧缩经济的效果。


  在伦敦会议上敲定的赔偿支付方案由于1929年引入的道威斯计划的修正案而再也没有实际实施。实际上在1925年到1931年间——直到美国总统胡佛签发的延期清偿令——共支付了已经到期的120亿中的113亿，也就是说，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7%。这一时期，从美国大量流入的贷款也用于清偿同期的战争赔款。当时德国不是一个资本输出国，而是最重要的资本进口国之一。事实上，这就形成了一个资本循环的怪圈，这甚至引起了美国金融界的深思，如何节约把黄金通过轮船运输到欧洲，再把它们运回美国的巨额开支。因为德国用从美国借来的钱支付给英法的战争赔款，而英法两国拿了这笔钱再用于向美国的战争借款偿本付息。


  尽管国际金融界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然而美国政府直到1932年才下定决心，通过取消战争债务为结束战争赔款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美国的借贷政策和战争赔款问题的连带特性还是使赔款问题国际化了。不过，法国政界内部并没有承担相应政治后果的动力。在J.R.麦克唐纳和英国银行界考虑从国际联盟的赔款委员会手中接过权力的时候，法国人还在一再要求赔款委员会继续行使职责，并尽可能找出德国方面可能存在的违约行为。最终，人们一定程度上答应了担心法国右翼力量抗议声音的赫里欧的要求，赔款委员会继续负责，但必须在和赔款事务代理人协商一致后才能做出相应的决定。在金融专家们看来，回到过去的制裁措施也是完全没有可能了。如果德国不履行其义务，只有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上，采取共同的反制措施。


  由于美国施加压力而在赔款问题上强制形成的平衡在德国和法国引发了镜像的后果。一方面，施特雷泽曼在取消制裁政策之外，还努力谋求更早结束对莱茵兰的占领，而赫里欧却致力于把赔款问题和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早在共同出席伦敦会议时，赫里欧就抱有幻想，要把清空鲁尔区和停止法国主导该地区建立在德国战争赔款义务履行的基础之上，从而达到无限期拖延的目的。然而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英格兰银行总裁蒙塔古·诺曼以及J.P.摩根的坚决反对。摩根甚至坚决地表示，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投资者会在向德国提供贷款的道威斯计划上签字，然而这些贷款又是德国能够给付战争赔款的前提。英国和美国的顶尖银行家们迫不得已地接受了他们认为过高的年偿付额，却拒绝承认法国此外对于鲁尔区在经济上的支配权，同样他们拒绝法国把经济抵押同法国的国家安全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虽然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浦·斯诺登把《凡尔赛和约》看成是对英国士兵在大战中流血牺牲以抗争的原则的背叛，但是他仍然以不同寻常的尖锐态度反对法国寻求担保的诉求。这样一来，根本就不需要德国外交部长使用什么话术来说服赫里欧放弃法国继续主导并占领鲁尔区的打算了。


  不过英国首相非常能够理解赫里欧所面临的政治困境，同时也极力试图阻止左翼政治联盟的崩溃，因此他表示可以允许法国暂时保持对鲁尔区实行“看不见的占领”。于是他同意了赫里欧的要求，法国在一年内撤离鲁尔区。施特雷泽曼在与美国达成一致意见后则坚持要求法国军队立刻撤离。在关于可能的制裁措施这一决定性问题上，麦克唐纳态度极为坚决。他断然拒绝规定在德国不履行条约时的任何制裁措施，因为这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法国盟友意欲让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保持弱小状态的目的昭然若揭，但这既不是麦克唐纳愿意看到的，同时他也不认为其具有可行性。


  与其前任们比起来，赫里欧的政策已经更为适度。只是它依然完全无法解决其内在的根本矛盾，即一方面要求德国能出得起钱，另一方面又要阻止德国经济发展起来。这其中蕴含着法国对于《凡尔赛和约》规定的疑虑，即是否能够长期坚持对德国军事力量的限制。英法的秘密情报部门当然对德国军队非法的扩军行为了如指掌，但显然当下德国还无法构成威胁。在麦克唐纳看来，协约国间的军事监督长远上看当然不可能阻止德国重新武装化的野心，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一个大胆的方案，坚决把德国拉入欧洲军事和经济合作的同盟中来。因此，他驳回了法国方面把撤军同支付赔款关联起来的计划，也不同意法国在德国不履行《凡尔赛和约》时延长对莱茵兰的占领。施特雷泽曼也以很合乎逻辑的理由驳斥了法国方面，因为这样一来，清除武装占领问题的决策就完全在有权发行战争赔款公债的战胜国央行手中了，德国对此再无任何影响力。


  施特雷泽曼的目的在于，努力达成一个一方面接受道威斯计划，另外一方面清除协约国的军事占领和德国去武装化规定的一揽子方案。他如此执着地坚持要求立刻从鲁尔区撤军和取消军事监督其实只是少部分地出于对内部政治的考量，虽然他和赫里欧一样提出了相似的论点，只有带着可见的谈判成果才能面对议会的质询。尽管塞克特尖锐批评协约国对德国实施军事监督，并在施特雷泽曼的压力下放弃了抵抗；然而，重工业、大农业和国家军队让人们认识到，他们无法拒绝接受道威斯计划。利用道威斯计划的折辱来强迫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策略，在外交部长的至少赢得部分让步的不懈努力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引人注意的是，伦敦会议上德国谈判伙伴出人意料地重视军事问题，以至于伦敦会议在撤军问题上看起来无法达成一致。在这一点上，美国却只把军事占领问题从根本上看成一个心理问题，因此在美国方面的干涉下形成了一个不太向着德国立场的妥协方案。军队将在为期10个月的过程中从鲁尔区以及制裁城市杜塞尔多夫和鲁尔奥特撤离，并且首先只在多特蒙德地区开始部分撤军。


  对于法国外交政策来说，撤军问题附带着游说英国方面能够和法国签署共同对抗德国的防御同盟的期望。麦克唐纳拒绝了这一动议，并且反对了其他一些类似的建议，如联合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类似条约以及作为第三步骤计划同德国签署由国际联盟保障的互不侵犯条约。英国工党政府并不愿意遂了法国人的心愿，实现后者进一步强大军队的计划。泰晤士河畔的英国政府感受到了这一点，就更希望在国际联盟的帮助下引入所谓的一般性欧洲裁军措施，以此来消除法国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在伦敦会议的时候，唐宁街已经明确其立场，并不承担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东部边境的义务，并且人们也必须令小心翼翼地调整边境成为可能。因此，人们当时确实在权衡阻止法国在波兰的积极动作。这样看来，绥靖政策早在道威斯计划阶段就已经初现端倪。


  伦敦会议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施特雷泽曼以及外交部乐观的预期值，但总的来说还是好的。单方面的制裁不可能有了。战争赔款不再是按照第231条予以追诉，而是被看成德国对欧洲重建方案的贡献。赔款的给付处在由美国方面推进的经济发展方案的背景之中，在德国经济现实的支付能力框架之内，并且伦敦会议的第二部分也承认了德国在外交上的平等权利。会议也同意取消法国其余制裁措施，同时避免了由英法同盟而导致德国陷入孤立的境况。尽管列强把条约的通过视作实现了法国的战争赔款诉求，然而，法国却在会议中陷入了局外人的尴尬境地。


  随着道威斯计划而形成的外交转折极大地促进了魏玛共和国内部政治体制的稳定。德国获得主权以及对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经济上的支配权是在除了国际谈判以外的任何途径都无法实现的，排除或修改魏玛宪法体系只可能增强法国反对专家委员会的保留态度。此外，随着货币稳定以及无法避免的战争赔款负担，德国内部政治上的分配斗争就走到了前台。这促使了反共和主义的反对派，特别是德国国家人民党，努力参与到执政政府中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去权衡，继续国家的紧急状态政策的情况下，右翼党派会进一步实现其政治上的越位，从而影响其代表的社会利益的实现。因为1925年《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外贸限制即将结束，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迫切需要把关税政策方面的需求写进新的贸易条约之中。


  右翼党派背后的利益集团也已经非常清醒，它们意识到，政治框架的骤变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迫不得已，各方政治和社会力量都聚集在共和国的躯壳之中。在阵营日益固化的背景下，共和国一方面成为在语气和激进程度上再度提升的尖锐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由国家宣传话语粉饰起来的维系利益的手段。对农业如此，对重工业亦然。只要关系到国家生存的维系以及保持国家统一，只要人们还处在一种国家特殊状态之中，就还是形成了政治上的妥协，来调和资本和劳动的基本矛盾。1924年初，慢慢过渡到政治正常状态的时候，各方收割利益的需要才重新唤醒。比如国家土地联盟和德国国家人民党通过粮食和农业部长直接呈递至内阁，要求重建战前农业保护关税，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当时处在外交避风港中的现任资产阶级少数派内阁革新了库诺内阁的局势，尽管当时由一位更勤于也更善于寻求议会平衡的党派政治家马克斯入主了总理府。51923年12月组建的政府自视为一届过渡内阁，并认为自身面临的最根本任务就是保障货币和金融的稳定，这一工作由当时无党派但亲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财政部长汉斯·路德一力承担，并取得不错的成果。通过呼吁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责任意识，马克斯达到了在成立议会十五人咨询委员会之后，社会民主党通过新的授权法案的成果。由于国会的授权，政府出台了大量替代法律的规定。虽然其中有的规定大大超越了授权法案的允许范围，但在几个月内就稳定了国家的收支，在缩减公共开支后，还实现了财政的赢余。不过这也引来了各方利益集团，它们普遍反对财政积累政策，认为这对投资不利。


  两届马克斯政府中基本由路德主导的税收和财政改革都采取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开始的两项税收紧急规定旨在为工业和农业提供优惠政策。同时该项政策也暴露出当时政府还试图遮掩经济的快速发展，好让专家们对德国经济的负担能力给出更低的评估数据。比如纳入计算的290亿马克的实际工业征税数额与稍后实施的税务估算中工业征税额的470亿马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由工业债券而来的对经济的负担因此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17%，而是10%。同时，国家财政部绕开了国会，还向鲁尔工业界提供了7.09亿马克。后来派出的议会调查委员会也无法恪尽其责，因为财政部的官僚主义做派成功地阻止了调查的展开。毫无疑问的是，一定有高额过度支付现象存在。


  当魏玛政府坚决拒绝为失业救济提供足够资金时，其“鲁尔捐款”就加倍引发了社会的仇视情绪。6失业率首先超过了去年的10%，然后从1924年4月到10月间又下降到5%以内。劳方遭受了资方协会在工资和劳动时间方面的巨大压力，因为在劳动时间条例作废后，再无相关的法律基础。国家劳工部长海因里希·布劳恩斯，和施特雷泽曼一样，在不断变换的资产阶级内阁中扮演着维系人员连续性的角色。面对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布劳恩斯被迫在1923年10月和12月再次启动了恢复战时经济时期的调解机制，以防稳定货币方面取得的成果被长期以及花费巨大的劳动斗争化为泡影。


  调解规定让国家劳工部可以通过向由其任命的国家调解员对劳动合同双方施加影响，做出违背劳动合同签订方的生效调解决议，从而参与到劳动合同以及工资制定的工作中去。7布劳恩斯开始并不反对资方协会提出的减少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提高生产是当务之急，同时提高工人工资和当前内阁制定的限制性的金融政策并不相容。工会组织早就认识到了强制调解会令他们丧失在劳动合同制定中的活动空间。但是很快实际情况就表明，在不借助国家强制调解的情况下，劳方面对资方在劳动合同制定中咄咄逼人的态势时根本就无能为力。原因在于，通货膨胀几乎掏空了工会的罢工经费，并且与1920年相比，自由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的成员数也锐减至一半左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6年经济形势转型时才稍稍有所改善。同时，资方的组织化水平也大大提高。特别是重工业企业借助矿业协会、煤矿协会、西北钢铁生产企业集团等组织拥有了财大气粗的代理机构，能够对政府以及议会施加持续的压力，迫使其做出让步。当时德国工业联合会超过四分之一的高级官员、朗南协会三分之一的代表是在政治上代表经济界利益的德国人民党党员。


  布劳恩斯认可的、由强制调解达成的在鲁尔矿业平均减薪25%的做法导致矿工的极大困苦。8在1924年3月的企业工会选举中，深陷在劳动合同谈判中表现不力指责的矿工工会面对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同盟以及其他工团主义组织时遭受惨败。1923年的超量劳动协议被1924年4月28日做出的调解决议取代，后者正式规定了八小时轮班制，并且第八小时的工作不再按先前的协议看作超量劳动，因此这一规定在矿业工人当中引发了最为坚决的抵制。他们并不甘心接受形式上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的做法，但拒绝接受劳动合同中未规定的超量工作导致了群体性的裁员。工人们开始罢工，五月大罢工当中有38万名矿业工人参加，占在职工人数的90%。国家劳工部长虽然亲自参与调停，然而此次斗争在激烈的冲突中结束，给矿业工人带来了持续的困难。


  就如同矿业的例子表明的那样，稳定过渡阶段有着很严重的社会紧张关系。减薪和裁员在公共事务领域引发了一片愁云惨雾。即使1924年春天部分回调了减薪幅度也不能改变什么。特别在评估货币价值问题上，广大中产阶级持续提出抗议。通胀或极度通胀造成了资产在不同社会阶层当中重新分配，这其中受损失最大的当数原有的中产者。改革货币后的紧缩货币政策让手工业者和中小家族企业首当其冲，破产的中小企业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资本的聚集程度也大大增加。股份公司的数量上升，更多大型联合企业建立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最终，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成了通货膨胀最大的输家。


  国家财政部长路德最初已经下定决心，对旧的投资完全不予估值。这样一来就可以让1923年十倍于政府收入的国家开支从战前以及战争负债中减轻负担。然而面对公众的压力，同时也是鉴于国家最高法院于1923年11月再次重申“马克即马克”根本原则的判决，以及德国法官协会抗议并威胁对估值率做出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路德决定在1924年4月出台的激烈争论的第三次税收紧急条例中规定，旧时的存款和抵押贷款按15%予以估值。私人给付义务的清偿将不早于1932年，而清偿公共债务则要在解决了战争赔款问题之后才进行。在内部各方面激烈的争吵之后，才于1925年夏天修改了上述规定，对于抵押贷款按25%进行估值，对公共债券所有人引入一项救济方案。这样做就导致了无论德国国家人民党还是社会民主党都反对延长授权法案的结果。


  由于国会的解散以及最终被提前至1924年5月4日举行的新一轮选举，马克斯内阁暂时还在任，以便着手进行有关专家评定的磋商。总统和政府目的一致，旨在阻止紧急条例的变更以及阻止议会对于内阁稳定局势政策的干涉。这样一来，政府权力的独立自主就大大超越了议会的监督。继任的资产阶级少数派内阁也延续这一风格，让人觉得更像是一个“国家的”紧急状态政府，充满了党派政治的贪欲。有代表性的现象就是，人们已经放弃了对政府形式上的信任投票，取而代之的仅仅是“知道了”通过政党联合形成政府的事实。至于倾向于成立资产阶级中间党派构成的少数派政府也首先绝对不是由于德国共产党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这样的侧翼党派的政治权重原因。其真正的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以及国家军队拒绝在大联盟执政基础上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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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同盟为1924年5月4日的国会选举制作的海报，由M.E.和奥托·奥伯迈尔设计（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德国不再通过授权法案，而是由不断变化的多数派形势进行组阁，重新回归正常的议会政府体系并没有因为5月4日的国会选举而变得更简单。该选举结果也没有反映出过渡时期正常化的进程，相反却表现出了前一年潜在内战的局势。社会民主党遭受了非常明显的损失，相比原有的171席，只取得了超过100席的席位，而德国共产党的代表数则由16席增至62席。这其中既表达了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劳工阶层的抗议态度，也由于先前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追随者们背弃了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虽然不断陷入领导危机，也面临突然的路线转变，但还是在支持率上取得了显著的上升，其原因在于在萨克森和图林根执行的针对左派力量的政策。到了12月7日举行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131席，从德国共产党手中重新赢得了其原有的部分支持者。五月选举的败因还在于社会民主党党内的领导层没有能够成功地将党派左翼力量团结起来，亦没有能很好地向选民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走容忍马克斯内阁政策的政治路线。


  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政党中，以德国人民党为首的中间力量只能勉强维系其惯有的地位，然而侵蚀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德国人民党失去了约三分之一的代表议席，而德国民主党的席位也由39席降至28席。1923年11月的选举中遭到惨败的德意志民族党在5月的选举中一举从2席升至32席，德国国家人民党也获得了95席，其中还包括作为独立党派出现的邦联盟的10个议席。虽然德国人民党和德国民主党在12月的选举中小幅地增加了其在议会中的席位，但这不能阻止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更多支持。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增长得益于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的衰退，后者在选举中只获得了先前一半的席位。与这种两极化趋势同时出现的还有选民们背离中间派，转向代表了地区或特定利益群体政党的趋势。这些党派形成于国家的稳定期，到了1924年5月选举时已经获得了10%的选民的青睐。这首先还是和战后出现的通货膨胀密切相关，中产阶级选民普遍感到不安，并且纷纷倒向了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政党。其中包括建设和评估党、人民权利党以及相对更有影响力的德国中产阶级经济党。越来越多的选民日益背离旧式的“世界观政党”，表明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利益政治分层的迹象，这使得政党之间形成联合政府的能力越来越弱。9政府衡量借助总统的紧急状态法令权来修改选举法以解决党派分裂的问题，却因为宪法赋予权利的考量未能实现。


  1924年5月4日举行的国会选举后，尽管德国人民党尽了最大努力试图拉德国国家人民党进入政府，以图迫使其认可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政策，从而减少来自右翼力量的竞争压力，但是人们还是立刻发现，德国国家人民党还完全不具备执政能力。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奥斯卡·赫格特要求前国家海事局长、泛德联盟代表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出任总理，施特雷泽曼放弃外交部长并且重组普鲁士联盟。这单从外交政策上看就无法想象，以至于在中央党面前维护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德国人民党遭遇到德国民主党的坚决反对，不得不放弃打破所谓“德意志民族主义浪潮”的希望。因为接受道威斯计划看起来已经是无可避免的情况，于是在艾伯特的影响下更新了马克斯内阁，社会民主党保证了在外交事务上的支持，德国人民党可以完全相信在通过了道威斯计划后可以实现长久以来追求的代表资产阶级集团的政府。


  外交的压力造成了国内选举结果很大程度上没有带来执政党联盟的变化。由于资产阶级党派阵营的形成，马克斯权衡再三的社会民主党参与组阁归于失败，社会民主党无法施展其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政策设想，亦无力改变在选举中日益明显异化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情况。社会民主党处在很尴尬的左右为难境地，因为按其一直以来的政策，接受道威斯计划几乎已成定局，然而，为此社会民主党无法实现在内政方面的任何让步筹码。相反，广大公众收入水平的降低成为外交政策的直接后果。如果社会民主党拒绝了道威斯计划，就会导致回到由总统任命的紧急状态内阁，从而威胁普鲁士邦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社会民主党领导仍然固执地抱有幻想，希望通过道威斯计划后能够重新获得自由贸易。社会民主党暂时还是觉得不得不容忍马克斯的少数派内阁，追随外交事务优先的原则。


  延续到就道威斯计划投票的德国内部的相对停战状态由于德国国家人民党被打破了。粮食部长格哈德·冯·卡尼茨伯爵要求将关税立即上调，并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与将要到期的《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关于对德国和约伙伴最惠条款相关。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土地联盟希望可以利用社会民主党在外交上的方针，从而迫使其在议会当中容忍农业关税提案。然而这会导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让实际收入下降的工人阶级的生活雪上加霜。关税提案遭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坚决反对，同时，反对党基督教工会协会直接剑指执政联盟。长袖善舞的内阁因此在通过道威斯计划的第二天才把关税提案拿出来，并且预计到这样会使本来就风雨飘摇的中间党派合作直接破裂。


  施特雷泽曼原本的考虑是，在通过道威斯计划后，再设法让关税提案得到通过，以此作为抛给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诱饵，促使其停止在外交政策上的对抗态度。10无论对于道威斯计划，还是国家铁路法，都需要达到能够修宪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当时司法部长对施特雷泽曼提出的建议是如此。德国人民党领袖施特雷泽曼这次非常坚决，迫使德国国家人民党公开宣誓表态，因此他根本不考虑回避宪法的规定。他组织了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层与美国大使会面，后者明确表示，在不通过道威斯计划的情况下，美国绝无向德国提供期盼以久的贷款的可能性。同时，政府也让德国国家人民党看到，如果拒绝道威斯计划，就会导致国会的解散，从而也让德国国家人民党陷入尴尬。甚至，施特雷泽曼还表示了会同意德国国家人民党关于原则上反对协约国提出的战争赔款条例的要求。然而，赫格特却一直把自身在议会中的关键性地位利用殆尽，以至于要求由魏斯塔普伯爵来接任总理一职，但这显然既不能得到中央党的认同，也无法得到德国民主党的首肯。这样一来，施特雷泽曼的外交计划将会全盘破产。


  1924年8月29日，关于国家铁路法的投票在毫无希望的议会形势中举行。完全出乎意料的是，赫格特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议会党团中的48名议员并没有听从党团的号令；他认为在面对利益团体时不得不在投票前放弃党团的纪律原则。因其选票是白色的，所以当时的观察家们又将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投票中的突然反水称为“白色交响乐”。这一行为也足以说明，右翼的民族主义政治力量的反凡尔赛斗争不过是窝里斗。利益集团已经对党派意识形态和党派领导不屑一顾。不过这件事情似乎也不完全是德国国家人民党密谋的一次作秀行为，因为事后党内右翼势力要求将那些投赞成票的人清除出党；但是这样似乎会让党的基础产生动摇，所以最终又不得不放弃了这一主张。11


  在正常的议会政治条件下，德国国家人民党经历这样的事情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并且在重新选举中必然走向失败。事实却完全相反，施特雷泽曼比以往更坚决地要把德国国家人民党拉入执政政府中来，并且解散了马克斯内阁，因为德国民主党出乎他的期望，反对与一个毫无保留地与共和宪法做斗争的党派合作。同时，施特雷泽曼也忽略了德国民主党提出的方案，让两个自由派中间政党合并，这一来是由于1918年晚秋的局势留给人们的记忆，也有可能是屈从于工业界影响力之下的右翼势力日益强大的作用。施特雷泽曼在使用了可用的一些策略手段之后，一力促成了国会解散以及提前至1924年12月7日进行选举。


  在选战中，施特雷泽曼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一方面要保持向德国国家人民党抛出橄榄枝的同时追求资产阶级阵营组阁政府；另一方面，他把德国人民党看成中间派，同时只要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不受其内部左翼的影响，也不想根本上排斥和他们合作的可能。他想让中产阶级选民认可德国人民党的尝试还是失败了，因为选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拒绝德国人民党单一的亲工业界的政策，同时选民们亦没有从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任何好处。于是乎，德国人民党只取得了非常小幅的增长，并且无法阻止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增长。当然，施特雷泽曼的策略减缓了德国人民党党内极端右翼势力的分裂行动，后者后来成立了国家自由联盟，并完全拒绝任何对左翼的开放态度。但这并没有能让施特雷泽曼成为总理，而只是在数周的联合政府谈判后，形成了资产阶级阵营名人内阁。


  1924年底的议会政府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政府不断变换的同盟关系无法达成一致。通过了道威斯计划后，外交政策上已经没有把内阁组合在一起的强制力，它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容忍而一直保持着而已。由于党内原因，中央党不愿意参与到固执的、以关税提案为核心的右派联盟中去，但同时，参加左派联盟的道路也已经封死。中央党倾向于和社会民主党就劳动时间问题妥协，并且随着华盛顿劳动时间条例的签订，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但是仍然没有任何希望说服德国人民党在这方面有任何一丝松动。


  在几周的危机后，于1925年1月中旬成立了路德领衔的少数派内阁。在各种政党联合执政可能性都尝试无果的情况下成立的名人政府，不依赖于政党联合而存在。该内阁最终建立在总统的权威性之上，并且得益于社会民主党的弃权，而在信任问题上堪堪获得多数。德国民主党让奥托·盖斯勒坐上了国防部长的位子，并希望这是一个文官内阁。根据其构成，内阁组阁又回到了资产阶级阵营，它被证明在外交事务上是能力不足的，然而，当下在外交上并无大的决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党派政治家”12总理汉斯·路德展开了一种非常具有自我意识的施政风格，它向着总理民主的方向迈进，并给执政联盟带来巨大压力。内阁挺过了关税提案，该提案于1925年8月得以通过，但关于贸易政策和安全协议的冲突则导致了分崩离析。


  在国家层面，1924年到1928年之间，多数派执政的原则只在例外状态或是在有限的一些政治领域才有效。但这显然不利于各政党从威廉体系伪宪政时代形成的政党只居于次级地位的面貌中摆脱出来。政治党派作为一定特殊利益的载体，代表了特定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由此导致的不妥协不同程度地加强了。魏玛宪法没有给予政党们在行动上的支持力，相反却把它们带到一个“特殊宪法制度”产物的领域。有着自由思想的宪法理论少数派代表人物，其中包括格哈德·安许茨和里夏德·托马也都极少容忍政党作为传递民众意愿的不可或缺的中间机构的功能，而当时主流的宪法理论给广泛存在的仇视政党的情绪奠定了法理的基础。海因里希·特里佩尔于1927年在柏林就任校长的讲话中就指出，要“压制不负责任的政党组织的角色”，从而给“构成新的群体的力量”带来更多益处的必要性。13这一讲话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议会制的实践相对的纯自由派议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下，议员们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而不依赖于自己所处的党派或议会党团，从而为达到公众利益进行自由讨论，这很难作为一种真正的出路。然而这却并没有阻碍魏玛宪法议会体制最著名也是最尖锐的批评者卡尔·施米特，按照这个和现实相差甚远的、与欧洲议会发展史相悖的模型来衡量和评价议会政治的现实。


  宪法学者和保守的功能精英们达成了理念上的一致，要尽一切可能地限制乃至取消政党的影响。拥护后一种观点的绝不仅仅是那些由斯宾格勒和莫勒·范登布鲁克指出了方向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家。斯宾格勒认为民意代表制度不过是“高级别的啤酒桌”而己，而莫勒·范登布鲁克则更是把政党称为“国家身体中的一群寄生虫”。14“党派国家”是一个当时创造出来的颇具贬义的概念，德意志复兴一定要以清除掉它为前提，这种观念在当时几乎是所有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并且涵盖了从青年运动到天主教普遍主义，从新教政治神学到旧保留派，包括民族主义右翼等阵营。它在功能精英派，甚至在大工业家阵营中亦越来越受欢迎。


  对于政党制最根本的批评统一了几乎所有的反自由化力量，并且时常在左派政党当中亦能取得一定的回响。15这就造成了一种增长的趋势，政治团体日益从资产阶级公共协会的自由组织形式中脱离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政治团体，它们给自己赋予各不相同的名号，如教团、圈子、联盟、俱乐部等，这些无不让人联想起前宪政时代的产物。这其中还包含了对青年联盟运动原则的强调，其中“行动”圈子中知名政治分析家汉斯·策雷尔是其重要代表，他曾经于1932年以著名的论断“联盟运动属于未来，党派代表了过去”宣布了“党派的终结”。16接下来对政党施加了难以想象其尖锐程度的攻讦，政党是腐败的，是贪婪的，是“人民共同体”的破坏者。这种想法的苗头就植根于德国人对政治异见以及民族分裂深入骨髓的厌恶，这与德国人感受到的19世纪的德国缺乏政治上的联系的历史密切相关。对国家理性和公民利益天然稳定统一的信仰源于19世纪早期的观念论哲学，然后经历了工业革命和高度工业化进程的传承，又在不存在冲突的政治“共同体秩序”的神话中一再变本加厉，以至于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民和领袖之间根本不存在特殊利益的影响。


  德国知识精英对议会制和政党制的批评无限制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与地位下降有关，这种地位下降现象与社会和政治民主化不断加强密切相关，并且与“旧”中产阶级的相对衰退同时出现。另外，这种思潮也从1918年被德国人引以为国耻的战败中得到了养分。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在德国人看来是一个被西方国家强加的，对德国人自己来说相当陌生的宪政，是1789年思想的产物，为此人们还在战争中斗争过，它的实现也必然导致扼杀德意志国家的民族力量。即使是德国民主党也基于自主的“德意志国家观”反对它，这种国家观以自治和法治国家的原则继续着日耳曼式的合作社观。适逢其会，帝国男爵施泰因的观点在民族自由主义的粉饰下，重新成为德意志内部和外部自我意志主张的象征。1932年，这位普鲁士改革家逝世100周年纪念在德国也理所当然地刮起一股施泰因热潮，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势力是不以施泰因的唯心主义宪法观为基础，从而背离“西方”议会制的。


  宣称所谓的走自己的“德意志道路”，这同时使回归前俾斯麦时代的帝国传统成为可能，也形成了大量的“逃跑”路径的出发点。17这些偏离的路径远离了取下伪装的议会制的理想模型。对此的替代选择在反共和制的右翼反对派阵营的不同变体当中——无论它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分子、民族革命分子、新保守主义、青年联盟或民族主义代表、德意志社会主义或者民族社会主义，还是所谓的天主教帝国意识形态、新教旧保守主义——不过是具有稍显不同的色调罢了。无一例外，他们都在思想上倾向于让国家在和社会团体以及它们所左右的政党面前变得更加强大。国家官僚体系在立法权面前自我独立，引入专业的和社团的形式，由领袖寡头实现的全民民主的净化以及国家总统的专制，凡此种种，不过是这个时代反自由和民族主义基本思潮中的一些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它们从进步的工业社会的条件中抽象出来，却完全忽视了权力监督以及多元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


  政党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与表达本不可或缺，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仇视和非理性期待日益笼罩的意识形态中很难有发挥的空间。但这并不阻碍其代表人对党派施加影响，并在选举中支持它们。就算莫勒·范登布鲁克捍卫的“第三党派”的神话实际影响力并不很大，它还是对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派政党的合法性起到了削弱作用。政党制度让资产阶级选民更倾向于代表特定利益诉求的政党，而非传统的代表一定世界观的政党，这也导致选民们1929年以后把纳粹党作为当时政党制度中能够带来好转和真正解决问题的替代选择。不断对政党制度本身泼脏水给它带来的危害极大影响了议会制中正常的利益平衡，甚至其害处远远甚于党内部缺乏承担政治责任的意愿。反过来，大联盟中的党派之间有限的合作意愿也令人震惊，这可以从议会外反对议会制的骂声不断高涨窥见一斑。


  政党对其在议会体制中根本的取得多数并组阁执政的功能理解不足，只是有限地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阁时期标志性的持续议会危机。除了对保持稳定毫无责任意识的两翼极端政党以外，承担责任的党派领袖们也普遍缺乏对政治妥协以及承担国家角色的理解，这本来是议会民主体制中的政党应有的基本素质。相反，他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日益激化的压力之下。1928年，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托尔珀就曾经抱怨说：“我们今天拥有的（政治体制），是部长们的联合，而不是党派的联合。根本不存在执政党，都是反对党。”18用这样的话，施托尔珀描述了当时德国政坛的一种无奈的持续状态，政党领袖层面达成的妥协往往在议会党团当中，甚至更糟糕的情况下由各邦的组织破坏殆尽，尽管当时完全不缺乏各种助力，如政党或议会党团领袖磋商以及各邦议会间的委员会等机制。


  魏玛共和国经济上持续的停滞，也进一步加剧了政党利益政治的条块分割局面。经济上的分配斗争在资产阶段政党身上表现得比像社会民主党或者中央党更为明显，因为前者直至20年代时仍然没有在组织上覆盖全国，并基本依靠捐款度日，而后者则在组织上更多地具备了人民党的特质。但即使在这些人民党身上，在议会党团中被过度代表的协会代表人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30年，占到国会党团37%的德国工会总联合会成员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在关键的社会政策问题上极大地限制和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的意见决策。中央党则面临着中小企业和劳工阶层之间的尖锐对立。协会影响最深的党派则是德国人民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因此，1929年，施特雷泽曼考虑引入国家资助党派以防止经济过度干预政治的做法是不无道理的。


  尽管明面上党派体系运转失灵，但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已形成的利益集团以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而合法化了的否决权，这些利益集团包括军方、重工业部门和大农场主，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会也一度拥有这样的权利。它们在高阶的官僚体系以及共和国总统的办公室中寻找自己的代言人，除了少数例外，他们也遵循着盖斯勒的名言“由国会来治国是不可能的”，倡导远离议会的国家统治体系。奥托·布劳恩也多次却无甚效果地指出，如果肆意地对待和使用紧急状态政令法案，就会进一步架空政党在议会中的职责和权力。值得一提的是，人们拒绝了普鲁士总理传统上参与国家内阁会议的权利，这些会议通常是由总统，有时也由他的助理迈斯纳为代表，主持召开的。


  非法的武装措施以及试图绕开和平条约规定的做法都有利于形成一个官僚化的平行政府。总统扮演着替代立法者的角色，同时官僚体系和利益集团之间互为朋比，这样一来上述情况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只有在大部分官僚精英阶层如媒体、司法、科学和教育精英等广泛地敌视议会的背景下，政府面对立法权才要完全独立。这种苗头肇始于1923年底，并在总统内阁中达到了顶峰。广泛传播的仇视议会情绪的真正政治推动力来源于从革命到通货膨胀引发的一系列持续的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造就了当时社会不公和特权的主因。尽管如此，这其中其实有着更为长期的社会经济原因使然。


  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间的对立又被内政和外交力量场中的失衡进一步加剧。路德内阁期待着，施特雷泽曼许诺的道威斯计划的“反馈作用”能够立刻生效。然而，其效果并不明显。伦敦会议之后的外交情况有多么棘手，则可以从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当中窥见一斑：外交部在麦克唐纳的建议下放弃了公开发布施特雷泽曼从德国国家人民党那里强行获得的关于战争赔款问题的宣言，因为麦克唐纳认为，如果不这么做，简直就是“德国乃至全世界的末日”。19同时，取消了协约国的军事监督的辩论也导致了激烈的争吵，协约国承诺在进行一次最终的全面普查之后，可以搁置军事监督。然而在对德军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检查之后，协约国认为其结果堪忧，甚至有必要推迟既定的1925年1月10日从科隆区域清空驻军的日程。


  时任总理的马克斯无比震惊地表示，这样一来可能会回到过去的制裁政策上去。这是绝不可允许的。抛开违反了和平条约中解除武装的规定的行为无法抵赖不谈，单单是塞克特一味地限制和阻挠军事检查的做法，就令法国方面的怀疑直线上升。然而，赫里欧赋予军事普查极大意义的深层原因在于，赫里欧希望借此动员英国一道在1924年10月由国际联盟拿出的日内瓦议定书上签字，从而建立起欧洲安全体系。在道威斯计划的谈判中，安全问题被整体搁置起来。然而，由于法国政府方面的坚持，安全问题又不得不拿到议事日程上来讨论。只要解决方案没有达到法国方面的安全需要，巴黎就会坚持自己制裁的权利。


  德国公众普遍认为法国不过是贪得无厌地想在欧洲大陆推行霸权主义，因此对其安全需要也没有给予丝毫的理解。然而，就连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认为坚持占领德国鲁尔区和莱茵兰是纠结于纯形式的法律立场，并且反向报复政策的结果。人口发展的失衡、经济处于弱势地位、大战的心理阴影，凡此种种，造就了法国在外交政策上要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德国军事力量变得强大。无论英国还是法国都非常清楚，军事监督政策最终将无法长期贯彻实施下去，那么当下在科隆地区的驻军坚持不撤离就是一个尴尬的解决方案，也因为赫里欧需要执行这一方案从而将英国也拉入到法国的安全政策中来。


  反过来，德国外交致力于首先将日内瓦议定书中有关国际联盟裁判权的条款宣布无效。这些条款将国际联盟未来对于争议的裁判权排除在外，而国际联盟委员会也已经对此形成了一致的决议。这些关系到上西里西亚，有可能尽管有国际联盟章程第19条修正案，也涉及整个凡尔赛体系。按德国外交部法务部主任，影响力巨大的弗里德里希·高斯的评价，这些规定“破坏了通往和平修正《凡尔赛和约》的道路”。20德国专家们坚信，德国加入国际联盟的意义只在于，它要能为德国提供改变和约的契机。国际联盟努力保持当前欧洲现有的非军事化区域的同时，还要以此为契机，实现全欧洲的裁军，对此德国外交部做出了极为忧虑的反应。


  同一层面上，德国人还担心，军事监督权最终交给国际联盟，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措施予以永久保留。这种担心同拒绝从科隆地区撤军一起构成了决定性推动力，促使施特雷泽曼做出决定，把陷入僵局的有关结束军事监督和提供安全条约提前从莱茵兰撤军的谈判再度恢复起来。21这一动议率先来自阿贝农勋爵，因为他担心亲法的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最终会同法国达成英法军事互助协定，这必将剑指德国。即使不是这样，施特雷泽曼也必须计算到，法国要向取代了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英国保守党斯坦利·鲍德温内阁提供在莱茵兰的“实体保障”，而非形式上的保障条约，这样一来，撤军就遥遥无期了。


  1月份时，首先向英国内阁，后来又向法国政府提出的安全协定中除了包含着一个反对孤立德国的防御性成分以外，还包含着一个充满进攻色彩的内容，当时施特雷泽曼还期待着能够提前解放莱茵兰，甚至有可能收回萨尔地区；尽管他一再很尴尬地回避在谈判中提出这一观点。1925年6月4日，施特雷泽曼向美国大使阿兰森·霍顿私下交底时表示，德国向法国提出的和平建议当然可以在字面上忍受“莱茵兰继续被占领十年”，然而却无法忍受法方占领的野心。22德方提出的草案保障了莱茵兰边境军事的不可侵犯性，这意味着德国放弃阿尔萨斯—洛林，搁置欧本—马尔梅迪，并有意识地不提孜孜以求的东部边界保障。


  德国人提出的方案未经内阁，而只由总理表示了同意，旨在防止联合政府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派别表示反对，从而将之破坏。这在张伯伦及其保守内阁当中，尽管有阿贝农勋爵作保，仍然面临了对立冲突的不同意见。外交部猜测，这可能是出于东部边境问题考虑的一种曲线救国的策略，但立刻被德方坚决否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将来德国方面一定会提出修订相关方案的愿望。张伯伦仍然在权衡，在此后的某个时间点上把德国纳入他个人偏爱的英法联盟中来。然而内阁的多数意见则拒绝在大陆上结盟，至少不应该在《凡尔赛和约》有限的修正之前这样做。而修正和约至少也应该是数年之后的事情，并且这也要在涉及但泽以及走廊问题上充分保护和照顾波兰独立的情况下进行。相对于无和约可循的状态，张伯伦认为莱茵条约只是一个更微轻的“恶”，他不想看到欧洲陷入到联盟体系间互相攻击，同时德国和苏联走到一起。英国两相斡旋的政策在张伯伦看来可以防止欧洲爆发战争冲突，这样一来也让英国无须在欧洲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本来英国的各自治领就对此非常反感。


  

法国方面直到1926年6月中旬才对德国提出的方案做出反馈，在此期间，法国政坛经历了政府的更迭。它让激进社会主义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入主了奥赛码头。鉴于英国人的态度，如果直接拒绝德国的方案，显得不太合适；此外，白里安和赫里欧的观点一致，他们均认可用国际法保障的措施整顿当下的现状来取代以武力治裁相威胁的老一套。除了将比利时包含在内以及德国认可国际联盟章程第16条以外，法国人附加了将安全条约同法国保障下的德国—波兰以及德国—捷克的仲裁条约连在一起的条件。此外，白里安还希望安全条约不触及由《凡尔赛和约》产生的德国方面的义务，这样一来，如果德国违反了其军事和经济上应承担的义务，协约国仍然有采取制裁措施的可能性。


  在此之上，法国还要求在安全条约和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之间能够形成一套一揽子方案，它可以让仇敌加入到集体安全的体系中来，然而由于大国对于日内瓦议定书的态度，它还完全无法实现。231924年9月，施特雷泽曼在长时间地犹豫，并力排内政方面巨大阻力的情况下，将加入国际联盟的意愿与保障一个常任理事席位、不适用国际联盟章程第16条以及此后能够参与到席位体系中来的权利联系在了一起，更进一步，施特雷泽曼希望附带上德国不应该承认战争赔款或相应的道义责任的义务。施特雷泽曼完全没有预备着因为加入国际联盟而使得德国在外交上的行动自主权，如果说它本来客观存在着的话，有任何的限制。如果说德国取得国际联盟中常任理事地位的要求可能在列强中得到同意，那么，德国人指出自己在军事上的弱势地位而请求解除依据国际联盟章程第16条做出的制裁的要求却必然引发了争议，更不用说它与国际联盟一贯奉行的反对苏联的压制策略是背道而驰的。


  法国提出的一揽子方案给施特雷泽曼提出了一个内政难题，即要立刻着手处理国际联盟问题。他一度希望通过签署局限在保障莱茵边境问题的安全条约来迅速实现结束鲁尔区被占领的现状，并且英法可以从莱茵兰撤军。面对苏联外事人民委员、对德国与国际联盟之间暗通款曲表达了深深忧虑的李特维诺夫时，施特雷泽曼则用大事化小的口吻表示：“德国在西方的政治任务在可预见的将来不是修订《凡尔赛和约》，而是反对法国在这一和约中规定的边界线，这就意味着莱茵兰的安全问题。”24法国方面的回答强迫德国外交政策认识到，不能把加入国际联盟和修改《凡尔赛和约》直接捆绑起来。对他来说，余下的唯一机会就是避开东部边界保证，从而让英国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支持法方。


  施特雷泽曼比当时德国内部的政敌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德国都没有在西方列强和苏联之间游走的选择权。而安全协定的提出更多的就是在重新获得这样的选择权，无论其是否可能实现。施特雷泽曼还特别坚决地反对了在德国军界以及民族主义者当中流传甚广，并一直影响力巨大的念头，即只要德国和苏联走到了一起，就可以抗衡，乃至瓦解协约国和西方列强的合作阵营，并且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手段来强制修订德国和波兰的边界。更不要说当时的苏联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后，一直忙于内政的处理，而波兰共和国的局势也在约瑟夫·毕苏斯基的影响下逐渐稳定，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针对波兰的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即使是由苏联主动挑起引发的冲突。只要法国一直利用莱茵兰来牵制德国的侧翼，那么任何一次针对波兰的攻击行为都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1925年6月4日，战胜国向德国联合提交的一份关于《凡尔赛和约》执行情况的清单也在这一背景下浇上了一盆凉水；它导致了内阁中的反对派也不得不转而寻求安全条约的顺利签署。德国政治家在外交方面多大程度上还在延续德皇威廉时代的幻想，可以从同年6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中窥见一斑。这次会议上，施特雷泽曼不仅被来自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部长们，还被中央党代表以及国防部长和总理指责，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放弃德国固有领土的行为就是“叛国”。而施特雷泽曼也愤怒地表示，要想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就必须同法国开仗，而在当前以及可预见的将来，这是根本无能为力的。因此，内阁会议多数成员表决通过，并最终强加给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的决议是，在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上不使用武力，还美其名曰实施“国家真实政策”，这一切看起来就非常荒唐可笑。25


  冯·塞克特将军，由于施特雷泽曼的争辩占了上风，不得不采取守势，却属于《洛迦诺公约》的反对派。他们拒绝一切外交上对外和解的态度，同时也拒绝一切缓和德国对外修改《凡尔赛和约》的主张，他们宣称：“我们要获取权力，而一旦我们有了权力，就一定要把我们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26这种对外交现实认识错误到可怕的程度令阿戈·冯·马尔灿的继任者，外交部国务秘书卡尔·冯·舒伯特领导的外交团队无奈地摇头应对。外交部努力劝说德国军方，动用军事力量或者说偷偷摸摸搞扩军备战的把戏，只会坚定法国方面不从西部地区撤军的决心，然而收效甚微。大概一年半以后，舒伯特还看到一份国防部的军事演习计划，假设在苏联持中立态度，并且法国不作为的情况下，德国与波兰发生武装冲突。舒伯特不无讽刺地在旁批注：“似乎还需要假设，英国在海啸中丧生，美国一部分遭遇飓风，一部分陷入废墟，捷克斯洛伐克则完全忙于协定谈判之中。”27


  直到军方总参谋部领导层实现了代际替换，威廉·冯·海耶取代了塞克特之后，上述情况才有所好转，一种基于现实的外交态度才在德国政界得以确立。281926年，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上校在一份策略备忘录中承认，重新赢得但泽走廊、重新将奥地利纳入以及放弃莱茵兰非军事化，只有通过长期的修订方案才能够实现，并且这一切均需要建立在解除武装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军事模拟方案也证实，国家的军事力量有限，但足以在对波兰的冲突中自保。然而，和苏联秘密的军备协定依然存在。1927年，在喀山建立了一所装甲兵学校，在利佩茨克修建了一座共同使用的军用机场。后来又共同从事了生产和应用毒气的技术研发工作。然而这种秘密军备措施也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因为一方面德国工业界缺乏兴趣为在苏联进行的这些军备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导致的种种困境也令其无力支持大规模的合作项目。29


  这样一来，德国军方的活动重心也就转移到了促进战争冲突中的德军，甚至还包括全民的长期作战能力之上。德国人不放弃非法的动员计划以及全方位地扩大对边境和国土的防御，尽管这样一来就会让普鲁士政府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但仍然已经远离了自塞克特时代以来形成的旧观念，通过全民动员形成大量具有作战能力的军队。此时，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武装现代化以及作战中的战术机动性之上。和法国在战场上一较高下的想法始终没有放弃，然而人们也清楚，在1935年到1940年之前，是不具备和法国开战的能力的。非法秘密军备的措施由国务秘书委员会监督进行，并由政府的特殊预算经费加以支持。由于这些项目不便公开说明，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贪污腐败问题，其中福玻斯电影公司1927年的破产倒闭也导致了国防部长盖斯勒下台。


  《洛迦诺公约》的准备阶段，施特雷泽曼觉得自己面对的是塞克特坚忍的反对。而向德国递交的关于《凡尔赛和约》执行情况清单很明显地与指挥部对他的直接诋毁，以及在《凡尔赛和约》中无效的参谋部事实上的继续运作相对立，施特雷泽曼从中看到了鼓舞。国家总统的位置由保罗·冯·兴登堡接任，在他看来，塞克特那种散发着冷峻的智慧不过是种傲慢，指挥部的立场在国防部那里也失了势。德国军队高层的政治野心依旧，只是其态度转而变得审慎而保持距离，艾伯特任期内德国军方一直采取了这样的姿态：有意识地表态采取“对于国家积极的态度”。30后来一度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上校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就尤其捍卫这一主张。军方路线上的更迭并不表示他们一改以往鲜明的反议会态度。1926年由施莱歇尔提出的威权式的宪法改革方案就已经让人们认识到，放弃直接干预内政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军方的新路线不再是让国家军队成为“国中之国”，而是成为一个集权、威权国家的一部分，并且很大程度上是握在总统手中的一件利器。这是因为军方已经从战略上认识到，将来发动全面战争时不可以和政治体制相抗衡，并且在没有德国大部分民众支持的情况下，全面战争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国家作战能力的大纲中就必然隐含了对内要加大力度从政治上孤立、排挤那些在“国家问题上靠不住”的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而外交上，完全支持施特雷泽曼采取的政策，并在中长期利用裁军问题做文章，使之成为德国要在军事上享有平等权利的杠杆。1926年，塞克特任性地让威廉王子身着极富盛名的步兵第九军团军装参加秋季军演，在盖斯勒的逼迫下，塞克特的下台成了中长期军事战略势在必行的转变以及军方和政界关系的余波。


  德国军方领导阶层在理念上的变化也应理所应当地看成是屡遭挫败后的一种必然反应。德国外交在洛迦诺不懈地努力谋求军事上更多的行动自由，却惨遭失败。1925年夏季，施特雷泽曼还希望在撤军和解除武装问题上能够取得直接的成果。早在法国拿出德国《凡尔赛和约》执行情况的清单之前，德国国家人民党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促成安全条约。在它的施压下，施特雷泽曼也把撤军要求纳入进了德国方面谈判的一揽子条件当中，虽然这在外交策略上看并非明智之举。白里安显然是对他的德国同事施特雷泽曼所面临的内政困局表达了更多的理解，并且也决意要达成条约，于是不再细究德国方面的一些保留，和张伯伦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参加国政府的法务咨询专家们起草一份条约草案，并于9月15日在洛迦诺的外长会议上予以通过。施特雷泽曼7月时以辞职相要挟才使得德国总理路德保证不再偏离共同路线，后者也反对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单独派施特雷泽曼一人去洛迦诺的建议。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目的在于强调这次外长会议的“非正式色彩”，同时也在政治上让施特雷泽曼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31本来已经被阻止了的战争赔款问题、科隆地区撤军问题以及解除武装问题的声明又再一次被硬塞进了施特雷泽曼的公文包中。然而在这个时候，白里安已经拿出了自己的诚意，鲁尔撤军已经在7月31日，杜伊斯堡和杜塞尔多夫的撤军在8月15日就已经结束，德方还喋喋不休地重复上述早就已经听得厌烦，并且故意搁置不提的要求，必然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不礼貌的姿态。


  然而和德国想要达成一致的核心矛盾还不在于上面这些次要问题，白里安清楚，在解决安全问题的过程中，这些次要矛盾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核心问题还在于回避了德国东部边界的保障问题以及在《拉帕洛条约》中规定的对苏关系问题上的玩火。后者被看成异常艰难的外交任务，因为苏联直截了当地让德国人明白，德国进入国际联盟，抛开相关保留条款，如不应用章程第16条、阻止法国行使行军通过权的保留等，在苏方看来就是对于《拉帕洛条约》规定的原则的背弃，这将迫使苏联既要同波兰，又要同法国通过条约取得意见一致才行。


  苏联方面提出需要德方予以确认的中立盟约，即德国不可以加入任何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针对苏联的组织，这在施特雷泽曼看来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让人们觉得，德国意图要对波兰采取一种战争式的修正政策。作为外交部长的施特雷泽曼有足够的理由来消除外界看来一切不忠于盟约以及《拉帕洛条约》又一次卷土重来的印象，防止其威胁到安全条约的顺利签署。在一定的时间点上，施特雷泽曼要与时任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产生的亲苏影响对抗，他本人也必然非常担心苏联人会援引大使曾经说过的“把波兰人赶回到他们民族的边界那边去”的话语，从而产生不良的影响，令《洛迦诺公约》在最后的时刻成为泡影。32


  另一方面，来自莫斯科的声音也给了德国在第16条的约束力问题上实现某种妥协的可能性。比如德国只需要在“其军事能力和其地理位置相适应的情况下”才有义务参与国际联盟的制裁措施。33因为同苏联结盟的可能性是一项在东部边境问题上迫使法国做出让步的重要手段。尽管施特雷泽曼拒绝参与国际联盟制裁苏联时给出的理由是，不想承担德国变成东西方进行大战时的战场的风险，但是他也承诺，德国作为国际联盟委员会成员国亦不会在国际联盟表决要制裁苏联的攻击行为时使用否决权以干扰国际联盟统一的制裁行动。通过这样的方法，施特雷泽曼表态支持了符合德国国家利益的集体安全防御。


  施特雷泽曼还可以信任在有制裁目的的情况下，仲裁谈判能够提供足够保护德国利益的机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变更坚定了德国面对苏联时的立场。后者以双方中立为目标，特别固执地要将德国东部边境的当下状态固定下来，尽管施特雷泽曼希望保持在这一问题上的灵活和多变。1926年4月，在苏联的一再催促下订立的《柏林条约》预计的广泛的磋商比单纯形式上的联盟更符合德国修正《凡尔赛和约》诉求的利益。波兰问题的讨论只有通过间接的方法才有可能：阻碍波兰经济的整顿，然后再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从而在讨论波兰西部边境修订时能够取得更多话语权。


  在洛迦诺，施特雷泽曼在各大基本问题上均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仲裁条约不必加上法国保障的负担。事实上，这些条约是不具有约束力的，因此也就意味着和法国现存的结盟条约被架空了。回避了对东部边界做出保证，在英意两国作保下，德法同时放弃在西边动用武力，这简直就是挑动德国在中长期修订东部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施特雷泽曼可以把《洛迦诺公约》看成是波兰的失败。这同样也可以算是法国的失败，因为否则的话，法国本来在非由德国挑起的武装冲突中具有提供武力援助的义务。同样，条约的签定还阻止了法国要求英国在德国人违反了其莱茵非军事化区域规定的情况下详细表明其同盟义务的努力。这一切的糟糕后果，在1935年时就表现出来了。采取直接制裁措施——而不需要启动复杂的国际联盟程序——的可能性被阻断了，即使《凡尔赛和约》中相应的条款并没有在形式上废止。


  当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首脑共聚洛迦诺进行会晤时，和平公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已经起草完毕。其中对各国绝对平等的原则实际上使德国外交得到了巨大的地位提升。后来一再重申的“洛迦诺精神”以及欧洲相互理解、避免武装冲突的意愿下隐藏着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争夺，任何人甚至连象征性的让步都不愿意做出。法国总理的重要话语“洛迦诺构成了一个信任时代的开端”并没有实现，尽管在大会结束之后，在教堂的钟声中，欢欣鼓舞的人们纷至沓来，信心满满地庆祝着为和平的新纪元奠定的基石。34


  洛迦诺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张伯伦于是也说，从此以后不再有战胜者和被战胜者。同样，施特雷泽曼也在条约签署之际，于1925年12月1日在伦敦呼吁，现在我们可以“提出欧洲意识”。但是，白里安维持现状的意愿和德国从未停止的修正《凡尔赛和约》的意愿之间究竟能否和谐统一，还要看未来的发展。现在就是要“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地将法国人向后挤，因为无法展开全面的进攻”，施特雷泽曼的话语中，德国人徐徐图之的野心昭然若揭。35显然，一封他于1925年9月写给普鲁士王子的不无争议的信中表达的态度以及语言表述“德国人被掐住了脖子”，都很能说明问题。总的来说，施特雷泽曼的政策还是打上了钢铁一般的民族主义的烙印，并且只有在德国享有了完全的民族国家主权，并完全重新获得军事国防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谈所谓的欧洲观。36


  在施特雷泽曼的判断中，《洛迦诺公约》只是“一系列欧洲条约体系中德国逐渐重新获得主权”的第一步。37从当时使用颇多的说法“一线曙光”中可以看出，德国政界普遍认为他们正处在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的开始，并且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在将奥地利纳入版图后重新实现德国中欧霸主的地位。一开始，施特雷泽曼仅赋予了安全条约并不太重要的意义。这是一种和平合作的西方修辞，它用条约的形式来呈现外交上的根本转折点。而在条约开始就一直摆在那里的具体的撤军以及解除武装问题，从德国人的视角来看，却收效不大。总理路德异常沮丧，且带着被内阁成员们指责的恐惧回到了柏林。在这里，整个德国代表团甚至要警方拉出警界线保护，以防出现令人不快的插曲。施特雷泽曼有理由强调，在外交手腕上，他已经实现了在当时形势下最优的成果。在结束会议以及在草签和最终签署条约期间，施特雷泽曼不断向负责解除武装问题的白里安和大使会议施压。最终他得到了白里安的应诺，于12月1日开始从科隆地区撤军。期待法国提前从莱茵兰撤军的希望却落了空。不过，白里安还是向施特雷泽曼保证减少驻军的人数，以及限制其军事管理的范围。只是这些法国总理需要在国内力排众议才能出于好意而做出的姿态却在德国公众当中完全没有得到承认。


  在议会中通过《洛迦诺公约》则是再一次对资产阶级派内阁的一次力量测试。38虽然不被各方看好，路德总理仍然坚定地抱有希望，能够劝说此前一直以各种方法阻挠施特雷泽曼外交施政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能够及时收手。德国的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媒体用最尖锐的话语来攻击安全条约，尖锐批评德国当局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德国依约加入国际联盟，这对于舆情是个极为不好的兆头。另外，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让德国国家人民党最终会愿意扫清议会中通过《洛迦诺公约》的障碍。因为它把内阁的存续置于风险的赌博之上，然而内阁的存在对于其在农业、税务和财政方面的利益一直起着积极作用。无论如何，德国国家人民党党内缺乏凝聚力的问题暴露了出来。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及其控制的媒体巨头的强力支持下，成功地通过各邦党组织将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层置于最强的压力之下。德国国家人民党议会党团无法回避这样的压力，只能决定指示部长们反对《洛迦诺公约》，最终再将他们从内阁中召回，避免宣告联盟正式解散。


  德国国家人民党通过阳谋既要反对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已经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支持的《洛迦诺公约》，又想继续保持执政的尝试，被奥托·布劳恩挫败了。他让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依存于德国国家人民党形式上从议会党团中退出。这样一来，路德内阁就在1925年11月底，由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社会民主党支持通过条约，取得了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纳粹党、经济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胜利后下野了。正常条件下，在这样的议会局势中必然会组成大联盟新政府，这是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乐见的情况。然而，外交形势迫在眉睫，反对《洛迦诺公约》会让德国陷入不可预计的灾难性后果，因此迅速在左翼至中间派形成了明确的多数支持格局，然而这一联盟在内政方面仍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法联合执政。


  德国人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朔尔茨相信，出于“德国经济方面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是不可能和社会民主党人一同在德国实施内政并管理经济的，由此他谋求总统府持续的保护支持，后者在投票表决之前就已经在力争重新建立资产阶级联合阵营。39总统助理奥托·迈斯纳引导的、事先让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层知悉的执政联盟的政治阴谋，就是要让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社会民主方案流产。德国民主党主席埃里希·科赫—韦泽，受总统的委托，在非常仓促的谈判日期内尝试建立执政大联盟，但他没有完全看清自己在这场执政联盟谈判的把戏中不过是被当作工具来使用，而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也同样如此，在普鲁士部长们的催促下半推半就地进入到了谈判程序之中，然而也并没有能和德国人民党达成妥协。


  随着社会民主党的退出，迈斯纳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再次在路德的领导下，成功组建了一个由中间派力量领导的少数派内阁。这建立在社会民主党的宽容之上，因为德国国家人民党即使在兴登堡的参与之下仍然并不准备接受由《洛迦诺公约》带来的加入国际联盟的决定。外交因素再一次阻止了政治意志的重心向右偏移，同时议会形成决议的压力也迫使同温和的左派达成一致。内阁主要还是依托总统个人的威权而继续运作，后者在计划尽快再次将德国国家人民党重新接纳入执政联盟之中。就在几个月之后，路德就在他一意推行的国旗问题上遭遇失败。1926年5月5日《国旗法令》颁布时，他以《国旗法令》的修改属于总统权限为由，提出无须通过国会，计划在德国的驻外机构中统一使用黑白红的旗帜。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共同对这种明显向反共和党派让步的做法提出抗议，逼迫路德下野，并再次抛出了组建大联盟联合执政的话题。


  阿登纳尝试组建一个大联盟内阁，这遭到了德国人民党的反对，后者希望在解决了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之后，能够建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多数派内阁。阿登纳的努力失败之后，德国又重新回归到了中间派掌握下的少数派内阁，区别只是马克斯取代了路德成为总理。这体现了当时国家的内政处于拉锯战的局面，而这正是由于国家的民族主义派别不妥协，且德国人民党也充分利用了社会民主党的两难选择，后者在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政策上予以了支持后，却没有在内政问题上获得任何相应的回报。其实就算社会民主党有非常明确的行动方案，可能结果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在大多数党内人士看来，参与执政联盟不过是成为牺牲品，把全部的政治责任扛在自己身上，而不是看成一项有效的手段，在政府的决策中施加更多事实和人事上的影响力。党的执行委员会在议会党团的战术问题上又一次的失利，特别是德国工会总联合会代表能够在党团中行使否决功能。正是在核心的社会政治冲突，如工作时间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的行动自由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


  社会民主党这种缩成一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也表明了其内政方面自1919年以来一直乏善可陈。该党始终还坚持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共和制度的国家政党”。1921年格尔利茨的党代会上，带着对民主化的极度欣喜的向往形成的格尔利茨纲领中还认定了无条件地走向民主共和国是“德国历史发展决定的唯一正确的国家形式”。40但自此以后，共和国的现状就与全党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愿景渐行渐远了。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意味深长地表示，党把民主制度当成“实现社会主义的阶梯”，最终还是要把它放到一边；然而实际上，民主制度构成了“党的纲领中伟大的、已经实现了的以及分分秒秒都必须要实现的一半”。41他的话语正点明了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制面前所表现出的进退两难的样子。还需要艰难的学习过程，直至普遍认识到共和政体是值得大家捍卫的才行。


  重新采用一种传统上内向的自我理解也反映在了与独立社会民主党中间派联合以后，1925年在海德堡通过的党的纲领中。在很多方面，党又回到了埃尔福特传统并呈现出了大战之前更多处于反对党的角色定位。同样，党内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左派力量，特别是在德国共产党的竞争压力之下，其重要性日益得到显现，尽管它并不具备展现出建设性的政治新选择的能力。德国社会主义左派，如其重要理论家马克斯·阿德勒和保罗·列维，高度重视1927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纲领中提出的专政口号。这说明，他们和占多数的改良派一样，总体采取了一种守势，同样也同意通过资产阶级的商业法案。然而问题却并不仅出在社会民主党媒体和党的大会上讲话中保留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工会领袖们利益政治考量下狭隘的眼界令他们在联盟政治上表示的一味的妥协退让，从而声名狼藉。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鲁道夫·希尔费丁和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则号召党要在共和国的政治中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


  社会民主党人总体采取守势的根本原因还要拿到当时整体停滞不前的成员数量的背景下去理解。1918年以来，工业劳动者的数量和新增的中产阶级人数相比并没有增长，此外，社会民主党也没有能够用吸引更多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的成员来抵消自身内部左翼力量出走，转而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带来的损失。现在看来，尽管社会民主党不断致力于拿出一个有吸引力的农业纲领出来，但战前在农业政策上的错误决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民主党想在魏玛时期成长为一个大众政党的可能性可想而知。它更多地保持着工业无产阶级的特定职业人群的政党性质。在社会政策上，该党也回到了社会民主亚文化之中。党的领导层思想僵化、年龄偏大的倾向也导致年轻一代的新成员无法在党内发声，因而对他们就更没有吸引力可言了。42


  1921年以后，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下降到了80万，尽管得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近20万名党员回流的补充，仍然处于低潮。尽管1924年12月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很有希望重新收回失地，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该党在联合执政上畏首畏尾的态度。虽然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以来的社会动荡时期为国家的共同利益做出了不可抹杀的巨大贡献，但在各派别之间依然存在着非常深的隔阂，甚至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左派之间也是如此。源于彼此之间社会成见的担忧让两个派别不敢彼此靠近，这种担忧也和清晰分开的不同利益阵营的意识牢牢绑缚在了一起。有组织工人运动的相对孤立进一步加强了，因为同西方列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必须要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才能“搞外交”，和资产阶级右翼才能修内政的观念成为马克斯以及路德内阁政府人员高度官僚化的看起来理所应当的基本原则。工农业利益集团对于政治意愿形成时施加的超大影响，即使这些往往在议会之外形成，也使身在政府之中的社会民主党无法很好地平衡。任何一次想要改变现状的努力尝试都加大了回归到由紧急状态法支持的、独立于国会之外的政府的压力。


  

政府内阁隐性独立于国家各政治力量，首先来源于外部政治的需要，由于对大量涌入的美国贷款的依赖，宪法政治方面大变化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外了。在政党政治的光谱上，这导致了完全不同且相互对立的期待，要么在外交上的左右摇摆的局面结束后，将社会民主党排挤出去建立一个纯右翼的政府，要么回到执政大联盟格局，而不是像1923年的那种单纯危机政府。第二种可能性被证明不过是一种幻想。到1928年5月，联合政府的情况一直是，议会外的政治影响阻碍社会民主党加入内阁，或者只有当右翼政党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的道威斯计划修订业已成形时才勉强同意其加入。


  人们一直以来期盼施特雷泽曼在洛迦诺开始推进的外交问题的彻底解决能够实现，也希望它能够消解德国相互排斥的内政和外交多数派的问题，然而事与愿违。取而代之的则是德国修正政治回到了小步走的外交上，在德国国内，这被民族主义右翼分子视为软弱无能，缺乏国家意识，并予以了最尖刻的批评和攻击。由于春季会议上波兰、巴西和西班牙强烈要求获得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席位的诉求无法忽视，这给德国加入国际联盟造成了事先未曾预料的封锁。最终在1926年9月，德国还是克服了阻碍风风光光地加入国际联盟。施特雷泽曼决定利用国际联盟作为平台来代表德国的利益，特别关注那些由国家财政支援的波兰和捷克境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作为德国修正政策的传声筒。


  德国外交本质的问题是在国际联盟外部讨论的，即使是在国际联盟会议期间，在施特雷泽曼与英法总理非正式的接触中。1926年9月17日在图瓦里的交流会上讨论了作为对德国提前以变现铁路及工业债券形式的财政支持措施来巩固当时行情低迷的法郎的回报，提前从莱茵兰撤军的计划。43施特雷泽曼对此寄予厚望。然而，由于法国国内的阻力，这一计划最终流产了，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美国银行家在债券变现上表现出消极态度的原因。各方期待出现的突破没有能够达成，特别因为白里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他在法国内部能够争取到的活动空间。最终，图瓦里会议唯一留下的“余香”就是英法方面权衡后决定于1927年1月末取消军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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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纳德国加入国际联盟。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于1926年9月8日致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电报（波恩，外交部政治档案馆）

  


  1929年3月，施特雷泽曼写信给阿贝农勋爵，称那些“支持了洛迦诺政治的人看到了他们的希望成了废墟”。44施特雷泽曼不得不越来越痛苦地认识到，承诺过的《洛迦诺公约》的“效果”非常有限，最终甚至可以说完全无效。而唯一的收益，莱茵撤军提前至1930年，施特雷泽曼本人也未能亲历了。在后来隆重庆祝“解放”莱茵兰的典礼仪式上，再没有人提及这位外交部长的名字。他本人也深知，他既不受党内同僚，也不受议会中的竞争对手和政敌的待见。其中也不乏别人对他的污蔑与攻讦，甚至来自施特雷泽曼通过外交斡旋才令其回到德国的普鲁士王子。可以说，施特雷泽曼具有明明认识到在有限的政治可能性前提下还勇于承担吃力不讨好的政治责任的政治家的勇气，同时他亦遭受了这样的政治家经常遭受到的命运。作为外交部长的施特雷泽曼，在他充满坎坷命运的六年任职期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然而——至少在德国修正政策者眼中——他并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贡献。


  从外交到内政的影响方面来看，施特雷泽曼没有弄清楚一件事情，即他所追求的重建德意志民族国家之主权的努力其实最终被德国的某些政治派别摘了桃子，在他们眼中，共和国不过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把德国树立为一个对内对外的强大的霸权国家。某种意义上说，施特雷泽曼在图瓦里所面临的外交突破上的重大失败反而促进了魏玛宪法体系暂时保持稳定。施特雷泽曼也非常清楚，白里安在撤军问题上的犹豫完全是德国军方好战的做派使然。德国国家人民党进入了德国内阁当中，这也无法令西方世界相信德国能够走上长久和平的道路。为什么施特雷泽曼在德国国家人民党拒绝同意《洛迦诺公约》时也没有支持解散国会，从而进行新一轮选举，这一点即使事后来看，也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出乎意料的是，施特雷泽曼当时一再支持德国国家人民党参与到政府中来，并且这似乎也并不是出于政党策略的考虑。正是因为在一些要点上，他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外交愿景相一致，他就对能够把控住极右翼势力的可能性过于自信了。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德国国家人民党，就像左翼反对派一语中的地指出的，突然间在外交政策上听话得好像温顺的小羊一样。施特雷泽曼也没有认识到，胡根贝格、克拉斯、泽尔特、赫格特和希特勒等极右民族主义分子的欲壑是外交上取得的哪怕是非常卓越的进步都很难填平的。


  施特雷泽曼外交优先的思想迫使他及他领导的党派在内政以及选民支持方面有所让度。直到去世，他都在施加整合的影响力并一直致力于团结对抗的力量共同合作，甚至最终不惜以辞职和退党相威胁，在联合政府当中进行建设性党派合作。出于国家的动机，他在内政方面对抗日益增长的内政方面的极化倾向和保守阵营想要孤立社会民主党的企图。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方面他一直都在指出，社会民主党在大战当中所做出的爱国功绩，比其他任何政党加起来的都要多。后来，关于他在总理位置上仅三个月的执政大联盟，他说：否则的话“就会是这个德国在和那个德国进行对抗”。


  然而，施特雷泽曼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却阻止他长久地寻求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除了个人的原因以外，还有其他现实方面的理由，让他无法开启向左派开放的大门，从而促进共和国宪法长久的稳定。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主义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天然排斥，除此之外，人们对于社会民主党在国防问题上的不信任还起到了非常核心的作用。事后也难解释为什么施特雷泽曼在洛迦诺谈判中关于撤军问题那么重视，并且极力坚持减少对德军事监督。他完全应该设法打消法国人对德国重新武装军备的担忧，比如这就表现在法国1925年决定实施建立马其诺防线的措施，并且也应该提出建议，成立一个非军事化的监督委员会来监督条约规定的莱茵兰非军事化的实施情况。同时，他也疏于对秘密进行的扩军备战行为予以坚决的抑制。45


  不过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试图动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德国人修正条约的目标，尽管他也不可能没有看到德国的军事计划从中长期来讲必然会导致与法国之间发生战争冲突。施特雷泽曼大力促成《凯洛格公约》的签署却并不单单出于策略的动机。施特雷泽曼本人深刻地意识到，中欧地区的战争影响必然会波及德国，甚至影响其存亡。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施特雷泽曼和白里安两人，也表明世人对于两位政治家在德法对立方面画上句号并为欧洲奠定了长期和平的前提所做的功绩的嘉许。


  施特雷泽曼是他那个时代欧洲政坛最为杰出的国家领袖级人物，然而他却也从来不是深层意义上的欧洲人。有鉴于当时深受民族主义烙印的德国政治文化，受其深刻影响的施特雷泽曼也不可能具备具有欧洲意识的任何前提。作为政治家，他最大的功绩在于寻求和法国直接的对话，而不是像他的前任以及继任者那样，妄图利用外交手段能够孤立法国。46这样一来，他就和他一直很羡慕的俾斯麦时代的外交政策彻底决裂了，而1945年以后的阿登纳算是他的一名好学生。诚然，1923年时，除了和法国直接谈判，不可能还有其他的替代选择。施特雷泽曼成功地让法国外交相信了可以长久地在莱茵河畔压制住德国。但他却没有实现白里安要求的双方能够在政治上突破，实现双边互信。显然，他身上肩负起的修改条约的任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利用德国民族主义反对派中表现出的策略性要素在他言辞华丽的强调要与法国达成和解的意愿中占据了主导。所以当施特雷泽曼的“遗嘱”出版后，法国公众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欺骗。


  尽管施特雷泽曼已经开始权衡用经济上的强大来代替武力上的霸权，但是这位德国外交部长最终还是囿于普鲁士德意志传统。国家政治在他看来，不建立在足够的军事支撑的基础上是不可想象的，国际联盟的裁军思想被他首先用来作为维持德国军事上享有同等权利的策略性手段。在这样的框架内，他还是尽可能尝试去迈开促成欧洲各大国间相互和解的步伐。如果他能够把他在追求外交目标上特有的谨慎态度也用在内政方面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政治体系的发展可能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让德国相对于西方强国能够拥有更多行动自由，在内政方面必然走向它的反面。


  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而成功得以实施的重建工作不仅意味着内部民主议会制的发展，同时也促成了战后早期社会国家显著的建设成就。虽然鉴于外交政策上的依赖性，来自右翼的颠覆尝试永远地消除了，但同时，资产阶级中间和偏右阵营的联合政府主导的威权政治却日益显著，这让对于在重建外交方面一度起到极为重要作用的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越来越陷入一种防守的姿态。


  国家直接或间接地被纳入到大西洋国家的体系之中，并越来越依赖美国的贷款，排除了在此期间实施开放的宪政实验。反共和的右派势力认为自己在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下不得不屈从于议会组织机构。包含当时被禁止的纳粹党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减退为一些小党派扮演的角色。国家重新获得的外部政治稳定显然与撑起它的民主力量的缺陷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内政方面风雨飘摇的状态能支撑多久，首先取决于外交方面的配置。




    
    
    
  第七章　议会外力量的进击


  在鲁尔区危机和超级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魏玛共和国中期迎来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和经济上整顿的阶段。随着《洛迦诺公约》的签署以及加入国际联盟，德国终于取得了与其他强国平等的权利。尽管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战争赔款问题的规定还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是通过该问题与协约国间债务的联合也已经放弃了《凡尔赛和约》的惩罚和赔偿原则的直接关联。战争赔款被看成德国为克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长期财政的负面后果做出的贡献。用经济手段继续战争的阶段看起来也就相应终止了。


  基于大量流入的贷款替代了本国相对较弱的资金投入，1924年以来，经济呈现了高速发展。马克斯和路德内阁都首先成功地把保持货币稳定以及政府收支平衡放在优先地位，以保障德国能够进行战争赔款和贷款方面的谈判。这当然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了中小收入阶层的利益为代价，并且通过税收措施直接或者通过补贴间接来使资本的拥有者获益。即使在1926年1月，内阁换届后，在政府中拥有其直接代言人的大工业和大农业利益集团仍然受到优惠待遇。虽然名义工资快速增长，但相应的维持生活的成本也大大增加，这导致劳动者的实际状况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改善。


  这种局面给接下来的日子里的社会政治气候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经济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同时社会保障政策永远只具有一定的补偿功能。1925年夏季的税收改革如国务秘书约翰内斯·波皮茨强调的要很大程度上考虑到“税收负担的经济性”。1鉴于有明显背离埃茨贝格尔税收改革的重新分配作用的情况发生，最高达60%的收入税税率下调了三分之一，而最低税率仍然保持在10%的水平；免税额也从生育第四个子女开始，从工资税收的1%上升至2%；并且收入税的免税限额也设在了月收入80马克。后者引发了企业主的不满情绪，尽管这并未超过战前普鲁士的税收水平。


  大大降低财产税的做法却引来了赔款事务专员的批评，后者建议应该通过有限的增加工资的手段来加强内部市场的方法解决问题。由收入税以及大众消费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的提高与其他税收类型对于财政的贡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家财政部的税收改革对于工业部门采取了显著的保护性利好措施，如延期和补贴等，这其中绝大多数付款都绕开了国会，并且获益最多的都是重工业联合企业，如罗希林、施廷内斯、克虏伯、曼纳斯曼和弗利克以及面临订单萎缩的造船企业。弗里德里希·弗利克收购了上石勒苏益格联合冶炼厂，同时还作为政府咨询专家，评估该厂是否有资格获取国家补贴。可以说，大财阀和政府官僚政治之间的密切勾结已经突破了腐败的边界。政府的补贴行为虽然在此后几年里逐渐减少，但随着后来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又开足马力继续大力推行。这其中包括由即将卸任的布吕宁内阁计划的以极高股价收购盖尔森基兴矿业股份公司1.1亿股票。由此产生的弗利克公司的整顿也是迫于军方的压力，并且和防止上石勒苏益格地区的工业企业破产的高度机密行动有关。其中，弗利克只是作为国家在当地经济界的代言人出面而已。


  在国家银行总裁亚尔马·沙赫特看到了商品价格通货膨胀的初期征兆，并叫停了大量慷慨发出的贷款、提高贴现率之后，政府特别对于重工业企业的支持看起来就非常必要了。从沙赫特做出的限制性贷款和利率措施的后果中可以看出，德国经济在通货膨胀期间引入广泛的合理化措施之后仍然非常脆弱，不堪一击。当德国央行的措施使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利率差显著降低时，涌向德国的贷款资金一度停滞，并且国家和私有的投资行为也显著减少了。这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1925年底，失业率重新突破了200万大关。接近充分就业的蓬勃发展阶段也彻底结束了。当然，政府可以通过刺激经济的措施和方案来创造就业以减少对社会的不良影响，然而这也是以放弃国家公共预算中的财政储备金为代价的。


  同样由于缺乏提振经济手段而产生的1925年至1926年的危机放到世界经济范围内来看，还属于德国经济的个别现象。2在1927年，经历了快速的恢复。可惜的是，好转趋势到1928年就结束了，德国也陷入到了世界范围的大危机中。经济的短暂复苏在德国农业领域几乎没有产生作用，自1926年以来，农业就陷入了持续的长期衰退当中，它同样是由于国际市场上农业产品生产相对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也增加了社会经济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政府认为有必要解决结构性失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也不能继续无视现实，既不能将长期失业归咎于相关的劳工本人，也不能把失业归咎于他们没有参与劳动的意愿。另一方面，社会国家的原则也面临着沉重的负担。一直以来采取的国家干预措施遭遇到了大工业财阀利益集团越来越尖锐的抗议，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财政和工资政策的问题，并且再次唱出税率过高影响经济的悲歌。


  德国工业联合会1925年12月底向总统提交的一份关于“德国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研究报告中，要求拥有对抗财政部长关于支出决定的否决权，并正式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能被“不会搞经济的政党”牵着鼻子走。3所以在资产阶级内阁关于洛迦诺立法倒台唤起了可能产生左派执政联盟的可能性之时，又一次重新尝试使用第48条来用威权形式代替议会制的冒险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一向把德国人民党视作其延伸在议会当中的手臂的重工业，一直阻拦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通过签署《华盛顿劳动时间条约》来为回到八小时工作制铺平道路的努力，就算条约中规定了大量的例外条款，以阻止其立刻应用。在代表鲁尔区煤炭开采企业利益最重要的组织朗南协会中，在1927年由领军性矿业和钢铁企业非正式成立的鲁尔拉德组织中，以及凭借在德国工业联合会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企业界渐渐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完善的利益代言机制。他们总会毫不犹豫地通过给党派输送利益，或是施加直接的经济压力，比如威胁破坏德法钢铁谈判，来实现其社会政治方面的主张。4


  褐煤工业的保罗·西尔弗贝格1926年9月在德累斯顿召开的工业联合会成员会议上做了一次备受瞩目的演讲，向国家表明了企业界响应社会民主党“更有责任感的合作”的号召，然而这一演讲受到了来自重工业界最尖锐的抗议，并引发了联合会内部持续的激烈争论。5此时，制成品业和出口业的代表并不能有效地表达其温和派的主张。尽管西尔弗贝格此时对于激进的工会派以及他们提出的参与决定权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化方案都予以了非常明确的拒绝，并且回到中央工作联盟要和工会认可企业家一方的优先地位相绑定，他的观点仍然无法得到认同。重工业界影响力巨大，他们不是要求平衡，而是要求危机方案，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将社会民主党排挤出去，按照宪法第48条取消议会制和政府作为永久解决方案。


  莱茵—威斯特法伦重工业界施加的内政上的巨大压力的深层次原因，与其说是由于这些共同来自鲁尔区的企业家基于同乡概念和共同的政治想象而导致的某种家长式作风，还不如说是因为变得日益尖锐的成本危机。这种成本危机在通货膨胀阶段以水平或垂直方向上的集中掩盖了过去，并且这种集中的倾向在1925年至1926年时随着危机的发生越来越明显。1926年初完成合并的钢铁联合企业集中了德国50%的钢铁制造企业，是当时德国企业集中化最为明显的表达。政府针对企业集中现象也没有采取任何抑制措施来对抗权力的聚集。甚至它还给资本的聚集带来更多便利条件，比如1925年领军化工企业合并成立法本公司时，政府放弃收取到期的合并税。工会方面为了更有效的监督垄断价格形成，要求修改1923年时的卡特尔法规，却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与资本的聚集同时进行的还有重工业产能的显著提升。德国钢铁制造工业尽管失去了很多地盘，在1925时就已经达到了战前的生产水平。这一方面得益于不断对生产设备进行扩充，另一方面也由于广泛地进行了涉及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的工艺改良。然而，工人的工作条件却并未有什么具体的改善，特别是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方面并没有什么积极的进步。随着同质化的生产过程，工人的劳动强度反而提升了。综合下来，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1925年时，就已经比大战之前提升了14%，并还在不断提高。同时，由于生产工艺合理化导致的产能提升也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但由于固定成本提高，因此，只有在充分发挥产能的时候，才最为经济有效。钢铁厂在1925年时，往往平均只能利用60%的产能，1926年时甚至降低到了50%左右。


  战争赔款的义务给煤炭产业带来了持续的利好，并让企业主们认识到未来可期，可以赶上甚至超过大战前的生产水平。在经济慢慢过渡到稳定期后，人们发现，市场不再有那么强的消化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欧重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这是因为洛林的钢铁生产中德国设备和工艺流程使其产能翻了一倍，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停滞，且新的能源得到了开发利用，其中包括石油。就如同莱茵—威斯特法伦煤业辛迪加通过批准国家煤炭比例以制定价格政策来应对生产过剩一样，在国际市场上，在有竞争领域打价格战，在无竞争领域形成垄断价格，钢铁业也走了价格卡特尔的路子。1924年11月成立的原钢联合会认为，不仅要确定生产比例，还要形成钢铁制造企业中各类产品的销售统一体，从而消除国内市场上所有的竞争。


  通过钢铁企业联合会的价格垄断，国内市场的高垄断价格形成，以便弥补在国际贸易中低价倾销带来的损失。深加工企业则基于钢铁加工行业联合会(AVI)协定可以按在生产中使用的出口钢材量得到补贴，最终三分之一的补贴进了钢铁深加工企业的腰包。6为防止洛林钢铁工业通过进口让国内价格走低，1926年原钢联合会达成协定，以期预先规定德国南部市场上德国贸易伙伴提高了的出口份额的经营权。这项规定的目的在于能够更好地利用其设备产能，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然而，这并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因为它未能实现组建卡特尔追求的国际市场钢铁产品价格提升。同时，德国企业与洛林的企业不同，超过了规定的配额，当价格跌至成本价时，不得不支付大量补贴，这样一来人们很快宣布协议无效，只保留地区保护措施。1933年时，它改头换面以出口辛迪加的总卡特尔形式出现。


  在煤炭和钢铁工业领域，渐渐有把销售和生产分离开来倾向的卡特尔化以及欲达到最大利用产能的价格政策阻止了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减小占比，而这一发展对于经济整体来说是有利的。经济以外的动机，比如在德国政界人们普遍坚信，只有通过不断挖掘德国经济自身发展的潜力，才有可能实现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可能。这一点和影响力巨大的重工业联合企业的联合政策解释了，为什么消费品和制成品工业即使身居相当重要的位置，却在头号经济协会中难以发声的重要原因。7早在通货膨胀时期就已经显示出重工业的利益代言者们在魏玛政治体系中以破坏有利于整体经济的价格形成的方式拥有着一票否决权。“来自西方的先生们”不仅和经济部的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横向联系，同时也能直通总统办公室。当时人们这样称呼那些来自莱茵—威斯特法伦的重工业巨头，其中既有对他们权力地位的敬畏，又不乏戏谑的意味。


  马克斯和路德内阁对大工业企业的扶持十分有助于鲁尔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但同时也造成了有利于“新”工业的经济重新分层发展滞后，且程度严重不足，重要的服务于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整体的供电网络的建设，由于重工业的特殊利益而受到了阻碍。过高的煤铁价格使得进一步加工领域的投资成本增大，并且限制了没有加入AVI协定的企业的出口能力。1926年，由于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导致煤炭业短暂迎来了销售回暖，此外，该行业就一直存在着人尽皆知的生产成本危机，这需要间接补贴或者减少船运成本才能部分地扭转不利局面。由于进入到了全球经济危机，德国政府被迫承担一部分社会福利基金，其中包括矿工医疗保险。


  对于重工业企业主方面来说，他们认为社会福利基金过高，税收负担过重，并激烈地反对。由于财政中用于支付战争死难者抚恤及其家属的养老金的份额只字未提，从而就过高估计了公共支出所占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直接的战争后果直到1923年秋天时仍然以间接的方式由通货膨胀转嫁了，而有序的财政框架条件直到后来才建立起来，此时过高的税收负担和社会福利基金以及收入减少不再是和战争导致的资本损失，而是和战争赔款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斗争联系起来。从人们的心理承受上来讲，这是非常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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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1900年价格和1925-1933年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

  


  同时企业主协会方不仅在有争议的工作时间问题，还在工资政策上不断增加压力。由于重工业企业行业协会的力量强大，所以在核心行业中实际上不太可能形成工资协议自治。自经济稳定以来，鲁尔区采煤业在没有国家中间人的调解下，甚至没有其关键性一票的作用下，已经无法形成工资合同，同样的情况在钢铁制造行业中也是如此。8工资合同签署的失败不能归咎于工会方面。自由工会、基督教工会以及自由派工会组织，其中包括波兰职业联合会，自1924年以来都不得不采取防守策略。它们已经没有机会对抗日益紧密的资方阵线，资方渐渐过渡到运用解雇，有的时候甚至使用企业停产等方法。公开的劳动斗争方式被对于经济性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评估的鉴定战所取代，而谈判双方，即资本家和工人，则把工资和劳动时间的决定这样的核心问题抛给国家的调停人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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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913年价格和1918-1933年价格按要素成本（国民收入）计算的国民生产净值

  


  尽管产业工人阵营的生活日益困顿，但工会组织内部激进力量的影响力早在20年代早期就已经日渐衰退。91923年解散了由其控制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联盟的德国共产党的工会策略有所变化，还发出了“进入工会中去”的口号，然而对此的回应却是改良派的工会领导们渐渐把共产党人从领导阶层中排挤出去。1928年革命工会反对党（从数量上来看显得微不足道，同样失败的还有经济危机时由德国共产党尝试建立独立共产主义工会的努力）在企业工人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支持力量，转而从失业工人中发展势力的德国共产党因此也就无法在当时的工会政治制定中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不过它还是通过对工会的领导层不断发起持续的攻击，使其决策能力陷于瘫痪。职业工会组织的外部整顿则伴随着反向成员运动展开。20年代早期工会组织成员的迅速扩张并没有持续地被组织消化吸收。和战前的情况一下，工会中专业工人再次占据主导，而年轻的无太多技能的劳动力则没有被太多代表。这样一来，工会组织中主张调和的中间派的力量被增强了，同时也就弱化了他们在与资方争取薪酬待遇时的斗争意愿。


  国家土地联盟和重工业界试图利用宏观经济形势来进一步排挤工会的工资垄断地位，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企业共同体思想施加工资政策方面的影响。10抱有同样目的的还有由重工业企业家协会于1925年建立的德国技术劳动培训研究所(DINTA)，卡尔·阿恩霍尔德任所长，研究所致力于塑造一种有企业归属感、有绩效意识，同时有着国家民族意识的劳动者，并且从“心灵上”赢得劳工阶层的好感。除了人体工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之外，该研究所还进行“人类经济学”研究，试图通过优化生产过程的同时，还通过企业内部教育的措施培养良好的劳动者心理状态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政治的角度上看，技术劳动培训研究所是在为资本家服务，把资本追逐利益的本质掩藏在人民共同体的思想之下；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该研究所所崇尚的“劳动美学”也首开劳动评估的现代模式之先河。


  企业共同体原则的转向和企业家当中敌视工会情绪的增长在加入了德国工会总联合会的国家的和基督教的劳工者组织当中，特别是在商业雇员协会当中引发了失望，而在大部分基督教工会中引发了愤怒，因为这样一来，它们普遍期待中央劳动共同体回归的目标几乎成为泡影。在劳动时间和工资的问题上，各基督教工人联合会组织觉得自己被推到了德国工会总联合会一边。基督教矿工联合会会长海因里希·因布施就与施泰格瓦尔特相反，支持在鲁尔地区的矿业当中更多实现社会主义化的措施，并使用了比老联合会那些会长更为激进的语言。同时，非社会主义化的工人联合会同土地联盟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右翼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因为它们在劳动时间和工资问题的谈判中总体是以反派的形象出现的。


  社会平衡的偏移也给中央党（也是当时唯一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工人党员）带来了一定的影响。11虽然社会的这种向左的动荡，在威斯特法伦邦表现为基督教社会人民共同体的出现，在巴伐利亚还产生了以维图斯·黑勒为首的基督教社会运动，但这在1924年的国会大选中的影响还非常有限。但1925年出于对中央党右倾的抗议，约瑟夫·维尔特宣布退出议会党团，以及在天主教劳动者当中增长的反对派氛围，则指向了对于中央党经常的信任危机。鉴于民众中对于没收贵族财产的渴望心理，大部分天主教劳工阶级成员都支持左翼正常的立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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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3月，柏林爆发示威游行，要求举行全民公决，没收贵族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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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6月，柏林社会民主党呼吁就没收贵族财产事宜举行全民公决

  


  国家劳工部长海因里希·布劳恩斯尽管出于国家政治的考虑一直以来不断表达支持资产阶级政府，但是他本人鉴于1927年开始不断好转的经济形势和基督教劳工阶层的不断反抗，也深知国家无法在实践当中再持续推行一种有利于资方的调解策略。劳动时间紧急法案规定了加班需要额外补偿，并且进行更多有利于工会方面的国家调解，布劳恩斯受到了来自资方的最尖锐的批评，钢铁业普遍希望，能够对抗调解结果，不额外加薪，并能继续保留行业内三班倒的工作制度。为了能对抗“国家的工资专制”，按照当时钢铁工业西北集团内部的一份备忘录的记载，企业计划设立一个专项资金，并做好准备在劳工部长要坚持推行关于劳动时间的构想时，进行全面停产。鉴于西北集团的抵制，1927年12月，内阁不得不在劳动时间紧急法案的应用上采取了退让的态度。12


  布劳恩斯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谨小慎微的态度推行的补偿性社会福利政策虽然不能改变劳动力市场上各方的力量对比，但是有助于劳动者的平权以及扩大劳动者的权益，同时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险以及劳动保护。13作为在这条道路上极其重要的一步，以及作为布劳恩斯个人首要功绩的则是1925年完成草案、1927年通过的失业介绍和失业保险法案。就像劳动时间紧急法案一样，布劳恩斯通过主动邀请国家经济委员会来促成上述法案在国会中能够达成妥协，并最终通过。当然，基督教工会组织也起到了重要的中间斡旋作用。这部法律填补了失业工人保障和在危机中得到援助的机制，其中规定了劳动者在保险的原则之上失业情况下有权在一定时间内得到经济上的保障，也让保险制度进入到劳动用工各方的自我管理体系之中。尽管它只是惠及了一部分劳动者，且对于当时国家的长期失业毫无建树，但仍然已经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福利发展的最高成就了。


  虽然存在着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工会成员的失业比例自1925年底至1927年初，从未下降到15%以下——人们还是期待通过经济的优化组合能够消化剩余的劳动力。资方和劳方需要缴纳的3%的会费以及由失业介绍和失业保险署设立的紧急基金为140万名失业工人提供了经济援助。接下来就是国家的贷款义务了。因为法律规定的援助只有26周，所以对于长期失业者来说，则是要依靠按需原则的危机帮助。1928年时，已经将季节性务工人员从保险中排除出去，1929年又排除了临时性务工人员和已婚妇女。然而，1927年7月16日，人们意见一致地通过改革法案时，还普遍认为会出现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基于同样的财政政策的极度乐观态度，在魏玛共和国经济繁荣的最后两个财政年度里也在乡镇上大兴已经废弛了几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交通路网，合并大都市区。在这个背景下，广泛地进行了公共设施的建设，它增加了居住房屋的面积，同时也服务于文化的自我表现和政治表现。大量的居住类建筑以及共同设施，其中很多保存至今，都见证了德国乡镇自我意志的延续。在大城市，则发展起来了跨越社会阶层的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发展也初现端倪。对于城市生活创新性的特征的敌视常常同对乡村不靠谱的财务管理的指责联系在一起。后者常常将短期的贷款用在长期的建设之上。


  方方面面都对国家过于轻率的使用预算提出了批评：赔款事务专员帕克·吉尔伯特、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布吕宁以及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都表达过对过高外债的担忧。工业界也和国家财政的扩张做出过不屈不挠的对抗。尽管如此，1927年时还是在当时隶属于中央党的财政部长海因里希·科勒的努力下，为公务员加薪20%。该薪资修正案进一步拉平了国家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时任高级公务员联合会主席的德国人民党党团主席恩斯特·朔尔茨以非常矛盾的心情接受了这一方案。这一改革措施作为对引入失业保险制度的补偿，将公务员的收入提升到了专业工人收入的顶极水平，同时它也是在德国经济好转、人们普遍信心大增时的产物，此时德国财政只需要负担比较低的年赔款。


  由科勒单方面保障、缺乏中央党委员会同意的提薪方案在当时就遭遇到了各方反对的声音，不仅吉尔伯特指出西方各国公务员待遇普遍偏低，布吕宁和由施泰格瓦尔特领导的基督教工会组织也极力反对。可以预计的是，只有将国家付给失业保险的费用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才有可能为加薪修正案提供足够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这种加薪行为无异于是对企业联合会的背信弃义，因为后者一直以来就在反对各种加薪。在国家确定的工资标准支持下，工会成功地将1927年实际工资水平提升至大战前的水平，并且在局部范围内还有更多的提升。此外，在工资结构上也有较大程序的变迁，矿业工人的高工资无法再坚持下去，但是工业企业需要给专业工人给付显著高于薪酬标准的工资。


  重工业方面对于所谓的劳工部“工资专制”和过高的社会福利负担提出了抱怨。其中，企业给出的理由包含了把议会制和福利社会相提并论，把政治制度和“工会国家”等量齐观的倾向。1925年以后，工人实际工资收入的提高既不是因为国家的调停措施，也不是工会的影响所致。前者在经济发展的动荡中效果有限，后者在通货膨胀的危机中力量也大大削弱。实际情况其实是首先大大降低的实际工资水平与1924年以后仍然没有能够完成消除的通胀预期是相适应的。实际工资的上涨比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要显著缓慢，所以工资水平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工业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但是，全部就业人员的收入确实在国民经济生产率增长之上，这主要是由于就业率上升的缘故——全部就业的人员的数量比大战之前上升了11.3%，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从1907年到1925年间，雇员和公务员的人数从10.3%上升到了17.3%，而工人的数量则从54.9%下降至49.2%。综上所述，相对而言企业雇员、乡镇雇员和国家公务员的高薪——并不是产业工人的工资——造成了收入和生产力发展有限的不平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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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1907年、1925年和1933年就业普查，工人、职员和公务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以及就业率

  


  当时在企业主圈子中高呼的论调，国家经济受制于过高的工资水平，实际上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结构性实质。经济发展面临的真正制约因素在于缺乏创新能力，在一些结构性弱势领域没有形成优化产业结构的集约发展，过度的卡特尔化和垄断经营导致恶性竞争，这些都限制了中小企业的活力与发展。重工业企业的卡特尔价格政策间接导致生活成本大大提高，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工资水平。因为工资自治体制由于工会力量的减弱，特别是在工资主导的领域，并没有真正的实现，所以通过自由工资而产生的对经济政策的纠错机制也就基本没有起到作用，否则的话，它是可以对重工业中的过剩产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的。同样，过低的工资水平也无法长期保障重工业的销售机会。此外，给易北河东部大农场主的高额补贴花费对于投资行为也有负面影响。


  按照战前水平测算，德国工业的增长水平也落后于其他具有可比性的西方国家。世界经济危机伊始，德国和英国共同属于工业竞争的失败者。缺乏国家对于经济增长政策有序的规划以及用补贴来支持不具备经济效益的行业的倾向共同构成了德国经济结构的弱点所在，与战前相比，利息增长显著，内部投资能力相对不足。这是通货膨胀带来的间接后果，而通胀又让原来中产阶级的财产储备蒸发殆尽。另外，国家政策层面的因素，如央行的贷款政策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关税保护措施，都起到了负面的作用。


  资本主义干预措施在工业领域起到的作用不像农业那么明显。虽然大农场主在通货膨胀中能够大量负债，但是由于缺乏生产优化必要的资本基金也阻碍了在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过低时的经济健康发展。除了普鲁士参与的大量贷款行动以外——泽韦林指出了建立“有抵御能力的，忠于德意志的农民隔墙”以抵抗斯拉夫危险的过度异化的必要性——国家也过渡到了广泛的农业补贴政策，其中东部救济以及东普鲁士计划数倍于对工业的扶持，却既无法阻止农业继续债台高筑，也无法提升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15


  在长时间斗争后终于在1925年8月通过的税法修正案规定，在一定的过渡期之后，将关税调整至战前水平。这也和同时推行的保护主义贸易条约一样表现在了生活成本显著提高之上。政府推出的平抑物价的措施总体来说只有表面的意义，并且引发了手工业界广泛的抵制。资产阶级内阁的经济和财政政策走上了将社会平衡推向不利于广大的劳动阶层和社会中产阶级下层的方向的道路。也正是因为国家土地联盟，由于其和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翼政党有着多样性的横向联系，在议会中能够呼风唤雨，才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广泛的农业保护主义政策也波及大量德国西部的农业企业，它们往往依赖于从国外进口饲料。保护主义也触及了进口业的利益，它们普遍惧怕贸易伙伴的补偿性关税。农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能够成功地以国家保障特定经济利益的传统态度为宗旨来行事。这其中就包括了一直宣称的东普鲁士和边境地带的意识形态。人们指出，这是国家利益的必要性使然。边境防卫不可缺少，保障德意志的土地不受斯拉夫化影响至关重要，以此来保障极少数大农场主与生俱来的优先地位。同样地，鲁尔河畔的重工业企业主们也把自己扮演成了防御法兰西野心扩张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他们最后也会把自己这份功劳记在功劳簿上，并用鲁尔捐款的形式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20年代的政治生态是由经济上的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团体之间的横向联系为主要构架的。自从共和国在货币稳定措施以及接受道威斯计划等外部整顿措施以来，议会外的政治团体，无论左右，其功能都发生了变化。与以往那种以政变形式颠覆当下的宪政体系不同的是，这些政治团体致力于将当前的宪法体制慢慢改变成威权制度。当资产阶级内阁——政府和高层部委的行事越来越独立于议会和政党——的集中主义的风格以及货币、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缺乏大众支持时，国会以及多数派议会党团就会遭受明显的权威受挫，这样一来，议会外的力量便更能从中获益。议会外力量对于经济上更强大、政治上更稳定的政府体系的进击说明了，当时的政党并不能充分地完成其凝聚作用。


  资产阶级内阁主政期间的内政整顿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公开的政变倾向逐渐淡化，民族主义的民防组织的阴谋活动渐渐减少。秘密军备转向长期进行，并且国家军队从形式上尊重共和体制，让军队中士兵的哗变游戏失去了政治土壤。这样一来，民防组织纷纷致力于直接施加政治影响。钢盔团从一个步兵团发展成为最著名的民族保守主义民防组织。这首先要归功于弗朗茨·泽尔特，这名预备役军官在大战中身受重伤，并且于1919年在地方诸前线军人联盟合并成为帝国前线军人联盟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年代中期，一部分迄今为止仍然保持独立的战斗联盟，如，维京联盟、奥林匹亚联盟和由鲁登道夫指挥的坦能堡联盟，加入了钢盔团，它同时和祖国联合协会有着非常密切的横向关系。到1924年，钢盔团及其青年团共有40万名成员。16


  经历同样发展道路的还有阿图尔·马劳恩成立的青年德意志骑士团。17马劳恩来自青年运动，并于1921年同他的追随者一起参加了上石勒苏益格志愿军斗争。到1923年，青年德意志骑士团的活动重点主要放在了准军事领域，这就遭到了普鲁士政府暂时的禁止。1924年开始，它转为致力于实现政治目标，同时也不放弃其跨越党派的特性。这个看起来有着中世纪色彩的组织一方面以中世纪晚期德意志骑士团为榜样，另一方面又与新保守主义的环形运动呈现某些相似之处，这与该团体的章程中规定的思想有关：把联盟的形式用到政治生活当中来，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把政党形式剔除出去。马劳恩于1927年出版的《青年德意志宣言》就以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观念为依托，希望用组织化构建的能够把邻近原则和领袖原则融合在一起的职业秩序来取代议会制和政党政治。18


  青年德意志骑士团以10万名会员成为当时德国保守党派阵营中的第二大政治战斗联盟。它主要在新教中产阶级圈子内发展成员。很多积极的会员都来自青年运动。马劳恩宣扬民族内部的更新，他认为，这需要通过强健身体以及内部的殖民和边疆工作来实现，而不是像钢盔团那样靠军事训练。首先，他提倡志愿劳动，骑士团后来还参加了劳动营运动。在外交政策上，骑士团支持施特雷泽曼倡导的与法国和解的态度，但在东线则倡导排除但泽走廊以及覆盖面更大的定居点计划。19


  施特雷泽曼敢于动员各战斗联盟的潜在力量来支持洛迦诺政策。他在一篇写给《汉堡外地人报》的文章中强调，“国家伟大的生命力并不只是由政党体现出来的”。20尽管如此，钢盔团还是在1924年3月当选为第二任邦领导人的前前线军官特奥多尔·杜斯特贝格的影响下，走到了洛迦诺政治的对立面。当恩斯特·泽尔特在威廉主义的民族主义范畴中思考时，帝国前线士兵同盟在一众新保守主义的笔杆子的帮助下保持了其核心当中民族革命的方向。这些文人包括恩斯特·云格尔、弗朗茨·绍韦克尔和维尔纳·博伊梅尔堡，他们把钢盔团的同盟报刊变成了“士兵民族主义”的传声筒。一方面是激烈的反对议会共和制度，另一方面鼓吹“民族专制”的必要性，两者合流形成了表述并不算清晰的主张，按照“战壕共同体的榜样”来建立“前线军人的国家”。21作为议会代议民主的替代选项，钢盔团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学者海因茨·布劳魏勒提出了自己的纲领。钢盔团发展的灵活性也体现在，1926年，它也放弃了加入的成员必须满足曾经在前线作战的条件的规定，钢盔团也日益从一个民兵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的、民族的自由运动”。


  诸战斗联盟进入到政治领域是2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的代际变迁的表达。正是那些本身并没有积极参加到战争中的青年一代，反而把前线军人的意识形态给工具化了，并贪婪地把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炮制的觉醒神话和民族共同体神话奉为圭臬，觉得那些在老迈昏聩的干部领导下的政党根本无法充分代表他们。统一着装，军事化队列，这些钢盔团进行的前线军人的日常，以及反对《洛迦诺公约》和国际联盟的政治示威游行越来越多地成为政治的常态，并且在议会外的政治行动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空间。


  与右翼战斗联盟的政治化相反的潮流则是共和派力量通过国旗团动员了起来，不无巧合的是，国旗团于1924年成立于马格德堡，这也正是钢盔团的成立地点。国旗团是共和派政党的跨党派团体，尽管有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的正式加入。该团体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到了成员超过百万的规模，在数量上远超右翼民防组织，并且是一支主要力量由社会民主党构成的大众组织。国旗团也是作为前线士兵团体建立起来，并且在很多方面也有右翼准军事组织的表现形式。和希特勒的冲锋队一样，国旗团也担负起保卫共和派集会的安全保障任务。然而对于其共和派的根本目标而言，国旗团所具有的联盟的要素和军事化的仪式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在1927年卸任的国旗团主席、马格德堡团长奥托·霍尔金的继任者卡尔·霍尔特曼的领导下，国旗团和有着尚武核心而建立的钢铁阵线渐渐使用了民族主义右翼分子的行事风格，一方面积极培养所谓的领袖思想，另外也目标明确地使用准军事化的组织形式。在所谓“为了第二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之下，结合强调跨越党派属性，因此在国旗团内部产生了对传统的政党制度不加掩饰的批评之声。22这样一来，不但因为霍尔金时常独断专行做出一些事情，而且这种情况也让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甚至连同社会民主党一起都与国旗团保持距离，并投来怀疑的目光。这背后隐藏的原因除了中央党加入路德的右翼资产阶级内阁带来的困难，就是新一代人狂热的政治气质，这种气质既反对政党已经成为例行公事且毫无目标的政治实践，又无法给被看成是劫后余生的协会民主赢得同情。


  与基本上保持防守态度并且尽可能避免与其他政治派别发生暴力冲突的国旗团不同的是1924年夏出现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以及它的附属组织，如红色青年阵线就是有意识地作为有战斗力的斗争同盟而存在的。23它们的做派把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过量的程度，还给了右翼民防组织额外的借口，把自己化身为法和规则的捍卫者。尽管在形式上有着超越党派的特性，恩斯特·台尔曼担任领袖的同盟其实不过是德国共产党控制的附属组织。它从外部适应右翼战斗联盟的仪式，并致力于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建立。


  1928年秋季，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确立了新左翼策略以来，德国共产党的外部做法不断升级，导致了和冲锋队以及国旗团的频繁碰撞，尽管当时普鲁士警察和共产主义示威者于1929年5月初在柏林的严重冲突主要是由于城市管理力量过于严厉的干涉，并导致大量伤亡。5月1日禁止游行的禁令挑衅了当时的德国共产党，引发了群体抗议，但也完全不像警察署长左尔基伯和内政部长泽韦林诬蔑的那样，德国共产党此次行动有着颠覆政权的启图。这一连串事件在共产党媒体上被称为“柏林血色五月”，此后对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施加的禁令并没有能够缓解多少内政方面的压力24，其中其他各邦并不情愿参与禁令，因为他们并没有准备在对抗冲锋队方面采取一致的步调。人们更多地利用了共产主义宣传鼓动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点提供了证据。然而实际上，直到被禁止前有着8万名成员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威胁因素，它同样被宣布为非法的后继组织也是如此。共和国真正的威胁来源于右翼政治势力的准军事化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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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市中心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地。鲁道夫·施利希特的水彩画《豪斯福格泰广场》，约1926年（奥芬巴赫，福尔克尔·胡贝尔画廊）

  


  除了不断努力试图使各国家前线战士同盟成为议会外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以外，1924年底威廉·冯·盖尔男爵还倡议借助战士同盟的力量让塞克特成为总统的竞争者，同时以这样的方式来使国家宪法制度实现威权主义的转型。该企图却由于提前进行的总统选举而落空了。总统艾伯特1925年2月28日突然辞世，这当然也部分是由于右翼媒体史无前例地对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炮轰。他们抓住了巴尔马特丑闻这一契机大肆制造舆论。25巴尔马特兄弟经营的企业破产倒闭并不是特殊的个案；施廷内斯的帝国也在他去世后因为过度的举债并缺乏流动性储备而覆灭。普鲁士国家银行和国家邮政的贷款以及巴尔马特兄弟是1918年从波兰移民的犹太人的事实，都成了人们当时在一定反犹情绪下针对社会民主党涉嫌腐败的理由。艾伯特本人也被指受到巴尔马特的资助，立刻成为德国民族主义狂热情绪攻击的热门目标。其攻击的最高潮就是指责艾伯特1918年初加入柏林子弹制造工人大罢工的领导集体从而犯下了叛国罪行。艾伯特将这一指控以污蔑为由诉至法庭，受理案件的马格德堡陪审法庭虽然一方面宣判了被告的辩解，另一方面却认为叛国的指控本身是有理有据的。


  这就是当时众多臭名昭著的审判案件中的一个，国家的司法充当了民族主义的打手，用刻意造谣的方法来抹黑左翼政党以及共和派机构，并发泄当时所谓的“背后一刀论”的仇恨情绪。共和国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推动总体打上社会保守烙印的法官阶层忠于国家宪法，更没有在极端情况下通过重塑纪律法案或升迁程序来实现这一点，这就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恶果。尽管当时政治生活中为数众多的代表人物，包括多位内阁成员，都对此表示出了同情，然而却没有人有勇气直接站出来批评这个荒谬的判决。这让艾伯特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直至该判决修正之前都无法躲过外界对他不断升级的背叛国家的指责。由于盲肠穿孔的病症没有能够及时得到妥善处置，导致了身体很健康的艾伯特54岁就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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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2月22日国旗日，在马格德堡大教堂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

  


  这样一来，迫在眉睫的总统选举当中如何能够提名得到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就成了摆在各党派面前的难题。对于魏玛执政联盟的党派来说，共同推举一位候选人是不错的选项，比较合适的人选比如可以是备受尊敬的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然而这种可能性在一开始就归零了，因为中央党反对提名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而在社会民主党内则因为艾伯特总统的社会民主党身份，便将总统宝座看成了社会民主党必争的席位。资产阶级中间党派提议共同支持盖斯勒成为候选人，但这却被施特雷泽曼以国防部长出任总统会在外交上带来不良后果为由否决了。因为选举法只允许在第二轮选举中以相对多数胜出，所以首先还是由各党派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德国共产党的恩斯特·台尔曼、社会民主党的奥托·布劳恩、中央党的威廉·马克斯、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海因里希·黑尔德、德国民主党的维利·黑尔帕赫、德国人民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卡尔·雅勒斯以及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的埃里希·鲁登道夫。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了要求的绝对多数。雅勒斯得到1070万选票，布劳恩得到78万票，而马克斯得到40万票。


  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充分体现了各党派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党派制度在当时广大民众当中的支持有多么少。当共和派政党迈出了他们早就该迈出的一步，撤回布劳恩和黑尔帕赫，转而推举马克斯作为共同的候选人时，比共和派政党们更加重视总统席位的右翼政治力量却回归到了大战时期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勒贝尔领导的、作为跨党派的“国家公民委员会”而成立的提名委员会早期的权衡中来，并提名了在坦能堡会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胜利者保罗·冯·兴登堡。26


  时年78岁高龄的老元帅已经从政治生活中淡出。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说客们，尤其是冯·提尔皮茨元帅不断唤起兴登堡对祖国的责任意识，并向他保证右翼政党一定会联合起来支持他，从而说服兴登堡出山参加总统竞选。这种保证是非常轻率的，因为即使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内部也不乏兴登堡是否能够完全履职总统位置的顾虑。盖尔男爵就担心，年迈的陆军元帅是不会公开和宪法制度决裂的。重工业部门则优先考虑杜伊斯堡市市长卡尔·雅勒斯，然而他却无法战胜威廉·马克斯赢得多数票。施特雷泽曼和德国人民党出于外交方面的权衡，反对提名兴登堡，因为这会引发巴黎和伦敦的一片哗然。尽管在以“国家同盟”为名义出现的勒贝尔委员会中兴登堡获得了多数支持，然而他的候选人地位在右翼政治力量当中到最后都一直存有争议。直至大选前一刻，总理路德还在权衡是否要让兴登堡退出竞选。对于国家内政的发展来说，兴登堡由特别强调其议会外身份的勒贝尔委员会倡议提名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因为这超越于议会中各党派领导人的意志之上。


  在选战中，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抛出的论点是，马克斯作为中央党领袖已经成为社会民主政治的俘虏，因而他只会把共和国“出卖干净”。兴登堡是一个超越各党派的人，他是所有“心怀祖国”的德国人的国家利益的守夜人。这种宣传鼓动中就隐含着对各政党的诋毁。兴登堡的总统候选人身份于德国党派政治生活的苦难中生发而来，巴伐利亚人民党政治家弗里茨·舍费尔如是说。兴登堡让同事们为自己整理了满满一张纸的“祖国核心话语”，自身却没有任何议会政治的经验。他本人几乎不在选战中抛头露面，却对公众保证作为总统一定会遵守宪法。这一点让德国国家人民党颇感惋惜。在整个选战过程中，虽然对兴登堡作为坦能堡会战英雄的身份极尽可能地宣传利用，然而对兴登堡的提名既没有能鼓舞德国的保皇党圈子，也没有能给军方带来什么直接的利好。兴登堡本人在接受总统候选人身份之前取得了居住在荷兰多伦的威廉二世的许可，却经由身边的人员否认了上述情况；这正是因为兴登堡对保皇党的忠诚导致他担任总统会成为可能的复辟计划的阻碍。


  第二轮公开选举于1925年4月26日举行。兴登堡获得14655000票，战胜了获得13751000票的马克斯。值得一提的是，巴伐利亚人民党把票投给了新教徒兴登堡，即使该党派路线下传统票仓的近三分之一的选民并没有这样投票。德国共产党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号令而坚持支持台尔曼，然而在本轮中却没有能改善其在第一轮选举中的颓势。由于中央党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布劳恩竞选普鲁士总理，因此中央党候选人马克斯在第二轮投票中也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共和派的国旗团则不遗余力地支持前总理、中央党领袖马克斯。共同进退的态度增加了共和派政党们在与右翼势力斗争中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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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党为1925年4月26日总统选举制作的海报（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然而事实情况却表明，无论是德国民主党，这首先是在萨克森和汉堡，还是中央党，比如在威斯特法伦和上石勒苏益格，都蒙受了重大的选票损失。这样一来，兴登堡获得的微弱优势——抛开德国共产党的不妥协态度——就绝对不单是完全不想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巴伐利亚人民党一方导致的了。选举结果表明，国民反社会民主政治的仇视情绪影响下的选举行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并且这种敌视情绪同中产阶级大多数人拒绝议会体系的态度相辅相承。其中一锤定音的还有第二轮选举中才参与进来的350万名选民，其中300万人把票投给了兴登堡。反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动员使右翼政治势力获得更多支持，而对于放弃投票的大多数人来说，共和派政党则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


  左翼组织的游行队伍以及黑白红的旗帜在兴登堡入主总统府时夹道欢庆，而此时国旗团却出于担心对抗以及误会的原因保持了沉默。政治上的风格变迁象征性地表现出来，成为共和国下一年的标志性特征。共和派关于兴登堡出任总统会出卖国家宪法体制之基石的担忧看起来并没有得到证实。施特雷泽曼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向总统说明国家面临的外交受制于人的状况，迫于形势，德国无法像总统期待的那样“以强硬的姿态出场”。总统不愿意按宪法的要求在德国加入国际联盟的申请书上签字，绝对不是政治上好的征兆。然而更加成问题的事情还是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代表、大农场主和一众“保皇党”人士，如兴登堡任命为国务秘书的奥托·迈斯纳等人对总统施加的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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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和1932年总统选举结果

  


  总统选举的结果意味着共和国的失败，尽管兴登堡作为民族凝聚力的代表人物，受到了直至左派的广泛尊重。但由组建国家同盟和人民同盟表现出来的政治极化却比各政党在第二轮选举前表现出来的利益结盟伸展得更深，同时表明了议会力量进一步被孤立起来。马克斯在大选中落败的原因，除了政党的推荐之外，主要还应该归咎于整体的反社会民主的态度，以及选民们对1923年11月以来由其命名的联合执政政策的拒绝和批评。在两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他的失败不可避免。相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1926年，当时在民众的渴求和人民的决议下，要剥夺贵族的全部财产。这表明，德国选民当中的大部分人，无论其支持哪个政治党派，都反对任何倒退的，乃至于回归到战前社会状态的政策。因此，共和国制度直至20年代中叶仍然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存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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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5月12日，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与陆军指挥部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国防部长奥托·盖斯勒一起宣誓就职后视察波茨坦第九步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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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3月21日，总统兴登堡与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乘车穿过科隆

  


  资产阶级联盟单一的再分配政策，工业界在劳动时间问题上缺少妥协的诚意，1926年初失业率又冲至新高以及内阁对于货币贬值政策态度僵化，凡此种种已经埋下了大量的隐患。然而，这些隐患终于因为一个次要的问题爆发了出来，即德国贵族的财产如何处置和管理。德国革命的不够彻底致使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当时担心列强的干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让共和国在1925年底面临着一个时间节点，似乎普鲁士和霍亨索伦家族多年来的谈判即将面临终止。不断高涨地要求国家归还贵族家族财产的声音促使社会民主党力求在全国层面上提出一个法律的解决方案，让过程曲折的贵族财产管理争议问题终能妥善解决。27


  作为次要问题显现出来的则是，在通货膨胀进程中财产的重新分配导致的心理影响成为革命结束以来德国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冲突问题。德国民主党提出各邦排除法律途径授权管理贵族财产的方案；与此同时，它试图与社会民主党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在德国国家人民党拒绝了《洛迦诺公约》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然而该方案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抑制：一方面是放弃了以往反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战斗态度的德国共产党，它们把统一战绩政策写到了自己的大旗之上。德国共产党在议会中提出了一个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毫无前途的法律草案，以期不做任何赔偿地剥夺贵族家族的财产。另一方面，德国国家人民党诉诸德意志国家权利学说，他们主张要通过专门的国家审判法庭来澄清这一焦点争端的法律问题，并以此来驳斥德国民主党。这使得卡尔·施米特宣布本身还是很适度的德国民主党申请在多方面违反宪法。这一解决方案本身存在的问题在于，它根本没有考虑到德国的法官阶层本身就根深蒂固地存在反共和政体的意识，即使引入陪审法官也无济于事，同时该方案在执政党派的谈判中被不断修改，以致最后完全失去了达成一致的基础。使得问题更加雪上加霜且后果严重的是，即使魏玛宪法第153条第2款规定了在符合公共利益情况下剥夺财产的可能性，到最后却连总统兴登堡都接受了司法部长的观点，也认为立法规定贵族财产问题违反了宪法规定。尽管其中也不乏中间派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努力，这个在法律上绝不是毫无争议的立场拖延了议会走上形成行之有效的法律妥协方案的道路。


  在与德国共产党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德意志人权联盟于1926年1月依照宪法规定提交了一份人民请愿，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也参与了其中，他们为了不把主动权让给德国共产党，于是同时回绝了由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共同行动的倡议。社会民主党调动起了自由工会，以期赢得一个超越党派的平台，从而削弱德国共产党的影响。但它却很难逃避在人民请愿中起到的共同作用，更不要说资产阶级少数派内阁日益为民众观点孤立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这是全民公决式方法的反噬作用。提出没收贵族资产的要求拥有远超诸左翼政党的广泛基础。除了特别深刻的反帝制的暗流涌动，起着更重要作用的因素还在于当时威胁归还昔日封建领主的财产和政府处理货币升值问题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对立。这样一来就让本来处在政治光谱右翼的中产阶级群体也加入到支持没收贵族财产的行列中来。


  右翼政党不吝大肆反犹主义的诋毁，巴伐利亚人民党、中央党、一部分德国民主党人以及两大教派也都持拒绝态度，加之人民请愿在易北河东部地区阻力重重，尽管如此，请愿还是得到了1250万名选民的支持。由于议会各党团欠缺妥协能力而在1926年6月变得无法避免的全民公决出乎意料地动员了广大选民并导致了政治上的两极分化，甚至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党派间的边界。虽然依靠全民公决来彻底解决事实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然而它却发展成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冲突。在“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名义下隐藏的实际上是两派人的冲突斗争，一方要求为了促进社会的公平而进一步完善共和制度，另一方则从保守统治的角度要求重塑传统的特权体系。当《前进报》6月13日确定，“这关于到德意志共和国的前途”时，对于右翼来说，这是一个无法让人理解的反应。后者找到了一切可以想象的理由来证明全民公决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严重干预。“这是德国布尔什维主义化的开端”，新教选侯边区总教区牧师奥托·蒂伯里乌斯这样评价道。


  如果说德国人民党和德国民主党表达观点还非常克制，甚至一再指出这可能引发国家总统危机，那么德国国家人民党就展开了毫无顾忌的宣传舆论战，他们宣称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幽灵，并有意识地强调了自己反犹主义的色彩。德国国家人民党与提前出狱后的希特勒新组建的纳粹党搞的宣传鼓动一致，并不断增加了这一运动的煽动性，他们要求剥夺1914年8月1日以后移民到德国的东欧犹太人的财产。希特勒把剥夺贵族财产看成是“犹太人的骗局”，从而让自己的政党走到了极右的阵营之中。28在迅速召集起来的班贝格领袖大会上，希特勒取得了对纳粹党北德意志和西德意志大区领导人工作组组长支持纳粹党参加全民公决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胜利，使得纳粹党选择了有利于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并特别在1927年时修改了党的纲领，以强调这一变化。


  右翼党派得到了拥护君主制的保皇党的保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贵族同志会，后者认为全民公决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行”，同样反对没收贵族财产的还有教会的代表们，就连梵蒂冈也被要求加入进来。29相反，支持没收贵族财产的则是国家土地联盟、钢盔团、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德国国家职员协会以及部分工业企业家。同时，冯·勒贝尔还在努力重建“国家同盟”，他成功地以“违背其义务”为由阻止了兴登堡公开发表人民请愿违反了法治国家原则，并使国家走上了一条“无拘束的快速下滑”道路的意见。30即使这种意见纯属个人观点，它还是在海报和传单上被大肆宣传，这一方面引起了议会中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抗议，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兴登堡的个人威信。同时，右翼力量的专制计划也昭然若揭。


  全民公决的反对者实际上更加主动，因为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弃权，公决就自然无效。虽然阻力重重，然而在排除了农村地区和大量厌恶公决的情况下，全德国仍然有1450万人投票支持无补偿地没收贵族的财产。这招致威廉二世愤愤地说道：“这就是说，德国有1400多万猪狗。”31两大教派也痛苦地抱怨道德沦丧；大主教把责任归咎为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工人群体，并且相当数量的中间派选民违背了其党派路线，转而支持了全民公决。值得一提的是，温德霍斯特同盟、海因里希·克洛内斯领导下的中央党青年团以及恩斯特·莱麦尔领导下的德意志民主青年国家联盟都投票反对“封建领主无节制的诉求”。



32迫于党的基层压力，德国民主党放任了投票结果，这导致了自由主义联盟内众多领导岗位的党员，如亚尔马·沙赫特退出了党组织。作为非社会主义协会顶层机构的德国工会总联合会采取了一个相对节制的态度，相比之下，基督教工会则支持没收贵族财产。国旗团的成员虽然公开表达了对没收贵族财产主张的同情，但国旗团组织在形式上保持了其超越党派的立场。它的弊端在于，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只能独自面对影响力甚大的街头宣传鼓动。而在农村地区，国家土地联盟公开对愿意参加投票的人加以歧视，为了对抗国家土地联盟的阻碍，德国共产党则把宣传工作也扩展到了乡间，正因为如此，在农村人口当中就形成了一种过度高涨的反共产主义情绪。


  没收贵族财产的斗争最终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它深刻地揭示出当时德国社会精神气质类型上的对立以及德国人代际之间的冲突，这也大大突破了政党政治形成的边界和格局。全民公决的结果也证明，很大一部分民众，非常有可能是其中的多数，站在了共和阵营当中；资产阶级领导阶层还忠于旧秩序，并出于自身社会状况的考虑投票支持保留霍亨索伦家族的利益，这种态度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批判。由选票战争引发的政治上的分化远远超出了它本来的范围。右翼党派对反布尔什维主义和反犹情绪的充分动员也渐渐形成了后来1931年时彻底摧毁议会制残余的格局。1926年，共和派出于与之相对抗的考虑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当时还认为可以长期地在德国奠定议会制的基础。由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和红隼青年团组织的工人子弟假期营非常自信地把自己命名为“儿童共和国”，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当时的社会民主力量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还有着乐观的信仰。


  在这一状况下，中央党也决定更多地代表劳工以及工会的利益。海因里希·布劳恩斯的社会政策因此获得了必要的推动力，以便进一步从法律上保障由其打造的社会国家体系。由于外部状况与德国共产党结成联盟的社会民主党不仅好感度降低，而且也在没收贵族财产问题上错失良机，没有能够通过支持政府提出的妥协法案来陷德国国家人民党于不利境地，从而成功实现长久以来期待的大联盟执政。另一方面，又由于德国人民党的不妥协态度，使得执政联盟向左翼扩展的谈判再次失利。


  社会民主党与中间派政党之间最终的决裂并不是因为和德国人民党之间就劳动时间问题的矛盾冲突，而是源于内部军事武装检查问题。通过长期的内部谈判，普鲁士政府和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在有关的明显是反共和制度的征招军官团、支配非法的武器储备以及和右翼势力的防卫力量的单方面关系等方面达成妥协。社会民主党的干预并非要让国防政策完全停摆，而只是意图将之置于共和国家的监督之下。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一直意图使整个德意志民族武装起来，因而对有着和平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合作都持反对态度，从而阻挠由奥托·布劳恩提出的妥协方案。谢德曼在国会上的讲话是大胆的，但同时从政治上讲又是非常不成熟的。他在讲话中披露了德国军方与苏联红军以及民族主义的民防组织的合作关系，这在资产阶级政党当中引发了号召裁军和解除武装的风暴。施特雷泽曼亦表示这是不可宽容的行为，尽管这些事实其实在西方媒体上早就已经见诸报端了。33在这个事件中，谢德曼要求国防部长盖斯勒引咎辞职，因为社会民主党认为，国防政策的错误导向应当由部长负首要责任。冯·施莱歇尔上校利用了这个仅仅示范性的例子来向总统陈明利害，指出与社会民主党是绝无可能共同执政的。


  此外，由于极端民族主义者们疯狂要求，特别反对自由主义的《防止青年人接触不良文字法案》的关系，民主派内政部长威廉·库尔茨不仅需要对其负责，并且其反犹主义的态度也异常明确。社会民主党便借助由德国国家人民党支持的不信任案推翻了本就不稳定的少数派内阁。由此，冯·施莱歇尔就成功地达成了其双重阴谋：通过紧紧抓住不久之后由于福玻斯电影丑闻而被迫下野的盖斯勒，冯·施莱歇尔在国会中孤立了德国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并促成了威廉·马克斯领导下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占有非比寻常的超大比例的资产阶级内阁。总统兴登堡保留任命国防部长的权力是一项总统特权，并在内阁的形成当中就能够施加非常大的影响力。解散国会以及其他“进一步的措施”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被人们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并以此来让各政党妥协。这样的过程中，各政党的力量被不断削弱，而各方社会利益则汇聚到了总统的办公室中。


  即使兴登堡初期并没有直接干预到政府的事务中去，总统办公室仍然成为代表大工业界和大农场主利益的地方。他们把与兴登堡有着非常好的私人关系的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魏斯塔普伯爵、他的好友埃拉德·冯·奥尔登堡—雅努绍以及和冯·施莱歇尔有着密切联系的兴登堡之子奥斯卡·兴登堡当作自己的代言人。冯·盖尔男爵一手操办，将曾经的家族产业诺伊代克农庄在兴登堡80岁寿诞之时赠出，这被操作成一次官方认购行为，并由此以逃避遗产税的目标转而过户到其子奥斯卡·兴登堡的名下，这一系列操作被证明是冯·奥尔登堡—雅努绍的一步好棋，因为他仅仅花了大概购买这座农庄5%的钱，就给易北河东部的大地主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兴登堡则习惯于形式上保持中立原则，但在面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代表时通过一些做作的态度来引起他们错误的期望。所以说，超越于各党派的中立行使总统职权是根本不存在的。绕过总统的阻力而继续推行《洛迦诺公约》，与其说是路德的能量，不如说是施特雷泽曼在政治上的长袖善舞，路德往往会迫于总统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压力否认公约条款。


  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的权力地位也同样基于他与国防部长威廉·格勒纳及其政治主教冯·施莱歇尔之间的密切信任合作关系。随着宪法在潜移默化中的变迁，总统的权限日益扩大，在这方面宪法学、司法和行政领域的保守主义倾向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24年4月，卡尔·施米特和埃尔温·雅各比都支持基于总统独裁权可以不通过司法机关而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尽管这会产生违背宪法的后果。在兴登堡当选后，绝大多数的宪法学家都支持要扩大总统的权力，并且这种呼声得到了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直至德国民主党的赞同。


  就是凭着这种支持力量，兴登堡才能够对1926年11月递交到他手上的针对宪法第48条的实施法案提出强烈的异议，并要求延迟该法案的生效，直至可以实现“宪法改革”。出于不断扩大其总统权限的考虑，兴登堡还拒绝了国家最高法院有对于总统决定的事后审议权的建议。兴登堡甚至认为，决定事务不需要总理的联署同意，而仅需要各部门的部长联署确认即可。兴登堡甚至在事实上亦要拥有对政府成员，特别是国防部长的任命权。当然，总统依照国家宪法，也确实享有军队的最高统帅权。此外，兴登堡也会干涉政府的日常事务，比如拒绝通过令人不快的草案以及时不时地以辞职相威胁，鉴于整体民众偏右倾的观念来看，这必然导致宪法危机。


  1927年2月初接手政务的资产阶级内阁从其形式上来讲意味着回归到了议会多数派政府。然而，由于其中代表的各党派的高度异质性，使得政府很难开展真正有建设性的工作。在中央党作为占主导地位的联盟成员已经明确了相关社会政策的情况下，威廉·马克斯有意识地把学校教育问题纳入到了政府工作之中，并且在这方面产生了冲突。在扩建宗教学校的问题上，看起来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达成了一致，然而在文化政策上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德国人民党却和社会民主党更多地形成了统一。外交政策方面，德国国家人民党貌似也很难和其他的联盟伙伴达成一致，尽管施特雷泽曼从魏斯塔普那里得到了保证，无论如何都会承认《洛迦诺公约》的合宪性。


  实际上德意志民族主义进入政府只具有可能性，因为较大的外交决定暂时还不合时宜。为了保持其权力地位，德国国家人民党甚至准备同意延长已经缓和了很多的共和国政体保护法案。其中还包含了解雇已经转而承担普鲁士公职的国务秘书阿诺尔德·布雷希特。


  执政联盟建立在本是对立的利益集团在一定时间内达成的临时妥协之上。中央党利用其政治上的关键地位来不断推进社会政策的立法工作。反过来，德国国家人民党则能够使得对于国家土地联盟来说有着极重要意义的关税草案中最关键的部分得以通过。不过就像其形成之初就已经注定的那样，执政联盟后来很快就分崩离析，因为中央党试图把1919年学校政策达成妥协以来被搁置的学校立法问题强力推进，把宗教学校作为一种常规的学校形式加以推广。内政部长提出的国家学校教育法草案遭到了德国人民党的强烈反对，因为德国人民党反对排挤非宗教学校。


  由于在学校教育法案上的意见不和招致执政联盟解散也并非没有背后的原因。34鉴于1928年要进行的外交政策上的谈判，施特雷泽曼需要非常稳定的政府。而当1927年底，学校教育法的分歧愈演愈烈时，新一轮大选就显得无法再拖延下去了，尽管当时的政府法定执政周期应该存续到1928年12月才结束。对于中央党来说涉及教派对立的核心问题的决裂给新选举带来了有利的局势。相反，德国国家人民党却不愿意用修正道威斯计划带来的令人不快的责任给自己添麻烦。当1928年2月中旬，联合政府已经走到尽头，并且一个半月以后国会解散的时候，资产阶级党派团体的基础已经在政治上被掏空了。政府中的利益联盟已经不能持久地在他们的追随者面前与国会以及多数派政党的权威损失相抗衡。议会外力量的强大能力已经完全击碎了各议会党团和政党领袖们合作的愿望，并且世界观方面针锋相对的局面也愈发明显。


  虽然，无论兴登堡还是施特雷泽曼都毅然决然地表示要维系马克斯内阁的存续，但是马克斯的下野还是由于联合政府内部的凝聚力已经散尽，根本不需要反对派再做什么了。在通过了一项包含1927年的补充预算和1928年预算方案的紧急议案之后，国会于1928年3月31日解散了。当左翼党派们在竞选大战中用“给儿童加餐，不要装甲巡洋舰”的口号把计划增加军费开支，特别是计划制造巡洋舰的开支捅到台面上批判的时候，德国国家人民党、纳粹党和经济党却在用自己的宣传舆论力量反对施特雷泽曼的政策，后者在选举宣传中，特别在巴伐利亚受到了可想而之最为严重的抵毁。中央党在处于其中产阶级追随者们右倾的强烈压力之下，与此同时，其劳工阶级追随者们却致力于向左翼倾斜。


  对于共和国的敌对者们来说，1928年5月20日国会选举的结果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只取得了73个议席，之前还有103个议席之多，不过和它非常亲善的基督教农村人民党取得了10个议席。纳粹党失去了10万选票，因此在议会中只取得了12个代表席位。这些席位一大部分归入到了代表某方利益的政党手中，它们共同取得了14%的支持率。同时，自由主义中间派的力量削弱也在加速之中。德国民主党遭到的损失最大，其议席数缩减至25席。德国人民党支持率也下降了，即使施特雷泽曼在外交上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就，该党的议席数仍然从51席减至45席。中央党则经历了首次议席减少，必须接受大选失利的结果。这意味着整个资产阶级政党阵营都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德国共产党小有进步，获得了54个议席。而显而易见的胜利者是社会民主党，该党共获得了153个议席，以巨大优势，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这说明他们奉行的一以贯之的反对党政策取得了极好的回报。


  而在和国会选举相关联的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中，“魏玛执政联盟”稳定了其在议会中的多数派地位。这还得益于邦选举法中的计票方式会让那些无法取得直选议员的小党派非常不利。在国家执政联盟谈判开始之前，奥托·布劳恩就力排1925年退出的德国人民党的抗议，坚决地要把魏玛执政联盟政府坚持下去。和在普鲁士不同，左翼政党的胜利在共和国层面上并没有带来民主力量的增强，因为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虽然增加了，但是相应的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的力量削弱了，且毫无合作意向的德国共产党也有小幅提升。与此同时，和中央党合作的巴伐利亚人民党内部，也部分由于巴伐利亚大主教的影响力所致，一个特别强调其反议会态度的小团体占了上风。


  鉴于选举结果，在大联盟政府中就只剩下一种可以想象的组合方式了。然而，形成这一多数执政联盟的道路却充满了险阻。总统冯·兴登堡犹豫不决，十分不愿意认命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为政府总理，并且不断盘算着让德国人民党的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朔尔茨入主总理府的事情。魏斯塔普伯爵则向兴登堡进言，不如就让社会民主党在组阁建立政府的工作中消耗掉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新的执政联盟坚持不了几个月就必然会解散。出乎意料的是，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尔曼·米勒，作为受委托建立新政府的人，有着出众的个人能力，他的妥协精神无论在联盟内外都有口皆碑。这样一来，他最终和兴登堡的关系也相处融洽。兴登堡后来甚至表示，米勒是他接触过的最好的总理，然而可惜只是个社会民主党人。1928年时，他还完全没有准备无条件支持米勒。于是兴登堡拒绝承认约瑟夫·维尔特作为副总理，因为就像他在给指定的总理的信中写的那样，他不能忍受政府组阁由一党来单独决定。同时，他以辞职相威胁，成功地让接替盖斯勒位置的国防部长格勒纳继续待在内阁之中。


  总统的干涉导致了米勒想让劳工部长布劳恩斯继续待在内阁中的计划泡汤。而中央党右翼虽然放弃了正常参加执政联盟，却因此让特奥多尔·冯·盖拉尔作为交通部长进入到内阁之中，成为中央党在内阁中的耳目。被中央党议会党团撤回的布劳恩斯则被鲁道夫·维塞尔替代了。这些操作迫使米勒总理在组阁时，先不考虑联合政府的各政党党团，而是在国会同意政府声明的范围内成立名人政府。摆在米勒面前的第二个难题则是德国人民党领导层持续的阻力。后者鉴于普鲁士邦议会党团催逼进入国家内阁，要求吸收两名德国人民党部长进入普鲁士执政联盟中去。


  如果社会民主党主席团能够任命奥托·布劳恩来代替党主席入主总理府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这样一来，国家总理兼任普鲁士邦总理，甚至有机会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上对1927年以来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家改革施加影响。毫无疑问，布劳恩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他有着非常清晰的执政思路和策略。然而，他一方面由于身体的顾虑，并不敢于一下子身兼国家总理和邦总理两个重任；另外，多年政治经验也表明，内部政治的权力格局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允许他在政治上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然而这又是在面对普鲁士慢慢融合到新的共和国当中，以及同时南部诸邦还保持着高度自治的局面时所必须的。


  尽管布劳恩在1927年公开表态支持一元的国家改革，却回避以任何积极的形式支持1928年初召集各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咨询的改革目标。相反，布劳恩的精力集中在通过形成和普鲁士接壤的，政治上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小邦形成管理统一体来不断提升普鲁士的地位。兼任普鲁士和共和国的职位有可能阻止预示要来临的共和国宪法危机。然而就算布劳恩当时目标明确地走上这条后来他也一直认为非常正确的道路，他也会因为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的反对而失败。因为两者无法接受权力如此集中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更不要说兴登堡和站在他背后的阴谋集团会做出一切可能的反对措施来阻挠错误派别，也就是社会民主派的“富集”了。


  对于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的人事决定来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权衡利弊的策略性考虑，反而是有些任人唯亲再加上论资排辈的僵化老一套，人们忽视了对于“红色沙皇”执拗的怀疑以及议会党团在普鲁士同志们面前的报复。于是布劳恩带着对社会民主党的失望退归到普鲁士的堡垒中。他巧妙地将德国人民党领袖一直延续到深秋时节都在催促扩大普鲁士执政联盟的迫切要求一拖再拖，特别是在普鲁士旷日持久的协商过程当中，布劳恩在普鲁士中央党找到了一位盟友，他甚至会不服从中央党新主席路德维希·卡斯的指示。


  尽管奥托·布劳恩本人固有着保守主义态度，他在德国军界仍然是个最招人恨的人，并且这已经完全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抵抗来自军方的政治干预。背地里能够对政治组阁施加很大影响，且能够极大左右格勒纳的意见的冯·施莱歇尔几乎做了一切可做之事来阻挠布劳恩担任总理。不过就算是由赫尔曼·米勒领导的多数派内阁还是遭遇了来自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代表的社会阶层和团体最强烈的抵抗。只是由于病中的施特雷泽曼的干预，大联盟才得以最终成型。当时正在黑森林疗养的施特雷泽曼发出了一份被称为“布勒霍厄的枪声”的电报给米勒，从而直接干预了执政联盟谈判，并以辞职迫使自己所在的党做出让步。


  即使兴登堡又做了一些小动作，但是在施特雷泽曼的强力辅助下，还是构成了新的名人内阁，并于1928年7月5日在国会走马上任。甚至就连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也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同意米勒的政府声明。直到1929年4月，随着维尔特和施泰格瓦尔特的加入，中央党暂时撤回冯·盖拉尔，按他的愿望特别强调了政府中的合适的代表之后，内阁才成为正常的联合执政政府。虽然新的内阁主要由经验丰富的议会代表们构成，然而它的工作能力和效率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有限的。这首先由于总统办公室方面施加的压力，它让内阁在关键事务上往往只能直接面对既成事实。此外，即将到来的战争赔款谈判以及悬而未决的失业保险经费问题，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冲突，其中还包括重工业企业家们反对调解仲裁的激进态度以及关于装甲巡洋舰的争端问题。


  在装甲舰问题上，总统的干涉导致内阁走到了危机的边缘。35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马克斯政府已经在紧急预算中预计了装甲舰的第一笔营造费用，但是，这在参议院遭到了极大的阻力。鉴于只有在国会已经解散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否决国家预算的情形，普鲁士实现了把装甲舰的建造推迟至1928年秋的决议。布劳恩期望届时政府中的多数派会发生变化，从而阻止这项海军面子工程。然而格勒纳却于8月中旬在内阁中提出预案，要求通过建造军舰的第一笔拨款。同时他不断向外界暗示，如果拒绝通过这一方案，则会导致他本人，甚至是总统辞职。社会民主党部长们的妥协态度引起了布劳恩深深的愤怒，也使得社会民主党阵营中气氛紧张。36


  事实上，装甲舰的营造计划涉及四艘舰船，它们的总排量不得超过《凡尔赛和约》规定的10000吨，而其应当拥有与现代化的大型战舰相匹配的战力以及在半径为2000海里的范围内行动的能力。这完全是一项面子工程。格勒纳所陈述的军舰的作用是在波兰入侵的情况下用于保卫东普鲁士的理由，其实根本就不成立，并且在军方内部已经被施莱歇尔回绝了。布劳恩有很好的理由来反驳此项开支，因为这笔用在造军舰上的钱完全可以用来改善东普鲁士地区的民生。实际上，在装甲舰问题的背后隐藏的则是和内阁已经达成一致的为期四年的军备预算。这项预算的订立绕开了国会，只是战舰营造计划成为一个典型事例被拿了出来。尤利乌斯·莱贝尔以十足的理由称之为边缘化问题，但装甲舰冲突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大量军备方案和军事替代计划上转移开，并让军方能够轻而易举地让军备方面的预算绕开国会。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即将到来的国会辩论中，内阁会对社会民主党各位部长的表现保持沉着冷静。


  这个情况下，总理领导力弱的严重性就暴露出来了。如果他旨在避免先和议会党团磋商的话，就应该遵循奥托·布劳恩的建议，在消除意见分歧之前，尽一切可能拖延党团内部的讨论。社会民主党在选战中就装甲舰问题已经非常明确地许诺。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担心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由他们执行的政策转向极有可能被德国共产党利用来进行宣传鼓动。做出坚持制造装甲舰的决议首先要作为内阁内部保守的秘密，以此来保护社会民主党部长。尽管人们可以预料到，赫尔曼·米勒会在国会中陷入困难境地，内阁中的多数人还是甘于冒此风险。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一如人们预料的那样投票反对他们的部长，并在会议中提出置疑。11月15日，国会中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一幕：总理和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由于严格的党团强制而集体离开了座位，并投票反对自己的政府提案，然而它却有幸在国会中获得了多数支持，这样一来联合政府也就得以延续下去了。


  冯·施莱歇尔打算赢得社会民主党右翼对支持积极军备政策的计划可以说部分地实现了，然而没有实现的则是他另外一个小算盘，想借此问题达到分裂社会民主党的目的。1929年马格德堡的党代会上，中间派完全忽略了和平主义左派的不妥协立场，并且实现了在军备问题上的让步。多数通过的军备方案却也没能带来军方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本质的改善。因为军方选择的道路就是非法扩充军备，打造国家的军事力量，这就和社会民主党强调的避免战争冲突、有效裁军的基本态度完全背道而驰。格勒纳在西方监督去除之后放松了与钢盔团的联系，并完全放弃了西部边境的防务，但是单方向的征召行为还是保留了下来。施莱歇尔还像以往一样攻击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政府，并在1928年9月对格勒纳表示：“普鲁士的强人”仍然在继续尽一切力量，“在一切军事问题上给总理添堵”。37


  格勒纳在一切政治问题上盲信冯·施莱歇尔，后者作为新设立的部长办公室主任在国家防卫军领导层起着关键作用。他从一开始就意图广泛而深远的政治改革。早在1926/1927年时，他就有了建立“兴登堡内阁”的想法。38他和总统兴登堡在将来必须要回避议会组阁政府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他也只允许米勒内阁非常有限的存续时间，相比之下，让普鲁士政府终结却让他更费一般周折。在此期间，回归到不给国家军事力量重新武装化造成阻碍的右派政府是以成功签署刚刚引入的关于新的赔款计划的巴黎谈判为前提的，并且该谈判将取代先前的道威斯计划。此外，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构建强有力的右翼势力，无论是施莱歇尔还是兴登堡本人当时都坚信，和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合作绝对不是合适的选择。


  然而事与愿违，赫尔曼·米勒领导的大联盟内阁却成为共和国有史以来存续最久的内阁，大大出乎了军方和总统府的预料。出现这个局面的原因在于关于杨格计划的谈判，德国国家人民党不想承担该计划政治上的连带责任，又由于协约国之间的不同意见而不得不久拖未决。同时，冯·施莱歇尔也没有正确地分析和预估1928年5月国会大选后资产阶级党派阵营内部发生的根本性重组，它最终以胡根贝格所代表的派别力量大增而结束。外部的推动力则来源于中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压力。他们感觉到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派政党并没有充分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也就进一步促使党派提名和他们靠得更近的民意代表，或者直接拿出自己的竞选方案。这样一来就更加加剧了党派间的分裂。


  1928年5月，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惨痛失败不仅由于其固有选民纷纷转向支持德意志中产阶级国家党和单独豪取33议席的基督教民族农村人民党，就连德意志农民党也取得了8个议席。加入联合政府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反议会倾向完全无法相容，希望借此让各方渐行渐远的利益再次统一到一起，然而这样做却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到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时刻。391927年初以来，他就以党派领导最强烈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并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力量来对加入联合政府的行为口诛笔伐，因为加入联合政府在他看来等于认可了议会制。同时胡根贝格获得了泛德联盟和钢盔团的支持。在一些力量的支持之下，胡根贝格成功地让党的代表在由它制定的改革方案中加入将宪法第54条有关政府的议会责任制的规定删去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这一举措就相当于对党派领导和对在任的德国国家人民党部长们提出了不信任案。


  作为克虏伯公司前总裁的胡根贝格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使用重工业经费建立了传媒公司的基础，并让其为吞并政策和祖国党的工作效力。后来，即使他离开了克虏伯的职位后，依然由于其在矿业协会的主席身份在采煤和矿山协会中保持着与重工业界良好的关系。在胡戈·施廷内斯和德意志卢森堡矿业与冶炼股份公司总裁阿尔贝特·弗格勒的支持下，他拥有大笔资金来推动增强资产阶级右翼力量的凝聚运动。然而胡根贝格试图孤立施特雷泽曼派系以及合并德国人民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努力，却遇到了来自大工业界的阻力，它们不同意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阻挠路线。施廷内斯与胡根贝格决裂，将《德意志汇报》办成了一个独立于胡根贝格的宣传阵地，代表德国人民党右翼势力的立场。然而，胡根贝格这个1926年仍然被称为“身处暗处的男人”，还是通过其强大的人脉建立起了庞大的关系网。该网络横跨了政治上的各种右翼力量，从基督教社会派别到民族主义政治团体，然后汇聚于盘根错节的胡根贝格康采恩之中。尽管胡根贝格最初只是重工业资产的管理者，他却借助于来自大农场主和旧普鲁士圈子的支持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


  野心勃勃的大企业家胡根贝格并不只限于控制住从农业联盟到民族主义工会的诸多右翼力量。同时，他还下定决心将新保守主义“环形运动”纳入他的影响力范围之内。作为1919年柏林国家俱乐部的共同草创者之一，并作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最重要的赞助人，胡根贝格对于“新右翼”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员，虽然他本人一直隐居于幕后。在他的东部移民计划后续中成立的首先局限于边境土地工作的防御同盟，旨在保护边境以及境外的德意志侨民。它作为持新保守主义理念的诸共同体形成的组织后盾，有意识地与自由派的协会保持着原则上的不同，采用了非官方的俱乐部或团体形式。胡根贝格还以特别大的兴致关注到了六月俱乐部，这是爱德华·施塔特勒与1919反布尔什维主义同盟决裂之后建立的团体，并致力于从内部和外部反对《凡尔赛和约》。


  

弗里德里希·瑙曼的门徒创办的德国政治高等学校，最初是共和派占主导地位，政治学院是其保守派的替代选项，随着政治学院的建立，六月俱乐部才直接以政治化的面目现身。学院由俱乐部机关刊物《良知》的主编、新保守主义出版业巨头海因里希·冯·格莱兴创立，并于1922年正式更名为“国家政治大学”。该学院和福音约翰慈善基金会合作，首先作为国家工会组织的人员培训机构。胡根贝格为天主教史学家马丁·施潘提供资金，以便其在柏林大学拒绝其任命之后，从科隆的教席当中获准休假，来政治学院工作。首先是中央党议员的施潘于1921年加入德国国家人民党，成为该党最重要的天主教纲领性思想家。与作为保守主义革命者的冯·格莱兴不同，施潘和胡根贝格相似，代表了威廉时代的帝国主义立场。作为学术导师，这位历史学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政治学院中他首先投身于德国高校团体组织的意识形态方向的政治任务。后来该组织成为众多德国高校团体组织的上位组织机构。


  为了将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吸引到他的计划中来，胡根贝格同时资助了德国国家人民党中的名流们的晋升，其中就有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汉斯—埃德曼·冯·林德艾纳—维尔道、保罗·勒热纳—容以及汉斯·施兰格—舍宁根。后来他们都成了青年保守主义反对派的成员。和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保持的亲密关系——六月俱乐部因为莫勒·范登布鲁克去世而解散之后，胡根贝格依靠了影响力巨大的柏林绅士俱乐部——通过媒体的宣传力量让他自己摆脱了单纯的商人形象。自1927年起，胡根贝格就按部就班地分离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阶层中的魏斯塔普和赫格特，使德国国家人民党从一个德高望众的名流组织变成被公民投票左右的群众性运动。


  胡根贝格此时利用其建设的媒体力量来为其服务。其中不仅有重要的日报、为数众多的高销量杂志，还通过广告社、新闻社对大量省级和地方右倾媒体施加了很大的影响。1927年，宇宙影业(UFA)合并，由此，这家纪录片和故事片制作大厂也基本由胡根贝格操纵。此时，只有柏林的大的自由派日报，如《柏林日报》、历史悠久的《法兰克福报》以及《德意志汇报》能与胡根贝勒旗下的媒体集团的影响力相抗衡了。


  在攫取德国国家人民党党内大权的道路上，胡根贝格还有一招魏斯塔普一开始没有识破的妙棋。他将德国国家人民党党内陷入财政困难的机关通讯社收购，并与自己的新闻通讯社合并；这样一来，他就有机会用自己的理念来有效地影响党的中央机关了。在党内，这一步棋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胡根贝格传媒帝国给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媒体景观带来了内部政治上的过度紧张环境。它对大众观念的影响有利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政治观，中产阶级选民慢慢转向代表利益集团的党派，继而转向纳粹党的趋势无法阻挡。


  胡根贝格可以使用来自重工业领域的党派捐赠，他并不大搞政治宣传，更多搞一些人事政治方面的操纵，这让胡根贝格广泛动员起了各邦的组织，与德国国家人民党议会党团以及党的中央组织相抗衡，最终导致1928年秋，魏斯塔普伯爵自愿放弃党主席之职。魏斯塔普错失了最终检验党的机关是否还对其忠诚的良机。胡根贝格在党的大会上仅以微弱的优势被选为主席。这个时候，魏斯塔普的个人势力主要集中在被看作党中之党的保守领袖协会之中，而由于德国国家人民党参与到执政联盟，魏斯塔普不得不与之决裂。这种局面就给了胡根贝格绝佳的机会。领袖协会还完全处于威廉军国主义的思想主导之下，一再主张要复辟霍亨索伦家族的君主制统治。反观胡根贝格却得到了钢盔团的支持，杜斯特贝格将其带到了非常激进的议会外斗争的路线上来。


  德国国家人民党右翼民族主义派在党内的成功上位依然面临着巨大的负担。胡根贝格的成功与兰巴赫叛变的失败紧密相关。在党内，作为德国最大的国家雇佣人员协会的全国商业雇员协会代言人的瓦尔特·兰巴赫指出，1928年5月份选举的失利就在于德国国家人民党抱定帝制的思想不松手，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是否恢复帝制已经完全不重要了。40他隐晦地批评了党内复辟封建制度的倾向，并认为，这种行为既亵渎了党派当下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会流于条文政治。兰巴赫的“自我批评”首先针对了胡根贝格为首的右翼。受其影响，德国国家人民党打着为和平经济组织说话，代表工会组织思想的旗号，却背叛了各从业者协会，并成为反动的重工业巨头利益的执行者。兰巴赫的主张却恰恰得到了受益于胡根贝格提携而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保守党人的赞同，他们主张在共和国的基础上建立有建设性的国家政治。这个即将被称为人民保守主义的小团体公开表态转向基督教社会自助，回归到中央工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思想中去。人民保守主义者宣称要在宪政的意义上继续塑造现行宪法。同时他们反对由胡根贝格宣传的所谓“完全重塑和改造我们当前的国家政治生活”的乌托邦式主张。41


  胡根贝格只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将兰巴赫排除出党外，随后兰巴赫的抗议就成了一系列由年轻一代资产阶级党派阵营政治家发起的倡议。它们共同追求根本的新方向，以便在共和的政体基础上实现建设型的政治。在胡根贝格领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党内却没有这样的土壤。在“要模块不要稀粥”口号的影响下，胡根贝格作为党的领袖寻求改组德国国家人民党，要把这个原来由知名人士组建起来，并通过与右翼利益集团和军事组织的横向关系吸引大量拥趸的松散党派，改造成一个遵从领袖原则的全民运动。它的工作重点应该在议会之外的空间，“非议会政党（应该）是在当今的议会中行使权力的议会党团的良知”。42尽管有着魏斯塔普的顽强抵抗，胡根贝格还是成功地让党在议会中的党团屈从于改组后的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之下。


  然而，胡根贝格官僚主义化的领导手段还是欠缺了政治上的共情能力以及建设能力。和兰巴赫的冲突导致了青年团体的孤立以及最终分崩离析。胡根贝格终其一生是一个威廉主义的反动派，因此他也没有能力为了反对派而有效利用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空想的保守革命的力量。胡根贝格带给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路线最终以对现行政治制度以及和兴登堡本人算总账的方式走到了尽头，他也最终没有能实现建立“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愿景，这一愿景其实本可以按党内很多人崇拜的墨索里尼的方式广泛网罗右翼议会外人士，发动法西斯运动。不到两年之后，他就不得不把毫不妥协的反对派的垄断地位让位给阿道夫·希特勒了。


  首先，德国国家人民党由胡根贝格发起的社会反动进击方向引发了莱茵—威斯特法伦一带重工业界广泛的同情。这些重工业企业因为劳动时间紧急法案与自由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组织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重工业利益集团大力地支持由前总理威廉·库诺建立、汉斯·路德领导的国家振兴联盟表明，有且只有根本性地限制议会主权的情况下，重工业利益集团才会相信能够达成社会福利政策的削减。该组织与德国国家人民党保持着极近的关系，也产生出了一系列宪政改革的文稿，最迟于1932年致力于“加强领袖思想”。它一直试图通过将多党派数量可观的名流和政治上富有影响力的人物集中到一起形成联合，来取代现行的政党制度。联盟修改宪法的计划，内容首先是取消普鲁士和德国的两元存在，然后是削弱各邦的议会体系，然而这对于胡根贝格来说还显得远远不够。胡根贝格重新强调振兴联盟在成立时提出的“第三帝国”和“把整个国家焊接成整体”等说法，并要求从字面上实现这些主张。43


  胡根贝格让德国国家人民党成为单纯的反对派，同时也不加掩饰地站到了总统的对立面，然而他固执的态度在重工业界也遭到了反对。因为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内阁能够继续执政，并且力求在1930年以后能够对资产阶级诸政党施加影响，使它们慢慢集中起来。保罗·罗伊施领导下的鲁尔拉德协调来自重工业的党派捐款，甚至花费了大量的经费来保持魏斯塔普能够保住其党内的地位。最后，胡根贝格当选党主席则被他们视作惨败。无论是钢盔团在民众中的声望，还是后来的杨格计划，在罗伊施的眼中都是毫无前途的民粹主义危险游戏。与胡根贝格不同，鲁尔区工业巨头们需要的是包括德国民主党在内的广泛的党派同盟，并且要加强总统的力量。


  然而即使没有胡根贝格的作用，右翼资产阶级党派制度内部革新的机会仍然可以想见得小。德国人民党党内相应的努力则首先由年轻党员共同体做出，他们的主要力量是党内的雇员阶层。44和施特雷泽曼一致，这一派人批评德国人民党单纯考虑大工业界的利益，从而无法赢得更广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但是，德国人民党党内的反对派也和德国国家人民党中的人民保守派一样无法从党内崛起。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党的大权交到了恩斯特·朔尔茨手中，他日益成为德国大工业界的吹鼓手。于是乎，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与德国民主党主席埃里希·科赫—韦泽开始的关于建立具有民族责任的党派联合的谈判也就陷入了僵局，虽然这从中长期来看有助于两个中间派政党的合并。1929年，随着兰巴赫派系从德国国家人民党中失势，并随着人民保守联盟的成立，德国国家人民党面临瓦解。此时，朔尔茨却成功地阻止了党派分裂。但由他着手进行的试图将德国民主党、人民保守党和经济党团结起来组建中间派工作共同体的谈判还是太迟了，未能阻止资产阶级中间派力量在纳粹的威胁面前崩溃的步伐。


  就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凝聚运动无功而返一样，左翼资产阶级集团的相关努力也遭遇了失败。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协会内不断上升的少壮派领导群体的诉求，企图直接影响政治体制，并与大众之间无法调和的大工业和大农场主的利益相抗。这其中还包括青年德意志骑士团下定决心直接对议会事务施加影响，并剔除自身内部秘传的那种精英荣誉思想。随着人民民族国家联合会的建立，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已经成了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最为直接的竞争对手。其1930年与德国民主党合并成立德意志国家党，就表明了他们试图通过纳入青年运动的力量来革新自由资产阶级阵营并形成中间派力量的整合，从根本上肯定共和国家的存在。45


  科赫—韦泽和阿图尔·马劳恩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合并，凝结不同的要素——即德国民主党内部的人民民族派的青年联盟和职业联盟以及议会和中央集权派——形成人民保守派和青年人民党的合并，并将德国人民党、经济党和其他资产阶级组织吸引过来，然而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最后的局面导致了1930年以来就被称为德意志国家党的德国民主党的进一步削弱。它的左翼力量倒向了社会民主党，或独立出去；而人民民族派则采取了隐退的姿态。此事造成的余波即是人们努力通过所谓跨越党派的“兴登堡纲领”来消除资产阶级中间派日益增长的碎片化趋势。


  资产阶级政党群体的改组在以人员高度稳定著称的中央党面前也没有停下脚步。46人民迫切要求没收贵族财产的愿望证明了劳工阶层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然而他们在天主教徒的政治活动中却因为双重的原因而觉得自身的地位遭到威胁。一方面，随着教皇使节帕欧金尼奥·派契利在1928年的天主教大会上宣布开展天主教行动，人们意图减弱中央党作为信仰天主教民众的政治代表的作用，同时提升有着悠久历史的天主教德国人民协会的独立性，此前该组织一直作为党的附属组织存在。另外一方面，基督教工会组织日益感觉自己受到来自完全处于右翼的天主教工人协会的批评，它们普遍与施泰格瓦尔特在援引1920年的埃森讲话时要求的教派开放原则背道而驰。在这些发展趋势背后所隐藏的不过是资产阶级阵营中不断增长的反议会体制的苗头，这对于各行业的组织是有益处的，同时也表明社会再次回到了成立之初的政治对立局面——这也是魏玛共和国晚期非常典型的情形。有资料表明，这也体现在关于中央劳工联合会革新的辩论以及施莱歇尔提出重新回归战时经济体系的企业要素的要求之中。


  1928年10月，中央党科隆大会上，中产阶级和公务员阶层对施泰格瓦尔特、约斯和因布施所代表的亲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策理念普遍表现了极度情绪化的厌恶和反感。这导致施泰格瓦尔特被无端地扣上了左派的帽子，从而在选举中惨痛失利。特里尔高级教士、宗教法学家路德维希·卡斯当选为中央党主席。虽然卡斯以任命施泰格瓦尔特为议会党团主席的方式来避免反对派倾向的工会组织派系的决裂，同时反对天主教行动的支持者们的单一整体主义倾向，但是，中央党内部还是和德国国家人民党一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分离的局面。


  和德国国家人民党以及德国人民党党内一样，在中央党的主席团当中也出现了明显右倾的路线变化。卡斯也不断表达了对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政策的轻蔑态度，并认为这些都“不值一提”。卡斯不仅是中央党教派化的代言人，同时也是该党转向民族威权路线的追随者。他与德国天主教政治的民主与社会传统相决裂，逐步走上了威权化的修宪道路。在1929年8月弗赖堡天主教大会上，卡斯表态要实施“宏大的领导风格”，强调要将党派“从议会政治的阴晴不定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47对参加执政大联盟的保留态度反映在中央党对赫尔曼·米勒提出的内阁增补犹豫不决上，而实际上直到1929年4月才进行了增补。


  作为施泰格瓦尔特在议会党团中的继任者，海因里希·布吕宁在议会事务中继续执行了其右倾的路线。基督教工会组织仍然觉得处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大量信奉天主教的工人阶级面对党派的社会政策离心离德，这种不满也表现在了他们转而投票支持德国共产党上。另一方面，中央党从1928年的党内危机中走出来，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强大。卡斯当选后实现了与天主教会的结盟，天主教协会和联合会相对于中央党得到了加强。教廷倾向于放弃教派党派的保护功能，与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如与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签订的协议，为半议会路线奠定了基础，直到其执行者——也许与他本人的初衷相反——海因里希·布吕宁出现。


  在各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年轻一代具有改革意识的代表都未能立足并坚持自己的立场。作为对日益增长的利益压力的应对，意识形态立场变得根深蒂固，这就造成了政党在联合执政的政策方面的灵活性进一步受到限制。各党派也未能及时实现政党领导人员的年轻化。资产阶级政党集体的努力，无论是走胡根贝格所追求的议会外集团的道路，还是走革新资产阶级中间派的道路，都无法阻止政党的逐步分裂。1930年后，位于中央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之间的领域几乎完全解体。


  大联盟内阁最初并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政治光谱中发起的向总统制过渡运动的直接影响，特别是由于胡根贝根以钢盔团请愿的形式对宪法制度的正面攻击被证明完全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钢铁生产行业的西北集团对国家仲裁于1928年11月1日做出的工人不间断停产的法令发动攻击。这场魏玛时期最大的集体谈判冲突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雇主们为此做了充分准备，设立了一个战斗基金，其缴款额为工资总额的2%。由于经济周期因素，这场冲突一再被推迟。


  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联合政府的成立意味着重工业不再需要像资产阶级集团掌权时期那样对其在政治上有所顾虑。有效的集体协议于1928年11月1日到期，在此之前，已经就将要发生的争端与国家劳工部长维塞尔对于国家强制仲裁的可接受性进行了谈判。自由工会的代表们也承认，必须加强谈判各方的责任。在1928年的汉堡大会上，德国工会总联合会强调，如果自主的集体谈判制度没有“经济民主”的补充，也就是说，没有工会适度参与宏观经济决策，没有企业和跨企业的工会共同参与决策，就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由弗里茨·纳夫塔利和一些工会理论家起草的方案要求由劳方工会代表对企业和经济的决策进行影响深远的控制，却没有考虑到承担其产生的直接经济政策责任。48


  “经济民主”的概念是在不间断的经济增长的期望中形成的。遵循希尔费丁“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理论，该方案突破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崩溃论，并承诺通过增加国家生产计划和建立经济自我管理机构来扩大公共和工会拥有的企业部门，来对私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逐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作为将私人生产资料逐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工具。可以肯定的是，纳夫塔利虽然强调了扩大工人教育对实现经济民主化的重要性，然而，他却很少考虑真正扩大工人在企业内的参与权。与跨企业的和行业总工会的宏观经济共同决策权相比，纳夫塔利只承认企业内部工会处于从属地位。同时，他也援引了魏玛宪法第165条关于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下属的代表机构的相关规定。


  除了由于缺乏议会多数而不清楚在现实中如何实施的问题之外，“经济民主”方案的根本弱点在于，对经济进程的评估相对过于机械化。经济进程被看成是自我运行的，并应该受到工会的广泛控制，这同时也能防止经济权力形成过度集中。但是市场作为控制机制的作用被低估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被高估了。尽管它包含民主化的要求，但这一概念中包含了计划经济—官僚主义的特征，并且间接地拒绝了纯粹的议会制。这与默伦多夫的公共经济思想相类似，将通过企业主义的结构来加以补充。在某些方面，它是对工会在集体谈判争端中的广泛弱点的社会心理补偿，在原材料生产的工业部门中只有借助国家仲裁系统的帮助才能克服这种弱点。


  不仅工会方案本身左右为难，仅仅是扩大工会的共同决定权的想法就被雇主协会视为非常危险的挑战，并在媒体上予以了相应的回击。毕竟工业界的目的正是要击退工会的影响，软化劳动工资集体协议制度，只在企业层面进行工资谈判。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重建它在1918年放弃掉的工厂共同体的生存权利，并能为其提供相对较高的公司社会福利；同时，亦向劳动者指出企业在经济上受到威胁，从而迫使其接受预定的工资削减计划。原则上，工业界寻求“恢复合同自由”，这意味着废除劳动工资集体谈判法的规定。这样一来，资方与劳方的冲突不仅涉及饱受争议的国家仲裁员个人决定制度，同时也旨在从制度上消除由法律保障的工资集体协议制度。


  企业界则要求劳工部长废除约束力声明以及致力于调解工作的“去政治化”，这意味着将劳工部排除在调解谈判之外。国家强制仲裁调解只能因为在“全体人民的生计”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而不是仅仅为了压制一般性劳资纠纷。49维瑟尔拒绝了这些要求，并且表示，仲裁条例的修改只能经由议会才能达到。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出在接下来的仲裁谈判中会对德国西部钢铁业的盈利情况给予适当的关注。


  西北集团试图通过预防性地在11月1日解雇员工来破坏预计在1928年10月下旬做出的仲裁裁决。50然而，国家劳工部还是及时地宣布了只包含微小改善工资水平的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工会也被迫接受，但西北集团仍然认为它不合法，并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鉴于此次调解中资方只承担了很小的额外负担，他们的行为不得不被看成是对国家工资仲裁调解的故意漠视，同时也是对工会发动的攻击。因此，工会方面立即采取了法律行动。各个劳工法庭做出的不同裁决都认为劳工部发布的、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程序错误，并宣告无效。这就导致了国家劳工部的失败。


  此次冲突过程中，资方无疑赢得了完胜，抛开这个纠缠不清的法律问题本身不谈，冲突在政治层面上却给他们带来了不利因素。在法院就国家仲裁裁决的合法性还未做出最终判决之前，西北集团的裁员动作就波及了26万名工人，其中16万人还无法获得工会的资金支持，这种做法在大部分公众的眼里是非常不公平的。西北集团在冲突中的策略显而易见地也是在针对国家劳工部长，尽管后者还表示愿意考虑钢铁企业销售中面临的困难。其实钢铁企业的盈利问题只有很小一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工资成本的因素，更多的则是因为钢铁出口份额的提升，因为出口钢铁都是以低价销售的。受裁员影响的工人还不能从国家失业保险署领到钱，因为后者在劳资纠纷中应保持中立地位。有鉴于此，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在议会中提出了对法律进行追溯性修正的议案。而资产阶级中间派则只能通过主张向市政当局和市政协会提供资金用于更高效的失业福利计划来抵御这一挑战。


  普鲁士社会福利部长海因里希·希尔齐费尔在包括德国民主党在内的邦议会大多数人的同意下，主张立即为那些无法偿还贷款的人提供支持，不需要资格审查和扣除工会给予的补助金。持续数周的停工造成的社会困境也对工业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一致的公众压力迫使各方推翻了雇主协会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累积的补助费超过了有关工人的正常收入，这一点无法令人信服。最初被西北集团绕过的德国工业联合会也没有公开反对补助金，因此，重工业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被孤立了。


  尽管冲突的直接原因与正在进行的集体谈判政策有关，但毫无疑问，西部工业界与停工斗争的意图是双重的：推倒国家仲裁制度，严重削弱自由工会和基督教工会，这些工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交叉联系被西北集团和煤矿联合会视为特别可疑。在鲁尔采矿业准备集体谈判的攻势也是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然而，鉴于1926年英国矿工罢工造成的良好销售形势，这一攻势在1929年被推迟了。


  由于公众压力越来越大，西北集团屈从于国家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的特别仲裁，浪费了它对福利国家思想的最后胜利。重要的是，鲁尔拉德的代表保罗·罗伊施一直在抵制让步。西北集团的雇主们不能再依靠工业伞式组织的声援，在内阁中赢得弗格勒支持的人民党部长的敦促下，他们放弃了激烈的对抗，因为责任风险和可能的国家干预的危险太大。至少他们做到了绕过法律上负责的调停人——国家劳工部长维塞尔。


  这场被称为“鲁尔铁矿争端”的冲突产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影响。由于不可能强迫工会签订“自由”的集体协议，西方工业界现在决定越来越多地通过议会外的手段为建立“自由经济”而进行斗争。甚至德国民主党也站出来支持的工人，反对右翼的抵抗，这一经验增加了重工业企业家对他们要求将经济从不合理的社会负担中解放出来并打破集体谈判和工资政策的束缚的议会决议的基本不信任。这很明显地将这一举措与赔款谈判联系起来，将协议与德国的新福利捆绑在一个内部的“杨格计划”上，并将预期的财政救济专门用于缓解经济。


  就目前而言，鲁尔铁矿争端对国家政府构成的挑战带来了联盟的整合，因为中央党已经被推到了社会民主党一边。然而，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在税收和财政改革方面的深刻分歧，由于从1927年开始拖累的预算赤字和失业保险的不充分覆盖，是不可避免的，这必然会导致中期内的决裂。目前，在修订道威斯计划的谈判结束前不改组内阁的利益占了上风，以便不使社会民主党摆脱对杨格计划和改革方案的责任，即希望中的经济减税，正如德国工业联合会会长路德维希·卡斯特尔所说的那样。51


  随着杨格计划的签订，这个大联盟内阁已经失去继续执政的理由，它享受的宽限期也该结束了。1928年初夏以来，议会外势力的进军暂时得到了避免。钢盔团公投和对议会制的仇恨咆哮，在此期间被纳粹党所淹没，被赔款谈判和财政改革的限制所粉碎。1929年秋，资产阶级政党能否再生，仍是一个未知数。然而，在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央党中，那些拒绝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合作、决心改变议会制以支持总统特权的势力取得了优势，只是他们不像德国国家人民党和纳粹党那样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独裁。在军方领导层、钢盔团和1929年成立的绿色阵线的煽动下，国家总统将政府责任移交给“民族德国”代表的压力增加了。




    
    
    
  第八章　议会制的瓦解


  当世界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后果在德国日益显现时，国内政治的方向就已经向着脱离议会制发展了。1929年春天以来，经济的不景气已经表现为外国贷款流入减少以及税收下降。尽管1929年10月的纽约股灾已经给形势蒙上了阴影，但没有人预料到经济会糟到发生严重崩溃的程度。工业界和银行努力促使内阁承诺减税，以配合逾期金融改革，并用这种方式刺激国内本已不足的资本的形成。赔款减少的前景增加了这种压力。


  最初，国家政府想推迟由道威斯计划的修订条款授权的、关于赔款问题的新规则的谈判，从而能够就提前从莱茵兰撤军进行磋商。这一选择出于正确的权衡，即在1928年举行的选举之前，不能指望美国对解决协约国间债务的态度发生变化，因为这在事实上和心理上都与赔偿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人们认为，在后续某个时间点上有可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行谈判，即由于预期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德国的经济表现将不那么优秀。比如，在1924年之后，外国资本流入约为200亿马克。然而，1928年预估的预算赤字引起了人们对修改道威斯计划的直接兴趣，因为政府期望通过减少年偿付额来改善国家的现金状况。


  然而，触发处理赔偿问题的导火索首先来自帕克·吉尔伯特，其次则是来自国家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1虽然他们的外在主张高度一致，但追求的目标却迥然不同。吉尔伯特越来越担心，流入德国的外国贷款当中，54%被用于公共开支，从而促进了在他看来浪费的预算政策，特别是对各地方政府以及各邦来说，它们则多方面利用外国贷款资助不具备生产性的投资。吉尔伯特担心，这将危及筹集和转移正常年偿付额的能力。鉴于国家的贸易平衡长期处于被动状态，他被迫从国家银行的大量外汇存款中为转移支付提供资金，然而，这些资金并没有得到任何重要的出口收入的支持。他充分意识到，这种“人为的”转移根本无法长期持续下去，同样地，美国银行业出于自身存款安全考虑也对这一情况洞若观火。国家银行行长试图暂时实施的替代方案，只能是停止转账；然而，这会造成德国普遍无力支付的印象，从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停止发放信贷和撤回短期贷款。


  沙赫特提出通过故意制造转移危机来加速事件进程，吉尔伯特对这一考虑提出了强烈警告。主管部门的部长们也意识到，贷款流入一旦停止，势必导致严重的经济崩溃和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希尔费丁驳斥了国家银行行长的论点，即如果按兵不动，危机只会被推迟两年，而且会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发生。希尔费丁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灾难政策。显然，沙赫特主要出于为了诱使吉尔伯特减少转账金额的战术意图将这些考虑因素带入其中。对内，国家银行行长承认，道威斯计划的正常年偿付额可以不用再支付。同时，他向同意他观点的施特雷泽曼承认，即将到来的外交谈判将主要是为了恢复外交政策上的自由度，而不是旨在减少德国支付的数额。2


  沙赫特已经试图通过国家银行的贴现政策和起辅助作用的信贷限制来减缓外国贷款的流入，因为他认为不断增加的外债限制了国家在对外政策中的行动能力。然而，这一尝试失败了，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银行方面的抵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银行虽然限制了接受长期贷款，却继续允许短期贷款的流入。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进口的原因不仅在于美国投资者对德国经济的信心。更多的原因还在于，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利率差构成了决定性因素。利率差的主要原因是，除了账户赤字外，通过贷款得到的部分流动资金又通过赔偿转移的方式被抽走了。信贷需求和国内资本供给之间的巨大差额在各地都形成了所谓的资本贫困，这在1928年之后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美国也转而采取高利率政策，而国家银行为了防止信贷外流，也坚持采用过高的贴现率，从而进一步引发国内投资继续下降。由于550亿马克的长期外债以及760亿马克的短期债务，德国经济在1927年至1928年的经济上升期结束时就已经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赔款代理人提出的明确确定德国赔款义务和取消支付保护的倡议得到了法国的赞同，法国希望早日实现德国赔款债务的商业化，以便能够利用它为1926年《梅隆—贝伦格条约》中规定的对美国的清偿提供资金。因为法国政界有鉴于公众舆论的观点，完全不认为有丝毫机会对美国和英国承担超过德国对法赔款数额的债务人义务，但面对华盛顿提出的其他相当多的额外还款要求，不得不在1927年底前完成协议。普恩加莱不再考虑在莱茵兰撤军问题上进行妥协，以换取德国方面保证赔付相当于法国战争债务的数额。施特雷泽曼利用自图瓦里以来一直可见的这种关联，在国际联盟9月的会议上也提出了赔偿问题。六大国立即宣布准备开始就莱茵兰问题和最终解决赔偿问题进行谈判。


  组建参加1929年2月巴黎专家会议的德国代表团的过程中，认为需要在各方之间形成一个“责任共同体”的施特雷泽曼感到不得不考虑到右翼力量的反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除了沙赫特——因为他的地位导致他无法绕开——之外，时任联合钢铁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阿尔贝特·弗格勒被任命为专家，德国工业联合会的路德维希·卡斯特尔和汉堡银行家卡尔·梅尔希奥被任命为代表。当保罗·西尔弗贝格抗议选择梅尔希奥时，施特雷泽曼回答说：“针对胡根贝格的反对，这很可能是强烈的反对，必须建立起一个可以抵御胡根贝格的新闻风暴的人格壁垒。”3就沙赫特和弗格勒而言，这种期望并没有实现。


  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施特雷泽曼和国家总理米勒高估了国家银行行长的忠诚。为了不影响代表团的正式专家地位，他们回避通过精确的指示来限制其行动。沙赫特笃定地秉持一种错误的信念，他认为可以通过谈判达成意义深远的政治让步，以换取放弃支付保护和部分年偿付额的商业化，这相当于修改了《凡尔赛和约》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在确保德国经济能力的借口下，要求建立一个“海外原料基地”，实际上相当于归还德国殖民地和“通过归还走廊重建德国农业”，此外还要求为德国产品出口提供销售担保。4虽然国家政府警告沙赫特和弗格勒不要渲染这些“附带问题”，但沙赫特将其与16.5亿马克的德国年偿付额建议联系起来，其中只有4.5亿是不受保护的，其余的金额将受到支付或筹措保护。5在西方大国看来，这种完全不着调的谈判立场绝对有可能使会议中断。然而，几天后，由于纽约和柏林之间的利率差逆转，大量外汇从德国流出，这表明，国家在财政上的依赖性不允许赔款政策方面有任何额外动作。


  直到现在，国家政府才进行干预；在此之前，尽管对沙赫特的态度的批评与日俱增，但它也仍然没有干涉巴黎谈判。这促使此前一直坚持自己作为专家要保有其独立性的沙赫特，现在要求得到有约束力的指示，并签署由欧文·杨格提出的妥协方案。在德国工业联合会的鼓动下，弗格勒辞去了代表团成员的职务，而卡斯特尔尽管受到了压力，但最终也签了字。和后来再次解释说明时相矛盾的是，沙赫特1929年6月底在德国工业和贸易大会上为同意“新计划”的必要性做了辩护，否则就会出现不可估量的金融政策后果。


  尽管希尔费丁曾预测过类似金额的付款义务，但是，以美国代表欧文·杨格命名的付款计划在德国被普遍认为完全无法令人满意。赔款计划的期限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因为出于心理上的原因，不可能低于协约国向美国偿还贷款的规定期限。同时，通过拉长时间来减少年偿付额的支付，也理所当然地符合德国的利益。该计划规定，在37年中，德国必须平均每年支付20.5亿马克，包括利息和偿还道威斯贷款的费用。在此后的22年里，即到1988年至1989年为止，年偿付额为27亿马克。基本上取消了支付保护。对于部分债务，德国可以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要求推迟两年付款。应对这些不利因素的是解散赔偿代理机构、国家对国家铁路的处置权以及废除对国家银行的国际行政控制。然而，这些看起来都不怎么成功。德国因此重新获得了完全的财政主权。同时，年偿付额将从17亿逐步上升到正常水平，这暂时意味着与道威斯计划相比，陷入困境的国家预算得到了相当大的缓解，尽管没有达到期待的程度。6


  然而，关于赔偿问题的争议绝不会随着专家们通过“杨格计划”就结束了。1929年8月的第一次海牙会议是施特雷泽曼最后一次出现的国际会议，他试图从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那里争取同意提前撤离莱茵兰，后者最终于1930年6月30日就这一点与其达成一致。然而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英国和法国在分配问题和未受保护的年偿付额上的竞争，威胁到了会议的进程。施特雷泽曼再次通过经济上的让步设法达成了和解。总而言之，在海牙举行的谈判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撤离第三莱茵区的时间比《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五年。对德国主权的限制亦被取消。


  与此同时，沙赫特利用了赔款计划中形势轻微恶化的机会，公开表态与杨格计划保持距离，并惺惺作态地退出了德国代表团。背后起作用的则是胡根贝格的倡议，他与希特勒和杜斯特贝格一道发起了反对杨格计划的公民表决提案。沙赫特在1929年12月的备忘录中拒绝在支付条件恶化的情况下由国家银行参股新计划设定的国际清算银行，这一举措在国际社会看来就是试图破坏会议结果。7实际上，沙赫特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消除在赔偿问题上他个人应承担的责任。1930年1月23日，国家政府同意了第二次海牙会议的最后议定书。仅仅由于预算方面的原因，它也无力再与谈判结果做任何争辩。沙赫特在3月辞去国家银行行长职务的辞呈，会导致内阁垮台，然而兴登堡也不得不接受，正由于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对预算政策的干预破坏了希望中的减税，从而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显然，国家银行行长预计会出现严重的支付和金融危机，他不想为此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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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8月，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与国务秘书卡尔·冯·舒伯特、社会民主党议员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和特使策希伯爵在海牙奥兰治酒店举行的杨格计划会议上

  


  民族主义右派激烈反对杨格计划，并认为它是其他国家重新奴役德国经济的证据，然而实际上它促使各大国合并成了一个相对于美国的欧洲债务人阵线。而美国坚持要求协约国清偿战争债务，也在心理上促成了战争赔款和债务偿还之间可以理解的结合。这导致的结论是，预计在中期内会减少甚至取消赔偿。有关的金融专家认为，美国对协约国减免债务会导致德国的战争赔款债务减少。随着杨格计划的出台，战争赔款终于摆脱了与《凡尔赛和约》规定的直接联系。回到1921年伦敦最后通牒要求的可能性则完全排除。


  当然，放弃支付保护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不仅仅是沙赫特战术的结果。该战术促使协约国剥夺了德国可以阻碍赔偿债务商业化，从而使纠缠在一起的国际债务网络失衡的工具。而支付计划又固定了马克的黄金平价，鉴于危机期间价格水平的下降，这就导致了在此期间赔款实际增长了。当然，这也是很大的不利因素。然而，该计划在1929年时需要德国拿出国民收入的3.5%，这意味着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很难理解为什么沙赫特会说，如果继续维持原有的赔偿义务，德国“在未来30到50年内将沦为美国的一个劳动省份”。8


  那些期望战争赔款的谈判能给国内政治减压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感到失望。情况表明，如果不执行杨格计划，德国经济就会遭受严重损失，亲人民党的利益集团便抓住机会，以基本的社会和财政政策承诺来收买该党在议会通过此项法案。他们还拿出了一个相当可疑的论点，即导致在海牙谈判中达成妥协的国家财政的虚弱，必须通过全面的财政重组来加以补救。为了克服出于需要而不得不接受的“外部的”杨格计划，现在人们需要一个“内部的”杨格计划。这里面也包含着一种神话意义上的类比隐喻，即1918年11月，德国对外作战的失败可以通过国内的全局性繁荣来加以弥补。在这个民族主义的政治谎言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旨在最终推翻共和国成立阶段在社会政策方面达成的妥协。对于平衡预算的必要性来说，随着支付保护的取消，如果不能用实际的税收盈余来支付商定的年偿付额和杨格计划的利息，货币就会受到威胁。


  大联盟内阁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内部矛盾的内耗，情况表明，它也没有能力平衡预算；内阁的向心力量也在第一次海牙会议后被消耗殆尽。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长鲁道夫·希尔费丁在经过艰难的党派间谈判后提出的1929年度预算草案，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支持工业的人民党，但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钩心斗角相互攻讦，最终成为泡影。由于施特雷泽曼的个人影响力，最终就预算达成了临时妥协，这推迟了有争议的财政重组方面的问题，并且完全因为在赔款谈判期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内阁倒台，所以该方案才被无奈接受。


  希尔费丁在金融政策方面有异常丰富的知识，但却缺少政治上的行动力，尤其是在面对自己党内的左翼时。主要的争议涉及当年偿付额暂时减少时所带来的收入盈余该如何使用的问题。德国工业联合会在其题为“崛起或衰落”的备忘录中要求采取全面的措施来缓解经济压力，并反对用杨格计划的盈余来弥补预算赤字的意图。在该联合会几乎毫不掩饰的施压下，人民党阻止在国家失业保险补贴问题上达成妥协，尽管维塞尔提出了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草案。9施特雷泽曼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还在让自己的政党宣誓继续保持在执政联盟当中。他于1929年10月3日去世。他的离世不仅意味着一个外交政策时代的终结，同时也表明人民党党内有着妥协意愿的力量彻底失败。


  鉴于税收的减少，希尔费丁认为除了通过购买短期和中期债券来弥补国家的流动资金不足以外别无他法。然而，当他这样做时，遇到了国家银行行长最激烈的抵抗，沙赫特挫败了他一切获得国际信贷援助的尝试。在这件事上，沙赫特得到了吉尔伯特不理智的支持，后者错误地判断了德国的预算状况，从而拒绝了国家财政部长批准的克罗格债券以及与银行家迪伦·雷德公司的相关信贷协议，因为他认为这将危及计划中的战争赔款债券的融通。沙赫特很清楚，如果没有信贷援助，国家将无力支付公务员工资。他利用国家银行的独立地位，试图迫使国家政府和国会接受一项债务清偿的法案，这实际上相当于将未来的战争赔款节余款项用于偿还债务的目的。


  尽管沙赫特在海牙会议上的立场有失偏颇，但他本人仍然能够作为德国信用的象征。在这种背景下，他能够与德国大银行和受其影响的头部工业协会一起，对国家内阁的金融政策持续施加压力。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有的人就是要取消议会，代之以金融独裁政权。即使是人民党也没有回避用一个独立的财政政策指挥中心来取代使自己成为投机工具的战争赔款代理人的提议，而指挥中心实际上将会取消议会的预算权利。这算是对20年代中期以来时不时就会冒头的呼唤实施经济独裁的声音的一种顺应。


  1929年12月初，希尔费丁和他的国务秘书约翰内斯·波皮茨一起提出的财政方案面对这些压力时无力回天，尽管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党的要求，承诺尽早进行税收改革——特别是减轻财产税收负担和削减所得税，也就是说不再把税务负担片面地压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同样，只有一项临时财政政策方案得到通过，该方案规定了许多特别是在社会保障领域的预算限制，才能实现这一点。希尔费丁和波皮茨辞职。接过财政部重担的保罗·莫尔登豪尔很快就面临着类似的局面。内阁的存续再次得到保证。


  在杨格计划法案通过之前，试图从外部强制内阁进行根本性的财政政策调整暂时没有取得成功。资产阶级右派自相矛盾的策略决定性地促成了这一点。通过把德国国家人民党逼到毫不妥协的阻挠路线上，胡根贝格挫败了沙赫特的勒索企图，后者主要关心的是减少国家对西方列强财政上的依赖性，而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则已经企图推翻国家的议会制。矛盾的是，政治右派现在开始使用民众立法的武器，而这在传统上却是左派干的事情。1929年初，钢盔团领导人提出了发起支持“国家总统特权”的公民投票提议，从而试图通过取消《魏玛宪法》第54条规定的国家政府的议会责任制，赋予兴登堡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建内阁的权力。这看起来是一个相当冒险的想法，尽管总统助理奥托·迈斯纳表达了总统对这种解决办法的基本支持。这项计划来自钢盔团的主要思想家海因茨·布劳魏勒，并得到了胡根贝格的实际批准，这说明议会机构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利益和愿望已经脱离到了何种程度。严格遵守议会制原则的施特雷泽曼拒绝采取这种公民投票的宪法重组策略。尽管钢盔团的计划将使总统有权撤销议会已经批准通过的杨格计划，但它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国家土地联盟中也没有引起什么热情的回应。希特勒认为这个过于学术化的方案是十分可笑的。10


  然而，杜斯特贝格坚持计划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为“建立伟大的民族阵线”做出贡献，从而慢慢向右翼政府过渡。11如果说宪法的修订不适合进行全民公决，那么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则正好适合采取这种方式。钢盔团领导层认为，它可以争取兴登堡中止杨格计划法案，要么是他本人主动采取措施，要么是号召三分之一的议员反对该法案，并且随后辅以全民公决的结果。总统本人即使自己内心再认可加强其宪法地位的意图，也不愿意在政治上如此暴露自己。因此，胡根贝格毫不费力地就将钢盔团的倡议引到了一个不同的攻击方向，一方面举行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公决，另一方面制定反对“战争罪谎言”的民众法律。决定性的战略差异在于，胡根贝格毫不犹豫地攻击总统本人，而公投计划的目的是在公民投票的支持下组建兴登堡内阁，因此它仍然具有某种建设性的色彩。另一方面，胡根贝格的做法旨在彻底摧毁现有的宪法制度，即便是他对于将要建立的“民族专政”的构想完全模棱两可，反正他本人只想成为该专政的领导人物。


  1929年7月9日，胡根贝格成立的德意志公民投票委员会，打算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反议会组织。在形式上，它是一个跨越各党派的机构，由钢盔团、泛德联盟、国家土地联盟和祖国协会共同组成。实质上，该倡议也离不开德国国家人民党、农村人民党和纳粹党的共同行动。纳粹党在开始的片刻犹豫之后，抓住了在更广泛的平台上宣传自己的有利时机，但从一开始就将其参与限制在公投前的阶段，因此未能发挥其创造全国性集会运动的功能。不顾温和保守派伙伴的保留意见，胡根贝格还是贯彻了他所追求的激进的阻挠路线，而纳粹党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迫使他坚持这一路线。但反杨格计划运动的煽动性特征是源于胡根贝格的。


  “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法”草案最初由胡根贝格于1929年夏末在内部提出，并于9月初公布，草案要求国家政府立即撤销《凡尔赛和约》中“被迫承认的战争罪责”，要求解除对德国领土的占领，要求德国不再承担任何新的负担和义务，特别是由杨格计划产生的负担和义务。1212名国家政府成员或其全权代表，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一规定，就可以依据第4条被判处劳役。在原始版本中，国家总统被明文包括在内。他将以这种方式被迫宣布暂停预计将在晚秋时生效的杨格计划法案，从而使全民公决得以生效。然而诋毁总统兴登堡是潜在的叛国者，激起了国家土地联盟、钢盔团和德国国家人民党魏斯塔普派的公开反对，因此，胡根贝格感到不得不通过将总统从制裁条款中排除出来，来化解已经发表的草案引发的矛盾。然而，这丝毫无法改变事情的实质：兴登堡也被胡根贝格的不妥协所激怒，反杨格计划运动也被视为对其个人威信的攻击。尽管他对杨格计划的态度是矛盾的，并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做支持国家政府的表态，但他也认为极端右派的行动是在逃避爱国主义的责任。而此时，他最亲密的战友却突然把他扔在一边。


  制裁威胁从全德国的煽动性情绪的武器库中涌出来，视共和国迄今为止所有的外交政策为叛国行径。它在各地都遭到了反对，导致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公开反对公投，促使重工业界撤回其财政支持，甚至在民族主义自由军团中引发了强烈抗议。然而，纳粹党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参加的条件。因此，胡根贝格被迫将第4条——尽管是以一种被削弱的形式——留在公投的文本中。这加剧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内部和右翼协会阵营对其阻挠路线的批评。诚然，人民保守派再次推迟了他们曾认真考虑过的退出行动，而魏斯塔普伯爵则努力扼制德国国家人民党迫在眉睫的内部危机。但是此时已经谈不上还存在建立一个全面的全国性集会运动的起始信号了。在议会处理“自由法案”时，该法案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胡根贝格也遭受了明显的失败。在对第4条投票时，德国国家人民党议会党团解体。魏斯塔普伯爵辞去了议会党团主席的职务，此前，他一直成功地抵御了胡根贝格插手。包括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和瓦尔特·兰巴赫在内的12名人民保守派成员离开了德国国家人民党。


  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国家土地联盟的领导人仍留在国家委员会中；在公投以负面结果收场后，他们和纳粹党一样，退出了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胡根贝格本来期待的公民行动浪潮的局面，并且还试图将之升级为一次全面的全国动员，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了。同时，事实证明，右翼反对派原本丰富的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的。然而，胡根贝格将所有可用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反对“巴黎进贡计划”的运动中，并向公众发放大量传单和小册子，这些传单和小册子以中伤性的尖锐语气贬低政治制度，并对杨格计划谈判做了完全扭曲的描述。他再次将兴登堡个人拉进运动当中，而后者则严词拒绝了。同样，纳粹党也测试了新近建立的宣传机器，并在争取“自由法案”的斗争中使出了浑身解数，胡根贝格非常懊恼地发现，该党的斗争是一次纯粹的民族社会主义行动。


  出乎意料的是，10.02%的选民在投票名单上登记，因此勉强达到了宪法规定的法定人数。然而，1929年12月22日举行的公投只获得了580万张选票，远远低于右翼政党在上一次国会选举中的份额，而通过公投则需要2100万张选票。以国家政府无视杨格计划的“意图和先决条件”而公开反对该计划的亚尔马·沙赫特的间接支持也并没有能改变这种情况。13尽管“自由法案”严重干扰了金融宪法，而金融宪法在宪法中又被豁免于民众立法，但政府还是放弃了对公投请愿和公投行为采取法律行动。不然的话，内阁将不得不担心由法院发出的抗议以及不得不接受对总统施加的压力，最后事情的发展结局难料。毕竟，现在有大量资金可用于卡尔·泽韦林作为相关责任人的国家内政部长发起的反击运动。国家政府和普鲁士政府都基于提案第4条，禁止公务员支持公投请愿，这与公务员的忠诚义务相悖。然而，只有普鲁士政府真正对反对这一指令的众多高级公务员采取了行动。民族社会主义在公务员系统中渗透越来越多，对公务员违法违纪行为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都表明了共和制度的权威正在逐渐丧失。


  全国反对派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以一场政治惨败而告终。公投获得的580万张选票清楚地表明，公民投票推翻政治体制的做法没有任何机会。这次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却是纳粹党，它在资产阶级右翼媒体的支持下，能够展示出自己作为国家政治的推动力。胡根贝格至少能够通过控制党的机构来将温和派的出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温和派首先在特雷维拉努斯的领导下组成了德意志民族联盟，或者并入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人民联盟。特别是魏斯塔普伯爵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即尽管胡根贝格的反对态度不可改变，但他仍然保持忠于德国国家人民党。但在大多数资产阶级保守派眼中，胡根贝格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上的怪人。他离他所承诺的人民集会还很遥远。


  矛盾的是，这场运动并没有产生促进议会制稳定的效果。诚然，右翼反对派最近尝试阻止国家总统签署杨格计划法案的最后投票没有成功。但是，1930年3月12日这些法律的通过还是导致了大联盟以及最后一个议会多数派政府的结束。有人在总统周围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当下国内政治问题具有优先权，必须组建一个资产阶级右翼内阁。随着战争赔款这条战线的暂时缓解，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职责。对国家总统施加的为攻击性赔款和修正政策创造财政条件的压力并非没有效果。坊间一直认为，随着协约国管制的废除，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说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早在1929年春天，冯·施莱歇尔将军就敦促用一个资产阶级右翼内阁来取代大联盟政府，恩斯特·朔尔茨、汉斯·路德，尤其是海因里希·布吕宁都是领导内阁的人选。作为一名曾经的前线军官和一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布吕宁推荐自己担任总理，尽管兴登堡对把政府交给一名天主教徒感到有些不情不愿。冯·施莱歇尔和布吕宁之间个人的协商虽然在国家防卫军所要求的武器融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布吕宁还是认为，更换内阁要在莱茵兰撤军之后才更适合。然而，他也明确表示，他不会完全拒绝总统召唤他来领导一个他所信任的内阁。但就目前而言，这还只是试探阶段。只要杨格计划没有通过，现有的内阁就必须保留。1929年12月，由于人民党反对计划中的预算调节，执政联盟面临解体的威胁，兴登堡亲自要求人民党的部长们留在政府中，他们甚至面临着被开除出党的可能。这也是对胡根贝格的应对，他指责胡根贝格“临阵脱逃”。1930年初，他试图说服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与温和的右派进行建设性合作，然而没有成功。


  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激进化挫败了冯·施莱歇尔精心制定的战略。他所寻求的兴登堡内阁只有在排除了胡根贝格运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形。因此，总统办公室在重工业的侧面支持下，展开一切手段，强化反对党首的力量，以期能取代他。然而，事实证明，胡根贝格在影响力巨大的泛德联盟，以及在他有效地使之与他保持一致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各邦协会中得到的支持出人意料地强大。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于1930年1月底成立了人民保守派协会，从而成为保守派希望重组的关键人物。所有那些人民保守派中期待德国国家人民党能够形成一个理性的领导该派别的核心的人都感到了无比失望。魏斯塔普伯爵也没有能力抵御胡根贝格的顽固路线。因此，保守派的集会不得不暂时被注销。冯·施莱歇尔现在考虑建立一个以总统为基础的升级版资产阶级集团，这将为一个在他口中所谓的“有工作能力的右翼”政府创造基础。14






  兴登堡并没有完全拒绝施莱歇尔制定的改组政府的方案。1月中旬，他向魏斯塔普伯爵保证，在杨格计划通过后，将回到一个“中间派”的保守政府。迈斯纳解释了总统的指导方针，大意是希望总统内阁在方向上必须是“反议会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普鲁士政府也必须一并改组。15由于公众对兴登堡主张签署杨格计划激烈攻击，这反而加强了他的这种意图。他太容易屈服于右派不断吹进耳朵的低语，即接受战胜国强加的这一新“指令”（布吕宁如此称呼这项计划），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应负责任的议会失职所导致的。因此，他接受了布吕宁和沙赫特提出的论点，即只有按照工业界长期以来的要求，对国家的财政进行根本性重组，才能使国家在未来的修订谈判中不至于再度对外界卑躬屈膝。


  因此，兴登堡怀着沉重的心情签署了杨格计划的法案，这给右派的反对势力带来了额外的动力。这一点在德国—波兰清算协议通过后变得最为明显，该协议出于战术原因从杨格计划中分离出来，但在内容上却与该计划密切相关。实质上，这是两国之间就波兰政府征用前普鲁士财产和选择加入德国国籍者所持有的不动产而不断发生的争端的合约解决方式。波兰利用对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的机会，从而实现了对德意志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资料进行干预，有时甚至是严重干预；而国家政府则努力将以前的国家财产转移到形式上独立的金融载体手中，从而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使其脱离波兰的掌握。清算协议中规定，双方互相放弃赔偿要求，然后根据1929年的状况，保证了德意志少数民族的物质地位，同时，德国方面放弃了一些事实上不可能再讨要回来的追索权。


  清算协议似乎违背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准则，即避免与波兰订立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战后边界的合同。事实上，通过缔结协议，德国的外交手段破坏了华沙将波兰既往的赔偿要求写入杨格计划的意图，并瓦解了约瑟夫·毕苏斯基继续推动东方洛迦诺计划的想法。因此，在国际联盟层面上为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利益所做的努力变得可信。因此，施特雷泽曼强调欢迎德国驻华沙大使乌尔里希·劳舍尔为实现德波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努力，这首先遭到了大农场主们的反对。作为对德国金融和贸易优惠的交换，该协议给了国家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更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它引起了波兰公众的尖锐批评，但它被民族主义右派，特别是纳粹党谴责为放弃了德国人的修订要求，但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清算协议间接地承认了，以往试图通过经济压力来迫使波兰屈服的办法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反效果。


  由施特雷泽曼在外交部的继任者尤利乌斯·库尔蒂乌斯签订的协议同时意味着主要由出口业要求的德国和波兰之间贸易条约的提前履行，因为布吕宁不合时宜地拖延了该条约的签署；导致它直到纳粹党夺取政权后才得以实现。大联盟内阁的继任者浪费了通过扩大与波兰的经济关系为持久地政治平衡奠定基础的机会，这本来或者可以导致但泽走廊问题得到缓和。相反，正如战舰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两国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更加强烈，这导致毕苏斯基元帅考虑采取预防性战争战略；然而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德国方面亢奋的反应，并对1932年这个决定性年份的德国国内政治发展造成了持续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兴登堡以签署清算协议为契机，要求赫尔曼·米勒的内阁为“正在为生存而拼命挣扎的东部地区”制订一个最终形式的全面财政援助计划。易北河以东的大农场主们对清算协议强烈反对，而小心翼翼的总统也仔细研究了协议的合宪性。他还要求“东部各省的农业代表机构和信托机构”，即主要掌握在大农场主和国家土地联盟手中的农会，负责任地参与进来。并且，他反对普鲁士的东部政策。16甚至在内阁倒台之前，兴登堡就向国家土地联盟主席马丁·席勒承诺，由他接管粮食部，并准备在必要时通过总统的紧急法令权来实施对东部的援助。


  国务秘书迈斯纳将3月18日发表的总统的呼吁书文本交到了冯·施莱歇尔将军手中，同时说：“这是第一阶段，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桥梁。这是我们能够拥有的最好的通向‘兴登堡统治’的基础。”17事实上，总统现在从后台现身，向内阁发出了异常详细的行动指示，其果断程度令人惊讶。这一举措是对徒劳无功地努力平衡预算的现任联合政府内阁从背后精心策划的一次沉重打击。兴登堡周围的智囊团们从一开始就认为，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阻挠，无法给大农场主他们所要求的支持。


  然而，在1926年初现端倪，并在1928年公开显现，还受到国际影响的土地危机的影响下，农业利益的压力加剧了，这很难归咎于大联盟处理失当。社会民主党在1927年的基尔农业计划中规定，通过实行粮食垄断为国内农业提供价格支持，其施政并不反对特别是向东部农业地区提供必要的援助。然而，内阁面临的困难是无法直接对抗国际联盟提出的完全消除贸易壁垒的要求。特别是1925年推出的旨在支持基本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已经日益变成了系统性的农业保护主义。


  因此，赫尔曼·米勒内阁在国家粮食部长赫尔曼·迪特里希的敦促下，采取了一条折中路线，没有通过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关税来强化农业保护主义，而是为黑麦价格提供内部经济补贴，并为东普鲁士地区提供结构性政策支持措施。然而，尽管布劳恩内阁加大了努力，但提高农业产量的举措，特别是普鲁士在“东普鲁士援助计划”框架内发起的举措，仍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普鲁士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同时，它努力消除“东普鲁士援助计划”片面的农业援助的导向，并通过扩建运输网络和促进贸易和工业，来改变东部省份单一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一点，以及旨在将无法再免除债务的大面积土地分割成安置用地的债务重新安排政策，引起了农业利益集团的坚决抗议，尽管他们自己也曾表示赞成国家支持的安置政策，以限制土地价格的不断下降。兴登堡希望东部援助计划——不再只包括东普鲁士，而是包括整个东部省份——单方面用于恢复农业的生存能力，并面向“所有农业企业，包括大型企业和农户”，从而成为了他们的利益代言人。18


  显而易见的是利用伴随着杨格计划而被取消的工业税来“拯救德国东部”，东德农民的请愿书中以悲情的夸张方式这样表达。兴登堡的这一动议其实可以追溯到保罗·西尔弗贝格在1929年为德国工业联合会提出的农业计划，该计划旨在减少国家对外贸的依赖，实现粮食政策的相对自给。德国工业联合会绝不像它最初看起来那样大公无私。一方面，减少农产品进口是部分经济部门要求提高工业关税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从普鲁士手中夺取稳定德国东部地区经济的主导权。在兴登堡的倡议下，农业利益集团提出了非常夸张的要求，他们要求多年执行退税和补贴政策，总额将高达10亿马克，这将很快就会破坏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协议。


  在赫尔曼·米勒的内阁中，大家一致认为，由于国家的收入不断减少，没有财力来支撑这种额度的农业计划。总理不想放弃在艰难的政党谈判中达成的预算妥协，并在这一点上与莫尔登豪尔达成了一致。尽管有许多人试图反对，但兴登堡仍然认为，即使在人民党离开后，也有可能暂时保留现有的内阁，授予赫尔曼·米勒解散国会的权力并运用总统的紧急法令权。如冯·施莱歇尔所说，这样一来的风险就是，一方面会导致社会民主党出现令人担忧的“权力膨胀”，另一方面全国的反对派也会越发疏远国家总统。19只是在有了内阁对援助东部地区的最终要求持疏远态度的印象后，兴登堡才最终决定反对内阁继续存在。因为内阁存在的合理理由完全在于通过杨格计划，因此便不再有必要继续。兴登堡与德国东部大农场主利益的绑定，与他的宪法立场并不相容，直至大联盟垮台后这种影响才完全显现了出来。布吕宁内阁也受到了最后的攻击，它被指责在推行所谓的“农业布尔什维主义”。


  1930年3月27日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内阁的辞职是联盟伙伴之间不可调和的内部对立造成的，当内部都已经知道总统兴登堡拒绝按宪法第48条的规定为总理授权时，这种对立爆发得非常激烈。事实上，内阁的倒台早就是个必然的趋势。德国人民党党首朔尔茨自2月份以来就被透露了有关冯·施莱歇尔的计划，即在跨党派基础上建立内阁，朔尔茨和选择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路德都拒绝接任总理职务后，布吕宁来接手这一职务。冯·施莱歇尔的倡议是在与和他有着密切关系的特雷维拉努斯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采取的，后者还充当了温和的右翼反对派的联络人。特雷维拉努斯与人民党右翼在1929年12月已经做出的决定相一致，即在通过杨格计划后立刻解散执政联盟。在这一点上，朔尔茨得到了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的支持，该联合会主席奥古斯特·博尔西希在3月份写信给财政部长莫尔登豪尔时说，进一步提高失业保险缴费可能会导致企业家们纷纷退出国家机构。然而，人民党议会党团以其老练而圆滑的方式，回避了矛盾冲突在自己手中激化。在3月初的卡塞尔党代会上，它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妥协意愿，却发表声明说，它不想在根据杨格计划采取的财政政策逐步措施方面做出任何承诺。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作用落在了中央党身上。20布吕宁多次与兴登堡会面，并与冯·施莱歇尔将军保持间接联系，但他仍然很犹豫是否应该直接推翻赫尔曼·米勒。他认为，毫无疑问需要从根本上削减公共开支，特别是大幅削减失业保险金。早在1929年秋天，他就承诺让中央党议会党团强制重组失业保险，这与可追溯到希尔费丁任期内的减税方案一起，成为预算审议中最关键的一点，这一切都发生在杨格计划通过之前。1930年1月底，他把这些作为中央党批准杨格计划的先决条件。


  布吕宁的指导思想是，不减轻社会民主党在社会预算中看起来必要的节约措施的负担，特别是他担心失业率急速上升会引发社会抗议运动。同时，他挫败了人民党的策略，推迟做出亟待做出的金融政策决定，并在外交政策方面达成协议的外部压力消解时才提出他们自己的主张和要求。社会民主党方面的担心在于，已经在限制失业救济金领取者的范围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之后，推迟重组国家机构将导致在可预见的将来救济金进一步大大缩水。然而，布吕宁强行在预算重组和杨格计划之间达成了平衡，但这个一揽子方案未能产生效果。这不但没有增加达成协议的筹码，反而使内阁在预算谈判中面临更加紧迫的时间压力。


  财政部长莫尔登豪尔提出的抵偿方案为中；不是用国家补贴来试图暂时填补国家政府的长期赤字，而是通过纳入公共住房协会在内的社会保险机构，并通过政府机关的节约措施，即削减福利来弥补所产生的亏空。这一做法意味着进一步偏离了保险原则，并将调整整顿工作限制在社会保险的风险群体中，因此，社会支出总体上保持不变。作为反制的建议，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提出了所谓“紧急牺牲”的提案，即对固定薪资雇员在紧急情况下扣除其工资3%的数额。确实在那种条件下，很容易想到呼吁公共服务部门的成员，首先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受到失业和工资扣发影响的公务员缴纳团结税的应对办法。


  尽管莫尔登豪尔对“紧急牺牲”的想法很支持，却遭到了自己党内的坚决抵制。其原因与其说是作为国家高级公务员联合会主席的朔尔茨试图考虑到公务员协会的利益，倒不如说是德国人民党党内代表工业部门利益的群体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强迫减少失业保险金。然而，站在背后的商业团体一致认为公务员的工资大大超标。由于人民党的阻挠和中央党的缄口不言，几周后再次采取重组失业保险的路径彻底阻断。随后，各部门达成一致，继续要求保险公司提供服务，而资金不足则要通过建立一个紧急基金和将失业保险金从3%增加到4%来弥补。


  在这种局面下，人民党仍然要求在法律中规定1931年预算中的减税方案，这对正在形成的预算妥协又带来了重重压力。预计战争赔款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希尔费丁1929年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特别是有利于高收入者的减税承诺，现在证明是政府做出的一个致命的自我承诺。因为鉴于基本上被沙赫特强加给国会的债务偿还法所抵消的杨格计划的有限节余，税收收入迅速下降，失业保险的赤字不断增加，增税措施势在必行。然而，德国人民党阻止增加任何形式的财产税。“紧急牺牲”代表了一种绕过这一方案的尝试。社会民主党批评说，预算赤字将主要由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大负担的消费税来弥补，而人民党还要求减少实际税收，并在市政税中引入可调节因素，他们打算利用这种可调节因素来创造一种心理上的压力，以减少市政当局承担的失业福利开支。德国人民党议会党团用扩展的税收目录在背后捅了自己的部长一刀，用这样的办法来寻求突破。


  国家总理现在坚持要拿出本来的政府草案，并迫使布吕宁让步。然而，就在对杨格计划法案进行表决之前，中央党领导人通过与国家总统的谈话得到了保证，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将以总统紧急法令的方式推动预算改革的进行。“您可以相信，”兴登堡向他承诺，“金融改革将会完成；如果各政党失败，我将在没有政党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改革。”21承诺利用一切合宪的手段，从1930年预算年度起算点4月1日开始征收新税，以重组国库，对布吕宁来说是一张空头支票。他通过重组失业保险的妥协提案再次阻止其发生，但是，特别是由于人民党在此期间得知政府既无权解散议会，也无权发布紧急法令，这就使得达成协议的时间和事实空间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布吕宁的妥协提案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人民党，因为它虽然预计设定了3.5%的失业保险额度，却也推迟了做出决定的时间。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项妥协提案似乎是相对可接受的，尽管它故意拖延了失业保险是应该通过增加缴费还是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的核心争议问题。然而，它不再得到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批准，而人民党则出于战术原因同意了它。对于在内阁中已经不支持先前妥协的国家劳工部长维塞尔来说，这代表着公然削减福利的第一步，并且这是工会方面万万不能接受的。议会党团中的工会代表理所当然地指出，由于人民党和中央党的明确立场，布吕宁的提案将导致失业保险的进一步削减。因此，他们现在优先考虑措辞相对更加温和一些的由政府提出的法案。国家总理指出，爆发国家危机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且他对布吕宁妥协所做出的陈述也无法在自己的党内说服他人。


  在战术的角度上，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反应没有超越来之不易的内阁妥协，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在对金融改革的审议中，社会民主党发觉自己被逼到了能够让步的极限。它当然可以再次向德国人民党做出让步，却不想沦为德国人民党蓄意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的执行人，因此拒绝了布吕宁的调解建议。如果这次它放弃了最基本的保留意见，那么在随后的委员会审议税收建议时，它同样也会受到来自德国人民党的类似压力。这是因为布吕宁尝试平衡努力的意图在于，不是与人民党而是与社会民主党决裂。人民党以拒绝布吕宁的提案为借口，阻止税务委员会对融资法案的讨论，并阻止议会讨论政府的原始草案。这意味着赫尔曼·米勒坚持的，泽韦林也明确要求的“在公开的战场上”推动财政方案的机会已经丧失。22社会民主党在最后一刻如果能够批准，就会挫败莫尔登豪尔的战术安排。然而，政府将很难在余下的融资法案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特别是由于米勒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已经无法鼓足干劲做这件事。


  1930年3月27日晚，总理宣布了内阁的辞呈。仅仅几个小时后，兴登堡就召见了布吕宁。次日，布吕宁在与中央党议会党团协商后，要求国家总统组建“一个不受政党约束的内阁”，并拥有宪法第48条之授权。23兴登堡如释重负地表示了同意。他终于找到了他所信任的人，可以在排除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执政，带领全国反对党重新承担起“国家政治”的责任，使他不再以左派利益的维护者的身份出现。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这一决定意味着从一个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难以忍受的局面中解放出来。甚至连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也同意议会党团的决定，他于1929年马格德堡社会民主党大会上曾主张反对由德国工会总联合会提出的把政府参与和确保失业保险结合起来的要求，并强烈警告，由公务员组成的内阁，“本身就可能是变相的专政”。24该党对在内阁中的资产阶级联盟伙伴一直采取守势；它几乎从未能够推进其政治主张。出于这个原因，成为反对派反而显得更加真诚，而且鉴于普遍预计国会即将解散，这在战术上亦是必要的结果。


  由于事态的发展，布吕宁被迫比他所希望的更快实施独立于议会多数席位变化的政府改革。最迟从1930年初他就已明确决定要利用政府更迭进行全面的国内和外交政策改革，而金融改革只是其中的第一步。25其内政纲领的核心就是解决战争赔款问题，在这一工作中，他认为财政政策具有优先级。从一开始，他就觉得赔款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且对国家内政和外交政策行动自由持续施加限制。他认为中央党肩负“历史使命”，在联合政府的更替中以及在必要时要通过放弃议会政府责任的原则来确保旨在减少战争赔款的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并制定“为促使其成功的财政政策”。在他看来，只有在彻彻底底的财政改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决战争赔款问题。只有“国家可靠的财政管理”才能防止外国债权人对国家的信誉失去信心，而这是任何成功的战争赔款政策修订的前提。26


  作为中央党的财政和税收专家，布吕宁强烈批评了1925年以促进经济景气政策为动机的淡化税收改革措施；他指出，创造就业机会的措施和有利于经济而发放的贷款所产生的预算赤字持续增长。事实上，自1926年以来，由于未获批准的借款授权，国家政府一直在积累越来越多的债务，这严重限制了政府在1929年海牙谈判中的财政操作能力。布吕宁不需要沙赫特的警告，也不需要1929年春天法国收回贷款的痛苦回忆，他本人就坚信，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财政政策，未来在赔款问题上向战胜国举手投降就无可避免。这不仅是指布吕宁所担心的，正如吉尔伯特在1929年暂时实行的国际金融控制，而且涉及左右权衡：只有成功地充分利用好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与赔款债权人的利益的对立冲突，成功的修订才是有可能的。


  当布吕宁就任总理时，他确信德国将无法筹措到支付杨格计划的年偿付额的款项。早在1929年秋天，他就与高级教士卡斯一起，设想在1930年6月莱茵兰撤军后进行一次赔款方案修订。因此，由他详细表述的金融改革和强行通过杨格计划的一揽子方案，远不止是他的一项战术性举措。特别一旦杨格计划法案通过，将迫切需要制定一项财务政策，为“将来创造一定的保障”，以防人们将预期中无法支付年偿付额归咎于德国出于故意的不当行为。经济危机不应该像1926年那样，导致使国家在危急情况下完全依赖外国贷款的影子金融经济。


  布吕宁认为加速大联盟崩溃的经济危机现象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是战争赔款问题的扩散。直到1930年深秋，他和工商界的主要代表都倾向于把危机——最初表现为大规模群体失业的迅速增加——主要归咎于内在原因。他同意亚尔马·沙赫特的观点，认为各级公共行政部门都存在渎职造成的财政管理不善，这形同犯罪的行为侵犯了普鲁士的节俭原则。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内部资本的形成是主要任务，而这一点又正好被利益集团用来为减税的要求辩护，并为沙赫特的信贷政策辩护。对布吕宁来说，抗击危机的斗争也从一开始就排在了修订杨格计划的后面。他毫不迟疑地推出的通货紧缩政策也是出于赔款问题的首要地位，而不是因为还在持续影响德国社会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创伤。对此，布吕宁甚至认为，这也是赔款问题造成的影响。同时代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平衡预算是克服危机的唯一途径，而布吕宁也未按照当时的理论来行动。1926年以来的财政政策经验使他成为发掘国家信贷和生产性失业福利政策的反对者。国家政府为克服1926年危机而推出的反周期经济景气政策也被他出于战争赔偿政策的考虑拒绝了。


  布吕宁以看似教条的僵硬态度坚持的观点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基本态度，有着毫不掩饰的君主主义倾向并且与普鲁士旧式美德观和偏见支持的保守主义国家观念相一致。正如他认为1918年至1919年的革命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一样，他认为魏玛宪法是一种由外部强加给德国的政治形式，这与德国传统国家理论格格不入。他与许多共和制度的反对者一样，明显不喜欢政党制度，这在他们眼中不过是自诩高尚；他认为完善而运作良好的行政机构比议会制更重要。虽然他的政治生涯是以亚当·施泰格瓦尔特的工作人员和德国工会联合会秘书长的身份开始的，但作为一名金融专家，他也从未与工人阶级有过什么密切接触。


  这位内敛的、苦行僧式的知识分子，以其不寻常的简约工作作风和对事物和人事的强大洞察力成为议会党团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然而在外界看来，他却显得相当不起眼，既没有那种悲情的表演，也缺乏侃侃而谈的能力以及取信于大众的政治家魅力。在面对第三方的时候，他常常会施加刺激性的，有时甚至是伤害性的影响。他避免任何情绪的外露，甚至在他最亲密的伙伴面前也能对他的实际政治意图保持缄默。在他担任总理期间，他越来越会在非正式的咨询会中做出政治决策，并常常在事后才通知内阁和国会委员会，甚至故意绕过相关负责的内阁同事。“布吕宁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没人知道”——外交部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这句感叹道出了这位总理施政的风格。27


  布吕宁清醒冷静，许多人认为他情感冷淡，但在这种外表的背后，他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人。他自认为也属于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一代，对这段经历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浪漫化的看法，因此，他对普鲁士的军事传统有一种不加批判的高度评价，这也决定了他与兴登堡的关系。作为饱学的国民经济学家，他所理解的政治基本上就是个人的行为。他或许永远不会明白，他通过充满着阴谋诡计的人际关系坐到了总理的宝座上，而当他倒台时，其实并不能算居心叵测的政治对手的蓄意报复，而只是由他助力打造的政治格局的反噬。另一方面，他的天性中又有着一以贯之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使这位不爱社交的单身汉相信，即使在需要更灵活变通的政治形势下，无条件的“坚守”也会取得成功。毋庸置疑，政治家布吕宁战术方面的天赋出类拔萃。这使他以谨慎和严肃的态度去审视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和现有的可能替代方案。因此，对于同时代的人和那些生活在他之后的人来说，这些目标似乎已经成了单纯的战术。顽强地、有时甚至教条式地坚持曾经设定的选项是他成功的秘诀。反过来，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政治格局缺乏适应性，也是他政治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1930年3月底，布吕宁仍然相信，他可以立即实现他早先提出的“绝对明确和安全的财政政策”的目标。他以惊人的速度提出的内阁与上届政府不同之处——除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离开——基本上只在于马丁·席勒担任农业部长，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担任占领区部长，经济党的维克多·布雷特担任司法部长。28席勒仍然是处在反对党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却放弃了自己的议席。尽管巴伐利亚人民党和经济党间接参与其中，但这个在形式上无法组成执政联盟的内阁在国会中缺乏多数。在他的政府声明中，布吕宁强调了国家总统对政府的支持，成立政府是“最后的尝试”，使得国家的重要任务在现有的国会中得到解决。尽管有这种不加掩饰的威胁，布吕宁最初还是想避免解散国会。他同样对使用授权法案批准的经费犹豫再三，因为他打算把这些留给计划要进行的行政和财政方面的全面改革。布吕宁因此面临着与赫尔曼·米勒类似的议会格局，只是社会民主党现在是反对派，并立即以不信任动议对政府声明做出回应。


  布吕宁决定将莫尔登豪尔的融资法案（该方案在米勒内阁时因议会党团之间的争议而失败）与关于东部援助计划的法案同时引入，以便通过这种方式来赢得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投票支持。这项实验获得了成功：胡根贝格没有支持不信任否决。在国家土地联盟对胡根贝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之后，融资法案被大多数德国国家人民党代表所通过。然而，很快就可以看出，布吕宁的地位只是暂时得到了巩固。在此期间，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导致收入远远低于预算估值。为了实现预期的预算平衡，布吕宁不得不在1931年的预算审议中提交了一份补充预算。此时，他遇到了曾使赫尔曼·米勒失败的那些团体的抵抗。


  为了弥补由此产生的预算赤字，莫尔登豪尔不仅采取了增税措施，还采取了新版“紧急牺牲”措施，即对固定工资的人提供2.5%的国家补贴。此前，作为国家劳工部长的施特格瓦尔特曾明确表示，他绝不准备单方面削减失业保险。布吕宁原则上赞成削减公务员工资，但希望将其推迟到秋季再实施，现在他面临着来自人民党的消极抵抗，该党在6月底经过正式下达最后通牒之后，将莫尔登豪尔撤出了内阁。另一方面，德国人民党反对的国家援助得到了特雷维拉努斯的支持，他接受了布吕宁对1927年工资修正案的谴责。经济党用引入对百货公司和消费协会征收特别销售税为条件来进行是否批准融资法案的谈判。然而，布吕宁劝说胡根贝格让步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后者要求改组普鲁士政府，而普鲁士中央党议会党团和国家总理都不认为这是明智之举，也因为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要求无条件地加入内阁。与此同时，胡根贝格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尽管支持布吕宁的魏斯塔普集团提出了抗议，但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层却一致表示对胡根贝格和新的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奥伯福伦的信任，并承诺该党派将在议会中采取严格的反对党立场。


  

布吕宁认为，通过对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右翼的利益党派做出让步，就可以克服它们的阻力。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对固定薪资者的国家补贴。莫尔登豪尔的继任者赫尔曼·迪特里希通过从表面上更显著地纳入高收入者，并对监事会的奖金征税，使得社会对此更能接受。这样一来，总理不仅满足了自己政党的要求，即反对对低收入者和失业者征税，而且也迎合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对所有收入超过8000马克的人征收10%的“紧急牺牲”税的法案做出了回应。为了赢得人民党的支持，布吕宁在法案第二次审读后将他们额外要求的公民税加到法案中来。


  总理希望避免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因为他需要社会民主党批准一项开支保障法，该法案将限制国会的立法权限，因此需要有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愿意妥协，尽管它控制的媒体对布吕宁愤慨地、不受控制地表达了立场。它允许按照老办法作为一揽子建议拿出来的预算法案的第一部分获得通过，但在内部谈判中明确表示，它绝对不能接受公民税，这是商业协会最宠爱的孩子，也是共产主义论战的首攻对象。就总量而言，这种可变的税收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但布吕宁考虑到兴登堡表达过要消灭社会民主党的意图，因此，他不能也不会回头。于是，他突然中断了由布赖特沙伊德忠实地领导的谈判，也没有得到希望中的人民党对预算法案的支持。


  布吕宁在决定性的投票中由于德国人民党的顽固和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反对派阵营的胡根伯格的毫不妥协而以失败告终。社会民主党采取这样的立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因为承担总体政治责任和参与社会反动政治之间的分界线，没有比在公民税这一项目上的失败表达得更清楚了。只是后来，其极度反社会的特征被分级稍稍化解了。布吕宁已经在使用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构成的战术体系，因而无法再声称自己可以不受特定利益的影响而引导一条清晰的路线。不是因为半个百分点的失业保险费，而是因为放弃了对税收收入毫无意义的市政征收的分级，议会制正式失效。29


  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替代方案，布吕宁走上了先前宣布的总统紧急法令的道路，并在以明显多数废除该法令后，于1930年7月18日解散了国会。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奥托·兰茨贝格为拒绝紧急法令辩解说，通过一个先前已经被国会拒绝的法案将与宪法第48条规定的在议会不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保证安全和秩序的功能相冲突。实际情况的发展却超越了兰茨贝格的看法。尽管他的意见符合事实，合乎道德，却也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认同。曾经被否决的紧急法令，只是稍作修改，就经由总统而得以生效，这还得到了司法部门以及宪法学界的一致认可。大多数政党也都认同了这样的局面。


  即使在布吕宁迈出了进入总统制决定性的一步之后，他仍然相信可以说服新当选的国会做出让步。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使自己成为那些打算利用经济衰退来减少社会福利和广泛削减工人工资的利益集团的执行人。与国家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阻碍了他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残存的达成妥协的可能，社会民主党为了维护其在普鲁士的堡垒并鉴于纳粹党而拒绝了灾难性的政策。相反，布吕宁依靠特雷维拉努斯—魏斯塔普集团的支持，该集团在关于废除紧急法令的投票前与胡根贝格公开决裂，并于1930年7月23日——虽然对即将到来的选战来说已经太晚了——组成了保守人民党。然而，保守派团结在兴登堡身后的口号并没有阻止许多德国民族主义议员宁愿加入农村人民党和1929年底成立的基督教社会服务。尽管与保守派分裂集团有名单上的联系，温和右派也没有赢得超过40个席位，而德国国家人民党尽管党内出现了崩溃，还是获得了41名议员。


  布吕宁内阁唯一可见的成功是1930年6月30日完成的法国军队撤离莱茵兰的行动。国家政府在埃伦布莱特施泰因要塞上举行了全国性的仪式来庆祝这个渴望已久的政治目标。国家防卫军的传统旗帜取代了黑—红—金的颜色。仿佛威廉二世的时代又回来了。活动结束时并非没有出现政治上的不和谐之声。尽管普鲁士政府提出要求，并最终发表了自己的声明，但国家总统和国家政府的发言中都避免提及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名字。此外，普鲁士内政部长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在6个月前对西部钢盔团的禁令有可能使国家总统参加正式解放仪式的计划安排泡汤。尽管此事的法律状况很清楚——1929年钢盔团在兰根堡组织了一次正式的军事演习，因而违反了非武装条例——尽管钢盔团在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公决中发挥了作用，兴登堡也没有辞去其荣誉会员身份，还坚持要求普鲁士政府撤销该禁令。国家总统和他的总理以及右翼媒体故意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是杨格计划的结果，而钢盔团却一直反对该计划。


  莱茵兰的解放并没有给布吕宁内阁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减压。相反，把从社会民主党到德国国家人民党等各党派维系在一起的外交政策支架彻底断裂。右翼政党的民族主义宣传，在纳粹党的施压下，完全不再对自己进行任何约束。几周后，14万名钢盔团成员聚集在德意志角，在“不公正永远不会过诉讼时效”的口号下要求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和欧本—马尔梅迪。在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公投十周年的集会上，特雷维拉努斯请求在东部采取积极的修正政策，并谈到了“今天仍然失去的，有朝一日重新收回的德国土地”。“东德的造血功能”是“欧洲的关注重点和危险所在”。30一位内阁成员这样的公开表态是不合时宜的，不利于加强战胜国债权人对国家政治稳定的信心。外国贷款的撤回，以及德国投资者的资本外逃，从反杨格计划的全民公决开始，甚至在9月选举的决定性结果之前就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当布吕宁主张厉行节约，同时全面降低工资和价格时，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充分显现了出来。社会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人们，特别是总统内阁主要依靠的中产阶级，对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到1930年春天，工业生产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爆发了大规模失业，失业人口到1930年初已经超过了300万大关。它对大都市工业劳动者的打击最严重。失业的或依赖短工的工会会员人数在一年内从17%增加到45%，在纺织业，1930年秋季甚至超过了50%。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受失业影响的程度就更大了。由于失业保险的福利减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依赖于危机援助，然后是社区提供的福利手段。


  在前一时期的合理化改革已经导致大量裁员，特别是对较为年长的工人的裁员之后，失业问题也第一次大规模地波及了白领当中。同样，许多以前的自营贸易者和手工工匠也被迫停业。破产的数量令人担忧地上升。在通货膨胀和价值重估中蒙受大量损失的“老”中产阶级，不得不接受其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局面。零售商们刚刚暂时从通货膨胀和价值重估年份的损失中恢复过来，现在又马上面临着来自百货公司和连锁折扣企业更为剧烈的竞争。高利率和长期缺乏资金甚至威胁到很多状况良好的中型手工业和工厂企业的生存。许多以前的自营职业者在集中化趋势中成为为他人打工的雇员，而现在不得不再次为自己的生计担忧。


  白领工人们也明显感到工资有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女员工为了不失去岗位，被迫接受远低于议定工资标准的收入。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打击双职工”的口号尤其给职业妇女带来了影响。除了老年工人，特别是妇女离开工作岗位，青年失业率也在急速上升，随着大战前婴儿潮的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这种情况更加显著。许多年轻人再也找不到学徒岗位，只能靠打零工来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无权享受失业或危机保险。养老金和社会福利领取者以及战争受害者和战争幸存者也都不得不忍受大幅减少的收入。


  公务员的工资、养老金和福利的减少，以及养老金的削减，打击了已经受到1924年裁员和价值重估影响的同一个社会阶层。伴随着国家援助而发生的对“既得利益”的侵犯，促使公务员协会采取行动，以貌似合理的论据对通过紧急法令来削减养老金和薪酬的做法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然而对社会地位的再三权衡，“旧的”和“新的”中产阶级都无法和有组织的劳工们团结起来。在这些圈子中的人看来，社会民主主义似乎是危机的真正制造者。右翼政党的反马克思主义宣传鼓动在日益受到社会怨念影响的中产阶级群体中有着非常肥沃的土壤。


  在中产阶级当中，从事中小型农业生产的人口遭受的经济困境最为明显，他们没有或仅仅非常有限地从农业贴补中获益，因为补贴主要面向规模化生产的农场主。过高的黑麦销售价格——国内是世界市场价格的两倍——削弱了德国北部和西部专门从事奶制品和肉制品生产的中型农场的生存能力，这些农场依赖进口廉价的动物饲料。由于外贸关税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同时消费价格下降，再加上他们被迫接受高利率的短期贷款来维持生产，因而这些生产者越来越被推到生存水平线以下。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让有生存能力的农场也不再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投资。本来已经有相当多的农场倒闭或被强制拍卖，在1928年至1930年期间，这个数量又翻了一番。


  在那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中等和小型庄园主导的农业区中，政治制度的瓦解苗头最为明显。从1928年起，农民的尖锐情绪反映到了公开抗议中，这让那些习惯于秩序的资产阶级有产者感到恐慌。31“农民王”卡尔·海姆领导的农民运动的中心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那里受到农业危机的影响最为严重。对征税、扣押和强制拍卖的自发抵抗发展成为整个德国北部的大规模抗议运动。通过拒绝纳税、买家罢工和抵制行动，以及最后的恐怖行动和炸弹袭击，人们与警察部队和地方当局进行了斗争，以防止传统的农民财产结构被破坏。古老的农民抵抗传统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口号以及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反资本主义结合了起来。致力于从“血与土地”中实现民族主义复兴的阿塔曼联盟，扮演了思想提供者的角色。各种类型的民族革命家，包括萨洛蒙兄弟、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弗里德里希·海尔舍和奥托·施特拉塞尔，都成为这种以无政府主义为形式的运动的意识形态专家，这一运动与共产主义行动有所呼应。


  农村农民运动代表了在大部分中产阶级中蔓延的政治取向危机的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它的根源在于其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或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这种危机明显加剧，并导致以往的政治关系解体。特别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土地不太肥沃的农业地区，从1920年起，选民们倒向极右派别的趋势变得很明显，这导致从温和的左派开始，跨越魏玛的党派光谱最终支持极端的抗议政党，主要是纳粹党。农村民众的激进化倾向危及了国家土地联盟和德国国家人民党迄今为止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这在基督教民族农民和农村人民党的出现中也很明显。国家土地联盟和1929年2月成立的绿色阵线认定东部援助计划仅仅使易北河东部的大农场主获益，以及人们对作为重工业代表身份出现的胡根贝格的不信任，汇聚成了激进的农业反对派。他们以直接行动和动员农民群众来取代对议会和政党施加影响。尽管国家土地联盟为控制其支持者的日益激进化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也仍然无法阻止包括波莫瑞土地联盟在内的诸个土地协会卷入这场运动。作为德国国家人民党票仓的农民选民阶层在此时开始了瓦解，各农会开始潜在地逐步倒向了民族社会主义。


  除中央党外，资产阶级中间派别和右翼政党不得不接受权威不断丧失，这还引发了资产阶级集合叠加的目标追求。从1930年起，中产阶级和农业利益协会中也体现出了权威丧失的情况。他们往往被指责为没有充分维护其目标公众的诉求。资本主义制度的明显失败滋养了政治上盲目的反资本主义，其中还充斥着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怨念，这给右派宣传鼓吹的“全民族人民共同体”的口号增加了无以伦比的吸引力。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的是政治系统的内部解体。


  通过逐渐把议会排挤到一边，布吕宁推动了资产阶级诸政党的初步崩溃。这也激起了共和派力量对现有宪法制度日益疏远。左翼自由主义宪法学家和社会民主理论家都开始考虑限制议会的主权和加强国家总统的权威。对议会中充满“政党争斗”的批评，以及对国会成为利益交换所的批评，在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中也找到了积极的共鸣。在任何地方，人们都普遍认为即将发生全面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动荡。那些认为自己属于“保守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机会来了。在社会重新回归稳定的阶段，他们并没有多少市场，然而现在，他们又慢慢从幕后转战到了新闻讨论的中心。


  在普遍认为危机到来的影响下，战前笼罩在德国教育阶层的文化悲观主义倾向重新抬头。32人们对现代工业社会充满深深的怨念，指责它促成了人“自然的”和虔诚的归属感的解体，并将政治置于为无节制的、原始的“大众激情”的服务之中，现在公开表达这种不满与怨念已经成为一种人们追求的良好风气。他们联合起来，带着资产阶级偏见反对所谓的大城市的“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电影院、广告、爵士乐和演艺女郎，反对一般的现代性。柏林作为一个文化大都市崛起了，一方面确立了某种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则又被谴责为文化和道德的衰退。市民阶层普遍弥散的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不安全感，表现为对“沥青媒体”、现代大众文化、正在确立的消费社会以及不受约束的“物质主义”的统治地位进行着无节制的批判。


  与这种态度相关的是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反犹主义思潮，而且它还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来。33另一方面，有组织的反犹主义并不算普遍；在禁止了德意志民族防御和保卫联盟之后，它首先在纳粹党当中抬头，虽然反犹主义动机并不是其同情者入党的决定性因素。反犹主义的过度行为，如1923年11月在柏林朔伊能区发生的袭击事件，仍然是零星的。另一方面，一种基本的反犹主义情绪在德国公众中蔓延开来，特别是针对那些未同化的犹太人群体。34其结果是，反犹主义的个案几乎没有受到刑事追诉，特别是由于反犹主义的思潮在司法系统很常见，偶尔甚至是出于对犹太籍律师的嫉妒心理。右翼媒体并不回避利用如巴马特和斯克拉雷克家族的贿赂事件来散布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反犹主义情绪，同样在关于对没收贵族财产事件中也有类似情形。即使在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宣传中，种族主义言论也从没有缺席，比如对鲁尔区黑人占领军系统性的造谣诽谤。


  犹太信仰公民中央协会主要通过新闻论战的方式来抵御德国社会的反犹主义倾向，然而并没有取得特别成功。在德国高校圈子的影响下，大学里的反犹主义思潮达到了可怕的程度。35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管理部门和一些大学教师为防止学生的反犹主义行为所做的努力几乎没有作用。普鲁士学生团体与文化部长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之间的宪法纠纷就体现了这一点，后者于1927年指责德奥总协会组织的章程中排除犹太学生的做法。对贝克尔表示声援的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学生团体，与学生团体中民族主义的主流相比，是正在消失的少数。学生群体的极端主义的原因只是部分地由于经济困难和缺乏学术上的职业晋升机会。这首先是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逐步解体和整个资产阶级对自身地位产生不安全感的表现。它解释了为什么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学生协会在校内的公共领域能够有定舆论基调的影响力。它提出的针对犹太学生的“专业录取人数限制”建议，利用了人们对大学人满为患的抱怨，实际上是为了彻底排除犹太学生，但这在学生团体中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反犹主义情绪的蔓延是政治和知识界公众中反自由主义态度日益增长的一个可靠指标。在对自由主义的各种各样的批判中，新保守主义能够在组织上以系列运动和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为基础，在政治领域获得广泛的共鸣并产生影响。36出发点是英雄化战争经历，并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这看起来是将阶级对立和资产阶级的世俗性融合后化为斗士，愿意为社会做出牺牲而能够回归到有意义的生活。恩斯特·云格尔在1920年出版的一部战争小说《作为内心体验的斗争》指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非理性主义所特有的倾向，即用仅仅是形式上的类别来代替内容，将战斗态度本身视为自我目的，而不是用所追求的目标来衡量态度本身。传统价值观的形式化直至完全掏空它们是这种与现实有距离的，带有自愿主义烙印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被称为“士兵民族主义”的这股潮流给自己增加了革命的音符，然而它却只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生命哲学和悲剧性虚无主义的变种，因此是对世纪末文化危机的反应。37就像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广受赞誉的《西线无战事》一书当中，以及其他一些作家在类似的战争小说中所做的那样，它的效果也不仅限于有意识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冷静的消化。当同名电影在柏林放映时，纳粹党一手导演了一桩丑闻，并且官方受到操纵也禁止电影公映，这一切都表明，恩斯特·云格尔、恩斯特·冯·萨洛蒙、弗朗茨·肖韦克、维尔纳·博梅尔伯格和埃德温·埃里希·德温格等一众作家的著作中对战争的颂扬多么强烈地诱导了公众舆论。同样，又由于德国新一代人认同了其先辈们前线战士的神话，才使这一切变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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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线无战事》：这部1930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讲述了被战争摧毁的一代人的故事，改编自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出版于1929年的世界级畅销书（柏林，德国电影资料库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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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舞台上的美国时尚舞蹈。奥托·迪克斯为他的三联画《大都会》所作的草图，1927/1928年（斯图加特，城市画廊）

  


  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以其表现出的积极性而区别于传统的保守主义，这在最近由冯·霍夫曼斯塔尔在1927年创造的概念“保守主义革命”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38这些各自相异的思想潮流的共同点是用民族社会主义取代过时的自由资本主义，实现“1914思想”关于民族的内在统一的梦想，在反西方宪政国家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德国政治传统的社会形式。39这些观点最重要的奠基人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他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得到广泛阅读，影响深远。书中，他把战时的经济制度与浪漫风格化了的腓特烈大帝统治观结合了起来。正如前线战士神话和隐含的战士共同体思想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种思想上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一种经济理论。其根本目的也不在于要通过修订根本性的经济宪法来废除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对立，并寻求更多社会正义。


  相反，新保守主义作者的特点是用犬儒主义蔑视“大众”并有着极为明显的精英主义意识，他们最激烈地反对人人平等的基本假设。对于社会结构的原则，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描述，虽然其方式方法各异，但职业地位的思想通常都来源于此，维也纳的奥特玛·施潘将其整合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国家结构模型。总的来说，人们不在机制层面上，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和魅力统治层面上思考问题。广泛的政见光谱上的一大批新保守主义作家都在积极宣传和普及国家需要领袖的想法和民族独裁具有的必要性；人们渴望诞生的领袖因此在人们心中成了超历史的弥赛亚式“救世主”。


  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相提并论的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口号，它与“1914思想”相联系，具有明显的反西方性质。它与可以追溯到1918年夏莫勒·范登布鲁克受最高陆军指挥部委托写的一本宣传小册子中的思想相结合，即资本主义的西方腐败而堕落，与之相反的是身处东方的“年轻民族”生活在未经消耗的世界之中。通过宣扬所谓的“民族革命”、未来的“第三帝国”以及德国“新种族”将获得其应得的世界统治份额，他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可以大加利用的关键词。尽管他在魏玛非理性主义的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相对更具悲观主义色彩的远见却没有受到重视。而受这种观点启发的“新民族主义”的代表却大行其道。这些想法的分散性使人很难将它们明确地归入政党的政治光谱中，当然这也是刻意为之。恩斯特·尼基施等民族革命家们的民族主义愿景表现出了明显的对苏联的同情，这与卡尔·拉狄克为确保“来自右派的左倾人士”的支持而在战术上采取的举措异曲同工。这些思想的主流是反布尔什维主义和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尽管也有交叉，而反对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阵线是所有立场的共同点，且通常与理想化苏联的倾向相一致，认为苏联仍然保留了其本来的文化和未中断的宗教信仰。所有这些态度的共同点是拒绝导致社会统一体崩溃瓦解的西方工业文化。


  特别是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对简单农民生活不加批判的颂扬结合了与对大都市生活方式和所谓的“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充满怨恨的攻讦。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词经常隐含着反犹主义的潜台词。这种态度在20世纪20年代新发现的与自然生活的关系以及对自然界的重新评价中都有一个对应物，虽然自然是大战前受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发明，但现在却成为吸引广大群众的体验，就连无产阶级青年在红隼营地的体验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也可以与这个时代的生态冲动保持一致，它体现在住房运动、鼓吹花园城市、要求更低密度的建筑以及住宅群中要充满阳光和空气，而不再是19世纪的廉租公寓。与包豪斯和新客观主义概念相关的住宅区建筑也为工业社会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回答。40


  在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和文学中突然出现的对技术进步的肯定态度与新社会的愿景相结合，有着自相矛盾的特点。41一方面，它意味着向西方开放，接受消费社会，并对正在形成的大众文化做出积极反应。另一方面，其中隐藏了针对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惩戒策略。在20世纪20年代末，向外界刺激开放的社会趋势变成了一种民族内敛，它将社会的根本改革与借用民族主义思想的社群观念结合起来，并将其滥用为打击所谓“大规模化”和社会原子化的手段。魏玛社会对技术的非凡热情，反映在对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的不加批判的推崇上，对美国工业繁荣惊人的兴致，以及采用美国生产技术和市场战略的意愿，这与前工业态度的广泛复兴形成鲜明对比。即使是精通国民经济的政治家，如赫尔曼·迪特里希、亚当·施泰格瓦尔特和海因里希·布吕宁也抱有这样的幻想：他们可以通过加强小规模的农业安置点让失业的群众离开街道，他们相信德国的工业能力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的需要。


  
    [image: ]

    1927年在斯图加特—魏森霍夫举办的德意志工艺联盟展览《住房》。根据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的开发规划拍摄的整个建筑群的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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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位于柏林新克尔恩的布里茨大型住宅区。根据布鲁诺·陶特和马丁·瓦格纳的开发规划，鸟瞰环形公寓楼和毗邻的行列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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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城市的街景与新巴比伦塔。1927年弗里茨·朗执导的电影《大都会》剧照

  


  “民族觉醒”的愿景与面向全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在“黄金”20年代迷人的文化生活中，其特点是少数文化中心的极端现代性和外省的相对落后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是以一种破碎的形式，它也延伸到了政治系统本身。已有的政治精英，无论他们属于政党光谱中的右派还是左派，都按照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时代的经验或积极或消极地进行调校；他们回顾过去，以便提到战前的情况或衡量自己。对于在战后早期接受过政治社会化教育的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态度似乎是毫无血色、没有前途的。在不同的政治变体中，他们把这种态度与战争的失败是所希望的国家内部根本性更新的起点这一观点进行对比。尽管党争的暂时停息已被揭露为一场闹剧，但右派知识分子坚持能够通过援引战争的经历和排除内战来彰显国家的意志统一性。


  阶级冲突为议会制不能很好的运行提供了背景条件，而这种冲突又被政治心态的对立所掩盖，这与明显的代际紧张关系有关。战时和战后的一代德国人中有很广泛的群体带有反资产阶级情绪，这种情绪表现为对以利益为导向的政治呈现出情感色彩上的转向。恩斯特·冯·萨洛蒙用一个颇具自传体小说风格的公式总结了这一代反叛的年轻人的态度：“我们认识的政治不过是由命运决定的东西。在我们之外的世界里，政治才受到利益的制约。”42对政治非理性主义的认可与自白，在恩斯特·云格尔关于本能优于智慧的说法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了出来。极端的主观主义在两位作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代表了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而不仅仅代表了整个新保守主义思潮，因为他们主张对政治进行感性伦理的理解，并将当时的非英雄式的政治日常生态斥为一种“政治上的骡马交易”。


  从早期开始，魏玛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能充分成功地将年轻人纳入其中，特别是那些受激进青年运动影响的活动团体。毫无疑问，共和国初期危机四伏的粗糙日常生活将新形成的期待国家从崩溃中获得根本社会复兴的青年联盟推到了政治生活的边缘。43虽然前线的经历使他们看到了一个跨越阶级和去等级化社会的愿景，并在暂时存在的农村公社中初现端倪，但准内战式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的分配斗争和一成不变的官僚家长制作风还是主导了整个社会现实。年轻一代中的活跃分子要么倾向于激进的抗议，要么倾向于远离政治。这就解释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发展，它只是逐渐受到的纪律的约束，以及一般非政治性的候鸟组织传统的延续，然而，这并不排除在战后不久，自由军团和资产阶级青年运动的密切交织。青年联盟中的大多数是在政党之外形成的，他们在新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从根本上拒绝政党政治，并以无冲突的社会整体性的愿景反对政党。






  但即使是决心参与政治的共和派青年协会，也不得不体验到建设性的参与政治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的尴尬情形。44无论是受马克斯·阿德勒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汉诺威派，还是改革派的霍夫盖斯马尔派青年社会主义者们，都没有在社会民主党内找到归宿，而青年社会主义者的特别组织直到解散之日都一直与社会民主党的职能部门之间不断发生龃龉，后者期望青年们能够毫无疑义地服从。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和工会青年发现，愿意加入他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除了有利于白领工人的职业重新分配外，与其说是帝国旗帜不可否认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不如说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无法适应年轻成员们通过战争经验得到不断强化的自信心。年轻一代并不想服务于一个老龄化了的政党机关，也不准备通过长期的“老黄牛式”的服务取得在党内地位的攀升。其结果是领导层出现了相当大的老龄化现象。成员的平均年龄为42.5岁，而25岁以下的成员数量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比，显得极度不足。


  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往往主要来自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作为一个年轻的组织，与社会民主党相比它的年龄结构就有利很多。其激进的反对派政策经常得到年轻人的同情，尽管斯大林主义的党纪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吸引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样，在主要的工人政党当中，活跃的年轻党员群体对党内机构的官僚僵化现象的批评也愈演愈烈。两个政党的分裂，无论是社会主义工人党、阶级斗争团体、德国共产党（反对派），还是首先包括“社会主义新叶”的党内反对派右翼，都是出于类似的动机，即要克服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带来的明显不稳定性，而改为符合时代特征的当代斗争和鼓动的形式。


  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比社会民主党更容易面临过时的危险，尽管自2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一直在为发展接近党的青年协会做出更大努力。关于没收贵族财产的争端清楚地突出了两代人之间的心态差异。甚至在这之前，代际问题就已经在公众辩论中占据了大量的空间。共和国的法律和社会政策以许多模范的方式考虑到年轻一代的需求，并在教育、刑法和社会法方面尊重青少年的自由。然而，人们口中的所谓“年轻一代”，即战时和战后的这批人，他们上升到政治领导地位的机会仍然极其渺茫。属于“社会主义新叶”的特奥多尔·豪巴赫对“德国政治机构和青年之间的障碍链条”进行了严厉批评。他的批评不无道理。45


  共和国领导层的老龄化趋势为右派的反对者提供了清晰可见的攻击标靶。他们和当时的纳粹党一样，以青年一代的代表自居，将魏玛的议会制与“老一代人的最终破产”等同起来。戈培尔居高临下地使用了“老人共和国”一词，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责备他们的领导集团，“因为这些首脑都是帮老家伙，他们还停留在战争和革命之前，在震惊和新的觉醒之前”。46因此，他再次拿起了柏林六月俱乐部的杰出成员之一马克斯·希尔德贝特·伯姆在1919年写的《年轻人的呐喊》中提到的东西：“我们在战争中看到了老一代人和他们那个世界的毁灭和年轻一代的觉醒。”47新保守主义者对青年崇拜的转型塑造不可能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


  魏玛时代的代际冲突中，人口结构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进入工作生活的年龄人群当时异常庞大，而经济体系的总量却没有显著扩张。因此，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往往是以牺牲年轻人为代价的，而他们同时也是受稳定时期结构性失业打击最严重的人群。然而，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对立心态，与其说是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划时代经历的不同感知造成的。许多属于“失去的一代人”的参战者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无法负责任地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抱怨其实只是部分正确。然而，魏玛共和国时期议会制危机重重的发展，使1928年以来各地出现的代际交替无法在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内全面生效。代表年轻一代的瓦尔特·兰巴赫未能成功地反对德国国家人民党中君主主义胡根贝格派就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体现。


  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和新闻出版界中青年神话大行其道，它的出发点在于青年一代注定要成为社会和文化根本变革的承担者的虚构叙事。汉斯·策雷尔将这一概念直接转移到共和国的政治危机中，并预测不断成长的这一代人将废除“第三阵线”中的政党纷争和利益政治，并向新的政治形式迈进。48一旦教育摆脱了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中有害物质的困扰，年轻一代不再沉迷于价值相对主义和西方唯物主义，就能重塑精神与力量、自然与艺术、社会与国家之间失去的统一性。


  汉斯·策雷尔是这些想法的代表人物，他在原则上欢迎布吕宁担任总理一职。但以年轻一代人的代言人自居的策雷尔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认真弥补他们在1918年错过了的“民族革命”。“注意！年轻人阵线，待在外面！”49这是他1929年末的政治口号。各党派还没有走到尽头，年轻一代为了不过早地耗尽自己，现在还不能开始他们把德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伟大任务。这种把自己的失败投射到下一个年龄段的未来行动中去的升级版觉醒神话的误导性有多强，可以从策雷尔据此判断纳粹党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党派运动的糟粕，却构成了德意志自我解放的青年精神的初步阶段的致命误判中看出来。早在1932年，他就谈道，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只是垂死的自由主义的最终产物，“吸纳和聚集从自由主义精神世界涌出的大众”。50未来不在于党的原则，而在于联邦的原则，纳粹党的“联邦核心”有必要找到回到联邦的道路上来。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成功地利用了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以青年神话代替政治利益的自欺欺人的方法，也毫不畏惧政治上将其工具化的后果。20世纪30年代初，知识分子当中还很明显地排斥青年崇拜。这是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安全感的表观症状，代表了一种将地位受到威胁伪装成代际变化的企图。新保守主义与青年神话的密切联系，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即它们作为面向未来的政治和社会选择将会取代濒临灭绝的议会制共和国。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像库尔特·图霍尔斯基这样的作家也是基于年轻一代的特权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传统的激进批判，只不过他们赞同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威廉式的悲观主义。


  年轻的德国人关于帝国重建宣言面临的困境至少在于完全缺乏一个具体的政治战略和可以付诸实施的概念。这种缺乏与埃德加·荣格或海因里希·冯·格莱兴等人攻击议会制时的自信形成了明显的对立。青年保守派所设想和鼓吹的文化革命和社会经济转向是一种精神意识层面的转型，而不是一场政治组织和动员的行为。这与纳粹党的权力政治实用主义有着决定性的区别，在其他方面他们与纳粹党有相当大的意识形态相似性，甚至就施特拉塞尔兄弟而言，还存在直接的个人联系。新保守主义和天主教阵营中的相关思潮，特别是基督教帝国思想和因宪法决定论而流行起来的国家权威主义思想体系，可以被纳粹党有效地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他们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交叉联系，但如果不考虑冯·施莱歇尔内阁的短暂插曲，青年德意志人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的政治神秘主义而丧失了直接放加构成性影响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反共和的抗议潜力已经积蓄了很久，在新兴的总统制下新近又被重新激活，这股力量在高等学校中找到了最强烈的共鸣。尽管普鲁士文化部长贝克尔特别在教育政策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大学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为出身上层阶级的年轻人保留的，这一事实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有些大学坚持其自由主义传统，但其中大多数大学显然反对共和制度，而在魏玛协会中组织起来并忠于共和制度的大学教师只占少数。许多具有反犹主义倾向的社会团体造成的社会影响几乎不会受到挑战。大批大学教职员工同情德国国家人民党，认为自己是地位逐步下降的受害者。这也促使他们愿意纵容逃往政治非理性主义的行为，并以貌似专业的论据为这种行为辩护。


  尽管取得了国际公认的科学成就，但大学的社会和政治片面性越来越强，导致进步的知识分子从狭窄的学术领域迁移出来，在那里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晋升的机会，正如关于金特·德恩、尤利乌斯·贡贝尔、汉斯·纳维亚斯基和特奥多尔·莱辛的冲突所表明的那样。魏玛共和国无比活跃的知识和艺术生活主要发生在国立大学和学院之外；它也没有影响政治决策。


  只要社会上的利益诉求能够部分地被政党制度感知和代表，那么从文化和社会危机中汲取力量的反魏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抗议运动就仍然是次要的。从阿瑟·莫勒·范登布鲁克到恩斯特·云格尔和埃德加·荣格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们对议会民主的尖锐攻击，除了在司法和文化政策领域，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只有当重量级的利益集团，尤其是来自重工业和大农场主的利益集团有意识地利用新保守主义运动作为敲打政治制度的武器时，这种情况才会改变。从1929年起，他们的思想为一项旨在消灭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政策提供合法性，作为前提条件，议会制的基础也早就已经被掏空了。


  1930年7月国会的解散明确推动了保守派右翼势力的重新组合。定于9月14日举行的国会选举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在政治上孤立胡根贝格，并把大多数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选民吸引到人民保守的阵营中来。1929年以来一直持续不断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议会党团的退出风波格外引人注目；它现在只涉及35名代表，而不是78名。由于魏斯塔普伯爵的犹豫不决——他在4月份农业派决定投票反对胡根贝格时未能实现突破——接管德国国家人民党党内大部分党务机关的尝试失败了。敏捷的特雷维拉努斯也没能把人民保守党变成支持兴登堡的温和右派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集结站。51人民保守党在选举中表现不佳，只获得了4个议席，其原因在于兴登堡在竞选中竟然没有动过一个手指头来支持他们，尽管后者坚决要求扩大总统府的权力。


  然而，改革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的尝试被纳粹党作为群众运动的突破所超越。它能够大规模地调动被压抑的抗议潜力，从而壮大自己的声势；特别是因为它站在了德国国家人民党、钢盔团和其他保守派右翼政党的立场上，声称要与现有的宪法制度彻底决裂，与胡根贝格运动不同，它没有表现出与之进行谈判或达成部分妥协的意愿。尽管资产阶级右翼和民族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有深远的相似之处，但对于反共和制度的选民来说，纳粹党代表了反对现有制度更优越的替代方案，因为后者的宣传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在既定的政治方向之中择其一，并在经济宪法问题上明确承诺。纳粹党选战宣传的核心是对由于过度分割的利益而变得杂乱无章的政治生活以及逐步过度增长的社会原子化现象的批判，这一批判甚至可以得到社会左翼力量的认同。取而代之的就是纳粹党虚构出了一个可以广泛调节社会和经济对立的“人民共同体”的概念。52


  1930年9月14至15日晚计票时，布吕宁内阁沮丧地得知，它遭遇了一场惨败。诚然，拥有14.8%选票的中央党能够以微弱优势扩大其地位，并将其议席从62个增加到69个。但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翼政党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尽管与人民民族联盟联手，德国民主党只赢得了20个议席，其中在联盟离开后，德国民主党又失去了6个席位。拥有4.9%支持率的德国人民党的选票数下降了三分之一，德国国家人民党仅获得7%的支持，而各利益党派拥有超过14%的选票，暂时仍然非常强大。获得143个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明显损失了24.5%的支持率，从中获益的主要是德国共产党，它现在以13.1%的选票和77名议会代表进入国会。相比之下，纳粹党成为最大的赢家，国务秘书汉斯·舍费尔曾经最多只想分给它30至40个议席，但该党以18.3%的支持率豪取107席，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团。


  从选举结果来看，包括诸利益党派在内的资产阶级中间派力量即使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结盟也没有多数席位，更不用说由于胡根贝格不妥协的态度，结盟更是万无可能。实现议会中的多数，只能重新回到大联盟，而抛弃大联盟是当初解散议会的主要动机。无论兴登堡还是布吕宁都没有考虑过要让社会民主党参与政府，所以他们去计算数字上的多数政府的可能性是无聊而浪费时间的事情；就算把纳粹党纳入其中，也不可能。发动重新选举的目的是摆脱社会民主党令人厌烦的容忍态度。相反，即使要让总统内阁继续存在，似乎也只有在与社会民主党达成谅解的基础上才是可以想象的。最终将司法部长维克托·布雷特撤出内阁的德国人民党和经济党，无法妥协布吕宁不得不采取的路线。对总统身边的人来说，新国会的组成只不过证明了不可能与议会一起执政，尽管布吕宁不得不担心迄今为止的紧急法令会被废除，但他不得不暂时向社会民主党低头，请求与之达成谅解。


  9月选举的滑坡苗头最迟在1929年春天就已经显现了出来。1928年，纳粹党以2.6%的选票沦为一个在议会中无足轻重的小党派，而1929年春天以来，它在一些地方议会中的得票率有了大幅提高。它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提升来自各地方，在那里，纳粹党经常参加资产阶级政党执政联盟以反对左派政党。531930年6月，在国会解散前不久，纳粹党在萨克森邦的得票率上升到14.4%，而在前一年的深秋在巴登一下子达到7%，在吕贝克达到8%。在图林根邦，他们的支持率在1929年12月时增加了两倍，达到了11.3%。希特勒亲自出面干预，强迫任命威廉·弗里克为图林根的内政和文化部长，以便纳粹党加入右翼执政联盟。


  在1930年夏天，纳粹党的崛起就像资产阶级中间派的崩溃一样是可以预见的。之前的地方选举表明，尽管资产阶级政党和纳粹党主要是与工人阶级政党竞争，但随着选票从社会民主党慢慢转移到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两党总体上仍然能保持其地位。选举结果表明了选民的两极化，同时也表明了政治气候质的变化。资产阶级选民对魏玛妥协政策的背离已经在市级和邦级资产阶级联盟中做好了铺垫。众多利益党派和地区性党派的解体有利于纳粹党发展，资产阶级中间派力量的侵蚀宣告了资产阶级德高望众者政治的终结，同时伴随着的还有外省地方对中心都市的抗议。


  布吕宁没有充分认识到1930年9月的选举结果的根本意义。他从一开始就决心以专制的方式重塑议会制。他认为国会充其量只是一个干扰因素，并决心将紧急法令法作为一项规则一直执行下去，以便在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公开寻求修订宪法。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从长远来看，他是在真空中运作。对魏玛政体造成破坏的反对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和纳粹党与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残余势力目标一致，他们想消除社会民主党这个唯一具有政治分量的共和派因素。出于对外交政策的考虑，布吕宁决定暂时依靠社会民主党的宽容政策，同时向社会民主党伙伴隐瞒其宪法改革的计划。但是，即使他想在1930年10月13日新选出的国会召开后，继续保持回到议会民主的道路上来，也由于国家总统和国家政府各利益集团态度的影响，不再具有任何可能性。议会制的宪法不过是一个已经变得无力的外壳，用来掩盖共和国逐渐走向专制的事实。




    
    
    
  第九章　纳粹党的突破


  纳粹党1929年以来作为群众运动的突破构成了魏玛共和国后期决定性的国内政治转折点。在市民中产阶级政党选情受挫的情况下，纳粹党已经能够为自己动员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既往核心选民票仓的全面崩溃表明，德国的很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也无法接受战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由于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和不断对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战争负债加剧了分配斗争，人们对帝国主义时代以来的社会结构调整有了比以往更敏感的认识。这就引发了一种形式独特的抗议性选举行为，这首先给纳粹党带来了利好，因为它特别善于巧妙地利用中产阶级的社会怨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28年，还没有任何观察家认为纳粹党有可能摆脱其政治局外人的角色。尽管它为了在国家政治中取得突破，做出了一切可以想象的努力，然而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它的得票率还是回落到2.6%，甚至还低于1924年12月的水平。纳粹党的官方处罚现在看来是多余的了。原来的党禁已经在1925年被撤消，因此，普鲁士内政部认为没有理由继续维持对希特勒实施的公开演讲禁令。然而，严重的选举失败中藏着纳粹党未来崛起的萌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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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5月20日国会选举的纳粹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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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尼黑土地主与房主协会1929年市政选举的海报，由约瑟夫·尼古拉斯·盖斯设计（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纳粹党将其选举活动的重点主要放在争取劳工群众上。然而，事实证明，民族社会主义宣传中这一最重要的目标群体对其基本上是抵制的。在大的中心城市，选举结果表明了该党的重大失败。在大柏林区，它只获得了1.4%的选票，而在德国西部的主要城市中情况也差不多如此。除了科堡和魏玛这样的市民城市外，只有在慕尼黑和奥格斯堡，其得票率在4%至6%之间。然而，这些损失被意外的收益所抵消。在几个农村地区，特别是在迪特马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其他地区、下萨克森南部以及上黑森、弗兰肯和巴登，纳粹党表现得异常出色。


  令人惊讶的是，1928年1月从宣传部的职位上调任纳粹党全国组织部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初秋的一次党的领导人会议上把看似令人失望的选举结果点评为四年来党的工作的相对成功。从纳粹党领导层的角度来看，自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政变惨遭失败以来，该党的崛起显得相当令人鼓舞。彼时，其运动正处于破产的边缘。2巴伐利亚政府也加入了在普鲁士已经实施的对该党的禁令，《人民观察家报》遭到停刊。许多重要人物受到调查，并逃往国外。其他人离开了运动。希特勒被慕尼黑人民法院判处5年监禁。


  与此同时，该运动也瓦解为相互对立的派别。希特勒以极不正式的方式任命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代替他，然而这个人缺乏任何实际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由于监狱条件异常宽松，希特勒对外有足够的影响力，也与外界保持着通畅的联系，却故意没有下达清晰的指令。尽管有赫尔曼·埃塞尔和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加盟相助，罗森贝格成立的后续组织“大德意志人民联盟”却无法在竞争中与作为德国民族自由党在巴伐利亚的独立区域组织的国民同盟和弗兰肯的德国工人党相抗衡。除了巴伐利亚的领导层之争外，德国北部现有的纳粹党诸协会也在努力争取独立，它们认同希特勒，却并不认同巴伐利亚的党派集团。


  德国民族自由党于1922年从德国国家人民党中分离出来，由国会议员阿尔布雷希特·冯·格雷费和恩斯特·雷文特洛伯爵领导，该党没有受到普鲁士的镇压，试图抓住时机，取得民族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为此，它利用了鲁登道夫将军，慕尼黑人民法院的审判让他逍遥法外。希特勒于11月9日可耻地逃跑后，鲁登道夫觉得自己是民族自由运动的天选领袖。恩斯特·罗姆将以体育协会形式继续非法存在的纳粹党冲锋队和德国战斗联盟的残余组织改组为拥有大量成员的前线联盟，他们继续承认鲁登道夫的权威，但又努力避免与希特勒决裂。由于希特勒在人民法院中出庭，导致他的声望日隆，已经远远超过其直接支持者的圈子。早在1925年3月，罗姆就向前线联盟的分管领导保证，希特勒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承担者”，鲁登道夫是其支持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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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参加体育运动的广告。克雷特克拍摄的蒙太奇照片，刊于1929年莱比锡出版的关于1929年纽伦堡工人体操与体育节的小册子中（德国和外国工人文学研究所）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自1919年以来就一直活跃在巴伐利亚自由军团运动中，并于1921年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有了联系。慕尼黑政变后，他在国民同盟的名单上被选入巴伐利亚邦议会，并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担任重要职务，在12月的选举中成为国会议员。他真诚地相信能够得到希特勒的认可，于是同意组成包括鲁登道夫、冯·格雷费和他本人在内的领导层，他本人则作为希特勒的替补。1923年8月在魏玛举行的旨在统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民族主义派和民族社会主义派联合起来，以“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的名称成为国会中的一个统一议会党团。


  另一方面，希特勒与成立了自己的总部的北德意志纳粹党达成协议，刻意隐瞒了参选。鉴于施特拉塞尔的成功举措为纳粹党带来了高得离谱的议席名额——民族主义集团在巴伐利亚邦赢得了25个议席——面对北德总部提出的接管领导权的要求做出了拖延的回应之后，希特勒故做姿态地在监禁期间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希特勒的反应在他的许多支持者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作为党的领导人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化解党组织内部的方向之争；相反，他只是不断地向人们透露着这样的信息，即任何事情都不要扯到他身上来。然而，希特勒的目标是比较明确的。他想把运动的再生推迟到他本人再次具有行动能力之时。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次面临与诸爱国协会和民族主义集团进行政治妥协的局面了。他特别关注消除鲁登道夫的竞争力。鲁登道夫由于妻子玛蒂尔德建立的教派圈子而加强了他本人的反天主教态度。希特勒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一点，好让巴伐利亚政界都反对鲁登道夫。此外，希特勒还助长了其早期支持者中绝大多数人对于德国资产阶级乡绅格局的不信任。这种格局似乎与首先在北德纳粹党中流行的社会革命基调不相融合。


  在这些条件下，从一开始就只是个不得己的解决方案的民族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联盟土崩瓦解，甚至还在1924年12月国会选举之前，尽管鲁登道夫一直拖到1925年2月初才正式宣布这个三驾马车局面的终结。众多民族社会主义团体拒绝参加选举，并呼吁选民弃权。由于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在选举中只获得了14个席位，其中4个议席来自狭义上的纳粹党，鲁登道夫提出的全国领导权的要求便失去了可信度。德国民族自由党在内部重燃对鲁登道夫的崇拜，并且由于纳粹党被禁止而捍卫了它在民族主义阵营中取得的优势地位。希特勒发现1925年的总统选举是个绝佳的可以摆脱这个讨厌的竞争对手的机会。他首先突然变卦，强烈主张参加选举；让他的支持者们承诺支持曾经遭到忠于希特勒的慕尼黑集团最激烈抨击的鲁登道夫，还要把他当作“民族反对派”候选人。为了使鲁登道夫摆脱完全无望的计票候选人的尴尬，德国民族自由党选择了右派候选人卡尔·雅勒斯。然而，希特勒劝说鲁登道夫自己参选。由于他在第一轮投票中只获得了1.06%的选票，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前途已经完全无望。鲁登道夫作为德国民族自由党的象征性人物的地位无法被代替，然而这样一来，德国民族自由党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也完结了。希特勒最终为自己铺平了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第二次夺取领导权力的道路。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禁期间的政治克制使他有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撰写大量的纲领性手稿中，他把这些手稿口述给他的同狱犯人鲁道夫·赫斯，并在1925年由弗朗茨·埃尔出版社将修改过的版本以《我的奋斗》为题出版了第一部分。4这个建议来自施特拉塞尔，他别有用心地想让希特勒的同僚们少受这位党的领袖无休止的、令人痛苦的政治—意识形态抨击。甚至在项目完成之前，希特勒进入监狱六个月后获得假释的希望就已经实现了。他的提前获释归功于巴伐利亚政府圈子里从未间断过的民族主义—复辟主义情绪。在这里，他有许多赞助人，尤其是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恩斯特·普纳尔，他在几周后死于一场事故。原本，希特勒将于1924年10月1日获假释。然而，检察院的抗议起了作用，因为检方对于前线联盟的作为不无担忧。这导致希特勒的假释一直推迟到12月20日才予以执行。很明显，当时应该将希特勒驱逐到奥地利。但与奥地利联邦总理伊格纳茨·塞佩尔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内阁的相应接触却一无所获，该内阁认为希特勒在奥地利会给国内和外交政策带来严重危险。在慕尼黑，右翼的叛国罪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又由于巴伐利亚司法界自身也参与了未遂的政变，因此他们内心更加无法拒绝人民法院提出的对希特勒缓刑的要求，并无法将希特勒驱逐出境。


  尽管如此，希特勒很快意识到，他的政治行动自由是有限的。诚然，总理海因里希·黑尔德在普纳尔的建议下拜访了希特勒，希特勒向黑尔德保证今后会尊重国家的权威，并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黑尔德则同意重新审批登记纳粹党和《人民观察家报》。但是，当希特勒在1925年2月底于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以他一贯的方式宣布重新成立纳粹党，并主张他是党的唯一领导时，巴伐利亚政府立即禁止他以演讲者身份出现在公共会议上；大多数邦接着也加入了这一禁令。因此，希特勒暂时被剥夺了他最有效的党内武器——公开演讲。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试图通过系统地访问纳粹党的各个地方团体来弥补这个不足，这一时期，他的宣传手段仅限于参加内部会议，为《人民观察家报》撰写社论，以及撰写《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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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2月27日，慕尼黑的一间酒馆，纳粹党执行委员会重新成立。边桌左起：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瓦尔特·布赫、克萨维尔·施瓦茨、阿道夫·希特勒、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海因里希·希姆莱；门前：罗伯特·莱伊、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

  


  希特勒精心准备着重返政坛。在他完全没有提及鲁登道夫的情况下，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宣布重建由他领导的纳粹党前，他把他的支持者们蒙在鼓里两个月。此前，德国民族自由党曾反对由希特勒来出任党的领袖；它希望希特勒在杰出的将军身边只扮演“鼓手”的角色。而正是现在，德国民族主义阵营内部搞分裂的时候，希特勒在阵营中呼吁团结和统一。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之间的二选一就成了一条清晰的战线，并使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冲突得以消退。通过努力为鲁登道夫谋求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希特勒将他与德国民族自由党隔离开来，这使得该党的许多代表找到了加入纳粹党的途径，这样一来就使德国民族自由党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派，直到1929年彻底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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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约瑟夫·戈培尔在柏林附近的贝尔瑙作竞选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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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作广播讲话

  


  同时，希特勒确保了他在组织和社团权利方面绝对的领导权。在慕尼黑举行的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负责党员管理和党的建设的相关机构。它与慕尼黑当地的党小组一样，由希特勒最亲密的追随者组成。党章将接纳党员的权限完全置于慕尼黑总部的管辖权之内，并规定向现有党员征收的入党费以及一定比例的党费都要交给它。党员资格只能由单个自然人获得，因此，小的民族主义团体以集体会员身份加入党组织的资格被完全排除在外。双重党员资格的问题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实际上普遍存在，但在形式上已经被正式禁止了。这就确保了民族主义一方寻求的党派合并不能被当作方案或人事上妥协的筹码。


  由于组织结构的原因，新成立的党表现出了对慕尼黑地方小组的依赖。这就意味着，尽管自1924年以来运动的重心已经从德国南方转移到北部和西部，希特勒仍然保留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最初的时候还存在着一个“退化”了的党的主席团，新的党章还是实现了领袖治党的原则。后来的党员大会又进一步削弱了协会民主的要素。最关键的是，向党员大会或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动议需要事先得到党的领袖的批准。事实上，党的领袖不受任何党内控制，也不受党的机构的任何决定约束。人事政策的决定权完全在他手中。根据章程，党的各机关只限于行政职能，没有关于党的代表大会或具有决策权的代表大会的规定。


  这种为希特勒本人量身定做的组织结构起到的根本作用在一开始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除了巴伐利亚以外，其他地区和地方组织才慢慢失去了其自治权。然而，加强元首的权力地位，反对以任何形式制度化的意志形成的基本原则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下来。纳粹党此后根本没有集体领导机构，这使它成为政治上的孤例。即使拿它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相比也是如此。领导人会议在一段时间内仍被赋予政治协调与调和利益的任务，但根据党的章程，他们无权提出议案，只能向党的领袖提出建议。


  然而，起初，希特勒感到不得不对党章中规定的领导理念做出相当大的让步。禁止发言的障碍，以及希特勒越来越倾向于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这在租用上萨尔茨山的“瓦赫费尔德庄园”和1929年搬到上流社会的摄政王广场时变得很明显——意味着重新建党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地落在很快就浮出水面的几位次级领导人身上，这些人包括格雷戈尔和后来的奥托·施特拉塞尔、约瑟夫·戈培尔、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和卡尔·考夫曼。这不仅是因为希特勒依赖他们在巴伐利亚邦以外的支持，而且这也是与德国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们分离以及整体政治气候变化的结果。这一时期，不再需要身上有自由军团气质的领袖类型能抛头露面。


  希特勒试图通过赋予党内一些他对其忠诚度绝对放心的领导人以更多的权力来对抗持续的离心倾向。普鲁士的纳粹党禁令解除后，他立即委托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接管纳粹党在德国北部的党建工作，施特拉塞尔彼时已经脱离了与德国民族自由党的联盟。在巴伐利亚和弗兰肯，希特勒考虑到是在重新建党，便放弃组建中间领导层级，并将每个地方团体置于位于慕尼黑的党总部的直接控制之下。与此不同的是，在西德和北德，他一方面必须考虑现有的党组织，另一方面，他和经常出访的施特拉塞尔不同，因而无法直接施加影响。


  在施特拉塞尔的一再怂恿下，希特勒决定违背在重建纳粹党的指导方针中处于优先地位的直接服从原则，授予各地区组织的最高领导人——称为大区长官——高度的独立决策权，这也意味着，领袖原则从中央层面部分下放到了地方上。5这表现了一种示弱，因为希特勒只能依靠他的巴伐利亚—弗兰肯核心班底，然而，由于鲁登道夫的叛变，这些核心班底也已经大大减少了。总的来说，重新建党的好处是强制性地与德国民族自由党和其他民族主义团体明确分离，但也必然造成了成员的严重流失。该运动在1923年底仍有5.5万名成员，但到1925年初，它只有2.7万名积极的追随者。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党呈现出一幅由相当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团体组成的杂乱画面，各个地区的范围和组织差别很大，各大区领导人之间的互相倾轧和争权夺利成为当时的日常。党的全国领导层对此难有什么作为。尽管党章规定，大区长官必须由中央党组织任命，但在许多情况下，中央并不参与，或者只是在事后才参与其中。人事政策和宣传的大量分散是地区特殊性的结果，但它却符合希特勒的想法，因为他把党主要看作对他个人忠诚的追随者的协会，而不是一个令行禁止的官僚机构。在希特勒的鼓动下，保留了各地方团体领导人的选举，他希望这将导致更有效的、更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选择机制。然而，各大区长官有否决权。中央党组织也只是逐渐能在党的财务管理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菲利普·布勒以官僚主义的顽固态度坚持要求支付拖欠的那部分党费。


  各司其职的组织形式与希特勒更偏爱的次级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会加剧党内领导层的竞争。如果没有施特拉塞尔周围的领导小组顽强的组织工作（该小组的行动基本上不接受慕尼黑的指令），就很难把党团结起来。因此，希特勒想完全按照忠于领袖的原则来建设纳粹党，但又给各下属部门留下广泛的行动空间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实现。通过把自己塑造成“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守护者，希特勒想把运动导向对元首意志的盲目服从。因此，他声称，它的力量根源并不在于“单个成员的最大可能的独立精神”，而在于“其成员对精神领袖的最守纪律的服从”。6他始终认为党内关于方向的讨论是多余的。他在1926年魏玛的第一次检阅时宣布，党的代表大会“不是澄清半生不熟和不确定的想法的地方”。7然而，他所主张的将党的工作完全定位在招募党员和支持者上，并使其成为纯粹的为竞选拉票的组织的想法，却只是一步步地得到了实现。


  在慕尼黑的政治学徒生涯中，希特勒学会了充当危机政治家的惺惺作态。他主要依靠调动大众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坚持对充满狂热战斗意志的群众运动的设想，而不去管中间环节。与他相反，施特拉塞尔和德国西北部的党组织领导们认为，面对德国民族自由党的激烈竞争，纳粹党必须建立一个自身很稳固的党的机构。与在慕尼黑拥有非常广泛的民族复辟主义群众基础完全不同的是，在鲁尔区和德国北部的城市，以及大柏林地区，纳粹党面临着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封闭的组织构架，巴伐利亚特色的喧嚣式反犹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市场。在这些地区，纳粹党是少数派，它想要取得成功就需要一个内容充实的政策主张，特别是在社会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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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的海报（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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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国会选举经济党的海报（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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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5月20日国会选举德国共产党的海报，反对鲁道夫·维塞尔担任调停人，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西德和北德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与巴伐利亚—弗兰肯的纳粹党之间自1924年以来就有显而易见的分歧，同时也基于主要由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建立起来的普鲁士地方党组不同的社会招募。在巴伐利亚—弗兰肯的党组织中，小镇中产阶级成分占了上风，他们仍然受到20世纪20年代初民族主义怨念的强烈影响；而新加入的支持者在数量上很快就要超过老的支持者了，这些新人一方面在社会上不再具有那么强的同质性，另一方面更多都是大城市的人，并强调其反资产阶级立场。这导致了相当大的党内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纲领上和事实上都无法摆平。由于纳粹党的组织结构倾向于排除集体意志的形成，所以方向上的政治冲突就主要以个人斗争的形式出现。尽管北方德国人对个人崇拜和拜占庭主义在党内抬头一再提出批评——这首先要归咎于赫尔曼·埃塞尔——但由于施特拉塞尔作为希特勒的忠实党徒很有效地起到了作用，这让他们倾向于把希特勒排除在外。


  约瑟夫·戈培尔在埃尔伯费尔德的一家民族主义倾向的报纸担任编辑后，于1925年加入了纳粹党，他与施特拉塞尔一样，不喜欢“总部的母猪和荡妇经济”。8希特勒身边围绕着坏人，他的这句话也道出了德国西北部大区长官们的普遍看法。1926年，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仍然相信他能够使希特勒屈服于他的影响力；然而，他错误地估计了希特勒在确立目标后的顽固坚持。在他看来，只有在不从根本上挑战希特勒对领导权垄断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能够制衡慕尼黑特权小集团的关键组织地位的力量，才能将这种愿景转化为实际可行的战略。施特拉塞尔力图集中起来的各大区党部集团于1925年秋成立了“北德和西德纳粹党大区长官工作小组”。9其中，约瑟夫·戈培尔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弟弟奥托，受恩斯特·尼基施一类的民族革命家的影响，首先倡导走强调社会主义的路线。戈培尔当时指出：“首先是社会主义的拯救，然后是民族解放像一阵暴风一样袭来。”他吹起了对“慕尼黑的高层”进行全面攻击的号角，把反对中央的斗争主要描绘成代际的冲突。10尽管有战术调整，但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基本情绪即使在未来也决定了民族社会主义煽动者的思想基调。它不是植根于无产阶级社会解放的思想，而是植根于被神经质的野心所驱使的、感到被降低阶层和从根本上宣告失败的学者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不可抑制和永不满足的仇恨。


  西北德工作组成立了自己的出版机构——这是由施特拉塞尔主编，现在已经上升到纳粹党的领导地位的戈培尔担任审校的《民族社会主义信件报》，这是当时由奥托·施特拉塞尔领导的战斗出版社发展历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它很快也出版了自己的双周刊《民族社会主义者》，并且在后来逐步控制了17份纳粹党报中的7份；因此它发展成由马克斯·阿曼领导的弗朗茨·埃尔出版社的一支重要对抗力量。纳粹党西北德大区党部在组织上的整合已经引起了慕尼黑党内专制集团的怀疑，该集团并非没有意识到人们对他们的专制主义领导风格和不容置疑的行事作风越来越不认同。施特拉塞尔和他的亲密战友，包括卡尔·考夫曼和约瑟夫·戈培尔，谋划着把希特勒从这个集团中孤立出来，想方设法把他争取到一条新的政治路线上来，从而让党的宗旨主要针对德国国家人民党、国家土地联盟和钢盔团，在明确地与资本主义制度保持距离的前提下，能够更好地进入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之中。


  然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正是希特勒下定了决心要避免做政治选择，并在党内推行所谓的领袖救世主主义。相比之下，奥托·施特拉塞尔越来越意识到，希特勒最终只是凭直觉行事，基本上只是一个“梦游者”罢了。希特勒实际上“如同人类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所产生的”一个“媒介”，他缺乏制定建设性政策的能力。11另一方面，奥托那个更容易轻信的兄弟却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的行动与希特勒始终保持一致，并于1925年夏天，在没有征求希特勒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发布了一份纲领性草案，目的是要把内容相互矛盾且可任意解释的“二十五点”阐述清楚。他的这一系列操作公开违背了希特勒曾经明言的关于党的纲领不可改变的准则，且首先也违背了他在纲领性问题上不愿受制于任何人的基本原则。作为独裁者的希特勒充分意识到，他必须避免任何会使纳粹党内部形成与他所理解的社会思想和民族思想不可调和之对立的想法。作为一个务实且有远见的人，他遵循的想法是，只有通过解散德国人民内部对立的政治模块——其中一个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是强调民族的——才能赢得多数。他在1926年汉堡民族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12


  在希特勒看来，无限制要求领导权和运动在世界观上的封闭性是件一体两面的事情。他于1926年春天临时通知在班贝格召开领导人会议来抵制施特拉塞尔做出的努力时，就是出于这种双重动机。然而，他进行干预的外部动因在于，西北部大区党的领导机构负责人决定支持关于没收贵族财产的公投，从而选择站队左派，反对民族保守势力。希特勒倒向右翼思想，从而阻止这一动议，这与立即发起的反犹运动一样没有说服力。施特拉塞尔看到自己被党内的支持者抛弃，陷入孤立。特别是戈培尔，他在班贝格经历了个人的大转变，很快就转而支持希特勒。施特拉塞尔于是一方面撤回方案草案，一方面表示愿意避免与希特勒公开决裂，此后，他不得不一路屈服。13


  班贝格的元首会议形式上是对不团结的西北部各大区长官的让步，这也表明了希特勒在解决冲突时的一贯作风。通过呼吁团结，避免人身攻击，并向他的对手们展现个人信任，同时呼吁他们无条件地忠诚于他等手段，希特勒打破了正在形成的反对派力量，恢复了运动对外部保持自身团结的形象，也同时加强了他自身在党内的威望。同样也非常体现其办事风格的是，希特勒推迟对冲突的事实性内容做出决定，他委托有争议的戈特弗里德·费德尔负责纲领性问题，同时任命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进入党的领导层，负责宣传工作。稍后，他任命普费弗·冯·萨洛蒙为党卫军负责人，同时任命在此期间已成为其狂热追随者的戈培尔为柏林的大区长官。


  在班贝格解决的冲突，与其说是基于内容上的分歧，不如说是基于不同的战略观念。无论是无情地打碎现有政治制度的意图，还是在是否应该使用议会方法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希特勒和聚集在班贝格的党的年轻领导集团之间最多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特别是在德国北部，人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参加议会选举与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与德国民族自由党分离则强调了这一方面。当1924年国会选举时，希特勒保持了低调。一些参与其中的相关人员谈到了他“不可理解的中立执念”。纳粹党的继任组织与德国民族自由党的临时结盟，使得希特勒不必做出决断。战术上的考量和内心的不确定使他在1926年和1927年的党代会上把参加议会选举的问题提交给领导人会议讨论。他从未想过以纳粹党的全国名单之首进入国会，这不仅仅是缺乏被选举权的后果。


  在兰茨贝格监禁期间，希特勒得出结论，要想得到不可分割的政治权力，应该与1923年11月时不同，需要放弃武装起义的手段，避免与国家防卫军发生冲突。即使在那时，他对德国战斗联盟的政变计划也不是很满意。他放弃准军事方法也与希望早日出狱有关。在重新组建纳粹党的号召中，希特勒明确指出，在重组冲锋队时要排除军事因素。出狱后，恩斯特·罗姆在战斗联盟和民族主义国防团体的残余人员中创建了作为武装战斗团体的前线联盟，该组织承认鲁登道夫的军事领导权。当希特勒委托罗姆重新组建冲锋队时，后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纳粹党的组织，使其成为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军事组织。然而，希特勒则坚持把冲锋队建设成在党的框架内活动的民间政治团体。这导致了1925年4月的决裂。罗姆辞去了冲锋队和前线联盟的领导职务，隐退到了玻利维亚。


  

及至后来，希特勒也坚决反对冲锋队的军事野心，他于1926年5月将冲锋队的地方小组与地方单位联合起来，合并组成了一个由普费弗·冯·萨洛蒙领导、由中央指挥的组织。这样一来，他扭转了当初罗姆拒绝冲锋队服从于党的局面。冲锋队和1925年11月作为精英组织成立的党卫军都有义务致力于通过极端的团结和纪律来展示对待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毫不动摇和斗争的决心。这样一来，冲锋队只是党的一个理想形象。即使通过从事恐怖行为，它也首先是作为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的工具发挥作用的。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及其身边的团体虽然同意这一基本决定，但这也绝不意味着纳粹党现在就决心通过议会手段来取得政权。在1926年5月的党员大会上，希特勒明确指出，获得议会议席只是为了扩大党在宣传鼓动方面的能力。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民族社会主义议员会远离当选的机构，只会利用不容拒绝的好处——如议会津贴、议会豁免权和铁路的免费车票——从事党的工作。甚至在1931年，当纳粹党的议会党团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代表们一起，连续几周不参加国会审议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利用所有可用的力量投入到正在进行的动员运动中去。此外，纳粹党领导层不愿意参加对于成功没有十足把握的选举，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失去威信。只有在1926年的深秋，它才参加了萨克森和图林根的邦议会选举；甚至到后来，它也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参加了市政和地区选举。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他的支持者此时此刻并不指望该党能像希特勒所说的那样，通过“把鼻子伸进国会”来实现大的政治变革。他们集中精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党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代表着希特勒意义上的“阴谋论的世界观共同体”，而且与左派政党类似，它还拥有一个有效的领导机构，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保持其有效的运作。就夺取政权而言，1918年11月的情况对于民族社会主义的团体来说理所当然地摆在了眼前。因此，他们宣布的目标不是议会中的工作以及增加选民的支持力度，而是加强大城市中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建设。


  通常由施特拉塞尔任命的这一批大区长官承担着积极的党务工作，他们清楚地知道希特勒在党内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一方面是党的团结的象征，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党的指导思想。在党内，施特拉塞尔兄弟、考夫曼、普费弗·冯·萨洛蒙，包括一开始时候的戈培尔，对希特勒的领导风格和行事方式都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他们批评希特勒缺乏对人性的了解，喜欢制订夸张而空泛的计划，倾向于回避冲突且优柔寡断。14尽管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接受了1926年强制推行的以问候希特勒为形式的元首崇拜礼节，但他内心深处对党的领袖仍然有一种强烈的距离感，他怀疑他的直觉才能和预言家能力。他把希特勒看作一个艺术家，而非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此外，他认为，希特勒缺乏“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行动”能力，也没有“脚踏实地”地做事情。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偶然地实现和创造前所未有的事情，当然前提是这可以由一次纯粹的大胆行为来实现，并且还有其他人从旁辅助，并能够在事情或许完全朝着反方向发展之前为其承担后果”。在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看来，希特勒善于不断自我暗示，并且随着他取得一些局部成功，慢慢对自己产生了“无懈可击”的自我信念，这就使得他无法再用逻辑论证来反驳他的直觉。普费弗·冯·萨洛蒙虽然对希特勒解释世界的业余长篇大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还是担心后者会陷入不受控制的境地。因此，他委托后来的经济专家、冲锋队副手奥托·瓦格纳，让“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要把握好事物的度”。15施特拉塞尔也是这样想的，并以此制定了自己的政策。


  施特拉塞尔提交的方案草案与一直追求的所谓的“城市计划”的长期战略有关，而希特勒对此却置之不理。只有通过强调社会主义因素和采取建设性的社会政治方案，纳粹党才有希望强行打入社会主义政党的选民阵营中。同时，该草案旨在以某种方式在纲领上确立希特勒的地位。客观上讲，它与“二十五点”的区别并不大，除了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对交租义务悲凉哀婉的呼唤必须让位于对现有经济体系更现实的看法。然而还有许多与之相竞争的方案，包括戈培尔提交的一份更为激进的草案，可惜它没有被保存下来，还有普费弗·冯·萨洛蒙提交的版本，其中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包含了后来种族灭绝政策的先声。施特拉塞尔草案的大部分都建立在那个智识远在他之上的兄弟奥托的基础之上。


  主要不是在内容的细节上，而是在与左派政治力量的对抗中，需要一个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方案，这就催生出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起草的方案。他意识到，仅靠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空想是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平台来对抗共产主义宣传的。因此，他提交讨论的草案比较详细地对未来的经济秩序表明了立场。它要求“将生产资料广泛转让给一般公众占有”，但希望保留“私人经济运作系统”。16这种表述不够精确，它也表明了这个方案反对大工业和资本集中。它面向前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乌托邦式的工匠社会主义的回潮。


  同样，草案要求分割大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支持全面地安置广大农户。这些想法几乎不可能消除德国社会特有的无产阶级左派和资产阶级民族右派之间的分歧。同时，在战术上，它们使纳粹党处于现有的党派政治阵线之间，即使工人在公司资本中分享利润以及共同所有权是合理的要求，也没有对产业工人产生吸引力。在极端反犹主义的背景下，它们将资本主义的剥削归结为所谓的犹太人对经济生活的异化，因此，这些想法仅仅具有宣言性的特征。


  施特拉塞尔草案中关于宪政的部分则体现了非常显著的温和态度。通过扩大国家总统的权力提出建立“民族专政”的要求与保守派右翼的目标相吻合。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草案中描述的将取代议会制和政党制度的各司其职的国家结构。尽管受到了意大利模式的影响，但并不能说这是一个具有法西斯特色的国家党。与新保守主义新闻出版的接触点，尤其是与斯宾格勒的“普鲁士社会主义”的接触点，以及与奥特玛·施潘的等级学说的接触点，则是明确无误的。这个方案和与之有着亲缘关系的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更加强调了一些针对大资本家和大农场主的伪社会主义要素。可以说，埃德加·荣格的宪法政治思想在这里部分地提前体现了出来。


  草案的外交政策思想暴露了与奥托·施特拉塞尔的民族革命主义思想智囊团的密切关系，但也植根于整个政治右派所特有的对“早已冻结成固定形式的资本主义西方”的谴责，这与“仍在不断变化中的东方”的“年轻民族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要求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走相同道路的呼声引起了希特勒最尖锐的反对。他在这个时候致力于通过与英国的和解以及与意大利建立密切的关系，为向东方扩张的战略奠定基础。他把自己从1928年就开始考虑，后来饱受争议的抛弃南蒂罗尔的立场作为党的官方路线加以推行，并在随后努力达成一个统一的外交话语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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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民教育中心”劳动与朋友团体的期刊。自1929年以来在劳班出版的月刊第四期的封面，刊登了有关“东方作为复兴空间”的文章（内卡河畔马尔巴赫，席勒国家博物馆与德国文学档案馆）

  


  与希特勒无边无际的霸权梦想相比，施特拉塞尔不拘一格的方案显得格外温和。尽管它设想了吞并奥地利以及把恢复1914年的疆域作为最高目标，却仍然缺乏支持帝国主义向欧洲东部扩张的惯常推动力。它主张通过一个渐进的贸易和海关联盟来逐步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基础，其中，第一阶段将包括德国、瑞士、匈牙利、丹麦、卢森堡和荷兰，第二阶段将包含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施特拉塞尔的方案中找不到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声明中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该方案就没有丝毫机会在党内获得通过。


  在班贝格的失败之后，施特拉塞尔虽然放弃了为纳粹党制定有约束力的纲领，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反对慕尼黑领导集团淡化民族社会主义原则的决心，并要确保党的“社会主义”方向。面对相比“社会主义”要素更偏向于“民族”要素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时，他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要素，然而这其中不过是对道德原则的承认罢了。与新保守主义者一样，施特拉塞尔也拒绝接受法国大革命关于人人平等的设想，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对社会所能做出的贡献，并因此将其视为社会等级的衡量标准。同时，施特拉塞尔倡导的职业观念已经不适应当代工业化世界的工作现实了。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概念只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约束中抽象出来的产物，在内容上是不精确的。这种新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变体的特征就在于施特拉塞尔针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的对唯物主义的指责，以及他完全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要求将劳动作为个人对社会履行的责任的定义。因此，施特拉塞尔不是左翼的代表，尽管他把自己看作工人阶级的领袖，并拒绝希特勒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冷嘲热讽。与格雷戈尔不同，奥托·施特拉塞尔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立场。受其影响的媒体仍然是政党左翼派别的喉舌，在萨克森和德国西部有许多支持者。


  1928年5月国会的选举结果意味着党的严重倒退，并且意味着到那时为止所奉行的强调争取更多城市居民、忽略广大乡村的战略完全破产。战斗出版社的报刊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纳粹党对产业工人缺乏吸引力，因为该党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直抱着暧昧的态度。因此，他们加强了社会主义的话术，却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越来越走向运动的边缘地带。但是，即使是纳粹党的大部分成员也坚持其首先是一个工人党的主张，它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使工人群众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影响，并用真正的“德意志的社会主义”来争取到他们。希特勒明确地透露了这一立场。他将“把工人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有价值的、有民族感情的、有民族愿望的因素带入人民共同体之中”视为纳粹党组织和宣传工作的最重要目标之一。17


  提出“工人阶级国家化”的要求，与真正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劳动人民问题的深入了解毫无关系。希特勒和他的亲密追随者对现代工业世界和企业无产阶级的社会状况没有展现出丝毫理解。党的领导人多次对广大体力劳动者说过非常轻蔑的话语。然而，由于双重原因，纳粹党不得不向工业劳动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示好。一方面，如果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中潜在的群众追随者，它将最终只能依赖于资产阶级势力，而希特勒——这是他的社会主义形式——则没有任何能力来制定政策。另一方面，纳粹党只有成功地让工人阶级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在阶级政治方面让他们保持中立，才能获得国家统治精英的尊重，尤其是国家防卫军和大工业集团。1923年之后，希特勒了解到了这种期待后，容忍了与保守派势力的联盟，这后来也使得他被任命为国家总理。


  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媒体把希特勒描绘成大资本的走狗的批评，只是切中了胡根贝格和右翼工业家们对于纳粹党的理想形象，纳粹党方面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宣传努力和欺骗性的伎俩来保持这种形象不致崩塌。希特勒无疑非常善于肆无忌惮地唤起资产阶级的这种期待，并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他对工业界的所有招揽行动中，他坚持使用运动早期的伪社会主义词汇，并明显地避免在党内辩论中就“民族社会主义”这一口号对党的路线的重要性发表看法。在公开声明中，他强调自己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从而回避了明确做出选择。


  在实质上，希特勒支持的是自1928年初夏以来形成的战略转型，它表现为放弃党原有的城市导向，转而将工作重心放在争取一直以来被忽视的选民群体，主要是农村人口上。在1928年之前，那里一切先决条件都是缺乏的。纳粹党最初设计的是一个以城市为主的运动，这种情况后来逐渐改变了。农业从业者在该党领导干部中的代表人数始终不足，基层党员的情况亦是如此。尽管该党引用了从民族主义的“武器库”中借来的“血液和土壤”的口号，并号称健康的农民阶层的存在是国家生活力量的真正来源，然而该党对农民利益的关注度始终严重不足。最初，它对大农场主也是完全敌视的态度。纳粹党日常的伪社会主义鼓动疏远了农民，特别是它在偏宠贬值的失败者的同时，没有表现出要满足农民们税收要求的意愿。最后，运动能带给农民阶层的也只剩下鼓动性的陈词滥调，即他们的困境是与社会民主党结盟的“犹太高利贷资本”带来的，此外，他们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18


  尽管这种对农业的消极态度占主导地位，但自1927年起，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纳粹党可以在农村大有可为，特别是在农业危机地区，农村人民运动的开展侵蚀了农民与国家土地联盟和德国国家人民党间的亲和关系。甚至在1928年的国会选举之前，党的领导层就已经采取措施，使宣传机构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然而，拉选票的主战场仍然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当中。纳粹党在一些连基本的党组织机构都没有的农村地区赢得了选票，这一事实表明，该党主要作为一个激进的抗议运动而当选。认识到农业领域提供的机会，希特勒在1928年4月就决定——与他的习惯截然不同——对党纲第17点做出真实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其中提及的没收财产要求只涉及“犹太人的投机利润”，而其他私人财产不可侵犯。19


  纳粹党领导层深刻领会了选举中意外结果所包含的教训。在此期间，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接管了宣传部的领导工作，从此开始集中地控制党的选举宣传工作，并有意识地面向压抑的潜在抗议选民的需要。自1926年以来，宣传部领导人施特拉塞尔和当时作为副手的希姆莱已经为这一做法创造了先决条件。将负责宣传的官员直接置于大区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就建立起了一个垂直领导机构，确保能够贯彻总部规定的话语规则。当戈培尔于1930年4月接替希姆莱担任宣传部长时，希姆莱已经全职负责党卫军的建设。彼时，这种形式独特的宣传机构的基本形态已经奠定了下来。


  1928年秋天，如果不是因为同时成功地把迄今为止仅由元首神话和中层领导的友谊维系的运动转变为一个异常有效和有纪律的机构，面对选举失利的结果，向不断加大力度的宣传运动策略过渡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希特勒用一个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并充满狂热观念的运动的理念打造了一个外部构架，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他带入党内领导层的一批年轻干部借助这个外壳构建了一个等级严格的组织。无论施特拉塞尔的动机还是方法都与希特勒所青睐的非官僚化的党的结构相矛盾，它建立在直接隶属或个人关系的原则之上。如果没有各个下属组织的紧密结合，群众组织就不可能长期存在。


  另一方面，施特拉塞尔将自己在纳粹党领导层中的作用理解为对希特勒的不务正业的计划和对党内活动任意干预的纠正。他从实际的思考中认识到，尝试确定任何纲领都会因为希特勒的抵制而再次失败。然而，他从纳粹党“只有意识形态而没有建设性纲领”这一事实中看到了在参与执政时的弱点：“我们实际上只是在为了夺取权力而努力，却并不真正清楚我们得到权力后要做什么。”20因此，他在1928年初接管党派的组织领导工作后，就走了一条双管齐下的道路。一方面，他力争全面控制党的机构；另一方面，他决定建立一套规划机制，以保障党在取得政治权力后能发出明确的政治指令。


  施特拉塞尔不知疲倦地推动的组织结构建设在党内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至少成功地在大区一级组织建立了统一的组织机构。在此之前，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说服希特勒将他直接控制的上巴伐利亚大区组织分开来，并取消它的直属于元首的组织地位。此外，施特拉塞尔还试图限制戈培尔的权力，自从1926年改变阵线以来，戈培尔已经从他最亲密的党内战友变成了最激烈的竞争对手。通过扩大宣传部和新成立的组织部，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这个来自兰茨胡特的药剂师——终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老一辈的党的领导层，特别是党的总裁菲利普·布勒推到一边。只有在财务主管的职位上的弗朗茨·克萨维尔·施瓦茨还没有受到挑战，而自1926年以来由瓦尔特·布赫领导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奥托·迪特里希领导的新闻办公室以及宣传部的部分机构都由他间接控制着。然而，希特勒拒绝了施特拉塞尔期望的党的总书记的职位。起初，这并没有改变他是“元首”之下纳粹党之内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一事实。


  同时，施特拉塞尔努力用一个明确的垂直组织结构来取代迄今为止相互竞争的责任机制。这包括指示下属的党政机关在向中央办公机构提交文件时遵循官方渠道，从而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寻求制衡希特勒常常自发地对制度进行干预的行为。在邦和中央层面建立监察部门作为一个垂直控制体系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这使他有可能以计划性的方式影响到大区一级的人事任命以及日益重要的邦和全国议会提名。在采取这些措施时，他遇到了大区一级党的领导层的顽强抵抗，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于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行事的风格，并得到了希特勒的认同。希特勒也不想取消大区级党的领导人直属领袖的地位，因此在党的组织构架中引入了双元要素。1932年底，希特勒废除了监察局，也未建立新的平行替代机构。这也是他废除的第一个中央控制机构。


  1929年，施特拉塞尔在与其有着亲密关系的康斯坦丁·希尔的领导下成立了组织二部，后来，希尔还接管了国家劳役团。这是特别能显示出施特拉塞尔的政治意愿的事件，其目的是以参谋部的方式，独立于日常的政治任务之外，为未来夺取政权推进必要的准备工作。新的规划机构以全国政府的部门结构为模式。施特拉塞尔努力引进合格的专家，即使他们不属于纳粹党的传统领导干部。这加强了纳粹党全国组织二部的技术官僚性质，出于组织上的原因，全国组织一部于1932年6月再次与组织二部合并。鉴于不断的选举活动，所有可用的力量都被从计划的任务中分流出来。希特勒对任何官僚主义的政策规划行为都感到非常反感，他认为这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不相容。因此，他在1932年底推翻了施特拉塞尔的这部分组织改革。


  施特拉塞尔并没能成功地恰当解决高层部门的问题。于是，普费弗·冯·萨洛蒙领导的飞速发展起来的冲锋队成为一个无法融入的外部机构。隶属关系的不断变更，再加上冲锋队缺乏财政资源的抱怨声不断，这些因素一再引发党内冲突，冲锋队东部副主席瓦尔特·施滕纳斯公开表示不服从，这导致了普费弗在1930年8月辞职。希特勒做出的应对是将冲锋队和党卫军都直接置于他的管辖之下，却在中长期内无法阻止由于冲锋队的日益自负和日益增长的参政诉求而带来的与日俱增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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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锋队“战斗捐赠”收据，1932年（柏林，文献中心）

  


  1927年，施特拉塞尔有意识地与当时被开除出党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图林根大区长官阿图尔·丁特提出的建立党的参议院的要求进行了斗争。相反，他寄希望于能够依托他创建的官僚机构，控制住希特勒的干预行为。早在1927年，纽伦堡就被指定为党代会的永久会址，而在党代会上，政治协商的成分越来越少，因此他试图通过定期召开大区长官会议和特别会议来确保必要的政治协调。然而，由于这些会议没有获得通过决议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是否采纳他们的建议由希特勒本人决定，因此也就无法制度化。在党的全国领导层，互不相关的平级运作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正式规定的沟通交流。迅速增加的特殊机构和专门协会也逐渐脱离了组织领导层的控制。然而，只要纳粹党把精力集中在选举宣传活动上，避免形成任何政治决策，那么施特拉塞尔建立的效率惊人的一套规划和指导官僚制度与希特勒自由浮动的个人决策之间的二元对立问题就一直被掩盖。希特勒对日常的决策不感兴趣，这就导致两者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分工；他主要在政党联盟问题以及与资产阶级右派的谈判出现问题时才出手干预。


  通过不间断的组织工作和在议会中的亮眼表现，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党内和党外都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威望，因此形成了一种正式的施特拉塞尔崇拜，这与党内已经普遍存在的希特勒个人崇拜形成了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21施特拉塞尔作为集会发言人的个人魅力在纳粹党的突破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只是在1932年紧张的选举活动中，希特勒根据危机中的精神状态而发表的振奋人心的演讲才将施特拉塞尔的影响比了下去。后者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政治右翼势力和纳粹党的重要联系人，这些右翼的协会和政党在9月的大变局后越来越对纳粹党感兴趣。他们自欺欺人地希望，施特拉塞尔领导党采取建设性政策的基本意愿会削弱党内激进团体的力量，并促使希特勒向后来的总统内阁做出让步。


  纳粹党不间断的宣传运动以宣传部精心制定的集中指导为基础。它遵循在空间和时间上大规模密集安排宣传活动的原则，从而使公众舆论过度饱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故意不局限于选举活动，而是不断组织以某一地区为重点的宣传活动。其他无论资产阶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都没有任何宣传工具可以与纳粹党的集中式选战管理相提并论。相比之下，纳粹党将倾其一切可用的资源与能力从事政治宣传鼓动。纳粹党的每一个成员，即使他们只戴着党徽，都被利用来进行宣传。从后勤的角度来看，宣传活动需要事先精心策划；对于大型活动，大区党部范围内所有可用力量都被动员起来。戈培尔擅长于发明非常规的传播方法。他把1930年夏天的选举活动变成了法西斯党动员策略的经典案例。除了各种额外的宣传行动外，纳粹党召集的集会数量超过了其他政党的许多倍。仅在9月选举前的最后四周，就计划了3.4万次公众集会。


  为了确保行动的统一性和营造政治上团结统一的印象，党的地方组织领导必须完全按照中央的指示来确定他们的宣传方向。宣传部向各下属的组织详细规定了要使用的宣传手段。除了群众集会以外，这些手段还包括咨询展台、广场音乐会、冲锋队游行、联合访问教堂、书信活动，以及大量分发传单。总部为党的办事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广告宣传材料，包括明信片、贴纸、别针、宣传册页、传单和海报。没有什么能逃过纳粹宣传部门的创造力。在戈培尔的影响下，纳粹党从1930年开始利用政治宣传影片，这种手段在当时还非常罕见。这些影片主要在希特勒和党内巨头无法作为发言人到场演讲的地方播放。当时制作露天有声电影对于德国制作团队来说还有一定困难，因此纳粹党专门聘请美国电影公司福克斯有声新闻来制作影片。希特勒在1932年7月选举前的“德国巡游”代表了民族社会主义党的选举活动中使用当时最先进技术手段的最典型的案例。


  此外，纳粹党的全国宣传部还下令在同一时间使用相同的广告宣传材料。事实证明，集中印刷广告材料再分发到各地的操作过于复杂，因此，集中制作的文字和图像模板被送到当地的宣传小组，并在那里复制。这样一来就确保了宣传内容在整个德国都是完全一致的，宣传材料的内容也与党报的公告一致。从宣传主题上看，宣传内容被刻意限制在几个突出的话题，如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或公共生活被特殊利益集团过度扩张。宣传口径上的统一就向人们暗示了团结和战斗力。在其他方面，宣传技术也被证明是异常有效的。比如下属办事处需要定期报告反馈所使用的宣传材料的效果以及当地民众的情绪，上级机构还鼓励他们提交关于宣传设计的建议。党的总部拥有一个有效的沟通系统，这种内部机制实际上就是具有超前意义的现代民意调查机制。


  与各地区保持信息通畅使全国宣传部领导层有可能根据各自的目标群体来调整选举宣传，并在选举活动过程中进行修正。在后来进一步的选举宣传活动中，考虑到仍可开发的潜在选民，根据各选区的具体社会结构调整了内容，因此取消了统一宣传。纳粹党开始分别针对不同的职业群体，为他们举行单独的选举集会。这样一来，宣传就考虑到了日益细分的利益，并能够据此做出不同的选举承诺。此外，竞选内容和基本的意识形态主题也是针对各自的目标群体而制定的。该党很早就认识到，激进地强调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情绪反而会使其最重要的同情者资产阶级选民们望而却步，因此当前的主要宣传口径就局限在了所谓“犹太人过度入侵经济生活”之上。就连希特勒本人也基本遵守了所发布的话语规定，因此在1930年至1932年的几轮决定性选举中，反犹主义的话题在纳粹党的选战宣传中出现的频率低于比如德国国家人民党这类政党的宣传。


  只要纳粹党不在邦一级层面承担政治上的共同责任，并因此被迫兑现其一贯向选民做出的自相矛盾的承诺，那么在这些竞选宣传中体现出来的动员选民的做法作为目的本身无疑是有利的。另一方面，这种制度使该党能够灵活地适应抗议选民的流向，也能为自己争取到那些以往没有接触过政治的选民群体。1928年的选举结果所带来的机会，包括加强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宣传力度，被最大限度地抓住了。因此，纳粹党对以往的选举格局有所颠覆的地方常常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在组织上欠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地方政治领域，纳粹党立即占领了以前由独立选民协会占据的位置，接下来在1930年后也接管了各利益党派的政治遗产。


  纳粹党的宣传攻势在党的演说家机构中拥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纳粹党演说家学校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弗里茨·莱因哈特，他是上巴伐利亚—施瓦本的大区长官，后来在国家财政部担任国务秘书。莱因哈特本来是一名从事远程教育的专家。他的个人倡议催生了党内成立系统性的演说者培训体系和中央演说者学校，到1933年有超过6000人接受培训。一个分级薪资系统确保了演说者体系在财务上能够自负盈亏，而且极具吸引力。由于纳粹党要求参加会议的人交纳入场费，因此党的地方团体甚至在选举活动之外也很积极地举办这类活动，这反过来又帮助党的演说人可以定期赚取收入。宣传工作的商业化代表了一个惊人的简单过程，同时它又与支持者的稳定增长同步进行。


  

自1929年以来，纳粹党中涌入大量新党员，这大大扩充了党的财政活动空间，然而尽管如此，不断增加的全职工作人员的开支仍然有可能超过收入的数量。因此，党的总部对增加邦和全国层级的纳粹党议员的数量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因为这些代表可以获得津贴，其中一部分还会转移支付给所在的党派。此外，海量的宣传工作也产生了高额的差旅费用。希特勒本人也不再从党的经费中列支。他近乎奢侈的生活方式主要由《我的奋斗》的版税、向《人民观察家报》供稿的收入和在党内发表各种演讲的报酬维持，但他并不拒绝来自友好的慕尼黑知名人士，如布鲁克曼家族的捐款，这些费用由他的私人秘书鲁道夫·赫斯负责收取，他在拿到这些钱的时候还表现得异常谦虚。


  与资产阶级的中、右翼政党不同，纳粹党并不依赖于大公司和商业集团的党派捐赠。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会员费、开展集会的收入和在其支持者中发起的额外筹款。22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但地方团体筹集的资金——其中大部分给了大区和全国党部的领导层——还是相当可观的；它们筹集的经费超过了社会民主党筹集的数倍。冲锋队还以作为销售组织的方式入股香烟业和类似的企业来赚钱。它还吸引了一些不愿成为正式党员的支持者定期付款。除此之外，部分党报从其广告业务中获得了可观的盈余。


  相比之下，直到1933年1月30日，大工业界的财政捐助仍然相对较少。23在其他方面，尽管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汉堡国家俱乐部以及在党的领导人与工业界人士安排的碰头会议上进行了宣传，但企业界的捐赠意愿明显非常不足。埃米尔·基尔多夫则是一个例外，埃尔莎·布鲁克曼与他取得了联系，他于1927年暂时加入了纳粹党。作为盖尔森基兴矿业股份公司的前董事会主席，他为希特勒与重工业界牵线搭桥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于是在1928年，他又回到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在那里他极力主张德国国家人民党与纳粹党联手，尽管他对后者的经济政策方案持怀疑态度。纳粹党通过参加反对杨格计划的公投获得了更多补贴，这样它就能弥补此前的大部分财政亏空。弗里茨·蒂森给纳粹党的贷款主要用于资助以前的巴洛格宫和现在的慕尼黑“褐宫”，此外，纳粹党还要求每个党员一次性缴纳2马克。


  纳粹党主要从中产阶级企业家和工厂主的圈子获得进一步的财政捐助，部分是为了避免攻击或公开的争论。然而，这也适用于法本公司，该公司对使用关税壁垒确保其开发的合成汽油生产有强烈的兴趣。尽管当时存在着关于国外，特别是法国的财政捐助的传言，但在1932年夏天之前，纳粹党基本上是通过自己的收入来维持运转的。然而，在7月的选举之后，它的财政状况已经捉襟见肘，从那时起，纳粹党就越来越依赖于工业界的补贴和贷款担保。来自工业界的某些款项直接付给了纳粹党的高层人士，其中德意志信用合作银行的董事埃米尔·格奥尔格·冯·施陶斯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与赫尔曼·戈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目的是影响纳粹党制定有利于工业企业的经济政策路线。这使得戈林甚至在夺取政权之前就能过上奢侈的生活，甚至使希特勒的相应努力相形见绌。


  更重要的是通过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与作为莱茵—威斯特法伦重工业界柏林联系人的奥古斯特·海因里希斯鲍尔以及《柏林证券报》经济编辑瓦尔特·冯克搭上了线。后者于1931年加入纳粹党和党的经济政策部。通过这种方式，施特拉塞尔从鲁尔区的工业界得到了持续的资助。同样，重工业的资金也被用于创办《埃森国家报》，除了冯克之外，西北雇主协会的会长、后来的普鲁士内政部国务秘书路德维希·格劳特也在其中穿针引线。然而，在1932年夏天之前，以这样的方式流向纳粹党的资金并没有在其经常性开支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它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功往往在获得财政补贴之前。纳粹党的支持和同情者愿意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物质方面的牺牲，这是民族社会主义宣传机器得以扩张的决定性前提，在国内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纳粹党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吸引力。


  在进行广泛的群众性鼓动的同时，纳粹党还采用了向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有关的利益集团渗透以及对主要是非政治性的协会施加影响的方法来扩大其潜在的支持者。24特别是在乡镇一级，纳粹党成功地将资产阶级协会、工匠协会和其他地方协会政治化，并将它们作为自己的传播途径。早在1930年，手工业者的组织就基本上处于民族社会主义的控制之下。这一策略的另一个特点是利用1932年老普鲁士联盟的教会选举。通过系统的操纵，原来主要由保守的乡绅名士占据的教会委员会中，三分之一的席位由纳粹党成员占领。就这些代表而言，他们努力使与纳粹党有密切联系的德国基督教徒国家教会运动在教会环境中更容易被接受。特别是在较小的社区和城镇，这种对资产阶级协会和社会机构的渗透被证明是赢得下层中产阶级以及地方精英加入党派的有效手段。


  从地方层面自下而上地对国家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努力甚至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除了1932年由特奥多尔·阿德里安·冯·伦特恩领导的德意志零售业联合会之外，国家土地联盟是这一战略最成功、最重要的例子。成立农业利益集团的建议来自农业圈层和阿塔曼联盟；1930年瓦尔特·达雷予以采纳，作为民族主义的农业专家，施特拉塞尔委托他在纳粹党的中央领导层级中设立分管农业的工作部门。达雷的出发点是，纳粹党要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就必须要以有效地控制农业为前提，以1918/1919年的情况为前车之鉴，避免出现粮食抵制，或者干脆将之转化为政治斗争的武器。


  随着农业政治机构的建设——主要充当大区层面的荣誉顾问——纳粹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德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个全面的线人网络，该网络除了最开始的信息收集功能以外，很快就将把农业组织和协会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作为自己的目标。25通过培训农业顾问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借助于非政治性的借口，反过来对农民协会和国家土地联盟施加影响，后者在与农村人民党竞争性的防御性斗争中不得不与纳粹党结成联盟，因此对民族社会主义势力的渗透毫无抵抗能力，达雷为此还提出了“加入土地联盟！”的口号。1931年底，农业政治机构成功地使纳粹党成为普鲁士农会选举中的决定性政治力量，并使许多地区协会受其控制。结果，国家土地联盟的联邦委员会被迫接受达雷的一个亲信作为额外的主席团成员。261932年3月，国家土地联盟与兴登堡分道扬镳，投票支持希特勒竞选总统。与纳粹党巧妙的宣传工作一对比，德国国家人民党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根本弱点就再明显不过了。


  组织政策上的机会主义是纳粹党夺取政权战略的一大特点，这必然使该党与资产阶级右派媾和。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右派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最没有免疫力，而左派政党和中间派别基本上还能保持抵抗。从1929年起出现的民族社会主义职业协会和特殊协会网络就反映了这种趋势。除了手工业者协会外，还成立了许多职业协会，如汉斯·舍姆领导的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德国建筑师和工程师战斗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医师联盟、全国民族社会主义律师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和民族社会主义公务员劳动共同体，它们规避了普鲁士政府关于公务员禁止加入纳粹党的明文禁令。值得一提的是，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对民族社会主义宣传也极为易感。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德意志文化斗争联盟唤起了对现代艺术和文学的怨恨，如1932年关闭包豪斯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彼时该党还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文化政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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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战后年代的政治文化杂志。1919年1月15日版的扉页上有康拉德·费利克斯米勒的木刻版画（柏林，艺术学院，瓦尔特·莱纳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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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飙》杂志举办的柏林表现主义服装节邀请卡（内卡河畔马尔巴赫，席勒国家博物馆和德国文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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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绍包豪斯的风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拉斯洛·莫霍利—纳吉出版的《建筑与设计杂志》1928年第一期的扉页，基于赫伯特·拜尔的草稿（柏林，包豪斯档案馆）

  


  尽管纳粹党对中产阶级成员特别有吸引力，但它在资产阶级协会系统中的地位并不特别强大。通过极端的反犹主义鼓动脱颖而出的中小企业斗争联盟，成员主要局限于小企业主和小商贩，他们把自身面临的经济困境归咎于大企业资本的发展，认为这背后当然不乏犹太资本的身影。纳粹党没能成功地将最初试图合作的德意志民族商业雇员协会拉入它的阵营，尽管在它组织的雇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亲纳粹党的。汉斯·贝希利和马克斯·哈伯曼领导的这个协会并不准备跟随希特勒正面反对布吕宁内阁，也无法克服对纳粹党的不信任，他们始终认为纳粹党不过是一个“打扮得年轻些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所谓工会利益只不过是他们的借口而已。27尽管这个协会最初明显带有反犹主义色彩，强调民族主义倾向，但它并没有让自己被编入纳粹党一体化的组织网络中。


  与其说是在国家协会层面，倒不如说是在资产阶级协会和利益集团的地方层面，纳粹党的势力成功地打入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地盘。除了天主教地区之外，对资产阶级协会的系统性渗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该党往往能够通过中产阶级利益集团——其中大部分主要不是以政治为导向的——赢得地方乡绅名士，从而吸引广大中产阶级选民群体。这主要适用于那些倾向于反对大企业和康采恩的中产阶级，如手工业者和小企业主，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德国人民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那里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28


  另一方面，纳粹党难以渗透到雇佣工人的阵营当中。该党的左翼力量，自1928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工会运动。29然而，这遭到了希特勒的公开抵制，他担心自己的工会与自由工会以及基督教工会相比会完全处于毫无前途的少数地位，这就会在宣传鼓动上产生消极影响，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此外，希特勒希望得到经济界的支持，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也就不想由于工会方面的一些举措而疏远了它们。尽管如此，希特勒最终还是允许建立一个民族社会主义企业小组组织，该组织最初仅限于大柏林地区，从1931年起扩展到整个德国领土。在瓦尔特·舒曼和莱因哈德·穆霍的领导下，该组织复制了由德国共产党开发的企业组织原则。


  企业小组组织主要打入了中小型公司和公共事业企业，如德意志全国铁路公司，偶尔也能进入像西门子这样的大公司。在1931年的企业职工代表选举中，它获得了12%的工人选票，而在白领中的反响更大，达到了25%。企业小组组织最初的任务是在现有的工会机构中进行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然而，这些机构成功地抑制了企业小组组织的渗透企图；这与在企业层面代表工会利益并参与罢工行动之间并不矛盾。与德国工会总联合会的580万工会会员相比，企业小组组织只处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到1932年底它最多也不过只有30万会员。然而只要它坚持工会的方向，就会在组织上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尽管内部立场斗争持续不断，但是企业小组组织还是成功地打入了产业工人队伍当中，这方面的努力也得到了民族社会主义新闻舆论造势的有力支持，他们鼓吹并营造出该组织是单方面站在工人一边的印象。在柏林尤其如此。戈培尔主编的《进攻报》在反资本主义的基调上与奥托·施特拉塞尔的《柏林工人报》以及斗争媒体的其他机关并无不同。它一贯支持劳工斗争，并为1930年柏林金属工人的罢工进行辩护。在国会中，纳粹党为失业者争取慷慨的财政援助，并与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一起投票反对进一步削减失业保险金。为了争取让工人更多分享利润以及共同拥有企业所有权，戈培尔又重新拿出了施特拉塞尔1926年时的方案。


  同样，尽管希特勒试图接近大工业企业，但纳粹党仍然保留了反资本主义的话术，这种话语体系在攻击大企业和股市投机行为的同时还带有明显的反犹主义特征。1930年深秋，纳粹党的议会党团还提出了戈特弗里德·费德尔的伪社会主义的老一套，如要求将大银行国有化，禁止股票交易，将贷款利息限制在5%，含1%的赎回，以及没收战争、通货膨胀和不正当的股票交易利润。工业界对纳粹党的这种看似越来越接近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民族社会主义倾向极为担忧。这构成了后来亚尔马·沙赫特和重工业利益的代表们努力以建设性的方式影响纳粹党制定经济政策方案的背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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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袭失业者。马格努斯·策勒的水彩画，1929年（柏林，国家博物馆）

  


  纳粹党的这套反资本主义话术却并没有被有组织的劳工群体所接受。并且，当纳粹党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自相矛盾地坚决不与它们达成妥协时，它就更不可能赢得工人群体了。约瑟夫·戈培尔作为大柏林地区的大区长官，有计划地努力打破“公社”的统治，这无疑也是为了打动资产阶级的同情者，通过反对共产主义来为纳粹党动员中产阶级。通过组织冲锋队在工人阶级社区示威游行，戈培尔试图诋毁德国共产党在群众眼中的形象，并挑起暴力反抗。尽管有普鲁士警察部队的干预，柏林纳粹党组织也一再被禁止，但还是定期与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偶尔与国旗团发生大厅和街头战斗，甚至经常出现死亡和重伤的情况。戈培尔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推动暴力的升级，最终在纳粹宣传中单独挑出冲锋队小队长霍斯特·威塞尔的事迹可谓登峰造极，甚至以他命名了歌曲。尽管威塞尔是在柏林的一次拉皮条事件中受了致命伤的，但戈培尔却在纳粹报刊上将这个一事无成的大学生包装成了运动的烈士大加赞扬。


  戈培尔想在争夺柏林的斗争中出人头地的野心和他在斗争中的不择手段，导致了他与施特拉塞尔集团不可避免的冲突，很快这种冲突就上升到了政治上的方向之争。后来的东普鲁士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受奥托·施特拉塞尔启发发表了一篇文章，班贝格会议以来存在的竞争关系就演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科赫当时首次担任战斗出版社的编辑，他用一篇带有反犹色彩的文章暗讽戈培尔的瘸腿，从而戳中了他的痛脚。如果没有柏林大区长官的有意挑动，战斗出版社和慕尼黑党的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很难像1930年初夏那样尖锐地爆发出来。战斗出版社的编辑们毫不掩饰地对希特勒决定与胡根贝格和泽尔特一同参与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公决表示不赞同。他们认为此举不过是一起有利于大资本的肮脏的政治交易。


  甚至在这之前，纳粹党关于是否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参与政府执政的问题上也出现了根本性的立场分歧。31这两个邦当中，纳粹党都扮演着影响天平的关键少数的角色。当时，前海军上尉赫尔穆特·冯·米克领导的萨克森纳粹党向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提议。虽然这一切是在党的领导人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后者仍然迫使米克撤回了提议，最终米克以退党作为回应。与同情左派、反对纳粹党全国领导层的意愿，并努力支持萨克森金属工人罢工的战斗媒体相比，希特勒主张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当萨克森的联合执政谈判还没有结果时，1930年1月，希特勒决定纳粹党加入图林根邦政府。威廉·弗里克担任内政和国民教育部长期间，图林根邦发展成民族社会主义争夺权力战略的实验场地。


  奥托·施特拉塞尔周围的团体自1929年以来在具有社会革命倾向的年轻纳粹党活动家当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这让他们无法原谅这种违反原则的行径。然而，希特勒如果不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就一定会让党内上演的冲突不了了之。彼时，纳粹党退出了德国全民公投全国委员会，希特勒通过小心翼翼地接近布吕宁内阁，从而在政治上孤立胡根贝格领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派系。奥托·施特拉塞尔坦率地反对希特勒摇摆不定的策略。1930年5月底，在柏林与党内领袖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双方的立场没有趋于一致。施特拉塞尔要求纳粹党明确做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纲领的选择，希特勒则对工人阶级发表了冷嘲热讽的言论，说他们只想要“面包和游戏”，“丝毫不能理解任何理想”。32马克斯·阿曼和鲁道夫·赫斯也参加的这次会议最终以希特勒的极度不满而告终，他无法忍受施特拉塞尔的批评性的反驳意见，但又犹豫不决，直到施特拉塞尔拿出一本题为“部长的交椅还是革命？”的小册子毫不掩饰地挑衅他。然后他授权戈培尔将“破坏分子”从党内驱逐出去，以免党沦为“无根的文人和混乱的沙龙布尔什维克分子的辩论俱乐部”。33


  甚至在奥托·施特拉塞尔1930年7月4日发出呼吁“社会主义者要离开纳粹党！”之前，戈培尔就通过大规模部署冲锋队，将施特拉塞尔的支持者推到了一个无望的防守位置。34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最终退出了战斗出版社，并公开表态反对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尔的重要支持者，其中包括雷文特洛伯爵和埃里希·科赫，都拒绝追随他。因此，由他创立、后来在“黑色阵线”中得以延续的“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战斗团体”中仅剩下数百人。如果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宣布与反对派团结一致，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差别。他与兄弟奥托早就疏远了一段时间，此时甚至还指望能够接管萨克森的内政部。从战术上看，奥托·施特拉塞尔与希特勒的公开决裂是完全错误的举动；因为这样做反而使希特勒有机会作为温和与合法的保证人出面，这将有利于该党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获益，同时也有利于希特勒一再提出的要和大工业企业搞好关系的战略。


  施特拉塞尔冲突的背景，以及戈培尔进行的迫使奥托·施特拉塞尔的支持者辞职的纪律干预的借口，是由他们与最初在图林根形成的社会革命民族社会主义者团体之间建立的交叉联系构成的。这股得到了“右派左翼人士”支持，并吸收了自由青年运动元素的潮流以建立一个“从左到右的青年反资本主义阵线”为目标，他们试图用一个新的集结运动取代纳粹党，该运动将由各种社会革命团体共同组成，意味着一种汉斯·策雷尔所谓的“第三阵线”愿景的左翼变体。35恩斯特·尼基施谴责希特勒是“德国的厄运”和“政治信用的大骗子”，他所宣扬的“青年战胜政党”和通过思想的力量来实现所谓革命复兴的神话在民族社会主义群众组织的凝聚力和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面前一败涂地。彼时，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已经远远超出纳粹党的圈子，而成为一个决定性的社会心理因素了。


  奥托·施特拉塞尔早在1929年8月出版的《德国革命十四论》中就涉及了恩斯特·尼基施和民族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策略。希特勒倾向于尽可能地推迟做出抉择，这是希特勒本人的特点。他与奥托·施特拉塞尔的公开冲突直到1930年夏天——得到戈培尔的大力支持——才变得不可逆转。奥托·施特拉塞尔的支持者没有意识到，与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希望相反，希特勒一直试图避免建立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单边阵线。从参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意愿中，他们看到了对党的反议会取向的背弃。希特勒在组建哈尔茨堡阵线后又再次与德国国家人民党保持距离，然而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结盟被看成是对他自己原则的背叛。康拉德·海登在评论这些事件时说，9月14日，民族社会主义的真正历史已经结束了。36纳粹党直到那时为止只是得到公民投票支持的权力地位正逐步扩大，其中包括参与执政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宣传中提到的“民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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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8月，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阿道夫·希特勒在前往文化中心的路上

  


  尽管奥托·施特拉塞尔周围亲密的支持者们纷纷离开，但在党的宣传中直到1933年1月30日左右一直存在着在亲资本主义和亲社会主义路线之间举棋不定的问题。同时，与早期斗争形态相比，运动的社会性质也无可置疑地发生了逐步的变化。这一点至少在党的青年团体的风格和外表改变上是明显的。在其创始人库尔特·格鲁贝尔的领导下，希特勒青年团赋予了自己突出的无产阶级特征，并试图以此吸引工人阶级的青年。1931年，民族主义大资产阶级文学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把施特拉塞尔的追随者威廉·滕佩尔赶出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层后，取代了他的位置。在席拉赫的领导下，希特勒青年团复制了自由青年联盟那种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外部风格。同样，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也适应了现在盛行的资产阶级体面的趋势。尽管进行了这些修正，民族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并没有达到接近天主教或社会主义青年协会规模的水平。候鸟运动传统中的自由青年联盟运动由于其军事化倾向遭到了公开拒绝。37


  矛盾的是，自1929年春天以来纳粹党党员数大幅增加，并在选举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恰恰不是由于对其纲领性目标的清晰描述，而是由于用机会主义的方式适应了当时主流的潜在的抗议力量。全国宣传领导层有意识地调整其选举宣传，以争取摇摆不定的选民、年轻选民和放弃投票的选民，而这些人恰恰根本不在对纳粹党有着很大免疫力的产业工人群体之中。希特勒的公开露面也遵循同样的动机；他总是设法适应各方的听众及其既有的刻板印象。在1929年之后纳粹党取得突破性成功的几年中，它的宣传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怨念的有效动员，它的宣传方式也是将选民的希望直接鼓吹为选举承诺，而从不考虑其实际的可行性和相互的不相容性。


  同时，纳粹党也从民众日益普遍的反感政党活动的情绪中获益。保守派刻意培养了这种情绪，并通过“政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政党斗争”这样的口号体现出来。通过全面否定魏玛国家制度，纳粹党试图将自己打造成现有“体制内政党”的基本替代选项。纳粹党将其他竞争对手诋毁为势力庞大的社会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同时，它把自己描述为人民运动，专门为“人民共同体”的福利服务，并决心恢复全民族的“符合意愿的统一”。只要它一天不需要通过参与议会来兑现向选民许下的空头支票，这种宣传策略就能一直取得很大的成功。


  与资产阶级政党当然也包括社会民主党相比，纳粹党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政党，因此，它为了宣传会毫不犹豫地动员当时影响力巨大、传播广泛的青年偶像，并将其与所谓的“民族觉醒”以及莫勒·范登布鲁克宣称的“青年人民的权利”的神话挂钩。38这样的操作使纳粹党更容易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日益爆发的代际间紧张关系中获利。尽管意识形态比较落后，但由于对新的技术手段持开放态度，纳粹党以反资产阶级秩序的观念和它展现出的活力，特别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由于纳粹党在各个党组织层面设立了大量荣誉职位，从而给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失败的人一个补偿性的上升机遇，这也让人们对纳粹党趋之若鹜。


  纳粹党的领导层主要由现役军官或大战时的前线士兵组成，他们的年龄在35岁至40岁之间。391925年后，加入运动的骨干和成员的平均年龄又有所下降，但在1927年后又有所回升；1932年时为31岁。与国家人口平均分布相比，纳粹党党内18至20岁的男性成员的比例明显过高，这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年轻人在人口分布占优势的背景下做出的统计。女性党员数在1932年时占总人数的7.8%，比其他政党的比例还要低一些，但她们的平均年龄则要高得多。


  纳粹党对正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年轻的党员中，工人的比例很大。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结构性失业问题根本没有找到过工作，也就因此从来没有接触过工会组织。1930年后，随着上层中产阶级成员的进一步加入，党员的平均年龄略有上升。纳粹党特别是其冲锋队的年轻化营造出了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朝气蓬勃的形象，这就与魏玛共和国时期其他政党由于普遍老龄化而形成的沉沉暮气形成了鲜明对比。至于议会中的政治精英们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纳粹党的选民来自几乎所有年龄阶层。该党甚至在退休工人和单身家庭主妇中亦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对于这部分选民来说，投票支持纳粹党就是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挫折的抗议，因为经济危机造成了养老金的严重削减。


  纳粹党的另一个特点是成员的流动性异乎寻常地高，这一点只有德国共产党与之有一定相似之处。一方面该党自1929年以来在组织上的独特发展方式导致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一种结构性特征。按照它自己的说法，纳粹党并不像大多数魏玛政党那样代表特定集团的利益；相反，它动员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群体，并且自从在中小城镇得到成功之后就从根本上变更了它的选民形象侧写。1928年秋天，它的成员尚不超过9.7万人；到1933年1月30日，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74.6万，并且还需要把这背后存在的很高的党员轮换率一并考虑进去。截止到夺取政权的时候，纳粹党失去了一半以上在1930年之前加入的党员，而1930年以后加入的党员则有三分之一多后来又退党了。所以说，1932年秋季之前的高速绝对增长掩盖了同时出现的大量党员流失情况，这表明它是一个组织上极不稳定的实体，只能通过滚雪球一样增长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存在。纳粹党的核心成员几乎从来没有超过30万人。而只有通过成功上台执政，才有可能将1931年以来涌入的大部分成员真正纳入其中。


  党员的情况如此，纳粹党的选民情况亦是如此。该党在选举结果中超常发挥，1930年9月获得了18.3%的选票，1932年7月，选票份额就猛增到37.3%，然而，表面的繁荣掩盖了一个事实真相，那就是1933年之前它无法成功地留住选民。选举不断地连续进行，纳粹党每次都会失去此前约五分之一的选民，然后再通过从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和资产阶级诸利益党派及地区党派那里新获得的收益来弥补这一损失。1932年11月的国会大选中，纳粹党遭到惨败，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失去了许多农民选民，他们在7月份时曾投票给纳粹党，这次又倒戈相向，投给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另一方面，由于不参与选举的人数大量增加，这导致纳粹党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归根结底，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支持者的高度异质性产生的消极影响已经显现。该党要想保持其胜利果实，就只有通过永不止息的动员工作并营造出一种普遍的危机感来防止选民真正认清现实。40






  纳粹党自1929年以来的崛起之路主要排挤了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的生存空间，当然也对德国国家人民党和资产阶级诸利益党派和地区党派造成了冲击，它们的选票储备主要是由前德国国家人民党选民组成的。资产阶级中间派系的解体主要是由“老”中产阶级经济衰弱造成的，他们最晚从战争开始就处于失败的一方，尤其又受到了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极端贬值的严重打击。其中包括广大手工工匠、中小业主、商人和中型企业家，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与纳粹党越走越近，而在纳粹党的支持者中，个体户群体的比例一直很高。随着农业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家庭农场主也加入进来，他们觉得德国国家人民党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利益。然而，纳粹党在小城镇和农村市镇取得了比在大城镇更大的成功。在居民少于5000人的市镇中，它获得了50%的选票，而在大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城市群中仅获得了不超过40%的选票，远远低于其全国总份额。但与其他竞争的党派相比，这一选举结果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当时巨大的城乡对立。


  此外，大城市选区与中小型城镇以及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被明显的教派差异所掩盖。在新教地区，纳粹党通常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选举结果，这与新教地区教会明确的民族态度有关。此外，该党还能出于自身的目的动员德意志基督徒的全国性教会运动。相反，在天主教地区，纳粹党的情况就比较糟糕。一方面，在这里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有着高度凝聚力，另一方面，神职人员一开始就对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反基督教倾向明确提出了保留意见，这导致了信奉天主教的人不愿意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因此，与新教地区相比，纳粹党只在少数情况下才能渗透到天主教地区的公民协会和社团网络中。依靠这一网络是纳粹党在德国北部广泛传播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方式。


  尽管纳粹党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它在左翼政党的阵营中并未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进展，虽然选民人数有所增加，但从1930年起左翼政党的总支持率并没有进一步增长。41人们经常猜测存在从德国共产党退出再加入纳粹党的风潮，其实那不过是为数不多的一些知识分子。与德国共产党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些边缘选民实实在在地转投了纳粹党；转而倒向纳粹党的选民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是曾经的社会民主党选民。纳粹党不断声称它也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但这种说法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工人党员的比例仅为28%，大大低于他们在国家就业总人口数中的比例(46%)。诚然，在经济危机期间，工人党员的比例又上升了4%，但这些人主要是具有浓厚中产阶级倾向的工人群体。纳粹党尤其在受雇于手工业和小型企业的工人、社区机构和企业的雇员以及农业工人中取得了相对成功。而它成功接触到产业工人的时候，则主要是年轻的长期失业者，他们在冲锋队中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


  尽管各个职业群体和教派中对纳粹党的喜爱程度各不相同，但它却能在很大程度上掩盖阶级和教派之间的差异。从1932年春天开始，所谓的“公车效应”帮助纳粹党在所有的社会群体中都取得了不俗的进展。42通过渗透到作为资产阶级政党存在基石的利益结构之中，纳粹党能够越来越多地打入资产阶级名流的阶层当中，从而消除这些人对主要来自中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一直以来有所保留的态度。为数众多的精英成员决定支持纳粹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共情该党，而是因为他们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吸引，甚至他们相信希特勒有能力完全废除政党制度。事实证明，对元首的个人崇拜在吸引上层阶级人士方面异乎寻常地有效。1932年11月，妇女的投票份额已经接近男性选民的投票份额，同在妇女群体中一样，纳粹党在当下的选民群体中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该党在社会上层的同情者投票时显得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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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党在德国各邦选举中取得的进展

  


  纳粹党吸引公务员时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不满情绪，承诺恢复专业公务员制度并保证他们的既得权利。这成功地让大量公务员加入其阵营之中。尽管普鲁士禁止公务员加入纳粹党，甚至对个别公务员予以训斥，然而在1933年之前，公务员在纳粹党中的人数已经超过其实际比例。与他们相比，“新”中产阶级的其他人群远没有那么容易受到民族社会主义的选举宣传活动的影响。这种现象说明，正是那些在主观和客观上受到社会衰退威胁的社会群体会投向纳粹党，公务员的表现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纳粹党中大多数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甚至核心领导团队成员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要么职业前途破碎，要么存在社会地位问题，如海因里希·希姆莱、约瑟夫·戈培尔、赫尔曼·戈林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都是很好的例子。冲锋队的领导团队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对社会充满怨恨，而这正是纳粹运动的真正源动力。此外，早期还出现过上层阶级的叛逃者。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威廉，他在1930年加入了纳粹党，并很快在冲锋队中担任了高级职务。43


  纳粹党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善于以跨阶级社会运动的面目出现，并最成功地拉平了社会鸿沟。虽然每个选民之间有着天差地别的个人利益，但首先是对不可容忍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抗议让他们团结在了一起。如果说纳粹党员的社会构成让它更接近于一个理想中的全民党，那也只是在消极意义上。因为该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让它的支持者共同致力于一个积极的方案。同样，它也不可能希望在完全自由选举的条件下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到1932年7月选举时，已经可以看出纳粹党存在的问题：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只取得了非常微弱的进展，而在本来是其重要票仓的农村和城市下层中产阶级中却遭受了损失，正是通过渗透到社会中上阶层，并充分利用了迄今被人们忽视的地区的机会才弥补了这些损失。希特勒极力宣扬的关于运动的增长呈现不可阻挡之势的神话与现实并不相符，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对此洞若观火。1932年上半年对选民进行了极端高密度动员；此外，纳粹党在这期间取得的选举成果也产生了充分有效的累积效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暂时赢得三分之一以上的选民支持。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自身具有刻意人为以及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特征。它单纯地把增长作为追求的根本目的，当它对支持者的长期动员的潜力消耗殆尽时，这种特征就会暴露无遗。这种情况出现在了1932年底，并以严重的党内危机形式表现了出来。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决定走与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建设性合作的道路。而希特勒则僵化地坚持所谓迄今无可否认的成功理念：放弃任何有利于既有政治集团的选择，并以对既有秩序坚决不妥协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现。希特勒孤注一掷的豪赌最终成功了，这其实与选民意见的变化无关，尽管人们如此解读了1933年1月13日利珀选举的结果。此时他就像弗朗茨·冯·巴本一样，如果再不能成功地打破日益危险的政治孤立状态，并通过接管政府来向支持者展示显而易见的成功，他就不敢再冒任何新选举的风险。希特勒感觉到，最终这场赌局取决于他和他的对手谁拥有更大的心脏。事实上，他们并不敢把纳粹党带进一场公开的选举活动，它在变化的情境中会以一场惨败而结束。


  元首崇拜对这些年来的选举运动具有核心意义，它也缓和了职能精英对纳粹党采取的保留态度。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特别是高级公务员阶层的参与，使纳粹党取得1932年7月31日选举结果的累积效应就不可能发生，即使这一结果也远未达到期待中的绝对多数。德国当时保守的领导层出于对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偏见，转而选择了纳粹党——这种情况甚至在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公投之前就已经多次发生了——这决定性地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纳粹党甚至连一个自洽的纲领都拿不出来，它还是被高级军官团和总统制的代表们视为一股充满希望和有建设性的政治力量。在大工业家们和忙碌的国家政府联络官们的眼中，希特勒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交礼仪的外在表现，似乎是在政治上驯服纳粹党的第一个成功步骤。




    
    
    
  第十章　危机中的政府


  1930年9月14日的德国国会选举结果让海因里希·布吕宁的顾问感到震惊，但是其本人对此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在这次选举中，他的内阁间接议会支持率惨败，再次证明了无法通过国会和在野党执政。然而，政治知识渊博的人士预计海因里希·布吕宁将追求一个大联盟内阁，由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作为副总理。即使是军方领导和工业部门，也有认真支持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党派的危机内阁的想法。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票数增长，通往不需要国会批准的授权法的道路已经被封锁。


  回到大联盟将会带来相当大的内部政治稳定。然而，这样的举动遇到了障碍，因为议会多数仅可以通过经济党的投票获得，但该党公开向纳粹党靠拢。然而，形成联结全国和普鲁士的危机政府的计划已经在前期失败了，因为兴登堡反对了布劳恩，并对后者就普鲁士的钢盔团冲突一事追究责任，而布吕宁对此也没有兴趣。包括纳粹党在内的右翼联盟也不可能实现，并遇到了中间党派的不可逾越的阻力，对此布吕宁和右翼军队领导也是实际上不能接受的。因此，时任总统拒绝了由政治右翼强烈要求的内阁重组。


  对于布吕宁来说，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服国会多数党容忍他准备已久的紧急法令，以稳定财政状况。在与中间派政党的残余势力进行的谈判中事态进展缓慢，但是在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中却显示出一种对布吕宁意外的配合意愿，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在社会民主党不符合最终要求的情况下解除普鲁士联盟。在奥托·布劳恩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决定容忍布吕宁内阁，尽管他们在竞选活动中强烈要求他辞职。对此，党主席公开为这一举措辩解指出，其他选择要么是一个权威保守的法律独裁，要么是一个用胡根贝格的内阁临时掩盖的“希特勒政权”。1该党向其追随者辩称，拒绝紧急法令将导致公共财政经济的崩溃，其中失业保险将成为第一个牺牲者。


  带着这些承诺，布吕宁决定与纳粹党领导层进行谈判，因为试图说服胡根贝格容忍的努力已经失败，理由是他最终的要求是解散普鲁士联盟和立即停止支付战争赔款。2在1930年10月6日布吕宁与希特勒、弗里克和施特拉塞尔进行的详细对话中，就在德国国会提交紧急措施之前，时任总理披露了他的长期内外政策计划。他试图说服希特勒，在赔款问题上耐心行事，直到他计划的财政整顿呼之欲出，但是努力徒劳无功。直到布吕宁向他提出让中央党和纳粹党在各邦之间形成联盟，在普鲁士问题上给予答复，希特勒才开始变得敏感起来。时任总理理解希特勒暂时保持反对态度的必要性，并认为从外交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同时也提供了默契的合作。3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布吕宁还与纳粹党的主要代表保持着非正式和绝密的联系，但没有说服他们的党领导层接受他们。同样，布吕宁内阁最终愿意在有争议的图林根警察行政部门的职位空缺问题上做出妥协，以支持纳粹党，而此前警察成本补贴已被否决。内政部长维尔特的退缩也可以用国家法院是否会将纳粹党视为“反宪法政党”的不确定性来解释。布吕宁以更调和的态度间接支持图林根民族社会主义者，其专横的人事政策遭到资产阶级联盟伙伴越来越多的抵制，以至于他们迫使弗里克于1931年4月辞职。这位总理明显对外界有所保留。尽管他在公开声明中反复强调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的前后矛盾，但他显然避免完全切断与纳粹党的联系。4


  布吕宁对纳粹党的宽容态度与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极度不信任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一点上，他与资产阶级右翼没有区别，现在共和国的命运掌握在资产阶级右翼手中。保守派民族主义圈子一致认为，只要有一点耐心，就可以对纳粹党进行建设性的国家政治态度教育，并让其参与民族复兴的过程。德国民族主义者汉斯—埃德曼·冯·林德艾纳—维尔道认为，他必须警示不要陷入“前几代人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样错误。他的信念是：民族社会主义中包含的积极力量“必须以某种方式用于重建”。5军方的主要代表也有类似的想法，鉴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希望的全面征兵，他们不想失去冲锋队的“国家人力资源”。6在同样的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与希特勒相处比与固执的胡根贝格相处会更好。


  布吕宁内阁在德国国家人民党、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提出的不信任投票中幸存下来，这要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和解，此举还避免了废除7月26日和10月6日的紧急法令。与此同时，通过对温和派政党的巨大压力，总理还是设法将德国国会休会至1930年12月3日，并在短暂的会议之后再次休会至1931年2月，尽管反对派发表了肆无忌惮的论战言论。与其说是国会谈判的影响，不如说是总理蓄意采取的策略，即在国会休会后才颁布紧急法令，将国会推向了一个可疑的选择：要么推动推翻政府，要么同意暂时停职。布吕宁倾向于后者。在12月的投票之后，他在总理府中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赫尔曼·平德尔指出，政府支持哪个多数并不重要，因为政府无论如何都拒绝与“丧失能力的国会”合作，只要求国会不要妨碍政府。7


  与国家总理关系密切的人绝不认为政府独立于立法机构是一种紧急解决方案。相反，政府在其中看到了预期的全国改革。因此，布吕宁利用右翼政党和德国共产党并非完全无缘无故的阻挠倾向，大大限制了立法机关的回旋余地。1931年2月初，他迫使宽容多数同意修改议事规则，根据该规则，昂贵的法案只能与相应的保障提案一起提出。这确实成功地阻止了反对派的众多提案，这些提案的目的仅仅是煽动性的，但同时意味着对议会立法倡议的相当大的限制。


  国家人民党、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后者只是临时的）对议事规则的更改回应以明确的退席态度，农村人民党也随之退出。反对派的缺席使得国会的讨论具有实质性，但是这使布吕宁感到担忧，因为现在他不想要的社会政治议案可以用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票数通过。此外，认为右派暂时退出将带来政治宽松是一种幻想。压力仅被转移到了议会以外的地方。这显示为1929年12月由钢盔团发起的解散普鲁士邦议会的民主请愿运动所取得的进展，该请愿运动也重新塑造了反对杨格计划的战斗政治格局。在2月举行的民主请愿运动中，“民族反对派”强制实施了一次民意决策，于1931年8月9日举行。民族主义右翼势力与德国共产党一起获得了37%的选票，支持国会解散。


  右翼政党认为他们可以让时任总统对布吕宁采取行动，并促使他解散国会。在对抗政府的大肆宣传中，总理被描述为奥托·布劳恩的支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符合实情的，因为只有普鲁士联盟的继续存在才能确保布吕宁得到必要的容忍多数。德国内阁担心，对布劳恩的支持会引起兴登堡的疑虑。因此，他们断然拒绝支持泽韦林与“民族反对派”做斗争。当他通过普鲁士的行政命令强迫媒体刊登政府的官方声明，以明确说明投票的煽动性时，内阁背叛了他。这次请愿没有获得预期的票数，但并不意味着普鲁士政府永久得到了解脱，因为“民族反对派”加强了对总统的影响，抵制布吕宁和社会民主党的间接合作。


  1930年夏天，总理认为失去兴登堡支持的后果并不严重。大举推翻国会和因此造成的政党影响力的中立化为其通过彻底的财政改革计划和以消除赔款的方式巩固内政地位提供了前提条件，以便随后获得设立独裁制度的宪政变革的政治权利，这其中可能包括恢复霍亨索伦君主制。总理暂时不想动摇议会制，尽管他仅将其视为一个辅助立法者的角色。紧急授权法和正常立法的关系逐渐对调，而政府通过紧急授权法实施所有关键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仅被整合在几个政令中，但其数量大大超过了正常立法的数量。国会会议次数的减少反映了国会的颜面尽失。1931年召开了41次会议，到1932年只有13次全体会议。


  布吕宁也不惜诉诸参议院来反对国会的不受欢迎的倡议，并通过奥托·布劳恩的帮助撤销了困扰他的议会决议。然而，布吕宁不愿再依赖参议院，并通过减少必须获得同意的法律范围来削弱参议院的临时法律制定权，因为他对不得不考虑各邦利益一事心生反感。同样，他也没有及时通知参议院即将提出的法律议案，而通常是在事实已成的情况下向其提出而已。尽管联邦参与权和重要政治问题中出现的利益分歧受到了限制，但各邦内阁与国家政府的团结仍然占了上风，因为它们和全国政府一样面临着不断增长的议会反对力量的压力。


  随着人民代表机构和政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总理与党派领导人的会议也变得越来越少。同样，行政机关的权力也增强了。部长官僚机构在立法过程中获得了不受限制的关键地位，特别是因为布吕宁故意以抽象的法律术语制定行政法规，以加大公众反对的难度。最后，没有行政法律专家的帮助，越来越多的紧急法令已经无法理解。这个趋势表明，各国务秘书，尤其是赫尔曼·平德尔和汉斯·舍费尔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大大超过了部长。同时，国务秘书库尔特·约埃尔顶替了离任的司法部长维克托·布雷特，并在紧急授权法的适用范围方面享有主要发言权。


  总统制度的内部膨胀过程也表明了起初的对依靠紧急法令来理政的担忧正逐渐消失。比如官员的薪酬过去被认为是不受紧急法令管辖的事物。慢慢地，政府甚至通过紧急法令对邦的主权地位和市政自治权进行干涉。最初仅给予他们有限期限的有效性已经消失，就像国会预算权不得受到侵害的原则一样。当时宪政学者中的翘楚如格哈德·安许茨和瓦尔特·耶利内克，不仅是右翼国家权利学者，同时也支持扩大宪政改革和在某些方面宪政破坏的紧急授权，以至于被视为独立立法权的总统独裁权几乎不再有阻力。这种政策显示出同样的危险和短视性。巴伐利亚邦总理海因里希·黑尔德在1932年初警告国家总理，已无法阻止“其他类型的政府使用第48条的不当方式”。8


  尽管宪政学说和国家法院在实质上支持布吕宁的紧急授权政策，并且仅在一些单独的问题（包括公务员薪酬）上产生分歧，但反对党对总统政权宪政破坏性的批评加剧了。纳粹党威胁将兴登堡提交国家诉讼庭，这一举措的威慑力并未减退。国务秘书迈斯纳一开始主张扩大总统紧急授权的权力，但从1931年底开始，他在内阁中日益对预定措施与宪法第48条的适用是否适宜提出了质疑，并威胁要总统对此行使否决权。随着布吕宁与议会党派的关系疏远，他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总统和支持他的政治势力，不仅包括军方的领导，还包括直接向政府部门维护自己利益的协会，而议会和党派却无法履行它们不可或缺的整合功能。


  在1930年秋季，布吕宁希望利用他获得的内政行动空间进行全面的财务整顿，以实现清偿赔款的目标。1930年10月6日的紧急法令就是这一举措的第一步，此政令导致了社会福利和公务员收入的显著减少，以及公共投资的显著降低。布吕宁在财务问题上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国务秘书汉斯·舍费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和李—希金森银行提供的1.25亿美元的贷款熬过1931年4月到期的预算年度。从年中开始再次加速的经济萎缩，使得国家的收入落后于支出，因此必须采用的外国借款，特别是危机补助金的支出大大超过了预期。


  基本上，这一步已经违反了布吕宁追求的战略。李—希金森银行将授信与遵守杨格计划并在国会上通过偿债法的条件视为具有关联性。布吕宁决心减少德国的境外债务，并至少将公共资产整合。因此，他努力将德国的借债在一定的范围内缩小。然而，尽管敏感的预算缺口仍然存在，且已显著扩大，但由于外国信贷与政治条件有关——即必须与法国达成推迟赔偿问题的协议——因此无法再通过外国信贷来填补这些缺口。这让布吕宁更坚定了不再更多地依赖外国财政援助的决心。总理拒绝了德国经济自给自足的想法，这种理念由大农业集团代表、由纳粹党进行宣扬，并被沙赫特出于战术考虑而接受。他同意了德国工业联合会的观点，认为只有扩大自身出口才能使德国重新恢复其原有的地位。即使他试图减小德国对外国的信贷依赖，但动机是避免出现1929年的情况，所以他认为政府不得全盘接受协约国的条件。


  不过，布吕宁走得更远：他打算将外债转化为战术武器，以实现免除赔款的目的，并使“人民成熟，以解决总体问题”，这包括修订《凡尔赛和约》。9如果有一个不债台高筑、对危机有保障的国家预算，以及高度负债但功能良好的经济，那么德国将无法同时承担筹集赔款、偿还国外借款和利息。将私人债务与赔偿义务对抗的想法主要针对法国，而法国只拥有德国的商业信贷的很小一部分，却是主要的赔款债权人。德国的私人债权人不可能像1924年以来那样，对海外借款主要用于赔款的情况感兴趣。如果缺少这样的借款，赔款的转移只能通过扩大德国出口达到倾销的程度来确保，这对国外信贷人也如同鸡肋。


  布吕宁的意图是通过广泛推进的紧缩政策，同时减少公共预算的内部债务。在他认为是国家自然责任的最节俭预算管理下，可以拒绝协约国无理苛责德国故意阻碍偿还赔款的意见。他认为必须减少税负，以恢复德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布吕宁旨在利用经济危机降低工资和价格水平，在偿还结束和度过危机后，通过马克贬值来填补缺口，并为全面的德国出口攻势创造条件。布吕宁在1930年10月初向阿道夫·希特勒解释了他的计划：勇于承担内部牺牲的国家将“处于领先地位”。10


  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布吕宁固执地追求单线策略的风险就已经相当大了。全球经济衰退对德国的影响使得这些风险更加增大。然而，他最初在内阁内部和面对工业利益团体时都能维护自己的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场毁灭性的经济衰退使失业率急剧上升，私人投资活动也停止，在工业界以及工会和公务员团体中引发了深刻的绝望，而布吕宁表现出的坚决和最初实际存在的决心与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被认为在努力克服危机的同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然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他确实同意了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国民经济学观点，即不可能通过其他方法来对抗经济萎缩的危机，只能通过通货紧缩的手段来对抗。他也确信，这样可以加速衰退的低点过去。但是布吕宁不是一个坚定的通货紧缩主义者，他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并不是以打击危机为目的，而是以清偿赔款为目的，他认为赔款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负有部分责任。11


  在经济界中，最初的倾向是将1930年下半年才全面显现的经济衰退归因于内生因素，特别是过高的税收负担和社会开支，尽管在1929年外部经济仍然稳定时，投资热情下降和储蓄增加已经是经济衰退的明显信号。在布吕宁采取降低价格和工资的措施之前，价格就已经开始下跌，但是价格下跌仅仅延迟影响了垄断产品，而由于政府的支持措施，农产品价格反而有所提高。大工业主要将经济衰退归因于社会政策的失误，并决心通过它来降低成本。


  慢慢地人们逐渐意识到，这场危机匀速蔓延；它所引发的收缩性影响，不能通过降低工资成本和税收来缓解，并直接威胁到许多企业的存在。工业生产按1927/1928年的最高水平下降了43%以上，钢铁生产下降了65%。鉴于国家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依赖导致的异常高的信贷利率，投资活动实际上停滞不前，而折旧额最终大大超过了新投资的资本。12


  尽管危机的国际性很快初露端倪，但布吕宁最初与工业领导组织一致认为，他应该坚持自己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暂时不考虑国际合作。13他有意降低生产成本的计划因经济衰退而得到了促进。他固执的通货紧缩政策被工业界和工会视为应对危机的唯一手段。因此，内阁的利息压力初步减少，但这并不适用于农业补贴的要求。然而，税收减少和支持长期失业者的开支迅速增加使这些政治优势不够弥补。尽管减少了全国、各邦和地方的公共支出与投资，但实际上公共支出的缩小不超过17%，而非生产性支出对生产性支出的占比迅速增加。最终，国家政府不得不强制增加经济的税收负担，这与由于货币政策原因保持高利率共同产生了更多的收缩影响。


  人均国民收入在1929年至1932年间名义上下降了41%，如果不是为了对东欧大农业的政治考虑而导致经济上不可接受的支持措施，经济很难这么快就经历如此的下挫。这些政策导致了危机的主要负担被转移到了工人阶级和中小商业中间层，而农业和资本财富的收入平均只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这既归因于农业保护政策，也归因于大工业的税收优惠。因此，危机引发了一次剧烈的收入再分配过程，对工人阶级、下层中产阶级（包括退休金和社会救助接受者）产生了不利影响，而这种程度的经济政策并无必要。


  对于知情者而言，布吕宁的危机政策导致的再分配效应在1930年底便可见端倪，因为它迎合了工业和农业利益团体的愿望。然而，经过社会统计学处理的阶层转移过程并不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结果。对于德国政府来说，危机的影响和其规模完全出乎意料，主要表现为布吕宁财政和赔款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的干扰因素。面对不断减少的税收收入，财政预算的弥补已经成为一场日益虚幻的与时间的竞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劳滕巴赫在国家经济部警告说：随着公共投资的不断减小，物价下降到成本以下，这将进一步拉低经济的循环，但这一警示被布吕宁和路德忽略了。14他们没有意识到，只有由政府策动的需求刺激才能解决问题。


  在内阁中，应对大规模失业主要是从财政角度考虑的问题。因此，诸如由专门成立的布劳恩斯委员会建议的间接和直接就业措施等政治效应着实一般，仅仅是财政稳定化的辅助战略。这些措施还与内阁推动的工资和价格下降存在目标冲突，布吕宁低估了国际保护关税政策的后果，反而希望通过此提振出口。然而，这种也被视为赔款政策上受欢迎的策略与出于政治考虑的农业补贴是不相匹配的。这些关键危机因素在1931年夏季通过银行危机加剧，使得内阁内外政策目标的最初框架分崩离析。


  内阁的政治生存取决于能否至少解决初步问题，这种生存越来越倾向于独自掌握绝对的管控权力。在关税政策、银行监管、东部援助以及对外贸易方面亦是如此。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大毫无疑问意味着政府已经不堪重负，特别是布吕宁在危机应对方面无法决断是否优先考虑赔款和宪政任务。因此，政府领导很快变成了一个简明的战术辅助系统，其中长期的外交计划也成为短期内政计算的工具。尽管内外政策转变已宣布多时，但布吕宁对各利益团体的不满情绪，却采取了令人不解的策略；他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使公众相信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应对大规模贫困和经济衰退。


  1931年初，由于经济衰退引发的大规模失业人数超过了400万的界限，到1932年2月已经达到610万。实际失业人数更多，因为许多未获得失业补助或无法找到工作的就业者未在官方统计中显示。临时增加的个体经营者表明，许多长期失业者在从事小买卖，以至少生存在最低生计线上。自6月份以来，失业保险金只给季节性工作者支付16个星期，而给其他工人支付20个星期，在不断扩大排除某些员工群体，特别是青年人和大部分女性从业者的情况下，这使得在失业人数最高时，失业保险盈余却有所增长，而危机援助的支出，尤其是市政当局的援助支出却成倍增加。因为持续的失业危机，德国政府出台的仅维持数周的危机援助的效果不大。15


  在一个仍然将失业视为自责和社会耻辱的社会中，对长期失业者的情况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主要受失业影响的大城市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而在农村，由于工资低，情况仍然较好。绝望的人们带着“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工作”的标语走在街上，期望以微薄的代价按小时租睡眠场所，因为他们无法支付临时的住所；他们不得不挤在当地有供暖的楼房大厅里，因为他们无法支付自己的暖气费；为了生存，他们也接受最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买不起香烟和啤酒，在无产者酒馆里羡慕那些喝酒的人，还在富人的垃圾箱里寻找可食用的东西。这样的现象是工人区的特征，可能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仍然有一个工作岗位，却每天担心失业。青年工人和女性是受影响最大的，他们申请补助金需要接受侮辱性的审查，即便这样补助金也可能被拒绝或削减。


  因年龄较大的一代相继进入职场，青年人的失业率继而增加，不仅使相当一部分年轻一代陷入了生存的边缘，在极端政党的扩张下，也导致了社会激进主义。在红色前线战士同盟被禁止后，尽管德国共产党实际上屡被纳粹冲锋队的暴行骚扰，但其本身也不断成为极端主义行动的制造者。16“冲锋队”成为年轻失业者的会合地，他们在冲锋队的住所和通过公开筹款（即预先进行的“冬季救助”）获得了差强人意的生活条件。那些无法进入职场并因此无法加入工会、行业协会和工人协会的失业年轻人被征募到了羽翼渐丰的左翼和（主要是）右翼的民兵队伍中。与此同时，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者面临失业，这情况削弱了工人的团结感和行动意识。大肆蔓延的无助投降心态与公开选举中的抗议行为促进了德国共产党的发展。公众要求采取措施解决大规模贫困的压力也影响了兴登堡，他反过来要求政府创造“工作和食物”。


  前所未有的失业率首先对社会福利体系造成了危机。尽管失业保险的赔偿期限、索赔人群以及津贴额度受到限制，尽管随后的救济形式不断削减，社会和医疗保险的救助减少，福利事业和养老金支付缩减，失业保险与国家预算分离，然而社会救济费用与公共支出下降相比仍然大幅上升。这些费用逐渐由国家政府和保险承保人转嫁给了市镇。有关失业保险费率的争议（此时已经升至6.5%）似乎已不再重要。不过，归功于社会民主党容忍政策的是，国家政府坚持失业保险，并为国家承担的危机救济支付增加的费用。担任国家储蓄专员的卡尔·格德勒早先就认为失业保险体系已经彻底破产，并主张将生存保障原则扩大到保险救济，并将失业救助职责转交给工会作为中期任务，希望将工会改造为公共法律强制机构。17国家劳工部长施泰格瓦尔特彼时仍然坚持保留失业保险，尽管该举措越来越不能确保失业者的生计。


  面对日益升级的大规模失业，人们不得不想到通过精心策划的公共投资来创造额外的工作岗位，希望此举能至少减缓经济衰退。在危机初期，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已经考虑了这样的想法，自1926年以来的生产性失业救助也是为同一目的而设立的。国家财政部长迪特里希公开发布了投资项目。政府在1930年夏季所做的努力仅限于国家铁路和国家邮政的额外投资，但事实证明用于此目的的资金过于有限，根本无法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更不用说将公共投资与价格下调挂钩了。重要的是，公共预算的削减也加速了建筑业的崩溃。国家内阁没有采纳一个由私人规划小组提出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而是推出了一个全面的道路建设项目，该项目将通过发行海外债券来实现融资，但最终因国家银行行长的反对而失败。由于财政预算有限，最终只保留了小规模住宅计划。


  在此情况下，国家内阁的经济政策主要限于通过降低工资和物价来减轻部分工业的成本危机，扩大内销和出口市场。然而，这被证明是一次危险的实验。因为政府通过法令强制调整了国内经济的价格和工资，最初是为了加速被认为不可避免的震荡危机，结果却摧毁了所有经济复苏的萌芽。企业家因为价格萎缩而失去投资意向。此外，政府无法像非标志性商品的价格那样将绑定价格进行同样程度的下调。强制降价政策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不仅在最受其影响的手工业和小型零售业，很快也在大工业方面，因为尽管工资大幅下降，价格最终还是低于成本。同时，政府的降价与增加消费税的政策相抵触，也包括在受到危机困扰的农业部门。价格下跌，逐渐影响到人为支持的农产品价格，不仅减少了企业家的投资意愿，而且由于越来越多的关税壁垒，也没有达到对出口产生刺激作用的预期效果。


  英国政府在1931年9月决定贬值英镑的决定进一步影响了德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德国工业强烈要求遵循许多欧洲国家实施的贬值，但布吕宁出于军队赔款政策的原因而拒绝。在贬值问题上，布吕宁坚定不移的立场受到重工业界的强烈批评，他认为可以依靠杨格计划的规定为自己辩护，该计划要求德国保持货币的金本位，但该属性实际上在银行危机后仅部分得以保留。鉴于许多其他国家放弃了货币的金本位，尽管法国提出抵制，以英镑为先导的货币贬值仍然有可能在外交上获得通过。布吕宁希望于赔款结算后在他设想的出口攻势中实施20%的贬值。德国出口经济的下滑导致国内经济进一步收缩，严重影响了重工业产能的利用率。


  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削减公共预算没有什么意义，这必然导致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限制。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进行全面的信贷创造以对抗失业。18虽然路德和许多内阁成员不确定继续通货紧缩政策是否仍有意义，且即使布吕宁也显示出了一定的担忧，但他仍选择排除顾虑，并称刺激经济的措施必须在危机的最低点时才能实施，在此之前只能起到心理作用。因此，他反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要求的缩短工时和劳动生产政策，也与恩斯特·瓦格曼几个月来在内部提出的考虑相矛盾，直到1932年初在一次货币和信贷改革协会的演讲中他才将这些考虑公之于众。瓦格曼呼吁制订一项人工创造信贷的综合计划，不久后，这个计划被德国工会总联合会几乎不加改变地接纳为WTB计划。布吕宁强烈谴责了瓦格曼的单独行动：瓦格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除了通货紧缩政策外，还有其他的手段“改善我们的境况”，这损害了赔款计划。因为如果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在巴塞尔认可德国无力偿债之前，德国人一直在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法国人就会指责德国人不诚实。路德补充批评说，瓦格曼的倡议危及了行政改革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从而暴露了内阁的政治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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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布劳恩斯委员会关于缓解失业的建议仅限于有争议的安慰措施，包括引入志愿劳动服务和微薄的应急工作。甚至关于住房补贴的狭隘的建议也遭到了工业领袖组织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彻底清除住房强制经济和公共住房支持，转向住房建设的私有化了。工业界拒绝了创造就业的措施，只有在私营部门如国家铁路管理局和国家邮政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才会接受该措施。他们的正式理由是，这样做会妨碍预期的成本降低。德国雇主协会也拒绝了迪特里希的建议，即通过公共资金提供工资成本补贴，以鼓励额外的雇佣，因为这会导致竞争失衡。不出所料，布吕宁认为没有理由来调整他对创造就业的基本保留意见。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要推动立法，规定正常工作时间为每周不超过40小时。这一要求得到普鲁士内阁的大力支持并由亚当·施泰格瓦尔特采纳。小中型企业尤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保留核心劳动力。哈尔堡石油公司在使用每周工作36小时的四班制系统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企业也越来越多地通过节假日轮班来减少裁员。法本公司也认真考虑了减少工作时间。该公司董事会主席兼德国工业联合会董事会成员卡尔·博世认为这很有必要：“鉴于全球商品过剩和劳动力过剩以及无法长期将我们的部分人口排除在生产之外”，“减少工作时间”是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20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内阁决定在1931年12月的紧急法令中包含降低每周工作时间到40小时的授权，但限于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解雇。普鲁士提出的禁止解雇的提案没有得到批准。


  博世要求制定法规来缩短工时，同样也遭到了重工业界的强烈反对，尽管他与工会达成一致，不采纳补偿工资政策。对外，重工业界辩称，这将导致生产成本不可承受地增加。但其内部却暗流涌动：鉴于已经下降17%的实际工资，进一步削减工资已经不可能，因为工人收入将低于最低生存标准。因此，减少工作时间不会显著减少工资成本。因此，西北集团总经理路德维希·格劳特提出了另一种建议，即在增加就业的情况下，允许压低集体议定的工资，而不是缩短工作时间。否则在工资领域降低成本是不可能的。古斯塔夫·克虏伯也敦促国家政府批准这种相当于取消工资谈判自主权的做法，但施泰格瓦尔特因顾及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意见而拒绝了。21


  然而，内阁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工作岗位。布吕宁批准了部分工作保障政策，但条件是其范围应尽量缩小，以便保留后续项目所需的资金。他明确表示，他同意由德国雇主协会主席恩斯特·冯·博尔西希和德国工商业协会执行董事会成员爱德华·哈姆所代表的观点，即未来的复苏机会不应被工作保障措施挤压。布吕宁认为，不应该抢走后代的工作。然而，对经济自我修复力的教条般的信仰不是决定布吕宁态度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其赔款政策即便在可以释放预算资金的情况下也拒绝额外的支出。仅在得以隐藏在现有预算中的地方，如国家铁路等国有管理机构，他才会批准有利于就业的公共政策。


  通过在内部创造信贷来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会阻碍企业协会利用危机在社会政策领域进行全面调整的意图，并且会与减薪计划相矛盾。22其中包括将公共部门排除在集体谈判之外和降低社会保障成本。同样，领头的企业协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通货紧缩论据来反驳工会、雇员和公务员协会提出的扩大大众购买力和拉动需求来应对消费不足的危机。但是，德国工商业联合会坚持通货紧缩原则，并不主要是基于教条主义的考虑，更不是因为资产阶级中仍然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创伤经历。相反，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只有通过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全面的工资降低，削弱国家仲裁机制和工资协议体系。在外贸问题上，德国工业联合会放弃了通货紧缩的原则。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德国政府，通过大量的信贷担保，即人为创造信贷，来预先支付与苏联签署的货物交付协议，即所谓的俄国生意。


  布吕宁内阁低估了德国西部重工业界破坏魏玛共和国社会政治妥协的决心所带来的危险。他们的经济合作意愿受制于对工资协议法的相应干预。早在1930年4月，西北集团就首先证明了破坏工资协议的意图，试图强迫员工接受减少10%至15%的工资，以应对面临停产的贝克股份公司钢铁厂的危机。同时，西北集团将政府要求的降价与先前的工资削减挂钩。国家劳工部长施泰格瓦尔特决心在工资问题上向雇主妥协，但不同意破坏工资协议的不可或缺性。


  在西北钢铁工业的薪资协议冲突中，1930年6月6日的巴特恩豪森仲裁裁决和随后的强制执行声明都是在工会的抵制下做出的，规定了平均7.5%的工资下降幅度和废除了在鲁尔钢铁争端解决后达成的计件工作保障条款。与此同时，政府试图降低钢铁的价格，但降幅过低。该仲裁裁决必然对整个工业具有社会政策的信号影响，尽管此前通过限制加班和普遍缩短工作时间已经大大降低了实际工资。政府因此成为工业界广泛降薪的主要责任人。通过将价格和降薪相关联，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开放薪资协议制度的要求。


  甚至在1930年10月6日的紧急状态法令颁布之前，政府就面临着来自雇主和企业家协会的巨大压力，允许对现行的工资协议进行干预，并实施高达15%的普遍降薪。由于同时进行的9月选举，煤矿工业的工资协议冲突被延迟三个月，迫使国家政府在12月底做出公开宣言。在工资协议谈判前，为了作为对所预期的煤价下降的补偿，政府向煤矿协会保证了8%的降薪幅度，这与柏林金属工业的裁决相似。然而，政府很快意识到，这在鲁尔地区也只能冒着很高的罢工和动乱风险才能实施。然而，矿业协会没有等待德国劳工部长做出的仲裁努力，于1931年1月15日宣布大量解雇工人，以迫使工人接受非协议工资下降。


  虽然通过特别的紧急法令废除了协议方自愿参与仲裁程序的权利，并将工资水平的规定纳入整个内阁的权限，从而避免了公开的冲突，但是补救解决方案使内阁承担了集体谈判的全部责任，并只会加剧企业界要求废除工资协议和仲裁制度的压力——保罗·西尔弗贝格认为“所有社会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23尽管布吕宁主张工资协议应具备灵活性，并打算给予工业界援助，但很明显，如果满足西北集团和矿业协会的要求，将协议工资限制在保障生存的最低工资水平，必将导致劳工包括基督教工会的激进化，并将使宽容政策失去基础。


  随后不久，联合钢铁公司试图强迫鲁尔奥特—迈德里希冶铁厂的员工同意减薪20%以防止企业倒闭，这种行动说明了重工业企业家决心在必要时不惜打破不可动摇的原则。由于工人的抵制，迈德里希冶铁厂的政策失败了。尽管面临失业威胁，他们还是拒绝削减工资，因此，他们开始招聘失业的钢铁工人，最终确实面临了停产。必须在这一背景下看待1933年5月冶铁厂的重新开业。对于纳粹党来说，它是一次壮观的政治宣传胜利。


  毫无疑问，不顾一切决心实行“家主”立场的重工业实业家并不占德国工业联合会中的多数。保罗·西尔弗贝格和汉斯·冯·劳默尔都努力与工会达成谅解，但没有得到力图全面削减社会开支的重工业企业家的支持。他们努力让工会和雇主对所有即将出现的节流措施进行共同声明的努力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虽然很难说劳默尔想象的工会中央工作组会重新复苏。不过，工会原则上愿意与雇主方进行谈判。出于维护受威胁的协议工资权和国家仲裁以及出于失业保险原因的考虑，他们考虑接受相当大的让步。在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当中普遍存在这样的观念：对通货紧缩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他们反对企业协会的倾向，把危机的负担转移到工人和小型工业中间阶层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求价格和工资下降幅度相同，期望得到对全面经济因素进行考量的国家投资控制。


  1930年6月初，设法促成谈判双方合作的努力达到顶峰，但遭到了西北工业和雇主协会的强烈抵制，对于后者，恩斯特·冯·博尔西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时机对于雇主有利，因此没有理由迎合工会。西尔弗贝格的举措使他获得了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会议的认可，但最终因为收到鲁尔拉德（一个由保罗·罗伊施领导的重工业利益代表协调机构）代表的企业家团体的公开反对而失败。从1931年秋天开始，他们加强了对内阁的压力，要求终止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并以明显的独裁方式重组政府。


  鲁尔工业早在1931年7月3日朗南协会的一次集会上就已经公开反对布吕宁内阁了。在阿尔贝特·弗格勒——布吕宁对他施加了影响，正如他警告弗里茨·施普林戈鲁姆要防范政府垮台的后果一样——的斡旋之下，大会上通过的抗议决议有所缓和，并避免了对总理的人身攻击。24然而，即使抗议削弱了，最终要求的也是“停止纳贡”，取消政府中的政党代表，限制国家职责和国家退出薪资集体谈判，这也是对施泰格瓦尔特之前作为工会调解人作用的公开挑战。恩斯特·彭斯根表示，西部的工业界并不想要独裁统治，而是想要一种“经济和财政政策的领导权，以挽救德国经济，使其免于崩溃”。25


  重工业界的强硬态度，主要是由于钢铁工业的经济危机以及英镑贬值导致的煤炭销量的加速下降。早在1931年春天，已经有大量工业企业家对布吕宁缺乏行动表示不满，并对他与社会民主党的结盟感到失望。1931年9月29日，德国经济协会提出的声明最终表示支持“个人工资制定的原则”，为与政府的进一步合作扫清了障碍。26尽管施泰格瓦尔特对基督教工会有归属感，并在内阁中宣布他既不愿也不能将工人定为“不受法律保护”，但维护薪酬自主权和国家仲裁机制才是避免德国工会总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脱离容忍政策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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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与国家银行行长汉斯·路德交谈

  


  工业界的核心协会组织与布吕宁的通货紧缩政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裂痕，这在1930年12月3日颁布紧急法令之前就有目共睹，该法令在公务员工资、失业和社会保险以及公共住房支出等领域实现了全面节流。尽管如此，工业界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回避这样一个观点，即政府更迭会加速外国信贷撤出，并准备同布吕宁达成谅解。在他们的压力下，德国人民党宣布支持纳粹党加入政府，并在12月的最后通牒中要求在1931/1932年的年度预算中削减3亿马克，以及放弃召开国会，此举被认为是威胁总统内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尽管国家政府遭到重工业部门的反对，仍然可以获得德国工业联合会的信任，却遭受了农业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27布吕宁在外贸政策方面尽量考虑了农业反对派。他阻止了德国—波兰贸易协定生效，并在英国未批准《国际关税和平协定》后宣布德国的加入无效。同样，他支持废除最惠国条款，并主张扩大对农业加工产品的关税权限。粮食部长马丁·席勒进一步要求彻底调整贸易协定体系并对农业加工产品提高关税。此举将长期削弱德国对北欧国家和荷比卢国家的出口，因此受到德国工业联合会代表卡尔·杜伊斯贝格的反对。在布吕宁内阁下台后，这场争端转移到了农产品进口配额问题以及席勒提出的根据AVI协定补贴农产品出口的要求上。政府的退让无法遏制普鲁士东部省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下萨克森的农村选民极端的激进化趋势。


  在援助东部地区的问题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冲突情况。德国工业联合会曾提出利用暂停赔款后可支配的工业税收来支持农业。在腓特烈·克虏伯股份公司的代理董事会主席冯·维尔莫夫斯基男爵的领导下，滨海地区的重工业和国家土地联盟之间展开了交流。然而，席勒在没有工业界直接参与的情况下所计划的庞大的财政要求以及信贷和债务重组的援助举措遭到了工业界的抵制，他们支持席勒抵制普鲁士政府，但并不打算完全将东部援助计划交给农业利益集团，因此布吕宁也不敢把东部援助计划完全交给席勒，因为他出于财政上的考量希望普鲁士政府继续参与其中，而普鲁士政府拒绝与席勒合作，但接受了特雷维拉努斯作为东部援助专员。28


  虽然布吕宁对东部援助计划有着强烈的个人意愿，并意识到总统将推动全面的援助措施，但他仍然怀疑在不久的将来是否有可能彻底恢复东部的经济状况。虽然他与银行业和工业界一样担心政府主导的解决方案会导致资本主义市场原则受到侵蚀，但他同意席勒关于全面暂停东方农业信贷的呼吁。由于财政部长迪特里希坚持拒绝将工业税收的资金用于农业贷款，因此1939年7月26日的紧急法令为此目的提供的资金数额相对有限，并且与许多无法满足的条件强制挂钩。


  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国家土地联盟和农村人民党的压力下，内阁不得不于1931年2月提出一个“伟大的东方援助计划”，这个计划于3月底由国会通过。这是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胡根贝格计划的回应，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极端要求被社会民主党讽刺为“东德农业丧失资本的社会化”，工业界认为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国家政府提供了异常高的担保，但这个东方援助计划也是徒劳。29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危机导致的私人资本无法流通、普鲁士失去偿付能力以及过高的利率阻碍了大规模债务重组。此外，农业措施受到由农业协会控制的自治机构的阻碍。在许多情况下，为大规模农业提供的资金严重不足，且一些大农场主利用贷款来支付其昂贵的生活费用，使得公众对重组工作产生了许多怀疑。


  布吕宁通过向东部地区的慷慨援助来缓解国内政治形势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大型农业集团的需求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能承载的范围。他们要求的不是在审查重组能力方面进行个别执行保护，而是要求普遍免除还款要求、全面降息和增加农产品价格补贴。1931年深秋内阁改组后，布吕宁发现自己不得不考虑到农民施加的压力，再次扩大了对东部的援助，而该援助现已移交给担任国家专员的汉斯·施兰格—舍宁根。该措施包括第四号紧急法令规定的普遍降低利率，以保障经济和财政安全，以及从工业税收和额外的国家贷款中提供资金。


  于1931年11月20日生效的新的东部援助计划不排除使用强制措施来加速债务重组，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偿还债务的财产，唯一的选择就是将其划分为垦殖地。当时为了这个目的而创建的国家垦殖协会被施兰格—舍宁根投入内部殖民服务，因为遏制德国东部人口外流（在危机压力下的加剧）作为国家任务是对抗东部“荒漠化”的必要手段。即使其本人具有地主身份，施兰格—舍宁根仍然不愿遵循其同事们的路线；相反，他追求的是一个以盈利为导向的改造计划，其中包括将无力偿还债务的庄园用作安置地，这大大高估了行政部门迅速干预的可能性。多年的安置热潮极大程度上来源于专业理念以及为大量失业人员提供帮助的理念，但与实际可怜的安置数量形成了鲜明对比。施兰格—舍宁根的倡议带来的第五号紧急法令从未获得通过，甚至在公布前就遭到农业利益集团的抨击，他们毫不犹豫地向兴登堡指责布吕宁出卖了东部农业。30


  1931年秋末的东部援助计划丝毫没有削弱右翼政党坚决的反对声音，10月11日，它们成立了哈尔茨堡阵线，向内阁发出了正式宣战。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东部援助计划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农业保护主义与通货紧缩政策明显呈矛盾态势。除了粮食之外，降价措施几乎没有影响力，甚至面包价格暂时还上涨了一些，此现象受到施泰格瓦尔特的强烈批评，因为它使降薪政策失去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购买力下降，人为地支撑食品价格从长远来看并不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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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0月11日在巴特哈尔茨堡举行的“国民反对派”会议：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与奥托·施密特—汉诺威和其他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在前往集会的路上

  


  事实上，东部援助就是对大规模农业不合理的特权政策，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有害的。约有300万小型农场被排除在东部援助的补贴之外，200万中型农场当中仅有2%得以从中受益，而在约1.3万家大型农场中，仅有5.4%债务重组，81%的企业享受税收减免、执法保护和利率减免等优惠。这种对农作物生产的单方面关税保护措施导致消费者需要进口商品时额外需承担20亿马克的支出。这些基本上被挥霍掉的资金本可以向重要的就业措施提供资金扶持。


  在1930年秋末，布吕宁开始施行所宣布的全面改革方案时，后果还无法完全预测。尽管主要工业协会对内阁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持越来越多的怀疑态度，农业利益集团的批评也愈加尖锐，但布吕宁还是在1930年10月公布了保障经济和财政的第一号紧急法令，并在12月度过了紧急法令实施后的危机局面。尽管预算紧缩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税收减少，使财政和预算方面的困难愈发加剧，但他仍坚持这一计划。紧急法令的紧缩效应导致税收减少的程度远低于相关的预测。


  与此同时，国家财政部发现难以向银行融资，尤其是国家银行不得不不断承受更多的信贷减少，并有可能低于《国家银行法》规定并在杨格计划中划定的金本位线，因此对于帮助国家度过财务困难有所犹豫。这是因为1930年9月的选举结果严重动摇了许多外国债权人对共和国内部稳定性的信心，并引发了大量德国资本外流。短期海外信贷的立即取消导致国家银行外汇储备大幅减少，而将维护货币稳定视为主要任务的路德则通过提高贴现率来应对，从而进一步收紧了信贷。早在1931年初，内阁就认为，只能通过重新严格限制公共支出来支付预算。31


  同时，政府面临着来自各行各业协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要求单方面终止赔款支付。公务员协会、工会、市镇议会和主要工业协会的立场仅仅在抨击政府之“懒惰”的语气上有所不同，这些抨击来自胡根贝格、钢盔团、土地联盟以及农村人民党，以及尤其是激进的纳粹党。内阁达成了充分的共识，即停止支付赔款会被外国视为宣告破产，并引发严重的信用降级。此说法并非没有根据。除了与政府联系的国际银行专家外，英国驻德国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也明确警告不要申请暂停支付赔款——而根据杨格计划，暂停支付部分赔款是被允许的。正式向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申请也将导致对德国的偿付能力进行长时间的审查，同时又不会立即减轻负债。而且，这将与间接的管控措施相关联，布吕宁原则上也拒绝了这些会在“民族反对派”中激起轩然大波的措施。


  长期以来，布吕宁一直想将关于赔款问题的讨论推迟到1932年秋末，因为由于与协约国债务的联系，似乎只有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但是，1931年初，考虑到预算状况和经济衰退，他对国家银行总裁路德要求的“履约积极性”政策中期来看是否可行产生了疑虑。迪特里希和路德全力支持的策略是通过严格履行赔款义务以证明德国的可靠性，同时利用德国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增强的竞争力来施加压力，然而，由于政府无法暗中进行政策修订，因此在国内便更难实施这一策略了。


  布吕宁认为，他可以设法使取消赔款的建议从一个债权国的口中提出。从他的角度来看，只有这样才能将可能出现的信贷紧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然而1931年1月底，当外交部长库尔蒂乌斯向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表示法国应该“拉动杨格计划的阀门”时，布吕宁却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想避免由法国提出这一倡议。32他的外交政策得到了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冯·比洛无条件的支持，该政策更着眼于孤立主要的债权国法国，并将其置于英美的压力之下。1931年夏天，布吕宁为筹备伦敦会议对巴黎进行了外交访问，但他没有让汉斯·舍费尔这位主张对法国开放的政客加入，后者在几个月后辞去国务秘书一职，因为他认为布吕宁不得不采取的虚拟预算平衡政策是毫无前途的。33


  总理坚持要全面解决赔款问题。他不想过早地进行谈判，并且不想因寻求法国的信贷援助而承担政治条件。他反对纳粹党参加政府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担心希特勒愿意与法国在中间路线上达成一致，且此情况已初现端倪。出于同样的动机，布吕宁反对暂停偿付的方案。这样一来，赔款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就会在德国成功度过危机，至少拥有有限的偿付能力的时候进行。然而，这个设想并没有实现。当美国总统胡佛在1931年夏天主动宣布赔款延期一年支付时，德国政府为了维护其信誉，不得不积极支持这一举措，尽管这实际上打乱了他们的赔款策略。


  在赔款取消之前，为了保持其信誉，德国必须避免外交冲突。即使是一直在幕后操作的布吕宁，也不惜冒着严重损害与法国正式关系的风险，给库尔蒂乌斯大开绿灯，以重新激活德奥关税同盟计划，该计划曾由施特雷泽曼详加权衡，但直到1930年秋季才得以具体化。布吕宁并不指望法国在解除赔款、修订东部边界和军备平等的核心问题上对德国做出让步。他采取了在外交政策上的进攻性路线，这一路线于施特雷泽曼去世后在外交部门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在1930年6月伯恩哈德·冯·比洛被任命为外交国务秘书时也在人事方面有所体现。比洛是积极推行修正政策的拥趸，该政策旨在通过双边协议和强制裁军谈判的方式达到德国军事平等，从而破坏集体安全原则。


  布吕宁时期外交政策的转变，在德国外交界对1930年5月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向国际联盟提交关于组建欧洲联邦制联盟的备忘录一事的处理上表现得淋漓尽致。34施特雷泽曼尽管坚持民族强权的思想，却没有中断与巴黎的谈判。他的继任者则认为可以孤立法国，并在国际舞台上公开对抗法国。白里安的欧洲计划在德国外交部和内阁中遭到一致反对。他们不是认真考虑了这个计划，而是仅仅讨论了消极对待这一计划会对德国内政的糟糕局势产生何种有利影响，库尔蒂乌斯指出，这将给白里安的行动带来“一个顶级的葬礼”。35


  当然，白里安精心起草的备忘录也被意大利和英国拒绝了，这一计划无法直接付诸实践，他本也无意于此。该备忘录的基本考虑是：欧洲的持久和平及其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政治联邦化，但这只是一个长期追求的目标而已。与国际联盟同时进行的关于取消关税壁垒的磋商不同，白里安强调政治谅解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国务秘书冯·比洛还是外交部长库尔蒂乌斯都不愿意从任何角度来考虑这一十分具有前瞻性的计划，虽然该计划在法国可能也同样遭受争议。他们指责白里安只是想给德国“套上新的枷锁”。布吕宁向英国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也做过类似简明扼要的表示，要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放弃将修订过的东部边界强加给德国，尽管白里安通过一名中间人明确否认了这一点。36总理在内阁会议上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自然生存空间”，德国将无法存在，而库尔蒂乌斯补充说，该计划只是为了维护法国的霸权。37


  伯恩哈德·冯·比洛提出了通过德奥关税同盟来规避《圣日耳曼和约》中规定的禁止德奥合并的计划。38相关的条约草案由外交部的法律部门起草，避免在法律上与现行协议矛盾，特别是不与奥地利在1922年签署的《日内瓦议定书》相冲突。当时，为了回报国际联盟主要依靠法国资金进行的财政重组，奥地利共和国不得不承诺不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地危及其独立性的义务，也不通过向第三方提供特殊经济利益来达到这一点。由于条约草案未触及奥地利的主权，而且明确允许第三国加入的条款并不正式意味着对德国的任何特殊偏袒，冯·比洛可能希望通过坚定不移的态度来平息法国舆论的愤怒。


  缔结关税同盟计划的外部推动力来自奥地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翰·朔贝尔，他期望德国能够提供有效的经济支持，因为奥地利灾难性的经济形势迫在眉睫。同时，朔贝尔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加强大德意志人民党的地位，该党在国内政治中一直被排挤为次要角色，而现在也不得不同奥地利纳粹党进行竞争。朔贝尔并不担心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包括奥托·鲍尔和卡尔·伦纳，一直积极支持合并计划。相对而言，基督教社会党却与合并的思想渐行渐远，该党领袖伊格纳茨·塞佩尔于1922年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由于媒体的不谨慎，德国和奥地利政府被迫在3月17日提前宣布了计划，但这也符合柏林的利益。这样一来便能公开确认奥地利政府的外交路线。


  奥地利总理奥托·恩德通过关税同盟发起的外交政策转变旨在减少奥地利共和国对西方大国的外交依赖。这对维护议会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虽然1927年国内政治冲突加剧，司法部大楼火灾引发的自发民众起义演变为内战暴乱，但1929年的宪法妥协大大缓和了这种冲突。伊格纳茨·塞佩尔在1929年被推翻，与意大利法西斯有密切来往且日渐壮大的“卫国”运动使国内政治陷入僵局，这一情况使得外交部长朔贝尔能够避开议会，克服国内某些工业界的阻力，推进关税同盟计划。这也是奥地利方面迈向合并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在国内政治上向德国的总统制靠拢的一次尝试。


  从一开始，德国的外交政策就将关税同盟与国际联盟为消除欧洲关税壁垒的努力联系在一起。布吕宁称其为一个“实现中欧大规模的经济政策解决方案”的契机。39这一宣示的背后意图是通过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优惠协议来对德奥协议进行补充，并为在欧洲东南部开展广泛的贸易政策攻势奠定基础。类似的工作已经开展了若干年，其间主要得到了德国工业界派出的中欧经济理事会这样的计划小组的支持。然而在比洛的主导下，德国的外交政策决定通过一项东南欧贸易攻势来废除与法国密切相关的协约。这一路线得到了当时德国驻贝尔格莱德特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的支持，旨在通过积极的中欧政策将波兰在经济上进行包围和孤立，期望在一段时间内使其对边界修订达成妥协。


  虽然库尔蒂乌斯在1931年3月中旬访问维也纳时与朔贝尔商定的关税同盟计划的含义在巴黎和伦敦还尚未被人知悉，但德国的行动却使得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蒙羞。不久之后，白里安在法国总统选举中败给了民族主义态度强烈的保罗·杜梅。几周前白里安还在柏林为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墓地献花，而白里安的离开标志着一段外交时期的结束，在这段时期中，人们对前世界大战敌人之间能够互相取得谅解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德国在关税同盟问题上的单边行动并未得到外交部官员的支持，这种行动与战前的类似策略以及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提出的“迅速占领”阿加迪尔地区异曲同工。冯·比洛是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的学生，同其老师一样幻想在外交同僚面前施展障眼法。


  

尤利乌斯·库尔蒂乌斯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能够毫发无损地应对法国的抗议，因为英国政府非常支持德国和奥地利的密切合作。然而，他采取的外交行动却失去了英国的同情。伦敦曾警告要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并与英国内阁协商，但却遭到其无视。现在看来，认为可以用外交手段击败法国是错误的，特别是因为德国政坛已经倾其所能来抗衡和削弱白里安的势力。尽管库尔蒂乌斯再三呼吁要坚守原则，并提醒伙伴要遵守“尼伯龙人的忠诚”，但维也纳仍未能抵抗法国迅速施加的外交压力。奥地利外交部否认国际联盟有任何权限，但副总理朔贝尔不得不勉强同意把决定权交给海牙国际法院，以判断德奥联盟是否符合《日内瓦议定书》的规定。


  1931年9月5日，海牙国际法院应国际联盟的请求，以微弱多数做出相反的裁决，德奥关税同盟在政治上已经成为过去式。奥地利经济的不稳定性根本不允许其外交政策有所变动。然而奥地利信贷银行的崩溃及其重要的私人银行相继倒闭，其实与关税同盟的失败并没有直接联系，这家银行与罗斯柴尔德银行有密切联系，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这主要是因为信贷银行由于接管了濒临破产的博登信贷银行而损失了几乎全部的资本，并且因为无法收回贷款以及证券价格下跌，所以缺乏充足的流动资金。由于信贷银行直接和间接地控制着超过奥地利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其破产引发了银行系统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外国债权人随之立即撤回了他们的贷款。此时，法国利用这场危机迫使奥地利政府放弃关税同盟，奥地利政府也因此倒台。


  尽管德国政府试图采取行动支持奥地利，但是英格兰银行提供给信贷银行一笔1.5亿先令的贷款，以弥补奥地利银行体系崩溃造成的国际影响。这一行动遏止了法国将向奥地利提供的财政援助与政治条件挂钩的意图。维也纳方面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以避免在柏林面前彻底失去面子。在此过程中，法国银行通过出售其资产对英镑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这为英国货币在1931年9月贬值埋下了导火索。当时法国的财政状况还相对稳固，这与鲁尔危机后法国法郎的过度贬值有很大关系。与此相比，德国的财力显得过于虚弱，从而无法对奥地利施以有效援助。


  实现德奥关税同盟肯定不会缓解国家陷入的困境。然而，德国外交政策之所以采取这一积极行动，是因为在右翼党派强烈反对支付赔款的意见面前，至少可以展示出政策修订方面的成果。德国的行动也有可能激化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潜在矛盾，这一点对布吕宁政府并非是不受欢迎的。德国意图的失败给库尔蒂乌斯造成了严重的声誉损失，右翼还指责他在与波兰的谈判中表现得过于妥协。国际联盟在德国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上投票支持了德国，暂时避免了库尔蒂乌斯的辞职，但布吕宁显然不想为他的外交部长做靠山。


  由于关税同盟而升级的奥地利信贷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影响很快就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因为在奥地利信贷银行的流动性危机曝光后，外国信贷资本在奥地利被迅速撤回，这一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蔓延到德国，与此同时，德国卡尔施塔特百货公司陷入财务困境，诺德施特恩保险公司在5月底承认出现巨额亏损。40同时期开始的德国银行业危机与布吕宁的决策密切相关，他通过公开发表关于赔款问题的声明，来确保已出台的国内救助措施得以实施。尽管他一向不太重视公众舆论，但现在也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如果不在赔款问题上采取“决定性措施”，就不能指望德国人民做出进一步的财政牺牲。41然而，由于关税同盟危机，在英国政府的坚持下，原定于1931年5月对英国首相乡间别墅的访问不得不推迟到6月。


  布吕宁担心，保护经济和金融的第三号紧急法令（该法令是秘密制定的，最终于1931年6月5日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颁布）将引发强烈抗议，这并非全无道理。为了减轻各种协会的压力，布吕宁对紧急法令前期工作的消息进行了封锁。然而，有些细节还是泄露了出来，并且由于准备工作不够慎重，公众对削减开支措施的批评愈加猛烈。《柏林日报》将公众对紧急法令的反应描述为“普遍的恐慌”。削减公务员薪资和社会福利开支、提高营业税收、扩大危机税的范围、削减对邦和市镇的拨款以及废除工资税抵免，不仅影响到单个社会群体，而且——除了通过危机税进一步减轻负担的私人高收入者之外——也影响到整个国家。因此，将紧急法令与向大国发出呼吁结合起来似乎是合理的，呼吁指出，德国的经济状况到了“必须卸下不可承受的赔款负担”的时刻。42


  6月6日，布吕宁发表了所谓的“纳贡呼吁”，其中提到：“我们能够强加给人民的东西已经到了极限。”43布吕宁犯了一个致命的误判，他认为他可以在外交政策上暂时搁置赔款问题，同时还能在国内宣称，修订政策已经开始实施。呼吁公众做出牺牲，而对牺牲的意义只字不谈——这在社会心理学上也是荒谬的。布吕宁坚信，只有在财政实力雄厚的情况下才可能就赔款问题进行谈判，但这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很难理解，因为面对普遍的困境，公众认为立即停止赔款才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布吕宁不应该忽略的是，国际社会会从“纳贡呼吁”中得出结论，德国很快就不再有能力履行其赔款义务了，也就是说，德国将完全无法支付赔款。


  促使外国债权人立即取消在德国的短期贷款的，与其说是德国金融体系出现的裂痕，不如说是“纳贡呼吁”所传达的德国不再偿付赔款的意愿终结，他们由此失去了对德国能履行金融义务的信心。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放弃了留在德国的大部分资本，从而为德国的危机提供了资金援助。从德国金融体系中逃离，虽然此前已有端倪，但现在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国家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汇流失，所以只能通过向英格兰银行申请短期再贴现信贷来填补资金漏洞，以避免最低资本覆盖率低于杨格计划规定的40%。


  德国资本市场即将崩盘的风险证实了那些担忧过多依赖短期外债会对德国构成致命威胁的人是有道理的。然而，撤资与德国银行体系的结构性弱点碰巧又同时出现。与战前相比，信贷机构的固定资本额非常低。此外，它们的现金流也大大缩水了。只要撤回的短期外债可以被新的短期贷款取而代之，短期外债占比很高这一情况就不会太糟。1930年9月的选举对此意义重大。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的新的贷款资金流入都大大减少了。与此同时，银行面临的困难是，大多数债务人无法偿还银行所发放的有时限的贷款。由于商品和股票价格下跌，银行也失去了足够的对冲能力，因此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将自己的股票纳入投资组合中。这些股票在发生流动性危机时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外国证券价格的下跌也带来了重大损失，这迫使大型银行进行大规模减记。


  清算所和储蓄银行在持续的紧缩政策下本已受到影响，而银行危机又使它们遭受了重创。尽管作为市政融资机构的储蓄银行在与银行的竞争中愈发显得重要，但它们作为市镇主要的贷款提供者因为社会救济支出激增也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影响，从而导致它们通常无法在短时间内偿还贷款。这反映了魏玛金融政策的基本缺陷。当然，在形势稳定的情况下，市镇当局可能会过度短期借债进行长期投资。但是，它们承担了自战前以来持续存在的社会结构转型以及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基础设施发展所造成的主要负担。在危机之下，市镇的社会任务不断增加。它们直面大规模贫困，同时社会预算的削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它们的财务状况，取消公共住房补贴也使它们的主要活动领域之一陷入停滞。


  当时对市政财政政策的普遍批评忽视了一点，即市政领域的成就是魏玛共和国长期功绩的一部分。正是那些由合并其他地区扩张而来的大型城市通过社会和教育举措、交通和住房政策以及社区经济业务的发展，塑造了魏玛社会以高度创新精神为特点的社会文化氛围，而这种发展又被企业界称为“冷社会化”而加以反对。尽管1928年开始尝试通过创建市民联盟在政治上隔离左翼政党，但在地方自治层面上，对议会合作的倾向仍十分明显，这与国会的糟糕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市政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不足，导致市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这必然严重损害公共财政政策的公信力。然而，这只是1931年6月初开始的信贷危机的一个次要方面。针对6月5日紧急法令的反对声音加剧了这场危机，而这些抗议也危及了内阁本身。只有通过威胁解散普鲁士联盟，布吕宁才成功地让社会民主党保持缄默，迫使其放弃召开预算委员会，而德国人民党则再次被有影响力的工业家和总统的干预所迫从而保持克制。内阁危机对德国在国外的信贷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间接稳固了总统制政府的地位。然而，由此带来的平静已经无法阻止德国资本市场的崩溃。


  1931年6月17日，北德毛纺公司在不来梅的破产引发了一个灾难性的信贷雪崩效应。这家公司的破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轻率的投机交易引起的，它的主要债权人达姆施塔特与国民银行也因此受到影响。然而，直到几天后，达姆施塔特与国民银行的流动性不足以及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卡尔施塔特濒临倒闭的情况才被公之于众。北德毛纺公司的破产已经导致国家银行撤销贷款的快速蔓延。在此之前，国家银行其实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现在又陷入了一个困境，无法再保证法定的最低准备金覆盖率。


  为了阻止资本流出，国家银行开始限制私人银行的贷款再融资，并限制信贷规模，尽管这必然会导致经济进一步崩溃和失业率的增加。如果不愿意承担货币和赔款政策导致纸币流通不足的风险，则没有其他解决方案，而路德会坚决反对采取这种措施。国家银行总裁申请从英格兰银行获得贴现信贷的努力因蒙塔古·诺曼的反对而失败，后者只是间接地指出了英镑走弱的迹象。由于相关政治条件所限，德国政府也不愿接受本可以获得的法国贷款，而英国方面也曾建议接受该笔款项。


  德国在财政上的节节败退主要归因于布吕宁在赔款问题上的的仓促步骤。路德担心货币安全，也曾对此提出抗议，但徒劳无功。1931年6月初，布吕宁在访问英国的时候认识到，“纳贡呼吁”在美国金融界引起了灾难性的心理反应。他们对向德国政府提供更多贷款的意愿已经降到最低点。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在赔款问题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布吕宁公开告知称德国最迟在1931年11月将无法再支付赔款，朝野上下对这一公告也只能集体保持沉默。


  尽管众人带着一丝茫然无助离开了英国，并对布吕宁的乐观报道感到怀疑，但国外债权人对德国大银行的冲击仍在持续。当美国总统胡佛采取行动，提议为国际政治债务设立一个“庆祝年”时，虽然布吕宁抱有极大的疑虑，但还是抓住了这根意外的救命稻草。然而，美国总统的消息并没有直接减轻财政压力，因为资本外流在短暂的平静期之后自7月初以来又不断增加。这一情况也是由法国政府的抵制引起的，因为法国作为最大的赔款债权人认为自己在暂停偿付期间利益受损，直到7月7日才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做出让步。


  路德最初秘密进行的谈判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无疑是一场败仗，谈判原本目的是获得一笔1亿美元的再贴现贷款，这笔贷款原本计划由美国、法国和英国的中央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共同提供。由于再贴现贷款额度严重不足，并且马克的票面价值已经低于法定最低限度，因此贷款要求与停止偿付同时发生，必然给人留下德国已经无法偿还其债务的印象。德国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德国境内的外国资本被冻结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国内外债权人对德国主要银行的冲击，可能导致德国信贷体系的全面崩溃。就在国家政府商讨北德毛纺公司的重组方案，同时国家银行力图在银行代表的反对声中组建大银行担保联盟以更轻松地抵御债权人的压力之际，达姆施塔特与国民银行（作为按股本计算的第四大德国信贷机构）被爆出已经没有任何流动资金，不得不停止支付交易。与此同时，作为公共信贷机构为莱茵兰储蓄银行提供支付手段的莱茵省地方银行也宣布破产。为解决危机，国家银行、国家政府和银行代表之间展开紧张谈判，其间突然传出德国第二大信贷机构德累斯顿银行也宣告破产的消息。


  尽管国家政府公开承诺“对所有存款进行担保”，但1931年7月13日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的歇业导致许多国内债权人蜂拥提款。内阁曾考虑通过发行紧急纸币来暂时应对危机，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尽管内阁已立即采取措施通过提供公共资金来恢复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但仍不得不宣布7月14日和15日为银行假日，目的是夜以继日地制定一项保护信贷体系的紧急法规。在成立了一家承兑和担保银行后，先前被银行拒绝的连带责任计划通过紧急法令得以实施，同时针对信贷系统的监管也得以加强。因此，国家对私人信贷部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成为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的大股东。直到1933年，银行系统才重新私有化。信贷限制的主要受害者是市政当局。储蓄银行和清算所被要求极为谨慎地向市政机构提供贷款。


  通过加强干预，政府勉强克服了银行业危机，但这并没有提升政府的声望。布吕宁没有积极参与保护信贷业的紧急法令，而该法令在总统签署前的最后一刻进行了修改，这给人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布吕宁仅仅指出了在信贷危机中更换政府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这才说服了德国人民党按兵不动，但这是以广泛承诺为代价的，这些承诺包括取消担保承诺和使劳资协议更具灵活性，以及将政府向右改组。此外，对于主要工业协会来说，诉诸国家指导也是令人愤怒的，尽管西尔弗贝格仍然避免与内阁公开决裂。


  这场信贷危机规模如此之大，至少应归咎于国家政府和国家银行的失败，因为它们的行动始终与目标冲突，从而使危机蔓延到货币领域。布吕宁僵化地坚持优先考虑赔款问题，所以无法对国内危机采取应对措施，而路德起初的动机是维护货币稳定，所以两位政治家都认为无法有序地从金本位和最低准备金原则中全身而退。路德担心货币发行量增大，因此采取了限制性的信贷政策，最终导致银行体系本身失去了功能，而且破产和企业倒闭的数量激增，从而使得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贴现率上调至17%加剧了这种效应。


  此外路德相信，银行代表们想要用沙赫特来代替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最终贷款减少的趋势会自行消失。他被国外批评不作为，也是因为他不想给赔款债权人提供干预的理由，因为这将导致政策转向外汇管制经济。然而，国际银行并不愿意通过贷款帮助德国，除非德国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资本外流，正如蒙塔古·诺曼正确指出的那样，资本外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投资者造成的。因此，路德无法回避他最初拒绝的外汇管制。然而，国家政府颁布的紧急法令使得打击资本和逃税行为的行动过于严苛；它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对不申报和非法输出外汇的行为处以监禁。纳粹政权随后利用这一工具阻挠犹太人资本的转移。实际上，德国通过外汇管制、降低国家银行的最低准备金以及胡佛对偿付赔款的叫停，使其国内僵化的通货紧缩政策得以松动。


  德国的信贷危机也是由于布吕宁试图避免与法国谈判造成的，尽管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意识到他们在金融政策方面不如巴黎，因此意图推动法德直接接触。虽然蒙塔古·诺曼也曾做出相关暗示，但德国方面置若罔闻。布吕宁和库尔蒂乌斯在前往英国之前与法国政府进行的谈判取得了预期的负面结果。尽管国家总理不愿意屈服于法国的政治要求来换取全面贷款，这些要求包括放弃对杨格计划的修订、正式放弃德奥关税同盟和停止装甲巡洋舰的建造计划，但他可以有理由认为，没有一个德国政府能够部分满足法国的要求。现在，德国的政策背叛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法国温和派，这一态势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如果有一项政策旨在坚定地消除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不信任和民族主义浪潮，并达成真诚的经济合作，那么它是否能够限制世界经济危机对中欧的影响？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有最终答案的。44布吕宁认为，他的法国邻居故意系统地破坏德国的权力地位。布吕宁对法国的偏见将对经济决策合理性产生何种影响，这在盖尔森贝格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也与他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减少国家配额的原则不相容。1932年3月，布吕宁和迪特里希在弗里德里希·弗利克的催促下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弗利克的盖尔森贝格公司股份。这笔交易于5月份完成，但直到总理下台后才为人所知，其作用与其说是为了重振濒临破产的联合钢铁公司（盖尔森贝格持有其相当大的股份），不如说是为了振兴失败的弗利克集团。布吕宁反常的行动——只告知钢铁协会监事会主席并要求他严格保密——显然是为了防止盖尔森贝格的部分股份落入法国手中，因为这涉及秘密进行的军备重整。45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布吕宁是多么严格地坚持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甚至在经济政策方面也是如此。


  1931年初夏，各方很快就发现，所有希望孤立法国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由于英美两国拒绝单独行动，赔款问题无法在1931年7月底的伦敦会议上得到解决。相反，在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的帮助下，外国债权人和德国之间就各自的协议展开谈判，德国必须承诺维持外汇管理。然而，目前还没有人愿意给予德国急需的国际贷款。在赔款问题上，布吕宁唯一的成就便是通过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德国的财政实力。威金斯委员会承担了这项任务，并于8月中旬提交了一份经英国金融专家沃尔特·莱顿勋爵修订的关于德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由于持续的短期外债，德国只能偿付其赔款的一小部分，而1924年至1930年支付的赔款完全是由外国贷款资助的。尽管这对业内人士来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德国为最终取消赔款所做的努力中，官方在确定这一事实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莱顿的报告其实没有解决如何弥补德国巨额资本损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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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7月，德国和法国代表团参加伦敦会议。左起：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菲利普·贝特洛、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海曼斯、德国外交部长尤利乌斯·库尔蒂乌斯、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及其秘书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

  


  和6月6日的“纳贡呼吁”带动的期望相比，伦敦谈判的结果令人失望。正式的宽限期其实和明确承认德国丧失支付能力并无二至，而这一结果将彻底摧毁德国的信用。然而，国际债权人达成的暂停偿付协议以及伦敦规定的外汇管理等因素相结合后，自1929年以来威胁德国政策的信贷削减手段其实已被瓦解，尽管德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也需偶尔提前偿还短期贷款。布吕宁对新形势的评论是，现在“法国已不再可能施加永久的威胁和勒索”。46


  德国的偿款无力的情况持续存在，暂停协议也被多次延长。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没有恢复自由资本流动，因此伦敦协议的结果是，海外资本承担了德国大部分的坏账。然而，在1931年夏季，这一情况还未显露出来。然而，有迹象表明，各国可能会在减少每年偿付金额的基础上就赔偿问题做出让步，甚至可能允许一次性支付最后一笔款项。另一方面，布吕宁则坚持完全停止赔款。他预计此事要等到1932年夏季才可能实现，因为他意识到计划于1932年初在巴塞尔召开的专家会议只会部分满足德国的要求。他并不认为在胡佛的暂停赔款政策延长方面存在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案，因为它遭到了美国金融界的反对。他希望将期限的延长限制在半年或一年，以避免产生到期与德国经济危机结束同时发生的尴尬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总理要求内阁成员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让协约国认为德国仍有财政回旋余地的印象的措施。几个月前，他曾强调，不能公开承认由于国内政治原因而被迫采取“紧急赔款协议”的决定。47如果传出预算赤字的消息，那么外交政策就无法推进了。尽管国内阻力不断增加，他还是坚持要推行紧缩政策至1932年夏天。在任何情况下，德国都不能让其财政崩溃外显，因为这样会使其无力抵御协约国的要求。然而，自从实行外汇管制和暂停支付赔款以来，一贯执行的紧缩政策已经没有了意义。布吕宁决定采纳莱顿报告，向国际清算银行求助以实现杨格计划所规定的方案，这无疑间接承认了此前的策略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仍认为内阁要存在下去，就必须坚持他提出的赔款政策综合解决方案。


  鉴于此前被认为不可想象的经济萎缩也影响了健康的企业，使得其投资活动陷入停滞，通货紧缩的信条逐渐失去了说服力，尽管内阁和社会民主党人对通货膨胀产生了恐惧。就连布吕宁本人也越来越不确定通货紧缩政策是否仍然适用。他告诉国务秘书舍费尔，通货紧缩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变成通货膨胀。48事实确实如此，这是因为随着生产的进一步下降，固定成本只能通过借贷来弥补。连国家银行总裁路德也开始动摇，他开始考虑按照公众中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来扩张内部信贷可能就是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问题的正确方法。然而，他无法利用这一迟来的洞察力来说服他的下属。英镑贬值以后，尽管许多国家都要求马克贬值，但工业界这一强烈的要求遭到了国家政府和国家银行的明确反对。他们决定通过有计划地降低工资和物价来弥补英镑的贬值，并打出了“适应国家困境”这一并不受欢迎的口号。


  自1931年夏末以来，国家内阁为了实现平衡预算而采用临时救济制度，这一政策最终导致整个价格和工资结构的降低，包括利率水平、社会福利和行政开支的减少。通过紧急法令实现降低利率和贴现率的问题，与路德的理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后者在企业协会的压力下，反对指导性的经济政策。在累积的紧缩措施中，有一项建议是用一项普遍的失业福利计划取代失业保险。然而，公共开支由于外国贷款的流失而被迫减少，使得政治上的阻力不断增加。无论是在农业补贴还是国防预算领域，削减开支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方面舍费尔提出了这样的表述：“就预算而言，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中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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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沙勒的小说《弥天大谎》讲述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社会困境。图为维尔纳·埃格特为1931年在柏林出版的第一版小说设计的封面（私人收藏）

  


  1931年8月24日迪特拉姆泽尔紧急法令颁布后，强制实施的开支削减达到了高峰。然而，在10月6日和12月8日又后续出台了另外两项重大的紧急法令。该法令对除了农业以外的所有领域实行削减措施，特别是涉及公共服务中的工资和薪水部分。最终，刨除已扣除的附加福利后，这些削减措施对公共服务中的工资和薪水的影响超过了20%，因此施泰格瓦尔特1927年提出撤销薪酬修正案的计划实际上已经预先得以实施了。这一系列配套措施涉及降低养老金和退休津贴、战争伤残和伤残津贴、儿童津贴和住房津贴以及旅行补贴，同时也波及“双重收入者”以及已婚妇女。尽管最亲密的合作者警告他不要这样做，但布吕宁仍然坚持实行财政上容易操作的渐进式薪资削减政策。然而，他在1931年6月不得不通过引入危机工资税来将私人雇员和自营职业者纳入征收范围，这一举措基本上抵消了价格下降而产生的一些经济回暖。


  公共部门的薪资削减引发了相关协会的强烈抗议，他们援引宪法中对公务员薪资的保障条款，并在总统府的背书下得到了支持。总统府警告称，进一步使用第48条对养老金进行削减将是对公务员“已获得权利”的侵犯。50事实上，推迟退休年龄将一次性的紧急牺牲变成了永久性的工资损失。尽管在卡尔·施米特的帮助下，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了最高法院新出现的抵制情绪，但对进一步薪资削减的抵制态度正在加强，反对对特定官员群体，包括国家防卫军、警察和最高法院法官等进行薪资削减。


  由于迪特拉姆泽尔法令的出台，布吕宁冒险进行了制度干预，他原本打算将此干预政策推迟到赔款结束之时。这一政策包括授权地方政府在规章制度中绕过议会和地方代表机构进行减薪和其他节约措施。这项规定基于糟糕的财政状况所制定，加强了地方层面上的威权主义元素，与对各邦的国家补贴大幅削减有关。同时，由于各邦和市镇几乎无法获得新的贷款，各地普遍涌现出了节俭心理，这进一步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节约措施尤其表现在人力密集型的教育领域中，波及成人教育、公共图书馆、公立学校以及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失业的大学讲师和毕业生深陷困境，而德国科学应急协会（德国科学基金会前身）也未能对这一群体施以有效援助。取消荣誉学位在财政上见效甚微，同时也让数量相对较少的高校教师感到失望，他们与共和国保持着距离，但是忠心耿耿。


  与此同时，布吕宁决心利用日益恶化的国家财政危机作为他拟议的全国改革的筹码。因此，他暂时拒绝了一些小邦提出的建立行政共同体的建议。他认为，各邦议会不可能同意强加给它们的紧缩措施，并相信可以克服北德各邦内阁对取消议会制的抵制。此外，他计划等待普鲁士的财政危机爆发，然后一举实现普鲁士的解散和普鲁士议会的废除。在这件事上他得到了路德的支持，后者将财政整顿视为实现普鲁士同步化的先决条件。出于同样的原因，布吕宁对普鲁士财政部长赫尔曼·赫普克尔—阿朔夫和他的继任者奥托·克莱珀的短期节约政策持怀疑态度。他指责克莱珀通过推行屠宰税在1932年4月的普鲁士议会选举前激怒了选民，说这一举措毫无必要。51






  此外，布吕宁和路德还敦促政府加快行政简化。然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超出合并个别地区法院辖区和机构的范围。开支紧缩政策主要限于推迟填补空缺职位和减少实际管理开支。通过不断加强紧缩政策，公共支出得以大幅削减，而危机援助和社会福利支出则不断增加。然而，相对于1929/1930年度，在1932/1933年度的预算中，国家、各邦和地方政府的实际支出仅减少了1.736亿马克，其中1.474亿马克是由于取消赔款而来，因此实际节约效果仅为2.62亿马克。由此带来的政治代价在通货紧缩的预算政策下则无法得到弥补。52


  由于严格的紧缩政策，布吕宁的行动空间已经大大缩小。在工业界，人们在1931年秋天开始考虑用前总理威廉·库诺来取代他。同时，总统催促完成向右派政府的扩展，其间上将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不断对总统施加影响。不过，布吕宁再次成功打消了总统在政策上对他的顾虑，尤其是在与军方领导层商议之后，提出了重新选举国家元首兴登堡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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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2月，钢盔团号召就解散普鲁士议会举行全民公决

  


  布吕宁希望在1932年4月召开的国际债务会议上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国内政治声望，推动宪法重修，或许朝着君主立宪制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可以孤立政治上患“发热病”的纳粹党，尤其是此前与中央党在黑森的联合谈判失败后，他对该党的合作能力产生了负面评价。然而，最初的目标是通过总统兴登堡竞选连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回顾该段历史时布吕宁解释说：“我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我可以合法地谋求在夏季恢复君主制。”53然而，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保守派伙伴眼中，在最终解决赔款问题上，他已经变得多余，他只是民族主义右翼计划建立的政府的眼中钉。




    
    
    
  第十一章　通往总统独裁的道路


  1931年夏，银行业危机和英镑贬值引发的严重国内政治压力对布吕宁内阁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与其说是内阁内部的合作问题，不如说是总理与总统的关系问题，他发现总统越来越受周围人的影响，越来越不愿意认同总理的观点。在巴特哈尔茨堡集会之前，民族主义右翼组织反对了布吕宁的请愿运动，在这次集会期间，总统收到大量信件要求推翻布吕宁。然而，这些活动并不像来自爱国团体代表和兴登堡所尊敬的其他权威人士的抱怨那样有效。总统身边的阴谋让布吕宁越来越担心，这也是他日益孤立的表现。


  要求布吕宁在政治上向右转的兴登堡对布吕宁“与国会多数议员决裂迟早会导致公开宪政冲突”的论点没有表现出多少同情。与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将军等未经任命的顾问不同，布吕宁意识到胡根贝格或希特勒都不可能支持他在内阁中的领导地位。1931年10月7日，总统勉强被说服，强迫布吕宁递交内阁辞呈，以厘清政治问题，重组右翼政府。


  除了外交部长尤利乌斯·库尔蒂乌斯递交了期待已久的辞呈外，总统还要求约瑟夫·维尔特和特奥多尔·冯·盖拉尔退出，后者因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而遭到信任危机，因此中央党除布吕宁外，只有劳工部长亚当·施泰格瓦尔特还在主持工作。布吕宁决定自己接管外交部，此前曾讨论过由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担任外交部长。对于内政部，他倾向于选择奥托·盖斯勒，尽管这被社会民主党视为一种侮辱。盖斯勒进入内阁时，提出了一项违反宪法的改革计划，但当时兴登堡反对了这个计划。最后，布吕宁接受了由冯·施莱歇尔提出的建议，让威廉·格勒纳兼任内政部长。这表明，总统及其顾问，尤其是冯·施莱歇尔，只是将内阁视为一个过渡阶段，并期望在洛桑会议之后进行政府重组。


  布吕宁试图将备受尊敬的大工业家引入内阁，以期暂时安抚他们，但这一尝试彻底失败了。最初，保罗·西尔弗贝格由于担心“激增的反犹主义”而犹豫不决，布吕宁向他提供了运输部长的职位，但他以没有得到西部工业界大多数人的信任为由拒绝了。1阿尔贝特·弗格勒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紧密联系使得他与布吕宁的合作搁浅，后者干脆拒绝了这一合作提议。最终，最近曾为法本公司工作的赫尔曼·瓦姆博尔德被选为经济部长。然而，他缺乏大型工商业协会的必要支持，这些协会在1931年9月底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向内阁公开宣战。2此外，新任的经济部长支持恩斯特·瓦格曼信贷创造计划的意图被揭露后，国家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对此感到震惊。同样地，通过任命汉斯·施兰格—舍宁根为东部定居点的国家专员用以平衡内阁中由农业部长马丁·席勒代表的大农庄利益的这一举措，也被证明是失败的。


  此外，布吕宁不得不遵循前总理威廉·库诺向总统提出的建议，召集一个国家经济委员会。他的设想是将它作为总统的一种类似于皇家顾问会的机构，其中应有来自经济界的十五名代表，主要是来自莱茵—威斯特法伦地区的重工业，以及新兴产业、银行和农业的代表。普遍存在的反议会情绪的特点是，有人建议总理同时设立“最高经济管理机构”。这表明了政界要求在经济政策方面增加专业知识和强调权威主义的努力，同时也要求绕过国会而由总统做出经济决策。布吕宁费了一些力气用更公平的方式对这个宪法上有争议的机构进行填补，但这也导致了国家土地联盟和农村人民党在未来为期三周的经济计划谈判尚未结束时便抗议退出。除了农业利益组织的明显阻挠，还有西部重工业的压力，在最后通牒中，他们要求内阁放弃之前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考虑。


  对于布吕宁第二届内阁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闪亮的开局；本届政府与前一个内阁相比，与其说是更加倾向右翼，不如说是放弃了议员的作用。这给外部的印象是，政府具有广泛的连续性。然而，兴登堡对内阁的组成有直接影响，并毅然打算对政治方向拍板，而不考虑国会中多数席位的意见，这一事实表明，权力的转向明显开始有利于国家总统。


  鉴于利益相关方的攻击，改组后的内阁之所以能存活下来，首先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胡根贝格的顽固态度使得组建民族主义右翼政府的所有先决条件都暂时缺乏。相反，在赔款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保持现状似乎更为适宜，就像施莱歇尔形容的那样，“不要更换马匹”。这同时也是温和右翼的观点。因此《行动报》把布吕宁称为“或许是新势力的一道屏风”。布吕宁于10月中旬在国会中只勉强获得了一个宽容多数之后，魏斯塔普伯爵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只有在债权人协议和赔款修订之后以及在更好的条件开始之后，才会尝试由民族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右翼政府——不幸的是，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领导层几乎没有被考虑在内。”因此，布吕宁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3


  随着内阁改组，总理已完全依赖于总统。在一揽子紧急法令颁布后，国会的角色沦为与来自左右两派的不信任动议唱反调，甚至连启动内阁背后的议会力量的初步尝试都没有。公众也习惯于将内阁视为总统的工具，独立于议会多数派之外。总理希望通过在赔款问题上取得突破来实现国内政治的转机，但他忽视了自己可能成为利益集团的牺牲品，这些利益集团会绕过相关的国家部门，直接影响总统。他认为，他基本上可以将正在发生的权力右转视为一场令人讨厌的阴谋博弈。他在这方面所面临的逆境坚定了他坚持下去的决心，即使这意味着要接受暂时的孤立。因此，他不必要地切断了与内阁同事的联系，只与中央党议会党团的个别成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约瑟夫·约斯和约翰内斯·贝尔，他们的无条件忠诚从未受到过质疑。他坐火车经常选择有窗帘遮挡的车厢，以免被公众认出。对于批评者，他会给出一种教条主义的反应。


  布吕宁蔑视“泛德—胡根贝格集团的全面攻击”，并且嘲讽了由胡根贝格召集的国民阵线，最初他似乎是正确的。41931年10月11日，民族主义反对派在不伦瑞克的巴特哈尔茨堡举行的“军演”变成了一次不团结的示威。知名人物，尤其是霍亨索伦的王子艾特尔·弗里德里希和奥古斯特·威廉，以及几位前皇家将领包括吕特维茨将军和前陆军指挥部冯·塞克特上将的出席，再加上普鲁士贵族成员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经济党、泛德联盟、钢盔团和祖国联合会的领导机构，最后还有纳粹党的出现，确保了这次活动收获了相当大的公众影响力。卡尔克罗伊特伯爵领导的国家土地联盟的领导层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然而，大多数受邀的工商业界领袖都以各种理由缺席了。除了来自矿业协会的卡尔·布兰迪之外，大型企业只有总经理一级的人物出席。会议的外部布置由奥托·施密特—汉诺威和赫伯特·冯·博泽负责，后者是弗朗茨·冯·巴本的一名手下。他们试图将最初被设计为国家反对派领导人内部会议的这次集会变成几乎代表所有相关的资产阶级力量的会议。然而，这几乎没有取得成功。


  大型工业企业家的缺席有多个原因。他们对于胡根贝格的政治倾向普遍持批评态度，但也并不为布吕宁辩护。此外，布吕宁威胁说，如果依赖国家善意的大企业支持在巴特哈尔茨堡举行的反对其内阁继续存在的集会，他将采取反制措施。甚至西部的重工业界也回避公开对抗。然而，亚尔马·沙赫特并没有这样做；他利用在巴特哈尔茨堡集会发表了事先未宣布的演讲，这使政要们的会面达到了一个高潮，因为这位前国家银行总裁公开攻击他现在的继任者汉斯·路德，并无情地批评了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不足，称这不得不被认为是有悖常理的。此外，对国家政府的攻击并没有超出“民族主义反对派”众所周知的论点。汉斯·策雷尔的评论不无道理，他称这次“所有老领袖的集会”更像是1912年而不是1931年的产物。5


  胡根贝格打算在巴特哈尔茨堡领导“民族德国”的影子内阁，并联合参选国家总统职位，但他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在此之前，希特勒已经多次回避了胡根贝格的邀请。甚至在巴特哈尔茨堡集会前夕，希特勒还假装要去处理被警察没收了房屋的柏林冲锋队的问题，从而回避了与国家人民党政要商定的会面。次日，在冲锋队游行通过后，他故意离开了主席台，表明他对包括钢盔团在内的右翼市民武装组织的看法。他将自己的社会不安全感转化为战术上有意的个人侮辱，在此之后，胡根贝格对哈尔茨堡阵线的吸引力就大幅减弱了。


  希特勒决定不与任何政治团体建立联系，并向外界强调纳粹运动的独立性。他对巴特哈尔茨堡集会从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他在会议上以战术需要为由推辞参加下属领导人的会议，这加强了他在不伦瑞克举行群众集会的决心，而不是召开逾期的党代表大会，几周前，纳粹党与德国国家人民党曾在不伦瑞克结成联盟。巴特哈尔茨堡集会后仅八天，就有超过7万名冲锋队员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目的是展示该运动的新力量。尽管社会民主党和国旗团有意保持低调，但当冲锋队穿过工人街区时，流血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尽管如此，派过去的军方观察员对纳粹组织的纪律还是给予了肯定。


  在巴特哈尔茨堡会议之前，希特勒曾与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会谈，并在总统府接受召见，他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正面信号，但几乎没有取得具体成果。布吕宁促成了这次召见，以削弱胡根贝格的影响力并孤立德国国家人民党。第一次拜访总统时，希特勒由威廉·弗里克和赫尔曼·戈林陪同。希特勒概述了纳粹运动的总体目标，并申明该党被指责的过激行为仅仅出于自卫。这次会面加深了兴登堡对希特勒的反感，因为后者几乎不给他讲话的机会。总统府后来传出消息说，兴登堡事后表示，他“最多只能接受这个波希米亚下士担任邮政总局局长”。6总统告诫希特勒容忍改组后的内阁。尽管希特勒不愿意这样做，但他对纳粹党与他所鄙视的胡根贝格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名流联手也不抱什么希望。即使“民族主义反对派”与德国共产党试图否决宣布不到一周半的紧急法令，并帮助针对布吕宁的不信任提案取得多数票，纳粹党的战略地位也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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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0月18日的不伦瑞克，冲锋队在阿道夫·希特勒面前游行

  


  与哈尔茨堡阵线的代表不同，希特勒并没有立即打算加入一个以兴登堡为首的内阁。相反，他想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强制举行新的选举，以体现纳粹运动快速增长的实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总统选举恰恰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当布吕宁开始与希特勒就通过国会的修宪决议延长总统任期进行谈判时，希特勒最初表达了反对意见，但随后选择了书面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他认为延长总统任期存在宪法上的困难。他暗示，如果在国家和普鲁士立即举行新的选举，他将认为随后成立的国会有资格将兴登堡的总统任期延长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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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杜塞尔多夫的国旗团成员

  


  希特勒所奉行的战术路线与胡根贝格的有着根本的不同，胡根贝格将总统任期的延长取决于布吕宁的立即辞职和普鲁士联盟的解散，并希望由自己来控制即将组建的右翼政府。然而，为了不失去激进的反对党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优势，希特勒开始采纳胡根贝格的方案。只要议会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有利于纳粹党的变化，他就不愿用一个过右翼政府来取代布吕宁的内阁。正常的总统选举也可以达成同样的目的，尽管希特勒不愿与总统直接对抗。


  自1931年8月以来，国家总理布吕宁一直在谋求延长兴登堡的任期，为此他得到了施莱歇尔将军的全力支持。他相信，对这位年迈元帅人格的尊重至少是主要政治精英之间对抗性利益的共性。1922年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延长总统任期的程序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顺水推舟的结果。不仅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同意，社会民主党也表示赞同。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当中，有很多理由避免举行总统选举。


  布吕宁将这些相当务实且在某些方面是机会主义的考虑与使总统成为他计划中的国家和社会中期重组工具的坚定意图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一点上，对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健康状况的合理担忧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布吕宁在多大程度上向兴登堡透露了他在某些条件下支持霍亨索伦君主制复辟的意图，目前尚无定论，尤其是普鲁士王子中的哪一位被视为王位继承人的问题仍未明确。仅仅充当一种替代品这个想法令兴登堡心生厌恶，因为他只能将复辟等同为皇帝恢复其祖先的权利。从君主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在处理继承问题时，在流亡中基本上处于孤立状态的君主所采取的僵化态度正在遭到报复。作为霍亨索伦王朝的首领，威廉二世拒绝了威廉王储可能的继任者，这一行为就像他拒绝了1932年4月初提出的让他在第二次投票中竞选国家总统的想法一样。7


  温和派政党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提名一个具有党派政治背景的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这说明了共和国制度陷入了苦难。


  泽韦林曾考虑提名胡戈·埃克纳为候选人，他作为“齐柏林飞艇”船长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立场温和自由，但是在一个明显支持兴登堡的时代，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大多数政党默默地接受了总统不能是党派中人的想法。这反映了广泛存在的反议会情绪，这种情绪也影响了左翼中间派政党。社会民主党在提名问题上有意保持中立，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由他们提名的候选人（其中包括奥托·布劳恩）将一直处于政治孤立状态。德国共产党的调查表明，合作的前提条件依赖于放弃党派领导层以前的容忍政策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尽管兴登堡在复辟问题上保持沉默，布吕宁还是施加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劝说他继续担任总统。他使用与兴登堡相似的论据来说服他的对话者让步，并呼吁兴登堡展现爱国主义意识。如果总统拒绝，就会有内战的风险。兴登堡最终同意议会将他的职位延长至终身，尽管他理解奥托·布劳恩关于“应该优先考虑选举连任而不是终身任期”的观点，因为结果并不取决于政党谈判。当布吕宁的意图因希特勒和胡根贝格的抵制而落空时，总统坚称，只有在保证他的候选人资格不受任何党派影响的情况下，他才会参选。


  布吕宁有意打造了总统的无党派性，实际从根本上排除了国会和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因此，中间党派没有反对无党派机构提名兴登堡。然而，总统办公厅最初进行了与一系列爱国组织（如屈夫豪森联盟）的谈判，旨在通过这些组织的提名来掩盖胡根贝格的反对，给人以“爱国右翼”完全支持国家总统的印象。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钢盔团也持有至少是观望的，大体上则是拒绝的态度。虽然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代表祖国联合会明确与兴登堡保持距离，但屈夫豪森联盟主席马克斯·冯·霍恩最终还是被说服支持兴登堡，尽管他面临着自己成员中相当大的阻力。由于钢盔团已经公开放弃支持，总统表示他愿意依赖至少部分“爱国”右翼的支持进行参选。


  在总统办公厅的努力下，柏林市长海因里希·扎姆决定为无党派提名创造条件，通过兴登堡委员会和为其连任征集签名说服其接受候选人资格。由于爱国组织的态度矛盾，扎姆被赋予了说服犹豫不决的总统接受提名的任务。收集到的超过300万个签名给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总统在1932年2月16日宣布参选时，被扎姆誉为“克服党派偏见的象征”。8


  取代勒贝尔委员会的兴登堡委员会主要由无党派右翼代表组成，尽管德国人民党和国家党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包括赫尔曼·迪特里希在内的政府成员在某些场合因过于左倾而未被正式邀请在地方集会上发言。因此，取代1925年勒贝尔委员会的兴登堡委员会绝不能与共和党派团体混淆，这些团体与布吕宁的政策有着完全矛盾的关系。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社会民主党和国旗团，以及国家党和德国人民党都为兴登堡举行了自己的竞选活动。社会民主党选区的支持者展现了惊人的纪律性。由于现在避免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唯一机会是选举这位不受欢迎的总统，所以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选民投票支持了他。


  兴登堡本人在竞选中保持了完全的低调。政府的竞选宣传将他描绘成无私尽责、危难时刻愿意为国捐躯的代表，大战期间和战后德国的救世主。在兴登堡的竞选活动中从未提及政党或议会，基本上意味着共和制度的自我放弃。相反，这位年迈的陆军元帅被鼓吹为民族团结和克服党派分歧的保证人。这符合纳粹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要求结束“党治”的选举宣传论调，为自由议会原则唱响了挽歌。


  兴登堡连任背后的部分谎言是官方宣传试图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总统得到了1925年反对他的党派的支持。奥托·布劳恩去见总统以向他保证自己的忠诚时，这一切都不允许向公众透露。兴登堡坚决否认自己是左派候选人，反对“民族德国”的指责。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提名自己的候选人，他也无法阻止。然而，兴登堡并没有止步于对右翼阵营中志同道合者发表这种道歉声明。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将他描述为“系统政党”的倡导者，促使总统甚至在选举前就对未来的右翼政府做出正式承诺。他“尽管受到重重打击”，仍不会停止“向右翼健康发展”的努力，并在普鲁士邦选举后主动组建全国的“集权政府”。9


  在这方面，很明显，兴登堡违背了无党派的口号，试图在竞选中加入迎合他的团体。令总统深感痛心的是，他作为名誉会员一再为其繁荣做出卓越贡献的钢盔团却不愿意无条件地支持他。在胡根贝格的影响下，钢盔团领导层曾希望将对兴登堡的支持与布吕宁内阁改组的全面政治让步联系起来。钢盔团的盘算最终落了空，因此提名副主席特奥多尔·杜斯特贝格参加第一轮选举，期望胡根贝格能在第二轮选举中提出期望已久的哈尔茨堡阵线的统一候选人。


  没有出现“哈尔茨堡阵线”的共同候选人的主要原因是纳粹党的态度，他们虽然愿意派遣代表参加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工作委员会，但在候选人问题上有意不做决定。虽然胡根贝格试图说服纳粹党领袖提名阿尔贝特·弗格勒或霍亨索伦王子作为候选人，但这只证实了他缺乏战术技巧，因为“国民阵线”在这两个提议中都遭受了反对派的指责，认为他们代表了反社会政策的保守倾向。希特勒让戈林和弗里克拖延与钢盔团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谈判，进一步增加了混乱，因为他在计划中的民族主义保守内阁中不仅要求总理职务，还要求内政部和国防部，这立即引起了钢盔团的批评。希特勒曾经暂时考虑提名戈林或埃普作为备选候选人。即使在努力获得德国公民身份之后，他本人也犹豫不决是否参加竞选。他不愿与制度产生联系，加上暗自担心无法赢下兴登堡，这些甚至在他的竞选演讲中也隐隐约约地表达了出来。


  随着兴登堡联合候选人的形成，纳粹党被迫采取行动，除了仅仅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备选候选人之外，还必须回应布吕宁的挑战，并提名希特勒作为候选人。在纳粹党激烈的竞选宣传之后，如果希特勒拒绝对抗兴登堡，那么他的相当一部分支持者会感到难以理解。


  1932年2月22日，数周来一直计划着这一步的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宣布希特勒参选，这一举动仿佛经过精心策划一般，并收获了群众欢腾的掌声。现在，前线已经确定，“民族主义反对派”提名共同候选人的计划终于被摧毁。德国国家人民党和钢盔团提名特奥多尔·杜斯特贝格作为备选候选人。德国共产党则像1925年那样提名了恩斯特·台尔曼。社会民主党早早宣布支持兴登堡，并在2月27日才发表了自己的选举口号：“打败希特勒！因此，选择兴登堡！”


  对希特勒来说，没有德国国籍并不是主要障碍。在弗里克任命他为图林根警察局长的努力失败后，不伦瑞克的技术大学拒绝了内政部长迪特里希·克拉格斯提出的任命希特勒为“国民政治学基础”特别教授的要求。2月25日，他最终被任命为不伦瑞克文化和测量办公室的政府顾问，其任务是在柏林维护不伦瑞克邦的经济利益。10尽管这种操作毫无说服力，但如果德国国家人民党试图拒绝希特勒的国籍，政治总体形势也几乎不可能改变。希特勒准备代表“新德国”反对年迈的陆军元帅作为不再可行的制度的代表的时候，其实已经要求废除总统制以支持他的政党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共和派完全处于守势。所有人都清楚，兴登堡的胜利不会改变共和国向右倾的趋势。唯一的机会是将共和国的正式结构保存到经济困难消退、民众的政治激化预期降低的时候。


  在1932年3月13日的第一次投票中，兴登堡以49.6%的票数略低于所需的绝对多数票，而希特勒以30.1%的票数远远落后。由于杜斯特贝格在定于4月10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放弃参选，支持兴登堡，因此结果基本上已经确定。然而，兴登堡只能将他的得票率提高到53%。另一方面，希特勒以36.8%的得票率取得了纳粹党迄今最好的选举结果。两名竞争对手都对选举结果深感失望。兴登堡不得不在部分选区接受最大的挫折，而这些选区正是他本以为追随者将为他投票的地方。在波美拉尼亚、梅泽堡、图林根、开姆尼茨—茨维考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等选区，他落后于希特勒，而在西部，在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选票的帮助下，他远远领先于希特勒。在邦议会选举与第二轮投票同时进行的地方，兴登堡选民的分歧很明显。许多投票给兴登堡的选民在地区选举中投票给了极右派。因此，兴登堡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国内政治稳定，最多只是在共和派势力为抵御汹涌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而进行的越来越无望的斗争中稍做喘息。


  竞选活动的结果对于国家和各邦实际推行的政策来说是次要的，而在各邦，由于邦议会中没有多数派，看守政府就职，因此竞选活动的激烈程度也在加剧。竞选活动沦为为左翼和右翼的私人军队提供展示其潜在力量的机会。总统选举也同样如此，由于政府颁布的复活节和平法令，总统选举被压缩到几周之内。这为约瑟夫·戈培尔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竞选个人化的机会。他在这方面当然不是很有独创性，因为共和派也千方百计地把兴登堡的个人和性格放在首位，避免强调政治性，甚至直接捏造事实。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戈培尔让纳粹党的整个宣传机器服从于他的指令，致力于将希特勒打造为未来的替代者，成为“我们最后的希望”。希特勒神话对该党及其忠实追随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则通过各种可能的宣传手段向广大公众灌输。11正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备受尊敬的元帅对抗，让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前线士兵成为民族觉醒的象征。纳粹党一如既往地用极大的能量和专业精神推进竞选。除了主要由戈培尔和希特勒发表讲话的无数次会议以及传单和海报之外，该党在第二轮选举中还出人意料地为希特勒炮制了一场“全国巡演”，使他能够在4月的第一周出席德国20多个主要城市的群众大会。纳粹领导人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了一起，向选民建议希特勒将成为新的国家总统。


  3月13日之前，纳粹党和冲锋队都期待他们渴望的权力交接即将发生。选举失败在党内机构中引起了深刻的失望情绪，戈培尔不得不全力以赴，试图克服“运动的惨败”一词传达的失败主义情绪。与胡根贝格希望在第二轮选举中达成右翼联合候选人的希望相反，希特勒决定冒着失败的风险继续参加选举。国家选举委员会加强了对希特勒的伪宗教式的赞美，将其视为“民族复兴”的保证。特别是考虑到党内的危急情况，元帅崇拜被证明是纳粹运动不可或缺的黏合剂。与此同时，冲锋队的公开表现遭到党内批评，许多政治官员认为冲锋队应该对第一轮选举的失败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冲锋队成员不认为继续参加选举有任何意义，并呼吁发动暴力起义。


  戈培尔将他对希特勒在总统选举中失败的失望转化为加大4月24日举行的地方选举竞选力度。纳粹党在普鲁士和大多数其他邦的压倒性成功并没有让公众感到意外。除巴伐利亚外，纳粹党在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强大的政党。在被称为“共和国堡垒”的普鲁士，它在邦议会中的席位从9席上升到162席，并与德国共产党一起获得219席的绝对多数席位。在普鲁士的主要失利者除了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外，还有社会民主党（从137个议席下降到94个），以及国家人民党（从71个下降到31个）。执政的魏玛联盟以163票对之前的230票，毫无希望地成为少数派。然而，纳粹党无法将票数的增加转化为政治权力。除了在已经参与政府的图林根、不伦瑞克、奥尔登堡、梅克伦堡以及安哈尔特之外，无论是在巴伐利亚还是符腾堡，都没有能够进入政府。另一方面，选举不断削弱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加剧党派政治两极分化，因此除了直到1932年11月才举行邦选举的巴登外，其他邦都不可避免地过渡到了永久性的看守政府。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议会机构的声誉。


  在普鲁士，执政联盟预见到了可能遭受失败的情况，并采取了措施以防止右翼党派一方占上风。12在选举前，虽然遭到反对派的抗议，但他们通过了一项议事规则的修改，要求总理的选举必须获得绝对多数而不是如之前所需的相对多数。奥托·布劳恩对这种旨在阻止纳粹党成为普鲁士总理的操作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只有在普鲁士中央党议会党团与布吕宁领导下的国家政府之间达成一项确保看守内阁工作能力的安排之后才有意义。随后，有人试图将社会民主党的内阁成员从幕后推到前面，或者将他们替换掉，以减少总统府内针对看守政府与布吕宁的默契协议的可能阻力。然而，事件的发展超出了这种情况的想象。


  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总理并不喜欢这种形式主义的内阁留任。5月24日，奥托·布劳恩在立即召开的邦议会上宣布辞职。他自己也感到山穷水尽，认为此时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现在所处的少数派地位不可能成功地捍卫民主共和国。由于在议会中占多数，内阁以看守内阁的形式继续留任。然而，布劳恩让海因里希·希尔齐费尔代表他履行总理的职责，自己则暂时完全退出政治日常事务。疾病、政治上的放弃，以及对无法阻止布吕宁可能干涉普鲁士主权的认识，促使他采取了这一步骤，这在党内有时也被视为叛党行为。


  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普鲁士政府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防止普鲁士无法统治的局面。在国内政治上，奥托·布劳恩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布吕宁迫使他采取紧缩措施，并几乎完全拒绝了他所要求的贷款援助。普鲁士政府多次面临政治上无法承受的困境，例如在钢盔团公投之际。尽管如此，布劳恩仍然坚持他的意图，即作为国家改革的一部分，开展国家和普鲁士重要部门的联合。13在阿诺尔德·布雷希特的积极参与下起草并于1931年8月提交各邦的法案草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通过让一些普鲁士部长进入国家政府的方式确保布吕宁在议会中的支持。布吕宁采纳了合并普鲁士和国家财政部的想法。布劳恩一再要求布吕宁采取决定性的政治步骤，最终在1931年11月要求他接任普鲁士总理，但布吕宁却不敢迈出这一步，因为他担心兴登堡和他周围的人反对。






  然而，在普鲁士问题上，就像其他情况一样，布吕宁的策略不具备政治上的可能性。他长期以来就决心推动普鲁士的国家化。他想的不是任命一个国家专员，而是将普鲁士的中央职能部门与国家的职能部门合并。虽然节约成本的因素的考虑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普鲁士会像其他邦一样，在财政上依赖于国家，并不得不同意将重要的行政职能转移给国家。因此，对普鲁士实施财政限制是一种有目的的战略，因为普鲁士是一个为整个国家执行任务的邦，尤其是在警察部队方面，但是普鲁士却能够通过自己的紧急法令来避免这种限制。


  布吕宁和后来的巴本强加给普鲁士的严厉的紧缩措施，其破坏性必然远远超过面对全国的紧急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导致了行政机构、教育和学校部门以及市政财政的大幅削减。绝大部分紧缩措施都基于紧急法令，不需要邦议会的参与而制定。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各邦的自治权。对于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来说，问题在于还值不值得为邦政府的权威而斗争。尽管如此，泽韦林仍然坚持要在下次国会选举之前保持对普鲁士警力的控制。


  布吕宁或多或少地故意拒绝了普鲁士看守政府表达的忠诚意愿。他更倾向于通过让纳粹党在普鲁士与中央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组成执政联盟，将其带入国家内阁。他希望将担任国家定价专员的卡尔·格德勒任命为普鲁士总理，同时任国家副总理。布吕宁还准备了一项紧急法令，规定在联合政府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将普鲁士内政部和司法部移交给国家。但他似乎从未真正考虑过与布劳恩合作，尽管在施莱歇尔的圈子里的确存在这样的担忧。


  很明显，布吕宁非但没有将政府的各条线凝聚在一起，反而在关键问题上让自己被绕过，再也无法控制总统周围发生的事件。事实证明，在1932年春季的总统和邦议会选举中，这位总理才是真正的输家。兴登堡在选举前确实拒绝了他的辞职请求，因为这会让他显得容易受到政治要挟。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施莱歇尔在与胡根贝格和钢盔团领袖的谈判中承诺，如果他们支持总统连任，就会改组内阁。赫尔曼·冯·吕宁克将担任总理，胡根贝格为副总理，布吕宁要么留任外交部长，要么由冯·牛赖特男爵取代之。鉴于胡根贝格的顽固态度，坚持采取根本无法实现的即时解决方案，所以这些只是一种猜测。胡根贝格的攻击对总统影响很大。很难想象总统会将胡根贝格领导下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纳入内阁，保罗·罗伊施曾呼吁胡根贝格辞去党魁职务，却徒劳无功。尽管如此，兴登堡还牢记着他对同僚的承诺，即最迟在普鲁士大选之后，他将改变路线，反对社会民主党。现在，布吕宁被指责把总统推向了错误的前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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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登堡委员会呼吁总统连任。合成照片，1932年春

  


  然而，总理低估了围绕兴登堡的阴谋对内阁存续构成的危险。施莱歇尔利用他与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之间的个人关系（两人曾在同一支普鲁士军团中服役），在总统那里污蔑布吕宁。东普鲁士贵族，特别是埃拉德·冯·奥尔登堡—雅努绍的影响力使这位年迈的元帅进一步感到不安，实际上他在政治上也感到不知所措。这名贵族曾经说过“一个中尉和六个士兵就足以把国会送回家”，这句话后来流传了开来。尽管他对于那些围绕在他身边、有关布吕宁与左翼关系的传言和议论并没有过多地回应，但这位年迈的元帅仍然受到了来自内阁之外的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兴登堡倾向于退居诺伊代克，这使得布吕宁更难与他接触，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更是利用这个机会为总统挡住了不受欢迎的影响。


  然而，基本的政治方向决策越来越受个人喜好或厌恶的影响，这并非偶然。随着总统制政府及其领导方式的实施，布吕宁本人的行为已经充分说明政治决策及其议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制度基础日益受到破坏。政治意志形成的个人化是魏玛共和国后期的一个特征；这是由于布吕宁倾向于在他的政策中过分重视策略所造成的。他政治意图的不透明性必然会加剧人事关系复杂化和阴谋的产生，并营造出一种阴暗的气氛，让像施莱歇尔这样习惯于秘密行事的人物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不仅布吕宁，格勒纳以及后来的巴本和盖尔都生活在不得不不断担心监视和泄密的困扰之下。


  共和国晚期这个关键阶段政治形势的昏暗是政治生活谎言的反映。这个政策无情地利用了社会民主党、国家党和中央党左翼的忠诚，为一条右翼道路服务。作为一个避免与合法性公开决裂的务实政治家，布吕宁认为自己必须走钢丝，避免根本性的政治选择，而这恰恰是其理论的来源。总统选举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表现，尽管总理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大选确实提供了在一条中间道路和一个明确的向右转的决定之间抉择的可能性。然而，正是在普鲁士邦议会选举前，总统内阁出人意料地感到不得不在其对冲锋队的态度问题上选择反对极右翼，从而结束了不稳定的平衡，这无可挽回地破坏了总统内阁的政治存在。从表面上看，这些事件表现为恶意阴谋和个人失败的致命的相互作用。


  第二届布吕宁内阁完全拒绝议会支持，转而支持威权主义支持，所拥有的无党派外表在面对（主要是在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之间展开的）不断升级的内战而决定放弃克制的那一刻就消失了。尽管右翼媒体对此提出异议，但自卫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主要是由冲锋队挑起的（有一小部分也是钢铁阵线和钢盔团引发的）。从1931年夏天开始，他们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引起了各邦行政当局的极大关注。冲锋队在1930年1月大约有10万人，一年后已经有了29.1名成员，到1932年8月增加到44.5万人。纳粹党领导层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对他们日益增长的侵略性加以控制。它发展成一种危险的权力工具，从长远来看，单靠警察部队是无法遏制它的。


  自1930年夏末以来，国家内政部的情报机构与普鲁士政治警察合作，收集了大量材料，根据相关官员的看法，这些材料证明了冲锋队的敌对和叛变性质。141931年9月博克斯海姆文件公开，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警方通过一名前纳粹党工作人员的疏忽获悉了隐藏在黑森邦兰佩特海姆一座农场中的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冲锋队团体在政变情况下可能采取的行动。其中大部分是后来的党卫军法律顾问维尔纳·贝斯特起草的，但这些计划仅涉及权力保障措施，而没有涉及制造紧急状态的指示。诚然，这些计划表明他们将以最严厉的方式对付潜在的对手，并使用最严格的围困手段。但是它们没有体现任何制造紧急状态的指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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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5月20日与1932年4月24日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结果

  


  从博克斯海姆文件可以得知（后来泄露给普鲁士警方的资料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纳粹党认为工人阶级中的共产主义者以及部分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可能会发动起义。针对这种情况，他们计划从大城市撤走冲锋队，并通过控制乡村地区、阻止粮食进入城市来让“无产阶级”革命失去力量。出于这种考虑，瓦尔特·达雷设立了纳粹党的农业政策机构，这对纳粹党向众多农业利益集团的渗透至关重要。对十一月革命的回忆是这些政治考虑的重要来源。


  尽管各种起义计划四处流传，但冲锋队和纳粹党领导层对未来夺权缺乏具体想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决定通过争取议会多数来取得政权。特别是在冲锋队的圈子里，议会外的斗争受到了极大重视。希特勒回避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决定。他将贝斯特提出的应急计划描述为不具约束力的私人工作，并强烈警告不要成为挑衅的牺牲品。但他针对博克斯海姆文件的指控发出声明，称他没有主张通过议会之路来掌权。他对政治进程的长远打算反映在修辞的转折上：“命运会自然、合法、安全地把权力交到我们手中。”16


  卡罗·米伦多夫（后来的1944年7月20日密谋事件中的同谋者）大力支持社会民主党人、黑森邦内政部长威廉·罗伊施纳将博克斯海姆文件作为叛国罪证据提交给最高法院，但由于中间党派不感兴趣（它们与纳粹党保持着谈判的可能），也由于司法部门进展缓慢而失败了。同样失败的还有1932年3月17日之后普鲁士警察对冲锋队设施进行的突袭行动，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如果纳粹党赢得选举，会使用暴力行为。关于纳粹党如果赢得选举会动用冲锋队的暗示，来自内政部。然而，时任国防大臣格勒纳在同行泽韦林采取行动打击纳粹党军队时，却让后者难堪。泽韦林在最高法院再次面临失败，最高法院则应纳粹党的要求，迫使普鲁士警方立即归还没收的材料。格勒纳仍然相信冲锋是有纪律的，但事实很快就会证明他的错误。


  究其原因，是因为冲锋队不再充当保护纳粹党集会的自卫组织。它们越来越多地试图激怒和挑衅对手。希特勒明确地赞成使用暴力；暴力具有表演和宣传的功能，对于广大的资产阶级而言尤为如此，因为他们对于针对政治左派的暴力感同身受。特别是，冲锋队的住所和驻地（主要是失业的冲锋队员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的过夜设施）已发展成暴力的温床和针对异见者自发的惩罚行动的导火索。通过这种行动，他们想要威吓对手并使公众感到不安。由于缺乏足够的武器装备，冲锋队避免与警察部队直接对抗。自卫组织的激化导致了受伤者越来越多，很快也有死亡事件出现。17


  地方政府负责维护治安任务，对政治纷争日益恶化的情况感到担忧，他们对国家政府的不作为越来越感到不解。事实上，布吕宁倾向于忽视冲锋队的灾难性作用，他仍然希望将纳粹党纳入邦一级的中间派政府联盟，并通过“积极的政府工作”在政治上削弱其力量。因此，尽管个别部门抱怨下属机构中存在相应的滥用职权的现象，但总理在采取法律措施阻止纳粹主义对部分公共行政部门的逐步渗透方面却犹豫不决。同时，正如普鲁士内政部长讽刺地指出的那样，国家防卫军与纳粹党之间的暧昧也使得警察部队“被剥夺了射击亮度”，难以有效地对付冲锋队的恐怖袭击。18


  国家防卫军领导层主要从防止军队卷入党派政治纷争的角度来看待军事协会问题。这与格勒纳在军方的无党派问题上采取的强硬立场相吻合，这令许多民族主义军官感到不满。中期目标是使军事协会“非政治化”，通过军事体育协会使它们脱离各方的影响，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取得预期进展后尽快将它们转变为民兵组织。1932年1月，冯·施莱歇尔提出成立国家青年培训托管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随后在退役将军埃德温·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的领导下建立。出于军方特定利益的考虑，施莱歇尔主张将冲锋队与国家相捆绑。同样，根据自己的座右铭——“我们想抓捕纳粹，但不是强迫社会党反对”——格勒纳认为，政治选择是可以避免的。19他非常乐观地表示，在4月份的邦议会选举之后，有必要“让纳粹具备执政能力，因为这场运动肯定会愈演愈烈，不能再用武力镇压”。20


  然而，1932年4月初，格勒纳的冷静态度在一次各邦内政部长会议上受到了严重质疑。各方都敦促他立即对冲锋队采取行动。否则，各邦将宣布独立行动。格勒纳不愿被南德人称作“软弱无力”，感到自己的职责受到了质疑，于是向各邦代表承认，由于谣言称在第二轮总统选举过后冲锋队计划发动政变，因此需要采取“预防性行动”。21这位将军同样无法无视各邦内政部长的论点，即“独立的政党军队”的存在从长远来看会破坏国家权威，因此必须迅速采取行动。22他表示，“消灭冲锋队”是理所当然的，并原则上同意各位内政部长的要求，但必须吸收冲锋队的“良好成分”进入国家部门。23通过争取时间的策略，他最终成功地将各邦立即禁止冲锋队的要求推迟到4月13日，以避免被指责干涉总统选举。格勒纳认为自己必须遵守对各邦政府的承诺；因此，他坚持执行冲锋队禁令，尽管这与国防部长的部门利益相抵触。


  格勒纳没有充分意识到解散冲锋队和纳粹党其他类似的军事组织必然产生的爆炸性力量，否则，他在4月13日颁布维护国家权威的紧急法令时就不太可能提到通过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军事体育协会”来解决军事组织的问题了。24希特勒对此只有讽刺的嘲笑，尽管他本人表面上遵守了冲锋队禁令并明确禁止抵抗它，正如恩斯特·罗姆所考虑的那样。格勒纳低估了冲锋队作为大规模组织所聚集的社会能量，这些能量很难由一个无党派的组织来吸收并作为预备役来训练。布吕宁也低估了这一决定的重要性。这当然不是普鲁士政府的单方面决定。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不同情社会主义者，但它们也强烈表示支持禁令。在资产阶级媒体中，除了中央党的报纸外，冲锋队禁令被视为有意为社会民主党提供选举援助。


  布吕宁和格勒纳大意地认为对冲锋队的禁令及其所有后果必然在国家防卫军领导层和总统周围的人中不会遇到情绪上的抵制。冯·施莱歇尔最初忠实地支持格勒纳，并支持他的论点，即镇压冲锋队的适当“心理时刻”已经到来，为了维护国家权威，禁令是不可避免的。25这些言论背后仍然藏着这样的幻想，即通过对冲锋队采取行动就能将纳粹党禁锢为非法组织。因此，总理府办公厅主任拒绝了随后接收到的一些军队指挥官的意见，这些人主张将国旗团列入禁令，特别是因为这样的措施会意味着结束社会民主党的宽容。


  然而，在国防部，气氛突然发生了变化。军方对源于整个政治右翼的抗议浪潮做出了反应，主要是由反社会主义的怨恨所驱动的。在写给格勒纳的一封信中，威廉王储抱怨冲锋队的“优秀人才”遭到破坏，并认为这是“对内部和平的一种威胁”。26在高度保守的圈子的影响下，甚至兴登堡本人也有所顾虑。他担心被指责冲锋队禁令是对社会民主党支持其连任所做的补偿。奥斯卡·冯·兴登堡在这方面尤其扮演了一个危险的角色。他想避免总统再次为一项不受欢迎的紧急法令负责。与此同时，哈尔茨堡阵线恶意散布谣言说他曾担任社会民主党的联络人，这也让他寝食难安。


  冯·施莱歇尔在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改变了立场，现在提议推迟禁令，并首先向希特勒发出正式的最后通牒，实质上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格勒纳没有接受这个提议，因为他清楚，在禁令问题上退缩将导致内阁的威信严重受损。同样，他拒绝了总统办公厅的分散注意力的策略，后者通过陆军将领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将军的帮助，显然在施莱歇尔知情的情况下，急忙准备了一份针对国旗团的负面材料，以达到补偿性禁令的目的。格勒纳看穿了这份早就存在的文件的可疑性质，这份文件描述了早已过去的事实，并因为新闻泄密而被公众所知。他试图通过让卡尔·霍尔特曼自愿解散针对冲锋队的抗议阵线，并对共产主义自由思想者和无神论组织颁布了一项宪法上几乎无法支持的禁令，来阻止总统办公厅的行动，以抵消兴登堡片面偏袒左派的印象。27


  格勒纳拒绝对国旗团做经不起仔细审查的指控，最终战胜了犹豫不决、一脸无助的总统。这些事件因此导致了兴登堡和格勒纳之间开始疏远，这与针对国防部长的普遍情绪不谋而合，冯·施莱歇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角色，他与格勒纳的关系也因个人原因而冷却。一夜之间，军队中长期存在的对格勒纳的不满情绪再次被激活。这与他在共和国初期的作用以及他对莱比锡叛国罪审判的僵化态度有关。此外，这位将军的声望损失还与他的再婚并提前生下一个儿子有关，这违反了他所属阶级的准则。这位对军队有着重大贡献的人被解除职务，也象征了极度紧张的国内政治氛围以及政治右翼对任何与他们的反革命世界观针锋相对的人都有着近乎病态的不信任。


  格勒纳作为主管部长，本应追究作为部长办公室下级负责人的施莱歇尔不服从命令的行为，并惩戒反对他的军队领导人，必要时还可以予以撤职。但格勒纳意识到，面对总统的态度，他已经没有权力这样做了。长期以来，国防部长不过是一个技术上和政治上独立的军事机构的傀儡。施莱歇尔通过总统的儿子奥斯卡以及国务秘书迈斯纳与总统保持着联系，这赋予了他独特的影响力，并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决定国家首脑决策的权谋。在内部和资产阶级媒体上针对格勒纳的过度争论是由被压抑的政治怨恨和特殊的社会利益助长的。这一情况也适用于国防军本身。


  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军方领导层就与自由军团和爱国团体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钢盔团，后者的领导层与中高级军官团有着密切的社会联系。对军队的依赖最初是为了阻止共和政府被迫进行的裁军，后来又被用于非法重整军备。主要建立在东部省份的地方和边境保卫组织，主要基于与钢盔团和其他市民武装团体的非正式合作。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断扩大的边境保护力量改变了这一格局。现在，边境防御在越来越多地纳入常规动员计划中，这些都依赖同内部和一般行政部门顺畅的合作。因为随着需求的增加，军事机构不再能够依靠与易北河以东的地主、钢盔团官员和当地知名人士的非正式合作来维持。卡尔·泽韦林领导下的普鲁士内政部最终接受了这些或多或少非法的军事措施，这是政治权力平衡的特征，从国内角度来看，这相当于巩固了当地保守的权力结构。


  冲锋队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东部省份，对边防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初，根据军队的指示，冲锋队成员被禁止参与边境防卫，而希特勒也曾多次反对冲锋队在边境防御活动中的使用。尽管如此，在地方一级很快就出现了与冲锋队的多层下级联系，尽管彼时重点仍然放在钢盔团上。自玻利维亚流放归来后，恩斯特·罗姆接任冲锋队参谋长一职以来，尤其是在他试图使冲锋队外表上看起来更接近正规军队之后，他与军方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在1931年3月，他就与军队领导层达成了协议，随后解除了此前在军队拥有的企业中雇用纳粹党员和冲锋队参与边境防卫的禁令。在某些地区，冲锋队成为边境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特别是在东普鲁士，其数量远远超过钢盔团。然而，军官与冲锋队领导之间的关系因相互之间的社会偏见而受到严重影响。


  尽管由于冲锋队的专横行为而不断出现冲突和摩擦，但军方仍将其视为符合日内瓦裁军谈判要求的民兵组织的重要招募资源。民兵成为一种过渡性解决方案，因为它是确保在动员情况下增兵的唯一现实机会。创建十万人军队并推出的十二年服役政策导致可服役后备军人的比例不断下降，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口正在老龄化。唯一在短期内具有可行性的是从准军事组织中招募替代人员，而冲锋队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比钢盔团更大，因为它明显拥有年轻的成员，而钢盔团除了青年钢盔团组织外，退伍老兵占了很大比例。


  边境和国土防卫的加强导致普鲁士政府与钢盔团部队准军事行动之间的冲突加剧，这也与同时推进的重整军备计划有关。自杨格计划通过以来，协约国军队的管制和相关制裁风险的下降让人们对裁军谈判的结果有了新的期待。28施特雷泽曼去世后，向加快军备发展的过渡与外交政策转向在冯·比洛的领导下向更具侵略性的方向发展。随着施莱歇尔介入，军方卷入国内政治，其与政治右翼的军事组织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威胁到了其一直保持的党派政治中立性。恰恰是将冲锋队用于边境保护任务，使军队有可能卷入潜在的内战，因为左翼并没有对冲锋队的恐怖行径坐视不管。作为回应，国旗团建立了钢铁阵线，并建立了具有类似军事特征的特殊保护编队，部分由已退役的普鲁士警察军官进行训练。29


  自其成立以来，国家防卫军一直将严格的党派中立原则与在军官队伍中保持广泛的保守民族主义相关联。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代更替，内部的紧张局势显著增加。虽然老一辈军官都始终坚持帝国传统，但新一代军官则代表着一种更强调技术化的趋势，同时也对民族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思潮持开放态度，尽管他们同样反对共和国和凡尔赛体系。国家防卫军领导层未能向年轻的军官们可信地传达其政治思想。正如一位与施莱歇尔关系紧密的知情人所言，广为流传的“中尉阶级中的窃窃私语”表明了对军事领导层政治路线的普遍不满和逐渐蔓延的信任危机。30这似乎对军方的同质性提出了质疑。


  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几天后进行的莱比锡军事审判中，这场危机开始显露出来。乌尔姆的中尉文特、舍林格尔和卢丁遭到指控，因为他们曾试图在国家防卫军中组建非法的民族社会主义小组。31被指控的军官与纳粹党领导层取得了联系，以便在发生“民族革命”时与武装部队达成谅解。正如被告人的上司、陆军上将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所表示的那样，青年军官普遍同情纳粹党并赞同其国家政治目标。因此，格勒纳对破坏企图的所谓过度反应遭到了普遍的不理解。针对被告军官的行为，人们最多只认为这是一种违反规定的行为，应该受到纪律处分，而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一年多前的事件必须在莱比锡的国家法院提起叛国罪诉讼。


  格勒纳故意夸大了纪律问题以儆效尤，因为他认为部队的内部团结和纪律已受到威胁。他的公开声明也指向同一个方向，其中包括一项备受争议的法令，要为类似案件的告密者提供一块手表作为奖励。格勒纳的纪律措施没有充分应对审判期间在军官团体中出现的明显的反对议会制和具有纳粹主义特点的批评。格勒纳在一次军官会议上指出，军队作为国家最强大的因素，必须不受任何政治影响，必须凌驾于所有政党之上，军官们就必须可靠地通报情况，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他当时确实误判了批评的深层原因。因为这些批评源于军方领导对新民族主义和由纳粹党代表的“民族复兴”计划模棱两可的态度。宣扬军队的超党派性及其对国家抽象概念的联系已经不足以长期维持军队的信任了。


  然而，莱比锡军事审判的过程并没有为揭示军方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做出任何贡献。尽管乌尔姆的军官被判处数年监禁，但他们自己成了右翼媒体的著名英雄，只有舍林格尔除外，他在狱中改变了立场并宣布自己是德国共产党的一员。卢丁的辩护律师、纳粹主义者汉斯·弗兰克没有预料到法院会无视普鲁士的诉讼代表的异议，允许希特勒出庭做证。这给了纳粹党元首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宣誓并尽可能公开地表明他的观点，即纳粹党完全在合法的基础上运作，并进一步确保它无意侵犯武装力量的独立作用。希特勒的合法性声明使他自己符合了当代宪法学对形式宪法的理解，同时也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赞同，他宣称，在纳粹主义掌权后要“秋后算账”，要为这12年的管理不善负责的罪人会被追究责任。32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性的意义几乎等同于维护国家防卫军的武器垄断。不卷入与武装部队的公开冲突是希特勒从1923年11月的事件中得出的结论。


  希特勒的合法性声明令德国国防军的领导层大吃一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让步。他们受到了纳粹主义充满敌意的宣传攻势的影响，这些攻势诋毁了军队的机构和人员。希特勒按照计划，继续安抚军方打消对纳粹党，尤其是恩斯特·罗姆，参与军事任务的根本疑虑。他坚定地通过库尔特·冯·施莱歇尔明确与前冲锋队东区负责人瓦尔特·施滕纳斯及其对党领导人的反叛划分距离，并向将军们保证，冲锋队今后不会采取任何“革命行动”。33军方领导层相信了这些保证，陷入了驯服冲锋队的幻想中。到1931年底，他们欣慰地发现，没有发生更多的“破坏事件”，即纳粹党对国家防卫军的影响。他们误判了冲锋队与军队建立和谐关系的意图，并在必要时争取他们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支持。在个别情况下，冲锋队甚至能够从军事训练机会中受益。


  奥托·布劳恩通过提供所谓的“背叛国防”的案例材料和大肆利用希特勒在1932年4月的劳恩堡演讲，来反驳军方对冲锋队的信任。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把与边防协作的可能性视为推翻现行体制的条件。这位普鲁士总理早在1929年就已经坚决反对由将军们提出的“德国人民的国防计划”，并预见到军事计划的无限推进与民主制度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34与此同时，随着国家防卫军在政治系统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悄无声息进行中的宪法变革得到了总统的全力支持。早在1930年，格勒纳就自信地表示，在德国的政治事件中，除非果断对军方的言论进行重视，否则不应随意动摇任何政治基础。35军方领导层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摆脱《凡尔赛和约》非军事化条款的束缚。他们对裁军谈判施加压力，旨在通过国际协议使《凡尔赛和约》第五部分失效。与施特雷泽曼对裁军的谨慎态度相比，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德国代表试图通过坚定和有力的手段迫使达成实际结果，这反而加深了法国的安全顾虑。1932年2月召开的日内瓦裁军会议有60多个国家参加，军方领导层期待届时会有进展，并已经开始着手制订长期军备计划。自1929年起，德国就开始筹备一支在动员时拥有21个师兵力的军队，并将边防作为一项重要的先决条件。自1931年以来，它被“第二个军备计划”所取代。36该计划旨在从1933年4月1日到1938年3月31日实施，目标是组建34个师。它包括全面的军备计划，并规定了民用领域动员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军方正在对现有部队进行系统的重新武装，主要涉及武器和技术装备的现代化。从计划中衍生出的裁军谈判重要目标是，一方面应允许德国军事预算的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德国要获得权利，以便通过缩短训练时间确保必要的军队规模，而不必遵循12年的服役期限。






  布吕宁内阁尽可能宽容地对待国家防卫军提出的影响深远的财政需求，包括所谓的数十亿美元的军备改装计划，尽管只能部分提供所要求的金额。在赫尔曼·米勒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将军费开支从议会控制的预算中移除。由于军备计划受到严格保密，所以只能是政治辩论中的一个有限议题。但所有负责人都清楚，这个超出所有可用经济资源的计划只能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实施。因此，军队向布吕宁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其解散普鲁士联盟并结束宽容政策。军备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于扩大国防和边防力度，只要《凡尔赛和约》阻碍德国开放军备，这一政策就会得到维持。这必然会对军队与右翼军事协会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在希望大范围建设一支民兵队伍以暂时弥补人员缺口的情况下，对冲锋队的禁令是灾难性的，因为军方认为只能从冲锋队那里找到必要的后备力量，而国旗团和钢铁战线在军方眼里只是德国社会不愿进行自卫的代表。


  显然，主要参与裁军谈判的布吕宁总理并没有对冲锋队禁令给予任何重视。尽管纳粹党通过内部泄密获得了警方行动的预警，但还是没有对取缔冲锋队采取抵抗，只是立即发起了强有力的宣传反击。从心理上讲，对冲锋队的禁令意味着对希特勒的反对者的鼓励，这激发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抗议。政府的干预暂时阻止了暴力升级，使选举得以在4月24日举行。然而，政治路线并未因此发生改变。国家内阁缺乏必要的决心，以至于既无法与纳粹党明确保持距离，也不能在当下抓住与普鲁士合作的机会。相反，布吕宁不想阻挠日后在邦一级层面与纳粹党的合作。尽管种种危机凸显端倪，温和派政党的情绪仍相对乐观，但鉴于4月24日这一毁灭性的选举结果，这种乐观顿时演变成了迷茫和绝望。与此同时，来自右翼反对派对所谓单方面解散冲锋队的压力也增加了。


  一个外部诱因就能让格勒纳垮台。1932年5月10日的国会会议就提供了这个诱因。国防部长态度明确，为反对冲锋队的措施进行辩护，然而他的振振有词淹没在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辱骂与大声起哄中。格勒纳知道他在政治上已经不堪重负，这使他在纳粹党的无耻攻击面前显得毫无招架之力。在同一次国会会议上，年轻的库尔特·舒马赫通过反驳戈培尔诽谤性的言论而赢得了尊重，戈培尔宣称国家总统是由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逃兵党”选举产生的。37右翼媒体随后指责格罗纳在议会中出尽洋相。魏斯塔普伯爵向总统声称格勒纳不再“适合服兵役”。38最后，冯·施莱歇尔扬言，如果格勒纳不辞去国防部长一职，则部长担任职务的将军们将集体辞职。


  格勒纳几周前预料到兴登堡会撤销对他的信任。他抢在施莱歇尔之前，请求解除自己的国防部长职务。然而，为了不危及整个内阁，他仍保留了内政部的职务。这引起了总统的不满，总统拒绝签署正式任命书。布吕宁十分忠诚地试图留住格勒纳，解除职务的请求不再被提出。但格勒纳的辞职宣言引发了内阁的解职程序。兴登堡不愿任命新的国防部长，施莱歇尔以不想伤害格勒纳为由回绝了此项任命。格德勒一度被认为是经济部长候选人，以取代已经辞职的瓦姆博尔德。与此同时，施莱歇尔已经完全忙于向总统提出布吕宁内阁的替代方案，并说服布吕宁最终放弃自己的总理职位。


  布吕宁曾经搪塞总统，承诺在普鲁士选举后会组建右翼内阁，但他让其将计划内的洛桑谈判推迟到6月初，使得兴登堡认为这是对承诺的违背。总理以外交政策事件的重要性为由抗议总统在背后施加任何影响，结果只能设法将原定的政党领袖会议推迟到普鲁士邦议会召开之后。他想避免给人留下内阁改组迫在眉睫的印象。另一方面，施莱歇尔现在在奥斯卡·冯·兴登堡和国务秘书迈斯纳那里找到了支持，并已经与希特勒建立了联系。在4月22日和5月8日的会谈中，即在议会就格勒纳的人身和职能发生冲突之前，部长办公室负责人曾要求希特勒对未来的右翼内阁进行容忍。会谈的结果没有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但纳粹党元首做出了可疑的承诺，即在预定的国会选举之前支持新内阁，条件是解散国会，恢复“充分的行动自由”，并撤销对冲锋队的禁令。39


  当布吕宁了解到这些背地里达成的协议时，他立即警告不要将纳粹党纳入内阁，也不要举行新的选举，这将加剧致命的政治两极分化并加速资产阶级中间派正在出现的瓦解。对于暂时被认为是他的继任者的魏斯塔普伯爵，他指出，在没有通过充分的内阁参与而事先在政治上让希特勒有机会开始新的竞选活动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致命错误。纳粹党的机会恰恰在于采取全面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战略。因此，他们一贯拒绝布吕宁一再提出的在下级政府参政的建议。施莱歇尔不顾事实，指责布吕宁缺乏政治手腕，因为他没有成功地让纳粹党“参与国家事务”；总理曾多次试图在邦一级与纳粹党达成某种安排。40格勒纳与施莱歇尔也都一致坚决反对将国家权力无条件地移交给希特勒。


  大多数政治观察家并不清楚，是什么促使国家防卫军领导层支持与希特勒结盟。施莱歇尔无疑高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错误判断了与纳粹党进行战术合作的风险。军队缺乏全局观，且没有能力对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进行批判性评估，这与它广泛认同民族社会主义宣传所倡导的修正要求和反议会思想不无关系。在1931年9月希特勒和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的一次谈话中，后者得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却严肃的结论：“除了节奏”之外，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想要的是“一样的东西”。41


  因此，军队领导层关心的是如何劝阻希特勒采取“错误手段”和“革命思想”。格勒纳谈到了一项“长期的教育工作”，只有让善意的纳粹分子更贴近国家，同时有计划地消灭“麻烦制造者”，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打击纳粹运动本身是不合适的。42只有“过激行为”才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打击。在这种观点的背后，暗藏着另一种思想，即不应该像当时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击退纳粹主义者。从军方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十一月革命的典型回忆，并且这种陈词滥调还表现在同时指责社会民主党为民族叛国分子。


  政治上的一厢情愿让军方相信，希特勒煽动性的长篇大论主要是为了遏制纳粹运动中“激进的”、颠覆性的力量。施莱歇尔、格勒纳和哈默施泰因对希特勒本人异常积极的评价也是因为其在内部讨论中姿态很低，而且显得很通融。纳粹联络人展示出的和解态度使得将军们有了一种彻头彻尾的喜悦感，尤其是赫尔曼·戈林，因为在这几个月里，他成为希特勒与国家政府和资产阶级右翼政党最重要的联系人。


  然而，军人之间始终存在某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由社会的保留意见造成的。正是他们对希特勒表现出的居高临下的善意，导致了看似荒诞不经的误判。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明智而妥协的处理才能使希特勒与其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分道扬镳。因此，用施莱歇尔幼稚的语言来说，必须将希特勒“双倍、三倍地绑在合法性之柱上”。43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之一便是认为纳粹运动并不像传统的政党那样存在，而是促进“真正的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催化剂。民族主义的偏执滋养了这样一种幻想，即只是因为剥夺了纳粹党的权力，才导致了其极端主义的作风，而公平容纳纳粹运动中所蕴含的“健康”民族力量，将会使其壮大。


  抱有希特勒肯合作的幻想也影响了兴登堡在诺伊代克做出的决定，而当时他正隐居此处远离政治尘嚣。不过，1932年5月11日，布吕宁在国会中的最后一次成功已经无法改变事态的发展。尽管由于格勒纳的失败而遭受重创，但总理还是成功地拉拢了摇摆不定、同情纳粹党的经济党，以286票对259票的多数票赢得了来自左、右两派的不信任投票，还通过了后续急需的信贷授权。他在最后一次重要演讲中呼吁全国人民坚持下去。他希望6月初在洛桑举行的赔款和裁军谈判中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尽管由于协约国军缺乏妥协的态度，德国人民遭受了各种牺牲，但他认为他两年前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他不想在“距离终点线前的最后一百米”失去冷静从容的心态。44


  事实上，国会毫不犹豫地批准了他所请求的信贷授权，这让布吕宁坚信自己至少可以暂时稳定内阁。然而，由于在减少工时问题上存在分歧，经济部长瓦姆博尔德于5月6日示威性地提出辞职，这表明工业界尽管出于外交考虑之前一直支持内阁，但目前正在掉转方向。5月17日，德国工业联合会的领导层向总理保证，“头脑冷静的工业界人士”会支持他。45另一方面，重工业和大规模农业则决心支持施莱歇尔推进的内阁改组，并提议对经济部重新进行任命，反对由格德勒接替经济部长的职务。


  下半个月，布吕宁咬紧牙关准备了一套新的紧急法令，其中再次包含了大幅削减开支的内容，尤其是在社会领域。即使在经济复苏的情况下，内阁似乎也只能部分解决大规模失业的紧迫问题。对经济的极度悲观和通过补偿措施阻止社会福利进一步减少的合理需要解释了为什么农业安置成为政治考虑的重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安置的想法具有一个社会阀门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垮台了。此前，汉斯·施兰格—舍宁根和亚当·施泰格瓦尔特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权力争夺。对于这场冲突的解读不应该忽略工人阶层的社会困境和施泰格瓦尔特对此所做的努力。这些紧张局势无疑也反映出内阁在其最后步骤中表现出的高度紧张状态，这有助于在有争议的第五号紧急法令通过之前，就将有关安置计划的消息传达给感兴趣的公众，尤其是大农场主。这个广泛的安置计划是由迪特里希和其他内阁成员推动的，因为他们期望通过小规模的农业安置缓解失业问题，并认为可以在原始的生活条件下安置多达60万失业者。该计划的基础是期望通过加速程序尽快将不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土地用于安置。该计划草案显然还不成熟，而且施兰格—舍宁根认为在短期内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行动力在小型农业安置点中获得实际成果这种愿望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他对政治反对派的阻力做出了仓促反应——导致他在没有咨询总理的情况下就向总统提交了辞呈——最终被证明这么做是极其不利的。


  然而，认为仅仅是计划中的失误导致了易北河东部的游说集团在兴登堡的支持下公开推翻布吕宁政府，那就错了。46因为并不需要来自东普鲁士省议会在国家参议院的代表盖尔男爵和大地主利益的代言人马格努斯·冯·布劳恩的书面抗议，就能加剧兴登堡对布吕宁的极度不信任，因为布吕宁再也不能指望得到大工业的无条件支持。再次被迫签署有争议的紧急法令这一事实就已经引起了总统的不满，尤其是因为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威胁使他担心可能会因紧急法令而被国家法院追究责任。当他拒绝在诺伊代克接见布吕宁之后，迈斯纳向他提交了紧急法令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他反对再次削减战争受害者抚恤金，并反对安置方案，因为其中包含促进强制拍卖执行的规定。然而决定性的是，他拒绝确认格勒纳为内政部长，并要求内阁彻底向右改组，而布吕宁认为目前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得到兴登堡的同意后，1932年5月26日，弗朗茨·冯·巴本被施莱歇尔召唤到柏林，似乎要成为继任者，而布吕宁只能在兴登堡从诺伊代克返回后再去拜访他。当时，布吕宁请求继续授予紧急法令授权以备将来的洛桑谈判，但兴登堡拒绝了，并撤回了其对内阁的支持。布吕宁突然发现自己是在孤军奋战。5月30日，内阁一致决定全体辞职。虽然布吕宁仍然希望在最后一刻说服总统，但这已经不可能了，由于海军警卫队的例行检阅被安排在斯卡格拉克海战纪念日进行，因此在招待会上已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认真严肃的讨论。


  布吕宁在遭到国家元首的冷遇后仍然忠诚地努力克服危机，尽管他拒绝了兴登堡让他以外交部长身份进入继任内阁的提议，指出他将缺乏必要的权威来继续进行洛桑谈判。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愿意以自己的丰富经验和无可争议的国际声誉为基础支持继任者。他希望能够让卡尔·格德勒或魏斯塔普伯爵成为总理的候选人。如果更坚决一些，这些努力可能会成功，因为兴登堡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要接受由施莱歇尔将军提出的局外人弗朗茨·冯·巴本来充当这一角色的。


  布吕宁本人将自己的垮台归咎于施莱歇尔的阴谋。但这仅仅表明支持总统制的势力长期存在的倾向是彻底脱离议会制，不仅要在政治上中立德国共产党，还要在政治上中立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毫无疑问，布吕宁在艰苦的赔款谈判中所取得的成果落到了他的继任者手中。但是在内政方面，这些成果并不重要，特别是由于此后的财政减负措施几乎乏善可陈。同样，总理一贯的紧缩政策也没有得到社会力量和经济利益的认可。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布吕宁逐步为右派独裁创造了条件，并为此提供了合法或看似合法的基础。


  施莱歇尔将已经到达柏林的弗朗茨·冯·巴本推荐为继任者。巴本曾担任轻骑兵团长和帝国驻墨西哥和华盛顿武官，这些经历使他拥有正确的“军人气息”，这让兴登堡在许多方面感到满意。他的天主教信仰相对于他与明斯特地区乡绅一致的高度保守观念和强硬君主主义来说微不足道。几周前，巴本曾坚定地支持成立一个无任何党派束缚的总统内阁。他在柏林的贵族俱乐部遇到了施莱歇尔，他对后者表达了这方面的意见，这可能鼓舞了施莱歇尔提议由一个与萨尔工业有着紧密联系的贵族作为布吕宁的继任者。在政党似乎已经退位的情况下，保守派和新保守派的运动网络在政治职位的赞助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便是总统独裁制形成的特征。在施莱歇尔看来，弗朗茨·冯·巴本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作为普鲁士中央党议会党团的前成员，始终坚持解散中央党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并与另一个背叛的中央党议员一起投票反对了备受争议的议事规则修订行动，这暂时打消了纳粹党直接接管普鲁士总理职位的企图。尽管作为中央党党报《日耳曼尼亚》的大股东，他曾短暂地对该报的编辑团队施加影响，使其转向保守，但在中央党内，他仍然是个局外人。与他的易北河东部地区的同僚一样，巴本强调民族主义，尽管他的民族主义不是像胡根贝格那种教条式的民族主义。巴本的政治理念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准确性。他的政治思想受到了1918年动乱起因的保守主义—反动派——一种带有极端独裁色彩的模糊的基督教企业国家意识形态和一种针对革命后时代成果的保守主义——的影响，后者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和社会反动派特征。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反对对冲锋队的禁令，也就不足为奇了。47巴本之前的政治热情使他看起来非常适合满足兴登堡最终组建带有“国家凝聚力”内阁的愿望。如果施莱歇尔认为任命巴本可以消化布吕宁被中央党解职酿成的苦果，并让他们与新的总统内阁和解，那他当然就大错特错了。布吕宁被叛变者巴本取代，在中央党内引起了震动。这是因为巴本在被任命之前曾向中央党主席卡斯表示不会接受兴登堡的提名，并表示自己将遵守党的纪律。然而，当兴登堡呼吁巴本履行“爱国义务”和“服从”的时候，巴本就把对卡斯的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并接受了领导一个既定政府团队的任务。48对于卡斯这位被抛弃的中央党领袖来说，他感到受到了轻视。他曾在议会团体面前强调巴本的忠诚，但新总理告诉他，要作为一个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党派人物行事，这进一步激起了中央党对明显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深刻愤怒。


  在由施莱歇尔用他惯有的急躁态度推进的组阁过程中，巴本最多只是被动参与。一开始，他们接触了一些与布吕宁有关系的人物。魏斯塔普伯爵意见一致，认为在没有德国国家人民党和纳粹党参与的情况下，组建一个反对中间党派的政府是不可行的。卡尔·戈尔德勒曾被考虑担任经济部长，但是他在向总统提交的改革方案中提出了诸多要求，包括将经济部和劳工部合并，这导致谈判最终失败。由于一些国会议员不符合条件，另一些则不可用，施莱歇尔在寻找合适的部长人选上举步维艰，内阁的组建进展缓慢。最终，总统办公厅只能选择极右翼但无党派归属的人士。因此，“专家内阁”的说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才成立。


  总统办公厅发布的右倾口号下形成的最终结果与布吕宁所希望的专制意义上的宪政重组无关。该政府的组成完全没有考虑国内的政治力量平衡。两个月前为总统连任而竞选的政党不再参加新内阁，内政部长由威廉·冯·盖尔男爵担任，他曾成功地与兴登堡交涉，反对布吕宁的所谓“土地布尔什维主义”。49作为东普鲁士的一个省级代表，他代表大土地主在国家参议院中发表了特殊的利益主张，并表现出对奥托·布劳恩领导的普鲁士政府的强硬敌对态度。


  这个新内阁其他成员的政治倾向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历史车轮已经倒转了。与东欧大地主紧密联系的莱茵金融合作社总经理马格努斯·冯·布劳恩男爵成为国家粮食部长。由于他参与过卡普政变，曾被普鲁士政府撤职。外交部长职位则由一名靠近君主主义派系的职业官员、曾任驻伦敦大使的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担任。他曾经因反对魏玛共和国而暂时离开过外交部门。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成为国家财政部长；他曾在财政部担任预算主管，政治上也较为保守。这两个位置的人选只能靠兴登堡的个人号召力拉拢。除了保罗·埃尔茨·冯·吕贝纳赫男爵担任国家运输和邮政部长外，民族主义者、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担任国家司法部长。他于1923年成为希特勒的支持者。他的任命是为了向德国南部各邦做出让步，但巴伐利亚内阁立即与这名任成员保持了距离。经过几次尝试，他们最终确定了没有存在感的赫尔曼·瓦姆博尔德作为国家经济部长，可能他唯一令人留下印象的举动便是及时退出了布吕宁内阁。就劳工部的任命而言，最终同意了之前毫不起眼的国家保险局局长胡戈·舍费尔担任该职位。重要的是，赫尔曼·平德尔，即国家总理府的国务秘书，被施莱歇尔的亲信埃尔温·普朗克所取代。


  除了“绅士内阁”的核心团队之外，正如巴本对马格努斯·冯·布劳恩所说的那样，该内阁的组成比兴登堡最初期望的更“右”，尽管他赞赏内阁成员的社会和政治同质性。50接管国防部的施莱歇尔过高地估计了控制这位常常自行主张、奉行机会主义行事的新总理的政治决策的可能性。冯·盖尔男爵比施莱歇尔更坚定地支持既定的反议会路线，这让施莱歇尔感到不快，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对希特勒的承诺的约束。他认为，新一届国会选举是可有可无的，并将其视为半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宪法重建道路上的障碍。51


  公众普遍认为，组建内阁是一项政治挑战，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考虑国会的党派力量，这令人意外地呈现出一种极端的社会神秘主义色彩，从而使人们很快给这个内阁贴上了“男爵内阁”的标签。为了实现让自己成为没有党派束缚的政府的自我要求，部长们进行了示威性地退党，除非他们本来就没有党派归属。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先发制人，巴本避免了被中央党开除党籍。尽管如此，这种姿态并没有改变内阁成员与资产阶级右翼之间紧密的关系，尽管这种联系更多是在绅士俱乐部而不是在党派办公室中。内阁代表了保守派官僚精英的政治思想世界，他们与政党没有联系，视自己为支撑国家的阶层。所谓“国家集中政府”的概念根本无法成立。


  各政党和工会对于巴本出任总理的反应异常消极，左派进行了最激烈的攻击，中央党和资产阶级中间派则明确反对，而国家人民党则通过间接的疏离表明，他们与新内阁没有任何联系。纳粹党没有直接攻击弗朗茨·冯·巴本，生怕将得到允诺的重新选举和解除禁止纳粹军队的承诺再次破坏，但他们也没有回应施莱歇尔的要求，后者希望纳粹党对选举后的这段时期给予书面的宽容承诺。除了大企业之外，内阁也没有得到任何利益集团的支持。在国家防卫军的力量和国家总统的权威支持下，该内阁符合保守的上层阶级的政治愿景，他们相信汉斯·泽赫尔、瓦尔特·肖特和其他新保守主义作家所宣扬的新“阵线”神话，或者坚持一个已经不存在政治前提条件的集权国家思想。52由于绝不可能获得议会的容忍，该内阁只能作为一个明显违反宪法的总统独裁政权而存在。




    
    
    
  第十二章　遭受政变威胁的政府


  在1932年6月2日宣誓就职的当天，巴本内阁就决定解散国会，并表示国会的组成已经不再符合地方选举中所表达的“人民的意愿”。1这样一来，政府就兑现了对希特勒的承诺，即容忍内阁的条件是即刻举行新选举，并立即解除对冲锋队的禁令。新内阁明显的反议会倾向的特点是，巴本甚至没有等到国会召开会议，而是于6月4日在媒体上发表了他的政府声明。这份声明一方面表达了在缺乏财政稳定性的情况下延续布吕宁内阁政策的意愿；另一方面它超越了“过渡内阁”的纲领，批评了自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内阁，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新德国”。哈里·凯斯勒伯爵称这份声明“具有最黑暗、反动、悲惨的风格，在这种情况下，帝国时代政府的声明都像是最光明的启蒙”。2这份声明攻击布吕宁，攻击所谓正在蔓延的“文化布尔什维主义”，攻击德国民众在战后内阁的“国家社会主义”影响下的“道德败坏”，并祈求“基督教世界观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反动利益的混合物。3


  十天后发布的全面紧急法令揭示了内阁明显支持大规模农业和大工业利益的反社会路线。在兴登堡的反对下，备受争议的安置计划被撤回，而该法令却在社会保险和失业救济领域实施了严重的财政削减，尤其是引入了需要经济贫困证明这一机制来对申请者是否能获得失业保险那已经被削减的补助进行评估。尽管政府表达了对俾斯麦式社会政策的支持，但实际上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已经完全违背了社会保险制度。同时，从其范围和方式上来看，政府所宣布的创造就业措施与社会福利预算大幅削减相比，并不能对后者起到任何实质性的补偿。


  因此，政府方案在各地都受到了极为猛烈的批评。中央党强调，紧急法令不具备“任何慷慨的建设性理念”。4这背后是巴本放弃了施泰格瓦尔特曾寄予厚望的小规模农业安置政策。此外，由于财政赤字的加剧，该法令在形式上虽然更加严苛，但实际上也只是执行了布吕宁内阁已经准备好的削减方案而已。其后果是社会福利再次遭到大幅削减，而大型资本利益集团因此也得以如释重负。因此，这条政令激起了各阶层工会的强烈抗议。《前进报》评论说，巴本内阁显然认为“完全不必考虑人民大众”了。5


  与布吕宁追求的政治路线的根本决裂在于，巴本内阁愿意履行由施莱歇尔承诺的向纳粹党提供的“先行条件”，即解除对冲锋队的禁令，但这在地方上遭到了抵制，甚至连内政部长也有所顾虑。61932年6月14日颁布的一项防止政治暴力行为的法令中，政府撤销了对冲锋队的禁令，并取消了1931年12月8日颁布的制服和徽章禁令。当各邦政府强烈反对这项规定并出台自己的制服禁令时，其第二项规定剥夺了他们任何超出个案的监管权力，“以避免对公共秩序造成危险”。7巴伐利亚邦总理黑尔德抗议了对地方权力的肆意限制，但徒劳无果。巴本内阁屈服于纳粹党施加的压力，以恢复“政治自由”这种站不住脚的理由向纳粹党施加的压力让步，而这种自由以前曾被紧急法令大大限制。8


  国家权力撤退的后果是立竿见影的。除了冲锋队之外，其他自卫组织也动员了他们的力量。选举活动的开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暴力浪潮，仅在选举前的最后十天，普鲁士就有24人死于政治骚乱，284人受伤。毫无疑问，冲锋队是罪魁祸首，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所感受到的仇恨和无助的复杂情绪促使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进行反击。甚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采取激进行动的国旗团，也越来越多地卷入了由纳粹党人引发的打斗和冲突中。资产阶级政党也开始成立自卫组织。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巴伐利亚警卫队”旨在抵御冲锋队频繁的袭击。制服和军事仪式成为政治舞台上的特征。他们经常伪造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命令。失业青年的绝望在激烈的内战中得到了宣泄。当德国共产党领导层试图遏制与政治对手的毫无意义且代价高昂的冲突时，他们遭到了基层活动家的抵制。同样，冲锋队的暴力行为也不由分说地愈演愈烈。


  冲突通常是由试图炸毁或干扰对手的选举集会引发的。在大城市中，冲锋队通过工人街区的游行示威尤其容易引发冲突。在这里，左派被挑起巷战。有组织的劳工捍卫他们一直以来的据点，但一般避免对冲锋队采取进攻行动。然而，冲锋队并不回避机动化行动，反而攻击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编辑部、政党设施、工会大楼、工人住所和集会场所，甚至在个别情况下攻击青年营地，殴打其中的居住者。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由于地方警察力量薄弱，冲锋队展开了无节制的恐怖统治，从而严重影响了左翼政治对手的行动自由。这主要是在普鲁士的东部省份中发生的。纳粹媒体美化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并给有偏见的公众留下了这些事件完全是由左翼反对者挑起的印象。因此，纳粹党把自己说成是唯一可靠的秩序维护者。他们试图通过冲锋队的纪律严明的外在形象来证实这一说法。


  在左右两派自卫组织的暴力袭击中，社会侵略性的潜能被释放了出来，这种潜能已经不再受政治制度的控制。它从农村人民运动中爆发，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左右两派的运动之中。自从普鲁士大选以来，冲锋队的好战行为便与战略目标相结合，旨在使普鲁士看守政府的地位岌岌可危。纳粹党的激进示威浪潮在6月16日之后首先在鲁尔区的城市中爆发，然后蔓延到整个普鲁士，从而引发了德国共产党的反击行动。普鲁士警察在大规模的冲突中常常不堪重负。与此同时，纳粹宣传指责泽韦林领导的警察部队在对待德国共产党方面缺乏能力，并将“内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他们。如果国家政府不立即对普鲁士实施紧急状态并禁止德国共产党，他们将自行“采取行动”。9


  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指控普鲁士警察与德国共产党勾结，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尽管他们掌握了内部信息，但内政部长和大多数内阁成员都认为布劳恩和泽韦林不可能有效地打击德国共产党。摧毁普鲁士政府一直是纳粹党长期以来的目标，而街头暴力的升级则有助于他们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在纳粹媒体指责他们对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过于谨慎的情况下，纳粹党对此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从7月初开始，由戈培尔主编的《进攻报》便要求任命一个国家专员来“管理叛乱的红色普鲁士”。10虽然纳粹党尚不能指望自己亲自掌权，但期望在国会选举中得到便利。


  1932年7月17日阿尔托纳地区的“血腥星期天”，使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之间的无数暴力冲突达到了暂时的高潮。当时，警方勉强批准了一次纳粹党的大规模集会，至少有70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当示威队伍经过阿尔托纳的工人街区时，爆发了武装反抗。在交火中，有18人死亡，大多数是无辜的居民和路人。此外，还有大量受伤者。事件发生时，当地警察没有及时向汉堡求援，也没有在冲突开始时将游行队伍引导到较为安全的街道，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反法西斯行动组织之前曾要求警察局禁止此次示威，威胁如果遭到拒绝将采取“自卫措施”。由于担心被指控偏袒某一方，警方没有对这种压力做出回应，因此导致了这起流血事件的发生。


  在《红旗报》指责普鲁士警察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勾结时，7月19日的《人民观察家报》则以最浓墨重彩的手法描述了警方的失败，并间接威胁要进行报复。“仅仅一个星期，5万名武装党卫军就会在没有装甲车和警察官僚机构的情况下清理德国的行凶总部。随后，内战就会结束。”11纳粹党以维持秩序力量的身份向巴本内阁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纳粹党对普鲁士政府的不断攻击并非没有效果。尽管后者竭尽全力确保公共安全，但事实证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抵御纳粹党成体系的挑衅策略和左翼政党的激烈反击。此外，普鲁士警察再也不能保证他们会得到法院的支持。1932年4月，警察采取了有力措施对付多特蒙德的冲锋队，结果几名警察被解雇并被判处重刑，而引发暴乱的多特蒙德冲锋队成员却逍遥法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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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7月17日阿尔托纳血腥星期日事件。1932年7月18日《德意志汇报》的报道（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国家机要档案馆）

  


  阿尔托纳的血腥星期日促使内阁在7月18日宣布紧急法令，禁止户外集会和游行。然而，政治暴力并未显著减少。恐怖袭击在7月31日的国会选举后仍有增无减。但现在，国家政府一反以前对右派政治暴力的态度，不得不采取更有力的行动。8月9日颁布了一项针对政治恐怖主义的紧急法令，命令立即组建特别法庭，对政治犯罪进行起诉和判决，但只进行一次审判。此外，政府禁止了8月份所有公开的政治集会。这样一来，内阁才姗姗来迟地承认了6月份各邦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恐怖浪潮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为消灭普鲁士政府提供借口的目的。


  位于上西里西亚的波坦帕村谋杀案是冲锋队在德国东部地区广泛开展的恐怖活动的高潮，揭示了德国政治文化的衰落。1932年8月9日至10日的夜晚，五名纳粹分子袭击了两名同情德国共产党的波兰农民。两人都被从床上抓走，其中一人在其母亲的眼前被残忍地杀害。根据8月9日的紧急法令，在博伊滕地方法院设立的特别法庭对凶手判处了死刑，但戈培尔在纳粹报刊上掀起了一场抗议风暴，众多德国民族主义机关也加入其中。希特勒在一封电报中表达了对肇事者的声援，并毫不犹豫地称这是一项“令人发指的血腥判决”。13尽管公众对这一罪行普遍感到愤怒，政府还是将死刑减为终身监禁，理由是加重处罚的法令在犯罪前只有一个半小时才生效，罪犯几乎不可能获悉此法令。


  波坦帕事件只有在资产阶级公众几乎神经质的反共主义背景下才可能发生。纳粹党既利用了这种情绪，又不断地挑动这种情绪。他们一再要求为打击“公社”而将街道开放。包括赫尔曼·戈林在内的纳粹党知名代表多次要求暂时给予他们“自卫权”来清算左派。他们期望在与德国共产党的国内政治冲突中，能够与军队和其余的秩序力量一起介入。为了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他们让冲锋队进入边防军的秘密军火库，这些努力与他们期望在国会选举之后彻底清算政治左派的期望有关，对纳粹党活动家来说，这与夺取政治权力是一致的。


  7月底，部长办公厅主任库尔特·冯·布雷多上校就冲锋队试图采购武器的问题要求赫尔曼·戈林和恩斯特·罗姆到班德勒街进行对话。戈林含糊其词地回答说，他们预计选举后泽韦林和钢铁阵线会发动暴力反击。在他看来，警察部队不足以打击这样的起义，而军队的介入也不可能。因此，冲锋队被迫为武装冲突做准备。尽管这多半是个借口，但戈林的坦率发言揭示了许多纳粹分子的自我认知。戈林再次主张“自卫权”以对抗左翼政党，并表示应该给冲锋队几天时间进行报复。他暗指组织一次巴托罗缪之夜来反对左翼，这同时也是希特勒头脑中幻想的一部分。


  戈林冷嘲热讽地表示，必须“彻底摧毁”马克思主义，而冲锋队长期以来就是为此训练的。这些言论表明，纳粹党只有在彻底摧毁左派组织和消灭其积极成员之后，才能成功地将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戈林补充道：“他们可以使我们遭受最大的折磨，可以饿死我们，但是我们不会放弃复仇的权利。”14这让对话的与会者深感不安。对于将政治左派视为真正对手的这种对于暴力压制的需求，在政治上也是对社会主义工人坚定信念的一种手足无措的反应。


  尽管纳粹党公然展现出取得无限权力的野心，但巴本和施莱歇尔仍然相信他们可以说服纳粹党在选举之后进行合作。冯·盖尔男爵概括了政府对纳粹党的策略，即“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年轻、日益扩大的运动应该摆脱布吕宁和泽韦林施加的枷锁，以便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得到支持”。15这明确地表明他们计划利用纳粹党来镇压左翼令人不安的反对声音。纳粹宣传反复提出纳粹党将准备好在“马克思主义”被消灭后有纪律地融入国家，这种舆论造势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


  5月24日普鲁士邦议会召开后，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未能阻止看守政府履行职责，尽管邦议会内部爆发了德国共产党与纳粹党激烈对立的场面，但在社会民主党的努力下，避免了罢免柏林警察局局长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和其他高级警官这项决议取得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票。16德国共产党采取阻挠手段对社会民主党施压，不惜与极右派结盟。财政赤字的压力削弱了共和派联盟伙伴之间的合作意愿。只有来自德国共产党、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反对派多数的威胁才暂时得以把这些相互矛盾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中央党向右转的趋势也体现在纳粹主义者汉斯·克尔当选邦议会议长以及社会民主党退出议会主席团。随着普鲁士中央党领导人约瑟夫·赫斯在当年春季去世，左翼最重要的整合力量消失了。只有中央党与巴本不可调和的冲突——康拉德·阿登纳在当时已经认为这是一条死路——才能保证看守政府内部取得一定的团结。


  施莱歇尔、巴本和盖尔组成的三巨头一开始就决定推翻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政府。17他们坚决沿用了布吕宁已经采用的策略，强制普鲁士内阁进行财政公开审计。国家财政部长拒绝向普鲁士支付1亿马克的债务便是该事件的标志。然而，正如前国务秘书赫尔曼·平德尔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口气所说的那样，财政部长奥托·克莱珀在1931年底实施了行政改革和1932年6月8日颁布了紧缩法令，这使得他成功地瓦解了国家政府试图让“普鲁士账面上彻底亏空”的企图。18这种试图反对国家控制所做的努力有些不真实，因为普鲁士政府背后不再有任何有效的力量。奥托·布劳恩对此深有体会。他拒绝继续担任普鲁士总理的职务，因为他认为没有丝毫可能成功抵制国家的处决。


  事实上，自1932年6月初以来，就有关于国家政府干预普鲁士的说法。戈培尔指出，目前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即纳粹主义者担任总理或国家专员。在接下来的几周中，他也被证明对国家政府的意图了然于心。6月13日，他对希特勒和弗朗茨·冯·巴本之间关于普鲁士问题的谈话发表了评论：“要么选择权力，要么选择反对派。”19然而，由于中央党没有屈从于希特勒的众多要求，普鲁士政府的组建问题不得不推迟到国家议会选举之后。在此期间，右翼媒体一致要求解散看守政府并任命国家专员。这是德国国家人民党长期倡导的纲领，而冯·盖尔男爵在1931年11月的东部边区联盟年会上重申了这一目标。普鲁士内阁的权力日益减弱，这不仅表现在官僚机构的支持越来越有限，而且希尔齐费尔和泽韦林也无法确定高级部门官员是否依旧忠诚。泽韦林早先的决心和精力被深深的听天由命感取而代之。实际上，和他的部长同僚一样，他渴望结束看守内阁悬而未决的生存处境。另一方面，内政部长竭力不给巴本内阁任何干预的借口。泽韦林通过对非法持有武器的严厉限制措施，试图限制冲锋队和反法西斯战斗联盟的攻击，以及在安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禁止游行示威，这迫使国家政府暂时放弃了证明普鲁士政府在应对潜在内战局势方面行动不利的考虑。


  在对右翼和左翼的内战军队的干预中，泽韦林非常注重一视同仁。警察部队对冲锋队和纳粹党采取的蓄意保留态度让柏林警察局长格热辛斯基十分不解，其党内同僚竭力阻止了他在党派媒体上公开抨击泽韦林的中立政策。同时，泽韦林也拒绝了国旗团的请求，即使用钢铁阵线的保障编队作为辅警队伍，就像在纳粹统治下的各邦组建冲锋队辅警一样。同样，令南德地区的合作伙伴惊讶的是，泽韦林在邦会议上对制服禁令这个核心问题坚决保持沉默。


  泽韦林一直期待国家接管普鲁士的警察权力，尽管如《前进报》指出的，这样做的宪法前提并不存在。他很清楚国防部已经有了相应的计划。早在6月，泽韦林已经就国家专员问题与内政部长接洽过。当时盖尔态度低调，而泽韦林当时似乎表示过，任命国家专员不应再拖延。该措施或许可以减轻国家政府的部分压力，因为它将由此承担起打击政治恐怖的责任，而这一责任迄今一直受到阻挠。接管普鲁士警察能够保护他们免受纳粹主义者的控制。此外，国家干预也可能使社会民主党更容易充当反对党，而这在选举结果出来后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出于这一动机，社会民主党才能对这一威胁泰然处之，尽管这一问题已成为报刊论战和无数谣言的焦点。


  起初，泽韦林认为巴本在国会选举之后才会进行干预。然而从7月初开始，对国家的决策已经迫在眉睫，正如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所说，“消息不胫而走，路人皆知”。20普鲁士政府并没有料到会被正式罢免，只是以为将被迫让出警察和司法部门的权力。然而，盖尔计划已经泄露的信息足以招致进一步的担忧。由于形势的变化，泽韦林于7月16日与社会民主党党魁商讨，告知国家肯定会立即进行干预，巴本可能会逾越第48条的法律框架，取消普鲁士政府的独立性。他指出，尽管警察大多数站在共和国政府这一边，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劣势，因此，任何抵抗都充其量只能短暂地展示一下抵抗的意愿。


  鉴于随时在柏林待命的国家防卫军力量薄弱，驻扎的警察部队先期在数量上仍旧占优，虽然部分同情纳粹党的警方领导层的忠诚度受到质疑。《前进报》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也驳斥了这种可能性，指出泽韦林无权以牺牲他手下的警察为代价来展示“勇敢”。党主席团最终达成一致，决定不采取任何反抗措施，并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置宪法的法律基础于不顾”。21两天后，泽韦林考虑让完全被孤立的社会民主党部长们提交辞呈，而奥托·韦尔斯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提前放弃任何权力。然而，《前进报》特别警告说，任命国家专员是违宪的，但这一警告没有得到柏林社会民主党，特别是钢铁阵线的重视，他们并没有动员起来积极保护看守政府，这样做至少会在政治公共领域造成一定影响，而且会大大增加巴本所冒的风险。


  然而，巴本在7月20日之前就已经确信，社会民主党不会进行实质性的抵抗。计划对普鲁士进行的“一体化”使国家政府面临着为这一措施提供宪法支持的问题，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熄灭了任何可能为国家直接干预提供理由的苗头。这导致了干预普鲁士的最终决定被推迟，直至总理从洛桑的赔偿和裁军谈判返回时才得以做出。虽然巴本还没有做出决定，但盖尔一直在催促他采取行动。国家人民党普鲁士邦议会党团主席弗里德里希·冯·温特费尔特和联合爱国协会主席吕迪格·冯·德·戈尔茨的支持对冯·盖尔最终获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7月11日，内政部长向国家内阁提交了打算进行国家干预的计划，但国家内阁一开始持保留态度。国务秘书迈斯纳怀疑是否能够根据第48条专制授权指控普鲁士政府的不当行为。考虑到普鲁士可能会向国家法院上诉反对国家干预，他建议向普鲁士政府就其对德国共产党的行径提出最后通牒，但施莱歇尔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在这件事上，普鲁士邦内政国务秘书威廉·阿贝格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让国家政府得以借机出手。阿贝格在6月份与德国共产党议员恩斯特·托格勒和威廉·卡斯珀进行了谈话，敦促他们停止激进活动，转而支持社会民主党与纳粹党的斗争。泽韦林对这次接触毫不知情，而政府高级顾问鲁道夫·迪尔斯在场。他违背了自己的保密义务，向国家内政部的代表通报了这次谈话，并对此做出了误导性的解释，即阿贝格想争取共产党代表，以实现“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22盖尔利用这种有意的误导说服总统在7月14日签署了他提出的关于恢复普鲁士政府秩序的法令草案以及一项关于实施军事戒严的额外法令草案，这两份法令都没有签署日期。通过回顾1923年11月国家对萨克森的干预，他似乎让兴登堡相信了这种干预具备合理性。


  盖尔访问诺伊代克时，对普鲁士动手的时间还不确定。因为缺乏外部理由，而且还不清楚谁可以担任国家专员，原定于7月18日的计划不得不取消。值得注意的是，早在7月19日戈培尔就已获悉这项任务交给了埃森市市长弗朗茨·布拉赫特。随后，阿尔托纳事件为他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借口，以便在两天后动手，理由是普鲁士在履行由国家宪法赋予的任务方面不但表现失职——以阿贝格谈话中所谓的对德国共产党的偏袒为借口——而且也无法确保公共安全和秩序。此外，政府还提到了7月19日收到的邦议会主席克尔的一封信，信中报告了普鲁士处于宪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并敦促国家政府暂时接管普鲁士的警察权力。


  盖尔精心准备了这次行动，他于7月19日向第三军区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将军发出了移交柏林和勃兰登堡行政权力的部署命令。第二天，巴本留了一手，将计划采取的措施通知了南德各邦政府，还想邀请希尔齐费尔、泽韦林和克莱珀部长于7月20日上午在总理府会面。盖尔甚有远见，甚至为了避免对股市产生负面影响，还特地把与银行代表的会面安排在了7月20日中午，并对其做出安抚性的解释。当普鲁士的部长们到达国家总理府，在国家内政部长的陪同下受到总理巴本的接见时，他们立即意识到这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次例行会面。国家总理简明扼要地向他们通报了当天“国家总统关于恢复普鲁士境内公共秩序的法令”的内容，并宣布免去奥托·布劳恩的普鲁士总理职务和卡尔·泽韦林的普鲁士内政部长职务，这些职务转由出席会议的弗朗茨·布拉赫担任，同时巴本兼任普鲁士国家专员一职。


  希尔齐费尔正式抗议了国家政府所做出的决定，而泽韦林则称这些决定是违宪的，并明确表示他不打算自愿遵守国家专员的指示。他宣称，除了屈服于暴力之外，他不会做任何让步，但这只是一种在白天离开办公室并退居私人房间的姿态而已。国家总理把泽韦林仅在形式上的抵抗当作一个契机，宣布柏林和勃兰登堡进入军事紧急状态，并将行政权力移交给了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这一步尤其重要，因为这样一来，就将普鲁士的警察力量置于军事指挥之下，而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等人考虑采取武装抵抗的想法也被彻底瓦解了。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他的副手伯恩哈德·魏斯和警察部队指挥官马格努斯·海曼斯贝格上校在当日下午早些时候被逮捕，并在放弃职务后于当晚获释。谁也没有进行反抗。然而，发动政变后对警察部队下达的加强使用武器的命令表明，冯·伦德施泰特已经为左派可能进行的抗议行动做好了准备。如果发生大罢工，政府会立即宣布全境进入紧急状态。


  普鲁士的部长们对国家总理府的事件做出了回应，称国家干预是违宪的、无效的。同时，他们剥夺了巴本邀请部长们参加定于下午举行的“国家政府会议”的权利，因为只有在普鲁士部长主持下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23在这之后，国家总理立即解除了所有普鲁士部长的职务，称他们拒绝与国家专员合作。剩下的工作被下属的国务秘书接手，他们并不反对他们的任命。这表明，盖尔和巴本主要想控制警察和内政机构。随着警察局长和其他四名社会民主党或左翼自由派的领导人被撤职，布拉赫特对普鲁士行政机构的控制逐渐增强。普鲁士竭尽全力的共和化措施在几周内就以“清除”党内官员和简化行政手续为借口被取消了，以至于戈培尔评论道，纳粹党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了。24


  在一次晚间广播讲话中，巴本试图为国家干预辩护，他指出，普鲁士政府内部缺乏对“共产主义恐怖组织”采取行动的意愿，称“共产恐怖组织”是“绝大多数严重骚乱”的罪魁祸首。无疑，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指控，它只是为了向外界隐瞒三人同盟违法行为的尴尬局面。奥托·布劳恩最初曾考虑在其官邸所在地被捕，但后来预见到了这种做法极其可悲，于是干脆待在家里，并在一封公开信中痛斥了国家总理所做的诽谤。


  普鲁士总理最不能容忍的是指控其对国家缺乏忠诚，因为多年来，尽管与自己的同僚经常有种种分歧并发生冲突，他仍然成功地推动了普鲁士与国家政府的合作。关于党派行动的指控，他强调：“多年来，著名民族社会主义领袖们一直在公开场合威胁要‘砍头’和采取其他所有可能的死亡方式来对付政治对手，这些威胁却一直没有受到惩罚，而始作俑者却被视为能够进行谈判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布劳恩是正确的，但他的回应明显是防御性的。25他认为没有可能再进行战斗，并认为唯一值得努力的事情是让普鲁士政府摆脱违法的恶名。26


  奥托·布劳恩和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从未考虑过采取暴力抵抗，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的态度也是如此，它们的领导层在这一天决定集中精力继续进行目前的选举活动。利用国旗团和钢铁阵线组织的大罢工与行动来抵制巴本政变的想法很快被搁置了。尽管钢铁阵线的个别编队表现出了反抗的想法，而且在柏林国旗团的学院军团和柏林公共事业部门的工作小组也做好了罢工的准备，但这些都缺乏前瞻性的计划。同时，人们突然发现，与普鲁士警察部队站在一起并动用他们的武器储备，并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对纳粹党进行防御性斗争。


  除了社会民主党的防御性和维护合法性的态度外，该党和工会领导层还认识到，仅有消极的目标设定是不足以在大规模失业的困境下发动总罢工的。仅仅工会中便有44%的人失业，另有24%打短工。更重要的是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德国工会总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出现明显的领导力不足。韦尔斯认为，只有当群众自发抗议时，他才能采取行动，而党和工会等待了很多时间也没有等来上层的指示。在这一点上，国旗团的领导层也同意了党的官方路线，即首要任务是确保选举的进行。动员工人阶级恢复看守政府的愿望完全是一种幻想，该党也缺乏革命观念。该党和工会领导层采取“保障选举”的老路线，呼吁党员坚决维护宪法秩序，这种路线同样不能服众，特别是由于对手在这方面有优势，因为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形式上的合法性。


  在普鲁士政变之后形成的战术组合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力量早已被耍得团团转。但凡是有组织的抵抗就必须达到纳粹党领导人所期望的那种效果，即让自己成为国家政权与左翼势力之间冲突的受益者，并扮演维护内部秩序和拯救德国免于“布尔什维主义威胁”的救世主角色。在接下来的几周中，纳粹党和冲锋队的这种行径屡试不爽。戈培尔在7月21日的讲话中称“红色党派错过了他们的大好时机”，这句话也体现了对纳粹党未能立即从消灭社会民主党中受益的遗憾，而巴本内阁的地位则暂时得到了巩固。27此外，社会民主党也不能指望在防御性斗争中获得德国南部各邦的支持，这些邦虽然强烈抗议国家干预的形式及其对联邦制原则的威胁，但它们并不准备与国家政府公开决裂来支持普鲁士共和派。






  因此，被免职的普鲁士部长们希望通过在国家法院提起诉讼来扭转巴本的某些干预行为带来的影响，并非毫无道理，即使法院并不准备签发临时禁令。奥托·布劳恩对代表普鲁士的阿诺尔德·布雷希特熟练的法律程序持怀疑态度。判决于1932年10月25日下达，从政治上讲为时已晚，但这样的判决使普鲁士部长们摆脱了对国家不忠的污名，而他们曾被国家专员侮辱性地对待。判卷拒绝巴本让普鲁士在参议院中由国家专员委员会成员来代表，联邦制原则由此得到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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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10月底，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与奥托·韦尔斯、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在柏林普鲁士的国务办公室

  


  这一判决是建立在普鲁士政府和国家专员委员会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可接受的合作关系的假象之上的。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巴本以尖锐而带有伤害性的严厉态度拒绝了奥托·布劳恩代表正式复职的内阁提出的妥协方案，通过废除公共福利部，并在11月11日发布总统关于普鲁士权限划分的命令，扩大了国家干预对人事政策的影响。这无疑使布劳恩政府陷入了一种“政治虚无”，直到该政府在1933年3月自愿递交辞呈后才得以解脱。


  然而，国家法院的裁决仍然挫败了巴本和盖尔的重组计划，它确保了各邦的基本存在，从而防止了普鲁士正式的国家化，并将通过第48条推进国家改革的方式明确视为违宪。国家法院还对总统根据紧急法令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司法审查，这一事实使得兴登堡遵守宪法的意愿得到进一步加强。最终，这个决定阻碍了总统内阁的公开政变，也排除了利用参议院作为合法性后盾来对抗国会的可能性。在与德国南部各邦的激烈谈判中，国家总理和内政部长否认他们曾有意把对普鲁士的国家干预作为改革的基础。盖尔以明显的防御性口吻辩解说，有必要“在短期内将国家和普鲁士之间的国家权力手段暂时集中在一起”。28基本上，对普鲁士的干预所剩下的就是实现政治右翼的长期愿望，即消灭左翼。


  然而，他们试图向外界掩盖这种印象。国家派驻普鲁士内政专员宣布，在选举前不会对德国共产党采取任何措施来剥夺他们的议会权利。占领卡尔·李卜克内西故居的行为引起了德国共产党的愤怒抗议，但在7月26日解除紧急状态后，这一抗议行动被撤销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威胁”被用来证明政府的行动是合理的，尽管这显然有利于纳粹党，并使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最后的政治支持。尽管在他看来有些草率，但总理巴本在对外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自豪地宣布，德国的秩序已经恢复，“共产主义的威胁”已经消失。他强烈反对将左右极端主义相提并论。他强调，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共产主义“威胁我们民族和社会生活的文化基础”，相反，纳粹主义运动“专门为民族复兴而奋斗”。29


  针对普鲁士的行动实际上是通过行政—政治手段进行的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是建立在高度保守的阴谋集团、国家防卫军与纳粹党、冲锋队和党卫军之间间接但极其有效的相互作用基础上的。总统独裁的支持者自欺欺人地认为，通过消灭左翼，他们基本上可以满足纳粹党的要求，而不必为此付出永久性的代价。施莱歇尔宣称，纳粹党要么在右翼专制政府统治阶段解体，要么“通过承担责任而回归理性”。30然而，他与盖尔以及巴本通过取消冲锋队禁令并清除共和国的普鲁士警察机构创造了一种局面，即只剩下军队还有能力抵抗纳粹党的国内政治权力要求。


  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施莱歇尔驳斥了所谓军事独裁的谣言。他认为，这样的政府将处于真空状态，并会很快瓦解。相反，他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得到广泛民众运动支持的政府。按照目前的情况，这种说辞无非表明了将允许纳粹党的加入，而社会民主党被他简单地忽略了。在他的讲话中，这位国防部长并没有提到当前的两难处境：政府在声称无党派的情况下运作，却无法发表明确的选举声明。国家总统和政府在选举呼吁中表示，希望每个德国人都能履行自己的投票义务，以促使国会“在宪法赋予它的职责范围内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携手合作”。这个“无党派政府”现在已经取代了以前受党派影响的内阁，所以“在这个紧急时刻”是无可替代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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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国家总理弗朗茨·冯·巴本与其继任者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在一次体育比赛中

  


  所谓的无党派立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德国国家人民党之外，内阁并没有得到国会的支持。各个资产阶级政党猛烈攻击巴本，只有德国人民党保持了克制。与此同时，国家政府遭到德国南部各邦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对。在科隆的一次选举演讲中，巴伐利亚邦总理黑尔德指出，内阁具有强烈的反动性和反联邦主义倾向。冯·巴本向非普鲁士诸邦做出安抚性保证，说针对普鲁士的措施是暂时的和例外的，但这并不能缓解他们对国家有意长期掌控普鲁士主权的担忧。他们在普鲁士国家委员会内政专员以节约为借口推行全面的行政改革和强硬的人事干预的事实中找到了新的证据。


  巴本原本希望从洛桑会议上载誉而归。但事与愿违，他不得不在赔偿问题上屈服于法国的压力，最后同意支付30亿金马克作为赔款。虽然这在事实上是合理的，但在多年来以民族主义方式煽动德国民众之后，巴本不太娴熟的外交手段似乎兵败如山倒，特别是德国外交部被迫放弃同时提出裁军和废除战争债务条款的要求。此外，7月9日签署的《洛桑协定》的生效是以各缔约国的批准为条件的。在一项暂时保密的协议中，西方大国将与美国达成谅解作为条件，并考虑在没有这种谅解的情况下恢复杨格计划。尽管存在诸多限制，洛桑会议还是结束了人们渴望已久的赔款问题，却没有带来预期的国内救济，甚至巴本在内阁会议上也以不同寻常的温和态度承认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总理仍以惊人的冷静期待着7月31日的国会选举结果。在卡尔·施米特的法律推论的支持下，由选举产生的国家总统有权独立于国会的政党组成来执政，而且各党派必须顺从这种情况。巴本匪夷所思地误认为可以说服希特勒达成政治协议，而他与希特勒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纳粹党的自我定位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场几乎涵盖整个国家的运动，这让弗朗茨·冯·巴本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作为“统治者”的兴登堡和作为“元首”的希特勒可以实现共治。不管怎么说，“新国家”的思想家瓦尔特·朔特接受了总理的这种光怪陆离的言论，并匪夷所思地认为纳粹主义“只有通过我们的选举法在政党政治的议会民主框架内非自然的强制作用下才能堕落为一个政党”。32汉斯·策雷尔也传播了类似的思想。在实施“民族起义”之后纳粹党将自行解散的想法一直存在。直到1933年春天，赫尔曼·戈林周围的人还认为纳粹党现在是多余的了，必须转变为负责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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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1933年历次国民会议/国会选举结果

  


  纳粹党拒绝总理的怀柔尝试，全面开启了对衰朽的魏玛“体制”的煽动宣传，尽管巴本极力反对，但他也被有意地划为这一“体制”的一部分。在为期数周的选举筹备中，纳粹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举的形式和内容。巴特哈尔茨堡的昔日同盟在该党面前黯然失色。德国国家人民党与纳粹党类似，都承诺彻底摆脱它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腐败统治。它们将共和国的旗帜看成“一个垂死体制的象征”，而将“黑白红的解放颜色”与之对立起来。就像号召“民族觉醒”和废除凡尔赛“强制和约”一样，这无非是对纳粹主义宣传的苍白模仿。德国国家人民党与纳粹党泾渭分明的说法并不完全能服众。德国国家人民党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保守运动”，将自己视为纳粹党的必要对抗力量，用教条的口号——比如“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拯救我们，社会主义偏离了目标”——给纳粹党扣帽子。33它认为自己拥有政治专业知识的垄断地位，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泛德派系只要尚未投靠希特勒就会沉迷于一种幻想，即纳粹主义领导下的政府绝对离不开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专业人才。


  衰落的中产阶级政党——德国人民党、国家党、保守人民党、经济党、人民民族国家联盟以及基督教社会人民服务党——无法就共同行动达成一致。34尽管鲁尔工业大亨保罗·罗伊施和其他重工业代表竭尽全力，资产阶级的团结最终还是失败了，特别是因为德国人民党在丁格尔代的影响下向右转并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结成联盟。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只有坚决反对巴本和纳粹党的德国国家党还在进行斗争，但它对议会民主制的维护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响，正如普鲁士大选惨败所证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就只剩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以及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还在竭力阻止纳粹党的进攻了。显然，由于德国共产党在恩斯特·台尔曼和共产国际的短视指挥下，误判了纳粹主义掌权的后果，仍然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视为主要威胁，因此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明确与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的中央党以“回到布吕宁”为口号进行了反对“叛徒”巴本的竞选活动，要求“改革的民主”，同时拒绝一切独裁计划。现在对领袖的崇拜又转移到海因里希·布吕宁身上，他的“德国凯旋游行”产生了相当大的动员效果。35该党首次努力吸纳信仰新教的基督徒。但布吕宁未能清楚地将自己与纳粹主义区分开来，无论中央党如何抗议纳粹党恐怖主义的竞选活动，他都无法在1932年春天揭示兴登堡的败局。他助长了人们，特别是资产阶级阵营的幻想，使人认为这位元帅有能力阻止褐色浪潮的到来。


  在选举前几周，纳粹主义的宣传在技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水准。希特勒在德国上空的“自由飞行”、组织大规模集会、采用选举影片和唱片，以及执掌全国选举活动的约瑟夫·戈培尔的精心策划，这些使其他政党的竞选广告黯然失色。戈培尔以非凡的技巧试图掩盖纳粹战略的弱点，即纳粹党拒绝与解除了该党禁令的“民族集中政府”合作，并且在拒绝“马克思主义”和恢复议会制方面与这个政府没有区别。希特勒一再保证他不是为“委任状和部长职位”而战，而是为“我们政治体的内部重组”而战，这种说辞里蕴含着某种防御心理，因为很多右翼选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向巴本宣战。


  在这种新型的选举活动中，各党派的纲领性声明让位于夸张和泛泛的攻击。共和派试图模仿纳粹主义的宣传方式。游行、集会、统一的组织、旗帜和象征主义成为这次选举的主要形象。持续的经济困境导致了政治动员的增加，这也影响了此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群体。同时，各党派所使用的宣传手段也发生了变化，部分是受到了现代广告技术的影响，纪录片和广播越来越受到重视。传统的集会民主理念试图在封闭的空间中动员支持者和同情者来实现政党的目标，这种方式已经被大规模的公开集会、游行和示威所取代。军事仪式为政党和协会的形象增添了美感。自由主义者试图将理性的政治讨论置于日常政治斗争的中心，但这种讨论已经被宣传性的口水战和偏见式的骂战所取代。


  长期以来坚持教育而不是简单地向支持者灌输的社会民主党不情愿地适应了新的政治风格。钢铁阵线尤其如此，它以三箭头标志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社会主义自我主张的象征，从而使社会民主党的集会具有了激进的特征。钢铁阵线的大型活动在数量上并不逊色于纳粹主义的群众性活动。但是，所有这些用类似的东西来对抗纳粹党的法西斯广告的尝试都带有一些防御性。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宣传，过多地强调必须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纳粹主义的对手，而没有传达该党所努力争取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愿景。共和党派的鼓动，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自我主张，并没有接触到新的选民群体，而中间派的选举宣传则陷入了单纯的秩序思维，并明显地未能与民族主义团体划清界限。


  1932年7月31日晚投票结束时，魏玛时代最惨烈的一次选举也结束了。各党派相对实力的变化已经在邦选举中得到体现。选举的最大输家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中间派，他们总共只获得了21个议席和4.8%的选票。大众保守派未能得到议席。基督教社会人民服务党从14个议席减少到3个，农村人民党从19个减少到3个，德国人民党从30个减少到7个，经济党从23个减少到2个。德国国家党仅剩下4个席位。中间派的瓦解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德国国家人民党失去了4个席位，在国会中只剩下37名议员。胡根贝格在巴特哈尔茨堡被誉为“民族德国”的真正代表，但他最多只能做希特勒的副手。由于对巴本采取坚定的反对立场，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得票上升到15.7%，共有97名议员进入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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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的海报，海报上有三支箭作为钢铁阵线的象征（波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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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7月31日社会民主党国会选举的宣传海报，由赖泽尔—于贝尔哈克设计（慕尼黑，市立博物馆）

  


  对于左派来说，这次选举意味着痛苦的失望。社会民主党原本希望从巴本政府的低支持率中获益，但这一希望没有实现，反而失去了10个席位，只获得了21.6%的选票。该党的极端政治孤立使它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者，而那些转向德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抗议选民的数量则大大增加。德国共产党增加了12个席位，得票率达到了14.3%，其在议会中的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总得票率从1930年的37.6%下降到36.2%。尽管左翼政党对纳粹主义的宣传仍有相对的免疫力，但它们显然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吸引年轻选民，而且只能吸引少数产业工人以外的选民。如果考虑到普鲁士不战而降所带来的惨败，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损失仍在可接受的范围。36


  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成为最大赢家。它以230个国会席位和37.3%的选票，取得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成绩，成为最强大的政党。然而，表面上的胜利掩盖了一定程度的失望。尽管开局异常有利，但与总统选举相比，该党未能显著增加其选票份额；它仍然远未获得它所梦想的绝对多数票。更详细的选举结果分析显示，该党成功地吸引了更多中上层阶级的选票并提升了该党在以前相对较弱的地区的地位。但在这些高支持率的地区中，已经可以看到某些选民群体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其他社会背景的新选民。纳粹党选民潜力的相对不稳定性被其无可争辩的外部成功所掩盖，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他在党内领导层的同事并没有逃避自我批评。就连戈培尔也注意到了首都选票的流失。


  纳粹党阵营在竞选成功的巨大压力下情绪低落。他们期待能够从中间派和社会民主党那里吸引更多的选票。然而，天主教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保持了惊人的稳定。尽管中央党获得了更多的选票，但社会民主党却把大部分选票输给了德国共产党。希特勒在6月22日的选举呼吁中宣称，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并声称黑红两党的势力将最终被打破。37另一方面，他在选举结束时的公告中相当谨慎地谈到需要“以新的活力开始并继续战斗”。希特勒周围的人解释说，与总统大选相比，纳粹党期待的压倒性选票增加没有实现，是因为政府把大选日期定在了最晚的时间。但是这并不影响未能进入天主教和无产阶级选民的阵营这一事实。这样，通过选举突袭政治体系的希望破灭了，党内那些认为参与选举只会放弃革命原则的势力得以壮大。大选次日，戈培尔记载道，反对派的时代已经结束，纳粹党“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必须取得政权。38


  国会选举对弗朗茨·冯·巴本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但这并没有迫使他辞去职务。相反，他得出结论，必须维持无党派的总统内阁，并承认不能排除纳粹党员参与政府的可能性。巴本的顽固态度极大地刺激了纳粹党领导人的神经，他们试图通过间接鼓励冲锋队对政治对手进行恐怖袭击来施加压力，以迫使政府屈服。尤其是在选举之后，纳粹主义的恐怖浪潮上升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纳粹党希望借此明确表示，只有在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情况下，国内才能恢复和平与秩序。与此同时，纳粹党领导层与国防部建立了秘密联系。他们告知施莱歇尔，希特勒有意继任总理，对他表示信任。然而，纳粹党的线人在同样的情况下说，戈林和施特拉塞尔正试图说服希特勒放弃总理职位。施莱歇尔考虑了这个情况，并在没有事先通知巴本的情况下，于8月5日与希特勒进行了会晤。


  希特勒提出了范围极广的要求。除了要求自己担任国家总理外，他还要求弗里克担任国家和普鲁士的内政部长，施特拉塞尔担任国家劳工部长，戈林担任航空部长，以及戈培尔担任人民教育部长。施莱歇尔起初努力说服希特勒，担任总理一职不可行，但随后被希特勒眼花缭乱而看似真诚的论点所打动，后者说纳粹党的领袖原则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能在内阁中开展实际工作。施莱歇尔明白，希特勒不准备放弃他对总理职位的要求。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对一名心腹说：“所以我现在必须设法让老头子接受希特勒成为总理。”39希特勒想成为总理，得到了巴本的支持。但是当希特勒向兴登堡总统征求意见时，总统却坚决反对这个提议。兴登堡认为希特勒的总理职位与他坚决支持的总统内阁原则不相容，并以充分的理由做出了解释。


  施莱歇尔是否过早向纳粹党领导人示好，抑或更可能的是希特勒没注意到这位将军含糊其词的表态，目前尚无定论。反正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完全夸大了希望。8月7日，戈培尔写下了一份完整的部长名单，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合作伙伴。他认为纳粹党已经“站在权力的门口”了。40纳粹党领导层的厚望使戈培尔沉迷于他的“历史使命”，并促使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山召集手下，并将这一众人马带到普里恩，就人事问题进行深入商议。纳粹党大区领袖的任务是在即将接管国家职位的情况下为党的机构寻找合适的代表人选。但是，他们要保留自己的党内职务，以便明确“政党和国家的平等”。此外，冲锋队还被指示要为夺取政权做准备。41


  希特勒当时制定的最高纲领不仅包括担任国家和普鲁士的总理，还包括任命纳粹党人担任重要部门的职务，以及通过一项授权法案。该法案将在以“解散议会”为威胁的情况下被通过，因此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希特勒是一个先决条件。纳粹党元首的这些想法得到了戈培尔的大力支持，但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戈林、弗里克和在7月选举前向希特勒宣示忠诚的大多数国会议员却都对这一目标持怀疑态度。他们同意施特拉塞尔的策略，认为与其进行正面的夺权，不如委曲求全同意建立联合政府。


  接受施莱歇尔的提议，并给予纳粹党副总理和一些部长的职位，就意味着放弃希特勒进入内阁的机会；这将为该党在未来夺取政权提供一块跳板。施特拉塞尔预见到再次解散国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认为在这种条件下有任何机会与弗朗茨·冯·巴本进行谈判。实际上，在政治上孤立巴本，并完全寄希望于国防部长的支持，这种算盘最终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这种尝试导致了8月13日的惨败，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在与库尔特·冯·施莱歇尔的谈判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兴登堡和巴本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希特勒抱有幻想，认为他可以通过巨大压力，包括街头的力量来削弱现任总理的地位。尽管总统持拒绝态度，但至少纳粹党元首竭力让施莱歇尔继续设法谋得总理一职。


  在8月10日的内阁会议上，施莱歇尔明确表示，在国会召开时会出现一场危机，因为除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外，所有政党都反对政府。虽然国家防卫军和警察部队支持当时已被大众所承认的“民族”政府——这其实是对布吕宁总统内阁的事后谴责——但如果纳粹党和中央党之间形成联盟，并让希特勒以这种方式获得国家总理职位，那么总统危机就在所难免了。他意识到希特勒不会接受副总理的职位，因此他主张将其任命为内阁首脑。他认为，巴本提出的建议，即通过其他几个纳粹成员参与内阁来满足纳粹党的需求，纯粹是徒劳的。


  施莱歇尔试图通过以下论点来强化他的想法，即在接管政府后，纳粹党员可能会“自行摆脱冲锋队和党卫军部门”。42他重申，纳粹党的激进表现仅仅是对德国共产党行为的反应，而冲锋队和党卫军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被消灭后就会变得无关紧要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1934年6月的冲锋队而言确实如此。因此，这位将军成了这种普遍病态心理的俘虏，认为摧毁左翼政党是不可或缺的。他认为希特勒成为总理的好处是，将该运动“从无意义的反对状态中摆脱出来”，以便其得以开展实际工作。然而，他担心如果希特勒“置身事外”，将会导致进一步激化事态，从而使这本身就“有价值的运动”失去“现存的硕果”。43


  在内阁中，施莱歇尔的观点并未得到支持。尽管什未林·冯·克罗西克站在他这边，并把“接纳纳粹分子，但不放政权”称作“理想蓝图”，但巴本还是以他一贯的机会主义态度，驳斥了所有反对意见，并表示他会努力寻找维持总统内阁和让希特勒担任国家总理之间的“中间路线”。44尽管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施莱歇尔仍然相信，与希特勒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迟早是唯一的出路。因此，他继续对与纳粹党的非正式接触持开放态度，而巴本则盲目地信任总统。两者都用自己的方式在等待结果。


  相反，盖尔要求做出明确的决定并采取果断的行动。他从根本上反对将纳粹党纳入内阁，因为这将破坏无党派原则。他同时强烈警告不要高估纳粹党，并指出该党在数量上并不比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更强大。考虑到政府在国会必将面临失败的事实，他坚定地主张建立一个“战斗内阁”，并通过打破宪法而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45在立即解散新选出的国会后，总统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宪法规定的新选举将被推迟，普鲁士警察则听命于国家内政部的管辖，冲锋队、党卫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则将解散。该政变计划早在1932年8月初就有了更清晰的轮廓。盖尔则在8月11日的宪法日演讲中向公众阐明了他的长期宪政目标。46


  这有悖于巴本的本性，也有悖于施莱歇尔拖延解决方案的倾向，但作为内政部长，采取违宪的方式来保护现有的总统内阁是不可避免的。双方都希望通过直接与希特勒谈判来避免即将出现的总统危机。在与施莱歇尔将军会面后，希特勒曾经极力促成与总理早日会晤的事宜，却无济于事。他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天到达柏林与弗朗茨·冯·巴本会谈。他对这次会晤寄予厚望。戈培尔不顾施特拉塞尔的警告，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坚持“不成功便成仁”的策略。


  希特勒意识到了要孤注一掷。在这些日子里，他表现得紧张且焦躁不安，并试图用宣传政治幻想来掩盖他内心的焦虑。但是，让党派领导人站到他这边后，他便已经下定了决心。像往常一样，他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一张牌上，没有考虑可能的政治替代方案。虽然施莱歇尔将军前期工作已见成效，但希特勒似乎不再需要中间派联盟迄今为止相对有效的压力，相反他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因此，《人民观察家报》在8月12日心急火燎地将中央党与纳粹党为国和普鲁士进行联合谈判的提议称为“马后炮”和“绝望之举”，并予以驳斥。实际上，希特勒想要的是全部权力。


  8月13日，在戈林和罗姆等人陪同下，希特勒与施莱歇尔将军以及巴本总理进行了谈判，但此次谈判使他倍感失望。总理只提供了副总理和其他几个内阁职位，而希特勒则阐述了他的最高纲领，称这些提议是不可接受的。他很快便对听从巴本的请求并将最终决策留在和总统会面时讨论感到痛苦和自责。几个小时后，在兴登堡举行的招待会上，希特勒很快意识到，兴登堡无意超越巴本的提议。而希特勒仍然认为自己处于强势地位，可以对自己的权力施加条件。提到与总理的会谈时，希特勒拒绝了参与政府的提议，并声称由于他的组织规模庞大，他有权力“完全领导国家”。总统回应说，他不能“在上帝、良心和祖国面前”将整个政府权力委托给一个单一政党。希特勒得到要求，要领导一个有风度的反对派，以及受到威胁，冲锋队的任何恐怖主义行为都将受到严厉镇压，在不到20分钟的会晤后，希特勒不得不悻悻而回。希特勒在与巴本的会谈中表达了他的愤怒，暗示事态进一步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得以实施以及将导致总统的下台。47因此，决裂是不可避免了，甚至不需要总统府发表故意激化事态的公告来强调希特勒的全面权力要求，并指出他要求“单方面运用所追求的政治权力”。48这个事件对纳粹党元首的威望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1932年8月13日在纳粹党内被视为严重的挫败。戈培尔记录称：“在党内同志中，绝望情绪很强烈；冲锋队感到绝望。”49特别是冲锋队已经为夺取政府权力做好了心理准备，现在更加强烈地倾向于放弃通过议会夺取政权而转向直接行动。不少冲锋队领导人催促立即“出击”。为了遏制冲锋队的不安情绪，该组织被暂时停职到月底。同时，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让自己的支持者明白为什么按照巴本的条件参与政府会被断然拒绝。希特勒本人则以极端的强硬态度回应，并利用8月22日对波坦帕惨案的判决，对巴本内阁进行了无耻的攻击。这些攻击被巴本内阁误解为叛乱的威胁，并以加强紧急计划作为回应。


  希特勒坚信，这场运动的历史性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只要他们顽强地坚持曾经被认为是正确的原则，势必会将所有反对力量彻底涤荡干净。就是他在8月16日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达的意思，他强调“一场运动，无论其领导人一时的优势或劣势如何，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不变地追求它所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获得不可分割的权力。50他间接地驳斥了不久前发布的有关纳粹党内部分歧的声明。8月13日之后，党内对希特勒的战略是否会成功的疑虑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公众中的声望只比希特勒稍逊一筹，他已经确信希特勒的意图是摆脱联合政府，通过持续动员支持者来强行夺取权力，这种意图脱离了实际情况。这一点在8月13日之后变得更加明显，因为现在没有人继续认为总统会同意希特勒担任总理。巴本成功地让人们相信希特勒出于个人野心，既不愿服从伟大的共同事业，也不愿与兴登堡领导的国家内阁合作。希特勒很难揭示他内心抵触情绪的更深层动机——其实，他想避免给人留下“通过承担部分政治责任而成为现有政治制度的决定性替代方案”这样的印象。


  尽管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该党领导层的政治实践家们对于夺取权力的机会仍然持否定态度。一项批判性的选举分析表明，该党已经基本发挥了其选民潜力，由于缺乏可见的成果，追随者人数开始减少。追随者中出现了深刻的失望情绪，这反映在退党人数迅速增加、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党内对希特勒路线的批评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领导层得出结论，必须尽可能避免议会解散和随后新选举的进行，因为这将导致重大挫折。同时，更有必要摆脱目前仅仅具有破坏性的反对政见，并通过积极的政治工作来证明党的可信度。


  在承受了8月13日的打击之后，纳粹党的领导层首先试图重新恢复与施莱歇尔将军已经断裂的联系。纳粹党的经济顾问奥托·瓦格纳向冯·布雷多建议由巴本和施莱歇尔与希特勒进行对话，但希特勒坚持认为应该是政府来提出倡议。然而，施莱歇尔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不认为新的谈话会缓和局势。尽管如此，与国防部的联系仍在继续。施特拉塞尔利用他与民族商业雇员协会领导人马克斯·哈伯曼和汉斯·贝希利的关系，向施莱歇尔保证他愿意合作。同时，他还加强了与德国市镇联合会主席金特·格雷克的接触。格雷克因不满胡根贝格而离开德国国家人民党，并接着加入了农村人民党。他因提出创造就业机会的建议而声名鹊起，并试图在工人协会层面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纳粹党中的工人派在内的工会之间的合作似乎是一个可以克服国内政治僵局的机会，并因此能找到一种建设性的方案来解决国家危机。国防部对这些努力给予了关注，施特拉塞尔认为，这样的“横向阵线”是实现纳粹主义新秩序的一个切入点。


  这些起初被保密的倡议引发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阿道夫·希特勒之间长期潜在的根本冲突公开爆发。施特拉塞尔坚决反对希特勒充分鼓励的冲锋队恐怖主义行为，特别是他认为这些活动已经开始危害这场运动。他在国会中已经提出创造就业方案，并在选举前发表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理念”的广播讲话以及在其他公开立场表态，表明他已经抛弃了该党实施的纯粹破坏性策略，并明确表示纳粹党尤其愿意与工会阵营中的同一阵线进行合作。51他认为，纳粹党只有通过参与联合政府才能摆脱长期的孤立困境。在1929年至1932年的选举活动中被证明是成功的做法，现在不仅有可能导致该党失去各种实质性影响力，还有可能导致其部分支持者的流失。


  这位组织领导人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希特勒和戈培尔及其支持者的严厉批评。然而，对他不忠的指控是不合理的。施特拉塞尔太过于认同纳粹主义运动，所以不愿意放弃希望，力求最终说服希特勒认识到参与联合政府并通过社会政策倡议巩固党的地位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分歧的背后是对政治完全不同的理解。施特拉塞尔计划利用新获得的议会权力地位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但希特勒和戈培尔坚持宣传动员本身就是目的，并把他们的考虑完全限制在获得无限权力的想法上。


  另一种摆脱孤立的方法是恢复与中央党的谈判，该谈判在8月13日之前被取消。52在纳粹党的领导层中，是否应该与中央党组建联合政府的问题存在争议。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戈培尔的支持，他从来没有真正愿意组建联合政府，但这并不妨碍他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参加联合政府谈判，并偶尔也会亲自出面干预。相反，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赫尔曼·戈林和许多地方领导人以及普鲁士邦议会的多数派，认为与中央党合作是在普鲁士和全国获得决定性影响的重要机会。然而，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非常不愿意接受希特勒成为总理。希特勒对领导权的排他性再次对党产生了不利影响。


  促使中央党恢复6月在普鲁士中断的与纳粹党的联盟谈判，并坚持这一路线直到该年晚秋，不仅仅是为布吕宁下台报仇，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动机。由于巴本不明智的行动，中央党似乎被排除在既定的全国团结进程之外，这使得俾斯麦时期的创伤重新浮现。从长远来看，布拉赫特对人事政策的激烈干预必然会影响到普鲁士中央党公务员的地位，这一事实加剧了这种情况。然而，中央党领导层真正担心的是内阁试图彻底废除议会制，建立一个虽然在外表上依靠天主教社会教义（包括社群主义思想），却有恢复新教徒—普鲁士精英统治地位倾向的国家。巴本内政中显而易见的反联邦主义此时也如火上浇油一般。


  中央党各派都一致认为，针对盖尔“渴望权力的极权主义国家”，必须提出一种致力于法治思想的“权威国家”来反击。政府“轻视人民代表的权威”，拒绝在有争议的9月12日不信任投票后出席国会委员会的会议，1932年10月中央党领袖卡斯称其是不可忍受的。53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担心他们会遭受类似于墨索里尼执政下的人民党所遭受的命运。考虑到政变的潜在威胁，布吕宁还强调了中央党作为立宪政党的性质。然而，布吕宁并没有想要恢复议会制，尽管包括巴伐利亚人民党在内的纳粹党联合政府无论在普鲁士还是在整个德国都将明显带来议会多数席位。相反，他提出了一个“权威民主”的计划，这一计划与他早期的宪法改革计划以及盖尔的想法在某些方面类似。然而，中央党并不接受公开违反宪法。布吕宁认为内阁试图说服兴登堡宣布宪法进入紧急状态的倾向存在严重危险，尤其是因为中央党还威胁要将总统告上国家法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方面中间党与纳粹党站在同一阵线上，尤其是在8月13日之后，纳粹党一直试图充当普鲁士共和国宪法的捍卫者，要求从专员委员会政府手中夺回普鲁士邦议会的主权。


  同样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中央党也努力克服由巴本施加的政治孤立威胁，这与它自帝国时期以来一直保持的对政府的参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认为可以通过与纳粹党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就连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布吕宁也选择了这条道路，为此他承认要求纳粹党提供“某些特定的保障”以保护中央党的利益。在这几个月里，前总理克服了被迫辞职带来的沮丧情绪，试图以此来抵消卡斯对迅速变化的政治环境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尽管卡斯仍然是主席，但布吕宁被认为是中央党的真正领导人。然而，希特勒和布吕宁的组合，从数学上看是可以获得多数票的，却几乎没有实现的机会，更不用说巴本本人出于实际和策略考虑也不可能采用这种方案。总统也不愿意组建一个中央党和纳粹党组成的联盟，这会使总统内阁变得多余。巴本认为这是一种“不自然而且不稳定的联盟”，在这一点上他并非没有道理。毫无疑问，纳粹党从一开始就会试图将其合作伙伴边缘化，在授权法案不出意料被通过之后，这种倾向尤为明显。


  反对中央党与纳粹党联盟的警告不绝于耳，特别是希特勒在波坦帕事件中的表现在天主教界引起了广泛的恐慌之情。《正直道路》杂志的编辑弗里茨·格利希和英格贝特·纳布批评天主教党派的反常行为，认为他们试图用魔鬼来驱赶魔鬼，并没有认真对待希特勒对邪恶的极端追求。54此外，卡斯也曾反对这种联盟。1931年1月，他拒绝将政府职责移交给纳粹党，称这只会暴露出他们的“血腥无知”，且一旦如此，任何人都无力回天。55然而，卡斯的态度在巴本政变威胁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多变化。他现在认为，唯一的出路是迫使纳粹党承担责任，以避免中央党长期被迫转为反对派并陷入内部瓦解。连弗里茨·舍费尔也认为希特勒的总理职位与之相比无伤大雅，而一直富有远见的康拉德·阿登纳也有类似的想法。


  在1932年8月30日的国会会议上，中央党和纳粹党的预先谈判使主席团的选举得以顺利进行。赫尔曼·戈林在中央党的支持下当选为国会主席。社会民主党尽管是第二大党团，但在主席团和书记处中都没有它的代表，这表明了它已被完全排除在政治事务之外。中央党和纳粹党还协商决定，在组成会议后就推迟普鲁士邦议会和国会的会期。与此同时，代表中央党的托马斯·埃塞尔与戈林一起强烈要求总统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应该接见各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国会“能够正常工作”。56


  另一种选择是由施莱歇尔将军领导，并得到纳粹党、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支持的总统内阁，这一内阁在人事任命上与普鲁士高度一体化。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受到布吕宁的高度评价，他赞成这种组合，因为它提供了将纳粹党从仅仅具有破坏性的反对派角色中拯救出来并阻止巴本内阁进行政变威胁的机会。这方面的倡议应该由各个工会利益代表集团做出。在8月30日和9月12日之间这段时间里，有关组建一个议会支持的施莱歇尔内阁的协商仍在继续。9月12日是召开国会会议提交政府宣言的预定日期。然而，施莱歇尔在通过施特拉塞尔间接得知党派谈判的情况下，于9月10日打破了沉默，并宣布他不愿意“为一个由各党派实际组成的内阁伪造独立的总统政府的想法而伸出援手”。57甚至在此之前的一天接待国会主席团时，兴登堡已经简明扼要地表示，即使在不信任投票的情况下，他也不会与巴本内阁分道扬镳，这让纳粹党领导层感到震惊，因为这实际上使得党派领袖的会见变得多余。


  然而，戈林努力促成总统和各党派领导人会面，会面选在关于政府声明的辩论之后，但在对不信任动议进行表决之前立即进行。为避免解散国会而源源不断的努力反映了各政党不想立即被排除在政治事务之外，而是想利用国会作为他们参与政治的舞台。对于纳粹党来说，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新的选举，至少在施特拉塞尔和戈林看来是如此。然而，希特勒和戈培尔持相反意见。早在9月8日，他们就坚持要在新一轮选举中继续动员竞选。然而，纳粹党的议会党团倾向于与中央党达成一致，因为他们担心巴本的目的是让国会就政府声明进行辩论，甚至在不信任投票表决之前就解散国会。


  因此，9月12日由戈林召集的国会预计将对政府声明进行为期数天的辩论，而在此期间，兴登堡是否还会改变自己的主意，尚属未知。出人意料的是，德国共产党议员恩斯特·托格勒在国会会议开始时提出了一项提案，要求在进入议程之前就对共产党针对巴本的不信任投票和废除刚刚颁布的紧急法令进行表决。全体议员对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感到惊讶和犹豫不决，特别是在元老委员会的谈判中期待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反对意见没有出现，这本可以使德国共产党的议事规则动议无效。


  纳粹党党团对这种变化感到十分惊讶，因此要求休会，以与中央党进行协商。由此，总理得以立即获得他本来打算在第二天使用的解散令。然而，希特勒进行了干预，并且违背了与中央党的最初协议，迫使纳粹党派系投票支持德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动议。在会议重新开始后，戈林立即启动了表决程序，并以投票程序已经开始为借口多次无视了巴本的发言要求，最终迫使总理不得不将装有解散议会命令的红色文件夹放在了议长桌上。


  戈林的诡计让人们看到，一旦纳粹主义者掌权，他们将如何处理现有的制度。因为所有参与者都清楚，由于总理的发言权被剥夺，不信任动议在宪法上已经无效。然而，在国会的监督委员会进行的法律和政治上的辩论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巴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参加8月30日的宪法会议，并因此未能明确表明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阻止不信任投票的发生。然而，对民众代表的漠视无疑反映了这位总理对宪法的理解。诺伊代克会议和国会会议同时进行是这个“插曲”的一个方面，而国会试图在政府声明发布之前迫使总理下台的挑战是另一个方面。这两者都揭示了议会制已经达到低谷，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左右翼党派的阻挠策略所致。


  在政治上，巴本内阁在513票中仅获42票（其中大部分来自德国国家人民党），仍处于少数地位，这意味着其威信遭受了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损失。这在德国议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国会的解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实现其政治计划提供了回旋余地。经济和社会政策具有核心意义。失业人数仍高达550万，大规模贫困导致了政治激进化。政府要想在政治上生存，就必须在经济领域有所建树，其实这方面的条件并非如此不堪，因为在1932年夏天，就出现了缓慢的经济复苏迹象，包括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股票交易呈现的上升态势。同样，赔款的结束也消除了阻碍布吕宁大规模采取国家支持措施的心理障碍。最后，采取经济政策的氛围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使迄今为止一直坚持正统的通货紧缩理论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更加愿意尝试刺激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做法。


  1932年8月28日，国家总理巴本在明斯特的威斯特法伦农民联盟会议上宣布了一项为期12个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计划，旨在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为私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来促进经济复苏。这一新的经济政策方向首次在1932年9月4日颁布的促进经济复苏的紧急法令中得到立法体现。该法令最初规定，企业有权根据其缴纳的税款比例获得税收抵用券，并可用于偿还1934年后到期的税收债务。实际上，这是一种人为创造的信贷，由于税收抵用券的面额和税收技术的改进，主要使大公司受益。最初的想法是将税收抵用券的发放与雇用额外劳动力挂钩，但在内阁会议中被放弃了。


  与此同时，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相对广泛的国家创造就业措施。国家银行行长路德自布吕宁时代以来一直对创造就业计划持保留意见，总理对其疑虑置之不理，并建议路德辞职。但这些担忧确实产生了影响，内阁在直接创造就业方面一度保持了克制。例如，预算中只有1.35亿马克被用于公共采购，条件是这些采购合同应主要用于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同时，政府努力推动全面的道路建设计划、农业改良计划、住房建设和修缮计划等措施；这其中还考虑到了志愿劳动服务的参与，这种参与形式于1932年7月在国家专员弗里德里希·西鲁普的领导下得到了显著发展。在资金筹措方面，最初曾考虑采取强制贷款的方式，但最终决定加大力度创造就业机会，并由德国公共工程股份公司负责贯彻此方阵。此外，还计划促进城市郊区和小规模农业安置地的发展。


  通过为雇用额外工人提供补贴来间接刺激就业，是一个新颖的尝试，补贴也以税收优惠的形式发放，但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极具争议。对新增就业岗位的一揽子补贴对那些主要雇用高薪技术工人、在缺乏订单的情况下留住核心员工的企业不利，但有利于那些在危机影响下大规模裁员的公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补贴制度扭曲了竞争，尤其是对手工业企业不利。另一方面，这种补贴制度尽管与削减工资挂钩，但通过间接补贴将工作时间限制在40小时，对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尽管创造就业的数量有限，至少与1933年1月之后推出的措施相比，但它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进步，因为这样就能从根本上克服政府以前的不作为态度。然而，内阁的经济刺激措施对于1932年来说已经太晚了，未能减轻财政负担。尽管如此，政府仍对经济振兴计划寄予厚望。如果该计划没有对工资体系干预过甚，本应能够赢得工会的支持。政府单靠就业补贴制度就预计能够使175万名失业者重回工作岗位，但由于法规实施过程耗时较长，这种效果直到1933年底才开始出现，而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措施则能更快见效。


  什未林·冯·克罗西克认为，正如政府经济发展综合措施这个名称所体现的一样，将经济的间接补贴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联系起来，对于政治上备受争议的“巴本计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补偿。巴本认为，只有大幅削减社会支出才能促进经济复苏。9月4日颁布的紧急法令第二部分旨在“简化和降低社会设施的成本，以促进商业和金融”；因此，它在内容上纳入了一项与劳动法和社会法领域有关的授权法案，允许政府通过法令干预现行法律。58在9月5日颁布的《增加和维持就业条例》中规定，如果就业人数增加，公司有权将每周工作的第31至第40小时的工资降低5%至25%，这与现行的集体薪资协议相违背。同样，经济上陷于困境的企业也被允许将工资标准降低不超过20%。早在7月1日，失业救济金的金额也由于6月紧急法令的实施已经下调了23%，在危机救济和失业救济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削减。此外，政府还出台了普遍失业救济税，取代了危机工资税，该政策适用于所有雇员和退休金领取者。考虑到劳动和失业保险委员会的负担有所减轻，其盈余可用于资助公共工程和志愿劳动服务。由于这些规定，隐性失业者，即不再向劳工局登记失业的人数量大幅增加，之前这一数字已经超过200万。


  因此，巴本计划实质上对劳动者单方面不利，迫使他们必须独自承担失业成本。因此，它遭到了自由工会和基督教工会以及职员协会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对现行薪资体系的干预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担忧情绪，雇主也部分同意这一点，因为这种制度会使那些完全不考虑劳动者社会状况的企业获利。内阁规定，企业有权在新招聘员工时按照总工资的比例降低所有员工的工资，这满足了德国工业联合会长期以来对薪资体系灵活性的要求，并采纳了在布吕宁时期被否决了的来自重工业界的建议。由于工资水平大幅下降，当企业试图将统一降薪授权落实到实践中时，工人们试图通过广泛的、通常是自发的罢工来进行抵制，巴本打算在11月通过全面禁止罢工来遏制这种情况蔓延。然而，主要是由于需求刺激不足，企业不太愿意通过雇用新员工来降低工资标准。


  在巴本内阁成立后，德国工业联合会一开始持保留态度，因为他们担心所宣布的创造就业措施会缺乏监管。59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该联合会在8月就要求增加直接就业补贴，这其实满足了经济部长的意图。巴本计划得到了德国工业联合会的热烈欢迎，尽管通过税收抵用券制度创造的人为信贷远远超出了工业界先前认为可以接受的范围。这种积极的反应不仅是因为巴本将克虏伯、西门子和博世等重要企业的领导人纳入了计划的制订过程，而且在于行业协会的态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不再从根本上排斥积极的经济政策。


  然而，矛盾出现了，因为马格努斯·冯·布劳恩打算对食品进口实行配额，德国工业联合会向巴本和兴登堡明确表示，这将进一步扩大德国的贸易逆差。面对来自工业界的压力，巴本除了在执法保护方面做出个别让步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业利益。由于工商界的阻力，布劳恩宣布的降低抵押贷款利率以及随之而来的措施失败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行动是错误的，因为已经在总统选举中支持希特勒的国家土地联盟越来越倾向于纳粹党。至此，巴本在政策上引发的农业和工业之间关于“恢复”经济自给自足的冲突仍然未解决。


  即使在重工业阵营中，像保罗·罗伊施这样的人在该年春天还公开明确支持纳粹党——他曾在总统选举中反对兴登堡并支持希特勒——也表现出与巴本内阁的紧密团结。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企业家与巴本的国内政治目标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长期以来，特别是鲁尔地区的企业家们一直希望组建一个不受党派影响的内阁。因此，罗伊施在1932年8月表示，“只有在将来的政府组建中消除党派的影响，德国才能继续前进。这项必须进行的改革工作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暂时不能考虑任何方式使国家和普鲁士的政党重新接管政府”。60


  朗南协会在1932年11月23日的会议上邀请部长盖尔和国家专员布拉赫特作为发言人，但由于他们的因故缺席，协会改为邀请卡尔·施米特就他们努力争取的国家和宪法改革的要点发言。这一事件体现了当时重工业界的态度。工业界与同样受邀的弗朗茨·冯·巴本的和解标志着希特勒争取工商界支持的努力明显受挫。此外，巴本的经济改革计划为内阁正在争取的公开宪法改革提供了理由。总统所任命的总统制政府在新当选的国会中没有得到支持，而他坚持这样做的理由是，需要确保经济复苏的措施不能被政党妥协和议会交易所影响，这在外界看来无疑是合理的。但从内部来看，这显然不是一个暂时的问题，而是一个彻底废除议会制的问题。然而，总理为了反对纳粹党和中央党联盟政府的威胁而使用强烈的措辞掩盖了内阁待采取的战略的某些不确定性。


  在内阁成员中，内政部长在8月13日之前就已经坚决主张立即宣布宪法紧急状态。在与班特勒街的合作下，为掌控普鲁士警察并取缔纳粹党和左右翼双方军事协会的技术及立法准备工作已经完成。8月30日召开的内阁危机会议被称为盖尔的“第二次就职典礼”，在此会议中，盖尔再次主张预防性地解散国会，因为他担心进一步拖延会失去主动权。然而，巴本缺乏将内政部长的斗争纲领付诸实践的决心，任由希特勒8月13日发表演讲以及在波坦帕案判决期间威胁发动民众起义的大好机会白白溜走。


  巴本同意施莱歇尔将军的意见，更倾向于希望通过让对方犯错误并逐步实施宪法改革来暂时避免正式的政变。无论如何，总理想要等待国会召开会议。政变的最终结果被持续存在的政变威胁所取代，而总理正好利用这种威胁迫使各方反对力量保持克制。冯·盖尔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主张通过逐步推进国会选举法的改革来实现宪法改革。他认为将选举年龄提高到24岁将会大大损害纳粹党的利益，但在政治上这绝不可能实现。


  内阁成员中没有人怀疑解散国会的必要性，除非国会自愿休会并避免对内阁进行不信任投票。盖尔进一步要求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这一主张也没有被接受。此时，内阁仍然可以指望总统原则上同意将新的选举推迟到宪法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后，而不到三周前这一期限才刚从他手中争取过来。未注明日期的解散令所陈述的理由在宪法上有争议，称国会有可能撤销9月4日的紧急法令，而这本就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利。因此，巴本一开始就排除了与国会多数派达成妥协的可能性。61


  正如盖尔所预料的那样，由于9月12日的灾难性表决结果和在波坦帕问题上让步，使得迅速推进国家重组的机会消失殆尽，原本就很低的内阁声望进一步恶化。甚至兴登堡也支持赦免罪犯，普遍认为这是在向希特勒的内战威胁屈服。国会新议长戈林的接见以及兴登堡与克尔的一次谈话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希特勒在1930年10月收回遵守法律的承诺所造成的灾难性印象。国会的解散将政治能量转移到竞选活动中，并将纳粹党和总统制政府之间迫在眉睫的冲突推到幕后，仅是该冲突就可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总统拒绝违背宪法，除非公共秩序明显受到威胁。事实上，违宪情况也没有发生。巴本将国会选举推迟到了11月6日这个最后期限，这一决定也体现总统制政府被进一步削弱。


  巴本错过了采取行动的时机。不信任投票以及拒绝与国会合作的后果使他越发被动。纳粹党和中央党在普鲁士邦议会中占据多数，对他施加了压力，要求他撤销当时他自己认为违宪的议事规则修正案，并恢复普鲁士邦议会的参与权。普鲁士的纳粹党像变色龙一样摇身一变，将自己说成是民主议会宪法的捍卫者，并得到中央党的支持，后者指责总理轻率地放弃了法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任何宪政举措在公众中都会被解读为对总统指控的证实。考虑到正在等待审理的普鲁士邦诉讼案，国家政府也不得不推迟其宪政计划。


  尽管如此，国家政府并没有放弃在政府宣言和其他公开声明中或多或少地阐述其宪法改革计划，这无异于一种潜在的政变威胁。盖尔曾考虑通过全民公投来使本来就被强行拉上马的宪法改革合法化。同时，他也提到可能召开国民会议。施莱歇尔曾暂时考虑过建立一个总统政党，但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1932年9月，为了纪念德国统一运动而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协会再次拉开了团结资产阶级中间派的大幕，但这是独立于上述考虑之外的，尽管在12月份该协会曾试图支持施莱歇尔的政策，以“与来自左翼和右翼的集体主义布尔什维克做斗争”。62


  《普鲁士年鉴》的前编辑和男性俱乐部杂志《环》的作者瓦尔特·朔特在11月选举前出版的宣传小册子中对“新国家”的计划进行推广，使得该计划成了国家政府的官方路线。政府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称“在德意志民族的眼中，形式民主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当时普遍的情绪。63朔特认为，国内政治缺乏发展的原因在于多党制的形成，它扭曲了宪法的意义，并将伟大世界观阵营的形成替换为各党派之间琐碎的利益斗争。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新国家”的思想家竟然对“世界观政党”赞誉有加，而这些政党其实加剧了议会制功能的衰退。


  与弗朗茨·冯·巴本含糊不清和未经深思熟虑的想法形成鲜明对比的盖尔提出了相对具体的宪法改革想法，他把政党的日益分裂视为质疑政党制度本身的契机。对党派多样性的批评是当时广为流行的论点，希特勒的几乎每一次演讲中都充斥着这些论点。事实上，国会中未达到议会党团规模的政党数量从未超过1912年议会中的数量，除掉低于12个席位的资产阶级政党外，这些党派至多只能获得30个席位。1932年7月，共有42个政党参选，但候选人数多对于多数派的形成并没有太大意义。造成议会制失效的不是政党多样性本身，而是政党阵营的两极化。即便一再提出要反复要求实行多数代表制来代替比例代表制，对此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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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茨·冯·巴本在1932年11月4日的广播讲话中称：“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将布尔什维主义连根拔起，从德国完全铲除。”约翰·哈特菲尔德1932年11月30日为《工人图片报》头版制作的讽刺蒙太奇照片，图中文字写道：“那么巴本，您在干什么呢？”“我在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水塘舀干。”（柏林，州立档案馆藏）

  


  然而，“新国家”的思想家们所宣传的重组旨在使政党本身显得多余，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应该用什么机构来代替政党。盖尔主要依靠的是对选举制度进行根本性改变，并创建小型单人选区来确保选民和当选人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削弱政党机构与间接选举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中介功能。此外，还考虑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龄门槛提高五岁，巴本希望通过这一举措缓解大学校园的紧张局势。此外，盖尔要求给予家族领袖和参战人员多项投票权，但没有考虑到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人口统计学前提条件。新秩序的核心是增强国家总统的地位，国家总统任命总理和其他政府成员，而政府不再对国会负责。相反，人民代表的权力仅限于预算权和监督职能。


  “新国家”的纲领远远超出了恢复宪政制度的范畴。通过将参议院改组为一个“上议院”，将最大限度地限制人民代表的权利。因为上议院将会由显要人物组成，由国家总统终身任命，并且拥有对下议院的无限否决权。因此，法律需要两院的批准。这个明显反动的宪法构想的幼稚之处在于，如果总统和政府发生冲突，政府将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与战前相比，国家在社会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增长迅速，但这一份额将被大幅削减，从而瓦解共和国的社会国家工具，从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该计划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反动性。


  这些模糊且自相矛盾的宪法计划的某些细节可以追溯到德意志民族主义议员阿克塞尔·冯·弗赖塔格—洛林霍芬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建议。巴本和盖尔对“上议院”的迷恋，可能基于其职业阶层，但脱离了国家的联邦结构。正如在这方面持怀疑态度的卡尔·施米特在朗南协会的演讲中所述，“上议院”很难被视为是解决宪政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在实现“强国”之后，才能将其付诸实践，反之则不行。建立上议院的目的是打算保留重返君主制的途径，虽然“新国家”的拥护者坦诚此事暂时未列在议事日程上。这个改革计划极端的社会神秘主义令人震惊，它完全建立在特权上层统治的基础之上。然而，巴本在他被迫于电台广播中发表的政府声明中声称，“新国家”计划“处于自由主义世纪的精神转折点上”，并称这已将“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祖国的特点纳入了考量”。64


  奇怪的是，内阁恢复宪法的计划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德国上层阶级的赞同。卡尔·施米特等一些杰出的宪法学家为它们辩护，将其视为摆脱国家危机的合法途径。施米特也试图放弃魏玛宪法第一部分，以支持国家总统的主权，从而实现类似的目标。国家总理也自欺欺人地认为，他可以在政治上推动宪法改革。他对内表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等到经济全面复苏，因为届时各方对此的意愿必然会降低。包括国家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已经开始转向支持宪政和职业阶层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盖尔半专制主义的宪政方案会得到普遍的支持。


  巴本内阁的宪法计划只是在解决普鲁士问题时才具有实际意义。盖尔认为对普鲁士的国家干预是未来国家改革的必要前提。他认为重组的核心是普鲁士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个体联盟。就加强普鲁士各省自治而言，他希望完全放弃除国会外的独立中央议会，代之以由各省提名或由国家总统组建的国务委员会。然而，鉴于各邦的顾虑，巴本一再被迫让步，一方面保证不会触及普鲁士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承认通过个体联盟与普鲁士捆绑在一起的部委不会超过两个，而国家政府将额外任命四名普鲁士部长。只不过，他坚持认为普鲁士和国家之间不应再次出现二元对立。国家法院的裁决阻止了将普鲁士国家化的企图。另一方面，无论邦议会中的多数派是哪方，总统内阁都不愿意让普鲁士回归议会政府形式。如果巴本内阁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或许可以避免内阁完全孤立无援地参加即将在9月开始的选举。巴本带着绝望的勇气无情地攻击纳粹党，利用了它既要站在“民族”政府的对立面，又要以社会主义原则捍卫者形象出现的两难的战术境地。他将希特勒对比托姆判决的反应描述为有意识地拒绝法治，并在争取国家平等权利和军事主权而斗争的政府背后捅了一刀。相应地，希特勒称巴本为“没有人民的总理”，讽刺他的“内阁是神赐予的恩典”，并称经济振兴计划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拙劣之举”。然而，纳粹党对所谓的魏玛“制度”代表的持续攻击并不是自信心毫不动摇的表现。相反，在希特勒的竞选演说中，8月13日事件造成的创伤体现出其更具防御性的特征，例如，当他作为“年轻德国”的代表与“1914年的老阁下”竞争时，并没有放过兴登堡，称其像“所有老农民一样，总有一天要把他的农场交出去”。65


  那几个月的悲剧之一是，希特勒没有一个具有足够个人魅力的强劲对手，而在政治极度混乱和阵线立场颠倒的阶段，这种个人魅力是不可或缺的，这样才能重新赢得左右两派的抗议选民来支持其建设性目标。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希特勒和巴本之间的竞选活动是为了选择法西斯独裁还是威权独裁而展开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人民党、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共和国的真正捍卫者则沦为了配角。在战术上，纳粹党处于不利的局面。随着资产阶级右派在排挤左派政党的过程中势力逐渐得到巩固，他们以前主打的宣传口号，即反对《凡尔赛和约》和“十一月罪犯”的斗争，逐渐失去了效力。纳粹党开展的竞选活动主要针对社会反动派的“男爵内阁”，因此从根本上来说针对的是一个在参与外交和国防政策、反对政党和议会制以及要恢复强大的民族国家等方面与其一致的政府，该政府还采用了纳粹党的许多宣传口号。


  在反对巴本内阁的竞选活动中，纳粹党尤其将反工人阶级的社会政策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他们以这种方式试图战胜左翼政党的煽动，将其视为能与资产阶级阵营相媲美的真正对手。只有成功吸引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大量选民，才有可能大幅提升选票份额。因此，尽管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而且希特勒坚决避免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言论，但纳粹主义宣传经常使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口号。在他的指示下，鲁道夫·赫斯下令不要过度将宣传集中在“男爵内阁”上，因为这可能会使资产阶级的支持者感到反感。


  纳粹主义工人组织在柏林公交公司雇员举行的大罢工中加入德国共产党和革命工人组织组建的罢工领导层，这更加强调了纳粹党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的矛盾立场，并在重工业界引起广泛担忧。66尽管自由工会尝试调解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革命工人组织的努力下，11月3日还是爆发了针对降薪的罢工，导致首都的交通瘫痪了数天。罢工是由革命工人组织与纳粹主义工人组织合作发起的，虽然领头者只有少数工会成员，但得到了工人中66%的人同意。左派工会政策的一个典型弱点是，试图将政治性强加于纯粹出于经济动机的罢工，从而虚构了根本不存在的革命颠覆意图。


  约瑟夫·戈培尔作为纳粹党柏林大区长官，早在1931年9月就积极参与了“走进工厂”行动，以推动纳粹主义工人组织的建设。他非常清楚，在柏林公交公司的罢工中，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的合作具有很高的风险。但是，由于自由工会全国劳动公共事业工人总联合会的行动，纳粹主义工人组织被迫进行了一种公开宣誓，因为此前他们轻率地指责自由工会背叛了工人阶级。纳粹党对罢工者的支持，避免了他们在柏林工人区丢失大量选票；但与此同时，这也滋长了大资产阶级对纳粹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认为激进社会主义倾向正在纳粹党内占据上风。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曾想避免国会解散，因为纳粹党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没有为新的竞选活动做好准备。基于之前的地方和地区选举结果，纳粹党的领导层预计选票会大幅流失。因此，纳粹党报被禁止发布选举预测。与同年初夏纳粹党不可阻挡的势头相比，彼时选民和支持者们明显地感到了失望。党内气氛极其低落，就连戈培尔也难以表现出一贯的必胜信念。到处都有失望的党员退出，而新增党员已经无法弥补在党人数下降的情况。捐款数额变少，会费收入下降，负债累累的党派难以为宣传资料和海报筹措资金，通常用于大型集会的资金也突然出现缺口。派发传单不得不被口口相传的宣传方式所替代。普遍出现的选举疲劳导致党员的投入度显著下降。


  8月13日的失败也削弱了党内的团结。纳粹党领导团体内部的斗争达到了荒谬的程度。特别是在冲锋队的阵营中兴起了反对继续采用议会策略的抵触情绪。许多一向在选举活动中冲锋陷阵的冲锋队员拒绝继续履行选举厅安全保护任务，也拒绝参与选举活动。另一方面，温和的纳粹党官员开始对冲锋队提出指责，称其激进的行为以及罗姆的同性恋倾向对纳粹党的声誉造成了长期损害。在冲锋队中，人们感到在物质和财政上都不如政治组织，纪律问题不断升级并演变为暴力事件。67施特拉塞尔试图通过精简机构来应对这种现象，而希特勒则认为将所有力量集中在继续宣传战中是解决问题的良策，就仿佛“生存还是毁灭”都取决于此，并预测纳粹党将在选举战中“取得胜利”。68他以惊人的自我暗示能力轻松地把施特拉塞尔的反对意见抛到一边。


  在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中，选民的投票率非常低，这充分说明人们已经被反复进行的选举搞得疲惫不堪。这也与人们普遍认为选举结果对事态发展的影响不大有关。对于纳粹党来说，更加不利的是，他们已经不能持续地吸引高比例的抗议选民了。69此情况在之前的地方选举中已经有苗头，现在得到了证实。在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中，纳粹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除了低投票率外，相当多的选民重新投靠德国国家人民党，有些人甚至投靠德国人民党，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农民选民重新投靠资产阶级右翼，而纳粹党几乎没有从工人群体中获得选票。他们失去了其之前14.6%的选民，得票率从37.3%下降到33.1%。在德国东部由新教徒主导的农业地区和工业比重高的选区，选票流失严重。他们只能通过在7月31日得票率低于平均的地区获得选票来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弥补。这样的结果对于德国国家人民党来说，在选举声明中严厉反对纳粹党是值得的。


  11月选举的第二大输家是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从21.6%下降到20.4%，尤其是在工业重镇遭受损失，选票主要流失给了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新增获得2.6%的选票，并有100名议员进入了国会。该党在之前几乎毫无建树的农业地区赢得了相当多的抗议选民。这再次表明，当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之间的选票发生变化时，无产阶级阵营相对稳定。中央党只能勉强保住其地位，与巴伐利亚人民党一起获得了70个席位。选举结果显示，德国国家人民党得到了明显的复苏，赢得了51个席位，而德国人民党也获得了11个席位。然而，资产阶级保守派选举联盟仅获得了584个席位中的74个。另一方面，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共同拥有296个席位的绝对多数票。无论是在大联盟的基础上，还是依靠纳粹党、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联盟，都不可能形成议会多数派。唯一可能想象的多数派将是纳粹党、德国国家人民党、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联盟，但胡根贝格和巴本都反对这种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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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11月6日纳粹党国会选举的宣传海报，由维利·恩格尔哈特设计（慕尼黑，市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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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11月6日中央党国会选举的宣传海报，由阿尔贝特·汉克设计（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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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11月6日德国共产党国会选举的宣传海报，由W.德尼设计（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奇怪的是，巴本将选举结果视为对无党派总统内阁和宪法改革计划的确认。在普鲁士的行动中，布拉赫特将国家法院的裁决作为官员全面政治改组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新国家”路线并没有被放弃。然而，从一开始就对国家紧急状态计划持怀疑态度的施莱歇尔正准备完全退出。南德各邦对巴本将普鲁士国家化的计划提出了公开批评，这让他感到不安。他紧急要求内阁“鉴于异常紧张的局势，暂时搁置国家宪法改革的问题”。政府仍然面临着反对党上下一心的排斥，只能依靠德国国家人民党和一些小型右翼分裂团体的支持。中央党明确指出，由巴本领导的总统内阁不可能得到国会多数派的容忍。


  希特勒宣布选举结果是一场胜利的防御性斗争，并拒绝与“胡根贝格—巴本式的反动派们”达成“任何谅解”，他在选举当天下令“采取一切措施开展新的宣传战”，并暂停所有内部组织工作。当时，国家总理以书面形式请求与希特勒会谈，商讨组建“民族集中阵线”的问题。兴登堡在施莱歇尔的建议下同意巴本的立场，但强迫他与各党派领袖商讨进一步支持内阁的问题。希特勒在一份冗长的书信中简明扼要地拒绝了加入内阁的要求，同时强调绝不会让“8月13日事件”重演。他当然无法同意总理的外交和内政方针，而巴本所说的“聚集所有国家力量的新机会”只是一种幻想，尤其是在胡根贝格拒绝了之后。70


  由于资产阶级中间党派也拒绝了巴本，国会中的多数派没有任何改变。为了争取时间，施莱歇尔提出了更换总理的问题，并促成巴本按照良好的议会惯例向总统提交内阁的辞呈。兴登堡决心支持弗朗茨·冯·巴本和总统制，避免重新进入议会政府，并正式接受了辞职请求，但现任代理总理指望他连任。施莱歇尔为此打开了重新进行党派谈判的道路，这些谈判现在掌握在兴登堡手中。在兴登堡接见各党领袖的同时，施莱歇尔试图利用他与德国工会总联合会、格雷克的市政联合会、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以及基督教工会的联系，来实现在当年夏天已经提出的“横向阵线”。71


  兴登堡首先与希特勒接触，希特勒反过来表现出不愿进行口头谈判的意愿，因此双方进行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希特勒保持了他的强硬立场，并再次坚持要求获得总理职位，并要拥有总统的权力。他透露了对内部政治危机解决的看法。国会将通过一项临时授权法；为实现这一目标，解散令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兴登堡只愿意让希特勒组建议会多数派内阁，并且其组成需要他的批准；特别是，他保留了国防部和外交部的任命权，排除了回归国家—普鲁士二元结构和修改第48条的可能性。


  希特勒不失时机地指出，国家总统这些惯常的特权是违宪的，在此问题上不可能达成任何谅解。希特勒强调，兴登堡的命令“因其内在矛盾”是不切实际的；他回敬总统说，要将一份政府纲领提交给总统，经批准后立即提交一份部长名单，由施莱歇尔将军担任国防部长，牛赖特男爵担任外交部长并在总统任命的基础上“为内阁的工作创造宪法条件”。这个行为不仅是从战术角度考虑做出的。然而，这个诡计在兴登堡那里不起作用。他通过迈斯纳告知希特勒，他无法接受“将总统的权力全权授予一个总是强调其独特性的政党领袖”，并担心“由您（希特勒）领导的总统内阁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种党派独裁，这将导致各种负面后果”。72


  总统对希特勒追求全部权力的行为描述得再清楚不过了，并表示再也不会放手任何权力。相反，他所提到的资产阶级政党领袖们如卡斯和舍费尔要么支持希特勒担任总理，要么像丁格尔代一样，尽管有些保留，但不希望民族集中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失败。只有胡根贝格强烈反对希特勒担任总理。最后，兴登堡委托中央党领袖卡斯确认是否存在不让希特勒成为总理的替代方案，卡斯尝试通过三到四位党派领袖的英勇行为来组建一个“紧急和收容内阁”，由于希特勒和胡根贝格的顽固态度，卡斯的这一尝试失败了，他将失败归咎于政府圈子中的轻率行为，这使得他最初设想的联盟根本没有机会实现。此后，兴登堡以提出辞职作为回应。由于巴本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不再参与党派谈判，而谈判失败是意料之中的，因此兴登堡任命他最钟爱的总理来领导一个人事上基本没有太大调整的总统内阁。


  施莱歇尔对这个于1932年12月1日做出的决定表达了严重的担忧，因为他现在对巴本的实际能力产生了怀疑，而且他认为巴本如彼时的布吕宁一样缺乏运气。他也不是内阁中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尽管存在这样的阻力，巴本仍打算在国会召开前解散国会，并将新选举推迟六个月；这不符合宪法第48条，只能以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为理由来实施。此外，弗朗茨·冯·巴本决定通过任命弗朗茨·泽尔特为国家志愿劳动服务专员来加强他对钢盔团的支持。这一情况在政府参加9月4日的前线士兵节一事上得到了体现，通过这次节日在滕佩尔霍夫野外集结了20万钢盔团成员。巴本此时已经获得了总统授权，并得以借此应对与国会必然出现的冲突。


  与此同时，内阁也讨论了施莱歇尔担任总理的备选方案，即使他无法展示与格雷克和施特拉塞尔接触的实际成果。尽管他11月23日与希特勒的会谈没有任何积极结果，他仍然期望，如果无法让希特勒参与政府，施特拉塞尔将愿意“挺身而出”。73然而，要在11月30日安排与希特勒会面的尝试却彻底失败了。纳粹党领袖宁愿躲进图林根的竞选活动中，也不愿前往他不受欢迎的柏林。虽然欧根·奥特中校向希特勒再次传达了施莱歇尔的提议，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顽固态度。尽管如此，这位将军仍坚持让纳粹党参与进来。


  施莱歇尔的建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表示，巴本的“战斗内阁”将很快导致国家防卫军不得不与“十分之九的人民”作战。据牛赖特说，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在12月2日晚上的部长会议上坚定地支持了施莱歇尔，从而发动了一场宫廷革命。事实证明，除了一位内阁成员之外，其他人都不同意重新任命巴本为总理。将职位转交给库尔特·冯·施莱歇尔是唯一的出路。与此同时，巴本已经联系了退役的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并询问他是否愿意代替施莱歇尔进入一个可能甚至需要拔枪射击的“战斗内阁”。74巴本试图淡化“罢工和内部骚乱的危险”，并迎合了施莱歇尔的意愿，让待命的陆军中校奥特向其提出了一项反对暴力行动的军事推演计划。75


  该推演计划是在柏林公交公司罢工期间，由军方和民间机构紧密合作制订的。计划假设了一起由纳粹工人组织和自由工会发起的总罢工，并假设在德国共产党和警察之间爆发血腥冲突。这次演习揭示了军事紧急状态的准备工作，包括所需的紧急命令，考虑得十分周全。而波兰叛乱分子对东部地区同时构成军事威胁则被假设成附加条件。该推演研究认为，尽管纳粹党对罢工表现出敌对的姿态，但在某些地方却对罢工者表示同情并采取观望的态度。这恰好符合纳粹党目前所采取的策略。该研究强调了纳粹党在增强东普鲁士边境保卫力量方面的不可或缺性，并明确表示，如果发生总罢工，尤其是如果纳粹党拒绝参与技术应急部队的话——事实上这支队伍已经成为一个反罢工组织——当局将难以维持秩序的稳定。奥特间接地提到了巴本内阁的社会神秘主义，指出不能给人留下武装力量会“为了上层阶级而对抗整个民族”的印象。76


  奥特的发言证实了国防部长反对宪政实验的立场。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性的目标冲突：从施莱歇尔的角度来看，他仍然致力于驯服纳粹党，倘若不成功，就力争使国家从其中积极的方面受益。而弗朗茨·冯·巴本则开始独立发展其威权主义纲领。然而，在演习报告发表之前，内阁已经决定由施莱歇尔担任总理。突然被孤立的巴本被迫地接受了内阁多数派的决定，并在同一天晚上通知总统，他不会阻挠“施莱歇尔方案”。兴登堡以他特有的军事节俭风格做出回应，并向深受打击和失望的巴本表示，他已经太老了，无法再为一场内战负责。他说：“那我们只能以上帝的名义让施莱歇尔先生试试他的运气了。”77


  巴本的辞职标志着保守主义幻想时期的结束，这个表述实际上是由《环》杂志的一位主要工作人员做出的。相对较小的上层阶级中存在仍未平息的社会和政治怨恨，他们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威胁到了他们一贯享有的社会和经济特权，并认为应该将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等同。这种不满情绪构成了对过渡政权的社会阻力，而该政权只能通过不断的政变威胁来维持其权力。它的特点是能够以“普鲁士式的打击”不费吹灰之力来打击政治左翼力量，但在试图遏制表现为纳粹运动的右翼民粹主义动员时却一败涂地。


  这个高度保守的政权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力量向军事独裁发展，而这一步恰恰是在国内政坛确立自身地位并违背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强行实施“新国家”反动宪法修正案的唯一途径。虽然武装力量先前同巴本这位贵族骑士一起曾将具有排他性的精英阶层纳入内阁并巩固了其地位，但此时他们却拒绝合作，原因在于，军队如果不想危及其在中欧重新夺回德国霸权这个长远目标的话，就不会竭尽全力来对一个社会反动政权在国内的权力进行保障。然而，巴本内阁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反对力量，而只有这些力量才可以抵抗纳粹主义的浪潮。




    
    
    
  第十三章　从威权主义到法西斯专政


  1932年12月2日，库尔特·冯·施莱歇尔被任命为国家总理，这虽然结束了数周以来关于德国政府在11月选举后预期进行改组的猜测，但并未结束总统制政府体系的转变。施莱歇尔在前几年一直处于幕后。他现在不得不走出常年扮演的幕后导演的角色，亲自接管政府事务，这体现了总统制内部的脆弱性，他当时积极创立的这个制度旨在让军队在裁军谈判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清除社会民主党与和平主义团体，重整军备政策的道路变得清晰起来，尽管经济危机的影响十分显著，但这一政策在军方领导下得以继续推进。


  弗朗茨·冯·巴本冒着将武装部队卷入类似于内战的冲突的风险，极其轻率地挑战了国防政策的主导地位。此外，从国家防卫军的角度来看，他们与纳粹党之间的公开冲突导致无法在德国开展全面军备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施莱歇尔只能亲自尝试将这艘失控的国家战舰重新引回正轨。他自以为拥有必要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可以在兴登堡所支持的内阁中团结分裂的反对派。然而，这样做缺乏有利条件。11月29日，希特勒退出了施特拉塞尔和弗里克敦促他参加的谈判，戈林对普鲁士总理职位的野心落空和戈培尔的鼓动在其中起了作用。第二天，施莱歇尔派奥特中校前往魏玛会见希特勒，奥特中校不得不听取希特勒的长篇大论，解释为什么他不能接受加入政府的提议。这位新上任的总理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迫使希特勒退休，并让曾答应他“挺身而出”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担任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这是对希特勒的心理以及施特拉塞尔行动能力和意志力的致命误判。


  总统制内阁脆弱的局面使人们产生了错觉，认为个人的态度决定了国家政治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在1932年7月20日与社会民主党的不可逆转的决裂，才使得内阁的生存概率越来越渺茫，并使其命运掌握在了纳粹党手里。施莱歇尔的政治路线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策略而已，旨在通过一项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府计划来来掩盖针对普鲁士的政变所显示出的反对温和左翼的立场，并将自己塑造成“社会将军”。1他希望能够说服社会民主党采取观望态度，同时将自由工会拉进政府。持续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被用来向社会民主党提供停战协议，但对改变军事政策中相互冲突的根本目标毫无帮助。


  与总理关系密切的《每日评论报》将“城堡和平”的概念带入公众讨论并非偶然。这与施莱歇尔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想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构成战时经济体系基础的危机管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克服危机的途径是工会之间的跨党派合作，合作范围涵盖从纳粹党的左翼到德国工会总联合会。自该年夏末以来，这位将军在没有征得巴本同意的情况下就进行了接触，但这些联系只有在与巴本明显亲企业路线的决裂之后才有意义。


  施莱歇尔的危机战略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城堡和平”和“横向轴心”这两个词，该战略之所以能够产生一定的吸引力，是因为由于国会的取消以及国家和各邦的立法，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大大减弱。对政党活动的普遍不满滋生了一种想法，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圈子中，认为完全可以摆脱对于这些不受欢迎的代议制民主制政党的依赖。这也是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逐渐分裂的体现。老牌德国民族主义者、时任人民保守党议员的库诺·冯·魏斯塔普伯爵公开谈到“政党的黄昏”，并呼吁各党派不再要求直接介入政府事务。2但他也警告称，不能幻想完全禁止政党参与政治。这与汉斯·策雷尔和他在《行动》杂志编辑部同僚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希望在毫无尊严的政治运动中找到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年轻一代能够取代陈旧、官僚且病入膏肓的政党组织。当然，如何从一个单纯的信念共同体中发展出一个有政治行动力的联盟，仍不得其解。


  希特勒利用了对政党制度的普遍反感，承诺在他所吹嘘的“人民共同体”中彻底消除政党；他强调，纳粹运动将使所有社会、宗教和地区间的矛盾在共同的民族意志面前退居二线。类似地，德国国家人民党和中央党也不惜鼓吹“元首原则”，试图将本组织描述为一种运动。这是纳粹宣传间接成功的一个方面，同时希特勒也面临着指责，被批评纳粹党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政治运动特性，越来越像一个政党。正如奥古斯特·海因里希斯鲍尔在1932年9月对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抱怨反映了鲁尔区重工业界的普遍情绪一样，汉斯·策雷尔表达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包含着资产阶级圈内的失望，因为希特勒不愿意屈从于巴本内阁，也不愿压制其政治运动的特殊利益。


  很难判断施莱歇尔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无论如何，他明确地与巴本和盖尔所支持的违宪改革理念保持距离。他既没有采纳他们的宪法改革计划，也没有将总统制纳入法律。同样地，他没有继续推行巴伐利亚政府提出的国家改革建议，也未在普鲁士问题上有明确的行动。尽管他得到了《行动》圈子的支持，但他很可能并不像策雷尔那样对划时代政治重组抱有幻想。他的首要目标是避免即将发生的宪法冲突，这也是兴登堡所担心的。他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使总统内阁再次具有行动能力。他预计很快就会出现经济复苏，并且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时间。通过坚持军事政策的首要地位，他相信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来压制左翼反对派，同时将似乎已经过了巅峰的纳粹党吸引到政府中来。显然，他高估了国家防卫军在国内政治上的影响力。


  在1932年12月15日由施莱歇尔于广播中发表的政府声明中，总理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他强调成立的不是“战斗内阁”，而是一个“谅解内阁”，并保证愿意与所有友好力量合作。3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国会中发生相互重叠的不信任投票而成为受害者。与巴本的政府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理确保政府代表出席国会委员会会议。他也没有阻止议会党团在试图证明国会行动力方面采取行动。因此，他将主动权留给了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和纳粹党，来推翻巴本对现行薪资谈判颇有争议的干预，并且不反对国会于1932年12月9日撤销9月紧急法令中关于社会政策部分的决定。相反，内阁急于立即撤回政府法令，并尽可能缩短其有效期。


  内阁的上任也因此被外界解读为议会制的回归。在左翼和右翼各占多数的情况下，国会通过了一项对不构成谋杀的政治犯罪的特赦法，不过这当然与弥合潜在的内战阵线毫无关系。其中，特赦法还释放了《世界舞台》的出版商卡尔·冯·奥西茨基等人，他因揭露可追溯至1929年的德国空军秘密军备而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判处多年监禁。但特赦也同时为那些已经被起诉的右翼政治罪犯提供了豁免权。纳粹党提出的授权法案规定，国家总统的授权不再由现任总理执行，而是由国家法院院长担任，这让总理不愉快地想起了与希特勒在11月选举后进行的谈判。来自总统办公室的提议旨在通过此宪法修正案防止总理在总统在世期间接任其职位。社会民主党支持通过该提案，这对冯·施莱歇尔意味着一种双重侮辱。


  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城堡和平还体现在元老委员会愿意多次推迟国会会议，以避免与政府发生公开冲突。在目前的条件下，纳粹党不愿冒险进行新的选举，因为这可能只会给它带来失败。相反，中央党遵从了总理的意愿，暂时保留普鲁士的国家专员，并推迟了与纳粹党组建政府的想法。对内阁继续存在的威胁与其说来自国会，不如说来自下台总理巴本未被满足的野心——施莱歇尔曾试图剥夺他在巴黎的大使职位，只是没有成功罢了。兴登堡希望留住巴本作为他身边的重要顾问，之后反观此事，这位前总理保留了他的官邸，这似乎是一个征兆。


  国内总体政治形势的特点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权力博弈中仅仅扮演被动角色。德国共产党虽然强烈抗议施莱歇尔的内阁，称其为“法西斯政权的强化阶段”，并支持开展不信任投票，但实际上并没有具体的可行性而言；从1932年春天开始，该党坚持自下而上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并结合其在1929年发起的反法西斯行动，严格坚持信奉教条，即主要打击目标是被指控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41932年7月20日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极左策略得以巩固，恩斯特·台尔曼的权力地位得到加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他摆脱了中央委员会中主张加强与纳粹党斗争的批评者。最重要的是，他设法消灭了竞争对手海因茨·诺伊曼。


  台尔曼和共产国际领导层一样抱有幻想，认为德国共产党的地位正在稳步加强，德国将在中期内走向革命形势。德国共产党高估了它在11月选举中取得的成绩，在这次选举中它的得票率从14.3%增加到16.9%，这尤其要归功于之前的社会民主党抗议选民。台尔曼把柏林公交公司罢工称为“共产主义运动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革命成就”，并认为该事件标志着群众运动开始呈星星之火态势发展，尽管该运动和德国共产党发起的少数罢工一样，都仅仅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开展的。5德国共产党拥有大约35万名成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失业者，而且成员流动性很高，在数量上远逊于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等大型组织，尤其是因为该党几乎没有大型工业公司的支持。革命工会反对派及其于1931年成立的共产主义工会联合会在工厂委员会选举中未能获得基督教工会一半以上的选票，而且如果没有自由工会的参与，就很难发动大规模罢工运动。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欺骗了大约4万名成员，声称自己拥有的战斗力，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同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数量约为5.5万名，表现出的实力也相当弱。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和汉斯·基彭贝格尔建立的军事政治机构主要是为了保护其政党。但它们的存在却助长了右翼媒体不断散布有关德国共产党准备起义的报道。


  因此，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要求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面是站在脆弱的基础上的，尤其是一些因特别激进而崭露头角的下属组织，如共青团，一方面无法坚定地支持中央委员会的矛盾政策，另一方面很难运用“个人手段”脱颖而出。虽然在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挑衅下，地区工人组织会时不时地与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起来进行抵抗，但并没有明显打入社会民主党工人阵营内部的现象。德国共产党无休止的抨击性论调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视为“法西斯化的推动者和活跃分子”，并谴责他们的领导层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这导致了即便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德国共产党反对派也参与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也广受质疑。6在形成巴本内阁后，像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提出的不侵犯条约已是最大限度的妥协。


  库尔特·冯·施莱彻接任总理时，正值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保持距离的时候。因此，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走出被迫扮演的反对派角色。虽然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承认，施莱歇尔与前任相比具有“更强的实事求是观念和适应能力”，但社会民主党仍然坚决反对总统制内阁。7考虑到支持者，社会民主党拒绝与施莱歇尔合作，因其将奥托·布劳恩在普鲁士受到排挤归咎于施莱歇尔（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只有个别声音考虑容忍施莱歇尔内阁，因为至少他摆脱了巴本的社会政策，这一点得到了积极的评价。


  然而，社会民主党内部反对施莱歇尔的阵线并不像他们的官方声明所暗示的那样团结一致。只有党内高层表示了强烈反对才阻止了卡尔·霍尔特曼领导下的国旗团领导层与总理推崇的国家青年培训委员会进行合作。同样地，政府试图扩大志愿劳动服务的努力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支持；然而，一些官员对作为劳动营重点的预备军事教育表示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宪法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也不像对外所表现的那样明确。8一些富有远见的党内知识分子，包括卡洛·米伦多夫、赫尔曼·黑勒、恩斯特·弗伦克尔和奥托·基希海默尔，针对魏玛议会制无法正常运行这一点提出了不同的思考，以通过设置第二议院、纳入有关职业团体的内容或限制议会的权力来加强政府的权威。这体现了人们对自由议会制生存能力的普遍怀疑，但绝不意味着他们就愿意采取与施莱歇尔一致的路线。这尤其适用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虽然他们准备长期处于反对派地位，但打算始终如一地捍卫宪法。


  自1931年10月在莱比锡举行的纳粹党集会以来，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基本战略的防御性特征进一步加强。9容忍政策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因为它既不能阻止布吕宁的倒台，也不能阻止打击普鲁士行动。尽管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脱离了社会民主党，但社会民主党对外仍保持了凝聚力，并在抵御纳粹党方面得到了加强。然而，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失去下一代的信任。许多年轻的积极分子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在社会主义工人青年组织中采取了内部反对派的立场。该党右翼阵营的代表也感到失望，他们要么聚集在“社会主义新叶”组织中，要么加入了国旗团和钢铁阵线。对社会民主党政治日益僵化的抨击、对官僚机构的主导地位的反对、针对虚假且不能吸引到更多民众的议会民主的批评，都从年轻一代的口中表达出来，无论他们属于左翼还是右翼派别。表面上，社会民主党在某些方面模仿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宣传手法，但很明显，尽管钢铁阵线发动了宣传攻势，但该党越来越没有能力采取主动行动。


  因此，施莱歇尔既不必担心社会民主党的反对，也不能指望他们能够给予合作。对于他追求的“横向阵线”概念来说，除了可以依靠的基督教工会外，赢得德国工会总联合会的支持、利用打破政治和工会运动联盟的普遍趋势都是至关重要的。10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不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领导层中有明确支持格雷克派思想的人，他们对1932年12月的内阁改组表达了更为开放的态度。德国工会总联合会认为工会的一大成功便是迫使施莱歇尔内阁偏离了其前任的社会政治路线。但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反对削减工资标准的防御性罢工不是由工会联合发起的，而且许多企业自己也放弃了利用授权来打破工资标准的权力。是否有可能在中期将工会纳入现有的总统内阁，主要取决于总理是否能实现他宣布的全面创造公共就业机会的目标。


  在1932年4月的一次危机大会上，德国工会总联合会提出了一个包含WTB计划的综合就业计划。11这个计划的发起人是德国工会总联合会统计局的负责人弗拉迪米尔·沃伊廷斯基，他得到了木工工会主席弗里茨·塔尔诺和社会民主党农业政治家弗里茨·巴德的支持。他们于1931年底提交了第一个草案，然后以他们名字的首字母命名了这个计划。该计划以通过广泛创造信贷的积极经济政策为基础，计划通过公共工程为100万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与之后沙赫特和希特勒的就业政策相比，该计划的信贷框架相对有限。然而，它所依据的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即通过消费方面的刺激来克服危机；通货膨胀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因为闲置的生产能力会被迅速填补，从而与上涨的购买力相匹配。


  通过WTB计划，德国工会总联合会抛弃了单纯被动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其本身特有的规律，只是控制分配机制；德国工会总联合会向着有意识控制经济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这意味着工会要承担起国民经济的全面责任，也要摆脱对经济过程纯粹机械化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经济民主计划中仍很明显。尽管沃伊廷斯基认为通货紧缩正在蔓延并导致购买力被肆意限制，而且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工会在犹豫是否接受WTB计划之前与社会民主党产生了严重冲突，尤其是鲁道夫·希尔费丁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后果。


  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对WTB计划持怀疑态度，不仅是因为他们信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而且还因为他们在战术上依附于布吕宁，布吕宁在创造就业问题上的保守态度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经济专家的支持。不过，社会民主党还是被迫对工会做出让步；然而，它在布吕宁内阁后期和巴本内阁初期提交的创造就业建议中，措辞刻意保持谨慎，将这些政策包装成名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揽子措施。12在这一方案下重新显现的影响深远的国有化计划意味着比WTB计划方向更为倒退，更不用说其中所包含的“未来经济的要求”既没有考虑到具体的经济问题，也没有考虑到实际的权力关系，等于间接承认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孤立。


  1932年春，德国工会总联合会在创造就业问题上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支持，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竞争。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932年5月10日的一次备受关注的国会演讲中，呼吁在“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渴望”的口号下实施更全面的创造就业计划，声称这一渴望已经影响了德国95%的人民，这次演讲不久后被广泛传播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经济紧急计划”。13通过支持慷慨的公共就业计划，这名纳粹党领导人成为普罗大众情绪的代言人。从他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纳粹党不会断然拒绝与工会的实质性合作。施特拉塞尔的战术主要目标是形成广泛的就业阵线，而他对主要由阿德里安·冯·伦特恩起草、涉及财政政策的计划则给予较少关注。但公众并不知晓，施特拉塞尔转投建设性社会政策并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希特勒在1932年10月遭到商业协会的强烈反对后，撤回了该“即时计划”。


  施特拉塞尔在他的就业计划上得到了《行动》杂志圈子的支持和鼓励，他与这个圈子大体上保持着间接而松散的联系。与工会提出的就业创造建议不同，该“即时计划”通过摆脱金本位制度和转向以广泛的自给自足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来对国家所需的信贷创造提供支持。在这件事上，施特拉塞尔的想法得到了研究货币和信贷制度的学术团体中受人尊敬的国民经济学家的认可。其中包括恩斯特·瓦格曼，他是布吕宁通货紧缩政策的批评者，以及来自吕贝克的工业家海因里希·德雷格，他在1932年夏发表了一篇题为“通过生产性信贷创造就业机会”的论文。尽管与沃伊廷斯基领导的工会改革派没有直接联系，但施特拉塞尔的支持者和自由工会之间的合作也尽人皆知。


  施莱歇尔希望利用在创造就业问题上出现的利益联盟来摆脱总统内阁被极端孤立的态势，说服各党派暂时保持沉默。毫无疑问，在1932年8月这一时期，这一举措和巴本单方面幼稚的行为使总统制声名狼藉相比显然更有胜算。然而，总理的潜在合作伙伴仍然对施莱歇尔的举措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确定施莱歇尔的倡议是否只是单纯的战术计算而已。事实上，他缺乏说服诸如德国工会总联合会领导层、纳粹党中的施特拉塞尔集团和基督教工会（可能包括德国青年教团和德意志民族商业雇员协会）等不同合作伙伴采取共同行动所必需的内在可信度。一切都取决于是否能成功争取当时在纳粹党中仅位于希特勒之后的最具影响力者——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来担任副总理。这样做的前提是纳粹党、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愿意避免直接对政府施加影响，并给予政府一种额外的信任——虽然谈不上是议会授权——来推动就业。


  在1932年12月的内阁改组中，创造就业的动力已经属于强弩之末了。虽然施莱歇尔遇到国家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反对的阻力，任命金特·格雷克为国家创造就业专员，但他并没有将有关问题的管辖权与相关部门分开，并将其分配给格雷克。因此，当时没有进行全面改革的余地。此外，格雷克提出的“即时计划”的融资方案也遭到了有关部门的顽固抵制。他只得到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皮茨的积极支持。波皮茨认为，由于对失业救济的支出已经让负担繁重的市镇的财政状况陷入绝境，因此出台全面的就业创造计划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他打算将其与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尤其是放弃保险原则相结合，这将引起格雷克正在拉拢的工会的强烈抗议。因此，尽管格雷克没有向外界承认这一点，并可以继续依靠汉斯·策雷尔在宣传上的支持，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孤立的。内阁对工会团体的吸引力并没有因为财政政策的正统性保持不变而增加。


  在国家银行行长路德的影响下（他仍然认为通货膨胀趋势是最大的威胁），内阁主要将用于创造就业的资金限制在原本用于巴本的多重就业奖励系统规划的5亿马克之内，但由于需求不足而实际上并未动用。此外还包括一些有关建筑业和住房的配套措施。然而，“即时计划”与施莱歇尔在其政府声明中所竭力唤起的期望相去甚远。大企业曾在内阁中发挥影响力，并恳求总理坚持巴本的经济计划，到此他们对这一形式明显松了一口气。1933年初所提供的资金已经在2月底被市镇所使用，这表明格雷克所采取的措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表明尽管危机正在放缓，但创造就业的举措在心理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施莱歇尔的政策至少在形式上是温和的，并且与巴本“贵族骑士”的架势形成鲜明对比，这使得前者得到了政治舆论的积极响应。因此，官僚团体称他们的利益不再完全受到排挤。除了一部分工人阶层外，支持施莱歇尔的群体还包括广大的中产阶级。当前的关键是，总理能否利用这些支持来实现政治稳定。与巴本相比，他的优势在于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但当他与政党和团体进行谈判时，人们认为这些谈判只是在拖延时间。施莱歇尔一再拖延对内阁进行全面改组。除了巴本外，只有盖尔和胡戈·舍费尔离开了内阁，后者作为国家劳工部长的业绩未能令人信服。目前尚不清楚扩大内阁的基础是否仅以容忍不同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现，还是会导致部分议会制恢复。


  实际上，总理只能依靠基督教和德国工会总联合会的积极支持以及中央党的容忍。出于对中央党的顾虑，他不能满足胡根贝格的过分要求。其余一切都取决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是否作为工会轴心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进入内阁。只有在这种前提下，争取自由工会支持内阁才有意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为什么施莱歇尔相信，尽管施特拉塞尔和希特勒其实已于12月8日决裂，他仍可以将这个方案保留到1月初。实际上，总理早在几周前就已经失去了主动权，他的政策仅限于单纯的战术转移而已。


  虽然对巴本的意图事先并不了解，但奥托·布劳恩认识到总理和总统政权其实已身处绝望境地。布劳恩感到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行动法则越来越多地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并被玩弄于“毫无结果的反对立场”之中。他认为唯一的机会在于与施莱歇尔将军进行合作。141933年1月6日，他向施莱歇尔提议，如国家专员职位被取消，则同时解散国会和普鲁士邦议会，并推迟重新选举至春季。施莱歇尔断然拒绝了布劳恩的建议。当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是否会批准布劳恩的倡议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其违宪性质昭然若揭。关键是，施莱歇尔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转变。他经常反对冲锋队禁令，反对讨论盖尔的国家紧急计划，反对巴本决定必要时动用政府权力对抗纳粹党，因为这种方法与使他成为总统制权威倡导者的军事政治基本动机相矛盾。此外，这种做法永远不会得到国家总统的认可，因为与布劳恩之间的冲突使他难以释怀。


  社会民主党对库尔特·冯·施莱歇尔的不信任是完全有道理的。奥托·韦尔斯将他视为巴本经济政策的幕后推手，尽管这只是一种战术上的争论，但他在普鲁士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明他不愿意并且也不可能做出任何重大让步。任命弗朗茨·布拉赫特担任国家内政部长势必会激怒社会民主党，因为布拉赫特对普鲁士广泛的反共和派人事调动负有主要责任。因此，施莱歇尔的计划完全依赖把自由工会从社会民主党分离出去这种可能性，而这种态势早已显露端倪。早在1932年10月，特奥多尔·莱帕特在贝尔瑙工会学校的一次广受好评的演讲中就表示，工会原则上愿意在总统政权的框架内进行合作，前提是要打破巴本坚定的反劳工路线。在政府更迭后，莱帕特在接受巴黎《卓越报》采访时对施莱歇尔采取了异常积极的态度，但迫于社会民主党的压力，他部分否认了自己的观点。德国工会总联合会代表与格雷克圈子之间的接触和联络也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工会机构内部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力量认为与政府和解是可取的，甚至不惜牺牲与社会民主党的密切关系。克莱门斯·内佩尔在12月24日的《工会报》上谈到工会“任务不变”，即“在任何政府和任何政治形式下，尽最大努力规范劳动条件”。15一群以洛塔尔·埃德曼为代表的、年轻且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工会秘书认真考虑了与总统政权就将工会合并到国家政府中一事达成协议，但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左派声称总理曾与工会就“国有化”进行谈判，虽然是子虚乌有，但的确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政治态势。16


  虽然最初存在一些疑虑，但自由工会的领导层放弃了对志愿劳工服务的抵制，尽管工会内部不乏对其破坏薪酬制度的怀疑。然而，志愿劳工服务并没有达到施莱歇尔最初设想的规模。在前国家就业和失业保险局局长、现已升任国家劳工部长的弗里德里希·叙鲁普的领导下，由于资金不足，只有约24.2万名年轻人参加了公共工作或私人组织的劳动营，这对于旷日持久的青年失业问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原本扩大志愿劳工服务的目的是给予失业的年轻人就业机会，从而应对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政治激进化态势。施莱歇尔认为这是朝着建立民兵组织迈出的重要一步，可以为实施普遍征兵制度做好准备。


  鉴于当时民众的心理状况，劳动营运动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以至于连自由工会也无法对此置若罔闻，因为它不得不承认自己无力将长期失业者组织起来。同样，国旗团对通过参与志愿劳工服务来获取其领导力培训机会非常感兴趣。相反，康斯坦丁·希尔作为施特拉塞尔的助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纳粹主义劳工服务机构，他认为有必要与志愿劳工服务达成协议，以免危及自己的招募资本。虽然接受国家补贴的劳动营对于资产阶级右翼团体特别是钢盔团组织来说，主要是提供预备军事训练的机会，但叙鲁普阻止了劳动营运动成为资产阶级右翼的牺牲品。相反，它仍然是一个汇集各种受到青年运动影响的政治和社会思潮的聚集地。


  

与此同时，施莱歇尔还致力于创建一个以失业青年自治组织为基础的“全面征募德国青年”的紧急计划。17在他看来，这是国家经济效率监督委员会工作乏力的替代，但由于缺乏资金，这个计划也同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施莱歇尔期望这些举措能够消除青年人群中的“党派主义”倾向。对于施莱歇尔来说，这些举措是普遍义务兵役和民兵思想的前哨举措。霍尔特曼提出的将国旗团和钢盔团组合成一个士兵联盟的建议是国防部主导的计划，即利用德国人民的军事防卫计划来巩固国内政治。这种国防思想很成熟，但在奉行这种思想的同时无疑体现了施莱歇尔政策的具体弱点。然而，这种思考方式仍然对自由工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而且像国旗团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该思潮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


  新保守主义总统内阁在施莱歇尔领导下成立，该内阁本可以在1932年夏天发挥出有限的融合力。在巴本的失败实验（他的继任者为此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之后，威权主义支持下的国内政治稳定条件已不复存在。即使工业界原先对内阁的极端不信任由于格雷克的创造就业措施受到遏制而有所减少，而且德国工业联合会和德国工商业联合会都对政府为废除巴本的不明智的贸易政策所做的努力表达敬意，因为该政策是违背出口工业的利益的，但仍然存在本质上的隔阂。与此同时，来自农业利益集团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多。由于施莱歇尔曾多次改变他的基本立场，即使他现在对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做出了友好的承诺，他也很难赢得他们的容忍态度。即使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建立了计划中的联系，也很难消除人们对这位将军压抑已久的疑虑，后者虽然奉行军事政策至高无上原则，但其政治上的策略性动作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施莱歇尔于12月3日接任总理职位后，便向纳粹党二把手提出邀请，希望他担任国家副总理和普鲁士邦总理。当时，施特拉塞尔仍然希望拉拢纳粹党的领导集团，支持他所代表的妥协路线。但第二天，图林根市镇议会选举遭遇惨败，该党在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比国会选举时下降了40%以上。这一情况证实了他的观点，即如果纳粹党想要维持可信度，就不能继续采取纯粹破坏性的策略。他提议加入施莱歇尔领导的内阁，但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图林根选举后，纳粹党内部的情绪似乎发生了变化。国会派系的相当一部分人意识到，国会再次解散将导致选民大量流失。


  12月7日，丑闻爆发。两天前对施莱歇尔将军的正式提议还毫不知情的希特勒在凯撒霍夫的一次会议上断然拒绝了施特拉塞尔的观点。施特拉塞尔敦促纳粹党元首在做出决定之前对最重要的大区和地方机构进行考察，以便对党的内部形势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希特勒一如既往地没有回应他的建议。尖锐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决裂的产生。施特拉塞尔自1932年11月30日以来就一直在考虑辞职，当时他在党的领导人会议上孤立无援。由于他不愿意看到纳粹党被分裂，他决定在不放弃党籍的情况下辞去党内职务。


  施特拉塞尔在写给希特勒的辞职信中解释了自己辞职的原因，表示自己并不想成为任何反对派势力的核心。尽管许多党领导人之前同意了他的立场，但他还是感到失望，因为他最终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这封信是在与希特勒会面后的第二天下午交给他的。18在国会临时召开的一个邦检查官会议上，他解释了他的决定，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个人原因。他的决定可以被视为对希特勒的最后警告，要他最终离开那些荒谬的顾问专家，他们的影响导致了纳粹党的发展路线发生偏差。从他的角度来看，希特勒的政治才能需要由实践派政治家进行纠正，后者关注日常现实，而“元首”则沉迷于幻想中。施特拉塞尔认可希特勒作为政党领袖所展现的领导魅力。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冷静的判断，与盲目崇拜希特勒的风气保持距离。出于个人的忠诚，他不会像他的朋友们期望的那样公开反对希特勒，但这些朋友后来指责他存在一种骑士精神的倾向。


  12月9日凌晨，《每日评论报》报道了施特拉塞尔的辞职消息，此消息像一颗炸弹一样在纳粹党总部爆炸，特别是因为这篇报道还附带了一条评论，称只有施特拉塞尔才能将纳粹党带出困境。希特勒认为，施特拉塞尔将会被任命为国家副总理兼劳工部长，他将整个事件视为施特拉塞尔故意离间纳粹党的行为。起初，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并表达了自杀的念头：“如果党分崩离析，我会在三分钟内用手枪了断自己的生命。”19受戈培尔的影响，他从未相信施特拉塞尔抱有诚意。在振作起来后，他以一贯极其夸张的方式对施特拉塞尔的行动做出反应，并将该行动视为总理转移注意力的伎俩。


  希特勒试图向外界淡化党内危机，下令称施特拉塞尔已住院三周，他本人则接手了空缺的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职位。在一次紧急召开的会议上，他亲自迫使各地监察员做出明确的忠诚声明，并在不久后要求纳粹党议会党团也做出同样的声明，其华丽辞藻和拜占庭式的效忠仪式几乎让人感动得流泪。这些忠诚宣言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公职人员队伍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公职和政治权力来为那些艰苦斗争的岁月争取回报，对于希特勒方针的认同感逐渐减弱，希特勒声称不愿牺牲运动的目标来换得一些部长职位，这导致了该党将迎来灾难性的新一轮选举。


  希特勒的慌乱反应掩盖了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冲突的本质。施特拉塞尔在他的辞职信中毫不客气地提到了这一点，这封信的草稿仍存于世。除了对他的忠诚缺乏信心外，他还抱怨希特勒对他坚持推进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分明的党组织架构施加的阻力。事实上，希特勒倾向于坚持给予下级领导参与权，只要他们对他表现忠诚即可。施特拉塞尔发布的组织指导方针在党员人数增加的情况下貌似是不可或缺的，但希特勒却认为这些指导方针对党有害。


  在党组织原则的分歧背后，隐藏着对纳粹党的政治任务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施特拉塞尔指责说，纳粹党其实不是“一种成为宗教的世界观”，而是“一场斗争运动，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争取国家的权力，以使国家能够履行其民族社会主义任务和实现德国社会主义”。20施特拉塞尔认为，纳粹党应该从属于国家理念，并承担起政治责任，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同时暗示纳粹党实际上从不承担政治责任。这与希特勒的个人主义政治理解相矛盾。对于希特勒来说，纳粹党是“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化身，它不能通过战术联盟牺牲其内在的可信度。希特勒仍然追求着这样的愿景，即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运动的原则才能使它获得绝对的权力——这种态度与所有实际指标相抵触。


  施特拉塞尔坚信，有必要抛弃纳粹党的颠覆性策略，因为纳粹党迄今一直以竞选活动为主导方针，应引导其从事建设性的政治工作并努力实现具体的实质性目标。他反复提出的实施“德意志社会主义”的要求，显然缺乏精确性。但毫无疑问，他对待这一点态度十分认真，就像他为创造就业机会而积极努力一样，他不认为这是希特勒那种为政治动员而设计的宣传策略中可以被随意替换的内容。与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坚信可以吸引到迄今为止被忽视的产业工人阶级加入到纳粹党中来。他批评希特勒时指出，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冲突”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内部政治任务的核心”。相反，应该致力于“组建广泛的创造性人民阵线，并将他们引领至新成立的国家”。


  施特拉塞尔对纳粹党实施的恐怖主义方法提出批评，指出希特勒的想法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结算来谋求政治权力；他警告说，不能将“党的命运时刻寄托在一种混乱状态”中。他同时也了解到希特勒的奇怪想法，后者认为纳粹党取得权力的过程是一场类似于内战的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斗争。对希特勒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即便对左翼起义进行计划内的镇压，也只能依靠运动力量而不是武装力量；因为只有运动力量才会一鼓作气让对手永远销声匿迹。


  在希特勒接任国家总理后，他对“德国巴托罗缪之夜”的愿景仍然反映在要求国防军将“与街头行动算账”的工作留给纳粹党和党卫军去做。对于希特勒而言，入侵“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也就意味着“世界观”的斗争，无法单纯地依靠说服手段来推进。希特勒认为，暴力镇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而不是掌握政府，才是夺取政权的决定性阶段。然而，施特拉塞尔坚信，只有通过出台建设性的社会政治计划，才能使劳动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施特拉塞尔在其一手打造的纳粹党领导班子中拥有众多支持者。另一方面，他几乎无法在地方纳粹党领导人团体中获得任何支持，众所周知，他们对他精简党内机构的努力持批评态度。在领导人的内部集团中，只有威廉·弗里克、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坚决支持他。但他们的声音对希特勒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他的明确反对者包括戈培尔、戈林和罗姆，这几位在其他方面的政见其实并不和谐。戈培尔很早就投身于希特勒所偏爱的“不成功便成仁”路线，并自1926年以来成了施特拉塞尔的主要对手。而戈林则作为希特勒与公众和经济界代表人物之间的联系人，将施特拉塞尔视为在普鲁士方面的竞争对手。他对政党的疏远导致施特拉塞尔没有特别重视他。按照施特拉塞尔的意思，恩斯特·罗姆将不得不辞去党内职务，因为施特拉塞尔无法接受罗姆的同性恋倾向。鉴于这种人事格局，施特拉塞尔几乎不可能让希特勒接受他的观点。


  尽管施特拉塞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让他的支持者宣誓效忠他的路线，但希特勒却立即采取了全面的组织措施，这些措施坐实了施特拉塞尔所指出的根本战略冲突。通过任命原国家二号监察员罗伯特·莱伊担任纳粹党政治组织的参谋长，纳粹党的政治组织得以从中央领导机构分离出去。同时，希特勒下令废除国家监察机构，而地方监察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淡化了作为中间调停机构的特点，因为地方监察员的职位身份仅是高级“地方领导”而已，并且只有在被特别委派的情况下才能代表国家领导机构行事。这样，施特拉塞尔为原本七零八落的党组织体系辛苦塑造的等级制度原则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获利的则是那些享有特权地位的地方长官。


  这种重组的过程缺乏系统性，反映了希特勒个人主义的政治行动视角。院组织部门的一部分直接归属于希特勒，并在某种程度上实施自治；另一部分则归属于宣传部门，还有一些则被解散。此外，组织部门也因此被严重削弱，希特勒因此不但将其转交莱伊管辖，同时也一并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对议会工作、新闻以及经济政策进行监督。但是，由于该委员会受鲁道夫·赫斯指挥，而赫斯对希特勒盲目效忠，同时缺乏主动性和个人特点，该委员会的影响力注定极其有限。因此，施特拉塞尔所追求的党内机构的精简以及建设性的政治规划都已经不可能实现。纳粹党从此分裂为32个相互隔离的地区协会。纳粹党的全国领导机构只剩下名义上的组织。希特勒在一份典型的党内备忘录中为纳粹党机构的重组辩护，他认为作为“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守护者”，该运动不能因为官僚结构而与其真正的任务渐行渐远。作为一个阴谋家的政治团体，该运动要尽量避免向平凡的现实低头，因为平凡的现实只能部分地实现其愿景目标。希特勒指出，像施特拉塞尔试图为纳粹党参与政府所建立的这种特殊规划机构毫无存在的必要，并坦言：“较冷门领域的科学研究机构并不属于政治组织机构。”希特勒的论点实质上相当于阻止纳粹党从单纯的宣传动员转向建设性的政治工作，而这正是施特拉塞尔所追求的。


  除了彻底摧毁施特拉塞尔一手打造的中央领导层外，希特勒也不免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他利用1933年1月16日在魏玛召开的大区长官会议对施特拉塞尔进行“最后清算”，尽管希特勒没有正式要求将后者开除党籍。21实际上，这是多余的，因为尽管众多官员和支持者仍然高度评价施特拉塞尔，但人们担心的分裂和重大抗议都没有发生。施特拉塞尔无法阻止党内反对派的形成，尽管这些反对派只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并在纳粹党内部成立临时的“紧急联盟”，但他们都打着他的名号。同时，党内的种种弊病和错误发展都被归咎于施特拉塞尔，他最终被称为纳粹运动的叛徒。


  当年40岁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深受与希特勒冲突的影响，但他可能没有预见到冲突会具有如此的强度和形式。他所认定的毕生事业的失败对他造成极大影响，并因此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加上其严重的糖尿病进一步影响了他的情况。总之，这个之前非常积极主动的党员变成了一个颓废和犹豫不决的个体，他开始依赖周围人的建议，从而缺乏内在力量来对抗戈培尔所发动的充满仇恨、玩世不恭的诽谤运动。无论施特拉塞尔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不认为他能实现他的意图，彻底退出政治舞台。戈培尔担心施特拉塞尔会以“反对戈培尔和戈林”为口号重新发起斗争，但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22同样，施莱歇尔在1月16日仍然相信，施特拉塞尔（他没有拒绝在1月6日拜访国家元首的邀请）仍然有资格担任副总理的职务。虽然施特拉塞尔的密友们被迫发表了忠于希特勒的誓言，但他们仍然希望施特拉塞尔会公开反对希特勒。有谣言称，施特拉塞尔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来取代施莱歇尔成为总理。然而，施特拉塞尔仍然坚持他远离政治舞台的决定。他曾经寻求与希特勒谈话，而希特勒也曾表示会和他谈话，但最终并未实现，因为纳粹党元首拒绝了他。尽管施特拉塞尔多次向赫斯和弗里克表达了他的忠诚，但戈林和希姆莱利用1934年6月30日后清洗冲锋队最高领导层的机会，让这位前竞争对手遭遇谋害。官方公布的死因是自杀。施特拉塞尔实际上并未染指副总理的政变计划。


  施特拉塞尔危机分散了人们对于一个事实的注意力，即由于希特勒的不妥协，坚持要成立由他领导的总统内阁，纳粹党已经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随着施特拉塞尔的退出，该党与施莱歇尔将军的关系也变得冷淡。在纳粹党内，有人认为施特拉塞尔与总理密谋，从而将其定为一场阴谋，这进一步加深了两者之间的裂痕。同时，施莱歇尔也受到极右翼的严厉批评。《环》杂志的一篇评论指责内阁“政党政治这匹老马又套上了国家这辆马车”。在1932年12月16日的一次绅士俱乐部会议上，弗朗茨·冯·巴本在讲话中呼吁“建立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新领袖阶层”，并宣称必须将希特勒纳入其中，因为此举极富象征意义。他还要求将施莱歇尔这位将军撤职。23虽然巴本对纳粹党的支持与绅士俱乐部的官方立场不符，但他的行为被在场的特奥多尔·埃申堡称为是对将军的“背后一刀”，此举也促使这位前总理展开了一场充满阴谋的行动，旨在最终将纳粹党纳入他领导下的威权政府。


  在那次绅士俱乐部的晚宴上，长期支持纳粹党的科隆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主动提出要安排希特勒与弗朗茨·冯·巴本会面。这种接触在几周前还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现在出现了通过在政治上撂倒施莱歇尔从而彻底摆脱施特拉塞尔主义的机会。这种报复动机倒暂时使得希特勒能够压制内心对再次被兴登堡身边高度保守派所欺骗的恐惧心理。重要的是，这种通过非正统手段与希特勒重新合作的倡议是由工业和农业的二线代表发起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双方都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试图将纳粹党纳入政府，并同时在经济政策上走一条“合理”的道路。他们认为，希特勒之所以不能被排除在国家政治责任之外，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在他的运动中摆脱那些倾向于社会革命、推动共产主义的势力。


  库尔特·冯·施罗德是一位知名的科隆银行家，但他的银行还无法与大银行相提并论。他是1932年11月19日向兴登堡提交工业界请愿书的签署者之一。请愿书要求总统放下个人偏见，将“具备最佳专业水准及个人素质的总统内阁的领导责任移交给最大的国家团体领袖”，即阿道夫·希特勒。24除了一些中小企业家外，大规模农业的代表也签署了这份请愿书，这些代表受到瓦尔特·达雷建立国家农业部倡议的影响，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纳粹党所控制。这份请愿书很难代表德国经济界；重工业界显然没有参与。虽然阿尔贝特·弗格勒是继弗里茨·蒂森之后最支持纳粹党的人之一，但他和保罗·罗伊施不是请愿书的签署者，尽管他们基本上赞同其中的内容。保罗·西尔弗贝格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让希特勒担任总统内阁首脑，但由于他的出身，没有人与他接洽。商界领袖的保守态度与其说是反对希特勒，不如说是支持巴本和纳粹党之间的妥协。


  受保罗·西尔弗贝格影响的并向经济界和政界主要代表传递信息的《德国领袖简报》自1932年夏季以来一直倡导“将纳粹主义纳入国家”。25正如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以及其经济政策顾问奥托·瓦格纳之间有来往的《莱茵—威斯特法伦经济新闻》出版商奥古斯特·海因里希斯鲍尔一样，西尔弗贝格也认为应当防止纳粹党和中央党结盟，并支持纳粹党内赞成温和经济政策的人士。在这方面，人们既依赖于希特勒，又依赖于施特拉塞尔，他们认为施特拉塞尔在追求经济平衡的同时，还在努力赢得工人大众的信任，并将他们从左翼政党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希特勒被视为防止纳粹党重新进入早已垮台的民主议会结构的保证，是防止“人们屈服于魏玛复兴，即民主制、议会制、合法性、过去150年的全部意识形态的危险这一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希望”。因此，他们认为应该进一步支持希特勒秉承的“世界观目标”，这些目标“比党的议会政治目标更为重要”。26


  重工业界领袖最初坚持的路线是让纳粹党与资产阶级力量合作，以达到孤立“过于激进的潮流”这一目的，他们认为此举的前提是创建一个同质化的资产阶级联盟。因此，他们努力将胡根贝格排挤出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层，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拉拢右翼资产阶级联盟的主要障碍。同时，鲁尔拉德试图通过成立“沙赫特工作小组”加强与纳粹党的联系。亚尔马·沙赫特越来越认同纳粹党的自给自足计划，但自从1932年秋季以来，他也注意到重工业界的兴趣明显减退，这一态势和同一时期无条件支持巴本的风向不无关系。自从施莱歇尔内阁成立以来，重工业界被迫对其“隐蔽的议会制”倾向进行反击。因此，他们支持巴本在政治上整合希特勒，但对他是否应当担任总理一直持怀疑态度。然而，将希特勒与强大的资产阶级对立力量纳入内阁的倡议并不来自大工业界，而是来自那些发起向兴登堡提出抗议的团体，即所谓的开普勒团体。


  威廉·开普勒出身中产阶级企业家，自1931年底起就试图成为希特勒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顾问，并希望因此名垂青史。与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和奥托·瓦格纳不同的是，他试图让大工业界的理念更接近纳粹党的理念。随着开普勒团体的形成，他获得了比亚尔马·沙赫特更高的地位。最初，在鲁尔拉德的支持下，沙赫特在柏林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旨在影响纳粹党的经济政策观念，以谋求经济利益。尽管与希特勒有着良好的联系，但他并不是很成功，特别是因为这项工作没有在商界获得这位德国央行前行长所希望的支持。最终，他被迫加入了开普勒团体，但这个团体同样没有得到大型工业企业的支持。除了来自联合钢铁公司的名义成员阿尔贝特·弗格勒和著名钾盐矿业企业家奥古斯特·罗斯特贝格的参与外，没有大企业的代表加入；该团体仅限于小型制造商和商人。希特勒自1932年6月在凯撒霍夫酒店的盛大招待会之后就没有再关注过这个团体的工作。然而到了年末的时候，开普勒团体成了希特勒和巴本之间联系的桥梁，并突然间获得了核心政治影响力。


  在与弗朗茨·冯·巴本于绅士俱乐部会晤后，施罗德将与希特勒会面的建议传达给了开普勒，后者又将其转达给纳粹党领导层。由于不知道巴本是单独行动，纳粹党领导层认为这位前总理是总统派出的代表。因此，他们对与希特勒建立联系的提议非常感兴趣，主要希望能够扭转11月中旬以来希特勒的提议被总统否决并遭到冷遇的情况，并消除1931年8月13日惨败留下的阴影。开普勒在12月26日写给施罗德的信无疑是事先与希特勒商议过的，这封信完全符合这种基调。信中写道：“作为会谈的政治目标，我希望重组政府而不进行新选举，避免出现总统危机。”在这段文字后才提到了以“兴登堡—希特勒”为口号的“政府选举”。这实际上就是在宣扬11月提出的条件。唯一的新鲜事是在随后的选举中让内阁获得多数席位的想法。最后信中说，“如果巴本先生能够说服前辈政客们组建由希特勒领导的总统内阁，他就能够完成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显然，作者将弗朗茨·冯·巴本视为一个傀儡，没有自己的野心。27


  会议本身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安排的。希特勒和巴本都通过迂回路线前往库尔特·冯·施罗德在科隆的私人住所。28希特勒极力避免其声望再次遭受任何影响。而巴本是在没有征得总统授权的情况下暗自行动。这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得知会面风声的《每日评论报》派了一名摄影师前往别墅，暗中拍摄了参会者的照片。该报总编汉斯·策雷尔在会前提醒将信将疑的巴本要提防昔日同僚的阴谋，而巴本则轻描淡写地淡化了与希特勒的谈话内容，这引发了媒体的广泛猜测。


  施莱歇尔向总统谴责巴本的不忠，但他对此阴谋所波及的范围毫无概念。他要求“禁止巴本今后从事此类政治行动，并只有在总理在场的情况下接见他”，这一要求显得很合理，但在兴登堡那里却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应。当巴本不久后与兴登堡会晤时，总统不仅向他透露了施莱歇尔的谈话内容，而且还授权他继续在科隆会议之后与希特勒“私下秘密地”保持联系。29之所以出现这种举动，似乎是因为人们认为可以诱使希特勒跨党派地进行合作。这是保守派阵营在这几周中不断出现的自欺欺人的想法之一。


  巴本在与希特勒会面时，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堆白纸黑字的要求，而起初他的想法只是探索和解的基本可能性。他试图通过安抚希特勒来使其接受在现有内阁中担任副总理的想法，并可能与施莱歇尔将军在“一种共治制度”下共同执政；当他察觉到希特勒的失望之情时，便急忙指出此举当然只能是迈向希特勒成为总理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但随后巴本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并提到总理在总统那里已经不再受欢迎，因此有必要讨论他和希特勒领导由“其他国家政治家和专家”组成内阁的可能性，从而迎合开普勒最初提出的要求。30


  在一份与希特勒达成一致的新闻公报中——由于《每日评论报》的轻率行为，此事早已无法挽回——巴本淡化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其中声称，他们只是讨论了形成广泛的“民族阵线”的可能性，而与当前的内阁无关。31相反，这位前总理明确表示了要推翻施莱歇尔的意图，而据戈培尔通过希特勒传递的消息称，不会向施莱歇尔传达任何解散令。显然，在要求成立总统内阁的希特勒方案之外，还有另一个备选方案。戈培尔指出：“与我们达成协议，要么成为总理，要么成为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32施莱歇尔肯定间接听说了此事。1月底的时候，他还在嘲笑希特勒对国防部抱有的企图，他知道兴登堡永远不可能把这个职位交给希特勒，因此认为希特勒并不是真心想成为总理。


  显然，巴本的目的是要建立对抗施莱歇尔的阵线，而非立即提出解决总理问题的明确方案。因此在那几周，他积极与西部重工业界维持良好关系，因为他知道这些重工业对施莱歇尔持观望甚至疏远的态度。他努力利用保罗·罗伊施周围人士对总理计划重启议会制的不安情绪，为自己谋取利益。在1933年1月7日于施普林戈鲁姆家中举行的会议上，巴本与鲁尔地区的主要工业家，包括罗伊施、弗格勒、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进行了对话。然而，讨论的重点似乎不是与希特勒的接触，而是如何可以敦促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辞去国家人民党主席的职务，此举或许符合巴本的利益，并可借此实现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在资产阶级阵营中集中力量”的愿景。33


  对于纳粹党来说，虽然他们并不信任巴本的提议，但这些提议仍然意味着间接鼓励他们增加对施莱歇尔内阁的政治压力。纳粹党并没有直接参与土地联盟于1月11日对总理发起的激烈攻击，称其提到了“掠夺农业以支持国际出口行业和其附庸无所不能的利益”。3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党的媒体完全赞同将施莱歇尔将军称作“农业布尔什维主义”。面对公然的挑衅，尤其是该联盟已经在他们的代表与施莱歇尔以及总统进行谈判时就公布了此项决议的情况下，总理断绝了与土地联盟的所有关系。


  施莱歇尔突然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与海因里希·布吕宁和赫尔曼·米勒面临的同样困境，即农业游说团体通过荒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博得了国家元首周围势力的同情，并且基本上是在勒索政府进行不切实际的让步。除了有争议的关税和配额问题外，内阁勉强同意了在人造黄油生产中添加黄油的要求，这使得施莱歇尔的处境更加困难。然而，最让施莱歇尔的立场受到挫败的是中央党的反击，该党在国会上提出了有关对东部援助资金的使用，并对大量传播有关补贴丑闻的谣言煽风点火。埃里希·鲁登道夫已经在一份备受关注的出版物中表示怀疑兴登堡的邻居奥尔登堡—雅努绍非法致富；兴登堡家族也再次陷入了腐败嫌疑之中，尽管指控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兴登堡认为，对东部援助资金丑闻的争论是施莱歇尔回归议会制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有力证据。


  甚至在这之前，对内阁的弱点并非一无所知的胡根贝格就已经向总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要求建立一个“国家集中内阁”，并将德国国家人民党纳入内阁。他要求自己担任国家经济部长和农业部长，而总理由于对未来联盟的可能性还抱有幻想，继而相对粗暴地拒绝了这一要求。35在这次会谈中，胡根贝格提出，要求国会在至少半年内休会或立即解散，但要避免举行新的选举。胡根贝格在没有充分与弗朗茨·冯·巴本协商的情况下和希特勒进行的平行谈判以失败告终。此时，胡根贝格还没有准备好将普鲁士内政部的控制权交给纳粹党；他最多只愿意就普鲁士警察中立化议题进行谈判，但希特勒对此表示愤怒并严词拒绝。他对德国国家人民党坚持最高要求，丝毫不妥协。然而，1月17日以后，关于组建第二个哈尔茨堡阵线的传闻越来越多。






  在这几周绵里藏针的联合政府计划中，最大的未知数是希特勒的态度，他的背信弃义和自负行为甚至使他最亲密的伙伴都感到不安。在1月10日奥托·迪特里希安排的一次采访中，纳粹党领袖明确表示，他将坚持他于11月24日向总统提出的建议。这可能会给人留下缺乏沟通意愿的印象，特别是由于巴本并没有获得授权就希特勒的总理职位进行谈判，实际上希特勒和巴本也在同一天晚上通过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斡旋才成功会面。巴本的退出迫使希特勒暂时搁置了谈判，而且他预计利珀的选举结果会巩固他的地位。与11月的选举相比，纳粹党多赢得了5%的选票，但他们的得票率仅为39.6%，明显落后于7月选举的结果。但这并不妨碍戈培尔将选举描绘成运动发展的胜利延续。


  1月18日重新开始的谈判中，希姆莱和罗姆参与其中，巴本认为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当时兴登堡总统没有表现出考虑让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意愿。在希特勒一再威胁要中断谈判的压力下，各方同意让奥斯卡·冯·兴登堡参加下一次会议。总统显然被误导认为，此目的是为了实现巴本担任总理一职，随即明确同意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及其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在巴本在场的情况下会见希特勒。这次会晤于1月22日在达勒默的里宾特洛甫别墅里进行，会议严格保密。希特勒利用这个机会私下对总统的儿子灌输了任命他当总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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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9月1日，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开幕之际，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在前往会场的途中

  


  当晚，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巴本号召他的对话者通过接管几个部委来参与现政府或新政府，而希特勒则要求自己担任总理职位，就像11月份那样，他甜言蜜语地承诺让更多“资产阶级”部长参与。36至关重要的是，他坚持以总统内阁形式执政，而巴本则考虑重组哈尔茨堡阵线。然而，巴本现在同意为希特勒的总理提名在总统面前进行游说。奥斯卡·冯·兴登堡在这一点上也支持他。在回程途中，他对迈斯纳表示：“恐怕我们绕不过这个希特勒。”37


  1月下旬在施莱歇尔背后进行的谈判中，针对此时已经公开的政府危机同时出现了两个相互竞争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重组哈茨堡阵线，要么与中央党合作，要么容忍中央党，从而形成在希特勒领导下的实际上的多数派政府；另一个方案则是由巴本—胡根贝格—泽尔特组成的“战斗内阁”。如果民族权利的统一由于希特勒的过分要求而再次失败，后一个方案的必要性就会越发凸显。最重要的障碍是在8月13日兴登堡提出的条件，即希特勒只有在议会多数派内阁的领导下才能作为考虑方案。这也成了公共辩论的主旋律。而《德国复兴》杂志抨击了希特勒必须依靠议会制才能有相符的地位获得足够支持者数量这种论断，而《前进报》则坚持认为，希特勒的总理职位只有在将中央党囊括在内的议会多数内阁中才能被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讨论发生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之前，这些选举最终导致国会的进一步分裂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38


  事实上，早在11月，那些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就曾考虑委托希特勒组建议会多数派内阁，并预计他会在德国国家人民党那里遭遇挫败。将希望寄托在纳粹党届时会更愿意合作之上其实完全误判了希特勒的心态。巴本再次面临希特勒不愿意参与这种尝试的问题。因此，谈判陷入了僵局。希特勒只关心在总统内阁中掌握关键职位，并愿意将所有其他人事决定权留给巴本。最后，他又回到了初衷，即首先解决总理问题，然后再在第二步决定内阁的组成。


  由于担心再次丢面子，希特勒退出了谈判，并委托戈林继续谈判，还威胁要立即前往慕尼黑。事实证明，他的缺席最终成为一种优势，因为在戈林的掌控下，谈判手段要灵活得多。在与巴本、里宾特洛甫和弗里克的另一次会谈中，戈林做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变，并提议组建一个“民族阵线”内阁，其中纳粹党将占据关键地位，并且在国会中拥有实施授权法所需的多数席位，只不过议题暂时还不涉及重新选举。


  在兴登堡看来，拥有议会授权的国民集中政府的前景符合他的想法，尤其是因为这卸下了他所认为的紧急法令制度的责任重担。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表示，如果国家人民党和中央党对希特勒进行有效控制，他不愿意剥夺政府的总统权力。国务秘书迈斯纳向谈判各方表示，“如果内阁能得到钢盔团、土地联盟和各党派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内阁能被视为整个民族运动的内阁，那么兴登堡就可以不要求议会多数”。39但是必须确保纳粹党不会强迫其他合作伙伴屈从于它。实际上，这意味着回归哈尔茨堡阵线。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几天前胡根贝格与希特勒的会谈无果而终，但德国国家人民党最终还是成为谈判中的一方。胡根贝格随后断绝了与库尔特·冯·施莱歇尔达成协议的一切渠道。在德国国家人民党议会党团于1月21日所做的决议中，有人怀疑“现在的国家政府将只是清算总统通过任命巴本建立的专制思想，并将德国政治带回那个似乎因为民族运动的兴起而被抛弃的航道”。40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宣战反映了保守右翼在最后一刻的恐慌，这种恐慌源于担心走向威权国家的进程会突然再次被放弃。这将进一步降低资产阶级力量对纳粹党负责任地参与政府的障碍。


  施莱歇尔最初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正在酝酿的针对内阁的阴谋。甚至在1月16日，他仍然认为可以打施特拉塞尔这张牌。甚至在那之后，他还希望能够实现当时卡斯提出的党派领袖联盟，但由于希特勒的顽固和胡根贝格的不妥协态度，已经无望成立这种联盟。总理与各党派领袖之间的拖延谈判和他准备让国会委员会开展工作的意愿，除了让他受到“努力恢复议会制”的指责之外，一无所获。迈斯纳曾提醒称，总理计划进行的政府重组意味着背离总统内阁的原则，并且十分准确地预料到最终结果还是取决于议会多数，但均被他无视。这种认识出现得过于迟了些。


  在经历多次临时延期之后，最终在中央党的催促下，元老委员会将国会的召开时间定在了1月31日。因此，施莱歇尔不得不明确内阁的进一步行动方针。在他看来，“民族阵线”的少数派政府无法将纳粹党排除在外，而希特勒的参政或内阁对其进行容忍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也不指望能再次推迟议会的召开。唯一的可能性似乎在于继续维持现有内阁并解散国会，同时将新的选举推迟到秋季，并利用“国家紧急状态”的声明来对从解散到选举之间超过宪法规定的60天期限进行解释。即使是几天后，这位将军还在考虑扩大内阁的计划，他仍然希望能够在那之前取得重要的经济成果，特别是缓解大规模失业问题。这至多意味着国内政治的某种缓解，对纳粹党肯定会造成削弱，但并不能解决长期的政府危机。


  总理于1月23日拜访兴登堡并向他介绍此间出现的政治格局时，他发现已经失去了兴登堡的支持。总统要求国会“强制休会”取决于各党派领袖是否反对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然而，此举从一开始就没有赢得各党派同意的可能。施莱歇尔就是当时那个请求总统避免公开宪法违规风险的人，此时被人用12月2日的局势揪住不放，势必感到羞愧难当。他保证说，国内形势此时已经大大缓和，而且与当时不同的是，目前不必担心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支持的大罢工，但这并没有说服兴登堡，反而他担心会发生宪法冲突。虽然德国工会总联合会肯定不会采取总罢工，但彼得·格拉斯曼几天后发表声明拒绝以任何形式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中央党也明确表示，没有任何理由违背宪法。


  就在一周半之前，总统还曾认真考虑推迟新的选举；但现在他的内心已经与多年来一直紧密合作的前军官同僚分道扬镳了。与他通常具备的战术机动性相比，面对巴本的阴谋，施莱歇尔出人意料地无能为力。他终于意识到他的内阁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将总统改变主意主要归因于巴本的暗示，他显然低估了后者的影响力。然而，兴登堡完全有理由将内阁的绝境归咎于总理的阴谋伎俩。财政委员会关于援助东部地区的争论让这位年迈的总统变得情绪沉闷，他受到来自东部的同胞的压力，要求他与施莱歇尔分道扬镳。


  巴本以迫在眉睫的总理危机为契机，建议总统任命希特勒领导总统内阁。此前，他一直让总统相信，是要在他自己的领导下组建内阁。巴本受到希特勒的压力，后者在利珀选举中变得更加强大，现在更不愿意接受他之前没有同意的副总理职位。巴本在1月20日给弗里茨·施普林戈鲁姆的一封信中明确承认了这一事实，并接受了为“希特勒政府”制定授权法案的要求。对于这种情况，“迫切需要联合资产阶级力量反对希特勒”。41他认为在现有政府下解散国会是有害的。实际上，如果巴本不想承认他背着总统进行的谈判完全失败，他就再也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他在前几周与纳粹党领导层的交往过密，以至于变得很容易被敲诈勒索。在战术上处于边缘位置的他只能希望希特勒的总理职位会因为兴登堡的反对而失败，并且兴登堡最终会妥协。事实上，由于没有替代方案，兴登堡拒绝了这个提议，并暂时支持施莱歇尔担任总理职位。


  即使是兴登堡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不能改变他对希特勒的看法。比如，奥尔登堡—雅努绍侯爵曾经试图消除总统对“纳粹党粗暴和暴力手段”的保留意见，并说服他相信希特勒很容易受到资产阶级右翼组织和国家防卫军的制约。42然而，这些尝试都是徒劳的。东普鲁士第一军区的指挥官维尔纳·冯·勃洛姆堡中将也以类似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主张成立一个由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民族阵线”政府。43此前戈林做出的承诺也同样没有起到作用，他保证希特勒作为总理会严格遵守宪法，尽管这意味着什么还不得而知。同时，戈林暗示，一旦纳粹党掌权，他们将努力恢复霍亨索伦君主制。他在1931年1月和1932年5月两次前往多恩的高规格访问使这种策略看起来越发可信。


  兴登堡拒绝向希特勒内阁授予总统权力，而希特勒内阁的内部一致性是不容否认的，这似乎剥夺了与纳粹党谈判的基础。1月24日，在巴本与戈林和弗里克于里宾特洛甫住处举行的另一次会谈中，参与者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将计划中的组阁宣布为全国党派的统一阵线，希特勒为总理，巴本为副总理，这符合兴登堡一直以来实现全国党派和组织统一的期望。本届内阁将努力争取从国会获得授权法案，并将总统从日益繁琐的紧急法令负担中解脱出来，这符合兴登堡的意愿。然而，戈林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要求立即解散国会并进行新的选举，而巴本最初只是被动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现在，希特勒不得不接受这个新的语言规范，他已经变得急躁、多疑和固执。因为有了“全国集中”的想法，胡根贝格获得了一定的关键地位，他也没有忘记提出额外的要求。特别是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强烈反对希特勒提出的重新选举国会的要求，因此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就连兴登堡的疑虑也丝毫没有消除，他仍然坚持巴本重新出任总理的想法。然而，巴本与此同时也感到不安，因为纳粹党宣布对此坚决反对。在公众的印象中，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巴本的总统内阁，另一种是由希特勒领导的全国集中政府。前者必须重新消除关于国家防卫军会在内战中溃败的恐惧。因此，陆军上将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在没有事先通知总理的情况下向迈斯纳和兴登堡提出坚决反对再次组建巴本内阁，并表示宁愿选择希特勒担任总理职位，从而迫使这位陆军老元帅不得不当即表示：“你们不会认为我会任命这个奥地利下士为国家总理吧。”44


  与哈默施泰因一样，施莱歇尔也倾向于选择希特勒，因为他认为巴本—胡根贝格的战斗内阁会引发“国家和总统危机”，这也是他想要避免的。45但当他在1月28日与部长们一致要求兴登堡解散国会时，他已经放弃了争取内阁的斗争，他表示如果没有这个解散命令，就不愿意在国会上发言。兴登堡也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反而将话题转向未能形成议会多数这一条件，好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放手让施莱歇尔自由行事一样。就像当年布吕宁下台时一样，在这场仅持续了不到15分钟的会谈中，总理和总统之间没有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正如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所说，施莱歇尔内阁的倒台是“通过剥夺总统信任而实现的”，而总统则拒绝了部长们提出的首先与内阁的重要成员进行讨论的请求。46


  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对兴登堡的态度感到非常愤怒，而他们多年来其实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向内阁报告说，兴登堡没有接受他的论点，而是机械地重复相同的话语。47与布吕宁不同，施莱歇尔毫不掩饰他被总统背叛的想法。他认为总统在他的背后已经开始与接班人进行谈判是一种背信弃义。诚然这的确是事实，但他的前任同僚所努力得来的结局也不过如此，而且他本人也曾参与其中。施莱歇尔低估了针对他的阴谋所能产生的威力。他要求总统不要任命一名纳粹党人为国防部长。兴登堡的默许让他认为自己将继续担任国防部长，至少在希特勒内阁中能担任此职位。但是，巴本已经就任命新的国防部长进行了谈判，最初预定的人选是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


  内阁辞职使得巴本所扮演的国王扈从的角色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并增强了他本已极强的自信心。现在，他可以赌一把向总统提出一个以希特勒为总理的“民族阵线内阁”或一个巴本—胡根贝格的作战内阁，这就是他向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所称的“大”和“小”的解决方案。48兴登堡如释重负地表示在此问题上有必要采取宪法规定的方式。他放弃了对全国多数派内阁的抵制，并表明自己倾向于接受希特勒的总理职位，前提是希特勒的影响力被内阁中强大的保守派平衡力量所制约。


  有许多迹象表明，尽管巴本在外表上支持一个“全国集中”的内阁，但他仍然有意冒着资产阶级右派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失败的风险来行事。他认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立即组建一个巴本—胡根贝格的战斗内阁，同时他也向犹豫不决的什未林·冯·克罗西克说明了此想法。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进行了双边谈判。埃瓦尔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施门辛被预定为巴本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内阁的内政部长，而德国国家人民党内部其他部长职位的人选还存在争议。一时间，人们还想到了卡尔·格德勒。巴本和胡根贝格一致认为，如果与希特勒联合，应该“尽可能限制他的权限”。49根据这个设想，德国国家人民党核心内阁应该由一些纳粹党人补充而成。与此同时，与纳粹党的平行谈判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然而，由于希特勒突然改变主意，使得谈判岌岌可危。希特勒在1月28日重新提出了早先已提过的组建无党派总统内阁的要求，但立即遭到里宾特洛甫和戈林的劝阻。


  现在，通往全国集中内阁的最大障碍是胡根贝格，他在前一天与希特勒发生激烈争执，并且“咆哮”着离去，这促使希特勒再次威胁要启程离开。50胡根贝格倾向于组建一个战斗内阁，但遭到了布拉赫特和黑尔费里希的反对。由于担心被排挤，他于1月29日下午不顾克莱斯特—施门辛和奥托·施密特—汉诺威的反对，同意参与全国集中内阁，随后弗朗茨·泽尔特也加入了钢盔团领导层。


  钢盔团全国二号领导人特奥多尔·杜伊斯特贝格对于与希特勒进行对话持犹豫态度，但最终同意参加1月30日早上在巴本家中举行的会谈。在会谈中，希特勒郑重承诺，杜伊斯特贝格将不再因其犹太血统遭受纳粹主义媒体的攻击。不过很明显，这充其量只是就实质性问题达成了临时协议而已。希特勒将普鲁士国家专员职位交给了巴本，而戈林则晋升为副专员并负责内政部。胡根贝格则接手国家和普鲁士的经济和农业部门，并计划将其合并为“危机部”。51


  胡根贝格被他所期望的在未来内阁中拥有的影响力所蒙蔽，对他的党内同伴的警告充耳不闻；他没有认识到戈林要求立即进行选举的重要性。而戈林在弗朗茨·冯·巴本处签订协议时，将此问题故意忽略了。虽然克莱斯特已就此提出警告，但胡根贝格仍然决定做出对他有利的决定。他们一致同意要求国会颁布一项授权法案，使内阁暂时不受议会多数的制约。“大解决方案”的基本决策就是这样做出的。1月29日晚上，戈林报告称，由希特勒担任总理，巴本担任副总理和普鲁士国家专员，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而他本人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内阁着实“完美无缺”。52但是，巴本故意忽略了将中央党纳入内阁的问题，因为没有中央党的参与，就无法形成多数政府；他知道中央党既遭到胡根贝格的反对，也遭到希特勒的反对。


  如果不是因为总统在1月28日对施莱歇尔产生深刻而非理性的不信任感，从而重新任命一名新的国防部部长，那么内阁可能不会这么快就进行组建。因为兴登堡想要一名没有政治野心的将军来完成这项工作，所以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已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结果兴登堡选择了代表国家政府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的勃洛姆堡中将担任此职，但总统并没有意识到，他选择了一位政治倾向极为明显的纳粹党同情者。1月30日上午，勃洛姆堡接到电报奔赴柏林宣誓就职。施莱歇尔和国家防卫军领导层在此决定中被排挤得毫无存在感可言；他们试图在勃洛姆堡被总统接见之前邀请他到国防部详谈，但此想法遭到了弗朗茨·冯·巴本的阻挠。


  与此同时，军方领导层得到的印象是，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内阁已经不再被认真考虑。巴本的第二届内阁不仅被军方视为对施莱歇尔将军的公然侮辱，而且还将其视为去年12月难以为继的局面的重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只有希特勒的总理职位才是可以接受的。鉴于兴登堡对任命希特勒一直犹豫不决，而胡根贝格仍持反对意见，尤其是新选举的问题尚未解决，同时德国国家人民党内又展开了猛烈的讨论，而且保守派开始对任命希特勒表示反对，这一切使得班德勒街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巴本内阁不久后势必将重启。此事态促使陆军总参谋长哈默施泰因将军去拜会希特勒，问他是否确信巴本并非只是假装和他谈判。


  这种犹豫不决的行动是在不了解谈判状况的情况下发生的，并清楚地表明了施莱歇尔已被完全孤立，同时有人企图让表现活跃的维尔纳·冯·阿尔文斯莱本在纳粹党领导层中散布对巴本的不信任言论，从而将他们推向国家防卫军阵营，该企图本身就站不住脚。鉴于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已经知道施莱歇尔被解雇这一事实，这位中间人向戈培尔提议的联盟具有公开反对总统的性质。从阿尔文斯莱本无根据的暗示中很容易得出结论：军方正在策划进行军事政变，并计划将纳粹党利用起来。希特勒和戈培尔立刻产生联想，认为波茨坦驻军的进攻命令已经下达。他们不仅通知了迈斯纳和巴本，还通知了赫尔多夫领导下的柏林冲锋队以及支持纳粹党的韦克警官，后者由戈林委任准备发动“百人警力突袭威廉街”行动。


  尽管总统府不相信政变传言，但1月29日晚上收到的警报报告更加坚定了相关人士的信念，即必须立即组建新内阁。午夜后流传的谣言称，施莱歇尔已下令逮捕国家总统、其子奥斯卡及国务秘书迈斯纳，这使得勃洛姆堡似乎成了危难时刻的救世主。他立即在火车站被人接走并被带到兴登堡处，兴登堡听取了他的就职宣誓，并强调国家防卫军必须避免任何政治活动，同时也必须停止使用“施莱歇尔的手法”。53同时，巴本急忙电话召集了即将组阁的成员，并宣布了政府必须在上午11点之前成立这个并不十分合理的消息，否则国家防卫军将会出动，而且将会立即出现“施莱歇尔—哈默施泰因”联手组成的军事独裁态势。54


  因此，组建内阁其实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康斯坦丁·冯·牛赖特和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仍然认为，巴本领导下的总统内阁会提供一个“小解决方案”，但出于客观原因，他们拒绝了此方案。直到就职前夕，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才成功地获得了希特勒关于未来财政政策的一些承诺。当候任内阁在巴本的领导下进入迈斯纳的办公室时，德国国家人民党和纳粹党之间的分歧突然激化。虽然希特勒再次要求担任普鲁士的国家专员，但胡根贝格却反对希特勒再次要求解散国会。虽然候任总理承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的组成将保持不变，但这并没有动摇胡根贝格的决心。迈斯纳认为不能让总统再等下去，态度十分强硬，这才说服胡根贝格暂时做出让步。


  全国集中内阁的宣誓就职仪式以兴登堡特有的简朴方式进行。宣誓就职后，希特勒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强调，他将努力为内阁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这指的是国家元首要求的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参加内阁的条件。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希特勒基本上是被动的。他任命了纳粹党的内阁成员：威廉·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戈林担任代理普鲁士内政部长、国家航空专员和不管部长。戈培尔一无所获，但希特勒安慰他说，未来会成立一个统管其他部门的国家宣传部。


  其他内阁成员包括：牛赖特男爵担任外交部长，克罗西克担任财政部长，弗朗茨·泽尔特担任劳工部长，保罗·埃尔茨·冯·吕贝纳赫男爵担任交通部长，这些职位是弗朗茨·冯·巴本所“聘请”的。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则由国家元首本人任命。胡根贝格如愿担任了“危机部长”。格雷克则以施莱歇尔内阁中作为劳工招聘委员会的国家专员加入。司法部暂时还空缺着，但第二天就落到弗朗茨·居特纳手中，这样可以避免一开始暴露与中央党的谈判只是在做戏。巴本达成协议，希特勒只有在他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向总统发表演讲。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已有效地“控制”了希特勒。


  在这种情况下组阁，使得希特勒无法制订全面的政府计划。任何对事实问题的考虑都会摧垮与胡根贝格之间脆弱的妥协。此外，对于希特勒来说，战术上的考虑具有绝对的优先权。与国家元首的沟通使人们认为，将中央党一并纳入内阁后，“全国集中”的内阁将拥有明确的议会多数，并得以最终通过授权法案废除紧急法令。人们回忆起赫尔曼·米勒内阁成立时，中央党也是最后才加入联合政府的。然而，希特勒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阻止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参加政府。


  甚至在兴登堡接见之前，巴本已经从希特勒处得到与中央党就参与政府进行谈判的承诺，但实际上，他和希特勒一样对此事能否成功并不感兴趣。中央党的路德维希·佩尔利蒂乌斯和约翰内斯·贝尔在1月30日的内阁会议之前与戈林取得联系，并抱怨他们被排除在联盟谈判之外。他们没有意识到，巴本只是出于表面的原因提出联合政府谈判，尤其是考虑到农业和社会政策利益，胡根贝格也反对中央党的参与。希特勒抓住了这个好机会，同时利用中央党的抵制和与胡根贝格仍然反对的新选举，诱使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踏入陷阱之中。55


  然而，由于在选举之后计划立即通过授权法案，希特勒避免了与中央党的公开决裂，尽管从形式上来看非常勉强。他利用中央党提交的书面调查问卷，称在回答问题之后方才决定中央党是否进入内阁，同时以需要几周的时间为理由中断了谈判。同时，他要求中央党同意将国会推迟一年，因为他知道中央党不会同意超过两个月。56他抓住中央党犹豫是否接受这些条件的时机，提出解散国会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谈判中断后，卡斯与希特勒之间公开的书信往来使得公众越发认为巴本和胡根贝格是这条路线的决定性因素。57《法兰克福报》因此评论说，国会的解散首先是针对中央党的。从本质上讲，这一事件导致了胡根贝格的惨败，他被迫违背了自己的判断力，在德国国家人民党政要的抗议下被迫同意举行新选举。希特勒再次保证选举结果不会影响内阁的组成，即将到来的选举也将是最后一次选举，因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重返议会制。然而，这对胡根贝格而言并不起什么安慰作用。


  如果有什么保守派的“驯服理念”的话，那么在希特勒内阁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巴本还幻想着他对总统的影响能够将希特勒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但希特勒正是通过授权法案摆脱了总统的约束，与此同时，胡根贝格在迈斯纳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不太令人信服的防御战，他提议禁止德国共产党并取消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以避免新的选举。希特勒和戈林扮演不同角色，用蛊惑的语言反对这种做法。禁止德国共产党将引发总罢工和内部动荡；相比之下，新的选举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要小得多。此外，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可能通过禁令来遏制。58事实上，如果立即镇压德国共产党，将使纳粹党失去最有效的宣传主张。希特勒并不希望通过一次引人注目的警方行动来取代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直接对抗，他也不想冒着德国共产党有效抵抗时被迫接受军队干预的风险。同时，他对选举之后将会与左派发生暴力冲突的态势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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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卢斯特花园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反动主义和纳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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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3月12日国民哀悼日当天，阿道夫·希特勒、弗朗茨·冯·巴本和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在柏林国家歌剧院前等候总统参加仪式

  


  因此，希特勒于1月31日征得内阁同意解散国会，并在第二天以总统紧急法令的形式实施，其重要理由是，“事实已证明，不可能形成一个可行的多数派”，应该让德国人民有机会对新政府的组成发表意见。59由于内阁中的保守派联盟成员对颠倒选举与政府重组之间的关系一事并没有提出异议，因此总统对此决定并不负有任何责任。纳粹党迫切要求尽快安排选举。选举日确定为1933年3月5日。许多同时代的人认为这是向着所担心的议会制的倒退。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辛因此将他的党证退回给胡根贝格以示抗议。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议会制政府的残余已经消除，形式上保留了议会程序和伪法律方法，这一点与社会民主党的预期背道而驰，社会民主党此前认为将会有一个与现行宪法明显的决裂来作为抵抗的导火索。






  全国集中内阁的组建并未被公众视为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分水岭。甚至包括中央党在内的各方都一致认为应该排除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并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进行限制。总的来说，普遍的看法是，新政府只能维持一段有限的时间。相比之下，纳粹党试图将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一事重新解释为一种特殊的转变。约瑟夫·戈培尔系统地将内阁更迭打造为“民族复兴”的形象，并且坚定地进行纳粹主义宣传，直至波茨坦日，随后于1933年3月23日通过了授权法案。通过将1月30日定为“民族复兴日”，纳粹宣传部门负责人掩盖了执政联盟只能以总统紧急法令为基础来运行这一事实。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传到凯撒霍夫后不久，戈培尔就下令在首都和所有大城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目的在于强调希特勒的总理职位是纳粹运动的最终胜利。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对其所追求的独裁统治进行了宣传。内政部长弗里克迅速取消了限制集会的禁令，以便让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在威廉街上为总理和总统欢呼。由戈培尔精心安排的冲锋队火炬游行在密集的人群中穿行，直到午夜才结束。兴登堡从他的官邸窗口观看游行队伍，希特勒、戈林和弗里克在新总理府的阳台上接受膜拜。纳粹党的支持者被狂热的情绪所控制，这种情绪的喧嚣使得哈里·凯斯勒伯爵讽刺道，柏林“昨晚处于纯粹的狂欢节气氛中”。在那些与希特勒和纳粹党保持距离的人眼中，数不胜数的集会所表达的高涨的民族情绪只是一个转移真正问题的烟幕弹。


  许多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看到持续数周的政府危机得到解决，不由感到欣慰，并对其寄予厚望。但沮丧情绪弥漫在工人阶级社区和少数资产阶级共和派人群中。《柏林日报》主编特奥多尔·沃尔夫指出希特勒担任总理所带来的严重危险，《法兰克福报》则充满忧郁地呼唤读者回忆希特勒在波坦帕谋杀案中发出的威胁，并怀疑他是否拥有他的大多数保守联盟伙伴所称颂的政治领导能力。然而，媒体的主要兴趣——从《法兰克福报》到《红旗报》——都集中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身上，他的权力地位似乎远远超过总理。尽管长期中止议会主权是前所未有的，但在第一次选举中所提出的为期四年的授权要求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从战术角度看，1月30日晚的示威游行中已经启动的竞选活动，在为现有国家政府赋予权力的口号下，是一个宣传上的大手笔，它严重地限制了联盟伙伴的活动空间。早在2月1日，希特勒通过德国所有广播电台发布的政府声明就已经成为一篇几乎未加掩饰的竞选演说，虽然巴本也一同签署了该声明的文本。在这份“致德国人民的呼吁”中，希特勒明确与之前14年的“马克思主义”统治，包括总统内阁时代划清了界限。国家政府将竭尽全力阻止由十一月党人导致的国家“精神和意志统一的衰落”，并创建一个无阶级的“民族共同体”。希特勒不忘引用基督教和家庭的价值观，并向“世界大战的老领袖”兴登堡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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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月30日晚，柏林威廉广场上人群聚集，参加纳粹党举办的纪念阿道夫·希特勒就任总理的火炬游行

  


  希特勒宣布了两个平行的四年计划，以克服德国农业的困境和消除失业问题。巴本无力地表示反对，认为这太过于类似斯大林主义的术语。希特勒喊出了“现在，德国人民，请给我们四年时间，然后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口号，暗示了他所要求的授权法案。实际上，保守派联盟伙伴因为支持该口号已经自缚手脚。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希特勒成功地摆脱了他的保守派盟友，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反抗，就走上了独裁道路。在他被任命的时侯，巴本的驯服计划就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联盟伙伴同意解散国会，希特勒有权颁布总统法令，而兴登堡此前一直拒绝这样做。巴本用保证很快将中央党纳入联合政府的做法欺骗了兴登堡，导致总统期望能够恢复议会多数派政府，摆脱紧急法令制度的负担，同时也不必再担心被送上国家法院受审。


  这一切都表明，将权力交给希特勒并不是必然的结果，最终一系列不幸的事件影响了局势的发展，其中包括了国家防卫军起义的谣言。如果当时事情进展得缓慢一些，这些事件可能不会发生。同样地，纳粹主义领袖对未来联盟伙伴的勒索也是导致事件走向的关键因素，这些都是希特勒在之前与巴本的谈判中表现得比较犹豫不决时，通过他的支持者的不断努力才达成妥协的。如果国会解散是在由施莱歇尔领导的临时政府下进行的，如果希特勒没有获得政府首脑的特权，那么接下来的国会选举将以纳粹党遭受严重损失和共和党派迅速壮大而告终。


  这种后果几乎是围绕在总统身边的权谋者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而政治右翼则宁愿放下对希特勒这个社会攀附者的担忧，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议会制“复辟”的情况。公开的新选举可能会产生这种效果。正如罗伯特·冯·德·戈尔茨伯爵在1932年12月所写的，只有希特勒的总理职位才能保证“神圣的魏玛宪法规定的议会制将成为现代德国历史的过去”，并在1933年1月3日的《德国领袖简报》中指出，在“完全独裁”和“回归完全议会制”之间只有这一个选择。60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对资产阶级来说反而是那个危害较小的方案。


  因此，认为“全国集中内阁”的形成是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内部冲突的必然结果，是具有误导性的。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是在经济复苏的初期，以及纳粹党陷入严重内部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最终通过接管政府才得以摆脱危机。当然，对于法西斯独裁的替代方案并不是简单地回归议会制，因为在资产阶级中间党派的眼中，这种制度已经失去了重要性，也许替代方案可能是建立在国家防卫军领导下的威权专制政府。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无疑比将权力几乎毫无条件地交给希特勒和纳粹党要好得多。


  然而，“权力交接”并不仅仅应当归咎于当权者的个人失误，尽管巴本和施莱歇尔的责任很大，而兴登堡在某些方面是巴本阴谋的受害者。“权力交接”更代表了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利益的实现，这些政党期望希特勒消灭社会民主党以及反对过渡到威权主义体系的自由基督教工会。此外，国家防卫军倾向于相信他的承诺，即他将用一切政治手段支持正在进行的军备扩张。这反映出大工业界、军队领导层、大农业和右翼保守派政党中有影响力的部分有着共同的，但只是负面的利益。


  并不是共和党派政治家的失败，而是在经济、军队、官僚和司法系统中反对民主议会制的势力以及民族主义、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主义情绪的恶意挑拨，引发了议会制的终极危机。总统周围的精英们认为，他们只能通过诉诸纳粹运动的“健康”力量才能摆脱议会制的危机，他们希望随着普遍的国家重组，纳粹运动将转变为由领袖精英领导的政治秩序。61相当一部分德国学术精英相信“民族觉醒”的神话，认为这是一个无阶级、无冲突、由人民和领导人的身份决定的精英社会，并欢迎希特勒内阁的成立，认为这是向根本性秩序重组过渡的第一个阶段。另一方面，自1932年7月20日巴本发动普鲁士政变以来，独自站出来捍卫宪法的政治左派与少数政治上孤立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已基本中立化。因此，为数不多的几个民主捍卫者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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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党在“普鲁士打击”中取得的胜利。1932年7月22日纳粹党报纸的评论（柏林，州立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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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4月1日，号召抵制犹太商店的宣言（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档案馆，档案编号11396）

  


  魏玛共和国与通过巴黎各项和平条约建立的大多数议会制国家一样，都存在政治不稳定的问题。相比意大利、波兰、东南欧和西班牙等国家，德国的议会制相对持续了很长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方大国的外交渗透，尤其是德国对赔款和财政政策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得政治右派在1932年夏天之前无法公开破坏宪法和夺取政权。


  然而，这也应归因于中产阶级缺乏坚决捍卫议会制的决心。随着自由主义原则被放弃和威权主义思潮被接受，逐渐形成了一种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因为基于军事紧急状态的君主复辟和传统风格的军事独裁已不再符合经济和社会的相对先进发展，法西斯主义力量方才得以崛起。希特勒从旧的精英手中接过权力，这些精英承认了自己无法以自己的模式统治德国。共和国早就被他们抛弃了。反而是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希特勒才实现了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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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5月10日，德国将焚烧所有不受欢迎的书籍。”1933年5月10日《工人图片报》首页，约翰·哈特菲尔德的拼接照片（多特蒙德，报刊研究所）

  




    
    
    
  附录1 1919-1933年德国内阁概览


  1 谢德曼内阁（社会民主党）


  1919年2月13日至6月21日


  社会民主党：谢德曼，兰茨贝格，鲍尔，达维德，诺斯克，罗伯特·施密特，维塞尔


  中央党：埃茨贝格尔，吉斯贝茨，贝尔，迈尔—考夫博伊伦


  德国民主党：普罗伊斯，席费尔，戈特海因，德恩堡（自1919年4月19日）


  无党派：冯·布罗克多夫—兰曹


  2 鲍尔内阁（社会民主党）


  1919年6月21日至1920年3月27日


  社会民主党：鲍尔，米勒，达维德，诺斯克，施利克，维塞尔，罗伯特·施密特


  中央党：埃茨贝格尔，吉斯贝茨，贝尔，迈尔—考夫博伊伦


  德国民主党：科赫—韦泽（自10月3日），席费尔，盖斯勒


  3 第一次赫尔曼·米勒内阁（社会民主党）


  1920年3月27日至6月28日


  社会民主党：米勒，达维德，罗伯特·施密特，施利克，鲍尔，克斯特


  中央党：维尔特，吉斯贝茨，贝尔，赫尔梅斯


  德国民主党：科赫—韦泽，盖斯勒，布隆克


  4 费伦巴赫内阁（中央党）


  1920年6月25日至1921年3月10日


  中央党：费伦巴赫，维尔特，布劳恩斯，吉斯贝茨，赫尔梅斯


  德国民主党：科赫—韦泽，盖斯勒


  德国人民党：海因策，朔尔茨，冯·劳默尔


  无党派：西蒙斯，格勒纳


  5 第一次维尔特内阁（中央党）


  1921年3月10日至1921年10月26日


  中央党：维尔特，布劳恩斯，吉斯贝茨，赫尔梅斯


  社会民主党：鲍尔，格拉德瑙尔，罗伯特·施密特


  德国民主党：席费尔，盖斯勒，拉特瑙


  无党派：罗森，格勒纳


  6 第二次维尔特内阁（中央党）


  1921年10月26日至1922年11月16日


  中央党：维尔特，布劳恩斯，吉斯贝茨，赫尔梅斯


  巴伐利亚人民党：费尔（自3月31日）


  社会民主党：鲍尔，克斯特，拉德布鲁赫，罗伯特·施密特


  德国民主党：盖斯勒，拉特瑙（1922年1月31日至6月24日）


  无党派：格勒纳


  7 库诺内阁


  1922年11月22日至1923年8月13日


  中央党：布劳恩斯，赫尔梅斯


  德国民主党：厄泽尔，盖斯勒


  德国人民党：贝克尔，海因策


  巴伐利亚人民党：施廷格尔


  无党派：格勒纳，路德，阿尔贝特，罗森贝格


  8 第一次施特雷泽曼内阁（德国人民党）


  1923年8月13日至10月6日


  德国人民党：施特雷泽曼，冯·劳默尔


  中央党：布劳恩斯，赫夫勒，富克斯


  社会民主党：罗伯特·施密特，绍尔曼，希尔费丁，拉德布鲁赫


  德国民主党：厄泽尔，盖斯勒


  无党派：路德


  9 第二次施特雷泽曼内阁（德国人民党）


  1923年10月6日至11月30日


  德国人民党：雅勒斯（自11月11日）


  社会民主党：罗伯特·施密特，绍尔曼，拉德布鲁赫（自11月3日）


  中央党：布劳恩斯，赫夫勒


  德国民主党：厄泽尔，盖斯勒


  无党派：路德，克特，冯·卡尼茨


  10 第一次马克斯内阁（中央党）


  1923年11月30日至1924年6月3日


  中央党：马克斯，布劳恩斯，赫夫勒


  德国人民党：施特雷泽曼，雅勒斯


  德国民主党：厄泽尔，盖斯勒，哈姆


  巴伐利亚人民党：埃明格尔（至1924年4月15日）


  无党派：路德，冯·卡尼茨，约埃尔


  11 第二次马克斯内阁（中央党）


  1924年6月3日至1925年1月15日


  中央党：马克斯，布劳恩斯，赫夫勒（至1925年1月9日）


  德国人民党：施特雷泽曼，雅勒斯


  德国民主党：厄泽尔（至1924年10月11日），盖斯勒，哈姆


  无党派：路德，冯·卡尼茨


  12 第一次路德内阁


  1925年1月15日至1926年1月20日


  德国国家人民党：席勒，冯·施利本，诺伊豪斯（至1925年10月20日）


  德国人民党：施特雷泽曼，克罗内


  中央党：布劳恩斯，弗伦肯（至1925年11月21日）


  巴伐利亚人民党：施廷格尔


  德国民主党：盖斯勒


  13 第二次路德内阁


  1926年1月20日至5月17日


  中央党：马克斯，布劳恩斯，哈斯林德


  德国人民党：施特雷泽曼，库尔蒂乌斯，克罗内


  德国民主党：屈尔茨，赖因霍尔德，盖斯勒


  巴伐利亚人民党：施廷格尔


  14 第三次马克斯内阁（中央党）


  1926年5月17日至1927年1月29日


  中央党：马克斯，布劳恩斯，贝尔，哈斯林德


  德国民主党：屈尔茨，赖因霍尔德，盖斯勒


  巴伐利亚人民党：施廷格尔


  15 第四次马克斯内阁（中央党）


  1927年1月29日至1928年6月28日


  中央党：马克斯，科勒，布劳恩斯


  德国国家人民党：赫格特，冯·科伊德尔，席勒，科赫


  德国人民党：施特雷泽曼，库尔蒂乌斯


  巴伐利亚人民党：舍策尔


  无党派：盖斯勒（至1928年1月29日），之后是格勒纳


  16 第二次赫尔曼·米勒内阁（社会民主党）


  1928年6月28日至1930年3月30日


  社会民主党：米勒，泽韦林，维塞尔，希尔费丁（至1929年12月23日），之后是罗伯特·施密特


  德国民主党：迪特里希，科赫—韦泽（至1929年4月13日）


  德国人民党：施特雷泽曼（至1929年10月3日），库尔蒂乌斯（自1929年11月11日），莫尔登豪尔（自1929年11月8日）


  中央党：冯·盖拉尔（至1929年2月7日），维尔特，施泰格瓦尔特


  巴伐利亚人民党：舍策尔（自1929年4月13日）


  无党派：格勒纳


  17 第一次布吕宁内阁（中央党）


  1930年3月30日至1931年10月9日


  中央党：布吕宁，施泰格瓦尔特，维尔特，冯·盖拉尔


  德国国家人民党：席勒（后加入农村人民党）


  人民保守协会：特雷维拉努斯


  德国人民党：库尔蒂乌斯，莫尔登豪尔（至1930年6月26日）


  德国民主党：迪特里希（自1930年6月26日）


  巴伐利亚人民党：舍策尔


  经济党：布雷特（至1930年12月5日）


  无党派：格勒纳，约埃尔（自12月5日）


  18 第二次布吕宁内阁（中央党）


  1931年10月9日至1932年5月30日


  中央党：布吕宁，施泰格瓦尔特


  德国民主党：迪特里希


  人民保守协会：特雷维拉努斯


  农村人民党：席勒，施兰格—舍宁根（自1931年11月5日）


  无党派：格勒纳，瓦姆博尔德（至1932年5月6日），之后是特伦德伦堡，约埃尔


  19 冯·巴本内阁


  1932年6月2日至12月3日


  德国国家人民党：冯·盖尔男爵，冯·布劳恩男爵，居特纳


  无党派：冯·巴本（过去为中央党），冯·牛赖特男爵，冯·施莱歇尔，瓦姆博尔德，埃尔茨·冯·吕贝纳赫男爵，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舍费尔


  20 冯·施莱歇尔内阁


  1932年12月3日至1933年1月30日


  德国国家人民党：冯·布劳恩男爵，居特纳


  钢盔团：泽尔特


  无党派：冯·牛赖特男爵，布拉赫特，瓦姆博尔德，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叙鲁普，埃尔茨·冯·吕贝纳赫男爵，波皮茨


  21 希特勒内阁（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1933年1月30日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希特勒，弗里克，戈林


  德国国家人民党：胡根贝格，居特纳（自2月1日）


  钢盔团：泽尔特


  无党派：冯·巴本，冯·牛赖特男爵，冯·勃洛姆堡，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埃尔茨·冯·吕贝纳赫男爵




    
    
    
  附录2 魏玛共和国主要政党概览


  德国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缩写为DNVP）是保守君主主义阵营的代表，反对民主制度和《凡尔赛和约》建立的国际秩序。德国国家人民党代表东部大地主和大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在最初有限的合作之后，在其领导人胡根贝格的影响下，德国国家人民党变得更加激进，加强了其反共和国和反犹主义立场，并通过与纳粹党合作（哈尔茨堡阵线），使希特勒得到右翼民众的接纳。1933年1月，德国国家人民党与纳粹党组成联合政府，希特勒出任总理，这标志着民主国家的终结和纳粹暴政的开始。


  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缩写为DDP）起源于进步人民党以及民族自由党的左翼，它站在民主秩序的立场上，并对魏玛宪法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政党植根于受过教育的市民和中产阶级，主张严格区分国家和教会，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废除经济垄断，并努力在资本家和工人利益之间实现均衡。德国民主党支持建立国际联盟。在1919/1920年的国民会议中，它与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组成魏玛联盟政府，并参与了直到1932年的几乎所有国家政府。德国民主党准备做出妥协，但这并没有为它带来好处。1919年，它获得近五分之一的选票(17.3%)，但很快就迅速失去支持，即使与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合并为德国国家党，自30年代起，它也只获得约1%的选票，沦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政党。


  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缩写为DVP）由民族自由党右翼和进步人民党的部分成员组成，对新生的国家持消极或反对态度。作为重工业界人士组成的党派，它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工商业主的利益。德国人民党在思想上仍深受专制国家概念的影响，支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该党力图重新审视《凡尔赛和约》。在施特雷泽曼的领导下，该党适应了民主制度，并转向与战胜国谋求理解。但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党内反议会的力量壮大，开始逐渐接近右翼民族主义反对派，但这并没有阻止它在1920年国会选举中只获得10%的选票，之后支持率持续下降，到30年代只得到约1%的选票。


  中央党（Zentrumspartei，缩写为Z）是天主教信众的政治利益代表。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的领导下，中央党承认共和制宪法，并与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民主党共同组建魏玛联合政府，推动议会制民主的建设。除了维护天主教会权利和保持邦联制外，中央党的政治纲领也非常广泛。左翼支持发展社会福利国家和推进外交谅解，而右翼则倾向于保守的父权—等级政治体制和民族主义式的对外政策。中央党选票稳定在15%左右，共提名了5位总理，并参与了直到1932年之前的所有联合政府。1930年，中央党政治家布吕宁被任命为少数派政府总理，标志着魏玛德国从议会制民主向总统制民主的转变。


  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 Volkspartei，缩写为BVP）由于在议会制问题上的分歧，从中央党分裂出去，建立了一个保守教权主义的区域政党，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活动。这个特权主义倾向的政党是巴伐利亚邦的主导政治力量。在全国层面，它争取建立一个排除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民族主义联盟。自1930年起，巴伐利亚人民党主张让纳粹党进入政府。


  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为SPD）坚持维护国家秩序，尽管在革命时期内部矛盾激烈。它力促尽快举行国民会议选举，并以39.9%的支持率成为最强大的政党，在谢德曼的领导下加入魏玛联合政府。一直到1932年，它都是最强大的政党，始终支持和捍卫共和国，虽然它大部分时间处在反对党位置，并受到民族主义阵营的普遍怀疑，也因其容忍路线而遭到左右两翼的攻击。在务实妥协与维护国家责任以及社会主义纲领之间寻求平衡，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矛盾，其选票也从40%下降到1933年选举中的20%以下。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为USPD）是在1917年由和平主义领袖胡戈·哈泽领导下，因对战争态度的激烈争执而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该党组织群众对糟糕的粮食供应和持续的战争进行总罢工，主要在工人阶级中获得支持，他们指责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合作是“背叛社会主义”。尽管两党在1918年11月就人民代表委员会中的合作达成一致，但因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强硬镇压左翼起义，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底退出过渡政府。斯巴达克联盟分裂和国民会议选举失败后，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1920年以17.9%的票数成为第二大党派。之后，独立社会民主党日益陷入分裂。1920年底，其左翼加入德国共产党，剩余部分在1922年与多数社会民主党统一。


  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为KPD）是于1918年12月30日由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的斯巴达克联盟建立的。这个初期在民众中获得的支持不多的政党，力求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它反对议会制，没有参加国民会议选举。它试图通过群众罢工和抗议活动来赢得支持者，并与议会制政体做斗争。由于内部派系斗争和分裂，1920年国会选举它只获得了2.1%的选票。直到1920年底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约30万成员转入，德国共产党才发展成一个大众政党，受莫斯科领导，获得约10%选民的支持。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激化，该党从1930年国会选举开始成为第三大政党。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缩写为NSDAP）成立于1919年，初期在慕尼黑社会边缘的小资产阶级中扎根。1921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党魁并掌握独裁权力后，该党利用民族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抗议和暴力行动，试图针对《凡尔赛和约》和魏玛“妥协政治家”（“背后一刀传说”）激发民族主义敌视情绪，以削弱民主制度。在1923年11月9日政变（“啤酒馆暴动”）未遂后，希特勒被监禁并定罪，该党暂时被禁，这个在选举中得票较低(2.6%-6.5%)的极右翼政党转向假装合法的策略。民众广泛的不安全感和社会困境为纳粹党反犹和反资本主义宣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930年，纳粹党获得18.3%的选票，取得压倒性胜利。作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派，纳粹党拥有102个议席，不仅可以加强对议会工作的破坏性影响，也极大地提高了该党在右翼民族主义界的声望。越来越多从前支持保守派和自由派政党的人，以及许多年轻人，认为纳粹党是一个未被滥用的力量，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承诺要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1931年秋，纳粹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和民族主义战斗联盟组成“哈尔茨堡阵线”，以加强对议会民主的共同反对。纳粹党的破坏政策导致仅由总统支持的内阁频繁轮替和反复重选。最后，随着纳粹党实力增强，希特勒尽管在最后一届民主选举中失利，但在右翼保守势力的压力下，由总统兴登堡任命为联合政府总理，给了动荡的议会民主制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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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denburg, Oskar von 奥斯卡·冯·兴登堡


  Hindenburg und Beneckendorff, Paul von 保罗·冯·兴登堡与贝内肯多夫


  Hintze, Paul von 保罗·冯·欣策


  Hirtsiefer, Heinrich 海因里希·希尔齐费尔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obsbawm, Eric J.埃里克·J.霍布斯鲍姆


  Höltermann, Karl 卡尔·霍尔特曼


  Hoelz, Max 马克斯·赫尔茨


  Holland/Niederlande 荷兰


  Höpker-Aschoff, Hermann 赫尔曼·赫普克尔—阿朔夫


  Hörsing, Otto 奥托·霍尔金


  Hoffmann, Adolph 阿道夫·霍夫曼


  Hoffmann, Johannes 约翰内斯·霍夫曼


  Hofgeismar 霍夫盖斯马尔


  Hofmannsthal, Hugo von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Hohenzollern, August Wilhelm von 奥古斯特·威廉·冯·霍亨索伦


  Hohenzollern, Eitel Friedrich von 艾特尔·弗里德里希·冯·霍亨索伦


  Hohenzollern, Wilhelm von 威廉·冯·霍亨索伦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胡佛


  Horn, Max von 马克斯·冯·霍恩


  Houghton, Alanson 阿兰森·霍顿


  Hue, Otto 奥托·休


  Hug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


  Hughes, Charles E.查尔斯·E.休斯


  I


  Imbusch, Heinrich 海因里希·因布施


  Italien 意大利


  J


  Jacobi, Erwin 埃尔温·雅各比


  Jagow, Traugott von 特劳戈特·冯·雅戈


  Jarres, Karl 卡尔·雅勒斯


  Jellinek, Walter 瓦尔特·耶利内克


  Joël, Curt 库尔特·约埃尔


  Jogiches, Leo 列奥·约基希斯


  Joos, Joseph 约瑟夫·约斯


  Jünger, Ernst 恩斯特·云格尔


  Jung, Edgar 埃德加·荣格


  K


  Kaas, Ludwig 路德维希·卡斯


  Kahr, Gustav von 古斯塔夫·冯·卡尔


  Kalckreuth, Eberhard Graf von 埃伯哈德·冯·卡尔克罗伊特伯爵


  Kanitz, Gerhard Graf von 格哈德·冯·卡尼茨伯爵


  Kapp, Wolfgang 沃尔夫冈·卡普


  Karl I., Kaiser und König von Österreich-Ungarn 卡尔一世，奥匈帝国皇帝与国王


  Kasan 喀山


  Kasper, Wilhelm 威廉·卡斯珀


  Kassel 卡塞尔


  Kastl, Ludwig 路德维希·卡斯特尔


  Kaufmann, Karl 卡尔·考夫曼


  Kautsky, Karl 卡尔·考茨基


  Kellogg, Frank Billings 弗兰克·比林斯·凯洛格


  Kemal, Mustafa 穆斯塔法·凯末尔


  Keppler, Wilhelm 威廉·开普勒


  Kerenskij, Aleksandr F.亚历山大·F.克伦斯基


  Kerrl, Hans 汉斯·克尔


  Kessler, Harry Graf 哈里·凯斯勒伯爵


  Keudell, Walter von 瓦尔特·冯·科伊德尔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Kiderlen-Wächter, Alfred von 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


  Kiel 基尔


  Kippenberger, Hans 汉斯·基彭贝格尔


  Kirchheimer, Otto 奥托·基希海默尔


  Kirdorf, Emil 埃米尔·基尔多夫


  Klagges, Dietrich 迪特里希·克拉格斯


  Kleist-Schmenzin, Ewald Heinrich von 埃瓦尔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施门辛


  Knilling, Eugen von 欧根·冯·克尼林


  Koch-Weser, Erich 埃里希·科赫—韦泽


  Köhler, Heinrich 海因里希·科勒


  Köln 科隆


  Koeth, Joseph 约瑟夫·克特


  Kohl, Helmut 赫尔姆特·科尔


  Kolberg 科尔贝格


  Koltschak, Aleksander 亚历山大·高尔察克


  Kopenhagen 哥本哈根


  Korfanty, Wojciech 沃伊切赫·科尔丰蒂


  Kriebel, Hermann 赫尔曼·克里贝尔


  Krone, Heinrich 海因里希·克罗内


  Krosigk, Lutz Graf Schwerin von 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 Gustav 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


  Kühlmann, Richard von 里夏德·冯·屈尔曼


  Külz, Wilhelm 威廉·屈尔茨


  Küstrin 屈斯特林


  Kunersdorf 库内斯多夫


  L


  Lambach, Walter 瓦尔特·兰巴赫


  Lampertheim 兰佩特海姆


  Landsberg 兰茨贝格


  Landsberg, Otto 奥托·兰茨贝格


  Landshut 兰茨胡特


  Langenberg 朗根贝格


  Lansing, Robert 罗伯特·兰辛


  Lassalle, Ferdinand 费迪南德·拉萨尔


  Lauenburg 劳恩堡


  Lausanne 洛桑


  Lautenbach, Wilhelm 威廉·劳滕巴赫


  Law, Bonar 博纳·劳


  Layton, Lord Walter 沃尔特·莱顿勋爵


  Leber, Julius 尤利乌斯·莱贝尔


  Ledebour, Georg 格奥尔格·莱德布尔


  Legien, Carl 卡尔·莱吉恩


  Leibholz, Gerhard 格哈德·莱布霍尔茨


  Leipart, Theodor 特奥多尔·莱帕特


  Leipzig 莱比锡


  Lejeune-Jung, Paul 保罗·勒热纳—容


  Lemmer, Ernst 恩斯特·莱麦尔


  Lenin, Wladimir Iljitsch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Lequis, Arnold 阿诺尔德·勒奎斯


  Lerchenfeld-Koefering, Hugo Graf von 胡戈·冯·莱兴费尔德—克费林伯爵


  Lessing, Theodor 特奥多尔·莱辛


  Leuschner, Wilhelm 威廉·洛伊施纳


  Levi, Paul 保罗·列维


  Levien, Max 马克斯·莱温


  Leviné, Eugen 尤金·列维涅


  Ley, Robert 罗伯特·莱伊


  Liebknecht, Karl 卡尔·李卜克内西


  Lindeiner-Wildau, Hans-Erdmann von 汉斯—埃德曼·冯·林德艾纳—维尔道


  Linz 林茨


  Lipezk 利佩茨克


  Litwinow, Maxim 马克西姆·李特维诺夫


  Lloyd George, David 大卫·劳合·乔治


  Locarno 洛迦诺


  Löbe, Paul 保罗·洛贝


  Loebell, Friedrich Wilhelm von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勒贝尔


  Lossow, Otto Hermann von 奥托·赫尔曼·冯·洛索


  Loucheur, Louis 路易·卢舍尔


  Ludendorff, Erich 埃里希·鲁登道夫


  Ludendorff, Mathilde 玛蒂尔德·鲁登道夫


  Ludin, Hans 汉斯·卢丁


  Ludwig III., König von Bayern 路德维希三世，巴伐利亚国王


  Lübeck 吕贝克


  Lueger, Karl 卡尔·卢埃格尔


  Lüninck, Hermann von 赫尔曼·冯·吕宁克


  Lüttwitz, Walther Freiherr von 瓦尔特·冯·吕特维茨男爵


  Luther, Hans 汉斯·路德


  Luxemburg 卢森堡


  Luxemburg, Rosa 罗莎·卢森堡


  M


  MacDonald, J.Ramsey J.拉姆齐·麦克唐纳


  Maercker, Georg 格奥尔格·梅尔克


  Magdeburg 马格德堡


  Mahraun, Artur 阿图尔·马劳恩


  Maltzan, Ago Freiherr von 阿戈·冯·马尔灿男爵


  Mannheim 曼海姆


  Margerie, François de 弗朗索瓦·德·马尔热里


  Marx, Wilhelm 威廉·马克斯


  Masaryk, Tomáš 托马斯·马萨里克


  Meiderich 迈德里希


  Meißner, Otto 奥托·迈斯纳


  Melchior, Carl 卡尔·梅尔希奥


  Mellon, Andrew William 安德鲁·威廉·梅隆


  Merseburg 梅泽堡


  Metz, François Alexandre Adalbert de 弗朗索瓦·亚历山大·阿达尔贝特·德·梅茨


  Mexiko 墨西哥


  Michaelis, Georg 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


  Mierendorff, Carlo 卡洛·米伦多夫


  Minoux,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米诺


  Moellendorff, Wichard von 维夏德·冯·默伦多夫


  Moeller van den Bruck, Arthur 阿图尔·莫勒·范登布鲁克


  Mönchengladbach 门兴格拉德巴赫


  Moldenhauer, Paul 保罗·莫尔登豪尔


  Mommsen, Wolfgang J.沃尔夫冈·J.蒙森


  Morgan, John Pierpont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Moskau 莫斯科


  Muchow, Reinhard 莱因哈德·穆霍


  Mücke, Helmut von 赫尔穆特·冯·米克


  Müller, Alfred 阿尔弗雷德·米勒


  Müller, Hermann 赫尔曼·米勒


  Müller, Karl Alexander von 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


  Müller, Richard 里夏德·米勒


  München 慕尼黑


  Münster 明斯特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N


  Naab, Ingbert 英格贝特·纳布


  Naphtali, Fritz 弗里茨·纳夫塔利


  Naumann,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瑙曼


  Nawiasky, Hans 汉斯·纳维亚斯基


  Neudeck 诺伊代克


  Neuilly 讷伊


  Neumann, Heinz 海因茨·诺伊曼


  Neurath, Konstantin Freiherr von 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


  New York 纽约


  Niekisch, Ernst 恩斯特·尼基施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Nörpel, Clemens 克莱门斯·内佩尔


  Nolde, Emil 埃米尔·诺尔德


  Norman, Montagu 蒙塔古·诺曼


  Noske, Gustav 古斯塔夫·诺斯克


  Nürnberg 纽伦堡


  O


  Oberfohren, Ernst 恩斯特·奥伯福伦


  Österreich 奥地利


  Österreich-Ungarn 奥匈帝国


  Oldenburg 奥尔登堡


  Oldenburg-Januschau, Elard von 埃拉德·冯·奥尔登堡—雅努绍


  Ossietzky, Carl von 卡尔·冯·奥西茨基


  Ott, Eugen 欧根·奥特


  

P


  Pabst, Waldemar 瓦尔德马·帕布斯特


  Pacelli, Eugenio 欧金尼奥·派契利


  Papen, Franz von 弗朗茨·冯·巴本


  Paris 巴黎


  Perlitius, Ludwig 路德维希·佩尔利蒂乌斯


  Petersen, Carl 卡尔·彼得森


  Petrograd 彼得格勒


  Pfordten, Theodor von der 特奥多尔·冯·德·普福尔滕


  Piłsudski, Józef 约瑟夫·毕苏斯基


  Pittinger, Otto 奥托·皮廷格


  Pittsburgh 匹兹堡


  Planck, Erwin 埃尔温·普朗克


  Pöhner, Ernst 恩斯特·普纳尔


  Polen 波兰


  Poensgen, Ernst 恩斯特·彭斯根


  Poincaré, Raymond 雷蒙·普恩加莱


  Popitz, Johannes 约翰内斯·波皮茨


  Posen 波森


  Potempa 波坦帕


  Potsdam 波茨坦


  Preuß, Hugo 胡戈·普罗伊斯


  Prien 普里恩


  Pünder, Hermann 赫尔曼·平德尔


  Pyrmont 皮尔蒙特


  Q


  Quidde, Ludwig 路德维希·克维德


  R


  Radbruch, Gustav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Radek, Karl 卡尔·拉狄克


  Rapallo 拉帕洛


  Rathenau, Walther 瓦尔特·拉特瑙


  Raumer, Hans von 汉斯·冯·劳默尔


  Rauscher, Ulrich 乌尔里希·劳舍尔


  Reinhardt, Fritz 弗里茨·莱因哈特


  Reinhardt, Walther 瓦尔特·莱因哈特


  Remarque, Erich Maria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


  Remmers, Ernst 恩斯特·雷默斯


  Renner, Karl 卡尔·伦纳


  Renteln, Theodor Adrian von 特奥多尔·阿德里安·冯·伦特恩


  Reventlow, Ernst Graf zu 恩斯特·雷文特洛伯爵


  Ribbentrop, 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Riga 里加


  Röhm, Ernst 恩斯特·罗姆


  Rom 罗马


  Ros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Rosenberg, Hans von 汉斯·冯·罗森贝格


  Roßbach, Gerhard 格哈德·罗斯巴赫


  Rostberg, August 奥古斯特·罗斯特贝格


  Ruhrort 鲁尔奥特


  Rumbold, Sir Horace 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


  Rundstedt, Gerd von 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


  Rupprecht, ehem.Kronprinz von Bayern 鲁普雷希特，前巴伐利亚王储


  Russland 俄国


  S


  Saage, Richard 里夏德·扎格


  Sahm, Heinrich 海因里希·扎姆


  Saint Germain 圣日耳曼


  Salomon, Ernst von 恩斯特·冯·萨洛蒙


  Salomon, Franz Pfeffer von 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


  Scapa Flow 斯卡帕湾


  Schachleitner, Alban 阿尔班·沙赫莱特纳


  Schacht, Hjalmar 亚尔马·沙赫特


  Schäffer, Fritz 弗里茨·舍费尔


  Schäffer, Hans 汉斯·舍费尔


  Schäffer, Hugo 胡戈·舍费尔


  Schauwecker, Franz 弗朗茨·绍韦克尔


  Scheidemann, Philipp 菲利普·谢德曼


  Schemm, Hans 汉斯·舍姆


  Scheringer, Richard 里夏德·舍林格尔


  Scherl, August 奥古斯特·舍尔


  Scheubner-Richter, Max Erwin von 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


  Scheüch, Heinrich 海因里希·舍赫


  Schiele, Martin 马丁·席勒


  Schiffer, Eugen 欧根·席费尔


  Schillig 席利希


  Schirach, Baldur von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Schlageter, Albert Leo 阿尔贝特·利奥·施拉格特


  Schlange-Schöningen, Hans 汉斯·施兰格—舍宁根


  Schleicher, Kurt von 库尔特·冯·施莱歇尔


  Schmidt, Robert 罗伯特·施密特


  Schmidt-Hannover, Otto 奥托·施密特—汉诺威


  Schmitt, Carl 卡尔·施米特


  Schober, Johann 约翰·朔贝尔


  Scholz, Ernst 恩斯特·朔尔茨


  Schorske, Carl E.卡尔·E.朔尔斯克


  Schotte, Walter 瓦尔特·朔特


  Schröder, Gerhard 格哈德·施罗德


  Schröder, Kurt von 库尔特·冯·施罗德


  Schubert, Carl von 卡尔·冯·舒伯特


  Schücking, Walther 瓦尔特·许金


  Schulz, Gerhard 格哈德·舒尔茨


  Schulze-Delitzsch, Herrmann 赫尔曼·舒尔茨—德利奇


  Schumacher, Kurt 库尔特·舒马赫


  Schumann, Walter 瓦尔特·舒曼


  Schwarz, Franz Xaver 弗朗茨·克萨维尔·施瓦茨


  Schweden 瑞典


  Schweiz 瑞士


  Seeckt, Hans von 汉斯·冯·塞克特


  Seipel, Ignaz 伊格纳茨·塞佩尔


  Seißer, Hans Ritter von 汉斯·冯·塞瑟骑士


  Seldte, Franz 弗朗茨·泽尔特


  Serbien 塞尔维亚


  Severing, Carl 卡尔·泽韦林


  Sèvres 塞夫勒


  Seydoux, Charles 夏尔·塞杜


  Siemens, Carl Friedrich von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


  Silverberg, Paul 保罗·西尔弗贝格


  Simon, Walter 瓦尔特·西蒙


  Sinowjew, Grigorij 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


  Sinzheimer, Hugo 胡戈·辛茨海默


  Sklarek 斯克拉雷克


  Snowden, Philipp 菲利浦·斯诺登


  Solf, Wilhelm 威廉·佐尔夫


  Spa 斯帕


  Spahn, Martin 马丁·施潘


  Spanien 西班牙


  Spann, Othmar 奥特玛·施潘


  Spengler, Oswald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Springorum, Fritz 弗里茨·施普林戈鲁姆


  Stadtler, Eduard 爱德华·施塔特勒


  Stampf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


  Stauß, Emil Georg von 埃米尔·格奥尔格·冯·施陶斯


  Stegerwald, Adam 亚当·施泰格瓦尔特


  Stein,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卡尔·冯·施泰因帝国男爵


  Stennes, Walther 瓦尔特·施滕纳斯


  Stern, Fritz 弗里茨·施特恩


  Stimson, Henry Lewis 亨利·刘易斯·史汀生


  Stinnes, Hugo 胡戈·施廷内斯


  Stolper, Gustav 古斯塔夫·施托尔珀


  Strasser, Gregor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


  Strasser, Otto 奥托·施特拉塞尔


  Streicher, Julius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


  Stresemann, Gustav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Stülpnagel, Edwin von 埃德温·冯·施蒂尔普纳格尔


  Stülpnagel, 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


  Stuttgart 斯图加特


  Südekum, Albert 阿尔贝特·聚德库姆


  Syrup,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叙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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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nenberg 坦能堡


  Tarnow, Fritz 弗里茨·塔尔诺


  Tempel, Wilhelm 威廉·滕佩尔


  Thälmann, Ernst 恩斯特·台尔曼


  Thalheimer, August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


  Thoiry 图瓦里


  Thoma, Richard 里夏德·托马


  Thyssen, Fritz 弗里茨·蒂森


  Tirard, Paul 保罗·蒂拉尔


  Tirpitz, Alfred von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


  Toller, Ernst 恩斯特·托勒


  Torgler, Ernst 恩斯特·托尔格勒


  Treviranus, Gottfried 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


  Trianon 特里亚农


  Triepel, Heinrich 海因里希·特里佩尔


  Trier 特里尔


  Trotha, Adolf von 阿道夫·冯·特罗塔


  Trotzki, Leo 列夫·托尔斯泰


  Tschechoslowakei 捷克斯洛伐克


  Tschitscherin, Georgij 格奥尔基·契切林


  Tucholsky, Kurt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U


  Ulm 乌尔姆


  Ungarn 匈牙利


  Unna-Königsborn 乌纳·柯尼希斯博恩


  USA 美国


  V


  Verdun 凡尔登


  Versailles 凡尔赛


  Vögler, Albert 阿尔贝特·弗格勒


  Voßkuhle, Andreas 安德烈亚斯·福斯库勒


  W


  Wagemann, Ernst 恩斯特·瓦格曼


  Wagener, Otto 奥托·瓦格纳


  Warburg, Max 马克斯·瓦尔堡


  Warmbold, Hermann 赫尔曼·瓦姆博尔德


  Warschau 华沙


  Washington 华盛顿


  Watter, Oskar von 奥斯卡·冯·瓦特


  Weber, Alfred 阿尔弗雷德·韦伯


  Web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韦伯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Wecke, Walther 瓦尔特·韦克


  Wehler, Hans-Ulrich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


  Weimar 魏玛


  Weiß, Bernhard 伯恩哈德·魏斯


  Wels, Otto 奥托·韦尔斯


  Wendt, Hans Friedrich 汉斯·弗里德里希·文特


  Wessel, Horst 霍斯特·威塞尔


  Westarp, Kuno Graf von 库诺·冯·魏斯塔普伯爵


  Weygand, Maxime 马克西姆·魏刚


  Wiedtfeld, Otto 奥托·维特费尔特


  Wien 维也纳


  Wiesbaden 威斯巴登


  Wiggin, Albert Henry 阿尔伯特·亨利·威金


  Wilhelm II., Deutscher Kaiser und König von Preußen 威廉二世，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国王


  Wilmowsky, Tilo Freiherr von 蒂洛·冯·维尔莫夫斯基男爵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亨利·奥古斯特·温克勒


  Winterfeldt,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温特费尔特


  Wirth, Joseph 约瑟夫·维尔特


  Wissell, Rudolf 鲁道夫·维塞尔


  Witting, Richard 里夏德·维廷


  Wittmayer, Leo 莱奥·维特迈尔


  Wolff, Otto 奥托·沃尔夫


  Wolff, Theodor 特奥多尔·沃尔夫


  Woytinski, Wladimir 弗拉迪米尔·沃伊廷斯基


  Wrangel, Peter 彼得·弗兰格尔


  Wulle, Reinhold 赖因霍尔德·武勒


  Y


  Young, Owen D.欧文·D.杨格


  Z


  Zehrer, Hans 汉斯·策雷尔


  Zeigner, Erich 埃里希·泽格纳


  Zickler, Artur 阿图尔·齐克勒


  Zörgiebel, Erich 埃里希·左尔基伯


  Zwickau 茨维考




    
    
    
  “方尖碑”书系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美国］威廉·夏伊勒


  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


  ［美国］威廉·夏伊勒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一九四〇年法国沦陷之研究


  ［美国］威廉·夏伊勒


  新月与蔷薇：波斯五千年


  ［伊朗］霍马·卡图赞


  海德里希传：从音乐家之子到希特勒的刽子手


  ［德国］罗伯特·格瓦特


  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英国］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


  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英国］科林·琼斯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英国］罗伯特·瑟维斯


  巴巴罗萨行动：1941，绝对战争


  ［法国］让·洛佩［格鲁吉亚］拉沙·奥特赫梅祖里


  帝国的铸就：1861-1871：改革三巨人与他们塑造的世界


  ［美国］迈克尔·贝兰


  罗马：一座城市的兴衰史


  ［英国］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1914：世界终结之年


  ［澳大利亚］保罗·哈姆


  刺杀斐迪南：1914年的萨拉热窝与一桩改变世界的罗曼史


  ［美国］格雷格·金［英国］休·伍尔曼斯


  极北之地：西伯利亚史诗


  ［瑞士］埃里克·厄斯利


  空中花园：追踪一座扑朔迷离的世界奇迹


  ［英国］斯蒂芬妮·达利


  俄罗斯帝国史：从留里克到尼古拉二世


  ［法国］米歇尔·埃莱尔


  魏玛共和国的兴亡：1918-1933


  ［德国］汉斯·蒙森




    
    
    
  
    	序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德意志帝国

    	第二章 德国革命

    	第三章 革命与和约阴影下的民主努力

    	第四章 来自内部的反和平运动

    	第五章 生死存亡中的议会制

    	第六章 双重面目：内政外交的重建

    	第七章 议会外力量的进击

    	第八章 议会制的瓦解

    	第九章 纳粹党的突破

    	第十章 危机中的政府

    	第十一章 通往总统独裁的道路

    	第十二章 遭受政变威胁的政府

    	第十三章 从威权主义到法西斯专政

    	附录1 1919-1933年德国内阁概览

    	附录2 魏玛共和国主要政党概览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方尖碑”书系

  


  

    Landmarks

    
      	
        Cover
      

    

  
images/00187.jpeg





images/00186.jpeg
M. H. Kele, Nazis and workers, National Socialist appeals to German labor,
1919-1933, Chapel TTill 1972

I Kershaw, Der Hitler-Mythos, Va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m Diritten
Reich (Schriftenreihe der VEZ, 41), Stuttgart 1980.

U. Kissenkoelter,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D (Schriftenreihe der VIZ,
37), Stuttgart 1978,

R. L. Kochl, The Black Corps, The structure and power struggles of the Nazi
$s, London 1983.
R. Koshar, Social Life, Local Politics and Nazism, Marburg 1880-1935, Cha-
pel Hill und London 1986.
Kratzenberg, Arbeiter auf dem Weg zu Iitl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 Thre Entstehung, ihre Programmatik, ihs
Scheitern, 19271937, Frankfurt am Main, Bern und New York 1987.
. Kuhn, Hillers aufienpolitisches Programm, Entstehung und Entwic}
lung 1919-1939, Stuttgart 1970.
P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A, Miinchen 1989.
K.-M. Mallmann und G. Paul, Milieus und Widerstand, Fine Verhaltensge-
schichte der Gesell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onn 1995,

" Manstein, Die Mitglieder und Wihler der NSDAP 1919-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90.

W. Maser, Die Frithgeschichte der NSDAP, Hitlers Weg bis 1924, Frankfurt
am Main 1965.

H. Malzerath und H. A. Turner, Die SelbsUfinanzierung der NSDAD 1930-

1932, in: GuG 3, 1977, 8. 59-92

Mommisen, Zur Verschrinkung traditioneller und faschistischer Fiih-

rungsgruppen in Deutschland beim Ubergang von der Bewegungs- zur
Systemphase, in: W. Schieder (Hg.), Faschismus als soziale Bewegung,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im Vergleich, Gottingen “1982, §. 157-181

D. Mii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Nazi Mo-
vement, London 1991

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1921-1933, London 1971

smus in der Region, Beitrige zur regionalen und lokalen

Forschung und zu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hg, von H. Miller, A,
Wirsching und W, Ziegler, Miinchen 1996,

J. Nyomarkay, Charisma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Nazi Party, Minneapolis
1967.

D.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1919-1933, Pittsburgh 1969.

.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0.






images/00189.jpeg
w o

-

w

o

~

©

10

1§

Schwabe (Hg.), Die Ruhrkrise 1923, Wendepunkt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
hungen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Paderborn 1985, 5. 50f.

M. Ruck, Die Freien Gewerkschaften im Ruhrkampf, Kaln 1986, S. 61 1f.
Erklirungam L3. Januar 1923 im Reichstag, abgedruckt in: H. Michaelis u. a. (Hg.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Bd. 5, Berlin 1961, 8. 31.
D. Mller, Karl Radek in Deutschland, Kéln 1976, S. 245 ff.

G. D. Feldman und H. Homburg, Industrie und Inflation, Studien und Dokumen-
te zur Politik der deutschen Unternchmer 1916-1923, Hamburg 1977, S. 1381,
und 356 .

I1.-]. Rupieper, The Cuno government and reparations 1922/1923, Politics and
eco-nomics, Den Haag 1979, S. 68 T

U. Linse, Barfifiige Propheten, Erloser der zwanziger Jahre, Berlin 1983, S. 15
und 40f.

E. Jickel und A. Kuhn (Hg), Hitler, Similiche Aufzcichnungen, Stutigart 1980,
S. 590.

1L A.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
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24, Berlin 21984, 8. 553 1.

H. A. Turner, Stresemann, Republikaner aus Vernunft, Berlin 1968, S. 114£: J.
Wright, Stresemann and Locarno, in: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4, 1995,
5. 131.

Gustav Stresemann, Verméchtnis, Der Nachlaf in drei Binden, hg. von H. Bern-
hard, Berlin 19321933, Bd. 1, 5. 107.

AdR, Kabinctt Stresemann, bearb. von K. D. Erdmann und M. Vogt, Bd. 1, Bap-
pard 1978, 5. 281.

1L 1L Tofmann, Der Ilitler 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
1924, Miinchen 1961, 8. 100#; H. J. Gordon jr., Hitler-Putsch 1923, Machtkampf






images/00188.jpeg
sung der demokratischen Rechtsordnung, hg. von W. Luthardt, Frank-
furt am Main 1976.

R. Kuhn, Die Vertrauenskrise der Justiz, 1926-1928, Der Kampfum die »Re-
publikanisierung« der Rechtspfle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éln 1983,

A. Kun, Civil serv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inflation in Germany 1914-1924,
Berlin 1986.

E. Laubach, Die Politik der Kabinette Wirth 1921/1922, Liibeck 1968,

W. Luthardt, Sozialdemokratische Ver
publik, Opladen 1986.

J. Meinck, Weimarer Staatslehr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r Kontinuitét im staatsrechtlichen Denken in Deutschland
1928 bis 1936, Frankfurt am Main 1978.

E. Menges, Reichsreform und Finanzpolitik, Die Aushshlung der Eigen
staatlichkeit Bayerns auf finanzpolitischem Wege in der Zeit der Wei-
marer Republik, Berlin 1971,

H. Miller, Parlamentarismus in Preufien, 1919-1932 (Handbuch der Ge-
schichte des deutschen Parlamentarismus), Diisseldorf 1985.

R. Morsey, Zur Geschichte des »Preufienschlags« am 20. Juli 1932, in: VfZ 9,
1961, 8. 430-439.

Ders., Der Beginn der »Gleichschaltunge in Preufen, Adenauers Haltung

sungstheorie in der Weimarer Re-

in der Sitzung des » Dreiminnerkollegiums« am 6. Februar 1933, Doku
mentation, in: VZ 11, 1963, §. 85-97.

H. Muth, Carl Schmitt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des Sommers 1932,
in: HZ Beiheft 1, 1971

D. Orlow, Weimar Prussia 19181925, The unlikely rock of democracy,
Pittshurgh, Pa., 1986.

E Poetzsch-Tleffier, Vom Staatsleben unter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Teil 1171 (1. Januar 1919 bis 31. Januar 1933), in: Jahrbuch des &ffentli-
chen Rechts der Gegenwarl 21, 1933/1934, 5. 1-204.

Die Reichsreform, hg. vom Bund zur Emeucrung des Reiches, Berlin 1933,

L. Richter, Kirche und Schule in den Beratungen der Weimarer National-

versammmlung, Diisseldorf 1996.
K. Revermann, Dic stufenweise Durchbrechung des Verfassungssystems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n Jahren 19301933, Eine staatsrechtliche
he Analyse, Miinster 1959,

und historisch-politis

W. Runge, Politik und Beamtentum im Parteienstaat, Die Demokratisierung
der politischen Beamten in Preufien zwischen 1918 und 1933, Stutlgart
1965





images/00183.jpeg
J. Becker, Joseph Wirth und die Krise des Zentrums wihrend des 4. Kabi:
netts Marx, 1927-1928,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in: Zeitschrift féir
die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 109, 1962, S. 361-482.

Ders., Pralat Kaas und das Problem der Regierungsbeteiligung der NSDAP
1930-1932, in: HZ 196, 1963, 8. 74-111.

O. Grinthal, Reichsschulgesetz und Zentrumspartei in der Weimarer Re-
publik (R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
schen Parteien, 39), Diisseldorf 1968.

H. Hémig, Das preufiische Zentru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Verdffent-
lichungen der Kommission fiir Zeitgeschichte, Reihe B, Forschungen,
28), Mainz 1979.

H. Hiirten, Deutsche Katholiken 1918-1945, Mainz 1992,

D. Junker,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und Hitler 1932/1933, Fin Beitrag
zur Problematik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utschland, Stutt-

gart 1969,





images/00182.jpeg
Sommunijtiiche
Stragenichlacht in Altona

Dadjdigen gegen & — Barritabenbau uad Beidyiepung der Strajendabn
12 Sofe, 68 Betlete

wa Ganbure 10, % (Glgenbeddt

Jn Wite xa Sai bet Sonniaq rine ex{Gnitecnve
Qufie mom TobeBaplecn grlorberl in Gelomiysdl
bez Toten Pabt sur @tumde tody lmmer nIGY guraw fe
Tefage IR jenlald, bob bie Demonfraiondyige ber
Sarlonallestolien ben pelil@e Gegrars, und poar in
exfct Snic bow Rowwsunthen b iiallevern Se 1o
maklyen HovfrontRarpierbundes, a é e §inmter
bail befdaffen wurden Bie Unks begann am
Rodmritog In ber Wide bed alten Witomaer Wathoefes
axv [6Q1e 1y W18 0 biv Ppiim Woensfinsoon fori. w4
gefeumi wurden BlAber ymAI] Tote and 68
Tethegie, darunter 10 SOWECDADUUDITE,
gepbit Mt ymel Beamte ber Gamburg Drdnungh
Pollyl Me mit migreeen Breifenmwogen cimgelegt ez,
roucbir bel brm echen Weurriberiol ber @emmrunifen
pementeL

Dae Rutismatfayiaiibiity
(@0lien potkein ciscn B¢

i atie fhe bie QN vos
mar|d o ’('lk 3'

Daten [don cnen amgeas Farid) bltes und um) nsgeree
nh Vee Titonaer Wikubt. Q2 (1 eine Dole Hegend
Bon allen faufern siber en Crchen Jngen cole Fovmen,
Teundporonis, Bilber Yarin Und Lhawasns, - <ivon
ben ganjen Suctmiitag §iburds botie Hie Jollel {n Siefer
Bitel \mmrr ioet Erkommivngen pecfccuen. mufie
oerm Ghatobes birdoud midt Jellbali War. Wi der
cnblofe Bug von [aB 20000 G Zeuter. 1@ butd bl
espen, winfllgen Gafien Seoele, Wutbe fr ouf Selben
©etlen bow Forlgeibeantten begieiis bie 11 3¢

«rinverpany sucd Baiflentehe

Tiutyeien,
Bl o i miiesben Swinen Wmegben

W4 Dic Bpige vew Sugey Bie Berlingeinngs R ve
‘Seperbam Ubecideiten rolte, glug i Sugeliegen Qber
b wieocr, Jx M marcs Bic Rolawacn uscinanier.
elyvangen, fulies e dbuierrainvee. in Qaudiopingen
b Totspenilurca Sdua. et <ln Tukcns Menjden
swdlgtes B becelld oul dew iay Lox Blule i wourven
n fofen febeipecliten Gentidibuiied lochpciatten.
o olin Rebenlraben riitle Berlirtana fic i
Boltel yezan, Fenferiver in bea axgzenien
‘en@isabengligen Mingen newglotige Jufduts. .3 ¢ n ey






images/00185.jpeg
N o

Vgl. M. Vogt (Hg.), Die Entstehung des Young-Plans, dargestellt vom Reichsarchiv
19311933, Boppard 1970, 8. 26f; W. Link, Die amerikanische Stabilisierungs
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21-1932, Diisseldor[ 1970, S. 408(T; E. Wandel, Die
Bedeutun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fiir das deutsche Reparations-
problem, ‘liibingen 1971, 5. 183 ff.

M. Vogl (Hg.), Die Entstehung des Young-Plans, . 34.

L. Eyck,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 2, Erlenbach 1972, 8. 236.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iirligen Politik 1918-1945 (ADAP), Serie B, Bd. XI,
Nr.75,8. 164.

ADAP, Serie B, Bd. XI, Nr. 115, 8. 249 f.

P. Kriiger, Die AuR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1985, S. 4841
Memorandum zum Young-Plan vom 5. Dezember 1929, in: AdR, Kabinett Miller
11, bearb. von M. Vogt, Bd. 1, Bappard 1970, Nr. 369.

8 ADAP, Serie B, Bd. XI, Nr. 134, §. 298.

Aufstieg oder Niedergang? Deutsche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 1929, Eine
Denkschrift des Prisidiums des RDI, Berlin 1929,

itlers Schreiben an die Bundesleitung des Stahlhelm vom 24. April 1929, in: it-
ler, Reden, Schrifi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3 bis Januar 1933, Bd. 3, Teil 2,
Miinchen 1994, §. 2191,

V. R. Berghahn, Der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1918 1935, Diisseldorf
1966, 5. 121; vgl. zur Problematik plebiszitarer Reformbestrebungen R. Schiffers,
Elemente direkter Demokratie im Weimarer Regierungssystem, Disseldorf 1971,
< I8R5 fF





images/00184.jpeg





cover.jpeg
g

DIE VERSP[EL@ :

FREIHEIT 2 )

P — w%






images/00181.jpeg
27

28

Vgl D. Gessner, Agrardepression und Prisidialregierungen in Deutschland
1930 1933, Probleme des Agrarprotektionismus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
blik, Dissseldorf 1977, 5. 41 .

Vgl G. Schulz, Staatliche Stitzungsmafinahmen in den deutschen Ostgebieten.
in: T A, Hermens und T. Schieder (Fg), Staat, Wirtschait und Politik in der Wei
‘marer Republik, Festschr. fir Heinrich Briining, Berlin 1967, 5. 141-202.

AdR, Kabinette Briining I und 11, Bd. 1, . 794-796 und 833-838,
UL Wengst, Hans Schlange Schiningen, Osisiedlung und die Den
gierung Briining, in: GWU 30, 1979, S. 538-351; . Ges
8. 2421

Vgl R Meister, Die grofie Depression, $. 218 .

ADAP, Serie B, Bd. 16, 5. 475.

Vgl H. Mommsen, Heinrich Briinings Politik als Reichskanzler, Das Scheitern
cines politischen Alleingangs, in: K. Holl (Hg), Wirtschafiskrise und libe-
rale Demokratie, Gollingen 1979, 5. 273 R, Meister, Die grofie Depres
5.233.

Vgl W Lipgens, Europiische Einigungsidee 1923-1930 und Briands Europa-
Plan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Akten, in: H, 203, 1966, 5. 46-89 und 316-363.
AdR, Kabinette Briining I und 11, Bd. 1, 5. 283,

ADAP, Serie B, Bd. 15, 5. 93,

AdR, Kabinette Briining | und 11, Kd. 1, 5. 281

Vgl P Kriiger, Die Aufi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1985
S 33U

H. Briining, Memoiren, §. 382

Zum folgenden vgl. K-E. Born, Dic deutsche Bankenkrise 1931, Finanzen und
Politik, Miinchen 1967, 5. 67f.

AR, Kabinette Briining I und 11, Bd. 2, 5. 1053-1059.

Schulthess’ Furopi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1931, 5. 121.

Ebenda, §. 121,

Vel E. Knipping,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das Ende der Locarno- Ara 1928
1931, Miinchen 1987, 5. 21 . und 226,

H. A. Turner jr., Dic GroBunternchmer und der Aufsticg Hitlers, Berlin 1985,
§.310f; G. Volkland, Lintergriinde und politische Auswirkungen der Gelsen-
berg- Affire im Jahre 1932, in: Zeitschrift fiir Geschichte 11,1963, 5. 269318,

H. Briining, Memairen, §. 309

AdR, Kabinette Briining T und 11, Bd. 2, 5. 1054.

H. Mommsen, Staat und Biirokratie in der Ara Briining, S. 111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n der Krise 1930-1932, Teil 2,S. 1118£.

Vgl I1. Mommsen, Dic Stellung der Beamtenschaft in Reich, Lindern und Ge-
meinden in der Ara Briining, in: VIZ 21, 1973, 5. 151-165; Ders,, Staat und Biro-
kratie in der Ara Briining, S. 81-137.

H. Briining, Memoiren, $. 481 £ und 552.

vl B Witt, Fisampoliik als Verbsones und Gesallschafiepolisik: Olierts:

ission der Re-
n

er, Agrardepress

n






images/00180.jpeg





images/00176.jpeg
26

27

28

29

U.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5. 26 ff.

Vgl. H. Mommsen, Hiller im Urleil seiner engsten Gefolgsleute, in: Jahrbuch des
Wissenschafiskollegs zu Berlin 1983/1984, Berlin 1984, 5. 229-2
1L A Turner . (11g), Hitler aus nichster Nahe, Aufzeichnungen ines Vertrauten
1920-1932, Frankfurt am Main 1978,5. 73,127 und 251.

Abgedruckt in: R. Kithnl, Zur Programmatik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inken,
Das Strasser-Programm von 1925/1926, in: VEZ 14, 1966, 8. 317-333.

Hitler, Mein Kampf, Miinchen 1933, 8. 374 und 370,

Vgl.]. E. Farquharson, 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1945, London 1976, . 3 und 41£,

A. Tyrell, Fihrer befiehl ..., S. 193

H. A. Turner jr. (Hg.), Hitler aus nichster Nahe, S. 127.

Vgl B D, Stachura, Gregor Strasser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ondon 1983,
s 091

Vgl. H. Matzerath und H. A. Turner jr, Die Selbstfinanzierung der NSDAP 1930-
1932, in: GuG, 1977, S A
H. A. Turner jr., Die Grofunternehmer und der Aufstieg Hitlers, Berlin 1985
5,309 und 352

Vgl 11 Mommsen, Die Aufldsung des Biirgertums scit dem 19. Jahrhundert, in:
T Kocka (Hg.), Biirger und Birgerlichkeit im 19, Jahrhundert, Géttingen 1987,
S.288-315.

Vgl. 11, Gics, NSDAP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Organisationen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VIZ 15, 1967, S. 34 76,

Vgl. W. Pyta,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1918-1933, Diasseldorf 1996,
$.3256,

Vgl. T Hamel, Villischer Verband und nationale Gewerkschafl, Der Deutsch
nationale Handhungsgehilfenverhand 1893-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7
$.2441£; M. Prinz, Vom neuen Mittelstand zum Volksgenossen,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en Stalus der Angestellien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l bis zum Ende der
Zeit, Mitnchen 1986, S. 72.

°I. Childers (Hg.), 'l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1919-1933, London
und Sidney 1986, 5. 232255,
Vgl. G. Mai,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chszellenorganisation, Zum Verhilt-
nis von Arbeiterschaf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VEZ 31, 1983, 5. 573-613;
V. Kratzenberg, Arbeiter aul dem Weg zu Hill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 ihr Scheitern 1927-

Betricbsorganisation, Thre Entstehung, ihre Programmati
1937, Frankfurt am Main 1987, . 761,

Vgl. R Neebe, GroB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 19301933, Gollingen 1981,
S 124

Vgl E Dickmann, Die Regierungsbildung in Thiiringen als Modell der Machter-
greifung, Ein Brief Hillers aus dem Jahre 1930, in: VIZ 14, 1966, . 454 464

O. Strasser, Mein Kampf, Eine politische Autobiographie, Frankfurt am Main
1969. S, 5¢






images/00175.jpeg
2 kS ”
; A
daplt B

meaBeften






images/00178.jpeg
1918-1933, eingeleilel von L. Albertin, bearbeitel von K. Wegner in
Verbindung mit L. Albertin, Diisseldort 1972,

Bd. 6, Die Generallinie, Rundschreiben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KPD an die
Bezirke 1929-1933, eingeleitet und bearbeitet von H. Weber unter Mit
wirkung von J. Wachtler, Diisseldorf 1981,

Bd.7, Die spD-Fraktion in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1919-1920, cinge-
leitet von H. Potthoff, bearbeitet von H. Potthoff und H. Weber, Diis-
seldorf 1986.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Rilebewegung in Deutschland 1918/1919:

Bd. 1, Der Zentralral der deutschen sozialistischen Republik, 19. Dezember
1918 bis 8. April 1919, Vom ersten zum zweiten Ritekongrel3, bearbeitet
von E. Kolb unter Mitwirkung von R. Riirup, Leiden 1968.

Bd. 2, Regionale und lokale Riteorganisationen in Wiirttemberg 1918/1919,
bearbeitet von E. Kolb und K. Schénhoven, Diisseldorf 1980.

Bd. 3, Arbeiter-, Soldaten- und Volksriite in Baden 1918/1919, bearbeitet von
P. Brandt und R. Riirup, Disseldorf 1980,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w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Eine
Urkunden- und Dokumentensammlung zur Zeitgeschichte, hg. von
H. Michaelis und E. Schraepler unter Mitwirkung von G. Scheel:

Bd.2, Der militirische Zusammenbruch und das Ende des Kaiserreichs,
Berlin 1958,

Bd. 3, Der Weg in die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1959,

Bd. 4, Die Weimarer Republik, Vertragserfiillung und innere Bedrohung
1919-1922, Berlin 1960.

Bd. 5, Dic Weimarer Republik, Das kritische Jahr 1923, Berlin 1960.

Bd.6, Die Weimarer Republik, Die Wende der Nachkriegspolitik 1924~
1928, Rapallo — Dawesplan - Genl, Berlin 1961.

Bd. 7, Die Weimarer Republik, Vom Kellogg-Pakt zur Weltwirtschaftskrise
1928-1930, Die innerpolitische Entwicklung, Berlin 1962.

Bd. 8 Die Weimarer Republik, Das Ende des parlamentarischen Systems,
Briining - Papen — Schleicher, 1930-1933, Berlin 1963.

Bd. 9, Das Dritte Reich, Die Zertriimmerung des Parteienstaates und die

Grundlegung der Diktatur, Berlin 1964.

Bibliagraphisches Register, 2 Bde, Berlin 1979,

H. Weber, Der deutsche Kommunismus, Dokumente 1915-1945, Kaln
11973






images/00177.jpeg
16

47
48

49
50

5.

08

Vgl H. Muth, Agrarpolitik und Parteipolitik im Fruhjahr 1932, in: I A. Her
mens (Hg.), Staat, Wirtschaft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estschr. fiir
Heinrich Briining, Berlin 1967, S. 317-360;
gen, Ostsiedlung und die Demission der Regierung Briining, in: GW U 30, 1979,
S. 5411,

Vgl. G. Schulz, Von Brining zu Hitler, Der Wandel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0-1933, Berlin 1992, S. 863 ff.

E von Papen, Der Wahrheit eine Gasse, Miinchen 1952, 8. 189£.

H. Michaelis u.a. (Hg.), Ursachen und Folgen, Bd. 8, 8. 509.

M. von Braun, Von Ostpreufien bis Texas, Stollhamm 1955, S. 208.

Vgl. E. Kolb und W. Pyta, Die Staatsnotstandsplanung unter den Regierungen Pa.
pen und Schleicher, in: H. A. Winkler (Hg.),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Handlungsspielriume und Alternativen, Miinchen 1992, S. 194 ff.

Vgl. U. Iorster Philipps, Konservative Politik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
publik, Die Regierung Franz von Papen, Koln 1982, 5. 328 .

%, Wengsl, Hans Schlange-Schonin-






images/00172.jpeg
10

11

12

13

14

16

17

19

und Fr. Stern (Hg.),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Llistorical essays in honor of Lajo
Tolborn, Garden of City, NY, 1967, 315334,

K. Bos| (Hg.), Bayern im Umbruch, Die Revolution von 1918, ihre Voraussetzun-
gen, ihr Verlauf und ihre Folgen, Minchen 1969,

R. Milller, 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 Berlin 1924, . 1291 11. Trotnow, Karl
Liebknecht, Koln 1978, 5. 2521,

P Nettl, Rosa Luxemburg, Kéln 1967, 5. 6691,

H. Krause, USPD, Zur Geschichte der Unabhéngigen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
tei Deutschlands, Frankfurt am Main 1975, 5. 114; D. W. Morgan, The Socialist
Left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
tic Party 1917-1922, Ithaca, NY, 1975, 8. 112f und 118,

T1 J. Bieber, Biirgertum in der Revolution, Birgerrite und Biirgerstreiks in
Deutschland 19181920, Hamburg 1992, 5. 3411

Vel. E. Kolb, Dic Arbeiterrite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8-1919, Frank-
furt am Main *1978, $. 8345 U. Kluge, Soldatenrite und Revolution, Studien zur
Militir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18/1919, Géttingen 1975, 5. 1051T; R. Riirup, Ar
beiter- und Soldatenrite im rheinisch-westfilischen Industriegebiet, i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 1918/1919, Wuppertal 1975, 5, 99f. und 247 £
DieRegierung der Volksbeauflraglen 1918/1919, bearb.von S. Miller, eingel. von .
Matthias, i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Reihe I, Bd. 6, Diisscldorf 1969, $. 31

W, lilben, Das Problem der Kontinuiti in der deutschen Revalution, Zur Poli
tik der Staatssekretire und der militirischen Fiihrung vom November 1918 bis
Februar 1919, Diisseldorf 1969, 5. 37 und 43f.

L. Kolb und R. Rirup (11g), Der Zentralrat der Deutschen Sozialistischen Repu-
blik 19, Dezermber 1918 bis 8. April 1919, Leiden 1968,

G. W. Rakenius, Wilhelm Groener als erster Generalquartiermeister, Die Politik
der Obersten Heeresleitung 1918/1919, Boppard 1977, $.68 f; Kluge, Soldatenrite,
S137H

O.E. Schitddekopt, Das Heer und die Republik, Quellen zur Politik der Reichs
wehrfiihrung 1918-1933, Hannover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55, 5. 20.
Beschluf} des Riitekongresses iiber die Kommandogewalt (Sicben Hamburger
Punkte) vom 18, Dezember 1918, in: Die Regierung des Volksbeauftragten, Teil 1,
§.393f.

Vgl W Wette, Gustav Nos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c, Disscldorf 1988,
§.28911

H. Weber, Der Grimndungsaufruf der KPD, Protokolle und Materialien, Frankfurt
am Main 1969; H.-E. Valkmann, Die Griindung der KPD und ihr Verhiltnis zum
Weimarer Staat im Jahre 1919, in: GWU 25, 1972, 5. 65-80.

E. Hannover Driick und H. Hannover, Der Mord an Rosa Luxemburg und Karl
Liebknecht, Frankfurt am Main 1967; W, Wette, Gustav Noske, §. 308,

R Hilferding, Taktische Probleme, in: Die Freiheit Nr. 601 vom 11 Dezember 1919,
E Kolb iind R, Ritup(He.), Der Zeattalrat, S. 545,






images/00171.jpeg





images/00174.jpeg
~

ES

~1

©

I1. Dieckmann, Johannes Popitz, Fntwicklung und Wirksamkeit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1933, Berlin 1960.

Vgl. F. Blaich, Die Wirtschafiskrise 1925/1926 und die Reichsregicrung, Von der
Erwerbslosenfiirsorge zur Konjunkturpolitik, Kallmiinz 1977, S. 20,

Deutsche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 Versffentlichungen des RDI, Berlin

isbrod, 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nteressenvertretung
en Stabilisierung und Krise, Wappertal 1978, S. 169 ff.: H. A. Turner jr., Die
»Ruhtlade«, Geheimes Kabinett der 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rs.,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m Verhiltnis
zw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Wirtschaft, Géttingen #1980, 5. 114-156.

Mi
den am 3./4. September 1926, Veroffentlichungen des RD1, Berlin 1926, S. 64; vgl.
B.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8. 246 ff.

Vgl. U. Nocken, Inter-industrial conflicts and alliances as exemplified by the AVT-

glicder-Versammlung des Reichsverbandes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in Dres-

Agreement, in: H. Mommsen u.a. (Hg.), Industricl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
wickl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isseldorf 1974, S. 693-701.

E Zunkel, Die Gewichtung der Interessengruppen bei der Etablierung des Reichs-
verbandes der Deutschen Industric, in: H. Mommsen u.a. (Hg.), Industriclles $y-
stem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8. 637-647; B. Weisbrod, Schwerindustric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 217

Vel. J. Bihr, Staatliche Schlich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arifpolitik, Kor-
poratismus und industricller Konflikt zwischen Inflation und Deflation 1919~
1932, Berlin 1989, 8. 1151,

H. Potthoff, Freie Gewerkschaften 1918-1933 und sozialistische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in: AS 26,1986,5.49 - 85; Ders, Freie Gewerkschaften, Der Allgemei
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isseldorf 1987,

Vgl. K. Mattheier, Die Gelben, Nationale Arbeiter zwischen Wirtschafisiricden
und Streik, Diisseldorf 1983, S. 305 und 307; vel. J. Campbell, Joy in work, Ger-
‘man work, The national debate 1800 1945, Princeton, NJ, 1989, S. 243 ff.





images/00173.jpeg
28 Vgl P. Kriger, Die Aufienpolitik, S. 1164

29 Vgl. . Laubach, Die Politik der Kabinelte Wirth 192111922, Liibeck und amburg
1968, 5. 38

30 G. 1: Campbell, 'The Struggle for Upper Silesia 1919-1922, in: Journal of Modern
Tistary 42, 1970, 5. 361-385,

31 Vgl D. Felix, Walther Rathenau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repara-
tions, Baltimore und London 1971, 5. 68 f,

32 Vgl P. Wulf, Hugo Stinnes, Wirtschaft und Politik 1918-1924, Stutigart 1979,
S. 3241

33 Vgl B-C. Witt, Finanzpolitik und sozialer Wandel in Krieg und Inflation 1918
1924, in: H. Mommsen u. a. (Hg ), Industrielles System, S, 395-426.

34 Vgl C.-1. Holtfrerich, Die deutsche Tnflation 1914-1923, Ursachen und Wirkun-
gen in internationaler Perspektive, Berlin 1980; G. D. Feldman u.a. (Hg.), Die
deutsche Inflation, Eine Zwischenbilanz, Berlin 1982,

35 C.S. Maier, Die deutsche Tnflation als Verteilungskonfliki, Soziale
und Auswirkungen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in: O. Biisch und G. D. Feld-
man (Hg), Historische Prozesse der deutschen Inflation 1914-1924, Berlin 1978,
§.329-342.

36 L. Albertin, Die Verantwortung der Liberalen Parteien fiir das Scheitern der Gro-

Ben Koalition im Herbst 1921, in: HZ 205, 1976, 8. 593 und 600.

AdR 351, 8. 4759, Rudolf Breitscheid am 26. Oktober 1921; zur

dung, vg|. E. Laubach, Die Palitik der Kabinette, 8. 105 1T

38 Vgl H. Graf Kessler, Walther Rathenau,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Wiesbaden
0.), 8. 317£; P Berglar, Walther Rathenau und seine Zeit, Sein Werk, seine Per-
stnlichkeit, Bremen 1970, S. 287 f E. Schulin, Walther Rathenau, Reprasentant,
Kritiker und Opfer sciner Zeit, Géttingen 1979, 5. 1111,

39 Vgl C. Fink, The Genoa Conference, European diplomacy 192171922, Chapel
Hill 1984.

40 Vgl 1L Helbich, Dic Triger der Rapallo-Politik, Géttingen 1958; T. Schieder, Dic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Rapallo- Vertrags, in: HZ 204, 1967, 8. 545-609.

41 H. Graml, Die Rapallo-Politik im Urteil der westlichen Forschung, in: VIZ 18,
1970, 5. 366-391; H. Pogge von Strandmann, Rapallo-strategy in preventive di-
plomacy, New source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in: V. R. Berghahn und M. Kit-
chen (Hg.), Germany in the age of lotal war, Ess:
London und Toptowa, NJ, 1981, S. 123-146.

42 Denkschrift abgedr. in O.-E. Schiiddekopf, Das Heer und dic Republik, Quel-
Ten zur Politik der Reichswehrfiihrung 19181933, Hannover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55, S. 160-165.

43 Abgedruckt in: 1. Michaclis u.a. (1g.),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Bd. 4, Berlin 1960, S. 416-419.

1. Wirth, Reden wihrend der Kanzlerschaft, Berlin 1925, . 427.

W. T. Angress, Die Kampfzeit der KPD 1921-1923, Disseldorf 1973, S. 1406

achen

binettsumbil-






images/00179.jpeg
e

AdR, Kabinett Schleicher, bearb. von A. Golecki. Boppard 1986, 5. 109.
K. Graf Westarp, Am Grabe der Parteienherrschaft, Berlin 1932, 8. 113 ff; vgl.
H. Mommsen, Die Tllusion einer Regierung ohne Parteien un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I Kolb und W. Miihlhausen (ITg.), Parlamentarische Demokratie in
der Krise, Miinchen 1997, 5. 113-139.

AdR, Kabinett Schleicher, S. 101-117.

B. Steinmann, Die Schleicher-Regierung, in: Internationale Pressekorrespondenz
12, 1932, Nr. 203 vom 6. Dezember 1932, §. 3243 f; vgl. S. Bahne, Die KPD und
das Ende von Weimar, Das Scheitern einer Politik 1932 1935, Frankfurt am Main
und New York 1976, 8. 121f; H. Weber, Hauptfeind Sozialdemokratie, Strategie
und Taktik der KPD 19291933, Diisseldorf 1982, 8. 72f.

8. Bahn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E. Matthias und R, Mor-
scy (Hg.), Das Ende der Partcicn, Darstellungen und Dokumente, Diisscldorf
1960, 5. 681.

Ebenda, S. 668, 672 und 682.

R. Breitscheid, Papen erledigl, in: Der Vorwirts, Nr. 569 vom 3. Dezember 1932,
Vgl H. A, Winkler, Der Weg in dic Kal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
p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1933, Berlin und Bonn 1987, S. 802 f; W,





images/00170.jpeg





images/00165.jpeg





images/00164.jpeg
R. Angermund, 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9-1945, Krisenerfahrung, Tihu-
sion, politische Rechtspre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

W. Becker, Demokratie des sozialen Rechts, Die politische Haltung der
Frankfurter Zeitung, der Vossischen Zeitung und des Berliner Tage-
Dblatts 1918-1924, Gottingen 1971.

K. Bergmann, Agrarromantik und Grofistadtfeindschaft, Meisenheim 1970.

H. P. Bleuel, Deutschlands Bekenner, Professoren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Diktatur, Miinchen 1968.

S. Breuer, Anatomie der konservativen Revolution, Darmstadt 1993.

K. Breuning, Die Vision des Reiches, Deutscher Katholizismus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1929 bis 1934, Miinchen 1969.

R. Bridenthal, A. Grossmann und M. Kaplan (Hg.),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Women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84.

K. Bullivant (Hg.), Das literarische T.eb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o-
nigstein 1978.

J. Campbell, Der Deutsche Werkbund 1907-1934, Stuttgart 1981.





images/00167.jpeg
1 W. Liebe,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1918-1924, Dusseldort 1956, 5. 21 1.
Chr. E Trippe, Konservative Verfassungspolitik 1918-1923, Die DNV als Oppo-
sition in Reich und Lindern, Diisseldorf 1995, S. 1657,

2 H. Potthoff, Das Weimarer Verfassungswerk und dic deutsche Linke, in: AfS 12,
1972, 5. 433 £,

3 Zum ProzeR der Verfassungsschopfung vgl. W. Ziegler, Die deutsche Nationalver-
sammlung 1919/1920 und ihr Verfassungswerk, Berlin 1932; E.R.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d. 5, Stuttgart 1978, 5. 1073 .

4 Vgl W] Mommsen,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lik 18901920, Tiibingen

1939, 8. 3251,

Die Regierung der Volksheauftragten 19181919, bearb. von $. Miller, eingel. von L.

Matthias, i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cien, Reihe 1, Bd. 6, Diisscldorf 1969, S. 324.

6 Abgedruckt in: 11. Michaelis u.a. (T1g.),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Bd. 3, Berlin 1959, 8. 253-255.

G. Schulz, 7

~

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
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 1, Berlin und New York *1987, 5. 154.

8 K.D.Erdmann und I1. Schulze (1g.), Weimar, Sclbstpreisgabe ciner Demokratic,
Diisseldorf 1980, 8. 31, 92 und 1221,

9 H. Preuf, Das Verfassungswerk von Weimar 1919, in: Ders, Staat, Recht und
Freiheit, Tiibingen 1926, 8. 42

10 Abgedruckt in: H. Michaelis u.a. (Hg.), Ursachen und Folgen, Bd. 3, 5. 473155 G.
Schulz, Der Artikel 48 in historisch-politischer Sicht, in: E. Fraenkel (Hg., Staats-
notstand, Berlin 1965, 5. 39-71.

11 E. Portner, Die Verfassungspolitik der Liberalen, Ein Beilrag zur Deutung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Bonn 1973, . 140,

12 I lischenburg, Die improvisierte Demokratie, Gesammelte Aufsitze zur Weima
rer Republik, Miinchen 1963, S. 53

13 Vgl. C. Schmitt, Politische Theologie. Vier Kapitel zur Lehre von der Souverinitat,
Berlin 1993 (1922), 8. 15f, sowie ders., Verfassungslehre, Minchen und Leipzig
1928 (Nachdr. 1970), 8.350 [

4 . Fracnkel, Deutschland und die westlichen Demokraticn, Stuttgart 1964, S. 105.

15 L. Preller, So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Nachdr. Diisseldor{ 1978
(1949), 5. 2511,

16 M. Martiny, Integration oder Konfrontation?, Studien zur sozialdemokratischen

Rechis- und Verfassungspolitik, Bonn 1976, 8. 911,

E. Fraenkel, Ritemythos und soziale Selbstbestimmung, in: Aus Politik und Zeit-

geschichte, B. 14, 1971, 5. 3-26.

18 E. Schulin, Walther Rathenau, Reprisentant, Kritiker und Opfer seiner Zeil, Got-
tingen 1979, S, 102






images/00166.jpeg
- Stern und H. A. Winkler (Tlg.), Wendepunkte deutscher (eschichte
1848-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79.
M. Stiirmer (Hg.), Die Weimarer Republik, Belagerte Civitas (Neue wissen-
schaftliche Bibliothek, 112), Kénigstein 21985.
H. A. Winkler (Hg.),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Handlungsspiel-
raume und Alternativen, Miinchen 1992,





images/00161.jpeg





images/00160.jpeg
G. 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 The Nazi movement in Bavaria 1923-
1933, London 1973,

M. Prinz, Vom ncuen Mittelstand zum Volksgenossen, Die Entwicklung d
sozialen Status der Angestellten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zum
Ende der Ns-Zeit, Miinchen 1986.

F.-A. Roloff, Biirgertum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1930-1933, Braun-
schyweigs Weg ins Dritte Reich, Hannover 1961,

G. Schulz, Faschismus - Nationalsozialismus, Versionen und theoretische

en 1922-1972, Frankfurt am Main 1974,

Ders.,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Krise und Revolution in Deutsch-
land,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und Wien 1975.

H. Speicr, Die Angestellten vo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Tin Beitrag zum
Verstiindnis der deutschen Sozialstruktur 1918-1933, Gottingen 1977.

Kontrove

P D, Stachura (Hg.), Lhe shaping of the Nazi state, London 1978.

Ders., Der kritische Wendepunkt? Die NsDAP und die Reichstagswahlen
vom 20. Mai 1928, in: VIZ 26, 1978, 5. 66-99.

Ders., Gregor Strasser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ondon 1983,

1D, Stegmann, Zwischen Repression und Manipulation, Konservative Macht-
elilen und Arbeiter- und Angestelltenbewegung 1910-1918, Ein Beitrag
zur Vorgeschichte von DAP/NSDAP, in: AfS 12, 1972, 5. 351432,

Ders., Zum Verhiltnis von Grofindustric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1930 bis

1933,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sogenannten Machtergreifung, in:
AfS 13,1973, 5. 399-482.

M. S. Steinberg, Sabers and Brown Shirts, The German students’ 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 1918-1935, Chicago 1977.

L. . Stokes, Kleinstad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ihlt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von Eutin 1918-1945, Neumiinster 1984.

C.-C. W. Szejnmann, The rise of the Nazi Party in Saxony belween 1921 and
1933, Ph. D. 'Thesis, Kings College London 1995

H. A. Turner,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m

iltnis zw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Wirtschaft, Gottingen

1972.
Ders. (Hg.), Hitler aus nichster Nihe, Aufzeichnungen eines Vertrauten
1920 bis 1932,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und Wien 1978.
Ders., Die GrofSunternehmen und der Aufstieg Ilitlers, Berlin 1985.
Ders, Hitlers Weg zur Macht, Der Januar 1933, Miinchen 1933,
Tyrell, Fiihrer befichl
Dokumentation und Analyse, Disseldorf 1969.

I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t« der NSDAP,





images/00163.jpeg
2

23

26
27
28
29

in Bayern 1923/1924, Frankfurt am Main 1971, 5. 193; L. Deuerlein (Hg.), Der
Hil-ler 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llgarl 1962
Vgl F L. Carsten, Reichswehr und Politik 1918-1933, Kol 1964, 5. 185¢; H.
Welcker, Seeckr, rankfurt am Main 1967, 8. 370,

Abgedrucki in: O.-F. Schiiddekopf, Das Heer und die Republik, Quellen zur Poli
wfiihrung 1918-1933, Hannover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35,
S.179fF; H. Meier-Welcker, Seeckt, 8. 390-393.

O. GeRler, Reichswehrpolitik in der Weimarer Zeil, Stuttgart 1958, S, 299; H.
Meier-Welcker, Seeckt, §. 403

G.W. K Hallgarten, Hiler,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 Frankfurt am Main 1962,
5.6,

G. D, Feldman und L Steinisch, Die Weimarer Republik zwischen Sozial- und
Wirtschafisstaat, Die Entscheidung gegen den Achtstundentag, in: AfS 18, 1978,
5.353-439.
C.-D. Krohn, Stabilisierung und ékonomische Interessen, Die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231927, Diisseldorf 1974, 5. 63 und 104,

G. D. Feldman und H. Homburg, Industrie und Intlation, S. 241.

Vgl W. A, McDougall, rance’s Rhineland diplomacy 1914-1924, ‘Lhe last bid for
abalance of pawer in Furape, Princeton, NJ, 1978, 5. 247 (.

K. D. Erdmann, Adenauer in der Rheinlandpolitik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66, 8. 137 ff; H. Kéhler, Adenauer und die rheinische Politiks, Der erste
Anlauf 19161924, Opladen 1986, 5. 187 fF

G. D. Feldman und H. Homburg, Industrie und Inflation, S. 146ff. und 153
1 Kriger, Versailles, Deutsche Aufienpolitik zwischen Revisionismus und Frie-
denssicherung, Miinchen 1986, 5. 232

G.D. Feldman und I1. Homburg, Industric und Inflation, $. 362,

Vgl W. Fabian, Klassenkampf um Sachsen, Fin Stiick Geschichte 19181930
Lisbau 1930; K. Rudolph, Dic sichsische Sozialdemokratie 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 18711923, Weimar 1995, 5. 402

Volkischer Beobachter vom 27, September 1923,

Abgedruckt in: O.-E. Schuddekopf, Das Heer und dic Republik, 8. 186-189.
AdR, Kabinelt Stresemann, Bd. 2, 8. 873.

Vgl G. Schuls,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t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 1, Berlin und New York *1987.
S. 435fT; L. Hiirten, Reichswehr und Ausnahmezustand, Ein Beitrag zur Ver-
fassungsproblema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ihrem ersten Jahrfiinft, Opladen
19
Vel K. Rudolph, Die sichsische Sozialdemokratie, S, 34417,

H. A.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S. 661.

E. Jickel und A. Kuhn (11g), Iitler, $. 786.

U. Lohalm, Volkischer Radikalismus,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yilkischen
Schutz- und Tratzbundes 1919-1923, Hamburg 1970, 5. 53; vgl. A. Kruck, Ge-
schichte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1890-1939. Wicsbaden 1954,






images/00162.jpeg
K. Schaap, Die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m Freistaat Oldenburg
1928-1932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
litischen Parteien, 61), Diisseldorf 1978,

Schanbacher, Parlamentarische Wahlen und Wahlsystem in der Weima-

rer Republik, Wahlgesetzgebung und Wahlreform im Reich und in den
Lindern (Beitré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
schen Parteien, 69), Ditsseldorf 1982,

R. Schiffers, Elemente direkter Demokratie im Weimarer Regierungssystem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40), Diisseldorf 1971

1. Schnabel (Hg,), Die Machtergreifung in Siidwestdeutschland,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Baden und Wiirtlemberg 1928-1933, Stull-

gart, Berlin, Kéln und Mainz 1982.

Schiiren, Der Volksentscheid zur Fiirstenenteignung 1926, Die Ver-

migens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n depossedierten Landesherren als

Problem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unter besonderer Beriicksichti-

gung der Verhiltnisse in Preufien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

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64), Diisseldorf 1978.

Schulz, Zwischen Demokratic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3 Bde, Berlin 1963-1992.

Ders., Der Artikel 48 in historisch-politischer Sicht, in: Staatsnotstand, hg.
von E. Fraenkel, Berlin 1965, 5. 39-71

Ders., »Preufenschl: :|g« oder Staatsstreich? Neues zum 20. Juli 1932, in: Der
Staat 17, 1978, 8. 581.

B. Steger, Der Hnlnpme& und Bayerns Verhilnis zum Reich 1923/1924, in
VIZ.25,1977, 5. 441-466.

M. Stiirmer, Koalition und Oppositio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
1928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

en, 36), Diisseldor( 1967.

T. Trumpp, Franz von Papen, der preuBisch-deutsche Dualismus und die
NSDAP in Preufien, Ein Beitrag zur Vorgeschichte des 20, Juli 1932,
Marburg 1963

F. Wiesemann, Die Vor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chtiiber-
nahme in Bayern 1932/1933, Berlin 1975.

P.-C. Will, Reichsfinanzminister und Reichsfinanzverwallung, Zum Pro-
blem des Verhiiltnisses von politischer Fiihrung und biirokratischer
Herrschafl in den Anfangs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29,
in: VfZ 23. 1975. S. 1-61

u.

schen Parle






images/00011.jpeg
18
19

20

g
3

2

=5

A S
& @

3

s

Regierung des Prinzen vgl. L. Matthias und R. Morsey i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Reihe 1, Bd. 2, Disseldor]
1962, . XIff.

T. Eschenburg, Prinz Max von Baden, in: Ders., Die improvisierte Demokratie,
Gesammelle Ausitze zur Weimarer Republik, Miinchen 1963, S, 109.

L. Matthias und R. Morsey, in: Quellen, S. 206,

$. Miller, Die Biirde der Mach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lratie 19181920, Diis
seldor( 1978, 8. 261

‘W. Sauer, Das Scheitern der parlamentarischen Monarchie, in: E. Kolb (Hg.), V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k, Kéln 1972, 8. 77-99.

Papers relaling 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18, Suppl. 1,
Vol. 1, 8. 387
G. Ritter, Staatskunst und Kriegshandwerk, Bd. 4, . 441 ff.

E. Malthias und R. Morsey, in: Quellen, S. 359.

Vgl I1. A.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S. 27 ff.

E. R.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cit 1789, Bd. 5, Stuttgart 1978,
§. 1581 D. Grosser, Vom monarchischen Konstitutionalismus zur parlamenta-
rischen Demokratie, Den ITaag 1970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Bd. 310, 5. 3689 (3. Ok-
tober 1917).

H. Michaelis u.a. (Hg.),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in der Gegenwart, Bd. 2, 5. 501; W,
Deist, Die Politik der Seekriegsleitung und die Rebellion der Tlotte Ende Oktober
1918, in: VfZ 14, 1966, 5. 341-368.

Deist, Die Politik der Seekriegsleitung, S. 353

K.-]. Miiller, General Ludwig Beck, 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politisch-mi-
litdrischen Vorstellungswelt und Ttigkeit des Generalstabschefs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3-1938, Boppard 1980, . 323.

T. Trh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olchsto« Diskussion und »Dolchstofi« Le:
gende im Wandel von vier Jahrzehnten, in: W. Besson u.a. (Hg.),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sbewuRisein, Festschr. fiir H. Rothfels. Gattingen 1963, S. 122-160,
W. J. Mommsen,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20, Politische Revolution und
soziale Protestbewegung, in: GuG 4, 1978, S. 362-391.






images/00010.jpeg
die haben jhre Rassegenossen im Ausland zum Kampf ¢egen das
deutsche Volk aufgerufen. Sie haben die Ligen und Verleumdungen
hinausgemeldet. Darum hat die Reichsleitung der deutschen Frei-
heitsbewegung beschlossen, in Abwehr der verbrecherischen Hetze

ab Samsiag, den 1. April 1933 vormiifags 10 Uhr

iiber alle jiidischen Geschiifte, Warenhduser, Kanzleien usw.

den Mym zu verhédngen.

Dieser Boykottlerung Folge tu leisten, dlatu rufan wie Euch, deutsche Fraven und Manner, auf!
Hauft nichts in jidifchen Gofchéfien und Warenhéusern!
Gehi nichd zu jildischen Rechianwélten! Meidet jiidische Acrzfe!
Zetgs den Jaden, dab dle sichl ungestratt Deutichland In seiner Ehre herabwinligcn und beschmutecn kianen,
Wer gegen diese Autforderuns handelt, bewels) damit, el er auf der Sefle der Feinde Doutschlands stehl

B e i e v remnries” Paul von Hindenburg!
£ b der Faheer wnd Bckbkanchr Adolf Hitler!
Es kb dar Deutsche Volk uad das hellive Dcutsche Vaterland!

o Zenwral Horuee Znr Abwehr ser Waschen Gresch and Boykofiieize
ocr: Strekher






images/00013.jpeg
20

21

2

1 Vel

« Zimmermann, Die deutsche AuRenpolitik in der 2
Giiltingen 1958, 5. 253

Vgl J. Jacobson, Locarno diplomacy, Germany and the West 19251929, Prince-
ton, NJ, 1972, 8. 12

Gustav Stresemann, Vermiichtnis, Der NachlaB in drei Bnden, hg, von H. Bern
hard, Berlin 1932/1933, Bd. 2,5. 262.

J. Spenz, Die diplomatische Vorgeschichte des Beitritts Deutschlands zom
Vlkerbund 1924-1926, Fin Beitrag zur AuBen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Giittingen 1966, 5. 63,

T. Schieder, Die Probleme des Rapallo-Vertrages, Eine Studie tiber die deutsch-
sowjetischen Bezichungen 1922-1926, Koln und Opladen 1956, 5. 761.

Gustay Stresemann, Vermiichtnis, Bd. 1, 5. 599.

G. A, Craig, Die preuisch-deutsche Armee 1640~1945, Diisseldorf 1960, S. 449;
vgl. H. Meier-Welcker, Seeckt, Frankfurt am Main 1967, $, 472

ADAP, Serie B, Bd. V11, 5. gl R. P, Grathwol, Gustav Stresemann, Be-
trachtungen iber seine Aufenpolitik, in: W. Michalka und Marshall M. Tee (Hg ).
Gustay Stresemann, Darmstadt 1982, 5. 235

‘gl. E L. Carsten, Reichswehr und Politik 1918-1933, Koln und Berlin 1964, S
2821; M. Geyer, Aufriistung oder Sicherheit, Die Reichswehr in der Krise der
Machtpolitik 1924-1936, Wiesbaden 1980, S. 177£.

M. Geyer, Aufriistung oder Sicherhe, $. 1501f.

'L,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ige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30-1932, Stuttgart 1962, 5. 410.

a der Weimarer Republik,

1 AdR, Kabinette Luther, bearb. von K.-IL. Kinuth, Bd. 1, Boppard 1977, $. 558,

M. Walsdorff, Westorientierung und Ostpolitik, Stresemanns RuBland-Politik in
der Locarno-Ara, Bremen 1971, 8. 2161,

Anlage F des Locarno-Vertrages, abgedruckt in: H. Michaclis u.a. (Hg.), Ursa-
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
lichen Nevordnung in der Gegenwart, Bd. 6, 5. 387.

ck,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 2, Frlenbach *1972, 5. 56.

- Megerle, Deutsche Aufienpolitik 1925, Ansatz zu aktivem Revisionismus, Bern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74, 8. 131

H. W. Gatzke, Stresemann and the Rearmament of Germany, Baltimore 1954,
5,109 F; W. Michalka und Marshall M. Lee (Hg ), Gustay Stresemann, bes. $. 241 ff
E Hirsch, Stresemann, Ein Lebensbild, Gottingen 1978, 8. 212

M. Stiirmer, Koalition und Oppusitio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1928,
Diisseldorf 1967, 5. 107 .

AdR, Kabinette Luther, Bd. 2, 5. 834

Protokoll tiber dic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
tei Deutschlands, abgebalten in Gorlitz vom 18, bis 24, September 1921, Berlin
1921,5.1V.

G. Radbruch, Staatskrisc?, in: Neue Blatter fir den Sozialismus 1, 1930, S. 387
Vgl H. Mommsen, Die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Defensive, in: Deis., Soziakde:






images/00169.jpeg
mn Mrd.

1918 1920 1925 1930 1933





images/00012.jpeg
~ o

L. Tyck, Geschicht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 1, Erlenbach "1973, S, 229.
Vgl K. Sontheimer,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iinchen 1962, S. 125ff. H. Mommsen, Aufbruch zur Nation, Trrwege des deut-
schen Nationalismus in der Zwischenkriegsepoche, in: Deutsch-Norwegisches
Studienprogramum fiir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Oslo 1994, 5. 130-145.

0. Spengler, Bricfe 1913-1936, hy, von A, M. Koktanck, Miinchen 1963, S. 113
H. Delbriick, Waffenstillstand und Friede, in: PreuBische Jahrbiicher 175, 1919,
S.424.

Vgl K. H. Jarausch, From Second to Third Reich,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2, 1979, S. 68-82; A. Hill-
gruber, »Revisionismus« - Kontinuitit und Wandel in der Aufienpolitik der Wei-
‘marer Republik, in: HZ 237, 1983, 8. 597-621.

TRUS 1918, Suppl. 1, Vol. LS. 110.

Vgl K. Schwabe, Deutsche Revolution und Wilson-Frieden, Die amerikanische
Friedensstrategic zwischen Ideologic und Machipolitik 1918/1919, Diisseldorf
1971

E Dickmann, Die Kriegsschuldfrage auf der Friedenskonferenz von Paris 1919,
Milnchen 1964,

TRUS 1918, Suppl. 1, Vol. 1, 5. 469.

Vgl. E Dickmann, Die Kriegsschuldfrage auf der Friedenskonferenz von Paris, in:
HZ 197, 1963, S. 46 und 9111

Vgl P. Kriiger, Deutschland und die Reparationen 1918/1919, Die Genesis des
Reparationsproblems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Waffenstillstand und Versailler
Fricdensschlufl, Stuttgart 1973, S. 163 5 M. Trachtenbery,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France and Guropean economic diplomacy 19161923, New York 1980,
S 56fF






images/00168.jpeg
H. Barmeyer, Andreas Hermes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deutschen Land-
wirtschaft, Christliche Bauernvereine, Reichslandbund, Griine Front,
Reichsnihrstand 1928 bis 1933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Agrar-
geschichte, 24), Stuttgart 1971.

B. Buchta, Dic Junker und dic Weimarer Republik, Charakter und Bedeu-
tung der Osthilfe in den Jahren 1928-1933, Berlin (DDR) 1959.

J. Flemming, Landwirtschafiliche Interessen und Demokratie, Lindliche
Gesellschaft, Agrarverbinde und Staat, 1890-1925, Bonn 1978.

D. Gessner, Agrardepression und Prisidialregierungen in Deutschland
1930 bis 1933, Probleme des Agrarprotektionismus am Ende der Wei-
marer Republik, Ditsseldorf 1977.

Ders., Agrarverbiand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irtschaftliche und so
ziale Vorausselzungen agrarkonservativer Politik vor 1933, Diisseldorf
1976.

Ders., »Grilne Front« ader »Harzburger Fronte, Der Reichslandbund in der

letzten 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zwischen wirtschaftlicher Interes

senpolitik und nationalistischem Revisionsanspruch, Dokumentation,

in: VI7 29, 1981, 8. 110-123.

Gies, R. Walter Darré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auernpolitik in den

Jahren 1930 bis 1933, 0.0. 1966.

D. Hertz-Fichenrode, Politik und Landwirtschaft in Ostpreufien 1919
1930, Untersuchung eines Strukturproblem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éln und Opladen 1969.

R. G. Moeller, German peasants and agrarian politics, 19141924, The
Rhineland and Westphalia, Chapel Hill und London 1986.

A. Panzer, Das Ringen um die deutsche Agrarpolitik von der Wihrungssta-

IL.

bilisicrung bis zur Agrardchatte im Reichstag im Dezember 1928, Kicl
1970.

. Schulz, Staatliche StiitzangsmaRnahmen in den deutschen Ostgebicten,
in: E. A. Hermens und T. Schieder (Hg.), Staat, Wirtschaft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1967, S. 141-204.

M. Schumacher, Land und Politik, Eine Untersuchung iiber politische Par-
teien und agrarische Tnteressen 1914-1923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65), Diisseldorf

1979.

Stoltenberg, Politische Strémungen im schleswi

-holsteinischen Land-






images/00015.jpeg





images/00014.jpeg
2

Politik und Wirts
gel. von G. Schulz, bearb. von 1. Maurer und U. Wengst,
$.432, in: Quellen zur Ge:
teien, Reihe 3, Bd. 4.
Staat und NSDAP 1930-1932, Quellen zur Ara Briining, Dii
tung, in: Quellen, Reihe 3, Bd. 3.

H. Briining, Memoiren 1918-1934, Stuttgart 1970, 8. 195.
Val. Ebenda,
Politik und Wirtschalt in der Krise 1930-1932, S. 403.

FE L. Carsten, Reichswehr und Politik 1918-1933, Koln und Berlin 1964, S. 383,
H. Piinder, Politik in der Reichskanzlei, Aufzcichnungen aus den Jahren 1929 bis
1932, hg. von T. Vogelsang, Stutigart 1961, S. 80.

K. i 1924-1932, Disscldor( 1972,
Val. G. Schuls, Reparationen und Krisenprobleme nach dem Wahlsiep der

haft in der Krise 1930-1932, Qucllen zur Ara Briining, cin-
il 1, Diisseldorf 1980,
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

, Einlei-

snhoven, Dic Baye

he Volkspar





images/00154.jpeg
20

21

2
23

Luthardt, Sozialdemokratische Verfassungstheoric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pladen 1986, 5. 1301,

Vgl H. Mommsen, Die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Defensive, Der Immobilismus
der SPD und der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s. (Hg.), Sozialdemo-
Ten Klassenbewegung und Volkspartei, Frankfurt am Main 1974,

Kratie 2w
5.106-133.

Vel H. Potthoff, Freie Gewerkschaften 1918-1933, Der Allgemeine Deutsche Ge-
werkschaitsb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isseldorf 1987, 5. 3011,

Vel M. Scheider, Das Arbeitsbeschaffungsprogramm des ADGE, Zur gewerk
schaftlichen Politik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75.

Vgl E. Heupel, Reformismus und Krise, Zur 'Lheorie und Praxis von $PD, ADGB
und AFA-Bund in der Weltwirtschafiskrise 1929-1932/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1,5. 205 1.

Teilweiser Abdruck in M. Broszat, Die Machtergreifung, Der Aufsticg der NSDAP
und die Zerstd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Miinchen 1984, S, 179-184.

H.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R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F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Main 1977, 5.772.

H. A, Winkler,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S, 823.

6 Vgl H. Muth, Schleicher und die Gewerkschaften 1932, Tiin Quellenprablem, in

VEZ 26, 1981, 5. 189-215.

11 Kohler, Arbeitsdienst in Deutschland, Plane und Verwirklichungsformen
bis zur Einfiihrung der Arbeitsdiensiplicht im Jahre 1935, Berlin 1967, 5. 164 T;
P Dudek, Erzichung durch Arbeit, Arbeitslagerbewcgung und freiwilliger Ar-
beitsdienst 19201935, Opladen 1988,

Strassers Briefentwurf abgedruckt in: U.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 Stuttgart 1978, 5. 202-204.

Die Tagebii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amtliche Fragmente, Teil 1, Aufzeich-
nungen 19241941, hg. von E. Frohlich, Bd. 2, Minchen und New York 1987,
§.297.

Vgl. U.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 8. 202-204; P. D. Stachu-
ra, »Der Fall Strassere, Gregor Strasser, Hitl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301932,
in: Ders. (Hg), The Shaping of the Nazi State, London 1978, 5. 88-130.

U.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 S. 192, 5. Hitlers »Denkschrift
iber dic inneren Griinde fiir dic Verfiigungen zur Herstellung ciner erhhten
Schlughraft der Bewegunge, 12./13. Dezember 1932, BA Berlin, NS 22/110.

Die Tagebiicher von Joseph Gaebhels, Bd. 2, 5. 333

Abdruck der Rede Papens in G. Buchheit, Im Schatten Bismarcks, Brining, Po-
pen, Schleicher, Berlin 1933, 8. 95

H. Michaelis v.a. (Hg.),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msart,
Bd. 8, Berlin 1963, 8. 687; vgl 11 A. Tarner ji, Die GroBunternchmer und der
Auftieg itlers, Berlin 1985, 5. 785 .

R. Neebe, GroR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 1930—1933, Paul Silverberg und der






images/00153.jpeg
iplh
Do e b

| bf[ll(gsﬁ Plakz - 2 Eier S5,
dnmtrsfe plafl MBquyr
Marfdhall, G (\mnmmm,

| St Friedan, Moe Berd
Gsb!oﬁpnrh!’bml‘u P an?;lz,, P 3‘2‘;3;::1






images/00156.jpeg





images/00155.jpeg
27

11

13

Vgl U. Schiiren, Der Volksentscheid zur Fiirstenenteignung 1926, Die Vermd
gensauseinandersetzung mil den depossedierten Landesherren als Problem der
deutschen Tnnenpolitik unter besonderer Beriicksichtigung der Verhltnisse in
Preufien, Dissseldorf 1978, 5. 491,

Thenda, . 156.

Ebenda, §. 210.

Schulthess” Europi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1930, Miinchen 1931, 8. 183,

UL Schiiren, Der Volksentscheid, 8. 234

Ebenda, §. 224,

H. A. Turner, Stresemann, S, 218

Vgl C. Fithr, Zur Schul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Zusammenarbeit von
Reich und Tiindern im Reichsschulausschuft (1919-1923) und im Ausschuf fr
das Unterrichtswesen (1924-1933), Darstellung und Quellen, Weinheim *197:
S.73; G. Griinthal, Reichsschulgesetz und Zentrumspartei in der Weimarer Re-
publik, Diisseldorl 1968, . 242
Vgl W. Wacker, Der Bau des Panzerschiffs »A« und der Reichstag, Tibingen
1959, 5. 81,

Vgl.J. Hiitter, Wilhelm Groener, Reichsminister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8-1932), Miinchen 1993, . 69 . und 153 ff.

H.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fi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Eine Biographie,
Berlin 1977, 5. 519

Vgl J. Becker, Zur Politik der Wehrmachtsabteilung in der Regicrungskrise
192611927, Zwei Dokumente aus dem Nachlaf Schleicher, in: VIZ 14, 1966, 5.69-78
Vgl J. A. Leopold, Alfred Hugenberg, The radical nationalist campaign against
the Weimar Republic, New Haven 1977, S. 49 ff; H. Holzbach, Das »System Hu-
genberge, Dic Organisation biirgerlicher Sammlungspolitik vor dem Aufstieg der
NSDAP, Stuttgart 1981, S. 2081,

Vgl. A. Stupperich, Volksgemeinschaft ader Arheitersolidaritit, Studien zur Ar-
beitnchmerpolitik in der 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 1918-1933, Gottingen
und Ziirich 1982; L. Hamel, Volkischer Verband und nationale Gewerkschaft, Der
Deutschnationale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 1893-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7, 8. 218 .

11 Holebach, Das »Syslem Hugenberge, 8. 218,

henda, S. 167F. und 200; vgl. zur DNVP F Frh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E. Matthias und R. Morsey (Hg.), Das Ende der
Parteicn, Darstellungen und Dokumente, Diisscldorf 1960, 8. 543-652

K. Gossweiler, Bund der Erneuerung des Reiches 19281933, in: Lexikon zur Par-
teiengeschichte, Die biirgerlichen und kleinbiirgerlichen Parteien und Verbinde
Deutschlands 1789-1943, he. von D. Fricke u.a., Leipzig und Koln 1983, 8. 381.
Vgl L. E. Jones, Sammlung uder Zersplitterung? Die Bestrebungen zur Bildung
einer neuen Mittelpartei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1933, in:
VE£ 25,1977, 5. 265-304.

Vel. E. Matthias und R. Morsey, Die Deutsche Staatspartei, in: Dies, (EHg.), Das






images/00150.jpeg
W. Abelshauser (Hg.), Die Weimarer Republik als Wohlfahrtsstaat, Zum
Verhiiltnis von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 in der Industriegesell-
schaft (Vierteljahreshefte fii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
81), Wicsbaden 1987.

G. Brakelmann, Evangelische Kirche in sozialen Konflikten der Weimarer
Zeit, Das Beispiel des Ruhreisenstreits (Schriften zu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Geschichle des neuzeillichen Christentums, 1), Bochum 1986.

R.J. Evans und D. Geary (Hg.), The German unemployed,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

G. D. Feldman, The origins of the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A documen-
tation, unter Mitarbeit von L. Steinisch, i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
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9 1973. Heft 19/20. S. 45-103.





images/00152.jpeg





images/00151.jpeg
ten des Deutschen Architekturmuseums zur Architekturgeschichte und
Architekturtheorie, Braunschweig 1986.

. Mohler, Dic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2, Kin
Handbuch, Darmsladi *1972.

H. Mommisen, Der Mythos des nationalen Aufbruchs und die Haltung der
deutschen intellektuellen und funktionalen Eliten, in: 1933 in Gesell-
schaftund Wissenschaft, Ringvorlesungim Wintersemester 1982/1983 und
Sommersemester 1983, Teil 1, Gesellschaft, Hamburg 1983, S. 127-141.

. L. Mosse, Ein Volk, ein Reich, ein Fithrer, Die vélkischen Urspriing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Kisnigstein 1979

H.-H. Miller, Der Krieg und die Schrifisteller, Der Kriegsroma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86.

|. Petzold, Wegbereiter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Die Jungkonservativ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aln 1978,

D. ]. K. Peukerl, Jugend zwischen Krieg und Krise, Lebenswelien von Arbei-

terj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aln 1987.

. Priimm, Dic Literatur des soldatischen Nationalismus der 20cr Jah-
re (1918-1933), Gruppenideologie und Epochenproblematik, 2 Bde,
Kronberg 1974.

[. Raabe, Die biindische Jugend,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61.

C. Rauh-Kithne und C. Ruck (Hg.), Regionale Lliten zwischen Diktatur und
Demokratie, Baden-Wiirttemberg 1930-1952, Miinchen 1993.

. K. Ringer, Die Gelehrien, Der Niedergang der deutschen Mandarine
1890-1933, Stuttgart 1983.

M. Sabrow, Der Rathenau-Mord, Rekonstruktion ciner Verschwirung
gegen die Weimarer Republik (Schriftenreihe der V{Z, 69), Miinchen
1994,

M. Schueller, Zwischen Romantik und Faschismus, Der Beittag Othmar
Spanns zum Konserva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70

G. Schulz, Der »Nationale Klub von 1919« zu Berlin, Zum politischen Zer-
fall einer Gesellschaft. in: Jahrbuch fii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
deutschlands 11, 1962, S. 207-237.

H.-D. Schwarz, Der konservative Anarchist, Politik und Zeitkritik Ernst
Jiingers, Freiburg i. Br. 1962.

). Schwarz, Studen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deutsche Studenten-
schaft in der Zeit von 1918 bis 1923 und ihre Stellung zur Politik, Berlin
1971

=






images/00158.jpeg
. Kosters, Katholische Verbande und moderne Gesellschaft, Organisa-
tionsgeschichte und Vereinskultur im Bistum Miinster 1918-1945, Pa-
derborn 1996.

R. Morsey, Hitlers Verhandlungen mit der Zentrumsfiihrung am 31. Januar

1933, Dokumentation, in: VIZ 9, 1961, S. 182-194.

Ders., Die Deulsche Zentrumspartei 1917-1923 (Beitri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32), Diisscldorf
1966.

Ders., Der Untergang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Die Zentrumspartei
zwischen christlichem Selbstverstéindnis und »Nationaler Erhebung«
1932/1933, Stuttgart und Ziirich 1977.

D. H. Miiller, Arbeiter, Katholizismus, Staat, Der Volksverein fiir das ka-
tholische Deutschland und die katholischen Arbeiterorganisation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6.

W. L. Palch, Christian trade union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1918-19.
‘The failure of rcorporate pluralisme, New Haven 1985,

C. Rauh-Kiihne, Katholisches Milieu und Kleinstadtgesellschaft, Ettlingen
1918-1939, Sigmaringen 1996.

H. Roder, Der christlich-national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 (DGB) im
politisch-dkonomischen Kréftefeld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Bern und New York 1986.

K. Ruppert, Im Dienst am Staat von Weimar, Das Zentrum als regierende
Partei in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19231930 (Beitrage zur Geschich-
(e des Parlamenl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96), Diisseldor(
1992.

M. Schneider, Die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 1894-1933, Bonn 1982.

K. Schénhoven, Dic Bayerische Volkspartei 1924-1932 (Beitrége zur Ge-
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46), Diis
seldorf 1972.

Ders.,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sschaltung, Die Bayerische Volkspar-
tei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2/1933, in: 117 224, 1977,
S.340-378.

M. Schumacher, Zsvischen »Einschaltung« und »Gleichschaltunge, Zum

Untergang der Deutschen Zentrumspartei 1932/1933, in: Historisches

Tahrbuch 99, 197 268-303.






images/00157.jpeg
gungen zur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301932, in: Gut 8, 1982,
5.401
53 H. Briining, Memoiren,






images/00159.jpeg
2%

H. Michaclis u.a. (Hg),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
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
genwart, Bd.7, Berlin 1962, S.613f.

AR, Kabinett Miller 11, Bd. 2, 5. 1229,

1.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ige zur deutschen Geschichie
1930-1932, Stullgart 1962, 5. 73.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n der Krise 1930-1932, Quellen zur Ara Briining, cingel
von G. Schulz, bearb. von 1. Maurer und U, Wengst, leil 1, Diisseldorf 1980, 5. 18
i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kumentarisin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Reihe 3, Bd. 4.

AdR, Kabinett Miller I1, Bd. 2, 5. 1581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n der Krise 1930-1932, Teil 1, 5. 94,

AdR, Kabinett Miller 11, Bd. 2, 5. 1581,

T.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 414

R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ci, in: E. Matthias und Ders. (I1g.), Das
Ende der Parteien, Darstellungen und Dokumente, Dissseldorf 1960, . 291 1T

W. Besson, Wiirttemberg und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28-1933, Eine Studie zur
Aufl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59, §. 135.

AJR, Kabinelt Miiller 11, Bd. 2, 5. 1609,

H. Briining, Memoiren 1918-1934, Stutlgart 1970, S. 161.

Sozialdemokratischer Parteitag Magdcburg 1929, Berlin 1929, §. 170.

Vgl. 11 Mommsen, leinrich Briinings Politik als Reichskanzler, Das Scheitern
eines politischen Alleingangs, in: K. Holl (Hg.), Wirtschafiskrise und liberale
Demokratie,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ie gegenwirtige Situation,
Gottingen 1978, 8. 16-45; R, Morsey, Neue Quellen zur Vorgeschichte der Reichs-
Kanzlerschaft Briinings, in: F. A, Hermens und T. Schieder (Tg.), Staal,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estschr. fiir Heinrich Briining, Berlin
1967, 5. 207-231.

11, Briining, Die linanz und Steverpolitik, in: Politisches Jahrbuch 192711928,
S.702; vgl. R. Morsey, Brimings Kritil an der Reichsfinanzpolitil 1919-1929, i
E. Hassinger w.a. (Hg), Geschichte, Wirtschatt, Gesellschaft, Festschr. fiir Cle-
‘mens Baver, Berlin 1974, $, 359-373

Tagebuch Hans Schiffer vom 17. April 1931, zit. nach H. Mommsen, Heinrich
Britnings Politik als Reichskanzler, S, 28.

Vgl R. Morsey, Britnings Kritik an der Reichsfinanzpolitik 1919-1929, 5. 3591

H. Mommsen, Staat und Biirokratie in der A
dition und Reform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Gedenkschrift fir Waldemar Besson.
Frankfurt am Main 1976, S, 81-137.

Vgl W. Grotkopp, Die grofie Krise, Lehren aus der Uberwindung der Wirt-
schaflskrise 1929-1932, Diisseldorf 1954, 5. 50.

Vgl. G. Stoltenberg, Politische Stromungen im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Land-
volk 1918-1933,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Meinungsbildung in der Weimarer
Ripubhik: Disisldort 1962 R, Heberle, Landbewslkering iind Nationialsozsalis:

schafl

a Briining, in: G. Jasper (I1g), Tra






images/00002.jpeg





images/00001.jpeg
Serie B: 1925-1933, 21 Bde (1. Dezember 1925 bis 29. Januar 1933), Got-
Lingen 1966 ff.

C. Horkenbach, Das Deutsche Reich von 1918 bis heute, 4 Bde, (1918-1933)

Berlin 0.]. (1930-1935).

. R, Huber (Hg),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 3,
Dokumente der Novemberrevolution und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 Stuttgart 1966.

Die Protokolle der Reichstagsfraktion und des Fraktionsvorstandes der
Deutschen Zentrumspartei 19261933, bearbeitet von R. Morsey (Ver:
affentlichungen der Kommission fiir Zeitgeschichte, Reihe A, Quellen,
Bd. 9, und der Kommission fii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Mainz 1969.

Adolf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 hg. vom Institut fiir Zeitgeschichte, 6 Bde in 16 'leilbinden. Bd. 1,

ler NSDAP, Februar 1925 bis Juni 1926, hg. und
kommentiert von C. Vollnhals. Bd. 2 in 2 Teilbéinden, Vom Weimarer

Partcitag bis zur Reichstagswahl, Juli 1926 bis Mai 1928, hg. und kom-
mentiert von B. Dusik. Bd. 2A, Auflenpolitische Standortbestimmung
nach der Reichstagswahl, Juni/Juli 1928, hg. und kommentiert von
G. L. Weinberg, C. Hartmann und K. Langkheit. Bd. 3 in 3 Teilbinden,
Zawischen den Reichstagswahlen, Juli 1928 bis September 1930, hg. und
kommentiert von B. Dusik, K. Langkheit und C. Hartmann. Bd. 4 in
3 'leilbinden, Von der Reichstagswahl bis zur Reichsprisidentenwahl,
Oklober 1930 bis Miirz 1932, hg. und kommentiert von K. Goschler und
C. Hartmann. Bd. 5 in 2 Teilbanden, Von der Reichsprisidentenwahl bis
zur Machtergreifung, April 1932 bis Januar 1933. Bd. 6, Register sowic
3 Erginzungsbiinde, Der Hitler-ProzeR 1924, hg, von O. Gritschneder,
1. Gruchmann und R. Weber. Alle Béinde: Miinchen, New Providence,
London und Paris 1992-1997.

Quellen 7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hewegang im
20. Jahrhundert, hg. von K. Tenfelde, K. Schénhoven und I1. Weber:
Bd. 1, Die Gewerkschaften in Weltkrieg und Revolution 1914-1919, bear-

Deitel von K. Schonhoven, Kiln 1985

Bd. 2, Die Gewerkschaften in den Anfangsjahren der Republik 19191923,
bearbeitet von M. Ruck, Kaln 1985

Bd. 3, Die Gewerkschaften von der Stabilisierung bis zur Weltwirtschafts-
krise 1924-1930, bearbeitet von H. A. Kukuck und D. Schiffmann, Koln

1986

Die Wiedergriindung






images/00004.jpeg





images/00003.jpeg





images/00006.jpeg
WIR WOLLEN FR.EI JEIN/
WIE DIE VATER WAREN
GEBT ZUM DEUTSCHEN VOLKSOPFER

SPENDIN IN BAYERN AN DIT BAVERUNE VATLRUSNDUOSE NOTHRAUE
(DLUUOILS VOUKSOPFER. IN BAVERN): RUTKHIGK, MONCHIN 13791 UND 46300






images/00005.jpeg





images/00008.jpeg





images/00007.jpeg
\‘ G
U8 P‘ :‘j‘ )5
wllesugute kommen! H)
= : (






images/00009.jpeg
REPUBLIKANKCR !

”\f wom ]fm’ljég,, XV} fbau eﬁ*ces






images/00143.jpeg
Wer rettet Preufien vor demiergnnge?






images/00142.jpeg





images/00145.jpeg





images/00144.jpeg





images/00141.jpeg
O aQﬂJ Dei Ao

LL\MI i "‘?"’ e Pt
Treppen. dar Lhass boepiibee, i
7"""'""“"’7"_"'“‘7/"'/— Zera )1/—“{ et
Jethiryo) 5 fottn Die dilieite,
D oot 5 e Mas Aruirt. Sy Hnilt, Do
Vs pen

Do Brvbie o Jrigite o O Dbestoearns
bdo, Letde., o,

Dt B
P TN SN ) 2

D Lstotane Do, Popen o Dy Lwmtinr
L e imater Lo @enntenty

Crle, LT,

Ui ety e,
Virttsestoceisin, Dui o tmadan, i o, bnt
Jeriye S i B Dlhnts  potTire. Srtein

470 by ent At ) Jeis in srui Ceis<t
Y iedt et
//iy Kok Aey Ol drloffen e
ﬂw&&t%v

VUMY, D¢, frratecants
Didyy Prtily o Doy Iesan Stiiet
O i becein
Alle PDmeo o ddeii 57 o Retly e~
FLia e ity g Jpietn et
Pbhi povson tecnertletd = ez
PoASe o mtig st Foo O1e Prrign

Ve





images/00140.jpeg





images/00031.jpeg
\q.\s" i ,

A
\ R
i e Loyt Piee,
il 4
PR e
A in oty e/
, itats e Valh e Crletd -‘—-// Aas

Dles sertinss M‘Y Vptn wt ppihs,
Sptpetas

L firvaisinisstn Prte
T pr

e Fo,

Lnms laann 7,

© Dactorras Aot amt
5. Vet e, 4’»4\/1>

Logne 1ot Fo % frtis/ant forotia

redar,

g Vothorejicy, it s Sters

sl

Vitpues Do M arsen, pYaes nety

vov e pomce S
T dentileaiyade  Ful o Citonaann]

20y mayg e sl
Giry it ¢ (o Lampin e
liie menw ot dess ae
Dic Dviomrtntivetie ¢ Iipintn Jlpuitlcd
aceers hat
ron TTEA Vi Drewywtiziie. Arif ‘g?h/

Les

PAT
o7

14

Jiv Peeaticies 2imes P, P Fe fopir i

,

Dy 25 ror Deven Pillsesinn. Lorsatie, P
SmrDtr—epi et Dacgns

Liassfey boy Bectaters, | tecen





images/00030.jpeg





images/00033.jpeg





images/00032.jpeg
L ',
2 DOV yeny Almrsomnn— « L

Loy presrae Hmt Lo

ez

Gend  Cmeatainf
Day Loarit mannae Doy Lbomavatiot
7 eliseeoct

Leais

O yoeaisist s

Lty | Diipe. Dletirsins, toty mery
Q%J-vm v ‘—n“&'}‘/ e Dma 2
Dicon, riiibatojmy Topes dait 2yt oilg.
Weafs £Llc sees | Da mac Dew Ltamemry

-
Hyaree b Leitd O frreslack

2ty e,
G diwme

Yot Oy 3fsandsr tace)el IP20r D,
Phafilann jp, €Lt DeaZposiimen., s,
Meustectce | 2+ Jpfre veion

Bl atie Pew Dote. o Letyy
L Dten laflon D, teeor Ljild

D Beniephusy D~ /;;:i,r-v Zy Lo
Doy teererye. 4‘7/"""“""'" =
H den Gy dnpun Sl wmppficin

5 et do foiistae Py

& lee. 0 Lo

5 tets Dic stogpoe Pty i,
Yotcaty..,

Do, Bav 5 bvtuity, Jitgeta 0

Do
Pe- atn Sorridan
— AR~ Kl SGung





images/00035.jpeg





images/00147.jpeg
WA

40 F

’

BRI
s AR R O

10.

1672 11024 11035 10796 1027 109% 102G 1920 ' 1031 1039 ' 1033





images/00034.jpeg
1925 - 1932
E R 5 R
l'frm:y:—)w
X
R i, s,
388 30.1 368
TEO B L
. 68 |
EEICE
L NEE, MEE,
530 530
L3t
145






images/00146.jpeg





images/00037.png





images/00149.jpeg
. ). L. Adolph, Otto Wels und dic Poli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c
1894-1939,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Berlin 1971.

T. Alexander, Carl Severing, Franklurl am Main 1994,

G. Arns, Friedrich Ebert als Reichsprasident, in: HZ Beiheft 1, 1971.

J. A. Bach, Franz von Pap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ktivititen in Poli-
tik und Presse, 19181932, Diisseldorf 1977,

D. Beck, Julius Leber, Sozialdemokrat zwischen Reform und Widerstand,
Berlin 1983.

P. Berglar, Walther Rathenau, Seine Zeit, sein Werlk, seine Personlichkeit.
Bremen 1970.

0. Braun, Von Weimar zu Hitler, Hamburg 1949.

A. Brecht, Aus niichster Nihe, Lebenserinnerungen 18841927, Stuttgart
1966.

Ders., Mit der Kraft des Geistes, Lebenserinnerungen, Zweite Halfte, 1927-
1967, Berlin 1967.

H., Briining, Memoiren 19181934, Stuttgart 1970.

H. Briining, Reden und Aufsitze cines deutschen Staatsmannes, hg. von W,
Vernekohl unter Mitwirkung von R. Morsey, Miinster 1968.

Heinrich Briining, Briefe und Gesprache 1934-1945, Briefe 1946-1960, 2
Bde, hg. von C. Nix unter Mitarbeit von R. Phelps und G. Pettec, Stuttgart
1974,

J. Curlius, Sechs Jahre Minister der deutschen Republik, Heidelberg 1948,

U. Czisnik, Gustav Noske, Ein sozialdemokratischer Staats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69.

H. Dieckmann, Johannes Popitz, Entwicklung und Wirksamkeit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1933, Berlin 1960.

A. Dorpalen, Hindenburg in der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66.

I Duesterberg, Der Stahlhelm und Hitler, Wolfenbiittel 1949.

M. Eksteins, Theador Heuss und die Weimarer Republik, F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Liberalismus, Stutlgart 1969.

K. Epstein, Matthias Erzberger und das Dilemma der deutschen Demokra-
tie, Berlin *1976.

K. Fabian, Kein Parteisoldat, Lebensbericht eines Sozialdemaolraten, Frank-
furt am Main 1981.

Fest, Hitler,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Main und Berlin 1973,






images/00036.jpeg
|7 R IR RS e

F ) 1028 4 w55 5 55t 5 G s





images/00148.jpeg
60
61
62

63

61
65

Vgl . Valter, Hitlers Wihler, Miinchen 1991, 8. 351, und 3691,

M. Domarus, Hiller, Bd. 1, 5. 1131 und 120,

Die Tagebiicher von Joseph Gachbels, Bd. 3, 5. 211

°I. Vogelsang, Nev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wehr 1930-1933, in
VIiZ.2,1954,8.911.

Die Tagebii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Bd. 2,8, 217

Fbenda 219.

AdR, Kabinett Papen, Bd. 1, 5. 381,

T. Vogelsang, Zur Politik Schleichers, §. 100.

AdR, Kabinett Papen, Bd. 1, 8. 385 und
Ebenda, 5. 382.

Rede des Reichsministers des lnnern, Frhr. von Gayl, anlalich der Verfassungs-
feier am 11. August 1932, Berlin 1932,

AdR, Kabinett Papen. Bd. 1, 5. 391£.

Ebenda, S, 392,

Die Tagebiicher von Jseph Gaebhels, Bd. 2, 5. 226.

M. Domarus, Hitler, Bd. 1, 5. 127.

Vgl U.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 Stuttgart 1978, S,
83ff

Vgl. D. Junker,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 86££; R. Morsey, Der Untergang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S, 56 .

. Junker,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 81 . und 89.

Ebenda, §. 101,

Schulthess’ Europi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1931, 8. 5; vgl. |. Becker, Prilat Kaas
und das Problem der Regierungshetciligung der NSDAP 1930-1932, in: HZ. 196,
1963, 5. 74-111.

T,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
Fhenda, $. 278

Schulthess' Guropii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1932, 8. 154.

R. Neche, Groffindustrie, Staat und NSDA P 1930-1933, Paul Silverberg und der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c in der Krise der Weimarcr Republik
Gitingen 1981, 5. 128

R. Necbe, Grok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 1930-1933, 5. 131.

Schulthess’ Europii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1932, 5. 159.

Lexikon zur Parteiengeschichte, Die biirgerlichen und Kleinbiirgerlichen Parteien
und Verbinde in Deutschland 1789-1945, hg. von D.
und Koln 1984, 5, 219; 7u Schleichers Uberlegungen zur Prisidialpartei-Grtin
dung vgl. AJR, Kabinett Pupen, Bd. 1, 5, 477 und 481,

AdR, Kabinett Papen, Bd. 2, 5. 557; vgl. W Schotte, Der neue Staat, Berlin 1932,
J. Petzold, Wegbereiter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Die Jungkonservativ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oln 1978, 5. 2031, und 22911

AdR, Kabinett Papen, Bd. 2, 5. 556 und 560.

M. Domarus. Hitler. Bd. 1. 8. 133. 135 und 138f.






images/00028.jpeg
20

21

Vgl I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age zur deutschen Ge-
schichte 19301932, Stutlgarl 1962, S. 232

T. Trumpp, Franz von Papen, der preufiisch-deutsche Dualismus und die NSDAP
in Preufien, Liin Beitrag zur Vorgeschichte des 20. Juli 1932, Phil. iss. Tiibingen
1963, 5. 212-219,

Vgl. H.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fi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Eine Biogra-
phie, Frankfurt am Main und Berlin 1977, 8. 725 .

Vgl. G. Schulz, »Preufienschlags oder Staatsstreich?, Neues zum 20. Juli 1932, in:
Der Staat 17, 1978, 8. 553-581

H. Piinder, Politik in der Reichskanzlei, Aufzeichnungen aus den Jahren 1929-
1932, hg,. von 1 Vogelsang, Stuttgart 1961, 5. 136,

Die Tagebiicher von Joseph Gocbbels, Simtliche Fragmente, Teil 1, Aufzeichnun-
gen 1924-1941, hg. von E. Frohlich, Bd. 2, Manchen und New York 1987, 5. 183.
Teilweiser Abdruck der Aufzeichnungen von Albert Grzesinski in: M. Broszat,
Die Machtergreifung, Der Aufstieg der NSDAP und die Zerstarung der Weima
rer Republik, Miinchen 1984, 5. 189-198.

C. Severing, Mein Lebensweg, Bd. 2, Koln 1950, . 347; H. Schulze, Aus den Ak-
ten des Parteivorstandes der deutschen Sozialdemakratie 1932/1933, Bonn 197°
S.3-34.

I1-P. Ehni, Bollwerk Preufien?, Preufien-Regierung, Reich-Linder-Problem und
Sozialdemokratie 1928-1932, Bonn 1975, S. 260.

AdR, Kabinett Papen, Bd. 1, S. 264; vgl. W. Benz und 1. Geiss, Staatsstreich gegen
Preuflen, 20. Juli 1932, Diisseldorfo. ], S. 121,

Die Tagebii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Bd. 2, 5. 209.

C. Horkenbach (Hg.), Das Deutsche Reich von 1918 bis heute, 1932, 8. 21

0. Braun, Von Weimar zu Hitler, Hamburg 1949, . 257£; vgl. 11. Schulze, Otto
Braun, S. 735.
Die Tagebiicher von Joseph Gocbhels, Teil 1, Bd. 2,
Vgl 11 Schulze, Otto Braun, $. 766 £ Schulthess’
der 1932, 5. 200,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1932, 5. 134.
W, Benz und L. Geiss, Staatsstreich gegen Preufien, $. 27,
Schulthess’ Europi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1932, 5. 1341
W. Schotte, Der neue Staat, Berlin 1932,
DNV, Unsere Partei, S. 10, 1932, Nr. 12 vom 15. Juni 1932

Vgl. L. . Joncs, Sammlung oder Zersplitterung?, Dic Bestrebungen zur Bildung
einer newen Mittelpartei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1932, in
VIZ 25, 1977, S. 265-304.

Vgl. D. Junker,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und Hitler 1932/1933, Ein Beitrag
ur Problematik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utschland, Stutigart 1969,
S. 156fF; R. Morsey, Der Untergang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Die Zen-
trumspartei zwischen christlichem Sclbstverstindnis und »Nationaler Erhebung«
1933, Stuttgarl und Ziirich 1977, S. 109 und 176,

208.
ropéischer Geschichtskalen-






images/00027.jpeg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hg. von K. D. Erdmann und
H. Booms bzw. W. Mommsen:

Das Kabinett Scheidemann, bearbeitet von H. Schulze, Boppard 1971.

Das Kabinett Bauer, bearbeitet von A. Golecki, Boppard 1980.

Das Kabinett Miiller 1, bearbeitet von M. Vogt, Boppard 1971.

Das Kabinett Fehrenbach, bearbeitet von I Wulf, Boppard 1972.

Die Kabinette Wirth 1 und 11, bearbeitet von 1. Schulze-Bidlingmeier, Bop-
pard 1973.

Das Kabinett Cuno, bearbeitet von K.-T1. Tarbeck, Boppard 1978.

Die Kabinette Stresemann | und 11, bearbeitet von K.D. Erdmann und
M. Vogt, 2 Bde, Boppard 1978,

Die Kabinette Marx I und II, bearbeitet von G. Abramowski, 2 Bde, Bap-
pard 1973,

Die Kabinette Luther I und IT, bearbeitet von K.-H. Minuth, 2 Bde, Boppard
1977

Die Kabinelle Marx 111 und 1V, bearbeitet von G. Abramowski, 2 Bde, Bop
pard 1987.

Das Kabinett Miiller 11, bearbeitet von M. Vogt, 2 Bde, Boppard 1970.

Dic Kabinette Brining I und 11, bearbeitet von T. Koops, 2 Bde, Boppard
1982.

Das Kabinett Papen, bearbeitet von K.-H. Minuth, 2 Bde, Boppard 1989.

Das Kabinett Schleicher, bearbeitet von A. Golecki, Boppard 1986.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8, hg. fiir die Hi-
storische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

ten von K. Repgen, fiir das Bundesarchiv von H. Booms. Teil 1, 1933/1934,
2 Bde, bearbeitet von K.-H. Minuth, Boppard 1983.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 A: 1918-1925, 14 Bde (9. November 1918 bis 30. November 1925),
ingen 1982-1995,






images/00029.jpeg
Fgrit AFTEfElR fhAct

50

40

30

Toaas Vigan !

f (B CE e [ QRSN E—(— 2 e





images/00132.jpeg
Ders., Vom Trommler zum Fi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ind-
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 Miinchen
1975

A. Werner, SA und NSDAP, Sa: »Wehrverbande, »Parteigruppee« oder »Re-
volutionsarme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A und der NSDAP 1920
1933, Erlangen 1964.





images/00131.jpeg
A

38

10

11

42
13

44

16

mu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politischen Willensbildung in Schles-

wig-Holstein 19181932, Stuttgart 1963

Vgl E Stern, Kulturpessimismus als politische Gefihr, Eine Analyse nationaler

Ideologic in Deutschland, Miinchen und Bern 1963, insbes. 8. 345 f

Vgl D. L Niewyk, TheJewsin Weimar Germany, Baton Rouge 1980,5.47 [ und 89

Vgl A. Kanders, German Politics and the Jews, Duesseldorf und Nuremberg

19101933, Oxford 1996,

Vgl M.H. Kater, Studentenschafl und Rechi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

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
ik, Hamburg 1975; G. Michalski, Der Antisemitismus im deutschen akademi:

schen Teben in der Zei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Frankfurt am Main 1980.

Vgl K. von Klemperer, Konservative Bewegungen,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a-

tionalsozialismus, Miinchen und Wien 1962, 5. 108 f£; A. Mohler, Die konservati-

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 1932, Ein Handbuch, Darmstadi *1972; Yuji

Tshida, Jungkonservativ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er Ring-Kreis 1928-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8

Vgl G. Schulz, Aufi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Krise und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75, S. 325,

11. von Hofmannsthal, Das $chrifttum als geistiger Raum der Nation, Manchen

1927,

Vgl H. Liibbe, Politische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Basel und Stuttgart 1963

$.173f; R. Wohl, ‘L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MA, 1979, 8. 62,

Vgl.J. Hermand und F. Trommler, Die Kul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Minchen

1978; J. Willet, Arts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Period, The New Sobriety 1917~

1933, New York 1978; U Linse, Barfiflige Propheten, Lrloser der zwanziger Jahre

Terlin 1983

Vgl. |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84.

. von Salomon, Die Geichtelen, 5. 266.

Vgl E Raabe, Die Bindische Jugend,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61, $. 106fF; H. Mommsen, Generationskonflikt und Ju-

gendrevolt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T. Koebner u.a. (Hg.), »Mil uns zieh

die neue Zeit«, Der Mythos Jugend, Prankfurt am Main 1985, 5. 50-67.

Vgl 1. Mommsen, Dic Sozialdemokratic in der Defensive, Der Immobilismus

der SPD und der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s. (Hg.), Sozialdemo

hen Klassenhewegung und Volkspartei, Frankfurt am Main 1974,

kratie zwi
$.106-133
Neue Blilter fiir den Sozialismus 1, 1930, S. 301; vel. M. Martiny, Die Entstehung
der »Neuen Blitter fiir den Sozialismus« und ihres Freundeskreises, in: ViZ 25,
1977,5.373-419.

T. Goebbels, Die zweite Revolution, Briefe an Zeitgenossen, Zwickau 1926, 5.5
G. Strasser, Macht Platz, ihr Alten!, in: Ders., Kampf um Deutschland, Reden und
Aufstitze dnes Nationalsozlalisten. Milnchen 1932. 8. 171.






images/00134.jpeg
4

12
13

D. Felten, Oswald Spengler, Konservativer Denker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Dik-

tatur, Miinchen 1988, 8. 148 und 1511,

Vel M. H. Kaler, Zur Soziographie der [rithen NSDAP, in: VIZ 19, 1971,

124-159.

G. lieder, Das Manifest zur 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l des Geldes, Minchen

1919.

Vgl. B. Hamann, Hitlers Wien, Miinchen 1996.

Vgl J. C. Test, Hitler, T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Main und Berlin 1973; E.

Deuerlein, 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 in: VZ 7, 1959

S.177-227.

Vgl J. P. Stern, Hitler, Der Tishrer und das Volk, Minchen und Wien 1978,
ff.

Vgl. M. Brosza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Weltanschauung, Programm und

Wirklichkeit, Stuttgart 1960; Das 25-Punkte-Programm der NSDAP vom 24

Februar 1920 st abgedruckt in: A. Tyrell, Fithrer befichl ..., Selbstzeugnissc

aus der Kampfzeit der NSDAP, Dokumentation und Analyse, Diisscldorf 1969,

5.23-26.

Vel W. Hor, Fiihrerideologie und Parleiorganisation in der NSDAP 1919-1933

Dissseldor( 1972, 5. 5511

Hiller, Mein Kampf, Miinchen 71933, 8. 422,

Vel H. Auerbach, Hitlers politische Lehrjahre und die Minchener Gesellschali

1919-1923, Versuch einer Bilan anhand der neueren Forschung, in: VIZ 25

E. Jickel und 11. Kuhn (11g), Titler, S. 118.
Vgl. zur Vorgeschichte des Novemberputsches L. Deuerlein (Tlg.), Der Hitler
Putsch; T, T1. Hofmann, Der Hitler Putsch, S. 701t: 11 I. Gordon jr., Hitler
Putsch 1923, 5. 169,

Vgl B. Thoft, Der Ludendorff-Kreis 1919-1923, Miinchen 1978,

Der Hitler-Proze vor dem Volksgericht in Minchen, Teil 1, Manchen 1924,
S.163.

E. Jickel und H. Kuhn (Hg). Hitler, S. 1028f. und 1043.

Vgl H. J. Gordon jr., Hitler-Putsch 1923, S. 240.

H. Mommsen, Adolf Hitler und der 9. November 1923, in: J. Willms (Hg.), Der
9. November, Fiinf Essays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Miinchen 1994, §. 33-48,

E. Jickel und H. Kuhn (Hg), Hiller, $. 1054,

Ebenda, 8. 1055.

Gt St Vernsachtois, Bd. 18 344f





images/00133.jpeg
Ders., Konservatismus als »Uberparteilichkeite, Die Beamten der Reichs-
kanzlei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Weimarer Republik, in: D. Stegmann
w.a. (Hg.), Deutscher Konservat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est-
schrift fiir Fritz Fischer, Bonn 1983, S. 231-280.

J. R. C. Wright, »Uber den Parteienc, Die politische Hallung der evange
lischen Kirchenfhrer 1918-1933 (Arbeilen zur kirchlichen Zeilge-
schichte, 2), Gottingen 1977.

W. Ziegler, Di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 1919/1920 und ihr Verfas-
sungswerk, Berlin 19






images/00130.jpeg
V. R. Berghahn, Die Harzburger Iront und die Kandidatur Hindenburgs fir
die Prisidentschaftswahlen 1932, in: VfZ 13, 1965, S. 64-82.

J. M. Diehl, Von der »Vaterlandspartei« zur »Nationalen Revoluliong, Die
»Vereinigten Vaterlandischen Verbinde Deutschlands (Vv VD)« 1922-
1932, in: VfZ 33, 1985, S. 617-639,

I. Dohn, Politik und Tnteresse, Die Interessenstruktur der Deutschen
Volkspartei, Meisenheim 1970.

H. Fenske, Konservatismus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Bayern nach 1918,
Bad Homburg 1969.

P. Tritzsche, Rehearsals for Destruction. Papu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
tion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90.

R. P. Grathwol, Stresemann and the DNVP, Reconciliation or revenge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241928, Lawrence 1980.

H. Hagenliicke, 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 Die nationale Rechte am Ende
des Kaiserreiches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alitischen Parteien, 108), Disseldorf 1997.

I. Tamel, Volkischer Verband und nationale Gewerkschaft, Der Deutsch-
nationale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 1893-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7.

U. Heinemann, Die verdriingle Niederlage, Polilische Offentlichkeit und
Kriegsschuld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
schichtswissenschaft, 59), Géttingen 1983.

I. Hertzmann, DNVP, Right-Wing Opposition in the Weimarer Republic
1918-1924, Lincoln 1963.

J. C. Hess, »Das ganze Deutschland soll ¢s scin«, Demokratischer Nationa-
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m Beispiel der Deutschen Demokra-
lischen Partei, Stutlgart 1978,

K.-P. Hoepke, Die deutsche Rechte und der italienische Faschismus, Ein
Beitrag zum Selbstverstandnis und zur Politik von Gruppen und Ve
binden der deutschen Rechten (Beitri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

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38), Diisseldorf 1968.

H. Holzbach, Das »$ystem Hugenberge, Die Organisation biirgerlicher
Sammlungspolitik vor dem Aufstieg der NSDAP, Stuttgart 1981.

K. Hornung, Der Jungdeutsche Orden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
‘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14), Diisseldorf 1958.

E. Jonas, Die Volkskonservativen 1928-1933, Entwicklung, Struktur,






images/00020.jpeg
W. Weidenteld, Die Englandpolitik Gustav Stresemanns, Theoretische und
praktische Aspekte der Auflenpolitik, Mainz 1982.

T. Weingartner, Stalin und der Aufstieg Hitlers,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owjetunion und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9-1934,
Berlin 1970.

U. Wengst, Graf Brockdorff-Rantzau und dic aufienpolitischen Anfing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73,

G. Wollstein, Vom Weimarer Revisionismus zu Hitler,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GroBmichte in der Anfangsphas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Bonn 1973.

J. Wright, Stresemann and Locarno, in: Contemparary European History 4,

1995, S. 109-132.
A. Wurm, Die franzosische Sicherheitspolitik in der Phase der Umorien-
tierung 1924-1926, Franklurt am Main 1979.






images/00139.jpeg
2
23

24

E. Schanbacher, Parlamentarische Wahlen und Wahlsysteme in der Weimarer Re-
publik, Wahigesetzgebung und Wahlreform im Reich und in den Landern, Diis-
scldorf 1982, 5. 1174

G. A. Riller, Kontinuitit und Unnformung des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s 1918
1920, in: Ders,, Arbeiterbewegung, Parteien und Parlamentarismus, Gottingen
19765, 116-157.
R.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19171923, Diisseldorl 1966, 5. 951,
und 132£.

Ebenda, $. 273 und 276 ff.

Vgl R.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8. 3691f; H. ). Schorr, Adam Ste-
gerwald, Gewerkschafller und Politiker der ersten deutschen Republik, Reckling
hausen 1966, 5. 69 f.

W. Stephan, Aufstieg und Verfall des Linksliberalismus 1918-1933,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Partei, Gottingen 1973; 1. E. ones, German Ti
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1918-1933, Chapel Hill
1988, 5. 17H.

AuBerung Triedrich Naumanns vom 25. November 1918, zil. nach T. Heuss,
Friedrich Naumann, Der Mann, das Werk. die Zeit, Stuttgart 1949, 5.
W, Mommsen (Hg,), Deutsche Parteiprogramme, Minchen *1960, 5. 514,

L. E. Jones, German Liberalism, 8. 103€; L. Déhn, Politik und Interesse, Die In
teressenstruklur der Deutschen Volksparlei, Meisenheim 1970, 5. 911

W. Liche,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 12; A. Thieme, Flucht in den My-
thos, Die deutschnationale Valkspartei und die Niederlage von 1918, Gartingen
1969,5.25 I3 L. Hertzmann, DNV, Right wing opposition in the Weimar Repu
blic 1918-1924, Lincoln 1963, 5. 34

U. Lohalm, Vilkischer Radikalismus, Dic Geschichte des Deutschyblkischen
Schutz- und Trutzbundes 19191923, Hamburg 1970; 1. Hamel, Volkischer Ver
band und nationale Gewerkschaft, Der Deutschnationale Handlungsgehilfenver-
band 1893-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2.

T Tolzbach, Das »System Tugenberge, Die Organisation biirgerlicher Samm
lungspolitik vor dem Aufstieg der NSDAP, Stuttgart 1981,5. 70 .

Grundsitze der 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 (1920), zit. nach W, Mommsen
(11g.), Deutsche Parteiprogramume, 8. 538,

H. Mommsen, Friedrich Ebert als Reichsprasiden, i
und nationale Frage, Ausgewihlte Aufsitze, Géttingen 1979, S. 296-317; vel. L
Richter in Ii. Kolb (11g.), Friedrich Ebert als Reichsprisident. Amesfihrung und
Amtsverstindnis, Minchen 1997, 5. 17- 60.

E. Heilron (Hg.), Di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 im Jahre 1919 in ihrer Ar-
beit fiir den Aufbau des neuen deutschen Volksstaats, Bd. 1, Berlin o. 1, 5. 93.

. Ebert, Kimpfe und Ziele, Dresden 0.1, 5. 18.

E. Troeltsch, Spektator-Briefe, Aufsitze ber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und die
Weltpolitik 1918/1922, zusammengest. und hg. v. H. Baron, Tiibingen 1924, 5. 69
U, Weniest: Graf BrockdotfF: Raritsay utid die auRenpolitischen Anfines der Wei

Ders., Arbeiterbewegung





images/00022.jpeg
STURMBALL

DER GROSSE STURMBALL

dus expressionistische Kinstler-Kostimiesl ist am

18. Januar

IN SAMILICHEN FESTSALEN VOM

BRUDERVEREIN

Auskunft BERLIN W & KURFCRSTENSTR, 115

Karten;
DER STURM |2
Kurtiirsten- 2
Damm 173 I3

U
R
M
B
A
L
L






images/00021.jpeg





images/00024.jpeg
I Zur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 vgl. U. Kluge,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19,
Frankfurt am Main 1985; IL A.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 1924, Berlin
1984,

2 R. N. Hunt, Friedrich Ebert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 in:

. Krieger





images/00136.jpeg





images/00023.jpeg
R. Bessel,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1993.

K. D. Bracher, Deutschland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Beitrige
zur neuer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Minchen 1964.

Ders., Die Auflo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c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Demokratie, Villingen *1971.

Ders., W. Sauer und W. Schulz,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iren Herrschaflssystems in Deutsch-
land, Berlin *1974.

A. Brecht, Vorspiel zum Schweigen, Das Ende der deutschen Republik,

Wien 1948.
Eschenburg, Die Republik von Weimar,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einer
improvisierten Republik, Miinchen (Neuauflage) 1984.
yck,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Bde, Erlenbach-Zirich und
Stuttgart ©1973.






images/00135.jpeg
I. Deak, Wei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ltbiihne and its circle, Berkeley 1968.

H. Diring, Der Weimarer Kreis, Studien zum politischen BewuBlsein ver
fassungstreuer Hochschullehre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eisen
heim 197.

D. Dowe (Hg), Jugendprotest und Generationenkonflikt in Furopa im
20. Jahrhundert, Bonn 1986.

P Dudek, Erzichung durch Arbeit, Arbeitslagerbewegung und freiwilliger
Arbeitsdienst 1920-1935, Opladen 1988.

L. Dupeux, »Nationalbolschewismus« in Deutschland 19191933, Kom-
munistische Strategic und konservative Dynamik, Miinchen 1985,

B. Taulenbach, Ideologie des deulschen Weges,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n der Historiographie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Miinchen 1980.

K. Fritzsche, Politische Romantik und Gegenrevolution, Fluchtwege in der
Krise der biirgerlichen Gesellschaft, Das Beispiel des »late-Kreises,
Frankfurt am Main 1976.

P. Gay, Die Republik der AuBenseiter, Geist und Kultur der Weimarer Zeil,
1918-1933, Frankfurt am Main 21987,

H. Gerstenberger, Der revolutionire Konservatismus, Ein Beitrag zur Ana-
Iyse des Liberalismus, Berlin 1969.

H. Gilbhard, Die Thule-Gesellschaft, Vom okkulten Mummenschanz zum
Iakenkreuz, Miinchen 1994.

K. Hagemann, Frauenalltag und Minnerpolitik, Alltagsleben und gesell
schaftliches Handeln von Arbeiterfrau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0

J.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
mar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84.

J. Hermand und I Trommler, Die Kul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88.

F. Frh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 DolchstoB«-Diskussion und »Dolchstof3«-
Legende im Wandel von vier Jahrzehnte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
wartsbewufltsein, Historische Betrachtungen und Untersuchungen,
Festschrift fiir Hans Rothfels zum 70. Geburtstag, hg. von W. Besson
und E. Frh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Gotlingen 1963, S. 122-160.

Ders,, Zur Beurteilung des »Monarch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
‘Iradition und Reform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Gedenkschrift fiir Wal-

sper, Berlin 1976, S. 138-186.

dernar Besson:hiyon G






images/00026.jpeg





images/00138.jpeg
H.-]. Bieber, Gewerkschaften in Krieg und Revolution, Arbeiterbewegung,
Industrie, Staat und Militir in Deutschland 1914-1920, 2 Bde, Ham-
burg 1981.

Ders., Biirgertum in der Revolution, Biirgerrite und Biirgerstreiks in
Deutschland 1918-1920, Hamburg 1992.

U. Bermbach, Vorformen parlamentarischer Kabinettsbildung in Deutsch-
land, Der Interfraktionelle Ausschuf 1917/1918 und die Parlamentarisie-
rung der Reichsregierung, Kol und Opladen 1967.

K. Bosl (Hg.), Bayern im Umbruch, Die Revalution van 1918, ihre Voraus-
setzungen, ihr Verlauf und ihre Folgen, Miinchen 1969.

P. Brandt und R. Riirup, Volksbewegung und demokratische Neuordnung
in Baden 1918/1919, Sigmaringen 1991.

E. L. Carsten, Revolulion in Milleleuropa 1918-1919, Koln 1973,

R. A. Comfort, Revolutionary Hamburg, Labour politics in the carly Wei-
mar Republic, Stanford, Cal., 1966.

W. Deist, Die Politik der Seckriegsleitung und die Rebellion der Flatte Ende
Oktober 1918, in: VI7, 14, 1966, S. 341-368.

W. Elben, Das Problem der Kontinuitit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Die
Politik der Staatssekretire und der militirischen Fithrung vom Novem-
Dber 1918 bis Februar 1919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
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31), Diisseldorf 1965.

G. Eliasberg, Der Ruhrkrieg von 1920 (Schriftenreihe des Forschungsin-
stituts d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100), Bonn-Bad Godesberg 197:

K. D. Erdmann, Ritestaat oder parlamentarische Demokratie, Kopenhagen
1979.

J. Erger, Der Kapp-Liittwilz-Putsch,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9/1920 (Beilr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
schen Parteien, 35), Diisscldorf 1967.






images/00025.jpeg
CGi. Wo E Hallgarten, Hitler,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 Zur Geschichte der
Jahre 1918-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55

K.-H. Hansmeyer (Hg.), Kammunale Finanz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
publik (Schriftenteihe des Vereins fiir Kommunalwissenschaften, 36),
Stuttgart 1973,

G. Hardach, Reichsbankpolitik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1924-
1931, in: Schmollers Jahrbuch fiar Wirtschaft-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90,1970, 5. 562-592.

Ders., Weltmarktorientierung und relative Stagnation, Wahr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24-1931, Berlin 1976.

[1.-I1. Hartwich, Arbeitsmarkt, Verbinde und Staat 1918-1933, Die offent-
liche Bindung unternehmerischer Funk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Berlin 1967.

D. Hertz-Eichenrode, Wirtschaftskrise und Arbeitsbeschaffung, Konjunk-
turpolitik 1925/1926 und die Grundlagen der Krisenpolitik Briinings,
Frankfurt am Main und New York 1982,

C.-L. Holtfrerich, Die deutsche Inflation 1914-1923, Ursachen und Folgen
in internationaler Perspektive, Berlin und New York 1980.

Ders., Alternativen zu Briinings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Weltwirtschafts
krise, in: HZ 235, 1962, . 605-631.

H. James, ‘Lhe Reichsbank and public finance in Germany 1924-1933, A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Schrif-

tenreihe des Instituts fir bankhistorische Forschung, 5), Frankfurt am
Main 1985,

Ders., Deutschland i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Stuttgart 1988,

C. P. Kindleberger, Die Weltwirtschaftskrise, 1929-1939 (Geschichte der
Weltwirt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4), Miinchen '1984,

K. Koszyk, Paul Reusch und die »Miinchner Neuesten Nachrichten«, Zum

Problem Industrie und Presse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VFZ 20, 1972, 8. 75-103.

D. Krohn, Stabilisicrung und konomische Interessen, Dic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23-1927, Diisseldorf 1974,

Ders., Autoritirer Kapitalismus, Wirtschaftskonzeptionen im Ubergang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7u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Industrielle Gesell-
schaft und politisches System, Beitrige zur politischen Sozialgeschichte
Festschrift fiir Fritz Fischer zum 70. Geburtstag, Bonn 1978, 8. 113129,

G. Kroll, Von der Weltwirtschafiskrise zur Staatskonjunktur, Berlin 1958,

L. Gral Schwerin von Krosig alsbankroll, Die Geschichle des Deul-






images/00137.jpeg
wm PRodeuepade  ZEEE

CHERGBEOBACHTER
Ubol ilee ot

{ Die rﬁt:id)warae

30 fiber 200000 deutichen | Wreufenregierung
Holtgpenoiien afler Slinde |  endlich abgefeist

Der Filbrer in Rel, Homburg, Lineburg

Rea Diinifer besufen — Der Ausnahmeyufiond
oer Bertin wud Broudenbery

| DIC gesamic wrenblie ot
Tl





images/00017.jpeg
S. Miller, Die Biirde der Mach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1918-1920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63), Diisseldorf 1978,

H. Mommsen, Die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Defensive, Der Immabilismus
der $PD und der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s. (Hg.), So-
zialdemokratie zwischen Klassenbewegung und Volkspartei, Frankfurt
am Main 1974, §. 106-133,

D. W. Morgan, The socialist left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917-1922, Ithaca, N. Y., 1975.

H. Potthoff, Gewerkschaften und Palitik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Infla-

tion (Beitri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66), Ditsseldorf 1979,

Ders., Freie Gewerkschaften 1918-1933, Der Allgemeine Deutsche Ge-
werkschaftsb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lischen Parleien, 82), Disseldor(
1987

W. Pyta, Gegen Iitler und fiar dic Republik, Dic Auscinandersctzunge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en mit der NSDAP i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Beitri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87), Diisseldorf 1989,

J. Reulecke (Hg.), Arbeiterbewegung an Rhein und Ruhr, Wuppertal 1974.

M. Rucl, Die freien Gewerkschaften im Ruhrkampf 1923, Koln 1986.

K. Rudolph, Die sichsische Sozialdemokratie, Vom Kaiserreich zur Repu-

blik von Weimar 1871-1923, Weimar 1995,

Schneider, Das Arbeitsbeschaffungsprogramm des ADGE, Zur gewerk-

schaftlichen Politik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Bad

Godesberg 1975.

H. Schulze, Anpassung oder Widerstand? Aus den Aklen des Parlei-
vorstands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32/1933, Bonn-Bad Godes-
berg 1975.

K. Siihl, sPD und Offentlicher Diens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6ffent-
lich Bediensteten in der SPD) und ihre Bedeutung fiir die sozialdemokra-
tische Politik 1918-1933, Opladen 1988.

S. Vestring, Die Mehrheits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Entstehung der Reichs-
verfassung von Weimar 1918/1919, Miinster 1987,

M

J. Wachtler, Zwischen Revolutionserwartung und Untergang, Die Vorberei-
tung der KI'D auf die Ilegalitit in den Jahren 1929-1933, Frankfurt am
1983






images/00016.jpeg
Sprud) der SA,

unis feuriges Branbe
erflehe umb bluge
oo Rohn unfrer TG

Sar dewlfehye Hianl!
PP

well istmianer Setymeri
unh hebern bie frinde
Dedl batd fich) vellende
bas Werk wnfrer Tat:

Wir yetoers Dle Beriirs I | Dai sndlidy im Zande
|
! ’

Dile nattonalfoginlifiifdye Srarmobiilnng SHA) Bant M dis KsmpTpende
it he vem elner Seicymmut.

oot Banre ee S trare A Sassamrr il e






images/00019.jpeg
W. Apelt,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Vertassung, Miinchen “1964.

W. Benz, Siiddeutschla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 Beitrag zur deut-
schen Innenpolitik 1918-1923, Berlin 1970.

Ders. und 1. Geiss, Staatsstreich gegen Preufien, 20. Juli 1932, Diisseldorf
(1982).

W. Besson, Wiirttemberg und dic Staatskrise 1928-1933, Eine Studic zur
Auflo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59,

I.. Biewer, Reichsreformbestreb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gen
zur Funktionalreform und zur Neugliederung im Stidwesten des Deut-
sch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und Bern 1980.

G. Bremme, Die politische Rolle der Frau in Deutschland, Eine Untersu-
chung iiber den Einflul der Frauen bei Wahlen und ihre Teilnahme in
Partei und Parlament, Géittingen 1956.

U. Biittner, Hamburg in der Staats- und Wirtschaftskrise, 19281931, Ham-
burg 1982.

J. Caplan, 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civil ser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Oxford 1988,

Deutsche Verwaltungsgeschichte, hg. von K. G. A. Jeserich, H. Pohl und
F.-C.von Unruh, Bd. 4, Das Reich als Republik und in der Zeit des Na-
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85.

H.-P. Ehni, Bollwerk PreufSen, Preufien-Regierung, Reich-Lander-Problem





images/00018.jpeg
W. 5. Allen, Das haben wir nicht gewollt, Die nationals Lische Macht
ergreifung in einer Kleinstadt 1930-1935, Giitersloh 1966.

R. S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New ITaven 1984.

W. Bohnke, Die NSDAP im Ruhrgebiet 1920-1933, Bonn-Bad Godesberg
1974,

M. Broszat, Soziale Motivation und Fithrer-Bindung des Nationalsozialis-
mus, in: VIZ 18, 1970, 8. 392-409.

Ders., Zur Struktur der NS-Massenbewegung, i

Ders., Die Machtergreifung, Der Aufstieg der 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iinchen 1984,

T. Childers, The Nazi Voter,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Germany
1919-1933, Chapel Hill 1983.

Ders. (Hg.), 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1919-1933, London
und Sydney 1986.

E. Deuerlein,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
ber 1923, Stuttgart 1962.

Ders.,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iisseldorf
1968.

E Dickmann, Die Regierungsbildung in Thiiringen als Modell der Macht-
ergreifung, Ein Brief Hitlers aus dem Jahre 1930, in: VIZ 14, 1966,
S.454-464.

J. W. Falter, Wer verhalf der NSDAP zum Sieg?,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
schichte, B. 28-29/79 vom 14. 7. 1979, §. 3-21.

Ders. und D. Hiinisch, Die Anfilligkeit von Arbeitern gegeniiber der NSDAP
bei den Reichstagswahlen 1928-1933, in: AfS 26, 1986, . 179-216.

Ders., Hilers Wiihler, Berlin 1991,

J. E. Farquharson, 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1945, London 1976.

A. Faus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tuden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Bde, Diisseldor!
1973.

C. Fischer, Stormtroopers, A Social,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1929-1935, London, Boston und Sydney 1983.

G. Franz-Willing, Die Hitlerbewegung, Der Ursprung 1919 bis 1922, Neu-
auflage Preufisch Oldendorf 1974.

7,31, 1983, 8. 52-76.
AP und die Zerstorung






images/00121.jpeg
K. Scholder, Die Kirchen und das Dritte Reich, Bd. I, Vorgeschichte und
Zeit der Tllusionen 1918-1934,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und Wien
1977





images/00120.jpeg
K. Hock, Die Gesetzgebung des Rates der Volksbeauftragten, Ptaffenweiler
1987.

H. Hirten, Die Kirchen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Eine 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1918/1919, Regensburg 1984,

R.N. Hunt, Friedrich Fbert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 in: T.. Krie-
ger und E Stern (Hg.),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Historical essays in
honor of Hajo Holborn, Garden City und New York 1967, 8. 315-334.

U. Kluge, Soldatenrite und Revolution, Studien zur Militirpolitik 1918/1919,
Gattingen 1975.

Ders., Dic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19, Staat,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zwischen Weltkrieg und Kapp-Putsch, Frankfurt am Main 1985,

E. Kénnemann und H. ). Krusch, Aktionseinheit contra Kapp-Putsch, Der
Kapp-Putsch im Marz 1920 und der Kampf der deutschen Arbeiterkle
se gegen die Errichtung der Militirdiktatur und fiir demokratische Ver-
hiltnisse, Berlin (DDR) 1972,

E. Kolb, Arbeiterrite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8-1919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23),
Berlin 1978,

P. Kukuck, Bremen in der Revalution 1918-1919, Bremen 1986.

E. Lucas, Ursachen und Verlauf der Bergarbeiterbewegung in Hamborn

und im westlichen Ruhrgebiet, in: Duisburger Forschungen 15, 1971,
S.1-119.

I1. U. Ludewig, Arbeiterbewegung und Aufstand, Tine Untersuchung zum
Verhalten der Arbeiterparteien in den Aufstandsbewegungen der fri-
hen Weimarer Republik 19201923, Husum 1973.

W. Malanowski, November-Revolution 1918, Die Rolle der SPD, Frankfurt
am Main 1969.

L. Matthias, Zwischen Riten und Geheimriten, Die deutsche Revolutions-
regierung 1918/1919, Dissseldorf 1970,

A. Mitchell, Die Revolution in Bayern 1918/1919, Die Fisner-Regierung und
die Riterepublik, Miinchen 1967.

W. |. Mommsen,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20, Politische Revolution
und soziale Protestbewegung, in: GuG 4, 1978, S. 362-391.

H. Muth, Die Entstehung der Bauern- und Landarbeiterrite im November
1918 und die Politik des Bundes der Landwirte, in: V7. 21,1973,5. 1-34.

R. Patemann, Der Kampf um die preufiische Wahlreform im Ersten Welt-
krieg (R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
schen Parteien, 26), Diisseldorl 1964,





images/00123.jpeg
J. Bariety, Les relations franco-allemandes apres la premicre guerre mondi-
ale, 10 novembre 1918-10 janvier 1925, de Iexecution 4 la negociation,
Paris 1977.

W. Baumgarl, Deutsche Ostpolitik 1918, Von Brest-Litowsk bis zum Ende
des Erslen Weltkriegs, Wien und Miinchen 1966.

J. Becker und K. Hildebrand (Hg.), Internationale Bezichungen in der Welt-
wirtschaftskrisc 1929 bis 1933, Referate und Diskussionsbeitrage cines
Augsburger Symposions 29. Mirz bis 1. April 1979, Miinchen 1980,

E. W. Bennett, Germany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1931,
Cambridge 1962.

G. Bertram-Libad, Aspekte der britischen Deutschlandpolitik, 1919 bis
1922, Géppingen 1972.

E. H. Carr, Berlin-Moskau, Deutschland und Rufiland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Stuttgart 1954.

H. L.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1926-1933, A study in
diplomatic instability, London 1966.

M. J. Enssle, Stresemann’ territorial revisionism, Germany, Belgium, and
the Eupen-Malmedy question 1919-1929, Wiesbaden 1980.

K. D. Erdmann, Der Furopaplan Briands im Licht der englischen Akten, in:
GWU 1,1950, S. 16-32.

Ders., Adenauer in der Rheinlandpolitik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Stutt-
gart 1966.

D. Felix, Walther Rathenau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Reparations, Baltimore und Tondon 1971.

Fink, The Genoa Conference, Furopean diplomacy, 1919-1922, Chapel

Hill 1984.

R. Frommelt, Paneuropa oder Mitteleuropa, Einigungsbestrebungen im
Kalkiil deutsche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1925-1933 (Schriftenreihe der
VIZ, 34), Stuttgart 1977.

I1. W. Gatzke, Stresemann and the rearmament of Germany, Baltimore
1954






images/00122.jpeg
E. Frohlich (Hg.), Die Tagebii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amtliche Frag-
mente, Teil I, Aufzeichnungen 1924-1941, Bde | und 2 (1924-1936),
Miinchen, New York, London und Paris 1987,

. Gereke, Ich war komiglich-preuRischer Landral, Berlin 0.].

0. Gessler, Reichswehrpolitik in der Weimarer Zeit, Stuttgart 1958,

D). Groener-Geyer, General Groener, Soldat und Staats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55

E. Hamburger, Betrachtungen iiber Heinrich Briinings Memoiren, in; In-
ternationale wissenschall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
schen Arbeiterbewegung 15, 1972, 5. 18-39.

U. von Hehl, Wilhelm Marx 1863-1946, Mainz 1987.

U. Herbert,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ii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
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Bonn 1996.

J. C. Hess, Theodor Heuss vor 1933,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mo-
kratischen Denkens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73.

W. Hoegner, Der schwierige AuRenseiter, Erinnerungen eines Abgeordne-
ten, Emigranten und Ministerprisidenten, Miinchen 1959.

Ders., Flucht vor Hitler, Erinnerungen an die Kapitulation der ersten deut-
schen Republik 1933, Miinchen 1977.

W. Hubatsch, Hindenburg und der Staat, Aus den Papieren des Generalfeld-
marschalls und Reichsprissidenten von 1878 bis 1934, Gattingen 1966,

J. Hiirter, Wilhelm Groener, Reichswehrminister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8-1932), Miinchen 1993,

E. Jackel und A. Kithn (Hg.), Hitler, Simi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igart 1980.

F. Kabcrmann, Widerstand und Entscheidung cines deutschen Revolutio-
niirs, Leben und Denken von Ernst Niekisch, Kaln 1973.

A. Kaufmann, Gustav Radbruch, Rechtsdenker, Philasoph, Sozialdema
krat, Miinchen 1987

W. Keil, Erlebnisse eines Sozialdemokraten, 2 Bde, Stullgart 1947/1948.

H. Kcllenbeng, Paul Silverberg, in: Rheinisch-Westfilische Wirtschaftshio-
graphien, Bd. 9, Mitnster 1967, S. 103-132.

H. Graf Kessler, 'lagebiicher 1918-1937, hg. von W, Pfeiffer- Belli, Frankfurt

am Main 1961
. von Klass, Albert Vigler, Einer der GroRen des Ruhrreviers, Tiibingen
1957.
I. Kolb (Hg.), Friedrich Ebert als Reichsprisident. Amtsfithrung und Ams-
verstandnis. Miichen: 1997,






images/00051.jpeg
~

-

w

AdR, Kabinett Papen, bearb. von K.-H. Minuth, Bd. I, Boppard 1989, §. 5; vgl.
Joachim Petzold, Franz von Papen, Ein deutsches Verhingnis, Minchen 1995,
S.660

H. Graf Kessler, Tagebiicher 1918-1937, hg. von W. Pfeiffer-Belli, Frankfurt am
Main 1961, S. 670.

AdR, Kabinetl Papen, Bd. 1,8, 131

H. Michaelis u.a. (Hg.),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Bd. 8, Berlin 1963, S. 554.

Lbenda, §. 553.

6 'I. Vogelsang, Zur Politik Schleichers gegeniiber der NSDAP 1932, in: V£ 6, 1958,

0 % N

S.86-118.

C. Horkenbach (ITg.), Das Deutsche Reich von 1918 bis heute, 1932, $. 315.

H. Michaelis u.a. (Hg.), Ursachen und Folgen, Bd. 8, 5. 472,

S. Home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ugriffauf Preufen, Preufischer Staat und na-
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oberungsstrategie 19281934, Bochum 1984, S. 302f.
Ebenda, §. 307.

Vislkischer Beobachter vom 19, Juli 1932,

P. Lefimann, Die Preuische Schutzpoliz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isseldorf
1989, 5. 343 .

M.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Bd. 1, Wiesbaden
1973, 5. 130; vgl. R.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0, 197 241-254.






images/00050.jpeg
Sroge ﬁmlbm
'-30"55« b\'
bes Sie ﬂmp “






images/00053.jpeg





images/00129.jpeg





images/00052.jpeg
R. Berghahn, Der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1918-1935 (Beitr:
ge 7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33), Diisseldorf 1966.

J. M.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ton 1977.

A. Klotzbiicher, Der politische Weg des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images/00128.jpeg
1
-]
3
4

5

o

o

©

10
11

H. Briining, Memoiren 1918-1934, Stuttgart 1970, 5. 370.

C. Horkenbach (Hg.), Das Deutsche Reich von 1918 bis heute, 1931, S. 318,

H. Zehrer, Glossen zur Zeit, in: Die 'lat 23, 1931/1932, Bd. 2, 8. 667.

H. Briining, Memoiren, 8. 417.

H. Zehrer, Glossen zur Zeit, $. 669; vgl. zum Folgenden V. R. Berghahn, Die Harz-
burger Front und die Kandidatur Hindenburgs fiir die Reichsprisidentschafs-
wahlen 1932, in: VZ 13, 1965, S. 65-82.

Brief Hindenburgs an den ostpreufiischen Oberprisidenten von Berg vom 25. Fe-
bruar 1932, abgedruckt in: W, Hubatsch, Hindenburg und der Staat, Aus den

Papier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und Reichsprisidenten von 1878 bis 1934,
Gottingen 1966, S. 314.

Vgl E Frh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Zur Beurteilung des »Monarch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G. Jasper (Hg.), Tradition und Reform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Gedenkschrift fiir Waldemar Besson, Stuttgart 1976, S. 138-186.

T.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ige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30-1932, Stuttgart 1962, 5. 438.

E. Matthias, Hindenburg zwischen den Fronten, Zur Vorgeschichte der Reichs-
priisidentenwahlen von 1932, in: ViZ 8, 1960, 5. 75-84.

R. Morsey, Hitler als braunschweigischer Regierungsrat, in: VZ 8, 1960, . 419148
Vgl 1. Kershaw, Der Hitler-Mythos, 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m Dritter
Reich, Stuttgart 1980, S. 25 .

Vgl. $. Hiine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ugriff auf Preuficn, Preuflischer Staat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oberungssirategie 1928-1934, Bochum 1984,
S.25fF

Vgl. H.-P. Ehni, Bollwerk Preufien?, Preufen-Regierung, Reich-Lander-Problem
und Sozialdemokratic 1928-1932, Bonn 1975; H.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
B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Main und Berlin
1977, S. 689 ff.

14 Vgl T.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8. 139 .

5 Vgl. U. Herbert,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ti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Bonn 1996, S. 1124F

T.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S, 117

Vgl. R. Bessel, Militarismus im neuen politisch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Von einem Freikorps zur SA, in: U. J. Miiller und E. Opitz (Hg.), Militir und Mi-
114f.

litar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isseldorf 1978,





images/00055.jpeg
P AR

R

ELFIE

2RD EHEHT

T

B
&
&
¥
¥

]
B =
i





images/00054.jpeg
Cdiitzt Cuve deutfdye
bcimf_etdt

B e






images/00057.jpeg





images/00125.jpeg
ENY(HEN

ZEITSCHRIFT FUR NEUE KUNST

LITERATUR — GRAFILE — MUSIK — KKITIE — PULITIK

Nenroscs v dfasr Schiine Ao Wdbee Einlore
YERLAG GER MENSOHEN (BAESDNER YERLAG YO 195

AR, 2 115)

DRESDER. 5. JASUAR 1919 . JABNGANG

MENSCHEN!

Die Regierany it des vicifashen
Mardes schuidie! Lk Mensohen-
somchic das MprarsS Sind
hre gedongenon Scheryen. Chre
and Qe hren roien Gegmern!
Wit ncigen wns vor ines 2um
Lrk.

Ktarg autt Spreches Reder?
Schrein)

MENSCHENT

Wart Liekbechr e fvan Eumson
Buz el &80 Eimeipe heser veer
Jatve e Fotne i Revaatos moch.
3 e b b ko Mafsehorac
et revouionarme Repherung eronter.
B Bustc siamphicy 4er s Gttt
dos Sostatumus: Die fcie fooenele
fuber ey #50 Lyihen une 20
Verwunice Detzsiaungsirenss ieas-
inepier






images/00056.jpeg





images/00124.jpeg
Ders. und [. Steinisch, Die Weimarer Republik zwischen Sozial- und Wirt-
schaftsstaat, Die Entscheidung gegen den Achtstundentag, Tlans Ro-
AfS 18, 1978,

senberg zum kommenden 75. Geburtstag gewidmet, i
8.353-439.

Dies., Industrie und Gewerkschaflen 1918-1924, Die iiberforderte Zenlral-
arbeitsgemeinschaft (Schriftenreihe der VEZ, 50), Stuttgart 1985.

T. Geiger, Dic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oziographischer
Versuch auf statistischer Grundlage (1932), Stuttgart 1967.

A. Gerschenkron,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New York *1966.

Tlarvey, Youth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93,

IL. Homburg, Vom Arbeitslosen zum Zwangsarbeiter, Arbeitslosenpolitik
und Fraktionierung der Arbeiterschaft in Deutschland 1930-1933 am
Beispicl der Wohlfahrtserwerblosen und der kommunalen Wohlfahrts-
hilfe, in: ALS 25, 1985, §. 251-298.

P. Lewek, Arbeitslosigkeit und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27, Stuttgart 1992.

[1. Mommsen, D. Petzina und B. Weisbrad (T1g.), Industriel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w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 in Bochum vom 12.~
Kronberg und Dusseldorf?1977.

H. Mommsen, Klassenkampf oder Mitbestimmung, Zum Problem der
Kontrolle wirtschaftlicher Mach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éln
1978.

Ders. (Hg,), Arbeiterbewegung und industrieller Wandel, Studien zu ge

werk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sproblemen im Reich und an der Ruhr

19051924, Wuppertal 1980.

preller, So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Neuausgabe) Dilssel-

dorf 1978,

M. Schneider, Unternehmer und Demokralie, Die [reien Gewerkschaften
in der unternehmerischen Ideologie der Jahre 1918 bis 1933 (Schriften-
reihe des Forschungsinstituts d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116), Bonn-
Bad Godesberg 1975.

P D. Stachura (Hg.), 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 Houndmills und London 1986.

D. Stegmann, B.-J. Wendt und P-C. Witt (Ilg.), 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ches System, Beitriige zur politischen Sozialgeschichte, Fest-
schrifi fiir Fritz Fischer zum 70, Geburtstag, Bonn 1978,

I Steinisch, Arbeitszeitverkiirzung und sozialer Wandel, Der Kampfum die

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Verhandlungen des
7. Juni 1973, 2 Bde,






images/00059.jpeg
Wﬂi





images/00127.jpeg
Ende der Parteien, 8. 31-97; L. L. Jones, Ger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1918-1933, Chapel Hill 1988, 8. 3721

16 Vgl R.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E. Matthias und R. Morsey
(Hg.), Das Ende der Parteien, 8. 281 453.

47 Vgl Ebenda, S.291

Naphtali, Wirtschaftsdemokratie, ihr Wesen, Weg und Ziel, Berlin 1928;
R. Kuda, Das Konzept der Wirtschaftsdemokratie, in: H.-O. Vetter (Hg), Vom
Sozialistengesetz. zur Mitbestimmung, Kéln 1975, S. 253-274.

19 B.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5. 409 .

50 Vgl. K. Fraenkel, Der Ruhreisenstreit 1928/1929 in historisch-politischer Sicht, in:
T. A. Hermens und T. Schieder (Hg.), Staat, Wirtschaft und Politik, S. 97-117;
G.D. Feldman und 1. Steinisch, Notwendigkeit und Grenzen sozialstaatlicher
Tntervention, Eine vergleichende Fallsiudie des Ruhreisenstreits in Deutschland
und des Generalstreiks in Ingland, in: AfS 20, 1980, 5. 57 117.

51 B.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 469.






images/00058.jpeg





images/00126.jpeg
26

7

2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c in der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Gallingen 1981, 5. 160.

Deutsche Fiihrerbriefe vom 3. Juni 1932; vgl. R. Neche, Groff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 1930-1933, 8. 165.

Abgedrucktin: I, Czichon, Wer verhalf Hitler zur Macht?, Zum Anteil der deut
schen Tndustrie an der Zersto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Koln 1967, 5. 761.
Vgl. H. Muth, Das »Kélner Gespriche am 4. Januar 1933, in: GWU 37, 1985,
$.463-480 und 520-341.

O. Meifiner, Staatssekretir unter Ebert, Hindenburg, Hiller, Der Schicksalsweg
des deutschen Volkes von 1918 bis 1945, wie ich ihn erlebte, Hamburg 1930,
$.261.

Thenda, §. 261 und 2541,

C. Horkenbuch (Hg.), Das Deutsche Reich von 1916 bis heute, 193
Die Tagebiicher Joseph Gocbbels, Bd. 2, 5. 332

R. Necbe, Grof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 19301933, 8. 143.
AdR, Kabinelt Schleicher, S. 214,

Ebenda, §.234.

1 von Papen, Der Wahrheit cine Gasse, Minchen 1930, 5, 265.
T1.O. Meifiner und TT. Wilde, Die Machlergreifung, Tin Bericht aber die Technik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lsstreichs, Slullgart 1958, 5. 162.

Deutschlands Ernenerung, Monatsschrift fiir das deutsche Volk 16, 1932, 8. 7161
vel. 11. Mommsen, Die nationalsa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l, in: W. Michalka (Hg.),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arn 1984, S. 381,

L. L. Jones, Die Tage vor Hitlers Machtiibernahme, Aufzeichnungen des Deutsch-
nationalen Reinhold Quaalz, in: VIZ 37, 1989, S. 768; vgl. J. von Ribbentrop, Zwi
schen London und Moskau, Erinnerungen und eigene Autzeichnungen, Aus dem
Nachla®, hg. von A. Ribbentrop, Leoni 1953, 8. 39£.

AdR, Kabinett Schleicher, S. 283

R. Neebe, GroR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 1930-1933, 5. 1461,

H. O. Meifiner und H. Wilde, Die Machtergreifung, S. 265+
‘L.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 375
Ebenda, S. 379

AdR, Kabinett Schleicher, 5. 307.

Ebenda, $.317.

Ibenda, $. 31

Ebenda, S. 318 und 320-322.

0. Schmidt-Hannover, Undenken oder Anarchie, Minne
Gottingen 1959, 8. 334,

.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ul und NSDAP, .
Ebenda, $.390f.

Dic Tagebiicher von Joseph Gocbbels, Bd. 2,5, 335.
B von Papen; Der Wahrheit eine Giiscs §; 275,

hicksale, Lehren,

379,






images/00049.jpeg
20. Jahrhundert (Arbeitsbucher zur modernen Geschichte, 1), GGottin-
gen 1976.

H.-U. Wehler, Bibliographie zur modern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 bis
20. Jahrhundert (Arbeitsbiicher zur modernen Geschichte, 2), Géttin-
aen 1976,





images/00110.jpeg
/- stresenan minishre mauesJ

/etrangeres berlin

12 societe des nations/
s seauce du 8- septenwe7

’L ‘assenblee a devlare ' L alleaagne adsise parei Les wembres de/

a snmm tera avpmuve la resolution d\l/crmseu. i sepcenhre7

atteibuant a v aulemagne | ue represematinn ermanente au conseil,/
) ) crunont 3 /'






images/00112.jpeg





images/00111.jpeg
_____ R e
(oW a\\\(\ei\e\\ e






images/00040.jpeg
P. Gay, Freud, Juden und andere Deutsche, Herren und Opterin der moder-
nen Kultur, TTamburg 1986.
Ders., In Deutschland zu Hause, Die Juden der Weimarer Zeit, in: Die Ju-
d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Lhe Jews in Nazi Germany
1933-1945, hg. von A. Paucker mit $. Gilchrist und B, Suchy (Schrift-
reihe wissenschaftlicher Abhandlungen des T.eo Baeck Instituts, 45),
Tithingen 1986, S. 31-43.
W. Grab und J. H. Schoeps (Hg.), Jud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und Bonn 1986.

. Kanders, German politics and the Jews, Disseldorf and Nuremberg
1910-1938, Oxford 1996.

I1. I1. Kiittner, Die Juden und die deutsche Link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 Diisseldorf 1971.

Maurer, Ostjuden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Hamburger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Juden, 12), Hamburg 1986.

G. Michalski, Der Antisemitismus im deutschen akademischen Leben in

der Zeit nach dem 1. Weltkrieg, Frankfurt am Main, Bern und Cirence-
ster 1980.

W. E. Mosse (Hg.), unter Mitwirkung von A. Paucker, Entscheidungsjahr
1932, Zur Judenfrage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Schrif-
tenreihe wissenschaftlicher Abhandlungen des Leo Baeck Instituts, 13),
‘Liibingen *1966.

Ders. (Hg.), unter Mitwirkung von A. Paucker, Deutsches Judentum in
Krieg und Revolution 1916-1923 (Schriftenreihe wissenschaftlicher
Abhandlungen des Leo Baeck Instituts, 25), Tiibingen 1971.

D. L. Niewyk, 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 Baton Rouge 1980.

A. Paucker, Der jiidische Abwehr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und Natio-
nalsozialismus in den letz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amburg
1968.

M. Richarz, Jii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Selbstzeugnisse zur Sozialge-
schichte, Bd. 3, 1918-1945, Stutlgart 1982.





images/00042.jpeg
A. ). May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 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 1918-1919, New York 1968.

K. Schwabe, Deutsche Revolution und Wilson-Trieden, Die amerikanische
und deutsche Friedensstrategie zwischen Ideologie und Machtpolitik
1918/1919, Diisseldor[ 1971,

W. Schwengler, Vélkerrecht, Versailler Vertrag und Auslieferungsfrage, Die
Strafverfolgung wegen Kriegsverbrechen als Problem des Friedens-
schlusses 1919/1920, Stuttgart 1982.

J. M. Thompson, Russia, Bolshevism and the Versailles Peace, Princeton,
N.J., 1966.

E. Wuest, Der Vertrag von Versailles in Licht und Schatten der Kritil
Die Kontroverse um sein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Ziirich
1962






images/00118.jpeg
Monatsfdyrift -

ht‘lﬁﬁbf?ﬁﬁ ensart snati onafc&?e iheit

Deft 4/l

Dohe-Taten, Shiof Bavernis.





images/00041.jpeg





images/00117.jpeg





images/00044.jpeg
J. M. Keynes, ‘L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eace, zit. nach L. Ly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 1,8, 172,

FRUS 1918, Suppl. 1, Vol. 1, 5. 15.

Val. J. Bariety, Das Zustandckommen der Internationalen Rohstahlgemeinschaft
(1926) als Alternative zum miflungenen »Schwerindustriellen Projektu des Ver
sailler Vertrages, in: H. Mommsen u.a. (Hg), Industriel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lintwickl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isseldorf 1974, . 552-568,

Vgl E. Wuest, Der Vertrag von Versailles in Licht und Schatten der Kritik, Die
Kontroverse um sein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Ziirich 1962

A.J. Mayer, Pa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 Cantainment and counter-
revolution at Versailles 1918/1919, London 1968, S. 806 L. und 877 £; P. Kriiger, Ver-
sailles, Dentsche AuBenpolitik zwischen Revisionismus und Friedenssicherung,
Miinchen 1986, 5. 11

FRUS 1918, Suppl. 1, Vol. 1, 5. 110.

Vgl C. Holtje, Die Weimarer Republik und das Ost-Locarno-Problem 1919-
1934, Revision oder Garantie der deutschen Ostgrenze von 1919, Wiirzburg
1938, $. 23£ und 43£; H. von Rieckhoff, German-polish relations 1918-1933,
Baltimore und London 1971; G. Schulz, Deutschland und Polen vom Ersten zum
Zweiten Weltkrieg, in: GWU 33, 1982, 5. 154-172,

H. Meier-Welcker, Seeckt, Frankfurt am Main 1967, S. 29!
H. Mommsen, Die Krise de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und die Durchset-
7ung autoritirer und faschistischer Systeme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in: K.-F.
Jeismann und R. Riemenschneider (Hg.), Geschichte Europas fiir den Unterricht
der Europtier, Braunschweig 1980, 5. 144-165

S. Miller, Burgfricden und Klassenkampf,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c im Er-
sten Weltkrieg, Diisscldorf 1974, 5. 2761

U Heinemann, Die verdringte Niederlage, Politische Offentlichkeit und Kriegs-
schuld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éttingen 1983, 5. 57.

., Geschichte

3 FRUS 1918, Suppl. 1, Vol. 1, 8. 16.

Protokoll ih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u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
tei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in Weimar vom 10. bis 15. Juni 1919, Berlin 1919,
$.255.

Vgl M. Salewski, Entwaffnung und Militarkontrolle in Deutschland 19191927,
Minchen 1966, 5. 123; J. Heideking, Vom Versailler Vertrag zur Genfer Abrii
stungskonferenz, Das Scheitern der alliierten Militarkontrollpolitik gegentiber
Deutschland nach dem Ersten Weltkricg, in: Militi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8, 1980, 5. 45-68,

R. Bessel, Militarismus im innerpolitisch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K.-J. Miiller und E. Opitz (Hg.), Militér und Militar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Diisseldorf 1978, $. 203,

T. Viscount DiAbernon, Tin Butschafter der Zeilwende, Memoiren, Leipzig v.].
Bd. 1, 5. 80; zur Konferenz von Spa vgl. P. Kriger, Die Aufl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1985. S. 1034






images/00043.jpeg





images/00119.jpeg
marer Republik, Bern 1973; P. Kriiger, Dic Aufi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
mar, Darmstadt 1985, S. 45T und 56T,

37 U. Heinemann, Die verdringte Niederlage, Politische Offentlichkeit und Kriegs-
schuld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ottingen 1983, S. 43,

3 L. Heillron (11g.), Di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 id

39 Ebends, Bd. 4, 5. 2448

40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AdR), Das Kahinett Scheidemann, bearb. von H. Schul-
z¢, Boppard 1971, 5. 477,

41 W, Schwengler, Viilkerrecht, Versailler Vertrag und Auslieferungsirage, Die Siraf
verfolgung wegen Kriegsverbrechen als Problern des Friedensschlusses 1919/1920,
Stuttgart 1920,

42 Schulthess’ Turopiischer Geschichskalender 1919, Bd. 1, . 260.

13 Vorwirts Nr. 597 vom 19, Dezember 1924,

14 Vorwirts Nr. 288 vom 8. Juni 1920

45 Protokoll ti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

tei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in Kassel vom 10. bis 16. Oklober 1920, Berlin 1920,

S. 319; vel. M. Stirmer, Koalition und Oppositio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1928, Diisseldorf 1967, 8. 137£.

U. Heinemann, Die verdriingte Niederlage, 5. 153 11

Vgl R. Phelps, Anton Drexler, Der Griinder der NSDAP, in: Deutsche Rund-

schau 87, 1961, $. 1134-1143.

48 K. Lipstein, Matthias Lrzberger und das Dilemma der deutschen Demokratie,
Berlin“1976, S. 3921,

49 M. Sabrow; Der Rathenau-Mord, Rekonstruktion einer Verschworung gegen die
Republik von Weimar, Miinchen 1994, 8. 17 5.

30 Vgl W. Welte, Gustay Naske, F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Diisseldorl 1988,

S.477 1.

Ebenda, S. 1995

1. A.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a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

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24, Berlin *1985, S. 10211,

53 H. M. Bock, 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 bis 1923, Ein Bei-

trag zur Sozial- und Ideengeschichte der frithen Weimarer Republik, Darmstadt

1993

L. Preller, So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 249,

AR, Kabinett Bauer, bearb. von A, Golecki, Boppard 1980, 5. 123.

J. Brger, Der Kapp Littwite- Puisch,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Innenpolilik

191971920, Dissseldorl 1967, 5. 136: vgl. Die Anfinge der Ara Seeckt, Militir und

Tnnenpolitik 19201922, hearb. von H. Hiirten, i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Reihe T1, Bd. 3, Diisscldorf 1979,

S. 981

F.Ernst, Aus dem Nachlaf des Generals Walther Reinhardt, Stuttgart 1958, 5. 62.

H. Potthoff, Gewerkschaften und Politik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Inflation, Dis-

seldorl 1

546,

S 26718 T Diiiert, Gawerlichutienolinlcin: der Phase des Wt





images/00046.jpeg





images/00114.jpeg
1925 1928 1930 1933

e YA

—m——]000 EM R





images/00045.jpeg
H. J. Rupieper, The Cuno government and reparations 1922-1923, Politics
and economics, Den ITaag, Boston und London 1979,

1. Schieder,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Rapalla-Vertrags, in: 117 204,
1967, 8. 545-609.

G. Schmidt (Hg.), Konslellationen internationaler Politik, 1924-1932, Poli-
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Faktoren in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West-
curop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Referate und Diskussionsbeitrige
eines Dortmunder Symposiums, 18.-21. September 1981, Bochum 1983,

R, J. Schmidt, Versailles and the Ruhr, Seedbed of World War 11, Den Haag
1968.

IL. J. Schroder (Ig), Sidosteuropa im Spannungsfeld der GroBimichte
1919-1939, Wiesbaden 1984

S. A. Schuker, 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24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Dawes-Plan, Chapel Hill 1976.

Ders., American »reparations« to Germany 1919-1933, Implications for the
Third World debt crisis, Princeton 1988.

K. Schwabe (ITg.), Die Ruhrkrise 1923, Wendepunkt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Paderborn 1985.

outou, Die deutschen Reparationen und das Seydous-Projekt 1920/1921,

in: VIZ 23,1975, 8. 237-270.

J. $penz, Die diplomatische Vorgeschichte des Beitritts Deutschlands zum
Volkerbund 1924-1926, Fin Beitrag zur AuRen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Giittingen 1966,

C. Stamm, Lloyd George zwischen Innen- und Auenpolitik, Die brit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921/1922, Kiln 1977.

M.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France and Furopean eco-
nomic diplomacy, 1916-1923, New York 1980.

Die Entstehung des Young-Plans, dargestellt vom Reichsarchiv 19311933,
durchgesehen und eingeleitet von M. Vogt (Schriften des Bundesar-
chivs, 15), Boppard 1970.

T. Vogelsang, Papen und das aufenpolitische Erbe Briinings, Dic Lausanner
Konferenz 1932, in: Neue Perspektiven aus Wirtschaft und Recht, Test
schirift fiir Hans Schiffer zum 80. Geburtstag am 11. April 1966, hg, von
C. P Claussen, Berlin 1966, 5. 487-507.

M. Walsdorff, Westorientierung und Ostpolitik, Stresemanns RuBlandpoli-
tik in der Locarno-Ara, Bremen 1971

Wandel, Die Bedeutung der Vereiniglen Staaten von Amerika fiir das

deutsche Reparationsproblem 1924-1929, Tiibingen 1971.





images/00113.jpeg
1 2miuionen

ERWERBSLOSE | |-






images/00048.jpeg
1914 bis 1919, Das Problem der »Gemeinwirtschaft« in Krieg und Frie
den, Wiesbaden 1982.

G. D. Teldman, C.-L. Holtfrerich, G. A. Ritter und P-C. Witt (Hg.), Dic
deutsche Inflation, Eine Zwischenbilanz (Beitrige zu Inflation und Wie-
deraufbau in Deutschland und Furopa 1914-1924, Bd. 1, und Verof-
fentlichungen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zu Berlin, 54), Berlin und
New York 1982.

Dies. (Hg.), Die Erfahrung der Inflation im internationalen Zusammenhang
und Vergleich (Beitrige zu Tnflation und Wiederaufbau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1914-1924, Bd. 2, und Verélentlichungen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zu Berlin, 57), Berlin und New York 1984

Dies. (Hg.), Dic Anpassung an die Inflation (Beitrage zu Inflation und Wie-
deraufbau in Deutschland und Furopa 1914-1924, Bd. 8, und Verdf-
fentlichungen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zu Berlin, 67), Berlin und
New York 1986.

G. D. Feldman, Iron and steel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6-1923, Prince-
ton, N.J., 1977.

Ders.,, Vom Weltkrieg zur Weltwirtschaftskrise, Studien zor deutschen
Wirlschalls- und Sozialgeschichte 1914-1932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60), Géttingen 1984.

Ders. (Hg.) unter Mitarbeit von E. Miiller-Luckner, Die Nachwirkungen der
Inflation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1924-1933, Miinchen 1985.

Ders, und H. Homburg, Industrie und Inflation, Studien und Dokumente
ur Politik der deutschen Unternehmer 1916-1923, Hamburg 1977.
Ders., The Greal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4, Oxford 1993,

. Ferguson, 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1927, Cambridge 1995.

W. 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1918-1945, Opladen 1968.

I. von Freyberg, Industrielle Rationalisie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tersucht an Beispiclen aus dem Maschinenbau und der Elektroindu-
strie, Frankfurt am Main 1989.

M. Griibler, Die Spitzenverbinde der Wirtschaft und das erste Kabinett
Briining, Yom Ende der grofien Koalition 1929/1930 bis zum Vorabend
der Bankenkrise 1931, Eine Quellenstudie (Beitri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70), Diisseldorf 1982.

F. Giinther, Der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1919 bis 1923, in:
Jenaer Beilrige zur Parleiengeschichte 21, 1968, S. 4-106.

era of inflation 1897-






images/00116.jpeg





images/00047.jpeg
J. P. Stern, Hitler, Der Fiihrer und das Volk, Minchen 1978.

G. Stresemann, Vermichtnis, Der NachlaB in drei Banden, hg. von T1. Bern-
hard, Berlin 1932/1933.

G. R. 'Ireviranus, Das Ende von Weimar, Heinrich Briining und seine Zeit,
Diisseldorf und Wien 1968.

H. A. Turner, Stresemann, Republikaner aus Vernunft, Berlin 1968.

I. Vogelsang, Kurt von Schleicher, Ein General als Politiker (Personlichkeit
und Geschichte, 39), Géttingen 1965.

E. Wandel, Hans Schiiffer, Steuermann in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Krisen, Stuttgart 1974,

G. L. Weinberg, Hitlers zweites Buch, Ein Dokument aus dem Jahre 1928
(Quellen und Darstellungen zur Zeitgeschichte, 7), Stuttgart 1961.

K. Wernecke und P. Heller, Der vergessene Fiithrer, Alfred Hugenberg, Pres-

semach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82.

Welle, Gustav Nos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Diisseldorl 1987.

. Williamson, Karl HelfTerich, 1872-1924, Economist, financier, politi-

cian, Princeton 1971.
P.-C. Witt, Friedrich Ebert, Parteifiithrer, Reichskanzler, Volksbeauftragter,
Reichsprisident, Bonn 1982.
P. Wull, Hugo Stinnes, Wirtschafl und Politik 1918-1924,

Stutlgart 1979,





images/00115.jpeg
1933

704 1907 1925 1933 1907

18 D g
50 Al N

40

B M 36 7S B 52 & 5 1907 4

LA LA DTEE AR S

SR






images/00039.jpeg
und Afa-Bund i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1929-1932/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1.

G. Hogl, Gewerkschaften und USPD von 1916 bis 1922, L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unter hesonderer Beriick-
sichtigung des Deutschen Melallarbeiter-, Textilarbeiter- und Schuh-
macherverbandes, Diss. phil. Miinchen 1982.

W. Huber und J. Schwerdtfeger (Hy.), Frieden, Gewalt, Sozialismus,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sozialisti
Berichte der Evangelischen Studiengemeinschaft, 32), Stuttgart 1976.

U. Hiillbusch, 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in der Weltwirtschafiskrise,
in: W. Conze und H. Raupach (Hg.), Die Staats- und Wirtschaftskrise
des Deutschen Reichs 1929/1933, Stuttgarl 1967, 8. 126-154.

R. N. Hunt,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18-1933, Chicago *1970.

D. Klenke, Die sPD-Link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ine Untersuchung

hen Arbeiterbewegung (Forschungen und

zu den regionalen organisatorischen Grundlagen und zur politischen
Praxis und ‘Iheoriebildung des linken Fliigels der $PD in den Jahren
1922-1932, 2 Bde, Miinster 1983

S. Koch-Baumgarten, Aufstand der Avantgarde, Die Mirzaktion der KPD
1921, Frankfurt am Main und New York 1986.

H. Krause, USPD, Zur Geschichte der Unabhingigen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Frankfurt am Main 1975.

D. Lehnert, Sozialdemokratie und Novemberrevolution, Die Neuord-
nungsdebatte 1918/1919 in der politischen Publizislik von SPD und USPD,
Frankfurt am Main und New York 1983

P. Losche, Der Bolschewismus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03-1920, Berlin 1967.

W. Luthardt (Ilg.),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bewegung und Weimarer
Republik, Materialien zu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19271933,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78.

W. H. Maehl, The German Sacialist Party, Champion of the firsl republic
1918-1933, Lawrence, Kansas, 1986.

K.-M. Mallmann, Kommunis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ozialge-
schichte einer revolutiondren Bewegung, Darmstadt 1996.

M. Marliny, Integration oder Konfrontation? Studien zur sozialdemokrati-
schen Rechls- und Verfassungspolitik, Bonn-Bad Godesberg 1976.

Ders., Die Entstchung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Neuen Blitter fiir
den Sozialismus« und ihres Freundeskreises, Dokumentation, in: VIZ






images/00038.jpeg
33
34

38

39

10

41

13

R. Kiihn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nke, 8. 374.

Abgedruckt in: Ebenda, 8. 292-297.

K. Q. Paelel, Versuchung oder Chance? Zur Geschichle des deutschen National-
bolschewismus, Géttingen 1965, S. 156£; vgl. O. L. Schiiddekopf, Linke Leute
von rechts, Die national-revolutiondren Minderheiten und der Kommunismus
marer Republik, Stullgart 1960, S. 364 (T; L. Dupeux, »Nalionalbol-
schewismus« 19181933, Kommunistische Strategie und konservative Dynamik,
Miinchen 1985, 5. 413.

Vgl. K. Heiden,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Karriere einer Tdee, Ber-
lin 1932, . 291.

Vgl H.-C. Brandenburg, Die Geschichte der HJ, Wege und Irrwege ciner Genera-
tion, KéIn 1968, S. 68; P. 1. Stachura, Nazi youth in the Weimar Republic, Oxford
1975, 5. 149fF.

A. Moeller van den Bruck, Das Recht der jungen Volker, Miinchen 1919; vgl. K

in der We

Stern, Kulturpessimismus als politische Gefahr, Eine Analyse nationaler Ideologie
in Deutschland, Miinchen und Bonn 1963, 8. 223 fF

M. H. Kater, T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 1945,
Oxford 1983, 8. 22911,

Vgl T. Childers (Hg.), 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S. 198f.

Vgl dagegen . W Falter und D. Hanisch, Die Anfalligkeit von Arbeitern gegeniiber
der NSDAP bei den Reichslagswahlen 1928-1933, in: AfS 26, 1986, 8. 179-216.
Vgl. T. Childers (Hg.), 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S. 265 ff.

Vgl M. Jamin, Zwischen den Klassen, Zur Sozialstruktur der SA Fithrerschaft,
‘Wuppertal 1984, S. 372f






images/00101.jpeg





images/00100.jpeg
Staal und NSDAP 1930-193:
5.283.

Vgl J. Hiitter, Wilhelm Groener, Reichswehrminister am Ende der Weimarer Re-
publik, 19281932, Miinchen 1993, 8. 314

T.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S. 139 und 444,

Staat und NSDAP 1930-1932, LIX.

L.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8. 448,

Staat und NSDAP 1930-193; 3081

Vgl. H. Michaelis u.a. (Hg.), Ursachen und Fa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
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
wart, Bd. 8, Berlin 1963, §. 461,

Staat und NSDAP 1930-1932, §. 322,

H. Michaelis u.a. (Hg), Ursachen und Folgen, Bd. 8, $. 462.

Vgl. ). Hiitter, Wilhelm Groener, 8. 347 f.

Vgl M. Geyer, Aufriistung oder Sicherheit?, Die Reichswehr in der Krise der
Machtpolitik 1924-1936, Wiesbaden 1980, 7 T,

Vgl. . M. Dic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ton 1977,
S.2936

T L. Carsten, Reichswehr und Politik 1918-1933, Kiiln und Berlin 1964, S. 347,
Vel 2. Bucher, Der Reichswetirproze8, Der Hochverrat der Ulmer Reichswehrof-
fiziere 1929/1930, Boppard 1967.

Ebenda, 5. 260.

Vgl. O-E. Schiiddekopf, Das Heer und die Republik, Quellen zur Politik der
Reichswehrfithrung 1918-1933, Hannover 1955, 5. 326; Staat und NSDAP 1930-
1932, 8. 270.

Vgl. H.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fi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 606 .

F 1. Carsten, Reichswehr und Politik 1918-1933, S, 361,

Vgl M. Geyer, Das Zweite Riistungsprogramm 1930-1934, in: Militdrgeschichtl-
che Mitteilungen 17, 1975, 8, 125-172
Schulthess’ Fura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193
$. Niederschrift Graf Westarp vom 1. Juni 1932
Briinings, VIZ 1,195
S. 286,

Die Tagehii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imtliche Fragmente, Teil 1, Aufzeichnun-
gen 1924-1941, hg. von L. Frihlich, Bd. 2, Miinchen und New York 1987, 8. 165.
'T.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ut und NSDAP, S. 471

er und die Machtiibernahme 193, in: Frank-

Diisseldorl 1977,

Quellen zur

. S. 88f.
in: Dokumentation zum Sturz
21,195

282, vgl. W. Conze, Zum Sturz Briinings,

K. Frhr. von Hammerstein, Schlei
furter Hefte 11, 1956, S. 17.

Staat und NSDAP 1930-1932, $. 281 und 2715,

T.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 138,

H. Britning, Reden und Aufitze cines deutschen Staatsmanns, hg. von W, Verne-
kohlund R. Morsey, Mitnster 1968, 5. 1645,

H. Briling Mot S 591






images/00071.jpeg
[D. Abraham,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 New York *1986.

I. Blaich, Die Wirtschaftskrise 1925/1926 und die Reichsregierung, Von der
ersten Erwerbslosenfiirsorge zur Konjunkturpolitik, Kallmiinz 1977.

Ders., Der Schwarze Freitag, Inflation und Wirtschaftskrise, Miinchen 1985

C. Béhret, Aktionen gegen die »kalte Sozialisierung« 1926-1930, Fin Bef
trag zum Wirken 6konomischer Einflufverbinde in der Weimarer Re
publik, Berlin 1966.

K. Barchardt, Zwangslagen und Handlungsspiclrdume in der grofien Wirt-
schaftskrise der frithen dreifliger Jahre, Zur Revision des iiberlicferten
Geschichtsbildes, in: M. Stiirmer (Hg.), Die Weimarer Republik, Bela
gerle Civitas, Konigstein ‘1985, S. 318-339.

Ders., Wachstum, Krisen, Handlungsspielrium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Studien zur Wirtschaft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Kriti-
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0), Gottingen 1982.

K. L. Born, Die deutsche Bankenkrise 1931, Finanzen und Politik, Min
chen 1967,

O. Biisch und G. D. Feldman (Hg.), Historische Prozesse der deutschen
Inflation 1914 bis 1924, Ein Tagungsbericht, Berlin 1978.

H. G. Chlert, Die wirtschaftliche Zentralbehirde des Deutschen Reiches






images/00070.jpeg
-

LS

o

Vel. L. Geiss, Juli 1914, Die europdische Krise und der Ausbruch des Lrsten Welt-
krieges, Miinchen 1980; E 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Kanigstein 1979,
S. 46ff

Vgl W, J. Mommsen, Die deutsche offentliche Meinung und der Zusammen-
bruch des Regierungssystems Bethmann Hollwegs, in: GW 1) 19, 5. 656 667.

K. Epstein, Matthias Erzberger und das Dilemma der deutschen Demokratie
Berlin 21976 (Rede vom 6. Juli 1917).

8. Miller, Burgfrieden und Klassenkampf,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im Er-
sten Weltkrieg, Diisseldorf 1974, S. 306 ff

P Kiclmannscgg, Deutschland und der Erste Weltkricg, Frankfurt am Main 1968
474ff; D. Orlow, Weimar Prussia 1918-1925, The unlikely rock of democracy,
Pittsburgh, PA, 1986, 8. 511.

Vgl W. Wette, Gustav Nos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Diisseldort *1988,8.153f.
G. D. Feldman, Army, industry and labour in Germany 1914-1918, Princeton
1966, S. 327 .

Vel H. A.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
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24, Berlin 1984, 8. 34ff; G. D. Feld-
man, E. Kolbund R. Riirup, Die Massenbewegungen der Arbeiterschaftin Deutsch-
land a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917-1920, in: PVS 18, 1978, §. 84-105.
Vel. I Hagenliicke, 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 Ditsseldorf 1997.

Vel. W, E. Mosse und A. Paucker (ITg.), Deutsches Judentum in Krieg und Revo-
lution 19161923, Tiibingen 1971.

Vel. W. Maser, Die Frithgeschichte der NSDAP, Hitlers Weg bis 1924, Frankfurt
am Main 1965, 8. 145.

Vel. 8. Miller, Burgfrieden und Klassenkamp, 8. 365 T

Vel. G. Ritter, Staatskunst und Kriegshandwerk, Zum Problem des deutschen
Militarismus, Bd. 4, Miinchen 1968, S. 388 I; H. Potthoff, Der Parlamentarisie
rungserla vom 30. September 1918, in: VIZ20, 1972, 8. 319-332,

A.von Thaer, Generalstabsdienstan der Front und in der OHL, aus: Briefe und ‘Ta-
gebuchanfzeichnungen 19151918, hg von 8. A. Kaehler, Gotringen 1958, S. 234f
U. Bermbach, Vorformen parlamentarischer Kabinettsbildung in Deutschland.
Der Interfraktionclle Ausschuf 1917/1918 und die Parlamentarisicrung der
Reichs regierung, Kln und Opladen 1967, 8. 219 .

Prinz Max von Baden, Erinnerungen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1927, S, 292; zur






images/00073.jpeg
Bibliographic zur Zeitgeschichte 1953-1980, hg. von T. Vogelsang und H.
Auerbach unter Mitarbeit von U. van Laak, Bde 1 und 2, Miinchen, New
York, London und Paris 1982.

Bibliographie zur Zeilgeschichte, Beilage der Vierteljahrshefte zur Zeilge
schichte, Stuttgart 1953-1984, Miinchen 1985 (L.

Jahresbibliographic, Bibliothck fiir Zeitgeschichte, Weltkriegsbiicherei
Stuttgart, Neue Folge der Biicherschau der Weltkriegsbiicherei, Koblenz
0.D.

G. P. Meyer, Bibliographie zur deutschen Revolulion 1918/1919 (Arbeitsbi
cher zur modernen Geschichte, 5), Gotlingen 1977,

M. Schumacher, Wahlen und Abstimmungen 1918-1933, Eine Bibliogra-
phie zur Statistik und Analyse der politischen Wahl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bliographi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7), Diisseldorf 1976,

P. D. Stachura, The Weimar Era and Hitler 1918-1933, A Critical Bibliogra-
phy, Oxford 1977.

H. P. Ullmann, Bibliographi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arteien und
Interessenverbiinde (Arbeitsbiicher zur modernen Geschichte, 6), Got-
tingen 1978.

H.-U. Wehler, Bibliographiec zur modernen Sozialgeschichte, 18. bis





images/00072.jpeg





images/00075.jpeg
] i akE
) HaREN
R
]

106

90

80

M

ST A R

JeriE

Bl B

19.1
919
@
810

2o Rl Bt

6.0
920

.2

L¥ (HRH

774

712 205 19 37 6edl 53
14 102 1930 932 1932 933
56 TRE 820 84l 806 888

| RV
50 @i

[ e AR
i

[ sfseim






images/00107.jpeg
1 P Kriger, Die Aub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1985,

2 E. Wandel, Dic Bedeutun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yon Amerika fiir das deutsche
Reparationsprogramm 19241929, Tiibingen 1971, 5. 9f und 15ft; W, Link, Der
amerikanische Einflu auf die Weimarer Republik in der Dawes Plan-Phase, Ele
mente cines »penetrierten Systemse, in: H. Mommsen u.a. (Hg.), Industriel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isseldorf 1974,
S.485-498.

3 Vgl S, A. Junker, 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 The crisis of 1924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Dawes Plan, Chapel Hill 1976, . 185F.

W Licbe, Dic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1918-1924, Diisseldorf 1956, 5. 80,

U von Hehl, Wilhelm Marx 1863-1946, Mainz 1987, $. 254 und 2591

C.-D. Krohn, ‘Iubvhtizvung und dkonomische Interessen, Die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23-1927, Ditsseldorf 1974.

H. H. Hartwich, Arbeitsmarkt, Verbiinde und Staat 1918-1933, Die éffentliche

Bindung unternchmerischer Funk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lin 1967.

S. 35f; ]. Bahr, Staatliche Schlichtung in der Weimarcr Republik, Tarifpolitik.

Korporalismus und industrieller Konflikt zwischen Inflation und Deflation, Ber-

lin 1989, 5. 105 .

8 1. Mommsen, Sozialpolitik im Ruhrbergbau, in: Ders. u.a. (Hg.), Industricl-
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S. 3033215 R. Tschirbs, Tarifpolitik im
Ruhrbergbau 19181933, Berlin 1986, 5. 220 .

9 Vgl T. Childers, Interest and ideology, Anti-system palitics in the era of stabili
sation 1924-1928, in: G D. Feldman (Hg.), Die Nachwirkungen der Inflation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1924-1933, Miinchen 1985, 5. 1-19.

10 Vgl 1L A. Turner, Stresemann, Republikaner aus Vernunft, Berlin 1968, $. 2041
R. P. Grathwol, Stresemann and the DNV P, Reconciliation or revenge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24-1928, Lawrence 1980.

L W. Licbe,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 87.

12 So der Titel seiner 1960 in Stuttgart erschienenen Memairen.

ERT

~

13 H. Tricpel, Dic Staatsverfassung und dic politischen Parteien, Berlin 1927, 8. 20
und 36.

11 0. Spengler, Preuentum und Sozialismus (1919), in: Ders., Politische Schriften,
Miinchen #1932, $. 7; Ders., Neubau des deutschen Reiches, Miinchen 1924, S. 6.

15 Vgl. 11. Mommsen, Die Auflisung des Biirgertums seit dem spéten 19. Jahrhun-
dert, in: J. Kocka (Hg.), Birger und Biirgerlichkeit im 19. Jahrhundert, Géttingen
1987, 5. 288-315.

16 H. Zehrer, Das Ende der Parleien, in: Die Tal, 24. Jg., 1932/1933, Bd. 1, 8. 73.

Vel. K. Fritzsche, Politische Romantik und Gegenrevolution, Fluchtwege in der

Krise der biirgerlich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76, S. 193,

18 Der deutsche Volkswirt, 1929, . 333,

19 AdR, Kabinett Marx, beatb, von G.






images/00074.jpeg





images/00106.jpeg
G. Arns, Regicrungsbildung und Koalitions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1919-1924, Clausthal-Zellerfeld 1971.

D. Fricke u.a. (Hg.), Lexikon zur Parteiengeschichte. Die biirgerlichen und
kleinbiirgerli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1789-1945), 4 Bde, Leipzig
1983-1986.

M. R. Lepsius, Parteiensystem und Sozialstruktur, Zum Problem der De-
mokratisier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in: G. A. Ritter (Hg.), Deut-
sche Parteien vor 1918, Koln 1973, 8. 56-80.

E. Matthias und R. Morscy (Hg.), Das Ende der Partcien 1933,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Diisseldorf 1984,

S. Neumann, Die Partei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77,

K. Nowak, Evangelische Kirche und Weimarer Republik, Zum politischen
Weg des deutschen Protestant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2, Gattin-
gen 1981.

W. Pyta,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1918-1933, Die Verschrin-
kung von Milieu und Parteien in den protestantischen Landgebieten
Deutschlands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106), Diisseldorf 1996.

G. A. Ritter, Kontinuitit und Umformung des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s
1918-1920, in: Ders. (Hg.), Entstehung und Wandel der modernen Ge-
sellschaft, Festschrift fir Hans Rosenberg zum 65. Geburtstag, Berlin
1970, 8. 342-376.

E-K. Scheer, Die Deutsche Friedensgesellschaft, 1892-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1





images/00077.jpeg
deutschen Republik,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sozialen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Recklinghausen 1966.

M. Schumacher, Mittelstandsfront und Republik, Die Wirtschaftspartei,
Reichspartei des deulschen Mitlelstandes 1919-1933 (Beitrige zur Ge-
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leien, 44), Diis-
seldorf 1972,

H. Schustereit, Linksliberalismus und Sozialdemokratic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vergleichende Betrachtung der DDP und $PD 1919

1930, Diisseldorf 1975.

Stephan, Aufstieg und Verfall des Linksliberalismus 1918-1933, Ge-

schicht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Partei, Géttingen 1973,

J. Striesow,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und die Volkisch-Radikalen
1918-1922,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81.

A. Stupperich,
beitnehmerpolitik in der 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 1918-1933,
Géttingen und Ziirich 1982.

A.'thimme, Flucht in den Mythos,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und
die Niederlage von 1918, Géttingen 1969.

C. E Trippe, Konservative Verfassungspolitik 1918-1923, Dic DNVP
als Opposition in Reich und Tindern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105), Disseldorf
1995.

D. P. Walker, 'The German Nationalist People’s Party, The Conservative Di-
lemma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
14,1979, S. 627-647.

S. Weichlein, Sozialismus und polit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Lebenswelt, Vereinskultur, Politik in TTessen, Gottingen 1996.

W,

Jolksgemeinschaft oder Arbeitersolidaritit, Studien zur Ar-

P. Wulf, Die politische Haltung des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Handwerks
1928-1933, Koln und Opladen 1969.






images/00109.jpeg





images/00076.jpeg





images/00108.jpeg
K. Holl und W. Wette (Hg.), Pazif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itrige
zur historischen Friedensforschung, Paderborn 1981

Y. Ishida, Jungkonservativ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er Ring Kreis
1928-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8.

A. Kaes (Hg,), Weimarer Republik, Manifeste und Dokumenle zur deul-
schen Literatur 1918-1933, Stuttgart 1983.

M. H. Kater, Die Artamanen, Vilkische Juge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213,1971, 8. 577-638.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
Tinc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c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
publik, Hamburg 1975,

W. Kindt (Hg.),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1920-1933, Die biindische
Zeit, Quellenschrilten, Disseldorf 1974.

K. von Klemperer, Konservative Bewegungen,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Miinchen und Wien 1962.

T. Koebner (Hg.), Weimars Ende, Prognosen und Diagnosen in der deut-
schen Literatur und Publizistik 1930-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2.

Ders., R.-P. Janz und E. Trommler (Hg.), »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 Der
Mythos Jugend, Frankfurt am Main 1985.

R. Koshar, Social Life, Local Politics and Nazism, Marburg 1880-1935, Cha-
pel Hill und London 1986.

J. Kurucz, Struktur und Funktion der Intelligenz wiihrend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gisch-Gladbach 1967

W. Krabbe, Die gescheiterte Zukunft der Ersten Republik. Jugendorganisa-
tionen biirgerlicher Parteien (1918-1933), Opladen 1995.

D. Langewiesche, Politik, Gesellschaft, Kullur, Zur Problematik von Arbei-
terkultur und kulturellen Arbeiterorganisationen in Deutschland nach
dem 1. Weltkrieg, in: AIS 22, 1982, S. 359-402.

W. Laqueur, Weimar, Die Kultur d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und Wien 1976

H. Lebovics, Social conservatism and the middle classes in Germany, 1914-
1933, Princeton, N. J. 1969.

M. R. Lepsius, Extremer Nationalismus, Strukturbedingungen vor der na-
tionalsozialistischen Machtergreifung, Stuttgart 1966.

U. Linse, Barfiifige Propheten, Erlsr der zwanziger Jahre, Berlin 1983,

H.-]. Lutzhéft, Der nordische Gedanke in Deutschland 1920-1940, Stutt-
gart 1971

B. Miller-Lane, Architeklur und 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18-1945 (Schri






images/00079.jpeg
[N}

w

u

Vgl P. D. Stachura, Der kritische Wendepunkt? Die NSDAP und die Reichstags-
walilen vom 20. Mai 1928, in: ViZ. 26, 1978, 5. 66 99.

Vgl D.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ly 1919-1933, Pittsburgh 1969, . 46 [;
W. Iorn, Fihrerideologie und Parteiorganisation in der NSDAP 1919 193:
Diisseldor( 1972, 8. 1721,

W. Tlorn, Fiihrerideologie und Parteiorganisation, S. 227f; vgl. A. Werner, SA
und NSDAP, Erlangen 1964.

Vgl A. Tyrell, Vom »Trommler« zum »Fii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
versti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 P, Miinchen
1972, 8. 1661: J. C. Fest, Hitler,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Main und Berlin
1973, 8. 290fF.

Vgl. ). Nyomarkay, Charisma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Nazi Party, Minneapolis
1967, S. 281f; P. Hiittenberger, Die Gauleiter, Studie zum Wandel des Machtgefii-
ges in der NSDAP, Stuttgart 1969.

Hitler, Mein Kampl, Minchen #7936, 8. 510.

A. Tyrell, Fithrer befiehl ..., Sel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te der NSDAP,
Dokumentation und Analyse, Diisscldor{ 1969, 8. 152.

U.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 Stuttgart 1978, S. 31.

Vgl. G. Schildt, Die Arheitsgemcinschaft Nord-West, Untersuchungen zur Ge-
schichte der NSDAP 1925/1926, Phil. Diss. Freiburg 1964, S. 105 ff; R. Kithn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nke 1925 1930, Meisenheim 1966.

Die Tagebiicher von Juseph Goebbels, Simtliche Fragmente, Teil 1, Aufzeichnun-
gen 19241941, hg. von L. Frohlich, Bd. 1, Miinchen 1987, 5. 126 1.

Q. Strasscr, Hitler und ich, Konstanz 1948, 5. 87.

Vgl. W. Jochmann, Im Kampf um die Macht, Hitlers Rede vor dem Hamburger
Nationalclub von 1919, Frankfurt am Main 1960.





images/00103.jpeg
47
18

M. 1. Boehm, Ruf der Jungen, Berlin 1919, §. 44.

Die Dritle Front, Die Revolution des Stimmzelicls, in: Die Tat, Bd. 24, 1932,
$.7ff; vgl E. Demant, Von Schleicher zu Springer, Hans Zehrer als politischer
Publizist, Mainz 1971, S. 35f. und 80f.

Die Tat, Bd. 21,1929, 5. 2511

Hans Zehrer, Rechts oder links?, in: Die Tat, 23 Jg., 1931/1932, Bd. 1, 8. 547; vgl.
E. Matthias und R. Morsey (Hg.), Das Ende der Parteien, 8. 73

E. Jonas, Die Volkskonservaliven 1928-1933, Entwicklung, Struktur, Standarl
und staatspolitische Zielsetzung, Diisseldorf 1965, 8. 81f. und 88,

Vgl G.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0, 8. 1001,
Vgl J. 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1921-1933, London 1971,
S 148f






images/00078.jpeg
-

Der Jude ist unserllngluckI
N2\ /

muss es Cuch sagen!

Euere Stimme gehor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Hitler - Bewegung)

INES D)





images/00102.jpeg
Standort und staatspolitische Zielsetzung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30), Diisseldorf
1965.

I. E. Jones, »The Dying Middle«, Weimar Germany and the fragmentation
ol bourgeois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5, 1972, §. 23-54.

Ders., Sammlung ader Zersplitterung? Die Bestrebungen zur Bildung ciner
neuen Mittelpartei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1933,
in: VZ 25, 1977, 8. 265-304.

Ders., Ger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1918-1933, Chapel Till 1988

A. Kessler, Der Jungdeutsche Orden in den Jahren der Entscheidung, Bd. 1
1928-1930, Miinchen 1974; Bd. 2: 19311933, Miinchen 1976.

E. Kolb und W. Mithlhausen (Hg.), Demokralic in der Krise. Parleien und
Verfassungssystem der Weimarer Republik, Miinchen 1997,

W. R. Krabbe, Die gescheiterte Zukunft der Ersten Republik, Jugendorga-
nisationen biirgerlicher Parteien im Weimarer Staat (1918-1933), Op-
laden 1995,

A. Kruck, Geschichte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1890-1939, Wieshaden
1954.

A. Kunz, Civil Serv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Inflation in Germany, 1914-1924,
Berlin 1986.

W. Liebe,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1918-1924 (Beitrige zur Ge-
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cn, 8), Diis-
seldorf 1956,

D. Large, The Politics of Law and Order, A History of Bavarian Einwohner-
wehr 1918-1921, Philadelphia 1980.

U. Lohalm, Volkischer Radikalismus,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volki-
schen Schutz- und "I'rutz-Bundes 1919-1923, Hamburg 1970.

G. Opily, Der Christlich-soziale Volksdienst, Versuch einer protestan-
tischen Part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ilr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37), Diisseldorf
1969.

R. Opitz, Der deutsche Sozialliberalismus 19171933, Kéln 1973.

E. Portner, Die Verfassungspolitik der Liberalen, Fin Beitrag zur Deutung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Bonn 1973,

W. Schneider, Die Deutsche Demolkratische Partei i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1924-1930, Miinchen 1978,

H. J. Schorr, Adam Stegerwald, GewerkschalUler und Politiker der ersten





images/00105.jpeg





images/00104.jpeg
J. Becker, Heinrich Briining in den Krisen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rofessor Dr. Walther Peter Tuchs zum 60. Geburtstag, in: GWU 17,
1966, S. 291-319.

H. Bennecke, Wirtschaftliche Depression und politischer Radikalismus,
Die I.ehre von Weimar, Miinchen 1968.

K. D. Bracher, Briinings unpolitische Politik und die Auflosung der Weima-
rer Republik, in: VE£ 19, 1971, 8. 113-123.

K. Biihler, Die padagogische Problematik des Freiwilligen Arheitsdienstes,
Aachen 1978.

W. Conze, Briinings Politik unter dem Druck der grofen Krise, in: HZ 199,
1964, S. 529-550.

Ders. und H. Raupach (Hg.), Die Staats- und Wirtschaftskrise des Deut-

schen Reiches 1929/1933, Sechs Beitrige, Stullgart 1967,
Hentschel, Weimars letzte Monate, Hitler und der Untergang der Repu-
blik, Dissseldorf 1978.

F. Hermens/T. Schieder (Hg.), Staat, Wirtschaft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estschrift fiir Heinrich Briining, Berlin 1967.

H. Hishne, Die Machtergreifung,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Hitler-Diktatur,
Reinbek 1983.

S. Hone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ugriff aul Preuen, PreuBischer Staat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oberungsstrategic 1928-1934, Bo-
chum 1984.

U. Horster-Philipps, Konservative Politik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c Regicrung Franz von Papen, Kaln 1982.

K. Ioll (ITg.), Wirtschaftskrise und liberale Demokratie, Das Ende der Wei-
marer Republik und die gegenwirtige Situation, Géttingen 1978.

K.-H. Janssen, Der 30. Januar, Ein Report iiber den Tag, der die Welt verin-
derte. Frankfurt am Main 1983,






images/00211.jpeg
. Weber,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69.
Ders., Hauptfeind Sozialdemokratie, Strategie und 'laktik der KPD 1929-

1933, Disseldorf 1982,

R. F. Wheeler, USPD und 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r Internationalismus
in der Zeit der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75.

Ders., Die »21 Bedingungen« und die Spaltung der USPD im Herbst 1920,
Zur Meinungsbildung der Basis, in: VfZ 23, 1975, S. 117-154.

W. von der Will und R. Burns (Hg.), Arbeiterkulturbewegung in der Wei-
marer Republik,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82.

H. A. Winkler, Klassenbewegung oder Volkspartei? Zur Programmdiskus-
sion in der Weimarer Sozialdemokratic 1920-1925; in: GuG 8, 1982,
§.9-54.

Ders.,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 1.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1918-1924, Berlin *1984; Bd. 2,
Der Schein der Normalitit, 1924-1930, Berlin 1985; Bd. 3, Der Weg in
dic Katastrophe, 1930-1933, Berlin 1987.

V. Wittwer,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Schu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Bonn 1976.






images/00210.jpeg





images/00060.jpeg





images/00062.jpeg
13

44
15
16

mokratie zwischen Klassenbewegung und Volkspartei, I'rankfurt am Main 1974,
$.106-133.

J.Jacobson und]. T. Walker, The Impulse for a Franco-German Entente, The origins
of the Thoiry conference 1926,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10, 1975, 5. 157 181
Gustav Stresemann, Vermiichtnis, Bd. 3, S. 304.

P. Kriiger, Die Aufenpolitik der Republik Weimar, §. 344f.

M.-0. Maxelon, Stresemann und Frankreich 1914-1929, Deutsche Politik der
Ost-WA






images/00061.jpeg
DURCH LlCHT ZUR NACHT





images/00064.jpeg
[1.-]. Schwierskott, Arthur Mocller van den Bruck und der revolutiondre
Nation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attingen 1962.

T. Seiterich-Kreuzkamp, Links, frei und katholisch - Walter Dirks, Ein Bei-
trag zur Geschichte des Katholizismus der Weimarer Republik, Mit ei-
nem Nachwort von Walter Dirks, Frankfurt am Main, Bern und New
York 1986,

K. Siegfried, Universalismus und Faschismus, Das Gesellschaftsbild Oth-

mar Spanns, Zur politischen Funktion seiner Gesellschaftslehre und
Stindestaatskonzeption, Wien 1974.

B. Sosemann,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r Kritik demokrati-
scher Publizisten, Theodor Wolff, Ernst Feder, Julius Elbau, Leopold
Schwarzschild, Berlin 1976.

K. Sontheimer,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politischen T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 Miinchen *1968.

B. Stambolis, Der Mythos der jungen Generat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
schen Kul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chum 1984.

G. D> Stark, Entrepreneurs of ideology, Neoconservative publishers in Ger-
many, 1890-1933, Chapel Hill 1981.

E Stern, Kulturpessimismus als politische Gefahr, Eine Analyse nationaler
Ideologic in Deutschland, Bern und Stuttgart 1963

Ders., Das Scheitern illiberaler Politik.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utschland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l, Trankfurt am Main, Berlin
und Wien 1972.

W. Struve, Elites against democracy, Leadership ideals in bourgeois political
thought in Germany, 1890-1933, Princeton, N.J., 1973.

B. Thoss, Der Ludendorff-Kreis 1919-1923, Miinchen als Zentrum der
milleleuropdischen Gegenrevolution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Hitler-
putsch, Miinchen 1978.

I Willet, Explosion der Mitte, Kunst und Politik 1919-1932, Miinchen 1981.

Ders., Die Weimarer Jahre, Fine Kultur mit gewaltsamem Ende, Stuttgart
1986.

K. W. Wippermann, Politische Propaganda und staatsbiirgerliche Bildung,
Die Reichszentrale fiir Heimatdiens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76.

R.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London 1980,





images/00217.jpeg





images/00063.jpeg
W. T. Angress, Dic Kampfzeit der KPD, 1921-1923 (Geschichtliche Studien
zu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2), Diisseldorf 1973.

S. Bahne, Die KPD und das Ende von Weimar, Das Scheitern einer Politik
1932-1935, Frankfurt am Main und New York 1976.

J. Blau, Sozialdemokratische Staatslehr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arstel-
lung und Untersuchung der staatstheoretischen Konzeption von Tler-
mann Heller, Ernst Fraenkel und Otto Kirchheimer, Mit einem Vorwort
von H. Ridder (Schriftenreihe fiir Sozialgeschichte und Arbeiterbewe-
gung, 21), Marburg 1980.

H. M. Bock, 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Zur
Geschichte und Soziologie der Freien Arbeiter-Union Deutschlands
(Syndikalisten), der Allgemeinen Arbeiter-Union Deutschlands und
der Kommun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Meisenheim
1969.

Ders., 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 bis 1923, Ein Bei-
trag zur Sozial- und Ideengeschichte der frithen Weimarer Republik,
Aktualisierte und mit einem Nachwort vers. Neuausgabe, Darmstadt
1993.

H. Drechsler, Die 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SAPD),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Meisenheim 1965.

0. K. Flechtheim, Dic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Neuauflage Ham-
burg 1986.

G. Fiilberth,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PD und KPD in der Kommunalpo-
litik der Weimarer Periode 1918/1919 bis 1933, Koln 1985.

H. Heimann und T. Meyer (Hg.), Reformsozialismus und Sozialdemokratic,
Zur Theoriediskussion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in der Weima.
rer Republik, Bericht zum wissenschaltlichen KongreB der Friedrich-
Ebert-Stiftung »Beitrige zur reformistischen Sozialismustheo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vom 9. bis 12. Oktober 1980, Bonn 1982.

E. Heupel, Reformismus und Krise, Zur Theorie und Praxis von SPD, ADGB






images/00216.jpeg
P. Bucher, Der Reichswehrprozets, Der Hochverrat der Ulmer Reichswehr-
offiziere 1929/1930 (Wehr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 Abteilung Mili-
tirgeschichtliche Studien, 4), Boppard 1967.

F. L. Carsten, Reichswehr und Politik 1918-1933, Kéln und Berlin 1964.

V. Deist, M. Messerschmidt, H.-E. Volkmann und H. Wette, Ursachen und
Voraussetz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politik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d. 1), Stuttgart 1979.

J. Diilffer, Weimar, Hitler und die Marine, Reichspolitik und Flottenbau

1920-1939, Diisseldorf 1973.

M. Geyer, Das Zweite Riistungsprogramm, 1930-1934, in: Militirgeschicht-
liche Mitteilungen, 17, 1975, 125-172.

Ders., Aufriistung oder Sicherheit, Die Reichswehr in der Krise der Macht-
politik 19241936, Wiesbaden 1980,

Ders., Deutsche Riistungspolitik 186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I1. J. Gordon, Die Reichswehr und die Weimarer Republik 1919-1926,
Frankfurt am Main 1959.

E. W. Hansen,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 Riistungswirtschaftliche Zusam-
menarbeit und wirtschaftliche Mobilmachungsvorbereitungen 1923~
1932, Boppard 1978.

H. Mommsen, Mi

und Militarisierung in Deutschland 1914 bis 1938,






images/00066.jpeg
F. Dickmann, Die Kricgsschuldfrage aut der Friedenskonferenz von Paris
1919, Miinchen 1964.

L. Haupts, Deutsche Friedenspolitik 1918/1919, Fine Alternative zur Macht
politik des Ersten Weltkrieges, Diisseldorf 1976.

J. von Hehn, H. von Rimscha und H. Weiss (Hg.), Von den baltischen Pro-
vinzen zu den baltischen Staaten, Beitriig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Republiken Estland und Lettland 1917/1918, Marburg 1971.

J. Heideking, Vom Versailler Vertrag zur Genfer Abriistungskonferenz,
Das Scheitern der alliierten Militirkontrollpolitik gegenitber Deutsch-
land nach dem Trsten Weltkrieg, in: Milita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1980. Heft 28. S. 45-68.





images/00219.jpeg
schen Reiches von 1920-1945, Geschrieben vom letzten Reichsfinanz-
minister, Géttingen, Frankfurt am Main und Ziirich 1974.
R. Leuschen-Seppel, Zwischen Staatsve

antwortung und Klassenintere
se, Die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 der $PD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ter besonderer Beriicksichtigung der Mittelphase 1924~
1928/1929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9), Bonn 1981.

R. E. Like, Von der Stabilisierung zur Krise, hg, vom Basel Centre for Eco
nomic and Financial Research Series, Ziirich 1958.

W. C. McNeil, American Mone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1986.

C.. §. Maicr, 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 Stabilization in France, Germany
and Ttaly in the decade after World War 1, Princeton 1975,

H, Marcon, Arbeitsbeschaffungspolitik der Regierungen Papen und Schlci-
cher, Grundsteinlegung fiir dic Beschftigung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Moderne Geschichte und Politik, 3), Bern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74,

I Maurer, Reichsfinanzen und groRe Koalition,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s-
Kabineuts Miller 19281930 (Moderne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 Bern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73,

R. Meister, Die groBe Depression, Zwangslagen und Handlungsspiclriume
der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29-1932, Regens
burg 1991

A. C. Micrzcjewski, Payment and profits, The G

man National Railway

A. Maller, Reichsfinanzminister Matthias Erzberger und sein Reformwerk,
Bonn 1971,

R. Morsey, Briinings Kritik an der Reichsfinanzpolitik 1919-1929, in: Ge-
schichte, Wirtschafl, Gesellschall, Testschrifl fiir Clemens Bauer zum
75. Geburtstag, hg. von E. Hassinger, Berlin 1974,

H. Miller, Dic Zentralbank — cine Nebenregierung, Reichshankprasident
Hjalmar Schacht als Politiker der Weimarer Republik, Opladen 1973

R. Neebe, GroR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 1930-1933, Paul Silverberg und
der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in der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ll, 45), Gollingen
1981.

D. Petzina, Klement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
Republik, in: VIZ 21, 1973, . 127-133.

tphase der Weimarer






images/00065.jpeg
170 B2t

1504

100

s =

[ R ]

KA AR Y
PESESTORS

B e
m WL

111 RSP Er]
] Amsns
A =
g
F






images/00218.jpeg
E. Fischer, Biindnis der Eliten, Zur Kontinuitit der Machtstrukturen in
Deutschland 1871-1945, Diisseldorf 1979.

J. Flemming, C.-D. Krohn, D. Stegmann und B-C.. Witt (Hg.), Die Republik
von Weimar, 1. Das politische System, 2. Das sozialokonomische Sy-
stem, Diisseldorf 1979.

A. Hillgruber, Die gescheiterte Grofimacht, Eine Skizze des Deutschen Rei-
ches 1871-1945, Dissseldorf *1982.

E. R.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le seit 1789: Bd. 5, Well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Stutigart, Berlin, Koln
und Mainz 1978; Bd. 6, Die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Stuttgart, Rer-
lin, Kéln und Mainz 1981; Bd. 7, Ausbau, Schutz und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Berlin, Kéln und Mainz 1984.

G. Jasper, Die gescheiterte Zihmung, Wege zur Machtergreifung Hitlers
1930-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86.

E. Kolb, Die Weimarer Republik (Grundrift der Geschichte, Bd. 16), Miin-
chen und Wien *1988.

P, Longerich, Deutschland 1918-1933, Die Weimarer Republik, Handbuch
ur Geschichte, Hannover 1995.

W. Maser,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Regime, Dic erste deutsche Repu-
blik von 1918-1933, Bonn 1992.

E. Matthias und A. Nicholls (Hg.), German democracy and Lhe triumph of
Hitler, London 1971.

I1. Méller, Weimar, Die unvollendete Demokratie, Miinchen 1985.

L. Nolte, Der Faschismus in seiner Epoche, Action francaise - Italienischer
Faschismus — Nationalsozialismus, Miinchen (Neuausgabe) 71986.

D. J. K. Peukert, Die Weimarer Republik, 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
derne, Frankfurt am Main 1987.

A. Rosenberg,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hg. von

K. Kersten, Frankfurt am Main 1983.
3. Schulz, Revolutionen und Friedensschliisse 1917 bis 1920 (Weltgeschich-
te des 20. Jahrhunderts, 2), Miinchen “1985.

Ders., Deutschland seit dem Ersten Weltkricg 1918-1945 (Deutsche Ge-
schichte, 10), Géttingen *1982.

Ders. (Hg,), Weimarer Republik, Freiburg und Wiirzburg 1987.

IL. Schulze, Weimar, Deutschland 1917-1933, Berlin 1982.

I A. Winkler,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lratie. Miinchen 1993,






images/00068.jpeg





images/00213.jpeg





images/00067.jpeg
Ders., Die Reparationen und das Scheitern einer deutschen Verstandi-
gungspolitik auf der Pariser Friedenskonferenz im Jahre 1919, in: H7,
221, 1975, 8. 326-372.

Ders., Die Auft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1993.

Ders., Versailles. Deutsche AuBenpolitik zwischen Revisionismus und Frie-
denssicherung, Miinchen 1986.

F. A. Krummacher und H. Lange, Kricg und Fricden, Geschichte der
deutsch-sowjetischen Beziehungen, Von Brest-Litowsk bis zum Unter-
nehmen Barbarossa, Miinchen 1970,

W. Link, Die amerikanische Stabilisier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211932,
Diisseldorf 1970.

H. G. Linke, Deutsch-sowjetische Beziehungen bis Rapallo, Kéln 1970.

W, Lipgens, Européische Finigungsidee 1923-1930 und Briands Europaplan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Akten, in: HZ 203, 1966, S. 46-89, S. 316-363.

W. A, McDougall, France’s Rheinland-diplomacy, 1914-1924, The last bid
for a balance of power in Turop, Princeton, N.J., 1978

M.-O. Maxelon, Stresemann und Frankreich 1914-1929, Deutsche Politik
der Ost-West-Balance, Diisseldorf 197

K. Megerle, Deutsche Auflenpolitik 1923
mus, Frankfurt am Main 1974.

S. Nadolny, Abriistungsdiplomatie 1932/1933, Deutschland auf der Genfer
Konferenz im Ubergang von Weimar zu Hitler, Miinchen 1978,

, Ansatz zu aktivem Revisionis-

K.-H. Niclauss, Di¢ Sowjetunion und Hitlers Machtergreifung, Eine Stu-
die tiber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chungen der Jahre 1929 bis 1935,
Bonn 1966.

IL. Pieper, Die Minderheitenfrage und das Deutsche Reich, 1919-1933/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74,

H. Pogge von Strandmann, Rapallo - strategy in preventive diplomacy, New
source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in: V. R. Berghahn und M. Kitchen
(Hg), German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 Essays in honour of Francis Car-
sten, London 1981, S. 123-146.

G. Post, The Civil-Military Tabric of Weimar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1973.

H. von Riekhoff, German-polish relations, 19181933, Baltimore und London
1971,

IL. Roos, Polen und Europa, Studien zur polnischen AuBenpolitik 1931-

1939, Tiibingen 1957.
. Rosenfeld, Sowjet-RuBland und Deutschland 1917-1922,
1933, Koln 1984,

ln 1984,

Ders., Sowjetunion und Deutschland 1






images/00212.jpeg
P. Fritzsche, Rehearsals for fascism, popu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90.

H. Gies, NSDAP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Organisationen in der C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VfZ 15, 1967, 5. 341-376.

H. J. Gordon, Hillerputsch 1923, Machtkampf in Bayern 1923-1924, Frank-
furt am Main 1971

D. Gricswelle, Propaganda der Friedlosigkeit, Eine Studie zu Hitlers Rheto-
rik 19201933, Stuttgart 1972

J. H. Grill, The Nazi Movement in Baden, 1920-1945, North Carolina 1983,

R. E Hamilton, Who voled for Hitler?, Princeton, N.J. 1982.

R. Heberle, Landbevlker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politischen Willensbildung in Schleswig-Holstein
19181932 (Schriftenreihe der VIZ, 6), Stuttgart 1963.

Q. Heilbronner, Der verlassene Stammtisch, Vom Verfall der biirgerlichen
Tnfrastruklur und dem Aufstieg der NSDAP am Beispiel der Region
Schwarzwald, in: GuG 19, 1993, 8. 178-201.

E. Hennig (Hg.), Hessen unterm Hakenkreuz, Studien zur Durchsetzung
der NSDAP in Hessen, Frankfurt am Main ‘1984,

H. H.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
1924, Miinchen 1961

W. Horn, Der Marsch zur Machtergreifung, Die NSDAP bis 1933, Kanig-
stein und Diisseldorf 1980.

P. Hiiltenberger, Die Gauleiter, Studie zum Wandel des Machlgeliiges in der
NSDAP (Schriftenreihe der VEZ, 19), Stuttgart 1969,

D. Jablonsky, 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 Titler and the »Verbotszeite
1923-1925, London 1989,

E. Jickel, Hitlers Weltanschauung, Entwurf einer Herrschaft, Neuausgabe
Stultgarl 1981.

M. Jamin, Zwischen den Klassen, Zur Sozialstruktur der SA-Fiihrerschaft.
Wauppertal 1984.

W. Jochmann, Im Kampf um die Macht, Hitlers Rede vor dem Hamburger
Nationalclub von 1919 (Verdffentlichungen der Forschungsstelle fiir
die Geschichl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amburg, 1), Frank(urt am
Main 1960,

Ders.,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63,

M. H. Kater, I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
1945. Oxford 1983,





images/00215.jpeg
16
47

48

19

5. Koch-Baumgarten, Die Mirzaktion der KPD 1921, Frankfurt am Main und
New York 1986.

J. Wirth, Reden wihrend der Kanzlerschaft, S. 406.

G. Schulz,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
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 1, Berlin und New York 2198
G Jasper, Der Schutz der Republik, Studien zur staatlichen Sicherung der Demo-
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itbingen 1963, S. 1791f.

C. Gusy, Weimar — die wehrlose Republik?, Verfassungsrecht und Verfassungs-
schutz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ibingen 1991, §. 307

B. Kent, 'Lhe Spoils of War, 'Ih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diplomacy of reparations
1918-1932. Oxford 1989. S. 2001,






images/00069.jpeg
H. Pentzlin, Hjalmar Schacht, Leben und Wirken einer umstrittenen Per-
sonlichkeit, Berlin, Frankfurt am Main und Wien 1980,

J. Petzold, Franz von Papen, Lin deutsches Verhingnis, Miinchen 1995,

. K. von Plehwe, Reichskanzler Kurt von Schleicher, Weimars letzte Chance

gegen Hiller, Esslingen 1983,

H. Piinder, Politik in der Reichskanzlei, Aufzeichnungen aus den Jahren
1929-1932 (Schrifienreihe der VIZ, 3), Stuttgart 1961

Ders., Von Preufien nach Buropa, Lebenserinnerungen, Stuttgart 1968.

Walther Rathenau, Hauptwerke und Gespriche (Walther-Rathenau-Ge-
samtausgabe, 2), hg. von E. Schulin, Miinchen 1977

Adolf Reichwein 1889-1944, Erinnerungen, Forschungen, Impulse, hg. von
'W. Huber und A. Krebs, Paderborn 1981.

E. Reitter, Franz Giirtner, Politische Biographie eines deutschen Juristen
1881-1941, Berlin 1976.

J. von Ribbentrop, Zwischen London und Moskau, Erinnerungen und ei-
gene Aufzeichnungen, Aus dem Nachlafl, hg, von A. van Ribbentrop,
Teoni 1953.

A. von Saldern, Hermann Dietrich, Ein Staatsman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chriften des Bundesarchivs, 13), Boppard 1966.

. Schacht, 76 Jahre meines Lebens, Bad Worrishofen 1953,

B. Scheurig, 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 Ein Konservativer gegen Hitler,
Oldenburg 1968,

H. Schlange-Schoningen, Am Tage danach, Hamburg 1946,

E. von Schmidt-Pauli, Hitlers Kampf um dic Macht, Der Nationalsozialis-
mus und die Ereignisse des Jahres 1932, Berlin 0.]. (1933).

H. Schueler, Auf der Flucht erschossen, Felix Fechenbach 1894-1933, Fine

Biographie, Koln 1981
Schulin, Walther Rathenau, Représentant, Kritiker und Opfer seiner Zeit,
Gatlingen 1979,

H. Schulze, Ollo Braun oder Preufi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Eine Bio-
graphic (Versffentlichungen der Stiftung Preuischer Kulturbesitz),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und Wien 1977.

H.-1 Schwarz, Adenauer, Der Aufstieg 1876 1952, Stuttgart *1986.

C. Severing, Mein lebensweg, 2 Bde, Koln 1950.

. Simpson, Hjalmar Schacht in perspective (Studies in European Hislo-
1y, 18), Den Haag 1969.

I Stampfer, Erfahrungen und Erkenntnisse, Aufzeichnungen aus meinem
Leben, Kéln 19¢






images/00214.jpeg
und Sozialdemokratie 1928-1932 (Schriftenreihe des Forschungsinsti
Stiftung, 111), Bonn-Bad Godesberg 1975.
H. Tenske, Monarchisches Beamtentum und demokratischer Staat, Zum

tuts der Friedrich-Eber

Problem der Biro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mokratie und
Verwaltung, 25 Jahre Hochschule der Verwaltungswissenschaften Spey-
er (Schriflenreihe der Hochschule Speyer, 50), Berlin 1972
Ders., Biirokratie in Deutschland, Vom spiten Kaiserreich bis zur Gegen-
wart, Berlin 1985.
. Fiihr, Zur Schul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Zusammenarbeil
von Reich und Lindern im Reichsschulausschug, 1919-1923, und im
Ausschuf fiir das Unterrichtswesen, 1924-1933, Darstellungen und
Quellen, Weinheim 1970.
S. Grassmann, Hugo Preul und die deutsche Selbstverwaltung, Liibeck
1965.

I1. Grund, »Preufienschlage und Staatsgerichtshof im Jahre 1932, Baden-
Baden 1976.

H. Hannover und E. Hannover-Driick, Politische Justiz 1918 bis 1933, Neu-
auflage Bornheim-Merten 1987.

P. Haungs, Reichsprisident und parlamentarische Kabinettsregierung, Eine

Studie zum Regierungssystem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n Jahren
1924 bis 1929, Kéiln 1968.

W. Hofmann, Zwischen Rathaus und Reichskanzlei, Die Oberbiirgermei-

ster in der Kommunal- und Staats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von
1890 bis 1933, Berlin, Koln und Mainz 1974.
E. R. Huber, Zur Lehre vom Verfassungsnotstand in der Staatstheorie der
‘Weimarer Zeil, in: H. Schneider und V. Gotz (Hg.), Im Dienst an Recht
und Staat, Festschrift fiir Werner Weber zum 70. Geburtstag, Berlin 1974,
§.31-52.
H. Hiirten, Reichswehr und Ausnahmezustand, Ein Beitrag zur Verfas-

sungsproblema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ihrem ersten Jahufiinf
Opladen 1977,
Ders., Der Kapp-Putsch als Wende. Uber Rahmenbedingungen der Weima-
rer Republik seit dem Friihjahr 1920, Opladen 1989,
. Jasper, Der Schutz der Republik, Studien 7ur staatlichen Sicherung der
Demo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ibingen 1963.
Ders., Justiz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VIZ 30, 1982,
5.167-205.
O. Kirchheimer,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m Faschismus, Die Aullé-






images/00209.jpeg
15

20

21

25
2%

NSDAP, Betrachtungen zur Regierung Briining, in: Vierteljahresschrift fiir Sozi-
al- und Wirlschaflsgeschichte 67, 1980, $. 200 222.

H. Briining, Memoiren, 8. 195; vgl. H. Mommsen, Betrachtungen zu den Memoi-
ren Heinrich Brinings, in: Jahrbuch fiir die Geschichte Mitlel- und Ostdeutsch-
lands 22,1973, §. 270-280; R. Morsey, Zur Entstehung, Authentizitit und Kritik
von Briinings Memoiren, Opladen 1975,

Vgl R. Meister, e grofie Depression, Zwangslagen und Handlungsspielriume
der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291932, Regensburg 1991,
s.212F,

Vel Ebenda, S. 103£, und 127.

Vgl W. Conze und H. Raupach (Hg.), Die Staats- und Wirtschaftskrise des Deu
schen Reiches 19291933, Sechs Beitriige, Stuttgart 1967; G. Schulz,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Krise und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75, 5. 857.

R. Meister, Die groRe Depression, . 3041.

Vgl H. Homburg, Vom Arbeitslosen zum Zwangsarbeiter, in: AfS 23, 1985,
5.251-298

E. Rosenhaft, Gewalt in der Politik, Zum Problem des »Sozialen Militarismus«,
in: U. ). Miller und E. Opitz. (Hg.), Militir und Militarismy
Republik, Disseldorf 1978, $. 247 f.

Vgl M. Matthiesen, Ein Konservativer auf dem Weg in den Widerstand (1884
1945), in: H.-C. Kraus, Konservativ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5, 5. 244
und 2474,

Vgl H. Kohler, Arbeitsbeschaffung, Siedlung und Reparationen in der Schlufi-
phase der Regicrung Briining, in: VIZ 17, 1969, 5. 276-307; D. Hertz-Eichenrode,
Wirtschafiskrise und Arbeitsbeschaflung, Konjunkurpolitik 1925/1926 und die
Grundlagen der Krisenpolitik Brinings, Frankfurt am Main 1982
“Tagebuch Hans Schaffer vom 29. Januar 1932, zit. nach H. Mommsen, Staat und
Biirokratie in der Ara Briining. in: G. Jasper (Hg.), Tradition und Reform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Gedenkschrift fiir Waldemar Besson, Stuttgart 1976, 5. 111

M. Griibler, Die Spitzenverbiinde der Wirtschaft und das erste Kabinetr Briiming,
Eine Quellenstudie, Ditsseldorl 1982, 5. 342.

Vgl B. Weisbrod, Die Befreiung von den »lariffesselne, Deflationspolitik als
Krisenstalegie der Unternehmer in der Ara Braning, in: GuG 11, 1985, 5. 295
325

Vgl U Wengst, Unternchmerverbiinde und Gewerkschaften in Deurschland im
Jahre 1930, in: VIZ 25,1977, 8. 99-119.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n der Krise 1930-1932, 5. 701

Mitteilungen des Vereins zur Wahrung der gemeinsamen wirtschafilichen Tnter-
essen in Rheinland und Westfalen, Jg. 1931, Nt. 1, 5. 49-51.

M. Griibler, Die Spitzenverbénde der Wirtschaft, S. 445

AdR, Kabinette Briining 1 und 11, hearb. von T. Koops, Bd. 2, Boppard 1982,
Q178

s in der Weimarer






images/00091.jpeg
NATlONAI.SOZIAlISTEN





images/00200.jpeg
volk 1918-1933,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Meinungsbild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itrd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24), Di






images/00090.jpeg





images/00093.jpeg
WittstDunicht amise
)":rn:—..v\z:v,“')ﬂ .‘u'ici-.;'.:r!d N .‘H. m? en‘-‘..r mv:[t

50 kommc

mﬁne]]ersammluug‘





images/00092.jpeg
24

Vel L. Pics, Sozialpolitik und Zentrum 1924-1928, Zu den Bedingungen sozial-
politischer Theorie und Praxis der Deutschen Zentrumspart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H. Mommsen u.a. (Hg.), Industriel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
wicklung, 8. 259-270.

B.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51

Vgl. E. Deuerlein, Heinrich Brauns, Schaltenril eines Sozialpolitikers, in: E. A.
Hermens und T. Schieder (Hg.), Stast, Wirtschaft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s
Republik, Lestschr. fitr Heinrich Briiing, Berlin 1967, 8. 41-96; H. Mockenhaupt,
Weg und Wirken des geistlichen Sozialpolitikers Heinrich Brauns, Minchen 1977
K. Borchardt, Zwangslagen und Handlungsspielriume in der grofien Wirtschafts
Krise der friihen dreifiiger Jahre, in: Ders., Wachstum, Krisen, Handlungsspicl-
riume der Wirtschafispolitik, Studien zur Wirtschafis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Gollingen 1982, 5. 165-182; C.-L. Holufrerich, Zu hohe Lohn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GuG 10, 1984, §. 122-141

Vgl G. Schulz, Staatliche Stiitzangsmafinahmen in den deurschen Ostgebicten,
in: E. A, Hermens und T. Schieder (Hg,), Staat, Wirtschafl und Palitik, S. 141-204;
D. Hertz-Eichenrode, Politik und Landwirtschaft in Ostpreafien 1919-1930, Un-
tersuchungen cines Strukturproblem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oln und Opla-
den 1969, 5. 217-306; R. Bessel, Fastern Germany as a structural problem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Social History 3, 1975, 5. 199-218.

VgL V. R. Berghahn, Der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19181935, Dilssel-
dorf 1966, 8. 43 ff,

Vgl. A. Kessler, Der Jungdeutsche Orden in den Tahren der Entscheidung, Bd. 1:
19281930, Bd. 2: 1931-1933, Miinchen 1974 und 1976.

A, Mahraun, Das Jungdeutsche Manifest, Berlin 1927,

T. M.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lon 1977,
5,203

V. R. Berghahn, Stahlhelm, 8. 7

Ebenda, 8. 97 und 101

K. Rohe, Das Reichshanner Schwarz Rot Gold, Fin Beitrag 7ur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der politischen Kampfverbiinde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is-
seldorf 1966, 8. 117.

Vgl K. G. P. Schuster, Der Rote Frontkiimpferbund 1924-1929, Reitriige 7ur Ge-
schichte und Organisationsstruktur eines politischen Kampfbundes, Diisseldort
1975

Vel. G, Jasper, Zur innerpolitischen Lage in Deutschland im Herhst 1929, in: ViZ
8, 1960, 5. 280-289.

Vgl B-C. Witt, Friedrich Ebert, Parteifithrer, Reichskanzler, Volksbeauftragter,
Reichsprisident, Bonn 1982, sowie . Kolb (Hg.), lriedrich Ebert als Reichspriis
dent, Miinchen 1997, bes. . 306

Vel A, Dorpalen, Hindenburg in der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66, S. 68 F; vgl. zur Arbeit des Loebell-Komitees H. A,
‘Turner, Stresemann, Republikaner aus Vernunft, Berlin 1968, . 186,






images/00095.jpeg
Achtstundenschicht in der deut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Eisen- und
Stahlindustrie, 1880-1929, Berlin 1986.

H. limm, Die deutsche Sozialpolitik und der Bruch der groen Koalition
im Mirz 1930 (Beitri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feien, 1), Diisseldarf*1982.

R. Tschirbs, Tarifpolitik im Ruhrbergbau 1918-1933 (Beitriige zu Inflation
und Wiederaufbau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1914-1924, Bd. 5, und
Veréftentlichungen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zu Berlin, 64), Berlin
1986.

B. Weisbrod, Die Befreiung von den »Tarillesseln«, Deflationspolitik als
Krisenstrategic der Unternchmer in der Ara Briining, in: GuG 11, 1985,

U. Wengst, Unternehmerverbande und Gewerkschaften in Deutschland im
Jahre 1930, in: VfZ 25, 1977, S. 99-119.





images/00094.jpeg
1. P Koops, Heinrich Briinings »Politische Erinnerungen«, Zum ersten Teil
der Memoiren, in: GWU 24, 1973, 8. 197-221

A. Krebs, Tendenzen und Gestalten der NSDAP, Erinnerungen an die Friih-
seil der Partei (Quellen und Darstellungen zur Zeitgeschiche, 6), Stull-
gart 1960.

L.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 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Tibingen
1951,

Ders., Memoiren, Stuttgart 1977.

H. Lange, Julius Curlius, 1877-1948, Aspekle einer Polilikerbiographie,
Diss. Kiel 1970.

J. A. Leopold, Alfred Hugenberg, The radical nationalist campaign against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1978.

W. Lerner, 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 Stanford 1970.

H. Prinz zu Lowenstein, Die Tragddie eines Volkes, Deutschland 1918~
1934, Amsterdam 1934.

H. Luther, Politiker ohne Partei, Erinnerungen, Stuttgart 1960.

Ders., Vor dem Abgrund 19301933, Reichsbankprisident in Krisenzeiten,
Berlin 1964,

H. Meier-Welcker, Seeckt, Frankfurt am Main 1967.

E Meinecke, 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Werke Bd. 2, hg. von G. Ko-
towski, Diisseldorf *1977.

0. Meissner, Staatssckretar unter Ebert, Hindenburg, Hitler, Der Schick-
salsweg des deutschen Volkes von 19181945, wie ich ihn erlebte, Ham-
burg 1950.

H. Mockenhaupt, Weg und Wirken des geistlichen Sozialpolitikers Hein-
rich Brauns, Miinchen 1977,

1. Mommsen, Betrachtungen zu den Memoiren Heinrich Briinings, in:
Jahrbuch fir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deutschlands 22 (1973),
§.270-280,

W. J. Mommsen,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Tibingen
1974,

R. Morscy, Zur Entstehung, Authentizitat und Kritik von Briinings »Me-
moiren 1918 1934« (Rheinisch Westfil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
schaften, Vortrage G 202), Opladen 1975.

J. R. Nowal, Kurt von Schleicher, Soldat zwischen den Fronten, Diss. Wiirz-
burg 1971.

I von Papen, Der Wahrheit cine Gasse, Miinchen 1952,

Ders.. Vom Scheitern einer Demokratie, Mainz 1968,






images/00097.jpeg
54

55

56

58
59
6l
6l

7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Kaas und Ilitler, abgedruckt in:

T. Duesterberg, Der Stahlhelm und Hitler, Woltenbattel 1949, S. 40; T.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 397.

Vgl H. A. Turner jr., Hitlers Weg zur Macht. Der Januar 1933, Miinchen 1997,

$.141und 151£

Der Fragenkatalog des Zentrums abgedruckt in: I1. Michaelis u. a. (I1g.), Ursachen

und Folgen, Bd. 9, Berlin 1964,S. 11L; vgl. AdR, Regierung Hiler, Teil 1, 1933/1934,
bearb. von K.-H. Minuth, Bd. 1, Boppard 1983, 5. 6 £; R. Morscy, Hitlers Verhand-

Tungen mit der Zentrumsfithrung am 31. Juli 1933, in: VIZ 9, 1961, 5. 192

1. Michaelis u.a.

(Hg), Ursachen und Folgen, Bd. 9, §. 12-15; vgl. D. Junker, Die deutsche Zen-

trumspartei und Hitler 193271933, Ein Beitrag zur Problematik des politischen Ka-
tholizismus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69, S. 161 ff; R. Morsey, Der Untergang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Die Zentrumspartei zwischen christlichem Selbst-

verstindnis und »Nationaler Erhebung«1932/1933, Stuttgart und Ziirich 1977,
S.91fE

AdR, Regierung Hitler, Bd. 1, 8. 2f

Schulthess’ Europi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1933, 8. 35.

Ebenda, 5. 34-37.

H. Mommsen, Die Illusion einer Regierung ohne Parteien, S. 127 ff.






images/00206.jpeg





images/00096.jpeg





images/00205.jpeg





images/00099.jpeg





images/00208.jpeg





images/00098.jpeg





images/00207.jpeg
Vgl. H. Skrzypczak, Revolutiondre Gewerkschaftspolitik in der Weltwirtschafts
kris, in: Gewerkschafiliche Monatshefie 34, 1983, . 264-277.

Vgl R.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Tastern Germany 1925-1934, New Haven 1984, S. 911. und 94f.

M. Domarus, Hitler, Bd. 1, 8. 137,

Vgl T. Childers, The limits of National Socialist mobilization, The elections of 6th
November 1932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in: Ders. (Hg.),
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London 1986, S. 223-259.

AdR, Kabinett Papen, Bd. 2, S. 954 und 955,

Vgl A. Schildt, Militardiktatur mit Massenbasis?, Die Querfrontkonzeption der
Reichswehrfiihrung um General von Schicicher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
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81, S. 158f.

AdR, Kabinett Papen, Bd. 2, 8. 997 f. und 999.

T. Vogelsang, Zur Politik Schleichers, S. 105

T. Vogelsang, Neue Dokumente, S. 4
AdR, Kabinett Papen, Bd. 2, 5. 1037.
T.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 485; vgl. F. Arndt, Vorbereitungen
der Reichswehr fiir den militirischen Ausnahmezustand, in: Zeitschrift fir Mili-
targeschichte 4, 1963, 5. 195-203,
F von:Piapen; Der Wehrhe






images/00202.jpeg





images/00201.jpeg





images/00204.jpeg
L ¥
230 Whenb Hnsyate

Sontag, 13, Lage 1923

g, Jettung

Sursiette]

s
e
HaE

B
s 2 et bl

At

= Lo
e T T Sk ot

et

o e S R R T





images/00203.jpeg





images/00080.jpeg
H. Kéhler, Arbeitsdienst in Deutschland, Plane und Verwirklichungsfor-
men his zur Einfithrung der Arbeitsdienstpflicht im Jahre 1935, Berlin
1967.

H. Mommsen, Staat und Biirokratie in der Ara Briining, in: Tradition und
Reform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Gedenkschrift fir Waldemar Besson,
hg. von G. Jasper, Berlin 1976, S. 81-137.

Ders., Regierung ohne Parteien, Konservative Pline zum Verfassungsum-
bau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H.-A. Winkler (Hg.), Dic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Handlungsspielriume und Alternati-
ven, Miinchen 1992.

A. Schildt, Militdrdiktatur mit Massenbasis? Die Querfrontkonzeption der
Reichswehrfithrung um General von Schleicher am Ende der Weiin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81.

G. Schulz (Hg.), Die GroBe Krise der dreiiger Jahre, Vom Niedergang der
Weltwirtschaft zum Zweiten Weltkrieg, Géttingen 1985.

M. Stiirmer, Der unvollendete Parteienstaat, Zur Vorgeschichte des Prisidi-
alregimes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ViZ 21, 1973, S. 119-126.

R. Vierhaus, Auswirkungen der Krise um 1930 in Deutschland, Beitrige zu

einer historisch-psychologischen Analyse, in: W. Conze und H. Rau-

pach (Hg.), Die Staats- und Wirtschaftskrise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29/1933, Stuttgart 1967, S. 155-175.

Vogelsang, Zur Politik Schleichers gegeniiber der NSDAP 1932, Doku-

mentation, in: VIZ 6, 1958, S. 86-118.

W. Wessling, Hindenburg, Neudeck und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teljahreshefte fii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64, 1977,

: Vier-
41-73.






images/00082.jpeg





images/00081.jpeg
.

i n‘
.
J -

LISTE‘

S(HAFFENDEN






images/00084.jpeg





images/00083.jpeg
§ % REENERS K fhgp
L LEFTT L






images/00086.jpeg





images/00085.jpeg





images/00088.jpeg
G. W. Rakenius, Wilhelm Groener als Erster Generalquartiermeister, Die
Politik der Obersten Heeresleitung 1918/1919, Boppard 1977.

G. A. Ritter und S. Miller (Hg.),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19, Doku-
mente, Hamburg *1975.

R. Riirup, Probleme der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19, Wiesbaden
1968.

Ders. (Hg.), Arbeiter- und Soldatenrate im rheinisch-westfalischen In-
dustriegebie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 1918/1919, Wup-
pertal 1975,

Ders., Die Revolution von 1918/1919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Bonn 1993,

A.J. Ryder,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 A study of German sacialism in
war and revolt, Cambridge 1967.

E.-H. Schmidt, Heimatheer und Revolution 1918, Die militirischen Gewal-
ten im Heimatgebiet zwischen Oktoberreform und Novemberrevolu
tion, Stuttgart 1981.

D. Schneider und R. Kuda, Arbeiterri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Ideen,
‘Wirkungen,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68.

R. M. Watt, Der Kaiser geht, Deutschland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Ver-
sailles, Frankfurt am Main 1971.

H. A. Winkler, 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Revolution von 1918/1919, Ein
Riickblick nach sechzig Jahren, Bonn 1979.

F. Zunkel, Industric und Staatssozialismus, Der Kampf um dic Wirtschafts-
ordnung in Deutschland 1914-1918, Diisseldorf 1974.





images/00087.jpeg
59
60

61
62

63

64

Lattwitz-Putsches, in: H. Mommsen u.a. (Hg.), Industrielles System und politi-
sche Entwickl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isseldorf 1974, S. 190 205.

AdR, Kabinelt Bauer, 8. 687.

G. D. Feld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Kapp Putsch,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1971, 5.99-130.

H. Potthoff, Gewerkschafien und Politik, 8. 270 ff.

F. Lucas, Mirzrevolution im Ruhrgebiet, Marz/April 1920, 3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70-1972.

H. A.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
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24, 5. 324 f.

H. Hiirten, Reichswehr und Ausnahmezustand, Ein Beitrag zur Verfassungspro-
blema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ihrem etsten Jahrfinft, Opladen 1977,





images/00089.jpeg
R. Gottwald, Die deutsch-amerikanischen Bezichungen in der Ara Strese-
mann, Berlin 1965.

H. Graml, Buropa zwischen den Kriegen (Welt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
derts, 5), Miinchen *1982.

Ders., Die Rapallo-Politik im Urteil der westdentschen Forschung, in: Vf7
18,1970, S. 366-391.

0. Hauser, Der Plan einer deutsch-6sterreichischen Zollunion von 1931
und die europiische Fsderation, in: H7 179, 1935, 5. 45-92.

J. Heideking, Aeropag der Diplomaten, Die Pariser Botschafterkonferenz
der alliierten Hauptmichte und die Probleme der européischen Politik
19201931, Husum 1979,

W. J. Helbich, Die Reparationen in der Ara Briining, Zur Bedeutung des
Young-Plans fiir die deutsche Politil 1930 bis 1932, Berlin 1962.

H. Helbig, Die Triiger der Rapallo-Politik, Gottingen 1958.

K. Hildcbrand,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Sowjetunion im internatio-
nalen System, 19181932, Legitimitit oder Revolution?, Wiesbaden
1977.

Ders., Das vergangene Reich, Deutsche Aufi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
ler 1871-1945, Stuttgart 1995.

A. Hillgruber, Kontinuitat und Diskontinuitit in der deutschen Aufenpali-
til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Diisseldorf 1969,

Ders., Grofimachtpolitik und Militarismus im 20. Jahrhundert, Drei Beitri-
ge zum Kontinuititsproblem, Diisseldorf 1974

C. Haltje, Uber den Weimarer Staat und »Ost-Locarno« 1919-1934, Revi-
sion oder Garantie der deutschen Ostgrenze von 1919, Wiirzburg 1958,

J. Jacobson, Locarno diplomacy, Germany and the West, 1925-1929, Prin-
ceton, N. ], 1972,

Ders. und J. T. Walker, The impulse for a Franco-German entente, The ori-
gins of the Thoiry conference, 1926,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
1y 10,1975, 8. 157-181.

F. Knipping,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das Ende der Locarno-Ara
1928-1931, Miinchen 1931,

N. Krekeler, Revisionsanspruch und geheime Ostpolitik der Weimarer Re-

publik, Die Subventionierung der deutschen Minderheilen in Polen
(Sehriftenreihe der VIZ, 27), Stutlgart 1973.

P. Kriiger, Deutschland und die Reparationen 1918/1919, Die Genesis des Re-
parationsproblems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Waffenstillstand und Ver-

iller FriedensschluB (Schriflenreihe der VIZ, 25), Stullgarl 1973.






images/00198.jpeg
hen Re-

1. Reihe, Von der konstitutionellen Monarchie zur parlamentas
publik:

Bd. 1, Der interfraktionelle Ausschuf}, bearbeitet von E. Matthias und
R. Morsey, Disseldorf 1962.

Bd.2, Die Regierung des Prinzen Max von Baden, bearbeitet von E. Matt-
hias und R. Morsey, Diisseldorf 1962.

Bd.3, Die Reichstagsfraktio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c 1898 bis
1918, bearbeitet von E. Matthias und E. Pikart, 2. Teil, Dasseldorf
1966.

Bd. 6, Die Regierung der Volksbeaufiragten von 1918/1919, eingeleitet von
E. Matthias, bearbeitet von S. Miller unter Mitwirkung von H. Potthoff,
2 Bde, Disseldorf 1969.

Bd. 10, Die Regierung Eisner, 1918/1919, Ministerratsprotokolle und Doku-
mente, eingeleitet und bearbeitet von E. ]. Bauer, unter Verwendung der
Vorarbeiten von D. Albrecht, Diisseldorf 1987.

2. Reihe, Militar und Politik:

Bd. 1, Militir und Innenpolitik 19141918, bearbeitet von W. Deist, 2 Bde,
Diisseldorf 1970.

Bd.2,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Kapp-Putsch, Militir und Innenpolitik
1918-1920, bearbeitet von H. Hiirten, Disseldorf 1977.

Bd.3, Die Anfinge der Ara Seeckt, Militir und Innenpolitik 1920-1922,
bearbeitet von H. Hiirten, Diisseldorf 1979.

Bd. 4, Das Krisenjahr 1923, bearbeitet von 1. Hiirten, Disseldorf 1980.

3. Reihe, Die Weimarer Republik:

Bd. 1, Erinnerungen und Dokumente von J. Victor Bredt 1914 bis 1933, be-
arbeitet von M. Schumacher, Disseldorf 1970.

Bd. 3, Staat und NSDAP 1930-1932, Quellen zur Ara Briining, eingeleitet
von G. Schulz, bearbeitet von 1. Maurer und U. Wengst, Diisseldorf
1977.

Bd. 4,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n der Krise 1930-1932, eingeleitet von
G. Schulz, bearbeitet von I. Maurer und U. Wengst unter Mitwirkung
von ). Heideking, 2 Bde, Diisseldorf 1980.

Bd. 5, Linksliber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Lithrungsgremi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Partei und der Deutschen Staatspartei





images/00197.jpeg





images/00199.jpe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Opposition« 1918-1933, Erlangen 1965.

E. Konnemann, Einwohnerwehren und Zeitfreiwilligenverbinde, lhre
Funktion beim Aufbau eines neuen imperialistischen Militérsystems,
Berlin (DDR) 1971.

I.-]. Mauch, Nationalistische Wehrorgan
publik, Zur Entwicklung des »Paramilitarismuse, Frankfurt am Main
1982,

K. Rohe, Das Reichsbanner Schwarz Rot Gold, Fin Beitrag zur Geschich-
te und Struktur der politischen Kampfverbande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itrii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
tischen Parteien, 34), Diisseldorf 1966.

E.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The German communist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1929-1933, Cambridge, London, New York und New Rochelle
1983.

H. Schulze, Freikorps und Republik 1918-1920, Boppard 1969.

K. G. P. Schuster, Der Rote Frontkimpferbund 1924-1929,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und Organisationsstruktur eines politischen Kampfbundes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55), Diisseldorf 197:

onen in der Weimarer Re-






images/00194.jpeg
Albertin und W. Link (Hg.), Politische Parteien aul dem Weg zur parla
mentarischen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slinien bis zur
Gegenwart, Erich Matthias zum 60. Geburtstag gewidmet, Diisseldorf
1981.

R. Bessel und E. J. Feuchtwanger (Hg.),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velop-

ment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1.

K. D. Bracher, M. Funke und H.-A. Jacabsen (Ig.), Die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 Politik,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Diisseldorf 1987.

K. D. Erdmann und H. Schulze (Hg.), Weimar, Selbstpreisgabe ciner Demo-
kratie, liine Rilanz heute, Diisseldorl *1984.

J. Falter, T. Lindenberger und S. Schumann, Wahlen und Abstimm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aterialien zum Wahlverhalten 1919-1933
(Statistische Arbeitsbiicher zur neueren deutschen Geschichte), Miin-
chen 1986.

P. Flora, Tu Kraus und W, Plennig, Stale, economy, and saciely in Wesl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in two volumes, Bd. 2,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an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ankfurt am Main,
London und Chicago 1987.

A. Hermens und T. Schieder (Hg.), Staal, Wirlschall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estschrift fiir Heinrich Briining, Berlin 1967.

G. Jasper (Hg.), Von Weimar zu Hitler 1930-1933 (Neue 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25), Kéln 1968.

. Kershaw (Hg,), Weimar, Why did German Democracy fail?, London 1990.

E. Kolb (Hg.), Y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k (Neue wissen-
schaftliche Bibliothck, 49), Kéln 1972.

W. Michalka (Hg.),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orn,
Miinchen, Wien und Ziirich 1984.

Ders. und M. M. Lee (Hg.), Gustav Stresemann (Wege der Forschung, 539),
Darmstadt 1982.

D. Petzina, W. Abclshauser und A. Vaust,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
buch, Bd. 3,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14-1945,
Miinchen 1978.

G. A. Ritter (Hg.), Gesellschaft, Parlament und Regierung,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in Deutschland, Diisseldorf 1974.

P. 1. Stachura (Hg.), 'The Nazi Machtergreifung, London 1983,






images/00193.jpeg





images/00196.jpeg
Ders., Die deutsche Wirlschaft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l, Wieshaden 1977.

K. H. Pohl, Weimars Wirtschaft und dic AuBenpolitik der Republik 1924-
1926, Vom Dawes-Plan zum Internationalen Eisenpakt, Diisseldort
1979.

H. Sanmann, Daten und Alternativen der deutschen Wirlschafls- und
Finanzpolitik in der Ara Briining, in: Hamburger Jahrbuch fiir Wirt-
schafts- 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10, 1965, S. 109-140.

W. Sargel, Metallindustr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Liine Untersuchung
iiber Struktur und Funktion industrieller Organisationen in Deutsch-
land 1929 bis 1939, Frankfurt am Main 1965.

IL. A. Turner jr, The Ruhrlade, Secret Cabinet of Heavy Industr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 1970, §. 195-228.

B.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teressenpolitik
zwischen Stabilisicrung und Krise, Wuppertal 1978

U. Wengst, Der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in den ersten Mo-
nalen des Dritten Reiches, Fin Beilrag zum Verhilinis von GroRindu-
stric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VZ 28, 1980, S. 94-110.

H.-A. Winkler, Mittelstand, Demokratic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po-
litische Entwicklung von Handwerk und Kleinhandel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éln 1972.

Ders. (Hg.),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Voraussetzungen und Anfinge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9), Géttingen 1974.

P.-C. Witt, linanzpolitik und sozialer Wandel in Krieg und Inflation 1918
1924, in: H. Mommsen, D. Petzina und B. Weisbrod (Hg.), Industriel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 1,
Kronberg und Disseldorf *1977, S. 395-426.

Ders., Inflation, Wohnungszwangswirtschaft und Hauszinssteuer, Zur Re-
gelung von Wohnungsbau und Wohnungsmarkt in der Weimarer Re-
publik, in: L. Niethammer (Hg.), Wohnen im Wandel, Beitrige zur Ge-
schichte des Alltags in der biirgerlichen Gresellschaft, Wuppertal 1979,
S. 385-407.

Ders., Finanzpolitik als Verfassungs- 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Uberlegun-
gen zur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30 bis 1932, in: GuG 8,
1982. S. 386-414.





images/00195.jpeg
20 H1. Schulze, Freikorps und Republik 1918-1520, Boppard 1969; ]. M. Dichl, Para-
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lon 1977, 5. 293 11

21 E. Konnemann, Einwohnerwehren und Zeitfreiwillige, Thre Funktion beim Auf-
bau cines neuen imperialistischen Wehrsystems, Berlin 1971,

22 P Kukuck, Bremer Linksradikale beziehungsweise Kommunisten von der Mili
tirrevalte im November 1918 bis zum Kapp-Putsch im Mirz 1920, Phil. Diss.
Hamburg 1970, 5. 994

23 'W. Welle, Gustav Noske, S. 401 T,

24 G. D. Feldman, The origins of the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A docum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

schen Arbeiterbewegung 9, 1973, S. 45-103; Ders. und 1. Steinisch, Industrie und

Gewerkschaften 1918-1924, Die itberforderte Zentralarbeitsgemeinschatt, Stutt-

gart 1985, 5,661,

H.]. Bieber, Gewerkschaften in Krieg und Revolution, Bd. 2, Hamburg 1981,

5. 629.

26 G. A. Ritter und 8. Miller (Hg.),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19,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83, 5. 263,

27 So Staatssekretir Gustav Bauer im Kabinett am 21 November 1918, in: Die Regie-
rung der Volksbeaufiragten, Leil I, 8. 115.

28 P von Oertzen, Betriebsriil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Bonn 1976, 5. 10911

29 H. Mommsen, Soziale Kimpte im Ruhrbergbau nach der Jahrhundertwende, in
Ders. und U. Borsdorf (11g.), Gliick auf, Kameraden!, Die Bergarbeiter und ihre
Organisationen in Deulschland, Koln 1979,5. 249 272,

30 D.E. Barclay, Rudolf Wissell als Sozialpolitiker, Berlin 1984, 5. 75-142; K. Braun,
Konservatismus und Gemeinwirtschaft, Line Studie iber Wichard von Mocllen-
dor, Duisburg 1978

31 R. Mill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Bd. 3, Nachdr. Berlin 1979,
S, 1826

32 AMilchell, Revolution in Bayern 1918/1919, Die Fisner Regierung und die Ritere
‘publik, Miinchen 1967, 5. 146£.

33 Die Regierung Lisner 1918/1919, Ministerratsprotokolle und Dokumente, bearb,

von . T. Baver, i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

schen Parteien, Reihe I, Bd. 10, Diisseldor 1987, 5. 122

G. Phelps, Litler and t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in: ATTR 68, 1963, $. 974-986.

Vgl. G. D. Feldman, E. Kolb und R. Riirup, Die Massenbewegungen der Arbei

terschaft in Deutschland a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9171920, in: PVS 13,

1972,5.84-10;

36 Zur Kuntroverse um die »verpaBlen Chancens der Revolution vgl. W, |. Momm-

sen,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20, Politische Revolution und soziale Pro-
testbewegung, in: GuG 4, 1978, 8. 362-391; R, Riirup, Demokratische Revolution
und wdritter Wege,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von 1918/1919 in der neveren wissen
schaftlichen Diskussion, in: GuG 9, 1983, 5. 278-301

37 L. v Salomon. Dic Geichteten, Berlin 1930, 8. 267,





images/00190.jpeg
in: Ute Frevert (Hg.), Militar und Gesell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
dert, Stuttgart 1997.

K. J. Miller und E. Opitz (Hg.), Militir und Militar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itriige ein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 an der Hochschu-
le der Bundeswehr Hamburg am 5. und 6. Mai 1977, Diisseldorf 1978.

M. Salewsky, Entwaffnung und Militarkontrolle in Deutschland 1919-1927,
Miinchen 1966.

O.-E. Schiiddekopf, Das Heer und die Republik, Quellen zur Politik der
Reichswehrfithrung 1918 bis 1933, Hannover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55.

I.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ige zur deutschen Ge-
schichte 1930-1932, Stuttgart 1962.

Ders., Neu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wehr 19301933, in: V{7,
2, 1954, 8. 397-436.

W. Wacker, Der Bau des Panzerschiffs »A« und der Reichstag, Tibingen
1959.

M.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201933, Wege und Stationen
einer ungewohnlichen Zusammenarbeit, Miinchen 1993,





